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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译介之再出发——写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之前






最好地实现了古代人自由观念的城邦也是最近似于现代人自由观念的城邦。

——阿兰•布瓦耶（Alain Boyer）

作为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的产物，现代性从它肇端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并不是一种单数的存在。正如启蒙运动是一种复数的存在，作为现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被区分为英国自由主义、法国自由主义、德国自由主义，如此等等。这种“道术为天下裂”的原因不但应当到诸如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方面去寻找，而更应当用现代性规范论证的基本结构来说明。德国哲学家汉斯•布卢门贝格关于现代性的经典定义最好地阐明了这一点，按照他的洞见，现代性包含自我奠基和自我肯定两个维度。从表面上看，自我奠基是一种理论关切，自我肯定则是一种实践关切，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作为“规范的唯一来源”的主体性原则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向自身内部寻求规范”和“反思能力运用于自身”（哈贝马斯语）的结果是：笛卡尓的自明原则是一种自我奠基，孔德的实证精神同样是一种自我奠基；霍布斯和洛克的“自我所有”是一种自我肯定，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也同样是一种自我肯定。于是就有所谓现代早期和现代晚期之说，斯特劳斯则有著名的现代性三波之论，而现代性冲动中潜在的虚无主义倾向更是悖谬性地成了滋生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沃土。

无论就西方政治哲学还是中文政治哲学的语境而论，以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浪潮的最大贡献都在于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并没有随着政治现代性的崛起而寿终正寝或偃旗息鼓，而是内化到了后者的基本结构之中，并成为现代性政治论辩的基本视阈。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斯特劳斯主义者有见于此，毋宁说，这种认识应当是现代性的任何堪称健全的自我展开和自我认知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政治哲学中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的分野与争雄即其显例。而新保守主义者极力诟病乃至于轻薄讥诮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之所以能够拨动西方智识人的心弦，触动他们的神经，并不仅仅在于它在公共政策层面上为当时流行的福利国家模式提供了表面化的理论论证，而在于敢于直面西方现代性内部自由价值与平等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紧张，并通过发展和提高康德式契约论的论证水平，调和与综合洛克和卢梭的政治遗产。而哈贝马斯更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奋争多年之后，最终把现代性规范内涵之锚泊定在它的政治维度上。具体来说，商议性政治观基于卢梭和康德关于公域自主和私域自主同宗同源、共为基原的直觉，试图通过阐明人民主权和人权之间、民主和法治之间、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内在概念联系把自由民主的实践激进化，从而扬弃作为现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义和作为西方最古老的政治传统的共和主义这两种互竞的政治哲学范式之间的时代错乱的抽象对立，实现自由与归属的平衡与和解。

因此，如果说自由和民主是政治哲学的两个最基本概念，那么自由与民主的二元性和内在张力就既是政治现代性区别于古代政治的根本标志，也是政治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自由与民主之间的二元性又进一步体现为自由内部的二元性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以及民主内部的二元性，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但是，无论是政治现代性内部的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的对峙，还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共和主义的论战，都没有越出以上诸种二元性的概念樊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出现了第三种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这种同样以复数形式出现和存在的概念和模式试图突破传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正当与善、国家与社会甚至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二元区分，提出了使得政治哲学能够更为充分地应对文化多元和道德冲突的严峻事实的新思路。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和哪种立场看，中文政治哲学的成长和构建都不能自外于这一脉动中的大潮。我们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传统，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境需要和问题意识出发，在重新审视自由和民主概念的基础上，把批判性的视野进一步伸展到平等观念、公民德性理想、分配正义模式以及国家的中立性和文化的理想等更为广阔的论域中去，如此才能为中文政治哲学的成熟形态乃至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提供丰富的滋养和坚实的根基。

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不但需要清除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误区，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艰苦工作。我们一方面要避免闻新保守主义之风而动，轻率地无视和否定西方主流现代性政治哲学之与当代中国语境的相关性，这显然是因为，如果说在哈贝马斯所言说的语境中，现代性尚且是一个“未完成的谋划”，那么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当代中国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回避原子主义政治文化的本体论痼疾，“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不但无力解决自由多元社会的自我赓续问题，而且由于政治哲学目标的自动降格，更极大地遮蔽了一种扩展的反思平衡和视界融合在全球普遍交往时代的必要性和可欲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自由主义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种族中心的。正如消极自由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可坐而享之的或形而上学上清白的，而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并且从一开始就与近代机械论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联系在一起；积极自由也并不总是灾难性地与唯理主义的一元论形而上学难分难解，而是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换，以回应价值和文化多元时代的挑战。

置身于当代的语境，这个读本系列将不但重视政治哲学的“政治”方面，而且重视政治哲学的“哲学”方面。它的主旨则是围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和核心的观念、问题、流派乃至于人物，请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自行编选专题文集。这样做一方面发挥了编选者的能动作用，体现了某种独特的认知效能，有益于提升翻译工作的品位；另一方面加大了单本书的信息量，也为相关领域的从业和爱好者提供了入门津梁，可以作为各专题研讨的基本读物，相信学术界和读书界都会欢迎这样的形式。我们期望并且相信，经过中文政治哲学同仁们卓有成效的努力，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面貌必定能够以这种既不失客观公正，又富于个性特色的方式展现在参与塑造汉语学术自主形态的人们面前，并成为这一同样“未完成的谋划”的内在、重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

应奇　刘训练

2011年春









编者导言





一、全球正义问题的出现


全球正义问题首先是随着贫困和剥夺的问题而出现的。当然，贫困和剥夺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全球层面上，也出现在一个国家内部，在这里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前者。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所要提出的首要问题是：世界上那些发达和富裕的国家及其人民对全球贫困者负有什么责任，或者根本上说，他们对造成全球贫困状况的原因到底有没有责任？因此，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一方面关系到追溯贫困的根源，另一方面关系到设想和理解有关的责任和义务。为了让读者对全球贫困的状况有一个基本认识，并且能够感受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我们不妨首先引入一些关于全球贫困的基本事实。
[1]



贫困指的是人们的收入或支出水平达不到某个最小限度，以至于他们不仅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保障，与生存有关的其他生活条件也得不到保障（UNDP 1996，p.222）。
[2]

 世界银行根据1993年2.15美元在美国所具有的购买力水平把国际贫困线定义为“每天2美元”的生活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在2007年的美国，只有当一个家庭每个人全年的消费支出低于1 120美元时，这个家庭才算贫困（www.bls.gov/cpi/home.htm）。按照这个标准，在当今世界中，多于世界人口40%的人，即大约27.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而且，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在这部分人中，有很多人的消费支出远远低于这个线，大约有10.89亿人维持生计的费用不到每天1美元。极度贫困造成了触目惊心的后果。据估计，8.3亿人营养不良，11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26亿人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UNDP 2006，p.174），大约10亿人没有适当住所，20亿人还用不上电（UNDP 1998，p.49）。在发展中国家，在五个孩子当中就有两个发育不良，三个当中就有一个体重不足，十个当中就有一个严重偏瘦；在5至14岁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一儿童即2.5亿的儿童要离家去挣取工钱。他们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所从事的工作有农业、建筑、纺织等，或者去当士兵、性工作者或保姆。这些儿童无法接受充分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即使能够活下来，也很有可能加入到目前10亿成年文盲的大军中（UNDP 2000，p.30）。

在当今世界，与其他原因相比，严重贫困可能是人类不幸的最大原因。在全球范围内，因为直接暴力而导致的死亡和伤害（如车臣、东帝汶、刚果、波斯尼亚、科索沃、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卢旺达、索马里、伊拉克等地）固然引人关注和令人叹息，但与贫困造成的死亡和伤害相比，它们都显得微不足道。在1998年，大概有55.8万人死于战争，还有73.6万人死于其他暴力。与此相对，死于饥饿和可预防的疾病的人数却多达 1 800 万，接近当年人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冷战”结束后的数年内，与贫困相关的死亡人数有2亿。此外，每天都有大约5万人死于饥饿、腹泻、肺结核、疟疾、囊尾蚴、围产期条件以及与贫困相关的原因，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妇女和有色人。这种持续不断的全球死亡人数每几天就与2004年12月海啸的死亡人数相当，每三年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死亡人数（包括那些被关在德国集中营和苏联集中营中的人）相当。这些人死去的原因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要是他们得到了更好的营养和安全的饮用水，或者是有预防某些疾病而需要的疫苗、抗生素和其他医药，他们就不会早早死亡。

这些事实足以引起我们对全球贫困的关注，但由此也产生了两个更深入的问题：第一，人类到底有没有能力和资源缓解乃至消除全球贫困？第二，如果缓解和消除全球贫困被认为是一项责任，那么那是一项什么样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两个问题不仅相互关联，而且也具有一种递进关系：如果人类总体上没有能力和资源缓解或消除全球贫困，那么即使全球贫困是由于人类的生存状况和人类社会的某些特点造成的，大概也不会有缓解或消除全球贫困这一问题。设想人类仍然生活在蒙昧时代，他们对自然界缺乏系统的认识，因此也没有科学知识这样的东西，而且对于自身也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医学知识和医疗资源都不很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些人因为某种流行病要死去，那么其他人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资源和手段来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另一方面，如果人类不仅在总体上有能力和资源缓解或消除全球贫困这一问题，而且全球的贫困事实上是由某些制度性的因素引起的，那么，当一些人充分富裕、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其他人则处于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障的饥寒交迫的状态时，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不仅是不正义的，而且也是冷酷无情的。

因此，为了探究全球贫困以及由此引起的正义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看看人类到底有没有能力和资源缓解全球贫困状况。在这里，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当今世界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高收入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15.7%，但却拥有79%的世界收入（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第289页）。在2000年，在世界成年人口中，底层的50%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1.1%，而顶层的10%却拥有全球财富的85.1%，最顶端的1%甚至拥有全球财富的39.9%。这项统计可能还低估了全球财富的不平等性，因为巨富（占全球家庭财富1.7%的世界上少数几百个顶级的亿万富翁）往往有办法逃避对其进行家庭收入调查。当然，我们无需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在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上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这种增长不仅没有降低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反而让贫富悬殊愈演愈烈。例如，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在高收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国民人均总收入和购买力平价，在1990—2001年的那个全球化时期，按现金支付来算上升了53.5%：从1990年的18 740美元升到2001年的28 761美元，在2005年则升到33 622美元。从历史上来看，生活在最富裕国家中的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与生活在最贫穷国家中的五分之一人口，其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提升到了1990年的60∶1和1997年的74∶1，而1913年为11∶1，1870年为7∶1，1820年为3∶1（UNDP 1999）。按照消费能力来计算，全球贫困者每人只有100美元或200美元的年消费能力，但在富裕国家，人均收入却高出150—300倍。在贫困的非洲国家，即使26个国家的全部国民总收入（共4亿人）加起来也不及世界最大公司的年销售总额。2005年，国民人均总收入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是745美元，而在高收入国家则是35 131美元，两者的比率为47∶1。

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数字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因为人们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不仅与人们所生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关，而且也与每个人自身的努力有关。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涉及如何理解全球贫困的根源。在后面我们会来处理这个问题，但现在我想指出的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被称为“人权”的那种权利，那么严重的贫困和经济不平等就不仅严重地妨碍了社会经济人权的实现，也严重妨碍了与民主和法治相关联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实现。从孩童时代起，严重贫困的人在发展上就受到了很多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婴孩时期的发育不良和不识字。即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他们也不得不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此也没有能力去反抗那些压迫他们的力量。这样，在存在严重的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不仅贫困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这种状况的持续也容易产生腐化的政府和社会环境。各级政府很有可能在压迫贫困者的同时去迎合那些有能力回报他们的机构和人员。统治者的收入和维系统治的权力所依靠的往往不是贫穷的人民，而是少数精英人物以及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权力支持和经济利益的公司和机构。这样一来，贫困者就处于愈来愈悲惨的境地。

我现在还不打算表明对贫困者人权的违反是一个正义问题，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我还没有对人权的本质及其道德基础提出任何说明；第二，即使当某些人无助地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时，他们的人权被违背了，但这是否是一个正义问题确实是有争议的，尤其是当我们在全球层面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时。这两个方面都是我在后文要加以讨论的。但现在让我首先说明我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人类总体上说是否有能力和资源缓解乃至消除全球的贫困状况？世界各国的首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消除世界贫困的重要性。严重的贫困不仅会导致社会动乱，而且也容易引起国家内部或者国家之间的政治敌对或暴力冲突，这在某种意义上威胁着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1996年11月，在联合国食品与农业组织在罗马召开的“世界食品峰会”上，186个国家的政府提出了如下郑重宣言：


我们，各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或代表，聚集于世界食品峰会……重申，每个人都有获得安全和有营养食品的权利，这个权利与获得充足食物的权利和每个人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是一致的。我们有各国的承诺和共同的承诺，我们以自己的政治意愿发誓：要设法保障所有人的食品安全，要一直致力于消除所有国家的饥饿，要致力于达成这样一个近期目标：最晚不超过2015年，要把营养不良者的人数减少一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事实：全世界还有8亿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还没有足够的食物去满足他们的基本营养需求。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



按照联合国食品与农业组织的计算，为了实现上述宣言，发达国家每年只需增加60亿美元用来作为农业方面的政府发展援助。向高收入国家额外要求60亿美元并不过分，读者只要想想如下一些事实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在1998年，高收入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按照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说法，“世界最富的200人的财富在1994年至1998年的四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最富有的3个亿万富翁的财富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UNDP 1999，p.3）。因此，“只需增加不到世界上225个最富裕者的总财富的4%的支出……就可使所有人在基础教育、基本保健、足够的食物、安全用水、卫生设施以及生育保健上都可以得到有效保障”（UNDP 1998，p.30）。然而，实际情况是：即使富裕国家具有如此巨大的物质财富，它们对消除全球贫困所做的贡献却少得令人震惊。美国加入了上述宣誓，但此后美国政府就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对于充足食物的权利或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是要渐进实现的目标或理想，并不构成任何国际义务”。于是，在1998年，美国政府所提供的发展援助的净值也就不到90亿美元。这个数量低于联邦预算的0.5%，也就是说，每个美国公民的援助平均不到32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1%，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成员中是最低的。与此同时，该组织也把其官方援助总额从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0.33%削减到0.24%即520亿美元（UNDP 2000，p.218）。此外，对援助基金的配置也取决于政治上的考量：仅有21%给予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而且，其中仅有8.3%用于满足基本需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每年加起来才支出了43亿美元用于满足国外的基本需求——这个数额相当于那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0.02%。换句话说，在最穷的四分之一人口中，每人每天仅仅得到0.8美分的援助。另外，一个事实也有助于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究竟有没有对缓解全球贫困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在“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阵营的消失，这些高收入国家大大地削减了军费开支，把军费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985年的4.1%下降到了1998年的2.2%（UNDP 1998,p.197；UNDP 2000，p.217）。这样，高收入国家每年收获的所谓“和平红利”就有约4 200亿美元。通过利用这笔资金，它们本来可以在维持经济和技术的健康成长的同时为消除贫困做出重大努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并没有为消除全球贫困做出积极贡献。

实际上，正如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已经表明的那样，在一个国家，在很多情形中，贫困并不是因为缺乏充足的资源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人缺乏购买力而产生的。例如，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研究，20世纪在一些国家发生的几次大饥荒并不是因为食物短缺，而是因为很多人缺乏购买粮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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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意义上，贫困实际上是因为人们丧失了某些能力而发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人们被剥夺了某些能力而发生的。当今世界并不缺乏为人们提供基本生存的食物供给，为人们的基本健康提供保证的医疗资源也大大地丰富了。问题在于全球的贫困者缺乏让他们得以生存下去的能力和资源，只要合理地安排世界秩序，他们的基本需要就很容易得到满足。事实上，只要把全球贫困者的平均收入从目前的100美元增加两到三倍，他们的生存状况就会得到很大改善，而这种做法并不会对高收入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造成严重影响。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去消除饥饿和可防治的疾病，同时还不会对任何人带来实质性的损失。

我想要说的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有能力和资源消除全球贫困状况。然而，当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人类已经迈入21世纪的时候，全球贫困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很大改观。这当中当然涉及很多问题，但归结起来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实践层面上，国际政治历来都是由对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所支配的。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许认为它只对其公民的生存和福利负责，它没有缓解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贫困状况的国际义务。此外，即使有些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提供了某些很有限的援助，但它们这样做，也往往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在理论层面上，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这些国家有没有缓解和消除全球贫困的责任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些理论家认为，即使确实有这样一项责任，它至多也只能被理解为一项人道主义责任，而不能被理解为一项正义的责任。因此，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这项责任到底是不是一项正义的责任，如果是，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看做是一项正义的责任？以下我将介绍全球正义的一些基本思想。

全球正义的概念不仅假设这项责任是正义的责任，而且也预设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正义观念。在探讨全球正义问题的时候，人权的概念是一个基本概念。简单地说，按照世界主义的道德观念，不管一个人生活在什么国家，属于什么种族，具有什么文化背景，有什么宗教信仰，他都应该得到同等的道德关怀。如果人权的概念旨在保护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类个体而具有的那种资格，那么从世界主义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在那些持有世界主义的道德观念的理论家看来，人权的概念不仅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根本的评价标准，而且也为我们评价和改革现存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所以，为了理解全球正义的基本观念，我们首先需要对人权的本质提出一些说明。


二、如何设想和理解人权


人权这一概念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产物，而在很多西方政治家手中，人权也往往成为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用来维护和促进自己国家利益的工具。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非西方社会对这个概念的抵抗了。然而，即使人权的概念确实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产物，但它所包含的基本思想也是我们可以在其他主流文化中发现的。在这里我们无法详细论述人权概念的历史发展以及有关争论，但我希望为普遍人权的基本思想提供一种辩护，并试图表明：只要我们恰当地设想人权的概念，它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就可以得到普遍接受。

联合国在1948年确认和颁布了《普遍人权宣言》，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但这些文本只是规定了各种各样的人权，并没有对人权的理论根据提出任何具体说明。因此，当它们所规定的一些权利发生冲突时，我们也无法从这些人权文本中发现解决冲突的依据。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地妨碍了人权的有效落实，而且也在国际层面上产生了各种争执和纠纷。比如说，西方国家经常指责某些非西方国家违背了其公民的民主参与的权利，但这个权利是否可以被看做一个人权是有争议的。现存的人权文本所说的“人权”，不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很不明确，因此我们就需要对人权的基础提出一个恰当的哲学说明。这样一个说明至少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人权的根据到底是什么？第二，存在着什么人权？第三，某些权利在特定的情形中是可以发生冲突的，因此对人权的一个哲学论述也需要说明各项人权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如果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和福利权都是人们应该享有的人权，那么在某些情形中，生存权就可以与自由权发生冲突，自由权也可以与福利权发生冲突。我们需要寻求某些原则来解决这种冲突。一旦我们把这些原则鉴定出来，我们也就可以对人权的内容达到一个更加明确的理解。

哲学家们已经对人权的本质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说明，也对如何辩护人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策略。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能详细考察这些观点，因此让我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相信人权是普遍的，人权的思想表达了对人的某些最根本的利益的考虑，那么对人权的一种恰当的哲学论述就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为什么人权是普遍的？第二，为什么每一个人仅仅因为是人就有资格享有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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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让我从一个我们大概都会接受的观察入手：人的生命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命，比如说，人不仅能够对外部世界形成系统的认识，也能对自己形成某种理解，此外，人还能够对人类的历史和未来具有某些看法。这个事实表明：人是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和评价的存在者。人不仅能够对一个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形成某些看法，也能够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些看法。人能够对一个值得过的生活形成某种理解，并按照那种理解去生活和行动，这就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个事实意味着人并不只是消极地接受外部世界对他的冲击和影响，也不只是消极地回应那种冲击和影响；相反，人能够反思自己的处境，能够判断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并努力让自己过上一种值得过的生活。正是因为人具有思考和反思自己存在状况的能力，人不仅把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而且也因此具有唯有人才具有的那种东西——作为人的尊严。

现在，假设我们把唯有人才具有的那种特殊地位称为“人格”（personhood），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观点来说明为什么人格的思想能够为人权提供一个恰当基础。上文我们已经指出，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具有理性思维能力。正是因为人具有这种能力，人才能够超越他的本性中那个动物性的方面，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他的本能欲望的驱使，而且也能够理性的在那些欲望当中进行选择，甚至可以用一种与欲望相对立的方式去行动，例如完全按照道德原则来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具有理性能动性（rational agency），也就是说，人具有按照理性原则和理性考虑来思想和行动的能力。具有这种能力，人就不再仅仅从自然界赋予他的本能欲望去行动，而是能够为自己设定目的，比如说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需要为自己设想一个生活目标或生活理想。在康德看来，正是因为人具有理性能动性，或者说至少具有把这种能动性充分发展出来的潜力，一个人类个体才具有人所特有的尊严。尊严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但它所具有的价值与任何其他东西可能具有的价值都不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是可以被交换或者被放弃的，但人的尊严是绝对不可取代的——尊严不能为了某种别的东西而被牺牲，也不能与任何其他东西相交换。进一步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具有理性能动性而具有尊严，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这样，如果尊严是通过人格表现出来的，如果人格能够构成人权的一个基础，那么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类存在者，只要具有理性能动性，或者具有把这种能动性发展出来的潜力，就应该充分享受人权。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可以把人格设想为人权的核心基础，那么人权就应该是普遍的和平等的权利。接下来，我想说明为什么人格的思想能够产生某些基本人权。前文已经说过，人类个体之所以具有人格，是因为他具有理性反思和理性选择的能力，能够对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值得过的生活形成某些思想，并按照那些思想去行动。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理性能动性”的具体含义。对于一个人来说，能够自主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目标在他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因为正是通过这种选择和决定，一个人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独特的人类个体，才会觉得生活对他来说具有独特的价值。一般来说，在思考应该如何生活时，我们并不愿意受到其他人的控制或支配，不仅因为这是人的尊严的一个方面，也因为我们需要对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承担责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了自主性的权利。此外，即便人类个体确实是因为具有理性能动性而值得尊重，但理性能动性显然是我们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获得的一种成就。人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命有机体而存在的：为了具有理性能动性，一个人类个体必须首先能够生存下来，因此他就需要具有为了维持生命机能的正常发展和延续而需要的东西，例如充分的营养和食品、适当的住所以及基本的医疗保健。他在身体方面的完整性也应该得到保护，例如其他人不能无故伤害他的身体。因此我们就可以把基本生存和人身安全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为了形成和发展理性能动性，一个人类个体也需要接受基本教育，以便有能力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并能够根据自己对环境的认识来调整或者改变自己的看法。这样，基础教育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项基本人权。最终，即使一个人已经具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也具有用来实现那个目标的基本能力和基本资源，但如果有人强行阻挠他去追求和实现那个目标，那么他所具有的能力和资源也派不上用场。因此，为了能够成功地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一个人也需要某些类型的自由。这些自由不仅包括行动的基本自由，也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一个人就无法充分地把自己的需要和要求表达出来；如果没有出版自由，一个人对自主性的行使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自由也可以被看做一项基本人权。由此人的能动性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自主选择的能力；第二，成功的行动所必需的基本资源和能力；第三，在某些合法限度内行动的自由。

如果人是因为具有理性能动性而具有人格，是因为具有人格而具有人的尊严，是因为具有人的尊严而值得尊重和保护，那么，就每一个人都有把人格发展出来的能力或潜力而论，每一个人都值得尊重。如果人权所要保护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理性能动性及其对这种能动性的行使，那么人权也就成了平等的权利，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充分享有的权利。我们之所以把自主性、基本需要和基本能力以及自由确立为三个基本人权，不仅因为它们是具有和行使理性能动性的必要条件，而且也因为从它们当中我们可以推出一些进一步的人权。如每个人有不受他人折磨的权利，因为折磨不仅会摧毁一个人做出和坚持自己的决定的能力，也会让一个人在心理上受到伤害，不能充分享受人的尊严。

对人权的任何合理论述都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第一，能够成为人权的内容的东西必须与唯有人才具有的某种特殊地位相联系；第二，人权必须具有充分的明确性，以便我们可以把与人权相对应的义务明确地规定下来，让它们得到有效落实。我们按照人格的思想对人权所提出的论述很好地满足了这两个要求。首先，我们已经表明理性能动性就是人的本质特征，人是因为具有理性能动性而不同于自然界中的其他所有成员。人不仅能够规划和设计自己的生活，也能够通过行使自己的理性能动性去追求和实现一个值得过的生活理想。因此，除了人外，我们很难设想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具有尊严。人权之所以能够是普遍和平等的，就是因为人格是每一个人类个体原则上都能够具有的。因此，对人格的平等尊重就构成了人权的基础。“平等尊重”这个概念意味着：既然每一个人都因具有人格而具有尊严，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与他们的理性能动性相联系的基本利益自然也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关怀和考虑。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平等尊重是对每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尊重，而与人权有关的是那些与人格的尊重和维护特别相关的东西，因此，平等尊重并不意味着也不要求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平等的。只要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都得到了保证，人们就可以合法地拥有他们因为个人天赋和个人努力而获得的东西。一旦我们把人权建立在人格的思想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对人权的内容提出明确的约束：并非任何能够促进人的繁荣的东西都有资格成为人权的内容，唯有那些为了维护人的地位而必需的东西才能成为人权的内容。换句话说，人权所要保护的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生活，而不是一个幸福的或者完美的人类生活。只要一个社会已经做出各种努力让其公民的基本人权都得到落实，这个社会就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这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因为人权所要保护的仅仅是与人的理性能动性有关的基本利益，除此之外，一个合理的社会也需要考虑正义和公正之类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与基本人权具有某种联系，但也可能没有联系。例如，有些类型的分配正义与人格的保护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分配正义必须考虑人们在社会合作中所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对平等和公正的一些考虑确实是内在于人权的。比如说，如果人是因为能够具有理性能动性而具有人权，如果女人就像男人一样能够具有同样的理性能动性，那么否认女性有平等的人权就不仅违背了她们的人权，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因此，人权的领域与正义或公正的领域确实有一些重叠，但并不是完全吻合的。用来保护人格的那些基本资源应该被平等地分配，但在这个限度外，社会资源的分配也与正义或公正有关。

以上我已经对人权的本质及其道德基础提出了一个简要说明，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每个人都仅仅因为是一个人类个体而有资格享受人权，那么人权应该由谁来加以落实？在联合国确认和颁布的《普遍人权宣言》中，人权基本上被划分为三个范畴：第一个范畴包含了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中普遍得到承认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例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的权利、不被歧视的权利、在法律诉讼中得到应有处理的权利、政治参与的权利等；第二个范畴是社会和经济权利，例如社会安全的权利、适当的生活标准的权利以及接受教育的权利；第三个范畴包括文化权利和国家的自我决定的权利。在前文对人权提出的说明中，我们已经把自由、自主性和基本福利设想为三个高层次的人权；此外，我也指出每一项权利都要求相关联的义务或责任，因为要是没有相应的义务或责任，一项权利就得不到有效落实。在《普遍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人权中，有些权利在如下意义上是“消极的”：只要其他人或者某个政府机构不去妨碍某个人对其权利的行使，那么后者的权利就算得到了尊重。比如说，只要我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没有受到妨碍，一般来说，我就能够成功地行使这项权利。然而，有些权利的有效落实要求其他人或者某个政府机构采取积极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权利可以被称为“积极权利”。例如，如果基本生存是一项权利，那么这项权利就是积极的，因为为了让这项权利得到有效落实，一个人需要得到为了维持基本生存的必需品，例如充足的食物和基本的医疗保健。消极权利仅仅要求其他人不去干涉或者妨碍一个人对这样一个权利的行使，但积极权利显然要求其他人采取某些正面的或积极的行动。

因此，至少就积极权利而言，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应该来承担落实这种权利的责任？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复杂。如果每个人的人权都必须得到落实，那么我们显然就不能合理地指望积极的人权要靠他人的慈善行为来落实。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三个理由来说明这一点。第一，即使慈善是一项道德义务，但这项义务与不要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不同，它是不能采取强制性的方式来执行的——实际上，慈善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上值得赞扬的行为，就是因为这种行为是人们志愿的。因此，作为高层次的道德考虑，人权要求得到普遍的和有效的落实，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通过慈善来落实人权。第二，人的心理有一个根本的特点：人们只是倾向于关心与他们具有某些特殊关系的其他人，例如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事或者同胞。一个人对其他人的那种自然的
 关怀很难扩展到陌生人。尽管我们也确实具有不要伤害陌生人的道德义务，但这种消极的义务与积极的义务是不对称的。尽管这只是一个关于人类心理的经验事实，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因为由于人性的某些特点，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特殊的关系构成的。于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就具有从这些特殊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义务，例如对父母和孩子的义务。不管我们如何思考特殊义务与正义的义务的关系，我们确实相信它们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某种特殊分量，甚至具有某种优先性。因此，既然一个人行善的能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一个合理的道德就不应该要求一个人为了对其他人行善而放弃自己的特殊义务。第三，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自然动机，而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计划或生活理想的追求和实现是其幸福的一个构成要素。一个人固然可以把实现全人类的幸福看做自己的生活目标，正如某些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的人所做的那样，但显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动机。因此，一个合理的道德就不应该要求人们在每时每刻都要去追求不偏不倚的道德目的，而是要允许人们有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的权利。所以，即使缓解全球贫困是人类所面临的一项道德责任，但这项责任是不能仅仅依靠人们的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实际上，缓解和消除全球贫困应该被理解为正义的一项要求。

如果那些极度贫困的人们是因为其基本人权没有得到有效落实而陷入了贫困的境地，那么谁要对这种状况负责，并因此承担缓解和消除全球贫困的道德责任？或者说落实人权的责任应该主要
 由谁来承担？我强调“主要”这个说法，是因为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尊重其他人的人权的道德责任，每一个政府机构和行政部门都有尊重每个人人权的责任。比如说，如果言论自由是一个人权，那么每个人都有义务尊重其他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每个政府机构和行政部门也不得妨碍人们对这项权利的行使。但是“尊重人权”这个说法至少包含了两个含义：在一个意义上，尊重人权意味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做辩护，就不应该妨碍一个人对一项权利的行使；在另一个意义上，尊重人权意味着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证一个人的权利得到有效落实。第一个意义主要适用于消极的人权，第二个意义主要适用于积极的人权。直观上说，除非一个人用某种方式剥夺或者参与剥夺另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的权利，否则我们就很难认为他对这个人的生存负有责任。例如，我并不认为我对你们当中的任何人的生存负有责任，但是，如果我参与了一项制度的实施，结果让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丧失了你们本来具有或者应该具有的基本的生活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在你们的人权没有得到落实这件事情上，我就负有一定责任。这个例子表明，至少就积极的人权来说，一个人所负有的责任是间接的，也就是说，是以某些制度性的因素为中介的。实际上，在《普遍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人权被设想为要由某种制度来加以实现——《宣言》的第28条明确写道：“每个人都有资格享有一个社会和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本《宣言》所提出的权利和自由能够得到充分实现。”这个说法暗示了对人权的一种制度性（institutional）探讨。这种探讨最有力的倡导者是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现在让我简要地介绍一下他的观点。

任何一项权利都要求相关联的责任，这些责任可以被分为消极责任和积极责任：消极责任是不去违背一项权利的责任，积极责任是采取正面行动来保护和促进一项权利的责任。在与人权相关联的责任的问题上，在西方学术界有一个重要争论：有些理论家认为，与人权相关联的责任应该完全是消极责任，因此他们倾向于否认前面所说的第二个范畴的人权，如社会安全的权利、适当的生活标准的权利以及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本质上要求积极责任。也有一些理论家认为，所有人权都要求消极责任和积极责任。对于前一种理论家来说，人权仅仅要求自我约束（不要去剥夺其他人的权利），但对于后一种理论家来说，人权要求采取某种努力，以便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人权都得以落实。那么应该由谁来落实每一个人的人权的问题呢？如果人权仅仅要求消极责任，那么，只要每一个人都约束自己不要去剥夺他人的人权，人权也就算得到了落实。然而，如果人权也包含了积极权利，如果个人的慈善行为并不足以保证这种权利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如果落实这种权利也不能被合理地规定为每一个人的义务，那么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问题就确实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博格充分意识到了这个困难，于是他就提议对人权采取一种制度性的理解。
[5]

 按照这种理解，人权是对人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组织（organization）所提出的道德要求——设定一个人权意味着任何社会或者其他的社会体制，只要合理地可能，就应该被这样组织或者重新组织，以保证它的所有成员能够充分地享有那项权利。博格认为这种理解得到了《普遍人权宣言》第28条的支持，并对第28条中的说法提出了四点说明：第一，人权要通过一个社会在制度上的设计来落实；第二，如果在某个制度秩序中，一个人的某个人权的内容得到了有效保障，那么他的那项人权就算得到了落实；第三，在一个社会秩序中，如果人们的人权都得到了落实，那么人权在那个秩序中就算得到了充分实现；第四，我们可以按照一个制度秩序是如何充分地实现了人权来对它做出道德评价。
[6]



按照人权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的秩序或许并没有充分实现人们的人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有理由要求改革这个社会秩序，或者重新设计社会秩序。对人权的这种制度性的理解有这样一个重要含义：既然一个社会的公民要对这个社会的组织负责，人权也就对他们提出了某些要求。在理想状况下，一个社会秩序应该保证所有公民的人权都能得到有效落实。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社会秩序：它不仅没有保证所有公民的人权都得到有效落实，反而剥夺了一些人的基本人权，让某些处于特权地位的人得到更大的利益。从人权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秩序当然是不正义的。因此，如果某些人参与施加和维护了这个社会秩序，并用这种方式剥夺了其他人的人权，那么他们就应对剥夺其他人的人权这件事情负有一定责任。因此，对人权的制度性理解并不意味着个人对人权的落实没有责任，而是个人所要承担的责任现在被设想为一种消极
 责任：一个人或许没有责任促进
 其他人的积极
 权利的落实，但他必须不能参与维护和施加让他人的人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会秩序。


三、如何设想和理解全球正义


全球正义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在此我们只能讨论其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如果缓解和消除全球贫困确实是一项责任，那么这项责任应该被理解为什么样的责任？第二，全球正义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如何为全球正义的观念提供一个辩护？

全球正义的观念实际上是由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在倡导全球正义的第一代理论家当中，最重要的是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涛慕思•博格以及亨利•舒伊（Henry Shue）。这些学者继承了西方传统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认识到全球的不平等并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关怀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正义问题。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全球的不平等是一个正义问题呢？我们至少可以引申出两个含义。第一，财富和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会让某些人觉得“低人一等”，并为他们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生活感到羞愧，从而严重地削弱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自尊，也严重地削弱了他们应具有的独立的能动性。
[7]

 在提出这个主张时，我不是在说一个合理的或者道德上可接受的社会必须让人们在任何方面都是平等的，比如说提倡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一个在各方面都要求平等的社会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道德上成问题的，因为如果社会可以被设想为一种相互合作的体制
[8]

 ，那么人们参与社会合作的动机是不同的，他们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同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而取得的成就不仅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而且这种成就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为了让公正有效的社会合作变得可能，在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那些方面应该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应该被认为仅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例如只是为了让人们具有参与社会合作的根本动机，这种平等也具有内在的价值，因为这个意义上的平等不仅是一个人的自尊的基础，也是人们互相尊重的基础。即使一个人不是社会中的什么显赫人物，在社会中并不占据某种特殊地位，但他作为人也应该得到尊重。然而，不管是自尊还是相互尊重都必须具有恰当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因为贫困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依赖于他人来生活，或者甚至在思考如何行动的时候都不得不观看别人的脸色和态度，那么他也就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从而也就谈不上具有自我尊重的能力。
[9]

 这样，按照前面所提出的理解，如果人权旨在保护人们因为具有理性能动性而具有的人格，那么剥夺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也就意味着剥夺他的自我尊重的基础，进而剥夺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的基础。第二，严重的不平等不仅剥夺了一些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也削弱了他们的自由，造成了严重不公正的社会状况。财富和收入上的不平等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利用。一般来说，一个人越贫困，他能够从社会中得到的选择空间就越小，因此就越没有能力通过改变他所能得到的选择来控制自己的生活。但是，为了过一个有意义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一个人必须要有足够的选择空间。此外，严重的不平等不仅会让一些人用一种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方式去控制和操纵其他人，也会削弱或扰乱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很多重要过程所依赖的那种公正性。贫富差距不仅使得贫困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在决策过程中受到排挤，而且也很容易滋生社会腐败和政治腐化，让某些有钱人能够通过行贿来为自己谋求利益，或者在司法处理中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开脱。

然而，即使不平等确实产生了这些违背了正义和公正的后果，但如果不平等本身不是由任何不正义或者不公正的过程产生出来的，我们仍然不能认为缓解或消除全球贫困是一项正义的要求。如果人权被认为是要由人们所生活的制度性秩序来落实，那么，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情形中，不管贫困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缓解和消除贫困，让贫困者的基本人权逐步得到实现。但在全球层面上，缓解和消除全球贫困究竟是谁的责任就变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还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剥夺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人权，那么，即使后者的人权没有得到充分落实，那也不是前者的责任。当然，如果前者是一个富裕国家，有能力和资源援助其他国家中人权得不到落实的人们，那么它或许有一个人道主义的责任，但这个责任确实不是正义的责任。约翰•罗尔斯持有一个相当合理、值得赞赏的国内正义理论，但在国际正义问题上，他似乎就持这种观点，正如他所说：


一个民族富裕的原因及其所采取的形式，就在于他们的政治文化以及他们用来支持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宗教、哲学和道德传统，就在于其成员的辛勤劳动和合作才能，而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他们的政治美德的支持……一个负担沉重的社会之所以负担沉重，政治文化的因素非常重要，［此外］这个国家的人口政策也至关重要。
[10]





换句话说，罗尔斯认为一个国家，不管是富裕、繁荣和发展，还是贫困、腐败和落后，其主要原因都在于自身。因此，就某些国家的严重贫困而言，发达国家或富裕国家的责任充其量也只能被描述为一种“援助的责任”。
[11]

 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主要取决于国内因素，例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那么富裕国家的对外援助就不在于缓解或消除贫穷国家的贫困，而在于通过这种援助来改进一个贫穷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因此，罗尔斯否认除了这种援助的责任外，富裕国家还有把资源或财富（不管是它们自己的资源和财富，还是全球的资源和财富）重新分配给贫穷国家的责任。罗尔斯的国内正义理论与他对国际正义的看法有很大差别，很有趣的是，罗尔斯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发达国家的赞同。2000年9月，联合国提出了一个旨在抹除极度贫困的“千禧年宣言”，两年之后，联合国又召开了一次发展援助的高峰论坛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推荐了如下做法：


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恰当安排自己的基本的经济政策。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期望获得同样的增长，或者满足国际发展目标，除非它把焦点放在建立有效的国内制度和采纳可靠的政策上面。这些政策包括：一种以参与和法制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加上对反腐败的强烈关注；有条不紊的微观经济政策；优先考虑人力资本（尤其是基本教育和健康等等）的公共开支；向投资有方的人们提供贷款的金融体制；某种形式的退休金保险制度，既能保证短期储蓄，又能保证长期生活稳定；一种能力建构，其焦点是逐渐发展积极的制度环境，最终在落实上述政策上变得更有能力；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一种有效地保护工人的权利和环境的调节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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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仍然强调国内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无需否认它所推荐的策略对于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来说可能是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健全的民主和法制对于维护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是必要的，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加强经济竞争的实力，也能提高公民素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但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完全取决于国内的制度因素？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实际上，在当今世界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让各国的经济发展有了一种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发展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就增长的原因提出如下三个主要假说：


（1）地缘假说：增长主要是由一些地理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例如地理位置、环境气候、资源条件、疾病负担、农业生产率、人力资源的质量、交通费用。

（2）整合假说：增长主要是由世界市场的整合来决定的，能够更好地整合进入世界经济体制中的国家往往可以利用整合所带来的某些好处，例如专业化和技术发展。

（3）体制假说：繁荣取决于有关体制的质量，例如稳定的财产权、法制、行政管理能力、某些恰当的管理结构（例如防止严重的欺诈和收贿行为的结构）、法院的质量和独立性、社会凝聚力、信任和社会合作的存在、公民社会的总体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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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假说所包括的因素实际上是可以相互影响的，比如说，地理因素可以影响一个国家把自己整合进入世界经济市场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资源可以影响各种体制的质量。因此，我们应该认为每个假说都表达了对增长的一些正确看法，但每个假说各自都是不完备的。例如，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确实对其经济增长施加了某些重要约束，但并非完全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对于进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很大比重的国家来说，世界市场的整合会对它们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只要一个国家的内部具有强劲和持久的消费能力，这种影响就不足以完全决定其经济发展。体制上的因素当然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各项制度促进了对法制的尊重，在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创造了一个有益于创新和投资的环境，那么那些制度就会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体制同样会受到国外因素的重大影响。因此，不能认为贫穷国家的贫困完全是由该国的国内因素造成的。

实际上，按照博格的分析，全球大规模的极度贫困根本上是由目前的全球秩序的某些特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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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现存的民族国家是通过一个渗透着奴役、殖民统治乃至种族屠杀的过程而达到了它们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人类历史上的这些重大罪行，即使已成为历史，但仍然在当今世界中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即使那些人民现在已经成为他们自己发展的主人，这种不平等仍然是不可接受的。其次，当今全球的经济秩序是由一系列极端复杂的协议和条约构成的，涉及贸易、投资、贷款、专利、版权、商标、税收、劳务标准、环境保护、使用海底资源等等方面。当贫穷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试图跻身于全球经济市场时，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严重不平等，它们在有关的谈判中总是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而富裕国家则在很多问题上结成联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继续限制和压制贫穷国家。富裕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但却控制着世界上绝大多数产品，控制着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于是，在控制谈判能力、信息和专业知识等方面，它们都具有巨大优势。如果对自己有利，它们就能成功地推动市场开放，如果对自己不利，它们也同样能够成功地阻止市场开放。我们可以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贫穷国家试图把其产品出口到富裕国家时，它们受到了很大限制：按照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1999年的报告，由于富裕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贫困国家每年丧失了7 000亿美元的出口机会，这个数目等于所有欠发达国家全部国民总收入总和的10%以上。此外，在某些领域，为了进入世界市场，贫穷国家就必须给富裕国家的公司支付数百亿美元的所谓“知识产权”费用。要是它们有了自由出口的机会，不用支付诸如此类的费用，它们的贫困状况就会得到很大改善。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十年中，富裕国家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从外部对贫穷国家造成了负面影响，比如说，它们迅速损耗自然资源，对贫穷国家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后续效应。要是富裕国家因为这种负面影响而需要补偿贫穷国家，贫穷国家的贫困状况也会得到很大改善。

再次，民主参与和健全的法制确实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在目前的全球秩序中，也有一个对全球贫困者很不利的特点。按照现存的国际法准则，只要一个群体在一个国家中控制了占据优势的强迫手段，它就得到了国际承认，成为那个国家的领土和人民的合法政府——不管它是如何掌权的，不管它是如何行使权力的，也不管它是否得到了它所统治的人民的支持或反对。这意味着国际社会承认那个群体具有代表它所统治的人民来行动的权利，因此那个群体也就有了国际资源特权和国际借贷特权。国际资源特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有资格合法地转让该国的资源的所有权，并随意处置从出售国家资源中获得的收益；国际借贷特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有资格用国家的名义借贷，并把还债义务施加于国家。由于具有这两个特权，在一个国家，不管一个人用什么手段当权，只要大权在握，他不仅可以靠出卖国家的自然资源来换取钱财，也可以用出口自然资源所得的收入和以出售未来资源为抵押借来的资金来购买他所需要的武装和士兵，从而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甚至在受到人民的广泛反对的情况下还能继续维护统治。因此，国际资源特权就向内部人士提供了用暴力来夺取政权和行使政权的有力动机，从而就引起了政变和内战。而且，它也向外来人士提供了腐化该国官员的有力动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尼日利亚。这个国家每天出口大约200万桶石油，带来了每年大约100亿—400亿美元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了很大比重。不管是谁，只要他控制了这个收入管道，他就供应得起足够的武器和士兵，使自己稳坐权力舞台；只要他成功地这样做，新的资金就源源不断地滚入他的腰包，通过这些资金，他就可以加强他的统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在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下，在过去28年的25年中，尼日利亚一直是由那些用武力来夺权、用武力来统治的军事强人来统治的。甚至更奇怪或者更不合理的是，大多数发达国家不仅合法地授权其公司贿赂国外官员，甚至还允许它们从税收中扣除贿赂费用，因此就对贿赂贫困国家的政客和官员提供了金融刺激和道义支持。直到1999年，发达国家才最终同意采纳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反对国际贸易交易中对国外政府官员进行贿赂协议》，用这个协议来抑制这些国家的公司对国外官员的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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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实表明，在抑制跨国公司的贿赂方面，这项新协议仍然毫无成效。富裕国家的银行继续帮助贫困国家腐化的统治者和官员把他们从贿赂和挪用中得到的资金转移到海外，并在海外进行投资。按照某些学者的估计，因为这种非法转账，每年有5 000亿美元的资金从不发达国家流失到富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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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这项新的协议是有效的，但由于很多欠发达国家在其形成时期已经广泛地受到了贿赂的影响，要在那些国家中清除现在已经根深蒂固的腐败文化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如果上述论点是可靠的，那就表明目前的全球秩序确实对全球贫困者造成了严重伤害。在当今世界中，一个国家的命运确实并不仅仅是由一个国家自己来决定的，同时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跨国机构和跨政府组织的塑造。在目前的全球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或富裕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占据支配地位，他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用各种方式来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贫困国家置于不利地位。假设我们认为，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应当享有的权益受到挫败时，这个人或者这个国家就受到了伤害，那么全球贫困者在这个意义上就受到了伤害。但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全球贫困者被认为具有他们应当
 具有的权益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要是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没有权利或者没有正当的理由拥有某个东西，那么他／它在那个东西上的丧失就说不上是对他／它的伤害。反过来说，要是A有权或者有正当的理由拥有某个东西，而B以某种方式剥夺了A对那个东西的拥有，或者削弱了A拥有那个东西的途径，那么B至少就必须对A做出某种形式的补偿。目前的全球秩序固然使某些人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但要是他们没有权利或者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要求得到好一点的待遇，也就不能说目前的全球秩序对他们造成了伤害。在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合作性的制度体制中，“一个人应该得到什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无法具体地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我在前面对人权的理解是正确的，如果每一个人类个体仅仅是因为是一个人而应当充分地享有人权，那么只要贫困是对人们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的剥夺，那些参与施加目前的全球秩序的国家、机构和人员就有一个消极的
 责任对剥夺全球贫困者的人权这件事情负责。简单地说，他们有责任改进目前的全球秩序，或者重新设计全球秩序，以便让全球贫困者的基本人权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需要强调的是，发达国家对全球贫困者的责任并不仅仅是人道主义援助的责任，而是正义的责任。发达国家与全球贫困者的关系并不是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关系，因为全球贫困的起源并非与发达国家毫不相关。事实上，在发达国家与全球贫困者之间至少有三个道德上重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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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起点上，贫困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是由同一个历史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那个历史过程渗透着很多难以原谅的严重过失。历史上的不正义，包括种族灭绝、殖民主义和奴隶制，既造就了贫困国家的贫困，也造就了富裕国家的富裕。第二，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都依赖于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但贫困国家本来应该从中享有的利益，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按照某些协议分割了这些资源，但却并没有为多数人留下“足够多的和同样好的”资源。第三，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全球经济秩序中，但这个经济秩序正在不断延续甚至恶化全球的经济不平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今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是由本来就不平等的历史发展和目前仍然不平等的全球秩序造成的。于是，从这种不平等中享受到巨大好处的富裕国家也就不能推卸它们的责任——它们对全球贫困者所负有的责任不仅仅是慈善的责任，也不应该仅仅是人道主义援助的责任。因为在某件事情上说A对B是慈善的，实际上是说：即使B所处的困境并不是由A造成的，但A仍然出于同情或慈善而帮助B。另一方面，当A以某种方式对B造成伤害时，比如说，当A通过采取某种不正当的手段剥夺了B应该享有的某些权益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涉及了正义问题。

不过，上面这个说法取决于如下预设：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地球上的资源和通过某种劳动从这种资源中所得到的产物。这个预设需要在理论上得到说明或辩护。不过，在阐明这个预设之前，我们需要首先考虑如下问题：如果缓解或消除全球贫困是一项正义的要求，那么这项任务如何得以实现？一些理论家已经对全球正义提出了一些初步设想，在这里我们只能简要地考察博格提出的一些基本想法，以便为接下来的讨论提供一个必要背景。

我们已经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严重的贫困和经济不平等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不平等，包括经济的不平等和政治力量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目前的不公正的全球秩序。这两个因素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历史上的不平等造就了目前的不公正的全球秩序，而目前的不公正的全球秩序又加重和强化了历史上的不平等。在社会正义理论中，如果A已经用某种方式损害了B的合法权益，或者错误地对待B，比如说违背了B的权利，那么A就有了用某种方式来补偿B的责任。因此，从历史维度来看，既然富裕国家在历史上的不正义行为危害了贫困国家的合法权益，他们就必须对全球贫困者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发达国家确实对贫困国家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但这是不够的。不仅因为它们往往是在人道主义援助的口号下来实施这种援助，从而推卸了它们应当承担的正义的责任，而且也因为这种援助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出于政治利益上的考虑而做的，仍然旨在维护西方国家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从而进一步强化目前的不公正的世界秩序。例如，按照联合国采购司2000年的报告，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520亿美元（仅占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0.24%）的对外援助基金中，仅有21%给予了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而且其中仅有8.3%用于满足基本需求。也就是说，在最贫穷的四分之一人口中，每人每天仅仅得到0.8美分的援助。因此，切实有效并且符合正义的做法是要改革目前的全球秩序，因为这个秩序不仅仍然在加重全球的经济不平等，而且也严重地影响贫困国家的国内机构的质量，从而加深其国内的贫困状况和经济不平等。这样，富裕国家不仅有积极的责任对贫困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停止施加这个不公正的全球秩序，以缓解它们对全球贫困者造成的伤害。事实表明，严重的不平等主要是由目前的全球秩序引起的，而不能被归因于遗传缺陷或者自然灾难之类的因素；事实也表明，严重的不平等在目前的全球秩序下仍然在持续。因此，这个秩序就在道德上得不到辩护，需要加以改革。那么，如何改革目前的全球秩序呢？博格提出了一个基本建议，即所谓的“全球资源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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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建议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当任何国家或政府决定要使用或者出售资源时，它们必须从那些资源的价值中缴纳部分税收，这些税收可以由资源的消费者来承担，而不一定要由政府或者公民来承担，这样就可以在资源的使用上建立一个全球的税收体制，由此得到的资金可以被优先用来缓解全球贫困，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按照博格的估计，只要收取1％的资源使用税，这些国家每年就可以有大约3 000亿美元的收入，这笔资金可以有效地缓解目前的贫困状况。

当然，既然严重的贫困和经济不平等主要是由全球秩序中某些制度性的因素引起的，缓解或者消除全球贫困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改革有关制度，让目前的全球秩序不再成为全球贫困者的严重负担。这种改革意味着，为了让国际贸易、贷款和投资、知识产权等制度对全球贫困者变得更加公正，富裕国家就需要承担一些机会成本。此外，富裕国家也需要为补偿它们所造成的伤害付出一些代价，比如说帮助贫穷国家建立基本的健康设施和疫苗接种计划，发展基础教育，建立安全的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确立基本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发电厂和输电网以及基本的交通设施。这种制度上的改革不仅对缓解和消除全球贫困更具有持续性，而且也更加切实可行。我们可以提出三个理由来说明这一点。首先，为了实施这种改革，富裕国家需要付出的成本实际上很小。比如说，这种改革会使富裕国家每个家庭的生活标准每年降低900美元，但却能使好几亿个贫困家庭的生活标准每年提高300美元。相比较，如果采取慈善捐款的方式来缓解全球贫困，那么，同样数量的捐款每年将会使富裕国家每个家庭的生活标准降低900美元，但却只能使三个贫困家庭的生活标准每年提高300美元。因此，关心缓解贫困的人们会更愿意支持制度改革而不是维持捐款。其次，为了让这种改革能够得到富裕国家的公民和政府的支持，就必须用一种可靠和透明的方式在他们当中公平地分配这种成本，向他们保证他们的竞争地位不会因为其他公民或政府的不配合而受到侵蚀。再次，这种改革一旦付诸实施，就不再需要通过痛苦的个人决策年复一年地加以重复，因此可以减轻人们通过慈善捐助而必须承受的负担。

除了这些建议外，一些理论家也提出了其他建议，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机会平等原则，让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与生活标准相称的职位；或者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再分配，优先考虑改善贫困者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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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建议涉及我们在这里无法讨论的一些复杂问题，但在本文集的一些文章中将得到详细讨论。


四、对全球正义的挑战：世界主义、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


以上我们讨论了全球正义的一些基本思想，我们所有表达核心论点是：世界范围内的严重不平等和贫困主要是由目前的全球秩序造成的，因此，参与施加这个秩序的国家不仅有对全球的贫困者进行补偿的责任，而且也有停止施加这个秩序、建立一个对全球贫困者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的责任。接下来我们要来处理一个重要问题以及围绕它而展开的争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全球正义？或者说，全球正义的道德基础究竟是什么？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全球正义是立足于这样一个思想：每个人，不管他具有什么公民身份，属于什么国家或民族，在道德上他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关注，并充分享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这个思想就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核心观念。世界主义这个词在词源学上是由“cosmos”（世界）和“polites”（公民）这两个词根构成的，其字面含义是“世界公民”。世界主义的观念早在古希腊时就已出现，并在斯多亚学派那里得到了明确阐述。在古代世界中，“世界主义者”通常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理解并尊重异域文化、四处旅行并能够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在现代意义上，世界主义的概念包含了如下四个基本承诺：


（1）规范的个体主义
 （Normative Individualism）：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是个人，而不是家族、部落、种族、文化群体、宗教群体、民族或国家（这些东西只可以成为道德关怀的间接对象）。因此，在用一个世界主义的道德标准来规定和评价各种各样的制度和行为时，只需考虑与个人的命运和遭遇有关的信息。

（2）不偏不倚
 （Impartiality）：在处理这种信息时，一个世界主义的道德标准要对等考虑被包含进来的每个人类个体。被包含进来的那些人的命运或遭遇都要用同样的方式来评价，而不管他们是谁。

（3）完全性
 （All-Inclusiveness）：每个人都被算作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因此，一个世界主义的道德标准在做出评价和规定时要把每个人都考虑在内。

（4）一般性
 （Generality）：每个人的这种特殊地位都具有全局的力量。既然个人就是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一个世界主义的道德标准所提出的评价和规定就对所有的个体行动者和集体行动者具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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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承诺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把人类个体作为道德关怀的终极对象的道德普遍主义。它不仅排除了那种认为某些人没有道德价值或者不值得尊重的观点，而且也拒斥了那种按照种族、民族或国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因此，世界主义不仅表达了对人的平等尊重和平等关怀的理想，而且也把实现这个理想视为最高的道德义务。然而，由于这些承诺，世界主义也受到了三个主要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相对主义的挑战。相对主义者认为，任何道德标准都只有相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才具有有效性，并不存在对全人类都适用的普遍的道德标准。第二个挑战所说的是：世界主义，由于它对道德普遍主义的承诺，因而就不能承认人们因为同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中而相互拥有的特殊义务，比如说，世界主义否认同胞的利益要得到优先考虑的见解。第三个挑战所说的是：正义取决于人们因为分享了共同的历史、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而相互体验到的各种情感，因此，只有在一个国家内部才有正义可言，并不存在全球正义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把第二个挑战称为“爱国主义挑战”，把第三个挑战称为“国家主义挑战”。这三个挑战旨在表明，世界主义和全球正义的观念是虚幻的和不连贯的。在前面讨论人权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反驳了相对主义挑战，现在让我们来简要地考察一下后面两个挑战。

世界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说，它具有一些不同的变种，或者说采取了一些不同的立场。为了便于讨论，让我首先指出全球正义要求什么样的世界主义。大体上说，我们可以把世界主义区分为伦理的世界主义
 、法律的世界主义
 和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
 。伦理的世界主义的核心主张是：所有人的利益在道德上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关怀和考虑。法律的世界主义倡导某种世界主义的制度秩序，认为整个人类应该构成一个世界国家或世界城邦，这个政治社会要把所有人都包括进来，或者至少要对所有人开放。这种形式的世界主义不仅否认特定的文化传统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也不太合理地认为一个世界国家要求一个世界政府。全球正义的目标的实现或许需要一种全球管理，比如说适当地安排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但这种全球管理不一定需要一个世界政府。例如，通过把有关责任下放给某些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就可以实现某种形式的全球管理。就责任的落实而论，联合国也可以担当协调和监督的职能，但联合国不是一种世界政府。最终，如果一种正义观认为，对全球秩序的评价和规定应该立足于对所有人的利益的平等考虑，那么这种正义观就是世界主义的正义观，由此就产生了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构成了全球正义的思想基础。

道德普遍主义是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的核心，因此，为了说明这种形式的世界主义能够对付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挑战，我们首先需要表明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必须接受道德普遍主义。在前面我们已经表明，人类个体是因为具有理性能动性而值得尊重，或者说具有唯有人才具有的那种尊严。如果每个人类个体原则上都有把充分的理性能动性发展出来的潜力，那么每个人类个体都应该得到平等尊重，他们的利益都应该得到平等考虑。因此，社会不仅不应当剥夺每个人类个体所具有的这种潜力，而且应当提供必要的资源来让这种潜力得到适当发展。此外，社会也必须保护每个人类个体对其理性能动性的行使。于是，在我们对人权的理解中，我们把人权设想为一种特殊的道德考虑，在这种道德考虑下，每一个人的理性能动性都应当得到适当发展，每一个人对其理性能动性的行使都应当得到充分保护。在全球正义的情形中，我们可以把道德普遍主义理解为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护。只要一个人是理性的，并认为自己的基本人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他就不能合理地否认任何其他人的基本人权也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我必须承认自己不能在理论上对这个观点提出进一步的论证，但我认为它对我们来说是直观上明显的，正如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价值的，他就不能否认其他人的生命在类似的意义上也是有价值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想陷入一种实践意义上的唯我论，我们就必须认为，关于基本人权的道德普遍主义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接受了平等尊重和平等考虑的思想，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人的基本人权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护。

然而，就全球正义而论，问题并非到此就结束了。按照目前的解释，全球正义的观念至少包含两个核心主张：第一，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都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不管这个人的种族、文化、国籍如何；第二，从全球正义的观点来看，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应该被视为具有高度的优先性。这两个主张都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论。第一个主张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平等主义的观点。即使我们认为在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作为人的尊严的意义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如何具体理解平等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说，应该让人们在实际收入上达到平等，还是应该让人们在福利水平上达到平等？应该让人们在所能获得的资源上达到平等，还是应该让人们在能力上达到平等？不管我们如何理解平等，平等的问题总是与正义的问题具有某种关系。比如说在实际中，要求人们在物质财富上达到平等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可能也是道德上成问题的，因为人们在物质财富上的成就不仅与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有关，也与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禀赋和个人努力有关。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保证人们在物质财富上平等。实际上，一个公正的社会也无需保证人们在物质财富上平等。在全球正义的情形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正如我们在前文谈到的，全球正义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富裕国家因为在历史上造成的不正义，因此有对全球贫困者进行补偿的责任；另一方面，富裕国家因为在继续施加和维护目前不公正的全球秩序，因此有改革这个秩序、缓解全球贫困的责任。换句话说，全球正义涉及补偿正义和分配正义两个方面。对全球贫困者进行补偿的责任并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责任，因为即使人道主义责任能够被合法地强化，富裕国家在历史上对贫困国家的奴役统治和殖民统治、对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确实是不正义的。此外，富裕国家对目前的全球秩序的继续施加事实上也是使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贫困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富裕国家不能仅仅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全球贫困，它们对全球贫困所要承担的责任是正义的责任。

然而，全球正义的观念也受到了一些理论家的质疑，在这里我们讨论两个主要质疑。罗尔斯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也很合理的国内正义理论。按照他的观点，分配正义无需要求在收入或者财富上的平等，只要求在基本资源上的平等，以便一个社会的公民能够通过利用这种资源而具有基本的尊严以及理性地思考自己的生活计划能力。罗尔斯提出了两个与分配正义有关的基本原则：基本自由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基本自由原则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基本自由；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认为社会职位应该向所有具有同样能力的人开放。罗尔斯又进一步认为，只要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不平等就可以得到辩护，这就是所谓的“差别原则”。然而，罗尔斯拒绝把他的国内正义理论扩展到国际层面上，实际上，他并不相信有全球正义这样的东西。罗尔斯提出了三个主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观点。首先，他认为正义的概念仅仅适用于一个自足和自我封闭的社会，而且，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要有某种形式的社会合作。其次，罗尔斯把社会的基本结构看做正义的首要主题，认为社会正义的使命就是要通过调整或者改革社会的基本结构，以便落实他所设想的那两个正义原则；再次，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实施要求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制度，例如可以用法律手段来强化的制度。在罗尔斯看来，这三个要求在全球层面上都得不到满足，因此就没有全球正义这样的东西。于是罗尔斯就顺理成章地认为，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充其量也只有援助的责任，其目的是要让贫困国家逐渐摆脱自己的沉重负担，最终实现自我管理。

然而，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对社会正义所提出的这三个条件在全球层面上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首先，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各个国家及其人民之间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有了大规模的相互作用，而从全球的观点来看，全球化也产生了一个自足和自我封闭的全球社会。其次，全球范围内的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困不仅体现了严重的不正义，实际上这些不平等和贫困主要也是由目前的全球秩序导致的。换句话说，全球秩序已经构成了罗尔斯在国内正义的情形中称为“社会的基本结构”的那种东西。但这个秩序实际上是不公正的：它不能为不同的成员提供大致平等的机会，以便他们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参与做出跨国的政治决定；它不能为具有同等天赋和动机的人提供大致平等的获取优良教育和职业地位的机会；它产生了全球范围内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不仅没有改善全球贫困者的生存状况，反而恶化了他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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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目前的全球基本结构并不满足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需要加以改革。最终，目前的全球秩序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已经是强制性的。只要看看由世界贸易组织和许多双边协议来主导的知识产权的全球化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知识产权主要被富裕国家的公司所垄断，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有效保护。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公民被迫要求遵守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正如他们被迫要求遵守国内的规则和制度一样。这种强制因素不仅是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在要素和明确规定，也是设计和维持这种制度的那些人的明确愿望。但这项制度的强制实施对个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说，由于禁止生产和销售同类药品，这项制度剥夺了大量贫穷病人获得救命药物的机会。此外，即使每个国家内部的分配背景都能保证其公民的相互作用是自由和公平的，但由于不同国家在信息、谈判力量和控制力量方面的不平等，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充满了强制。如果目前的全球秩序确实就是把全球范围内的严重不平等和贫困产生出来的背景，那么，按照罗尔斯对正义的理解，就没有理由不去调整或者改革这个秩序，以便全球的基本结构能够满足他所设想的正义原则的要求。而且，正如在前面所表明的，全球正义并不要求要由一个世界政府来实施。

尽管罗尔斯拒斥全球正义的思想，但他仍然提出了一些超越国家边界的伦理观点——实际上，他对全球正义的拒斥就部分地立足于那些观点。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社会正义理论是建立在一种康德式的人的概念的基础上。在《正义论》中，除了系统地阐述他的国内正义理论外，罗尔斯也对国际正义提出了一些看法，但他的这一做法后来受到了一些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理论家的批评：他们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根本上是自由主义的，因此不仅很难得到跨文化的接受，而且，一旦罗尔斯把他的国内正义理论推广到国际层面，他也就犯了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错误。罗尔斯很保守地接受了这种批评，在后来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中试图修改他原来提出的一些观点。在罗尔斯看来，即使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多元价值的社会，但这样一个社会的公民仍然可以在价值观念的交叠共识的基础上认同他的社会正义理论。然而，在国际层面上，由于不同的国家有很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它们就不可能认同那个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正义理论。罗尔斯也由此认为，一个国家在自己的社会制度的选择和设计上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因此，富裕国家就仅仅具有援助贫困国家的人道主义责任。然而，即使罗尔斯强调人道主义援助的责任，并倡导国家之间的相互宽容，但他显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和贫困主要是由目前的全球秩序造成的。实际上，一旦我们把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基本人权确立为全球正义的目标，我们就很容易看到罗尔斯的忧虑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没有理性根据的。首先，不管全球化是好是坏，全球化至少已经让每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不再处于罗尔斯所说的“自足和自我封闭”的地位，因此，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也不可能不受到外来的冲击和影响。如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切实有效地实行民主和法制，与全球秩序的某些方面具有密切联系。这样，即使一个国家有发展和维护一个公正廉洁的社会的良好愿望，正义的问题也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己的问题。其次，在思考如何合理地实现全球正义的目标时，我们确实必须考虑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但罗尔斯显然夸大了这种差异对全球正义的影响。即使人权的概念确实只是明确地出现在西方文化中，但在这个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中，那个概念所要传达的思想和内容是可以被广泛接受的，而且实际上它已经得到了广泛接受。此外，按照前面对人权提出的理解，全球正义的目标是要保证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这个目标既不要求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机会的公平平等
[22]

 ，也不要求要有一个世界国家。自由主义社会固然可以通过无所不在的法律体制来保证其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有效落实，但非自由主义社会也可以通过一种更适合于自己文化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其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落实。

现在让我转到对全球正义的观念提出的第二个主要质疑。所有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理论家都论证说，一个人属于哪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一个人对其国家和文化传统的依恋和忠诚是具有重要的伦理含义和政治含义的。
[23]

 在大卫•米勒看来：


国家是一种伦理共同体……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所负有的责任不仅不同于我们对一般人所负有的责任，而且在范围上也要比后面那种责任广泛得多。……［因此］对伦理学的一种恰当说明就应该尊重国家边界，尤其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制度体制上的设计完全是为了让其公民得到好处，那么这种做法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此外］在一片特定的领土上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人民有权要求政治上的自我决定；一种制度结构也应该被确立起来，以便他们可以按照那种结构来集体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主要关心的问题。
[24]





按照米勒的说法，不管一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国家是一种共同体，这样一个共同体是由某些共同的信念和承诺构成的，在历史上延续下来并与一片特定的领土相联系，并通过它的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而与其他共同体区分开来。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国家确实具有这些特征，那么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人们就确实因为他们所分享的信念和承诺、历史和文化而具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也产生了各种特殊的义务或责任，这类似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不同于他们对家庭之外的人的责任。如果国家在这个方面类似于家庭，那么，按照这些理论家的说法，即使一个人被认为对其他国家的成员负有某些责任，但他对同胞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就要优先于那种责任。此外，一个国家也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例如国内资源的分配和利用。

其实，这两个主张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对全球正义的挑战。全球正义的观念，不仅承诺了一种道德普遍主义，而且也要求我们要从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来评价人们的命运或遭遇。按照我们对道德的直观理解，道德的观点确实就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或者至少包含了对这样一个观点的承诺。假设有两个人同时申请同一个职位，其中一个人在这个职位所要求的能力和才能上远远不如另一个人，但他最终却得到了这个职位，因为他与主持录取的那个人有亲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主持录取的那个人做了一件道德上错误的事情，有失公正。在日常的道德思维中，我们确实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把某种特权赋予自己，或者赋予那些与他具有特殊联系的人。人们确实因为某些特殊的关系而具有特殊的责任，例如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某个组织的成员对同一组织的其他成员的责任。如果道德表达了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一般规范，那么当很多特殊的责任与道德责任发生冲突时，它们就必须让位于后者。在上述例子中，即使那个主持录取工作的人与其中的一个申请者具有亲戚关系，故而对后者有一种特殊责任，例如照顾后者的责任，但如果他是一个具有道德意识的人，他的那项特殊责任就应该让位于公正的责任。很明显，一个医生不应该为了挽救一个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才能活下来的同胞而把一个外国人活活杀死。因此，即使人们因为属于同一个国家的成员而对同胞负有特殊的责任，但对这种责任的落实不应该不正义，正如米勒自己所承认的。
[25]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偏爱并不违背正义，那么这种偏爱不仅是道德上许可的，而且也是值得赞赏的。因为正如米勒所说，同胞之间所具有的那种特殊情感能够加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从而有助于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然而，米勒的观点并不那么简单。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全球正义的情形时，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即使全球正义的目标只是让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都能得到有效落实，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涉及两个方面的责任：消极责任和积极责任。消极责任指的是不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剥夺其他人的基本人权，或者妨碍其他人对基本人权的行使。积极责任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三个责任：第一，让我们有责任保护的那些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证，例如向自己不能解决食物的那些人提供食物；第二，阻止第三方违背其他人的基本人权，例如对种族清洗的行为进行干预；第三，当某一方没有履行他们保护某些人的基本人权的责任时，保证后面这些人的基本人权得到落实，例如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法履行保护其公民的基本人权的责任时，保证那个国家的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落实。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人权要由某种制度来加以实现。米勒并不否认一个国家的政府有责任落实公民的基本人权，他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有责任保护和尊重其他公民的基本人权。他所要反对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一种平等主义，因此就对上面提到的第三个积极责任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26]

 不过，全球正义并不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一种在福利水平或者能力上的平等，甚至也不要求实行一种机会的公正平等；全球正义仅仅要求实现对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的尊重。但这种很有节制的主张也不为米勒所接受。在他看来，当某些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威胁时，即使某些国家或者某些人民具有可以被用来保护那些人的基本人权的资源，但他们的责任至多是一种人道主义责任，这种责任的道德力量介于正义的责任和慈善的责任之间。用他的话说，“一个人道主义的责任是这样一个责任：不履行这样一个责任当然是错的，但也不能用履行正义的责任的那种方式来要求履行这种责任”。于是他认为，“只要国家需要利用资源，以便在其公民当中实施一种社会正义体制，涉及教育和福利保障等等，这项责任就应该优先［于上述第三个积极责任］”。
[27]

 然而，如果上述第一个积极责任也是一个国家需要对其公民履行的责任，而履行第二个积极责任大概不需要在国际层面上重新分配一个国家的资源，那么米勒的说法几乎就等于否认有全球正义这样的东西。

米勒的立场与罗尔斯的立场有相似性。实际上，罗尔斯认为贫困主要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而米勒则按照他对国家的分析论证认为一个国家不仅有权自行决定国内事务，而且也有责任承担它在过去和现在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后果，正如他所说的：“人是能够进行选择的行动者，必须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人们［不仅］应该有权享受成功的结果，也必须承担失败的负担。”
[28]

 然而，在提出这样一个主张时，米勒似乎完全忽视了我们反复重申的一个事实：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不可能完全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一样，在当今世界中，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也不可能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即使一个国家已经把实现国内的社会正义看做一个要去争取的目标，但全球秩序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必然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那个秩序本身是不公正的，那么在那个国家实现国内正义的可能性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博格提到的国际资源特权和国际借贷特权仍然在这个世界秩序中发挥作用，如果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总是能够利用这些特权来为自己谋取私利，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每一个国家都能发展出健全的民主和法制来保障其人民基本人权的落实。即使国家就像米勒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实体，但如果它现在所遭受的沉重负担本身就是由它在历史上不能完全负责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由西方国家的殖民、奴役和剥夺造成的，那么这个国家无需对它目前的现状完全负责。在一个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中，普通大众并没有能力支配政府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这样，如果上一任政府因为极度腐败，不仅让国家的经济完全崩溃，而且还在国际上欠下了累累债务，那么把这种负担完全转嫁到人民的头上不仅是不合理的，也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米勒强调一个国家要对实现国内的社会正义承担责任，但他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当今世界中，一个国家的社会正义的实现也依赖于作为背景条件而出现的那个全球秩序。若不首先让全球秩序变得公正，这个世界就仍然会有严重贫困、暴力冲突和流血战争。

全球正义要求我们跨越国家的边界，让其他国家里基本人权还没有得到保证的人们能够充分享受基本人权。但在米勒看来，落实一个国家的国内正义的责任要优先于这项责任。要是每个国家都致力于让其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落实，要是目前的全球秩序已经是公正的，我们的世界当然就已经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全球正义也就不再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然而，目前的世界并非如此。米勒之所以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国内正义的实施仍然具有他所说的那种优先性，是因为他反对在国际层面上重新分配资源。一个国家占有那片领土确实是一个历史上偶然的事实，但在米勒看来，通过生活在那片领土上，对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加工，一个国家所占有的资源就获得了一种经过强化的价值，因此一个国家也就可以声称它对领土资源的权利，正如一个人可以声称他有权占有他通过利用原始资源而获得的产物。我们认为，第一，米勒的论证显然是立足于洛克对财产权的论述，不管洛克的观点是否有什么缺陷
[29]

 ，洛克至少认为在占有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资源的同时，也需要留下足够好的资源给其他人。第二，人类的生存确实很依赖于对地球上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不管是原始资源，还是通过加工而获得的资源，在每个国家之间的分布都是不均衡的。人们固然可以通过资源的转让和交换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即便目前的全球秩序确实允许这种可能性，但它也使得资源的转让和交换变得严重不公正和不平等。当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贫困而死亡的时候，对于那些富裕国家来说，仍然在强调它们有权占有自己的资源、反对为了缓解全球贫困而对资源进行必要的再分配，不仅在道德上不可接受，而且也是冷酷残忍的。正是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和做法造就了世界范围内的动乱和暴力。

我已经试图表明全球正义应该具有一种优先性，也就是说，要首先保证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都能得到有效落实。为了缓解和最终消除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贫困，全球正义就要求所有国家跨越国家的边界、采取积极行动来根除道德上不可辩护的不平等和严重剥夺的根源。为此，需要采纳前面提到的规范的个体主义，把每个人类个体都视为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除非我们有理由假设对国家的忠诚确实具有伦理价值，否则我们就不能认为国家是伦理上有意义的共同体。当然，我不是在否认一个人所生活的文化传统在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设想中没有任何重要性。但我相信，只有在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已经得到保证、他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已经得到落实后，他才有可能通过任何文化传统而过上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我在这里所倡导的那种全球正义观念并不需要否认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文化固然可以向人们提供有价值的生活观念，但文化就其本质而论是一种不断发生变化的东西——人们不仅可以反思自己的文化，抛弃其中妨碍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素，也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要素，以便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开拓自己的文化视野。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人们在情感上所认同的是他们所生活的文化传统，因为文化传统确实就是把他们所属的那个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区分开来的东西，构成了他们的身份或性格的一部分。但对文化传统的情感依附并不直接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们对他们原来所属的文化传统仍然可以有深深的依恋，而生活在本国土地上的人们，在继续发展那个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可以对现行的制度安排感到不满或焦虑。人们确实可以因为属于共同的文化传统而具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形成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些东西不可能被直接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除非一个国家在大力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让每一个公民作为人的基本尊严都得到了承认和落实。实际上，只要反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当一个国家把某群人认定为自己的公民时，它往往也排除了外来者，把他们处理为道德上不平等的，在移民政策方面施加种种限制；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尤其是在传统上具有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往往也是不平等的，一些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可以掠夺和压迫其他群体。
[30]

 不管是国际层面上的国家主义，还是国家层面上的群体主义，它们都对正义的实现都构成了严重障碍。实际上，那种倡导国家忠诚或者群体忠诚的观点正是实现全球正义的绊脚石。唯有相信每一个人都值得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利益都应该得到平等的考虑，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都应该得到落实，我们才有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永久的和平和繁荣。

全球正义问题是一个格外复杂的问题，涉及伦理学、政治哲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本文集仅仅在于展示这个领域中基本的哲学争论，以便引起读者对这个重要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我很感谢涛慕思•博格就本文集的编选所提出的有益建议。本文集中的文章，除了博格的“平等主义的万民法”一文由刘莘翻译外，所有其他文章都是由张曦翻译的，感谢他为此而付出的辛勤劳动。

徐向东

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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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正义问题的出现




饥荒、富裕者和道德



彼特•辛格

1971年11月，当我写作此文的时候，在东孟加拉地区，人们正由于食物、栖身之所和医疗保障的缺乏而面临死亡的威胁。那里的人们所忍受的苦难和死亡，从任何一种宿命论的角度来看都不是不可违背、不可避免的。持久的贫困、飓风的袭击以及内战，至少使得900万人成为深陷困顿的难民，然而，提供足够的援助以降低一小部分人所忍受的苦难，并不是超出比较富裕国家的能力的事情。人类存在者的决策和行动可以阻止这种苦难的发生。不幸的是，人类并没有做出那种必需的决策。在个体层面上，除了为数稀少的例外情况，人们并没有以任何具有重要性的方式对这种情形做出回应。一般而论，人们并没有向救济基金捐出很多的钱，并没有向自己的议会代表写信要求增加政府性援助，并没有为了能满足灾民的基本需求而在路边抗议、做象征性绝食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在政府层面上，没有哪个政府提供了能够使灾民们得以幸存更长时间的大规模援助。英国所提供的援助超过了大多数国家，它提供了14 750 000英镑。但是相比较而言，英国在盎格鲁－法兰西协和式飞机工程中所分担的不可回收的发展成本已经超过275 000 000英镑，并且估计总成本会达到440 000 000英镑。这说明英国政府认为超音速运输的价值要比900万灾民的生命重要30倍。澳大利亚根据人均收入的标准也属于“援助孟加拉”圈子的一员。然而，澳大利用于援助穷人的开支数额上还不到它用于悉尼歌剧院建设成本开支的二十分之一。从各种来源中可以看到，它的援助总数量现在只达到了65 000 000英镑，而保证所有灾民存活一年的预估成本是464 000 000英镑。大多数灾民目前在帐篷中生活的时间超过了六个月。世界银行已经表示，印度需要在今年以前从其他国家得到至少是3 000 000 000英镑的援助。看来这么大规模的援助是遥遥无期了。印度人将被迫在让灾民饿死和从他们自己的发展计划中抽剥资金这两种做法中做出取舍，后者将意味着它自己的人民将在不久之后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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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有关孟加拉情况的一些基本事实。就我们所关切的东西而言，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不过它的严重程度仍然有些触目惊心。孟加拉出现的情况仅仅是世界上多个地区出现的起源于自然或人为因素的情况中最为晚近和最严重的一个。在世界上的另一些地方，人们因营养不良和缺乏食物等原因，在没有任何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死亡。我将孟加拉作为一个例子，仅仅是因为它是当下的一个情况，因为那里问题的严重性确实已经众所周知。任何个人或政府都不能宣称说自己没有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类似于这个例子的情形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含义呢？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论证说，相对富裕国家的人们对像在孟加拉国出现的情况所做出的那种反应是不能得到辩护的：当然，我们看待道德议题——我们思考道德的方式——的整个方式都需要得到调整，因此我们在社会中被赋予的那种生活方式也应当得到调整。

当然，在论证这个结论的过程中我将不会宣称一种道德上的中立性。不过，我将试着论证我所采取的道德命题，以便任何一个接受某些假定的人都能接受我的结论。

首先，我假定由于缺乏食物、栖身之所和医疗保障所遭受的苦难和死亡是坏的（bad）。我认为大多数人将同意这个假定，尽管可能有人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认证与此相同的观点。我不需要为这个观点做出论证。人们也可以认为，这个命题的所有变化形式也是成立的，不过，或许从那些变化形式中，并不能说由于饥荒而造成的死亡本身是坏的。反驳这样的命题是困难的，或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暂时将这个假定视为是可以接受的。那些持异议者需要继续阅读下去。

我的下一个观点是：如果预防某些坏事发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不会因此而牺牲掉任何相比较而言也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就道德上而言，我们就应当去那么做。那么做不会引起任何比较坏的事情的发生、或者必须要去做某些本身就是错误的事情、或者会做妨害促进道德善好、在重要性上是可以与我们所要预防的坏事情加以比较的事情。这个原则看起来和刚才那个假定一样不具有争议性。它只是要求我们预防那些坏的事情，而不是要我们去促进那些好的事情，仅仅在我们不用牺牲那些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具有可比较的重要性的事情的时候，它才对我们提出这个要求。就孟加拉国情况的论证而言，我可以证明说，只要如下一点满足则这个观点成立：如果预防一些坏事的发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且不会因此引起任何道德上具有重要性的东西的牺牲，那么道德上我们就应当去那么做。对这个原则的一个应用是这样的：如果我正走过一个浅浅的池塘，看到一个小孩掉了进去，我应该涉水过去然后把小孩拉起来。这意味着我的衣服会被弄湿，但是这并不重要，否则那个孩子将会死亡。

说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原则不具争议性，其实是一个欺骗性的表象。如果这个原则真的能起作用，即使是以某种起码的方式起作用，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世界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首先，这个原则并没有对亲疏问题做出说明。我所帮的人是离我的住处10码远的一个邻居的小孩，还是住得离我有1万公里远且我从没听说过名字也从不认识的孟加拉人，对于这个原则来说，并不存在道德上的差异。其次，这个原则并没有区分这两种情形：我是唯一一个可以做些事情的人，还是仅仅是数以百万计的能够做出一点点事情的人中的一员。

如果我们接受任何一种不偏不倚性、普遍性、平等性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不能因为一个人远离我们（或者说因为我们远离他）而将其区别对待。显然，如果一个人离我们比较近，那么，比起那些远离我们的人，我们可能就会更好地判断他们到底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或许也能更好地提供我们判断认为是必要的那些援助。如果这种考虑是对的，那么优先帮助那些离我们近一点的人就是有理由的。对于比起印度的饥荒牺牲者来说更关切本镇的穷人而言，这可能是一个辩护理由。然而不幸的是，对于那些有限地承担着自己的道德责任的人来说，方便快捷的交流和运输方式挑战了这个说法。从道德的观点看，世界朝向“一个全球性村庄”的发展对我们的道德情形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尽管尚未被认识到的变化。通过食品派送组织或者在饥荒发生地设置的永久性驻点的专业观察者和监督者，可以直接把我们提供的援助派送给孟加拉的灾民，而且几乎就像是派送给我们自己街区的人那样有效。因此，按照地缘的理由所做出的区别对待看起来是讲不通的。

或许我们更加需要为我的那个原则的第二个含义做出辩护，也就是说，数以百万计像我一样的人，在面对孟加拉灾民时所应做的事情，实际上和那种我是唯一一个能够预防坏事发生的人的情形并无二致。当然，我承认这两种情况存在一种心理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别人需要做但实际上没做，而一个人自己也没有做，那他的负罪感会稍微轻一点。然而，这一点并不会使我们的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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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看到我的周围还有其他人，而且那些人也注意到了那个落水的小孩，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难道我因此就可以考虑自己不用去承担把那个小孩从水中拉起的义务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不免会感到有些荒谬。这个说法其实是那些不采取行动的人的一种理想的借口而已：因为大多数导致邪恶的原因，像贫困、人口过度、污染等等，是当今世界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样面临的问题。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来行事的话，那么：如果每一个处于我所处的环境中的人都给孟加拉援助基金5英镑，这对于为灾民提供食物、栖身之所和医疗保障来说就足够了，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证明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我也就没有提供5英镑以上资金的义务。在这个论证中，每一个逻辑前提都是正确的，这个论证看起来也是可靠的。除非我们注意到它乃是基于一个假设性的逻辑前提，否则这个论证对我们来说好像是有说服力的，尽管这个结论并不是假设性的。如果结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论证就将是明确的：如果处于像我所处的环境中的每个人都提供了5英镑，那么我就没有义务提供超过5英镑的资金。显然，这个论证跟每个人没有提供5英镑的情形就毫无关联了。当然，这是一个事实情形，大概也肯定的是，不是每一个处于像我所处的环境中的人都将提供5英镑。因此，将不会有足够的必需的食物、栖身之所和医疗保障被提供。因此，如果提供5英镑以上的资金，我就能更多地避免假如我只提供5英镑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那种苦难。

可能会有人认为，这个论证的结果是荒唐的。因为情况可能是大概很少有人会实质性地捐款，因此，结论应当是，我和每一个处境相同的人都应当尽可能多地捐款，也就是说，至少能捐到这样的程度：再多捐一个子儿就有可能对一个人自己或者他的依赖者（dependent）造成严重的苦难，或许甚至还会超过这个程度而达到边际效应的程度，在那种情况下，再多捐一个子儿就有可能给一个人自己或者他的依赖者造成比孟加拉人正在遭受的苦难还要严重的苦难。然而，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那么灾民所需就能得到满足，也就不会有不可避免的牺牲出现。因此，如果每一个人都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那么结果并不同于每一个人都不充分地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或者仅仅某些人做所有人做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

只要我们假设说，问题中所涉及的行动（捐钱给援助基金）多多少少是靠自愿来完成的，并且是不可预期的，那么，问题马上就来了。因为如果我们能够预期说每一个人都打算捐献一点东西，那么显然这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义务使然。而且，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是自愿地采取行动的，那么那些在别人没有捐献的情况下捐献的人就将知道需要远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将没有义务提供更多的东西以使得总量达到所需的数量。这么说并不是否定相同环境中的人有相同的义务这么一个原则。所以那个看起来荒唐的结论仅仅在人们对真实环境的看法上出现错误的时候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别人没有捐献的情况下捐献的，但事实上别人捐献了。每一个人都做他自己应当做的事情的结果，不会比每一个人都不做自己应当做的事的结果要糟糕。

如果我的论证都是明确的，那么我们和可预防的邪恶之间的距离，以及在面对邪恶时和我们所处的情形相同的那些人的数量，都不能削弱我们减轻或者预防邪恶的义务。我将因此认为我已经确立了刚才所论述的那个原则。就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需要按照它的获得证明的形式来肯定那个原则：如果预防一些非常坏的事情的发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不会因此而牺牲掉任何其他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讲，我们就应当这么做。

这个论证的结论是，我们的传统道德分类是需要被颠覆的。在责任和慈善心之间的传统区分并不能成立，或者至少是不能像我们所要求的那样在规范上成立。为孟加拉援助基金提供资金在我们的社会被认为是一种慈善行动。搜集资金的机构被认为是“慈善机构”。这些组织也是这么打量它们自己的——如果你要给他们派送一张支票，你将因为你的“慷慨”而受到感谢。因为捐献资金被认为是一种慈善行动，因此就不能认为不捐献是一件有任何错误的事情。一个富有慈善心的人或许会受到赞扬，但是如果那个人并不如此富有慈善心，他也不用受到谴责。人们并不会因为花钱买了件新衣服或者一辆新轿车而没有捐给饥荒援助组织感到羞愧。（当然，相反的做法对于它们来说也并不罕见）看待这件事的方式并不能得到辩护。当我们并不是出于保暖的目的而是出于好看的目的买一件新衣服时，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一种重要的需要。如果我们可以穿着我们的旧衣服，同时捐钱给饥荒援助组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选择那种不具有重要性的做法。通过捐钱的行为，我们可以使得他人免于饥荒。这个分析是基于我们早前所说的那个原则：我们应当捐钱、而不是花费在买一件并不是用来保暖的衣服。这么做并不是慈善心或者慷慨之类的事情。这也不是哲学家或者理论家描述为“职责之外”（一种做了更好不做也不坏）的事情。相反，我们应当捐钱，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就是错误的。

我并不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被认为是慈善心的这么一些行动，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一些如果做那么更好但是不做也不错的行动。重新划定责任和慈善心的界限或许是有可能的。我在此做出的论证乃是说，目前划定这种界限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生活在“发达国家”富裕水平上的人捐款或者帮助某个别人免于饥饿的行为被视为是一种慈善行为）是不能得到支撑的。考虑这个界限是不是应该被重新划定或者根本就应该被废除这么一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论证范围。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划定这种界限，如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说，尽可能地使他人幸福是好的，但是不这么做也并不是错的。

尽管我所提倡的对我们的道德观念化企划的修订在本质上是有限的，但是，在今日世界中所出现的富裕和饥荒程度面前，这种修订仍然具有根本性的含义。这些含义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不同于我已经考察过的异议。我将对其中的两个加以讨论。

一个异议可能仅仅是说我们对道德企划采取的修订方案太过激烈了。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会用我认为他们应该使用的那种方式来做出判断。大多数人会对那些违背了某种道德规范（moral norm）的人（像反对夺取他人财产这样的规范）保留自己的道德谴责。他们并不会谴责那些沉溺于奢侈生活方式而不是为饥荒援助基金提供捐款的人。但是，假设我不对人们做出道德判断的方式采取一种道德上中立的描述，那么，人们做出判断的那种方式事实上就跟我的结论的有效性之间不存在关联了。我的结论来自于我早前强调的一个原则，并且，除非那个原则遭到了拒绝，或者那个论证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否则我的结论仍然是成立的，尽管看起来它可能有些令人感到陌生。

不过，考察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以及大多数其他社会是按照我认为应该采取的那种方式之外的方式来做出判断的。在一篇著名文章中，J.O.阿姆森认为，对于生活在一起并组成了社会的人们来说，责任的律令所禁止的行为，就是完全不应当容忍的行为，责任的律令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事情是必须要去做的，因此，就与那些做了会很好、但是不做也不算什么错的事情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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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或许可以解释当下区隔开责任行为和慈善行为的标准的起源和持续存在。道德态度是受社会需要塑造的，而毫无疑问，社会需要认为注意到那些能够使得社会存在下去的规则。从一个特定社会的角度来看，预防违背不要杀戮、偷盗等等行为的这样一个规范是基本性的。不过，去帮助自己社会之外的人并不是一个基本性的规范。

如果这确实是有关我们通常对责任和职责之外的工作划分标准的一个例子，那么，它并不对那个标准进行辩护。道德的观点要求我们超越我们自己社会的利益来看待问题。显然，就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或许曾经很难具有可操作性，不过现在它是十分可操作的。从道德的观点看，对我们社会之外数以百万计的人所遭受的饥荒的预防必须至少被当做是像我们社会内部“不得夺取他人财产”这样的规范一样看待、一样具有压力性的。

一些人认为，我们需要拥有一些离普通人的能力所及并不太远的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的话将会对那些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行为造成一种总体性的破坏。粗略地说，这个论证暗示如果我们告诉人们，他们应当避免去从事谋杀，并且还要给那些并不真的需要得到饥荒援助的人所有的东西，那他们或许根本不会做这两件事，但是如果我们告诉他们应当避免谋杀，并且，如果为饥荒援助捐献点东西，那么很好，不过如果不捐的话，那么也不错，这样的话，他们将至少不会去干下谋杀的罪行。问题是这样的：为了达到尽可能好的结果，我们是不是应当在那些被要求的行为和那些虽然好但是不是被要求的行为之间做出一个区分？这看起来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尽管有些困难。一个对西季威克－阿姆森论证路线的异议是说，那条路线不能足以说明我们决策中所涉及的标准的影响问题。假定有这么一个社会，其中的一个富人向饥荒援助捐出了自己收入的5%，这被视为是最为慷慨的事情，如果有一个提议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捐出自己收入的一半，那么毫不奇怪，这个想法将被认为是荒谬绝伦毫不现实的。在一个坚持认为说没有哪个人应该得到超过“足够”这个标准的东西、也没有哪个人应该得到低于“所需”这个标准的东西的社会中，这样一个提议可能会被看做是心地狭窄。什么对于一个人要做的事情来说是可能的以及一个人可能去做什么，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那个人周围的人在做什么和期待他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影响的。在任何情况下，使这么一个观念（即在援助饥荒者问题上我们应该做超过从一般性的道德行为背景来看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得以传达开来的成功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冒这个风险能够终结饥荒，那么就值得这么做。最后，应该强调的是，仅仅对我们应当从他人那里要求什么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自己应当做什么的问题而言，这些讨论才具有相关性。

对我就当下有关责任和慈善心之间的区分的第二个异议，其实也是那种不时用来反对功利主义的观点。它来自于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从道德上来讲我们应当竭尽所能地增加幸福、减少痛苦。这里我所采取的立场在各种情况下都不会导致这个结论，因为如果不是在像“如果不牺牲掉某些道德上比较重要的东西就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这样的比较坏的情况下，我的论证就没有适用性。然而在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情况下，从我的论证中可以得出的是，从道德上讲，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地援助那些由于饥荒或者其他灾难而遭受苦难的人。当然，我们可以不要在那么强的情况下考虑问题，好比如果我们总是在过于疲劳的情况下工作，那么工作效率其实是会降低的。然而，当我们对所有的这种考虑都给出了解释之后，结论仍然是：我们应当在不用牺牲掉某些同样具有道德上可比较的重要性的东西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阻止苦难的发生。这个结论是我们所不情愿面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应当被当做是对我所论证的那个立场的一种批评、而不是对我们日常行为标准的一种批评。因为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利的，我们中很少有人可能去做他所应当做的每一件事。不过，将这一事实奉若圭臬，来证明那些我们实际上应当做的事情并非如此，是很难奏效的。

可能仍然有人认为说，我的结论肯定比每个人都设想的那种观点宽泛许多，而且肯定有某种错误。为了证明我的结论，并不需要给出很特别的论证，尽管确实那种论证可能会不同于当代西方道德标准。我将从一位通常并不被认为是一位比较陌生的作家那里援引一些观点，他就是托马斯•阿奎那。


现在，根据神意（divine providence）所构建的自然秩序，物质善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被提供的。因此通过人法而得以进行的财产的分割和划配，绝不能超过满足人们对这些善好的需要这个限度。同样地，那些太过富有的人，从自然正当的角度看，是亏欠了穷人的。所以，安布洛休斯（Ambrosius）说，并且也可以从《格拉提安法典》（Decretum Gratiani）中看到：“你所扔掉的面包是属于饥饿者的，你所撕坏的衣服是属于裸身者的，你埋藏于地下的钱是身无分文者的救济和自由。”
[4]





我并不打算考虑更多的一些在更为实践、而不是更为哲学化的层面上与我所设想的道德结论的应用相关的观点。这些观点并不会挑战到“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地做所有在预防饥荒方面能够做的事情”这个观念，而是对“提供大量的钱对于这个目的来说是最佳方式”这个观念的挑战。

有时候，据说海外援助是一种政府责任，因此一个人就不应该以私人的方式来发扬他的慈善心。据说，这种私人性的做法，会使得一个政府和一个社会中那些没有做出贡献的成员逃避掉他们的责任。

这个论证看起来是在假定说，向组织化的饥荒援助基金捐款的人越多，那么政府所承担的援助责任可能就越少。这个假定是难以获得支撑的，也没有向我展示出什么可信度。相反的观点（如果没有人志愿性地捐款，那么一个政府就将假定它的公民对于饥荒援助事业没有兴趣并且不希望它去承担援助责任）看起来更为可信。在任何情况下，除非存在明确的可能性说拒绝捐献将有助于政府开展大规模援助行动，否则，拒绝志愿性捐赠的人实际上也就是在拒绝预防某种苦难，同时还不能指出他们的这种拒绝是不是能够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仁慈后果。所以，证明说这么做会导致政府行动的发生的负担，就落在了那些拒绝捐款的人身上。

当然，我并不打算因此而反驳富裕国家的政府应当做出比它们现在做的那些援助规模大上许多倍的努力。我也同意说，私人性捐助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积极地为缔造全新的公共和私人性捐助标准而努力。当然，我也同意一些人所认为的这种努力比捐助本身要更重要，尽管我怀疑具体到每个人身上这种努力在实践上还是不是有效。不幸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政府的责任”这个观点实际上成了不采取任何政治行动的一个理由。

另一个不为饥荒援助提供资金的更为严肃的理由是，除非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否则援助饥荒仅仅是在拖延灾难发生的时间而已。如果我们现在拯救了孟加拉的灾民，那么其他人，或许就是这些灾民的孩子，在不久之后一样要面对饥荒。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人们可能就要援引当下一些众所周知的有关人口膨胀和相对有限的食物扩充的事实。

就像前面那个观点一样，这一点是由于对未来的事情的某种信念而针对当下的援助饥荒行动而提出的论证，不过前一个观点可以在支撑这种有关未来的信念的论证中被引申出来，这一点上它们有所不同。现在，我要对此做出考察。我接受这种观点：地球不能无限地支持以目前速率扩充的人口规模。对于那些认为预防饥荒十分重要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一个问题。然而，再一次地，人们不能在没有接受说一个人有义务去做预防饥荒的事这个结论之前就接受这个论证。应当接受的结论是：从长远的角度看，预防饥荒的最佳方式是人口控制。从早前所提到的那个立场出发就可以说：人们应当做所有能够促进人口控制的事情（除非人们能坚持认为所有形式的人口控制本身都是错误的，或者说它们会导致很重要的坏结果）。由于有特别致力于人口控制方面工作的阻止，因此，人们就可以支持它们、而不是别的预防饥荒的传统办法。

较早前提出的那个结论所带来的第三个观点与“我们应当捐赠多少”这个问题有关。一个已经提到的可能性是，我们应当一直捐赠到边际效用水平上，也就是说，通过捐赠，我即将使我自己或者我的依赖者也将遭受几乎同样的苦难。当然，这将意味着一个人将把自己在物质环境上降低到和孟加拉灾民一样的程度。我早前曾提到过预防坏的事件发生的一个强版本和一个温和版本的办法。强版本要求我们预防坏事情的发生，除非这么做会导致我们牺牲掉某些可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性的东西，这看起来需要将我们自己降低到边际效用程度上。我也应当说，强版本对我来说看起来是正确的。我还提到过更为温和的版本——我们应当预防坏事情，除非这么做我们就不得不牺牲掉一些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性的东西——这仅仅是为了证明说即使按照这个原则，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仍然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根据那个更为温和的原则，将不会导致“我们应当将我们自己降低到边际效用水平上”这么一个结论。因为人们可以说，将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降低到这个水平上实际上就是在引起很坏的事情发生。我将不会对这个问题做出讨论，因为就像我已经说的，我还找不到理由来证明我们要坚持那个原则的温和版本而不是强版本。然而，即使我们只接受这个原则的温和形式，应当很清楚的是，我们必须捐赠直到能够保证这个消费社会（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是把钱花在琐碎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饥荒援助上）将萎缩或许直至完全消亡。关于为什么这个说法是可行的这一问题，存在几种理由。经济增长的价值和必要性现在不仅仅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质疑，而且也受到经济学家的质疑。
[5]

 毋庸置疑的是，消费社会对社会成员的目标和目的产生了一种扭曲性的影响。然而，光从海外援助的观点看，我们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深思熟虑地使我们的经济减速，比方说，有可能的是如果我们捐赠掉我们的GNP的40%，那么我们就将在绝对的意义上使得我们的经济减速，而我们所捐赠的数目不超过25%的话，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里我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对理想情况的说明。因为西方社会一般只将自己GNP的1%作为海外援助的可接受水平，所以刚才那个说法完全是学术性的。它也不会到影响“在一个很少有人实质性地捐赠的社会中一个人应该捐赠多少”的问题。

有时候，据说哲学家在公共事务上尽管并不比过去更少、但实际上仍然不扮演特别的角色，因为公共议题主要取决于对事实的评估，是关于事实的问题。据说这种哲学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所以专注于哲学同时对主要的公共议题不做出任何表态是有可能的。毫无疑问，确实有一些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在搁置或者付诸实施之前据说是需要评估事实方面的真正的专家的，不过有关饥荒议题显然不在此列。关于受苦者存在的事实是毋庸争议的，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争议说到底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这个问题。通过传统的援助饥荒的办法或者通过人口控制或者通过这两种办法的结合，我们总能做点什么。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是有能力表态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每一个拥有比他自我支撑和支撑依赖者所需的钱更多的人、或者每一个需要采取某种政治行动的人都爱面对的。这些人中必须包括西方世界各个大学中的哲学教师和学生。如果哲学是要处理与老师和学生有关的那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哲学家应当予以讨论的。

当然，仅仅讨论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真的不能严肃地得出我们的结论，那么哲学与公共事务（以及个人事务）的关联点在哪里呢？在这种情况下，严肃对待我们的结论，意味着付诸行动。哲学家不会觉得让人改变他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以至于去做我们应当做的每一件事（如果我是正确的话）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朝着这个目标迈开步伐。如此，哲学家虽说必须牺牲掉消费社会的一些益得，但却能找到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能够满足一种生活方式的需要的补偿办法，即使不说使两者和谐融洽，至少也要能够相容在一起。


注释


[1]也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印度发动战争以使得那些灾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印度确实已经这么干了。这种情况不再像我描述的那样，不过这并不影响我的论证。

[2]就哲学家们在提到这个术语时经常所指的特定含义而言，我仅仅是在一种起源于“应当”（ought）的抽象名词的意义上使用“义务”这个词的，因此“我有一项做某事的义务”，仅仅意味着“我应当做某事”。这种用法是与《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对“应当”的定义相一致的：“一般用于表达责任或者义务的动词。”我并不认为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我使用“义务”这个词的那些句子也可以用“应当”这个词来替代。

[3]J. O. Urmson，“Saints and Heroes”,in Essays in Moral Philosophy
 ，ed. Abraham I. Melden（Seattle and London，1958），p.214. 一个相关但与之存在关键性差别的观点，见Henry Sidgwick，The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n.（London，1907），pp.220-221，492-493.

[4]见Summa Theologica
 ，II-II，Question 66，Article 7，in Aquinas，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A. P. d'Entreves，trans. J. G. Dawson（Oxford，1948），p.171.

[5]举例来说，见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1967）；and E. J. Mishan，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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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诺拉•奥内尔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荒，那么那些幸存者应当因为那些死亡而受到谴责吗？如果要想避免为那些饥荒年份发生的不可辩解的死亡承担责任，那么，人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做些什么事情呢？假定说人们拥有不被杀戮的权利这一点是未经证明的，并且说我们有责任努力防止和延缓饥荒导致的死亡。这种观点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如果我们无所作为，那么，我们就将因某些死亡的发生而遭受谴责。

可辩护的杀戮

假设说，人们拥有一种不被杀戮的权利，同时也有不去杀戮的责任。我并不假定人们还拥有别的什么权利，特别是我将不会假定人们拥有一种不被那些能够阻止此事发生的人所允许死亡（letting die）的权利，也不拥有一种在任何时候都要阻止他人死亡的责任。我也不会假定说人们缺乏这种权利。

即使人们除了一种不受杀戮的权利以外再没有别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某种情况下也仍然能够被可辩护地加以忽略。并非所有的杀戮都是不可辩护的。我将特别关注两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中，不受杀戮的权利是能够被可辩护地加以忽略的。第一种情况是那种不可避免的杀戮情形，第二种则是自我防卫情形。

不可避免的杀戮出现在这样的情形中：一个人做出某种行动，引起了某个人或某些人死亡，而这是他所不能避免的。由于杀戮者在他决定开展行动的时候忽略了某些相关的情况，这种死亡经常是不可避免的。如果B正驾驶一列火车，A冒失地闯进了铁轨上，这可能没有被B注意到，也可能B注意到了但是却无法使火车停止下来。这样，B杀了A，在其决定驾驶火车的情况下，B并不能避免杀戮A的行为。还存在另一种不能避免的杀戮行为：当B能够避免杀戮A，或者避免杀戮C，但是却不可避免地要杀掉他们两人中的一个。举例来说，如果B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致命性疾病的携带者，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当中：他将不可避免地遇到A或者C，因而使得他们两人中有一个会被杀掉，尽管他能够选择到底是遇到哪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B杀掉某个人这件事的不可避免性与B所做出的某种优先决定没有关系。我在此要加以处理的不可避免的杀戮将是后一种情况，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更多的一些条件能够得到满足的话，那么B的杀戮行为是可以得到辩护的。

如果一种杀戮是发生在自我防卫的过程中的话，那么它也可能是可以获得辩护的。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人们拥有一种与不受杀戮的权利无关的自我防卫权利，而是说一种最弱意义上的自我防卫权利是不受杀戮的权利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将采用的那个自我防卫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同于、并且更窄于对自我防卫权利的其他解释的。如果A针对B拥有一项自我防卫的权利，那么，第三方就应当捍卫A的这项权利。如果我们严格对待不受杀戮的权利，并且也尊重这项权利所必然带来的其他权利，那么，我们就应当强制性地保障其他人的不受杀戮的权利。

作为不受杀戮的权利的一个必然延伸的自我防卫权利，是一项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来预防杀戮发生的权利。如果我拥有不受杀戮的权利，那么我也就拥有一种使得他人不能威胁到我的生命的权利，尽管在行使这种权利的时候，我可能会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同样地，如果他人拥有不受杀戮的权利，那么可能的话，我应当做一些事情来阻止其他人对他的生命的威胁，但是，当我阻止其他人威胁到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也可能会威胁那些人的生命。防卫他人的权利并不是一种仁慈（beneficence）的一般责任，而是履行他人的不受杀戮权利的一种非常受限制的责任。

这种对自我防卫的权利的解释，显得十分狭窄。它意味着我们没有权利针对那些显然没有威胁到我们生命的人采取行动，尽管他们引起了或可能会引起对我们的伤害。（不过，在具体情况中这一点经常并不是明显的。一个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店主射杀了一个持着玩具枪对准他的人，不过对于他来说假设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一点是非常合理的）它也意味着预防性地针对一个使得一个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所采取的行动，只能是那种最弱意义上的行动。如果B正在持枪追赶A，为了挽救自己，A要么可以关上防弹门，要么可以射杀B，那么，如果人们只有一项不受杀戮的权利和因此而出现的一种最弱意义上的自我防卫的必然权利的话，A就将有权利射杀B。（这类情况经常并不很确切，A或许并不知道那扇门是防弹的，或者不认为它是防弹的，或者仅仅是推理说射杀B是一种更好的防卫手段）一种成比例的自我防卫或许能够辩护说A射杀B的行为不是不受杀戮的权利的必然结果，即使关上门将能够阻止B的行为这一点是明确的。或许，成比例地报复的权利能够根据某种类似于“攻击者丧失了某种权利”的说法而得到辩护。

一方面，狭窄版本的自我防卫权利（这是不受杀戮权利的必然结果）比起其他的一些有关自我防卫权利的解释来要更为宽泛一些。因为这是一种针对那些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的人所采取的行动，无论他们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A的不受杀戮的权利使得他不仅有资格针对那些侵犯者，而且也有资格针对那些并不是作为侵犯者而又威胁到其生命的“无辜者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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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采取行动。如果B可能会未经注意地或非意愿性地引起了A的死亡，那么A（如果他有不受杀戮的权利的话）就有权利采取任何必要步骤来阻止B这么做。如果B携带了一种高度传染性的肺病接近A，那么A或许就会试图阻止B接近他，即使B对他可能带来的危险毫无所知。如果其他方式都失败了的话，A可以出于自我防卫的原因杀死B，即使B并不是一个侵略者。

对自我防卫权利的这种版本的解释将侵略与自我防卫之间的连接切断了。当我们为我们针对没有侵略者的无辜威胁采取的行动辩护时，只有某些人威胁了生命。但是，将这种权利称为一种自我保存的权利未免有些误导。因为，自我保存通常被解释为一种存续的权利，因此是一种无论是否有人施加威胁我们都将能够从事一系列活动的权利。但是，作为不受杀戮权利的必然结果的权利，仅仅是不让他人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的权利，无论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做，或者是不是施加以最弱意义上的威胁。只有当一个人采取霍布斯式的人性观点，并且将他人的行动始终视为完全是一种威胁的时候，自我防卫的权利和自我保存的权利才会合二为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持生活所采取的每一项行动才能被理解为是为了防止生活遭到毁灭。如果不采取这种霍布斯式的假定的话，那种最弱意义上的自我防卫权利将很难得到说明。

或许存在其他一些环境，在这些环境下，人们的不受杀戮的权利可能会被推翻。比方说，或许我们可以获得辩护地杀掉那些同意我们这么做的人。

为救生艇上的杀戮一辩

现在，让我们开始设想一些极端的情形，这对于此类讨论来说是一种标准的论证手段。我将着眼于在救生艇上出现的某些杀戮行为，并且考虑能够为其提供辩护的一些理由。

让我们想像一下，一艘救生艇上有六位幸存者。那么，存在以下两种可能水平的供给状况：

（1）经过所有的合理算计后发现，供给足以维持到他们得到拯救。如这艘救生艇或者供给充足，或者艇上的人能够靠蒸馏水或捕鱼等等方式来维持生命。

（2）经过所有的合理算计后发现，供给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所有六个人在得到拯救之前所需的分量。

我们可以将情况（1）称为设备良好的救生艇情况
 ，将情况（2）称为设备不足的救生艇情况
 。当然，或许六位幸存者可能并不确定他们到底处于哪种形势之下，不过，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姑且假设他们知道自己处于何种形势。

在一艘设备良好的救生艇上，所有人都能存活到获得拯救的时刻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一种杀戮行为能够得到辩护，如果有人被杀了，那么只能辩护说是出于在特殊情形下自我防卫的理由。考虑一下下面的例子：

（1A）在一艘设备良好的救生艇上有六个人，A威胁说要把淡水投到海里，如果他确实这么做了的话，一些人或者所有的人将不能活到被拯救的那一刻。A可能是有敌意的，或者是神经有些错乱的，B试图说服A，但是没有成功，于是B射杀了A。B能够援引他自己的和其他人的自我防卫权利来为其杀戮行为辩护。他或许会合理地说：“要么死的是他，要么死的是我们大家，因为他实际上打算将我们置于那种设备不足的救生艇形势之下。”他或许会说，这种情况总是会出现的，无论是将A的行为视为是对他人的伤害，还是将A行为视为是一种无辜的威胁。

（1B）在一艘设备良好的救生艇上有六个人，B、C、D、E和F决定停发给A食物，这将导致A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诉诸自我防卫的理由，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够存活。他们也不能说他们仅仅是在让A死亡，“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因为无论如何A都是要死的。这并非是违背了那种不被允许死亡的存在争议的权利，而是违背了不受杀戮的权利，这种违背不能得到自我防卫或不可避免性的辩护。

在一艘设备不足的救生艇上，所有人都活到被拯救的那一刻是不可能的。一些死亡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不过有时候，那个特定的人的死亡却是可以避免的。考虑下面的例子：

（2A）在一艘设备不足的救生艇上有六个人，A病得很重，需要额外的水，而水已经是很稀缺了。其他人决定不让他喝水，于是A死于干渴。一方面，如果A喝水的话，那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存活下去；另一方面，A很显然是被杀死的，而不是被允许死亡的。如果他能得到水，那么他就可能活下去。尽管某些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A并不是非死不可的，选择他作为牺牲者需要做出辩护。

（2B）在一艘设备不足的救生艇上有六个人，淡水资源非常稀缺，以至于只有四个人能幸存下来（或许是因为蒸馏设备在设计上只能为四个人供水）。不过，到底谁应该出局呢？假设两个人被选择出局的话，不管是根据抽签的方式还是根据别的什么办法，他们都必然会死掉。其他人不能辩护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允许被剥夺了水的两个人死掉，因为这两个人如果不被剥夺了水的话，是能够活到被拯救的时刻的。没有人有一种更大的权利成为幸存者，不过，假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幸存的话，如果选择方式是公正的话，那么那些不能幸存的人被杀掉就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当然，许多人也许会质疑说，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选择程序获得公正性的呢？

（2C）在与（2B）一样的情况下，也许不能喝水的两个人要求被射杀，以便死得更轻松一些。同样，幸存者不能说他们没有开展杀戮行为，或者说自己最多是开展了一种能够得到辩护的杀戮行为。幸存者不能依据他们选择让这两个人死亡的方式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只能根据某些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选择牺牲者的程序的公正性来获得辩护。

（2D）假设此时的基本情况和（2B）一样。不过，那两个不被允许喝水的人采取了反抗行动，其他人射杀了他们，从而保证了对水的控制权。很显然，死掉的人是被杀戮的，不过他们的被杀也是可以得到辩护的。杀戮者的行为能不能得到辩护既不依赖于杀戮方式，也不依赖于牺牲者的合作，除非牺牲者的合作与选择程序的公正性有关。

救生艇情况出现得并不是十分频繁。我们并不是经常处于那种为了采取某种方式来分配稀缺资源而在杀人和被杀之间做出抉择这样的残酷形势下。然而，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正在面临这种形势。目前的“地球太空船”比喻过于乐观而很少谈到危险之处，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冷静态度面对这种形势的话，“地球救生艇”比喻或许更具启发性。

一些人或许反对“地球救生艇”这一比喻。一艘救生艇或许有些小，但艇上所有人都能够同等地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且可以要求得到同等供给。虽然地球十分巨大，尽管所有人或许都拥有同等的权利留在这里，但是，一些人仍然有财产权去实现一些特殊的消费，而另一些人则相反。数百万的饥饿者与我们离得很远，他们并没有那些富裕的人或国家所拥有的权利，即使这种权利可以阻止他们的死亡。如果他们死了，那么据说，这是对他们不被允许死亡的权利的最大违背。然而，这个观点并不是我所坚持或假定的。我认为，过去或许能够这么说。富裕者或许能够做一些事情以避免与我们之间距离遥远的人的贫困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死亡，但是那些富裕者并不经常做那些事情。因此，他们没有违背那些远离他们的人不被杀戮这一权利。然而，今日世界，经济和技术互相依赖的情况改变了这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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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的死亡，是由另一些远居他国（经常是富裕国家）的人或者群体导致的。有时候，这些人和群体不仅违背了一些人的天经地义的不被允许死亡的权利，而且也违背了他们的更为基本的不受杀戮的权利。

我们试着根据在今日美国被频繁讨论的杀戮行为来设想一下对不受杀戮权利的违背：两个人相互对峙，而一个人直接、暴力且故意地引起了他人的死亡。就像我们刚才在救生艇情况中所说明的那样，我们能够根据某种理由杀掉彼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将我们的视野局限在那种典型的行凶事件或谋杀事件上。B或许违背了A的不受杀戮的权利，即使当：

（1）B不是单独行动的；

（2）A的死亡不是当下发生的；

（3）B的行动到底是导致A死亡还是导致别人死亡并不确定；

（4）B并不是有意让A死亡的。

下面的这些例子说明了这些情况：

（1）A受到了由B、C、D等人组成的一个团伙的袭击。没有一个袭击者独自地杀害了他，然而他不受杀戮的权利却依然被所有人违背。

（2）A被以日常剂量缓慢投毒。最后的那个剂量就像最初的那个剂量一样，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致命性的。但是，投毒者仍然违背了A不受杀戮的权利。

（3）B和A、C、D、E、F以及G一起玩俄式左轮枪，也就是朝每个人开一枪，并且，他知道六枪之中肯定有一枪是致命的。如果A被击中并且死掉了，那么B就违背了A不受杀戮的权利。

（4）亨利二世询问众人之中有谁能够除掉狂暴的大主教，他的支持者杀掉了贝克特。可以很合理地说亨利并不打算让贝克特死掉，即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

这些对不受杀戮权利的说明单个地来看并不存在很大争议，将它们加以联系之后，依然没有什么争议之处。尽管A的死亡是一些人行为的结果，而且并非他们行为的直接后果，也不是一种特定的后果，并且不是他们所有意导致的后果，A的不受杀戮的权利依然可能遭到了违背。

地球救生艇上的一等舱与二等舱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艘救生艇，其中一等舱乘客被提供了一些特别的住处，为所有乘客准备的食物和水都存放在这些地方，这样，我们实际上也就得到了一个虽说有些粗糙、但却与当下人类在地球救生艇中的处境相当类似的形势。即使我们假定说目前的储备足以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活下来，但是，一些人仍然是控制了存活的方式，并且，可以说一些人控制了他人的生存。即使是在一艘设备良好的救生艇上，有时候，那种控制也可能会导致那些不能控制资源的人的饥饿和死亡。而在一艘设备不足的救生艇上，肯定会有一些人死亡，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尽管这些死者有一些是被杀害的，他们中的一些也许还死于可以得到辩护的杀害行为。在地球救生艇上，相应的情况可能确实或者将要出现，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点，将着眼点既放到据说对于生存来说十分充足的当前全球形势之上，也放到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不充足的全球形势之上。

充足形势

在一艘设备良好的救生艇上，任何导致死亡的食物和水资源分配都是一种杀戮，而不仅仅是一种允许死亡。因为那些分配食物和水资源的人的行为是死亡发生的原因，而如果那些人不让这些影响出现或者采取别的行为，死亡可能就不会发生。反之，如果他们对一个溺水者不闻不问以至于他溺水而亡，那么这仅仅是允许死亡，因为那些人不施加因果性影响的话（其他事情不变），他的死将肯定会发生，尽管如果他们拯救他的话，他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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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里所指出的，杀戮与允许死亡之间的区别，并不取决于任何对那些死者的其他权利的主张。例子（1B）中那个被粗暴对待的乘客的死亡意味着他的财产权和不受杀戮的权利遭到了违背，不过，这个死亡被认为是一种杀戮的理由取决于其他乘客的行为有没有在因果关系上引起这个后果。如果我们假定说，救生艇上的一个偷渡者对那些食物和水资源没有权利，那么显然他的财产权就没有被违背。即便如此，根据上面的界定，他依然是被杀害的，而不是被允许死亡的。因为，如果其他的乘客不造成具有因果关联的影响或者采取别的行动，那么他的死亡都是不会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动，也就是仅仅把食物分配给那些有资格的人的行动（引起了偷渡者的死亡）。他们的行为只能在财产权优先于不受杀戮的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辩护。

一些人可能会说，地球救生艇上的情况与普通救生艇上的情况不可类比，因为没有证据说我们所有人都对地球上的资源拥有一种权利（不管是不是同样的权利）。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假定说我们所有人都对地球上的资源拥有某种权利，即使我认为采取这样一种假定也是可信的。我将假设说，即使人们拥有的财产权利并不等同，并且一些人一无所有，也并不意味着B对其财产权的履行能够优先于A的不受杀戮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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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的行动导致了他人的死亡，而假如我们采取别的行动或者不对其造成因果性影响则这一后果未必会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宣称说我们为履行自己的经济权利而采取的行动能够充分证明我们并没有采取一种杀戮行为。

如果我们说，当下一些群体的经济活动导致了他人的死亡，这并没有什么牵强附会。我将选取几个例子，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例子足以说明那种由经济活动引发的杀戮行为。这些例子并不取决于对那些不平等的财产权利是否存在的质疑：它们仅仅假定说那些权利并不优先于不受杀戮的权利，也没有哪一个例子能够被可信地设想成使那些杀戮行为能够被辩护为一种自我防卫行为。这些例子都不足以可信地证明杀戮者的行为能够按照自我防卫的理由来获得辩护。

第一种情况可以被称为是外国投资
 情况。一群投资者组建了一个投资于海外的公司（或许是投资于种植园或者投资于矿山），他们管理其主要事务的目的就是将高额收益送返国内，但工人工资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的幸存率不断下降，他们的预期寿命比起这家公司不投资于此的时候要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和公司经理并没有单独采取行动，并没有直接引起死亡，预先也并不知道谁会死；而且，他们也有可能根本就不打算引起任何人死亡。不过，由于他们卷入了一种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动并且没有其他公司投资于此，因而并不能宣称说他们“什么也没做”。相反，他们制定了决定幸存率的生活标准的政策。由于支配了当地经济从而限制了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就业、或者因为摧毁了传统经济结构而降低了其他就业前景的一个公司或者一些公司所制定的较低的生活标准，一些人死掉了，而这些公司本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或者离开这个地区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制定了这些政策的人就违背了一些人不受杀戮的权利。那些提升了生活标准的外国投资，即使只是将其提升到一个仍然十分有限的程度的外国投资，或许不能被认为是采取了杀戮行为的，因为它没有引起额外的死亡，除非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就像下面的例子所描述的那样。

即便是当一个投资于欠发达国家的公司确立了高工资并且提升了工人的预期寿命的时候，这些公司常常能支付高报酬也仅仅是因为他们通过获得免税的而产生了高收益。在这类情况下，这些公司就获得了欠发达经济体的一般性税收收入的补贴。这对于它所从中获益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港口和机场）来说并无贡献。这样，一些欠发达经济体中就形成了一些经济发达的飞地：那里的发展是靠大多数贫困的地区付出代价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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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公司政策一起，以一些地方维持低工资为代价，获得了一些地方的高工资；结果，处于低工资地区的一些人或许会死掉，而他们本是可以不必死的；这些人，无论他们是谁，都是被杀的，而不仅仅是被允许死亡的。这样的杀戮行为有时候能够获得辩护（如当维持一个发达区域就能够保证活下来的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时候），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杀戮行为，因为如果不是其报酬被转让给了发达地区，那些牺牲者就有可能幸存下来。

然而，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公司的管理者和它的投资者应该被严格地加以区分。即便管理者能够选择工资水平，因而也就是能够选择存活率，但投资者对此通常也毫不知情。即便如此，投资者对于公司政策来说也是负有责任的。他们或许并不能实际控制公司运作，但是他们能够控制公司运行的规则。他们选择投资一个有某些国外资本的公司，并从中受益；只有他们能以基本性的方式影响到公司政策。当然，投资者并不是谋杀者，因为他们确实不打算引起任何人的死亡，而公司的管理者通常也不打算因公司政策而引起任何人的死亡。即便如此，投资者和管理者却同时导致了那种可以被描述为是对一些人不受杀戮的权利的违背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并不能被辩护为是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而具有必要性、或者是不可避免性。

第二种情况是，在某些充分条件下，一些人的经济活动导致了另一些人的死亡，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是商品定价
 情况。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经常主要依赖于一些商品的价格水平。因此，国际市场上，咖啡、糖或者可可的价格的剧烈下跌，可能毁灭该国的经济，并降低整个地区的幸存率。然而，这种价格水平的下跌并不都是能够归因于人为控制之外的那些因素的。他们可能是投资者、代理商或者政府机构的行动的结果，这些人和机构选择了一种将使一些人遭受死亡威胁的政策。显然，这种杀戮行为并不是单独被采取的，也不是当下的，杀戮者并不能预见谁会死亡，他们也并不打算让任何人死掉。

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死亡有时候也由多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引起。例如，非洲撒哈拉地区和印度次大陆地区正接近饥荒的情况，农学家认为其部分原因在于气候改变，部分原因在于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化肥、小麦和其他作物价格上涨。

基本食品原料国际价格的成倍增长将会而且必然会导致世界上最低收入者群体的死亡率的增加，那些人缺乏收入来提高他们的食品消费，只能以接近生存所必需的水平来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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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所有那些死掉的都是被杀戮的。那些死于干旱的人几乎只是一种被允许死亡，某些因为缺少化肥而影响收成因而死亡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死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类行动机构能够对此有所控制。不过，石油价格的上升，乃是阿拉伯外交和石油公司管理者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一种出乎意料的横来之财。在这种意义上，那些导致死亡后果的，就是杀戮行为。它们中有一些或许是一种能够获得辩护的杀戮行为（在阿拉伯世界工业化所导致的幸存者数量比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多的情况下，或许就是这样），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杀戮行为。

即使在一个装备充分的地球上，一些人也能被其他人有关分配的决定所杀死。分配导致死亡的因果链条通常极其复杂。如果我们严肃对待不受杀戮的权利并且不仅寻求避免杀害其他人而且阻止第三方这么做，那么，我们能够合乎推理地认为是应当支持那些降低了死亡的政策。例如（这仅仅是一些例子），我们应该支持某种援助政策而不是别的政策，我们应该反对某种外国投资，我们应该反对某种商业投机活动，并且或许应该支持针对某些商品所制定的价格支撑协定（例如那些试图将贫困的出售方严重依赖的产品价格维持在一个高水平上的协议）。

如果我们采取这种观点，即我们没有责任去强迫他人践行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有责任支持能够避免一些不可获得辩护的杀戮的多种经济政策。不过，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我们应该采取某种行动，这既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遭受了其他人的某种经济活动的威胁，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经济活动威胁到了他人的生命。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任何引起了不可获得辩护的死亡的活动的参与者的时候，我们才不负有支持试图避免这种死亡的政策的责任。现代经济的因果链条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那些经济上处于隔绝状态或自给自足状态的经济体才能说它们绝对不会是那种活动的参与者。那些相信自己涉入了一些引起死亡的活动的人，将和那些认为他们有责任迫使他人执行不受杀戮的权利的人一样，担负某些相同的责任。

匮乏情况

刚才的那一段话说明，有时候，甚至是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因为其他人所安排的分配生存必需品的方式而被杀死。更为重要的可能是真实的救生艇情况——那种匮乏的情况。我们面对着这样的情况：那些获得生命的人并不都能安然渡过人类的正常寿命，而且，我们必须将今天的正常寿命预期得更为短一些。尽管人们对资源的缺乏有分歧点，不过，即使是最乐观的预言家也不会说数十年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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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匮乏的到来，主要取决于像技术发明与创新的速度，特别是取决于农业和污染控制以及限制人口生育的计划的成功实施这样的因素。

这样的预测或许被看做是使我们避免成为因饥荒而死亡的事件的共犯。如果饥荒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尽管我们或许不得不选择决定去救谁，我们没有或者不能够拯救的那些人并不能被看做是因杀戮而死亡的，因此，我们也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了。因为，即使我们没有施加因果性的影响，那些人还是要死掉的。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或许是极为艰难和痛苦的，但是，至少在我们没有导致或造成饥荒这一点上，我们能够自我安慰。

然而，这种令人安慰的饥荒预测观点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是偶然地取决于某种关于人们在饥荒发生之前做了什么这个问题的假定的。饥荒据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
 人们不限制人口生育、不改变消费模式、不避免污染及其导致的生态灾难后果的话。造成推迟或者避免饥荒的，是当下的各种政策。因此，如果饥荒到来了，因之而导致的死亡将是早前所做决定的后果。只有当我们不是那种导致饥荒情况的一系列活动的参与者的时候，在饥荒到来时，我们才能将自己看做是在选择拯救谁，而不是选择杀戮谁。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的世界，很少有人能将饥荒的发生看做是一种自然灾难，在一种自然灾难之下，我们可能出于好意地拯救一些人，但是对此他们并不负有责任。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这场饥荒的出现和加重有所帮助的话，我们不能够残酷地将特定的饥荒设想为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对饥荒的出现担负了某种责任，那么任何有关分配饥荒风险的决定都同时是一个关于杀死谁的决定。即便一个决定是依赖于作为一种饥荒政策的自然选择的，但实际上也是为杀戮行为选择一种政策，因为在不同的饥荒政策之下，会有不同的人幸存，在不同的前饥荒政策之下，可能并不会发生饥荒，或者只发生一些并不太严重的饥荒。特定的一种饥荒政策的选择或许能够在此基础上获得辩护：一旦我们知道，就如在一艘设备不足的救生艇上那样，没有足够的资源供应给每一个人，某些人必定会死。即便如此，被加以选择的饥荒政策也将不会是拯救一些人的政策，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处于不可避免的困境中的。

当然，人们不能单独地制定饥荒政策。饥荒和前饥荒时期的政策是被政府、或许还会被一些志愿性组织个别地和集体性地加以制定的。或许，要为整个世界建立一种连贯的饥荒或前饥荒时期政策，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能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将不得不个别地和碎片化地制定政策。但是，那些处于支持或反对这种政策（无论这种政策是全球性的还是地方性的）的立场上的每一个人，不得不决定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即便对于个体来说，不行动和不注意经常也是一种决定——一种支持饥荒和前饥荒时期政策的决定，无论那些政策是不是“唐突的”。公民私人影响这些政策的方式很多，其可以影响援助和外国投资来支持或反对立法，可以支持或反对像“人口零增长”这样的慈善机构或组织，可以促进或反对生态上保守的技术或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个别地担负有避免杀戮行为的责任。因为，即使我们：

（1）没有单独地杀害那些死于饥荒的人；

（2）没有当下地杀害那些死于饥荒的人；

（3）并不知道哪一个人会作为我们所支持的前饥荒或饥荒时期政策的后果而死亡（除非我们支持的是类似于一种种族灭绝式的饥荒政策的某种东西）；

（4）并不打算引起任何因饥荒而导致的死亡。

虽然如此，我们依然是采取了杀戮行为，而不仅仅是允许死亡。因为我们采取的与他人具有关联的行为将会使一些人死亡；而如果我们采取别的行动或者不施加这种因果性的影响，他们或许可以不必死。

饥荒政策和前饥荒政策

饥荒和前饥荒政策被认为能够合乎情理地建基于多种原则之上。以下我将列举一些原则，以便不仅说明可能决定的范围，而且为选择某些人幸存下去这样一种行为提供一种辩护。一种非常具有一般性的政策或许就是那种将导致更少人死亡的更为特殊的政策。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自然选择的后果问题，即处于短缺形势之下的医疗资源分配的例子。也就是说，如果提供救济的话，救济的标准对于存活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最坏的后果将会被避免（这种决定类似于在2A中提到的情况）。然而，将死亡降低到最低程度的政策是不确定的，除非明确指明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因为短期内最大化幸存人数的政策，如预防性医疗和最小化生存标准的政策，或许也会使得人口最大限度地增加，并且最终导致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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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一般性政策就是试图寻找出能够为妄顾一个人不受杀戮的权利提供辩护的更多理由来。根据这些理由所采取的饥荒政策，可能会允许他人杀害那些放弃他们自己的不受杀戮的权利（志愿性的安乐死、堕胎、杀婴，等等）的人。如果采取这种说法，那么这些政策可能会得到辩护：不受杀戮的权利能够在饥荒情形下被妄顾，只要权利的拥有人同意，或者只要坚守这些权利会可预期地导致难以承受的负担。

任何这样的政策，都是一种杀害一些人、保护另一些人的政策。那些被杀者或许并不是被毫无理由地违背了自己不受杀戮的权利的，那些制定和支持饥荒政策和前饥荒政策的人将不能够辩护说他们没有采取杀戮行为，但是，如果他们仔细加以推理的话，可以说他们也有为自己行为辩护的理由。

从这种优势明显的观点中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不能将自我防卫的权利限制为一种一个人针对那些并非无意地威胁到他自己的生命的人采取防卫行动的权利。在母亲的生命遭受了威胁的情况下，这样一个限制可能会非常紧要，但是，在饥荒问题上，这个限制就无关紧要了。那些被选择作为任何饥荒政策的可能牺牲者的人对于饥荒的出现来说或许是无辜者，或者至少没有比其他人犯有更为严重的罪行；因此，牺牲者的无辜性这个特点就不是拒斥一个政策的具有充分性的理由。确实，在饥荒情况下，很难指责说哪一个人负有罪行。是谷物的囤积者吗？是庞大家庭的父母吗？是没有效率的农民吗？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呢？

在资源匮乏情况下，我们都无辜地威胁到了彼此的安全，因为一个人所吃掉的面包完全可能救活另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更少的人争夺资源，那么商品价格就会降下来，而因饥饿致死的人数就会下降。因此，在资源匮乏情况下因饥荒造成的死亡能够根据最低程度的自我防卫权利获得辩护，也能够根据某些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选择牺牲者的政策的合乎情理性而获得辩护。因为每一个因饥荒而死的死亡都使得幸存者在为仅剩的资源竞争的时候失去了一些竞争者，幸存者当中的那些处于最严重的危险之下的人可能已经死了。因此，一个杀死了某些人的政策能够在这种基础上获得辩护：最有危险的存活者没有任何办法获得防卫。

全球匮乏目前还没有出现，不过，其日益迫近的危险今天已经初显端倪。如果所有人都拥有不受杀戮的权利，因而也担负不起杀戮他人的必然责任，那么我们就必须采取能够确保饥荒被尽可能地延缓发生和将其危害减小到最低程度的前饥荒政策。试图延缓其到来和将其严重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责任，一方面是要将现有人口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要将生存手段拓展到最大限度。
[9]

 因为，如果我们不采取带有这些目标的前饥荒政策的话，那么，我们就将迟早不得不采取更为激烈的饥荒政策。

所以，如果我们严肃对待不受杀戮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仅应该考虑和支持那些未来可能会加以采用的饥荒政策，而且也要考虑和支持目前正在采用的人口和资源政策。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对人口政策的哲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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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探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大部分论证都是在功利主义框架内演绎，并且着眼于像最大化一群人的整体和平均效用所需的不同人口政策这样的问题。第二，这些文献试图将资源的匮乏视为对生活质量的一种影响，而不是认为其具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这些文献更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再增加多少人？而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减少多少人？当然，在与饥荒没有关系的人口政策方面确实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不过，在这里，我将仅仅考虑决定了延缓和最小化饥荒的原则的那些人口和资源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或许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主张的基础上的：人们拥有一种不受杀戮的权利。因此，我们有责任避免或延缓那种我们将不得不妄顾这种权利的情况的出现。

这类人口政策取决于对匮乏程度的判断，包括从温和的到严峻的各种情况。如一个温和的人口政策可能会强调家庭计划，或许关注的是那种并不强调人们的权利而是强调他们控制家庭的责任的财政刺激方法或措施。即使一个温和的人口政策也将对发明（例如，在严重的贫困情况下所使用的避孕措施的发展）和创新（例如，降低造就一个大家庭的动机和压力的社会政策）提出大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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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严峻的政策将会强制性地对人口规模加以限制，例如在生出了一定数量的小孩之后采取强制性绝育措施，或者降低公共健康支出，以阻止死亡率下降，从而使出生率下降。一个完全地阻止了更多人出生的政策（例如普遍的绝育），也是一个将满足延缓饥荒发生的需要的政策，因为濒临灭绝的物种是不会遭受饥荒折磨的。在这个论证中，我并没有预设任何逻辑前提来说明一个完全消除了人口出生率的政策将是错误的，不过，其他的逻辑前提认为我们让所有人强迫性绝育、或者让一些人绝育的政策是错误的。在任何情况下，一些政治方面的考虑都可能使我们不把这种严酷的人口政策视为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项。

有一些与此相应的资源政策。在比较温和的方面，是现在被实施或加以讨论的多种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措施。而在一个极端的方面，是那种对能源和原材料消费完全采取配额的方式的政策。如果一项有关资源的政策的目的是要避免杀戮那些活着的人，那么恰当的政策就需要发明（例如，太阳能技术和更好的废物回收技术）和创新（例如，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入新技术：它的好处不能很快地被持续增加的人口规模所吸收，就像某些地方出现的绿色革命那样）。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认为人们拥有不受杀戮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勇敢地面对人口众多这一现实。这种权利本身能够为当下许多激进主义观点提供基础。在匮乏的情况下，不受杀戮的权利所具有的可废止性是重要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不存在任何不得杀戮人的绝对责任，而仅仅存在一种只能出于一些理由而采取杀戮行动的义务承诺（commitment）。这样一种义务，需要对那些使得生存具有质量的条件或生活质量加以考虑。道德哲学家们现在很不情愿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恐怕将很快面对这个问题。


注释


[1]比较一下Robert Nozick，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1974），p.34.诺齐克将一种无辜的威胁界定为“一个人在一个行动过程中无意地成为一个因果性的行动者，以至于他一旦选择成为这样的行动者，就将会成为一个侵略者”。

[2]比较一下Peter Singer，“Famine，Affluence，and Morality,” Philosophy G Public Affairs
 I，no. 3（Spring 1972）：229-243，232.我同意辛格所说的一些观点，不过，我对这样一个说法格外有兴趣，即我们必须从一系列比较弱的逻辑前提出发来得出某种饥荒政策。辛格采用了一些后果主义的逻辑前提：饿殍遍野是坏的；我们应当阻止坏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这么做不会导致更坏的结果的话；因此，我们应该阻止饿死人的事情的发生，无论这些事情是迫在眉睫的还是遥无踪影的，无论其他人是不是正在做些什么。本文的论证并不依赖于一种以义务为基础的特殊理论，而是应当被看做是任何能够为权利的概念留下空间的看起来不太古怪的伦理理论都将必然导致的观点。

[3]将杀戮行为与允许死亡加以区别，并不依赖于“消极”行为和“积极”行为之间的区分。这样的尝试看起来是没有前景的，因为对任何行为都可以作多重描述，也就是说，一些人将被看做是消极的，而另一些人则被视为是积极的。如果要在杀戮行为和允许死亡之间做出一个明确的区分，那么，就必须取决于所导致的这个人的幸存的行动的差异，而不是取决于对行动者行动的描述。

[4]假设我没有将我的例子建立在一种以义务为基础的理论之上的话，那么这一点就出现得相当武断了。但是，我相信，几乎任何这一类的理论都将能够说明不受杀戮的权利是超越于财产权利的。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洛克理论看起来如此古怪的原因——在从一种自我保存的权利转向对不平等财产权利的辩护时，他发现自己逐渐地必须将所有权利都重新解释为是财产权利，因此不得不将我们自己视为是我们躯体的拥有者。

[5]比较一下P.A. Bar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1957），especially chap.5，“On the Roots of Backwardness”；and A.G.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1967）.两本书都论证说欠发达经济体的状况是发达经济体所导致的结果。

[6]Lester R. Brown and Erik P. Eckholm，“The Empty Breadbasket”，Ceres（F.A.O. Review on Development），March-April 1974，p.59. See also N. Borlaug and R. Ewell，“The Shrinking Margin”.

[7]有关饥荒的时间和程度的讨论可见于如，P.R. Ehrlich，The Population Bomb
 ，rev，ed.（New York，1971）；R.L. Heilbroner，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New York，1974）；Scientific American，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New York，1974）；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1974，especially R. Freedman and B. Berelson，“The Human Population”；P. Demeny，“The Populations of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R. Revelle，“Food and Population”.

[8]见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1974，especially A.J. Coale，“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9]严肃追求这些目标的“生活权”组织的失败使人对他们对人类生活的保有所做出的承诺发生了怀疑。在人类生活于危险之中这一情况极少出现的情况下，他们的主张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10]例如J.C.C.Smart，An Outline of a System of Utilitarian Ethics
 （Melbourne，1961），pp.18，44ff.；Jan Narveson，“Moral Problems of Population”，Monist
 57（1973）：62-86；“Utilitarianism and New Generations”，Mind
 76（1967）：62-72.

[11]参考一下Mahmood Mamdani，The Myth of Population Control
 （New York，1972）.很明显，人口生育率的居高不下现象可以建基于理性选择，而不是无知或无能之上。











全球视野中的人道和正义






布莱恩•巴里

本文共分三节。第一节要论证的是，考虑到人道的要求，富国应当援助穷国。第二节要论证的是，考虑到正义的要求，富国应当向穷国让渡（transfer）资源。第三节则在援助和让渡之间做出了区分，并且论证说，当我们的讨论进入到细节水平时，由人道和正义分别产生出的义务是不同的，尽管它们并非不可兼容。

一、人道

1 导言

以所谓人道的方式采取行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项人道的行动是一项仁慈（beneficent）的行动，不过，不是每一项仁慈的行动都是一项人道的行动。采取某些行动以使得某个已经非常幸福的人更加幸福，这当然是一种仁慈，不过，它也显然不能被描述为是出于人道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

《牛津英语词典》对人道作了如下定义：“秉持关切和同情地对待人和动物的倾向；试图去缓解他们（她们）的苦痛；友善，仁爱。”
[1]

 在本文中，我将把“人道”理解为对痛苦的缓解。就用法而言，我认为《牛津英语词典》将这条释文放在其他释文的前面是正确的，后面的释文乃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友善和仁爱在含义上的一种拓展。在本文中，我打算加以讨论的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人道”这个词是其通常用法的最接近本意的表达。

现在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处理：第一，人道地采取行动是道德上负有义务的事情吗？或者，是不是说倘若能够人道地采取行动，这仅仅就是一种值得赞美的事情，而不采取那种行动也并非是道德上有过失的呢？第二，如果人道地采取行动是道德上负有义务的，那么这对于富国援助穷国的义务来说，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第三，如果（就像我将说明的）富国对穷国担负着一种人道主义义务，那么，我们用以决定富国所应当准备付出的牺牲之规模的标准是什么呢？

2 人道的义务

我将从我对彼特•辛格在其《饥荒、富裕者和道德》一文中所采取和设想的论证的讨论开始我的论述。
[2]

 辛格在说明富国的人为穷国的人提供经济援助时应当担负的人道主义义务时，采取了一个简明、清晰并且有力的例子。他的论证的第一个前提是，“由于食品、栖身之所以及医疗条件的缺乏而遭受苦难乃至死亡是坏的”。
[3]

 第二个前提采取了两种互为取舍的形式。其中一个形式是说，“如果阻止某些坏事发生是在我们力量所及的，并不因此会导致任何相差不多的道德上重要的东西的牺牲，那么，从道德上来说，我们应当去采取行动”。
[4]

 另一个更弱一点的形式是，“如果阻止某些坏事发生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并且不会因此导致牺牲掉任何道德上重要的东西，那么，道德上来说，我们应当去采取行动”。
[5]

 他接着说，“对这一原则（也就是第二个版本的原则）的一个应用将是：如果我正路过一口浅井并且看到一个孩童正在溺水，那么我应该涉水而过将那个孩子救起。这意味着我的衣服会沾满泥泞，不过这是不重要的，而那个孩子一旦死亡将被视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6]

 需要加以补充的是，第二个假定的应用不受切近性（proximity）或者距离的影响，并且，“在那些我是唯一一个能够做些事情的人的场合和在那些我只是数百万可以做同样的事的人中的一员这两个情况下，并无不同”。
[7]

 辛格宣称说，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假定那么我们就承诺了这样一个结论：富裕国家的人有帮助贫穷国家的人的道德义务。

出于本文论证的目的，我打算将其视为一个共识：如果一个人走过了彼特•辛格的溺水孩童并且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他，那么那个人就确实做了一件错事。这说明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人道的义务是必定存在的。在现有空间里，要试着去论证一种完备的道德理论并且将这种义务从中演绎出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并且，比起那些推导出上述结论的其他可供取舍的前提来说，我自己更确信那个结论。任何一个不同意存在着一种挽救处于那种境况下的孩童的义务的主张的人，当然都是不能被上述论证说服的，因此，我当然认为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国际援助不会比挽救落井孩童来得更强
 。

3 将落井孩童案例扩展到国际援助

扩展落井孩童的案例可能会遭到几个方向的挑战。在此，我仅仅陈述它们，并且简略地说明为什么我不认为这些挑战会削弱以下基本观点：挽救落井孩童义务的例子也适用于提供国际援助的情况。独断论的表象其实只是论证被压缩的后果。

第一个论证是说，孩童并不被认为要对其溺水负责（或者至少在那个例子中是这样的），但是各个国家却要对它们的经济问题负责。在此，我的评论有两点。首先，即使在一个穷国中某些人因疾病或饥荒而死亡，在某种程度是因为过去的一些行为或者由于人口控制的疏漏所导致的，就像我们在道德上确实很难体面地要求一个人为他的落井担负个体责任那样，就算一个人的窘境能够得以避免也不会使其政府的政策有丝毫不同。

让我们接着来考虑辛格将援助落井孩童的义务扩展到缓解饥荒时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我们记得，辛格是经由这样一个陈述来明确提出那个转换的：切近性与牺牲者和潜在拯救者之间的彼此关系并不使那个义务有任何道德上的差别。显然，如果这一主张被否定，我们就再一次能够去赞同拯救落井孩童的义务、同时去否定这一义务与富国人民援助穷国人民的那种被假定说存在的义务之间所具有的可类比性。一些哲学家已经试图以这种方式在两种情形中嵌入一个楔子，不过，我不得不说，我并不为他们的努力所打动。作为一种相关因素的切近性所开展的论证，也就是说要我们只对触手可及的那些人承担一个拯救的义务，是要我们在狭窄的范围内承担义务，并且因此不让那些义务成为干涉人们的生活计划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允许这一义务拓展到全人类的范围上，那么这看起来就太过严苛了。尽管一些人注意到这个论证具有的优点，不过，对我而言，这个论证不过是为了在答案上贪图省事而武断地对那个原则掐头去尾才得到的东西。我将在稍后论述对于人们能够被要求予以牺牲的东西来说是存在一个限度的。不过，我认为不存在伦理上可辩护的理由去说，如果我不能（或者不能被要求）去做任何我本可以去做的事情，我将仅仅是在要求我们缓解苦难的那个原则在适用领域上有所收缩而已。或许，我们应当将我们的那些有所限制的人道主义努力一直拓展到那些存在着最强烈的需要的地方，尽管，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那些地方或许是外在于我们的边界的。

辛格也明确说到，如果将落井孩童的案例扩展到国际援助中去，一个人就不能将牺牲者和潜在的拯救者之间的彼此关系视为一个道德上相关的因素。已经有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不过，对于我来说，它们或许同样缺乏优点。如果存在着几个人都能够挽救落井孩童，那么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特别地有责任去挽救那个孩童的。如果那个孩童因为没有人挽救他而溺水身亡，那么，我认为，他们都在道德上要为那个孩童的死负责。相反，让我们假设有好几个彼此相距挺远的人正在溺水，而只有一个人在附近可以救他们。有人论证说，由于那个人不能践履他的义务，如果由于挽救所有可以挽救的人的义务被否认了（假定那个人只能挽救他们中的一个、而不能救更多的人），那么，就并不存在这样的义务。对此的明显回应是，在这个论述下，义务被不正确地加以定义：在这种情形下，义务是去救一个人，他的义务并不因存在其他不能得到挽救的人这一事实而受到影响。

其次，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援助能够带来任何裨益的话，那么将落井孩童的案例扩展到国际援助中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事实上援助并不能带来任何裨益。这种论证的主线有两条。第一条路线出于浪费和无效的考虑：援助并不能直接提供给那些恰有需要的人；发展规划是一种灾难；如此等等。不过，即使在援助穷国（可能或许还是组织混乱的穷国）中，浪费是一种地方性顽疾，穷富国之间在健康和营养品上的差别也足以使得援助成为有价值的事情，只要那些援助品中能有一部分被送达到有需要的人手上。同样地，如果过去开展的援助经常是不恰当的，那么，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撤回援助，而是去使之合理化：少点大坝、发电站、或者钢铁厂，多点廉价、简约以及更为分散的技术。

第二条论证路线是新马尔萨斯主义式的：长期来看，援助的唯一影响，就是导致人口增加，并因此造成更多的苦难。如果这确实是援助的唯一影响，那么，我同意应当将人道主义援助降到底线。但是，很清楚的是，经济发展结合恰当的社会政策和避孕措施的广泛采用事实上能够降低人口增长率。因此，应当向那些社会和政治条件较好的地方投以大规模的援助，以便尽快地使得那些国家在人口上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

或许有人会说，在那些由于意识形态或者宗教教义的原因而导致的政府制定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或者拒绝采取避孕措施的地方，最好是撤回援助，因为经济环境改善的唯一可预见后果就是人口增加。不过，难道我们真的确信那些态度不会改变？一个相对年轻并且在教义上持保守立场的主教的选择，难道不会给人们带来官方教义中出现任何改变的希望？不过，即使不出现这种意义上的改变，就一些发达国家而言，罗马天主教仅仅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的戏剧性变化本身已足以令人瞩目。举例来说，魁北克省，那里的出生率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内都几乎接近生理极限的水平——每个家庭几乎平均拥有十个以上的孩子，现在却成为北美地区出生率最低的地方。

4 这种义务应当扩展到什么程度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富国有某种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义务要为穷国提供经济援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所要求的牺牲应当有多大？在我看来，不存在任何简单的和确定不移的标准。这是一个一般而论的人道的义务问题，而不是在国际语境中才出现的特定问题。在那个拯救处于溺水危险之中的人的标准情境中，一个人通常能够从道德哲学家那里知道义务不能扩展到使得一个人自己的生命遭受风险的地步，尽管它确实要求一个人遭受相当数量的不便。不过，在那种情形中，比方说辛格的落井孩童案例，这种引导对于行动决策来说典型地具有清晰和确定的限度。不过，一旦富国的大多数人或政府都不能提供援助，那么显然，虽然那些放弃某个较高比例的收入的人并不需要使其自身生活冒什么风险，但是却会使数以百万计的本可以得到挽救的穷国人民身处险境。因此，限度的问题是紧迫的。

原则上存在一种直接的回答。这种回答体现在辛格的主张之中，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义务去提供帮助以至于达到这种程度：一个人正在牺牲掉某些“可相比较的道德上重要的东西”。当然，这是一种后果主义的最大化形式。如果你认为痛苦和快乐是所谓道德上重要的东西，那么你就采取了边沁式功利主义（不管怎么样，就传统解释来说如此）；如果你认为这意味着对美好的东西和个人关系的享有，那么你就采取了摩尔的理想的功利主义；如此等等。毫无疑问，这种论证的麻烦在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找到任何理由来接受一种最大化总体善好数量的义务。

辛格的较弱原则是，我们应当提供援助到以下这种程度，我们正在牺牲掉某些道德上重要的东西。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无用的说明：比如说，对于边沁式功利主义者而言，使得一个人的裤腿沾上泥泞本身都是一种恶，虽然这不是一种可以与一个孩童的死亡相比较的恶，但毕竟是一种恶。辛格所选择的例子因此甚至有可能基于这种标准而遭到削弱，并有可能得出我们可以不做任何需要费力的牺牲这样一个结论。

5 结论

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和缺乏任何可信替代方案之下的结论，我的看法是，对于缓解苦难所要求的牺牲的数量来说，不存在明确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无话可说。我认为相对清楚的一点是，苦难越深重，义务越沉重，潜在的帮助者的处境在提供帮助之后越好，收益成本的比率就越高。不明确之处在于论证路线究竟怎么展开。用布劳德在他那篇堪称经典的单篇哲学伦理学论文中的话来说：“毫无异议的是，要精确决定在某个特定情形中那个拐点何在，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确实如此的，不过它也是一个在伦理学上困扰我们的困难，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那些限度以至于不会偏离太多，那么，我们简直就是在伦理问题的论证上走了好运。”
[8]



不管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范围究竟是什么？我们或许想知道，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提供的援助到底应该占到其GNP的3%（马歇尔援助的水平）、10%还是25%。不过，除非我们彻底拒斥那种认为存在援助处于苦难中的人的义务这么一种观念，否则我们不得不承认说0.25%的比例实在是少得令人感到有些丑陋。

二、正义

1 正义的概念

“我们难道不是在往正义的概念以及相应的权利概念中塞进太多的东西了吗？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是不是错的，与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是不是不正当的，并非同一个问题。”
[9]

 我认为，对帕斯摩尔的颇有修辞意味的问题的回答，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不应该预期“正义”会被排除出良善社会蓝图——我们也不应该打算这么去做，就算社会具体性的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对正义的潜在适用性有所限制。当然，对于一个正当的社会来说，它要么是贫困的要么是富足的、要么是高贵的要么是世俗的、要么是充满宗教气息的要么是倾向现世关注的，并且（在内在于正义本身的某些限度之内）多多少少地具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特征。

就这一点来说，我实际上有意避免任何涉及正义的讨论。我已经谈到了将缓解苦难视作一种人道事务的义务。这项义务并不起源于正义这一事实，并不至于使之成为只具有慷慨意味的事情，也不至于引发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遵从这项义务仅仅是志愿性的。它是这样一种义务，即不去执行这项义务将是一件错事，如果世界政治体制能够使之可能的话，那么强制要求富国去执行这项义务也许并无不当。并且，讨论的核心已经是这样一个主张：援助的义务（首先是不伤害的义务）在适用范围上并不局限于那些共同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社群的人那里。

当然，对于任何打算采取这种看法的人而言，他们可以说如果富国负有一种可以被恰当地予以强迫的义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富国为穷国提供帮助是一个有关正义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证明在道德所要求的事情和那些如果做则值得赞扬如果不做也不算错的事情之间，借用“正义”这个术语来划一条界限有什么不妥。我只能说，这样一种讨论方式，对于我来说，有可能导致轻率地对待道德志愿问题，并且因此会忽略掉我们的道德思维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我希望正义不仅仅是一个以为了他人而牺牲自我利益到英雄或者圣徒程度的为一端的单调色谱中的另一端。正义只是在为有关为什么人们（或者各个社会）可能对彼此担负有责任以及对使其在道德上可受谴责的特定制度担负有责任这一问题提供一系列特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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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第三节回到我对人道和正义之区别的讨论上来，在那里，我将对两者分别做出讨论。我的计划是在两条线路上分析正义概念。第一条线路是将正义理解为互惠性，第二条则是将其理解为各种各样的平等权利。这其实是两个相似的观念，尽管我应该对第二条线路的理解给出一些与第一种理解不完全相同的说法。我将在三个方面来讨论作为互惠性的正义：作为忠诚（fidelity）的正义、作为偿还（requital）的正义以及作为公平竞赛（fair play）的正义。

2 作为忠诚的正义

作为忠诚的正义观念，也就是守信的观念。这里所说的守信，除了包括契约和许诺外，还以一种相当无限的方式拓展到那些并不起源于明确的志愿性同意的正当预期上。显然，这本质上是一种保守的原则，并且，将倾向于朝着违背穷国利益的方向运行，只要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各个穷国经常发现他们自己在同他们境内的那些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3 作为偿还的正义

作为偿还的正义基本上也是一种保守原则，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经由作为忠诚的正义来获得一些修正。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没有简单的规则能够加以处理。亨利•西季威克以其典型的谨慎告诫说，我们拥有两套正义标准，作为习俗的分配的正义和作为理想的分配的正义，并且补充说，“政治正义的问题，就是在这两种观点之间作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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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在这里处理这个挑战，我将探讨作为偿还的正义对于国际分配的可能含义。

作为偿还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公平归还的观念：一种公平交易；一种处于某种共同努力而获得的利益的公平分享，如此等等。富国与穷国之间关系的最明显问题，是穷国是否在其进出口中获得了公平价格的对待。当然，这带来了“公平价格”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然而，假设我们可以说公平价格就是正在流行的世界价格。那么，看起来很清楚的是，即使在这样一个标准下，许多穷国也可以正当地就跨国公司的交易价格提出抱怨。例如，当安第斯集团（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开始在境内跨国公司的价格政策中获得较多利益时，他们发现对进口定价过高成了一件正常的事情，有时候甚至是高达数倍，而出口则毫无例外地被价值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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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使得那些公司获得了超过100%的资本回报率，同时使得政府的收益大为削弱。由于安第斯集团国家已经在政治上独立了一个半世纪，并且比起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有着相对成熟的文官体系，因此，可以想见，同样的情况对于其他更为脆弱的国家来说，是肯定会出现的。

一旦我们将焦点拉回世界价格的结构本身上来时，作为补偿的正义的标准就变得益处甚少了。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要求在商品管理中采取一种“整合方案”，以便将原材料价格在定价上与工业产品价格关联起来，并以此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的一部分。

当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功在这里看起来是一个有关生产者联合的效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不过，由于石油提炼起来如此廉价而对消费者来说又如此重要，它看起来不具有代表性。这意味着，在石油需求巨大的时代，油田开发将总是产生出巨大的经济利益。唯一的问题在于，是谁获得了那些利益。很显然，直到1973年，中东石油生产者所获得的只是很小部分的经济利益。

其他的商品则不像石油。或许，通过限制供给来提高价格确实是可能的，不过，代用品或者循环使用可能会补偿掉那部分限制。毋庸置疑，限制供给并不会给原材料的生产者带来什么好处。

显然，这种观点只是抓到了问题表面，不过，我认为，牢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商品价格能够实质性地通过那些跨国公司的董事会获得提高，这也不会使得那些最穷困的国家的处境有一点好转，这只会使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处境变得更坏。因此，无论人们对此持何等良好的愿望，对作为补偿的正义抱有多高的厚望，他们的希望必将落空，因为它根本解决不了那些缺乏资源的穷国所面临的问题。

4 作为公平竞赛的正义

作为互惠性的正义的第三种含义，公平竞赛的正义对于再分配问题有什么样的含义。如果一个人从某个合作性活动中受益（或者倾向于从中受益），那么这个人就不应该是作为一个“搭便车者”而从中获益（或者打算在条件许可的时候从中获益），而应该在轮到自己的时候去为这种合作性活动尽己所能。因此，如果其他人在自己的壁炉里燃烧无烟燃料、将远足时残留的垃圾打包带走、或者清理自己的小狗留下的粪便，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这就是不公平的。

就其将帮助那些处于需要帮助情形之下的人的活动同时视为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具有好处的活动这一点而言，公平竞赛的原则很有潜力成为富国与穷国之间再分配时的基础原则。如果这样一种活动存在的话，那么它运作起来就好像是一种保险制度：这是一种契约方式，凭此，那些没有遭受灾难的国家将钱让渡给那些遭受了灾难的国家。因此，公平竞赛的原则坚持认为，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者时搭便车，而在轮到自己时拒绝提供帮助，这种行为是不公平的。

诉诸这种被社会生物学家成为“互惠性利他主义”的观念，或许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式，可以将落井孩童案例与国际援助案例区隔开来。或许，我们不得不同意，存在一个拯救落井孩童的义务，实际上意味着采取了一个没有被鉴别出来的语境假定，即那个孩童属于我们的社群（无论我们是何等宽泛地构想“社群”这个概念），并且认为，在那个社群中，存在着一些规范，这些规范要求我们倾向于做出成本不高的拯救。这种情形之下的义务感能够恰当地经由公平竞赛原则而获得解释。因此，那种认为承认存在一种帮助落井孩童的义务就意味着承认援助那些处于苦难之中的人的一般性义务的观点，其实是错误的。

我相信，这种异议形式上是有效的。即通过诉诸公平竞赛的原则来确立拯救落井孩童的义务，但不承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拯救义务，或许是可能的。你可以认为本文第一节的那些结论可以被解读为是在从世界社群的存在这一事实中推论出普遍义务的存在，稍后我将考察这种论证。不过在此之前，我应该探讨一种替代性的、更具有攻击性的论证路线。

这条路线的关键点是，考虑到作为互惠性的正义，我们应当去拯救落井孩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只是受到这样一些考虑的驱动。假设你正短暂地访问一个国家，那里的文化对于你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你并没有任何关于当地有关拯救的各种规范的观念。如果你正好经过了辛格式落井孩童的旁边，你有义务涉水将其救起吗？我认为，大多数人对此的回答将是肯定的。显然，这么做的人实际上正在承认，人道的义务与正义的义务是两件不同的事。

当然，这并不是暗示将一种一般性的人道义务在具体落实到富国为穷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义务时就不存在了。不过，它确实抵挡了将落井孩童案例迁移到普遍的援助义务时可能出现的一种挑战。我所要坚持的观点是，对落井孩童案例的回答并不能证明说公平竞赛的义务也能够说明拯救的义务。义务的强度取决于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而且它无论如何都不会消失。不管从心理上讲还是从道德上讲，如果有一群父母彼此之间都明确地总体上同意对彼此的孩子多加留心，那么援助的义务就达到了最强：人道、博爱和公平竞赛因此就将合在一起并且彼此相互增强。在一个小型的、稳定的、邻里亲密的、有着发展良好的“邻里关系”传统的社群里，义务将稍弱一些、但仍然十分强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平竞赛的义务将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如果拯救的规范乃是扩散在整个社会之中的，那么就会弱一些，当然也会根据社会的情况有所变化（例如，新西兰比起美国来，在帮助陌生人这一规范上就要强一点）。最后，就算缺乏任何援助陌生人的活动、而那些活动将导致公平竞赛的义务，我认为，仍然存在着人道的义务，人道的义务是不会以任何形式取决于对互惠性的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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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活动的存在会导致一种各尽所能的义务，这个观点可能被质疑。某些人可能会说：“如果我打算放弃任何可能得到的好处，那么为什么我还应当与这个企划保持合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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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异议的有效性取决于各种各样严格的公开性条件的存在：必须能够使这个企划所涉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而且，相关信息甚至必须被持续记录长达数十年。（这是基本性的，因为许多对处于需要之中的人的让渡都主要是从年轻人和中年人向老年人的让渡，所以，如果人们一旦变老，就改变对那个企划的价值的看法，那么，这类合作性企划的完整性就势必受到削弱）这两个条件一般来说很难得到满足。设想一个拯救事故罹难者的活动——溺水游泳者是通常被援引的例子。如果这种活动在整个社会中存在，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某个人打算不按照合作性企划来开展行动看起来并不可行。当他们自己身处需要求助他人之境时，有多少人能够头脑清醒地因为自己不打算按照合作性企划来开展行动，而拒绝那些潜在的援助者所给予的帮助呢？即使他们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么是援助者不得不冒着招惹麻烦和风险来达到救援的目的（比方说拯救一下游泳者），要么就是牺牲者处于无意识状态、因而不能叫停其所受的援助。

不过，特别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公平竞赛的原则是有条件性的，即它预设在一个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合作企划活动中作为一个搭便车者，是不公平的，并且，如果存在其他的互惠性活动，搭便车也是不公平的。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将会导致互惠性收益的活动完全不存在。

就像任何一个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所熟悉的人都会意识到的那样，我们正处在深渊的边缘。因为，罗尔斯的理论的一个特点恰恰就是把正义理解为体现在公平竞赛原则中的互惠性。根据罗尔斯的观点，一个社会是一个社会合作企划，从这一事实出发，经由公平竞赛的观念，我们就可以得出正义诸原则。不过，显然，任何一个事实上的社会都必须是通过它的事实上的合作性活动才能产生出正义原则的，不管这些原则是什么样子。如果一个社会是从社会保障税中提取退休金，那么逃避此项税负、成为一个搭便车者，就是不公平的。不过，如果我对公平竞赛原则的适用性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罗尔斯最多只能说，一个不拥有此项企划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遭受了集体非理性的社会，因为它错失了一个为自己带来益处的机会。我认为，他不能将这个原则当做是论证中的一个步骤，通过它来证明一个社会是不正当的。

我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查尔斯•贝茨在他最近的那本令人钦佩的著作《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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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已经在罗尔斯的框架下对一种全球性差异原则做出了论证。也就是说，收入应当被国际性地加以再分配，以便世界上处境最差的个体尽可能地得到改善。贝茨承认，他正在赋予罗尔斯的理论以一般的有效性，从罗尔斯对正义二原则应用于各个社会之中时在适用性方面所遇限制的基本逻辑前提出发发展出来一些论证。我说过，就算是在一个社会内部，也不能因为存在一个合作性企划这一事实，就说如果合作不够广泛，社会就不够公平，尽管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广泛开展合作的话确实是集体非理性的。不过，国际场景确实带来两个困难。首先，罗尔斯否认整个世界在论证所要求的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合作关系，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其次，我并不认为国际性再分配对穷国和富国而言所带来的好处是一样的。因此，罗尔斯可以正确地从他的体系中得出：只有互不侵犯、互相给予外交豁免这样的对待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才是互惠的，并且，也才是正当的。不过，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做法充其量也只是集体合理性的做法，并且仅仅当它们能够在真实活动中被例示出来的时候才会产生出公平竞赛的义务。

贝茨拓展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的论证本质上是认为，国际贸易的网络规模已经足够到可以使所有国家卷入到一个单一的合作性企划之中去了。不过，看起来贸易并不能构成那种相应的合作性企划，无论那种贸易多边到什么程度。退一步说，贸易（也许）会对互相交易的各方都带来收益，不过，在我看来，它并不是那种可以产生出公平竞赛义务的关系。尽管正义问题确实涉及其中，即便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所涉及的也仅仅是作为偿还的正义，即仅仅涉及提供一个公平的回报的问题。作为公平竞赛的正义并不是从那种简单的交易活动中产生的，它要么从那些能够提供被集体享用的公共善（比方说公园、国防、垃圾处理、清除污染、环境保护等等）的活动中产生出来，要么就是从那些能够带来刚才提到的那种相互援助的准保障式的企划中产生出来。在陶瓷、装饰品以及武器等方面的贸易可以被追溯到史前时代，但是，我们很难去把宽口陶器人看做是一群与自己的贸易伙伴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合作企划的人。东西方之间的香料贸易也是如此。

我们倾向于把世界看做是由一个以上的合作性实体构成的。在我看来，这并非是因为贸易是更为广泛或者更为多边的，而是因为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像联合国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不过，各国之间因为贸易而形成的关系确实体现为彼此之间的互相依赖。于是，我的第二个观点在这里就提请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算得上是互惠的那些合作的增长程度大概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在保障原则上的再分配看起来很少诉诸发达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援助主要地还将是以美国帮助孟加拉国的形式出现，而不是相反。互惠性的条件——所有的成员都可从相关企划中获益——并不存在。当然，也许人们可以退回到“无知之幕”背后，然后论证说，如果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那么他们就必定会选择像全球性差异原则这样的原则，或者，一个无论如何都没有人能够被允许降到更低的底线来作为原则。这看起来似乎足够取信于人。我已经在一篇较早的文章中对此做出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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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显然会给差异原则带来比一个单一社会情形之下更为尖锐的问题，因为嵌入“无知之幕”的观念将使我们远离公平竞赛的原则。

5 作为平等权利的正义

在其著名的文章《存在任何自然权利吗？》
[17]

 中，H.L.A.哈特论证说，各项特殊权利必须要预设一般权利。在人们以各种会导致对自己和他人的权利造成变更的方式开展行动之前，从基本逻辑的角度讲，他们必须拥有一些权利去这么做，而这种权利并不来源于这种修正本身。将这个说法与我们目前的讨论结合起来看，可以说，作为互惠性的正义需要在其得以成立之前，被优先指派获得一些权利。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着来解决一下为现状的不公洗清罪名这一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仅仅宣称说，我们正视图为作为对合理预期的施行的正义的原则设置限度，并且说，无论某个人现在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些权利都将被视为是一种基础，根据这种基础，未来的所有发展必须满足忠诚、补偿和公平竞赛的要求。如果我们注意到，价值保存类似于帕累托原则，那么我们就会观察到，这种观点很容易把我们拉向政治经济学的弗吉尼亚学派、特别是詹姆斯•布坎南的观点。

我已经在别处批评了他的观点
[18]

 ，我并不打算在此重复我的批评。不过，出于当下论证的需要，我们只要注意到这一事实就足够了：如果现存的正义原则是不可质疑的，那么，既存的有关权利分配的原则的那些最荒唐的特征就将亘古不变，除非那些受这些原则戕害的人们能够找到一些交换物去说服（比方说）伊朗国王或者索莫扎家族的一个将军，让其觉得接受这种改变是划算的。但是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那对于既存权利的再分配的效率而言倒还真是一种改进。当然，这不会真的发生，因为它实际上涉及的问题乃是对权利的初次分配的不正义。

哈特对他自己的问题的回答是，所有特殊权利所预设的那种一般权利，就是自由的平等权利。就我能看到的文献而言，他并没有对此给出任何明确的论证。不过，由于一般权利是一个相对于任何导致特殊权利的行动来说都必然是在先的东西，因此，就人们享有一般权利而言，并不存在理由要将之区别对待。为了使得区别对待的做法成立，人们要么采取将某种与权利指派明显无关的特质作为理由（比方说肤色），要么就得将某些人所做的事情作为理由，那些事情为将不同的权利归属给个人提供了一个理由（比方说做出一项允诺）。不过，接着我们就要回到起始点了，也就是说，这种在权利方面的区别对待与我们所具有的一种对权利加以恰当分配、而不考虑任何别的因素的观念相抵牾。而这种观念，开起来就必然要求对权利加以平等分配。

在本文中，我打算采取这种观念，并且将其运用到自然资源的例子当中去。我认为这些自然资源完全满足成为一项一般权利讨论的主题所需要的各项条件，并且，每一个人就拥有同等权利去享有它们带来的收益。

正如席勒尔•斯坦纳所评论：“诺齐克坚持说，我们对什么是正当的这个问题的常识观点（也就是对什么是个体所具有的权利这个问题的常识观点）不可逃避地与那些个体曾经的作为搅和在一起……（不过）和别的对象物有所不同，恰当权利的对象……并不是个体过去行动的结果……恰当的权利主张，以及支配它们的规则，可能与应得（desert）毫无关系。”
[19]

 设想一下布鲁斯•艾克曼的那个宇宙飞船和甘露的寓言。其中一个申索人“拉什尔”说，“我宣布，第一个抓到了一片甘露的人应当被承认为是它的真正拥有者”。当被问到此中缘由时，他说：“因为第一个抓到的人比第二个抓到的人更好一些。”
[20]

 我认为，这能说明我的观点。这里是在预设说早得早好，或者更糟糕，乃是在预设说最好有一个早占先机的好祖先。

这个问题对于各个国家和各个不同个体而言，是差不多的。今天，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最高权威，已经成了一种惯例。这种惯例受到各种各样的国际宣言的强化，如联合国大会在1970年、1972年和1974年通过决议，宣布各国在对于“在本国境内的”自然资源拥有“永久性主权”。
[21]

 这种惯例的基础十分显见。对于处理国际关系来说，它有一种超越其他原则的简洁性和确定性。因为，在“协同力”缺乏的情况下，稳定高度依赖于那些解释空间小到极致的惯例。相比较而言，在一个多层重叠的法律体系下，引入并强化限制个体占有的权利（比方说，将水的开采数量限制在额定数值之下）以及将经济收益从产权所有人那里让渡到国家手里的复杂规则，也不失可能性。而且，在“协同力”缺乏的情况下，正式惯例才相对容易被加以强制执行。因为，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大概会认为，比起控制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来说，把自己边界内的自然资源控制好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当然，在实践中，事情并不总是这么回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发现，控制那些拥有了他们的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跨国公司和它们的宗主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美国）之间的肮脏联盟经常组织国际抵制，或者操控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来干下违背自己利益的事情，而且，如果所有的措施都失败了，它们还是有可能引发智利那样的“不稳定”。当一个国家试图通过没收已经存在于自己境内、并且经常是早在该国独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久的有外国背景的公司来获得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开采权的控制时，问题会进一步恶化。由此而可能产生补偿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很容易引起争议，不仅因为可能就投资的当下价值问题产生争论，而且也因为那个国家可能宣称要因为自己过去得到的不恰当的税收（也许过去甚至从没得到过任何税收）而获得补偿，而这一主张恰好（就像我们上文指出的）落入了作为补偿正义的领地。

就像我意识到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资格排他性地从自己的自然资源中获得收益，都有资格去决定是不是要开采这些资源，如果要开采的话，开采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什么方式开采。最近20年，这一点在实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欧佩克当然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不过其他国家和其他商品中也出现了这种势头：税收得到提高、对开采数量和开采方式的控制得到增强。

当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主权的原则被如此匆忙和不稳定地确立时，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对任何类似于建议说自然资源未来应当被当做集体性国际财产加以对待的说法保持高度戒心，就是毫不令人奇怪的事情了。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想知道，这是不是仅仅是殖民主义的卷土重来。我并不能够想明白这些疑虑仅仅通过各种说服如何才能被打消。显然，一切都取决于那个原则在国家间的应用，而不是以一种单边的方式使得各个工业化国家几乎是在按照“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这样的准则采取行动。恰好是对这一准则的运用，像罗伯特•塔克这样的美利坚沙文主义者提议说，美国应当打算通过军事力量去占领沙特阿拉伯的油田，以便将油价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使得美国能够继续在世界石油的使用份额上占一个简直不成比例的位置。由于如果只是用国内生产的石油，美国将是世界上人均石油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这一要求控制他国石油的提议虽然厚颜无耻却很难被击败。

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弱到连对自然资源的国家主权都不能牢牢抓住的地步，对我而言，看起来我们就将不得不去考虑把他国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当做是能够获得的最好结果。早前提到的方案显然是可取的，按照那种方案，有力量这么做的国家控制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因为，虽然自然资源的分配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完全是专断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它都是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运气带来的公平。这总好过这么一种情况：弱者由于强力和欺诈而被掠夺。

尽管我们对自然资源是人类整体的共同财产这一原则的潜在误用有不祥预感，但是，我仍然认为它是值得追寻的东西。因为，要想满意于目前的情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持一种极端悲观主义的论调，认为任何改变都是为了处境较好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处境较差者的利益。关于既存体制的一个压倒性事实显然是，它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在一个关键的程度上依赖于它的住民（当下的或者过去的）所绝对地和不受质疑地宣称可以排他性地从中受益的那些东西，即它的那些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淡水、矿藏、阳光，诸如此类。对恰当自然资源的集体性权利主张取决于惯例或者法律（就此而言，上引的联合国决议可以被作为准法律），就像对个体宣称某种集体性权利一样。毋庸置疑，西方人对这个事情的印象主要是从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者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所展示的例子中获得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国家的人变得这么富并不是因为自己做出了任何程度的努力，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储备。不过，我认为，以科威特为例，如果非要说这一事实有任何荒诞之处，而同时不承认说这一荒诞的根源在于对自然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融贯之处。如果这只是一个几百万人碰巧撞了大运的事情，那也许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所注意到的问题乃是那些土地贫瘠、人均拥有量稀少、矿藏资源或者像水电能这样的能源稀缺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显然，因为许多原因，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要更加富裕，并且，一些国家（像日本）尽管不得不进口所需的几乎所有的石油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中的绝大部分，但是仍然是较为富裕国家行列中的一员。因此，对于富裕国家的人所占据的其他优势——生产资本、良好的通讯体系、井然有序的行政体制、发展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如此等等，我们是不是也要给个说法呢？如果特殊权利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某人必须做某事才能获得一项特殊权利，那么，所有那些优势的幸运的继承者到底要做什么事才能使他们得以对从中获得的收益给出一项排他性的权利主张呢？

财产权利的那些辩护者在这个问题上给出的回答是，尽管继承者没有在确认任何特殊权利方面做出任何事，但是那些将其传承给他们的人确实做了很多事（比方说，帮助创造出那些优势），并且有权利将这些优势传递给这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当下这代人的特殊权利因此据说就派生自他们的
 特殊权利的前代拥有者的所作所为。

在这篇已经写得很长的文章中，我不能讨论这个回答会把我们拉向什么方向的问题了。因为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们将不得不进入到在我看来非常困难的问题上去，例如，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不再活着的人要确保一些事情发生，以及或许是要做出牺牲以保证那些事情能够发生，为决定那些现在活着的人应该做什么提供了任何正义理由？我在这里只是要说，我把任何认为那些现在活着的人能够获得那些派生自他们的祖先的特殊优势视为是十分有限的东西。首先，他们所继承的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本身就必须是正当获得的，并且，任何在自然资源上违背了平等权利主张的国家都不能这么说（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不能这么说）。其次，对继承物的权利主张，在我看来，是要随着时间衰减的，以至于尽管当下的一代人或许可以正当地从前代人、或者前代人的前代人的努力中获得一些特殊的优势，但是，他们从那些久远前辈那里获得的东西，现在则应当被视为是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

显然，要把这个观点说清楚将超出篇幅允许的范围。不过，我确实打算强调的是在我看来的一种最小主义的策略。即无论从这个观点出发而形成的正义义务究竟是什么，它都表达了国际事务中一种绝对的底限性的要求。就其他优势可以在平等权利原则的框架内获得而言，富国的义务远超出了此处论及的这些。

6 国际制度

如果在这里耗费笔墨来谈论一个使得我刚才论述的那个原则得以在实践上取得效果的实施蓝图，那看起来实在有点荒谬。如果从根本上说这个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执行是有可能的话，那么，它的实施至少是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后的事情。这既取决于人们观念上的一些基本改变，也取决于那些能够做出决定并且秉持合理的效率和诚实将这些决定付出实施的国际组织的发展情况。

我认为，就再分配制度的存在和对再分配的正当性的信念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相互增强的关系、并且长期来看有一种规模扩大的强烈趋势这一特点而言，我们很容易在国内再分配的历史中看到。当休谟在《道德原则论》中对此作讨论时，他考虑的再分配的唯一形式就是“完全的财产平等”
[22]

 。通过一种累进税制度来对收入加以持续的再分配的观念，对于他来说并不存在。当然，《贫困法》确实为穷人提供了一种最低程度的援助，不过，这种援助是由教区加以组织的，就18世纪中央行政机构的水准之低和滥行裙带关系而言，很难想像这种制度能够处理得了一个全国性的企划。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失业和疾病保险以及养老金制度在一个又一个西欧国家得以确立，这完全得益于富有效能的全国性行政机构的发展。

同时，这些进展对于投票权的扩大来说，构成了一种政治回应，甚至或许可以更恰当地说，对于将投票权的扩大当做是国家持续获得正当性的必要条件来说，构成了一种政治回应。再分配的一项特定举措，是让那些拥有特权的人为了保留自己的优势来做出偿付。不过，一旦条件具备，这种制度就会显示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趋势：获得一种自我生长的能力，并且累进式增长直到原来横亘在不同人之间的裂隙被弥合、并且整体收益水平得到持续提升。确实，在跨国研究中，人们发现，对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中一个指定计划（比方说，援助盲人）的相对规模的最佳预测指标，其实就是这个计划相比较其他计划而言已经运行的时间。长期来看，这些企划会产生出支持性的情绪，于是，甚至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人也只能提议说降低一点福利计划的百分比而已，而新提议的福利计划在三十年前仍然被认为是野心勃勃的。

我并不打算真的在国际领域和国内领域之间做一个比较，但是，我认为，反思国内经验确实应当能够使我们从一个恰当的时间视角上来考虑国际领域的让渡问题。举例而言，联合国组织显然在此问题上过错不少，不过，它的行政机构大概要比罗伯特•沃波尔爵士所服务的机构来得要更为清廉、公益和有效率一点。如果人们能采取一个为期30年的时间跨度，我认为，我们大概就会觉得，国际合作框架迄今的发展要比想像更为令人瞩目。而在观念的领域，穷国有某种要求从富国那里获得援助的权利已经从令人惊讶的事情变成为一种原则上广为接受的事情了。至少在公共领域，富裕国家在国际机构中的代表不再能够否认这样一种责任。他们只能试图去逃避做出任何建基于这一原则之上的看起来有点盲目的允诺。不过，长期来看，他们为逃避一些事情而做出的狡辩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始终不去做那些事情，因为话语平台已经在那里。

7 国际税收

设置一个体制，使得能够有一种有规可循的办法从富国那里征收税负，然后让渡给各个穷国，这个提议看起来根本不存在困难。相应的，这里也不需要提出什么复杂精致的讨论。如果有任何一种这样的企划能够获得足够的动力以至成为一项严肃的国际议题，经济学家和会计师们将毫无疑问地会耗费时间来论证细节问题。现在来预测这种论证并无价值，即使是仅对其轮廓加以讨论也是如此。不过，我在此虽然对这类企划只有相对简略的涉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重要性受到了任何低估。事实上，这个问题恰是这篇文章接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

现在，宽泛地说，有两个可供取舍的进路。一条进路是采纳我们已经讨论的那种对国际正义理解的每一个方面（不管其他理解会带来什么问题），并且根据每一种理解来构建一种征收体制。这种进路将是麻烦的，并且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另一条进路，也是我所预测的任何系统性再分配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就都将是唯一的办法，设置一两种综合性税种，然后根据某种相对简单的公式，在各个穷国之间分配这些收入。

这种方法最显著的，在我看来也是最大的优点是，对富国政府的随人均收入增加的GNP课以一定比例的税，然后再把这些收入按照类似的办法根据负收入税的方式分配给穷国。GNP大致地反映了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使用、对生态造成的负担、派生自过去世代之努力的那些优势以及过去对其他国家的剥削而产生的优势。理想上说，这种税应当受到与之相异的其他税种的补充，比如矿藏资源开采税、根据土地价值所课的影子税以及对类似资源所课的税（各个国家可以被允许以任何他们选择的方式去收集这些税金。不过他们的债务总额将是通过对课税税基的评估和对税率的设置来确定的）。这种课税方案当然会关切到那些明显的不平等问题并且通过其加以消除。不过，基于GNP的简洁的让渡体制将是对现存各种机制的一个超越，如果不愿意抓住机会通过进一步的具体操作使之付出实施，那将是一个错误。

我相信，那些并不特定地与某方面的正义相关的税收，应当被加以拒绝。举例来说，已经有人提议，要对外国贸易征税，或者对在化石燃料方面的外国贸易征税。
[23]

 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端的，人们很难发现任何人使这种提议获得施行的理由。它所带来的显著效果，不过是对各个小国以及那些出口（或者进口，如果人们相信对化石燃料征税能够前移的话）煤和石油的国家施加了惩罚。相反，对于那些主要进口、相对于GNP的规模来说只有少量开采、并且在化石燃料方面相对储备充裕的非常大的国家，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是十分荒唐的。毫无疑问，美国国务院会喜爱这个提议，但是，如果有任何别的人会对这个提议产生兴趣，我将百思不得其解。

我已经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假设说，用以满足正义要求的资源让渡应该直接被交付给那些穷国，而不是被通过国际机构的渠道传递给他们并以援助特定项目的方式交付。我将在下一节来具体讨论我的这个观点的合理性。不过，在这里我认为就正义问题所说的观点中，没有哪一条是要排除那些额外的人道主义让渡的。而且，这些人道主义让渡得到国际组织的管理并无不当。增加这种人道主义援助的理由，将非常合理地成为一种进步的国际影子收入税，因为这将完全反映出偿付能力。我们或许因此就看到了一个双重的国际税负体系——一部分对应着正义的要求，直接援助穷国，并且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来被花掉，另一部分则是通过世界银行或者不怎么受捐赠国控制的继任组织来传递出去。

三、人道与正义的关系

1 导论

就富国向穷国在经济上有所让渡而言，人道和正义都要求一个实质性的拓展。就像人道和正义的理由彼此不同一样，它们在实践上也拥有各自不同的含义。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强调的，因为那些自认为自己掌握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常识”的人可能认为，如果我们同意人道主义义务，那么我们就在论证有关不正义的权利主张上做了无用之功——这些主张要求纠正发生在久远过去的所谓的不受回报的从穷国向富国的让渡，而这恰是很难加以评估的事情，而且也很难按照当今世界有关正义的本质的各种学说加以简单处理和化解。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如果我们承认确实存在着一些按照简单而直接的人道主义理由而采取的行动，那么，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到制定恰当的援助政策上，而不是让自己纠结于那些根本就谈不出个所以然的正义问题。在这样一个语境下，经常有人会说，南方国家所提出的要求是“象征性的”和“意识形态化”的，只会给予北方国家谈判以使之做出妥协这一现实的任务带来更大的困难。当然，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乃是：如果人们接受一项人道主义义务，不管是以什么名义接受，那么，这与我以“正义”之名所讨论的那些权利主张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2 权利和目标

我相信，权利和目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如果用抽象术语来说的话，人道主义义务是目标基础的（goal-based），而正义义务则是权利基础的（rights-based）。
[24]

 我将把人道和正义之间的区分表述为是一种积聚原则和一种分配原则之间的区分。
[25]

 不过，现在，我并不会认为这种区分要比我通过讨论目标基础的义务和权利基础的义务而提出的区分来得更为基本一些。关键之处在于，人道和正义并不是对同一件病症的互为取舍的处方，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主题。

人道，就其被理解为一种引导我们不去引起苦难、并且缓解那些已经出现的苦难的原则，它关涉我将称之为福祉的东西，包括像福利、幸福、自我实现、免于饥荒和疾病的自由以及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人（以及其他有感情的动物）的一系列原则中最为重要的。相比较而言，正义并不直接涉及这些事情。就像一些原则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事态什么是坏的事态、我们把什么样的责任归于一个人又把什么样的责任归于另一个人那样，也有一些原则告诉我们怎么控制我们对资源的配置。如果我们在一种非常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资源”这个概念，以至于它可以囊括所有免于他人干涉地开展行动的权利以及使得非人的环境发生改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正义的主题（无论如何，就其现代用法而言）是对控制物质资源的力量加以配置的问题。在这种具有高度一般性的层面上，它受到平等自由原则的补充，后者关涉的是对非物质资源的控制问题。任何警句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不过如果非要用一句警句来对其加以概括的话，那么就是：人道是为善（doing good）的问题，而正义则是权力（power）的问题。

当我们按照这些术语来陈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可以看出，陷入到正义概念当中去确实是在浪费时间，那些常识式功利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虚张声势的鼓吹者们看起来已经有了最好的回答。有人可能很自然地就问道，我们为什么要把对物品
 的分配与对福利
 的分配搞得那么对立呢？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新版的商品拜物教而已吗？

看起来轻松、但却并非恰当的回答是，正义的概念不仅仅涉及那些我们过去认为是物品的东西，而且也涉及这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有能力为那些使用这些物品的人提供物质意义上的福祉（包括食物、住房、衣服、医疗照顾，等等）。就其说明了对正义的关切并不是不合理的这一点而言，这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它导致了正义的支持者面对一个明显的攻击，它是不恰当的。这个说法的反对者可能会回应道：“你说关切对东西——据说对这些东西的恰当分配构成了正义的主题——的分配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它们是实现福祉的手段。非常好。但是，你们难道不因此事实上是在承认，你们的观点背后的‘深层理论’其实是目标基础吗？因为，按照你们的说法，我们最终所关切的东西只不过是对福祉的分配。而我们所着眼的只是对福祉的手段的分配，因为它们才是我们事实上要加以配置的东西。这意味着正义只是一个派生性的原则。”

对此有两条回应路线可以考虑。一条是承认说，对资源加以分配的标准最终涉及福祉目标，不过，同时否认这是因为我们向这样一个观点的妥协所带来的推论：我们能够排除掉中间过程，而把我们的资源配置原则直接与那些资源所可能带来的福祉联系起来。或者，更准确地，我们可以说，福祉的构成要素是自主性，而自主性包括了轻率和不够深思熟虑地开展选择的权力。因此，根据一种解释（当然有所争议），密尔在《功利主义》第五卷中有关正义的讨论与他在《论自由》中根据权利概念提出的“简化原则”，在一个更为基础的功利主义承诺的基础上一致了。

我认为这绝不是一种不合乎情理的观点，而且，或许比起现在许多时髦观点所已经承认的来说，我们还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讨论更多。我想，任何一个打算在根本上坚持一种一元论的伦理学立场的人，几乎都注定了要在类似于此的论证路线上竭尽所能。不过，依我看，试图借用自主性概念来把一个基本上毫不相关的观念私贩进增进福祉的目标基础的概念之中，倒也算得上是一种颇为英勇的举动了。

替代的论证打算否认这一点：一旦一个人承认控制资源之所以是重要的仅仅是因为资源和福祉之间具有联系，一个人因此就要承诺这样一种观点——对资源加以分配的原则是派生性的。根据这种观点，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分立的问题，一个问题涉及的是用以促进幸福和减少苦难的资源的配置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涉及的是对控制资源的力量加以配置的道德上可以辩护的理由问题。两者是不可还原的、甚至是互不关联的。当两者相互冲突时，我们就会面临很难处理的问题，如那些触及家长制的问题。不过，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解决这种冲突的总体性标准，就像自主性是福祉中重要的、但并非唯一的组成部分这一观念所说明的那样。

接下来，我打算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在考虑分配问题后，采取一个独立的正义原则，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了使我的讨论尽可能地清晰，我将之与本文第一节那个直接明了地加以理解的人道原则加以比较。这种比较将被柔化，更多的分量将被放在作为福祉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自主性上。不过，请注意，甚至那些希望能够强调个人自主性的重要性的人，也可能会质疑当应用到各个国家的情况时个人的自主性福祉的价值，然而，恰恰是因为应用到了各个国家，自主性的问题才导致人道和正义在国际层面进行分化。

3 国际应用

人道与正义间的关键问题是控制力。富国大部分已经承认（至少是在口头上承认），他们有义务在经济上帮助穷国。就算他们开始履行了那些宣言，但这对于世界未来的重要性也不能太乐观。本文并没有轻视人道主义援助的价值，事实上，这种援助确实缓解了贫困、疾病、饥荒和人口增长等问题。

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点，那是非常局限的，我们也许真的对人道主义援助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让我们想像一下，那些人道主义援助是以一种有章可循并且自动运行的方式，按照某种或多或少反应了偿付能力的公式而从富国募得的，如通过根据人均GNP水平划定的对GNP课以影子税的方式募得。并且，根据援助资格的一般标准，募款和发放的过程是由联合国机构来加以执行的。

毋庸置疑，这样一个世界的状况将比现有世界有一个巨大的改善，就像现代福利国家比亨利•迈休生活时的伦敦进步甚大一样。但是，那些自由而如愿地花着“他们自己的”钱的捐赠国与那些不得不“负责地”花着别人的钱的受助国之间仍然有很大区别。毫无疑问，如果区分的标准真的仅仅是按照捐助国和受助国的模式做出的，而不是由富国占据着优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做出的，那也许并无值得反对之处。不过，就其资金被指派用途和被有条件地同意使用而言，还是与通常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不同。

相比较而言，出于正义原则的让渡仅仅是减少一些国家的资源、增加另一些国家的资源而已。在富国与穷国之间转让的，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控制。因此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富国与穷国关系之中的正义问题绝不是什么纯粹“象征性”的事情。真正的问题是这个，而不是什么穷国要求正义的权利主张获得承认而富国对此加以反对这么简单。因此，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就是，正义的关键特征乃是要求富国承担让渡的义务与受助国如何使用这些让渡之间无关。我发现通常会有人提出如下异议：如果受助国浪费了让渡给它的资源怎么办？如果它把钱花在了军备上怎么办？如果它有一套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而额外的收入将同样会被按照不平等的方式加以分配，怎么办？这些异议说明，要超越以下这个观念是何其之难：如果某个份额的资源是正当地属于一个国家的，那么它（即使在它已经被让渡之前）与那个国家现在有的资源并无二致，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所生产的东西就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这是一种正常的想法。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确实有一个国际性的权威，这个权威只允许各个国家保留那些在其内部被正当地加以分配、并且被以一种能够得到支持的不浪费的方式加以使用。这样一个世界根本不像我们现有的世界，因为它并不接受国家自主性的原则。这个目前并不存在的世界社会，将在它的大旗上写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另一个与之不同的世界，是一个采取了国家自主性作为一般假定的世界，这种假定将各个国家看做是能够决定如何使用它们对其有正当资格的资源的单位。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我所论证的事情，不过是重新定义一下“正当地属于一个国家”这个概念。作为自主性的代价，就不可避免地要允许国家以浪费的方式使用它们的资源（“它们的”按照我的解释，当然是指它们边界内的资源加上或者减去正义所要求让渡的资源），并且就正义的主题而言，也不坚持说，那些允许一些人极尽奢华而另一些人连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国家应该割让收入给那些有资格获得资源的国家。

我的观点是，我所概述的两种模式是内在一致的。我们可能拥有一个其中不存在基于正义的权利资格的体系，并且，假设国家仍然是行政中介，在这个世界中，资金是根据有价值的目的加以分配、如果它们被误用则会受到削减，就像在美国，联邦政府会削减那些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按照指定用途使用的资金那样。或者，我们拥有一个这样的世界，一旦在国家间正当分配的要求得到满足，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在全世界的水平上获得了正义，而国内分配的问题和国家优先权的问题因此也就成为一个国家自己去决定的事情了。

真正导致不一致的，乃是在于拥有这样一个世界：那些被国际正义所要求成为捐赠国的国家，生活在第二种体系中，而那些作为受助国的国家，则生活在第一种体系中。如果我们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为如果受助国浪费资金并且不能在内部施行平等则其权利资格将被降低，那么，我们讨论问题时所设想的起点，就不会是非洲或者南亚地区穷国了，而是，某个消费掉世界日产原油的九分之一，并且尽管占有着全世界GNP的四分之一，却不能为它的人民提供体面的医疗照顾、许多人生活在极端简陋以至于让人回想起“二战”刚结束时的德国和英国的物质条件之下（要不然就是更肮脏更危险）的国家。

当然，这并不否认人道作为一种国际道德标准的独立的重要性。不过，我们不能只是情绪化地谈论人道，除非我们已经根据正义的要求设置了一个底线。谈论我应当做什么的，去做我应尽之责，作为一个人道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我们已经明确了我的应尽之责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观念。如果我偷了本来属于别人的财物，或者如果我从那个人那里借了财物却拒绝归还，结果导致了他一贫如洗，我却捐出一点本来就属于他的钱，然后还盯着他的花钱方式不放，还把这当做一种很大的人道主义行为，这未免也太令人不齿了。按照我的看法，这种令人不齿的做法，恰是当今富国行径的真实写照。

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要，在一个拥有基本的正当国际分配的世界中被降低。如果出现了比如由干旱引起的粮食绝收、洪涝和地震引起的毁灭以及其他自然灾害引起的类似损失等等诸如此类的特定问题，人道仍然被需要。虽然这么说有点令人不快，不过，在处理周期性政治动荡引起的大规模难民问题时，人道也仍然被需要。

除此之外，以食品、技术援助和现金形式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总是好事。富国有义务缴纳的数目，首先取决于正义所要求的再分配的程度，其次才取决于人道的义务的迫切性（根据“所需的水平到底需要多大的牺牲”来加以衡量）。

本文仅仅是对涉及国际分配和再分配的道德辩护有关的原则做了一个初步考察。因为，在以后的讨论中，我必须做出更为精确的论述——并且这种讨论也未必就非得由我来做不可。如果有任何事情是真的要去做的，那莫过于广泛地转变我们的观念这一点了。观念转变得越多，论证的精确性就会越大。如果有人只是打算在精确性上下工夫，然后试图设计出一个宏伟蓝图，我对此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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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情景中的平等、正义与基本权利




安全和生存的基本权利
[1]





亨利•舒伊

一项道德权利为一种获得辩护的要求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说明了事实上享有的东西是什么；针对一般的威胁提供了社会性的保障。由于对权利的说明比较复杂，因此，它的每一个要素都应当得到简要介绍。
[2]

 不过，一项道德权利的一般结构的重要性，最好是在一些具体的情形中加以说明，我们很快就将转向这样的说明。
[3]



一项权利为一种获得辩护的要求提供了合理的理由。如果一个人拥有一项特定的权利，那么对这种被社会性地加以保障的权利的基本内容的享有所提出的要求，就得到了一些好的辩护理由，正因此，这种保障就应当被提供。我并不知道如何对“什么才能算做是一种合理的理由或者一种恰当的辩护”这个问题提出一种一般性的和抽象的说明。在有足够好的理由可以提供的时候，一项对社会保障的要求就能获得辩护，但是，这也就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了“什么才能算做是足够好的理由”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涉及哲学问题，如果我不说一大通话的话，恐怕是说不出个名堂的。不过，拥有一项权利也就是处于一种对他人提出要求的立场上，也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立场：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情况下，一个人遵循一些一般性的原则，这些原则恰好也是有关“为什么一个人的要求应当被赋予”的问题的好的理由。人们当然可以在拥有权利的同时不对它们做出解释，即不将那些原则应用于他们的情形下，不将那些原则作为他们的要求所提供的理由。本文总体上是要表达一系列的理由，那些理由对于为这里所提出的要求的辩护来说是足够好的。如果本书的论证是恰当的，那么它所提出的诸多原则至少是对“一些特定的要求如何能够获得辩护”这样一个问题的具体回答。我认为，举一个例子可能比抽象的哲学说明更容易说清楚一些。

获得辩护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权利是人们不仅能够而且应该予以坚持的能够获得辩护的要求的理由。那些否定权利这一特性的人实在是在玩火自焚。当然，这并不是说那种使得构成一项权利的要求得以满足的努力不应当受到某种限制。但是，意味着那些否定权利的人，在他们的观点受到反对、特别是他们的观点乃是在一种存在系统性剥夺情形之下提出来而遭到反对的时候，他们不应该对此有所抱怨。什么样的理由能够为什么样的对权利的剥夺行为提供辩护，这还需要具体讨论。

权利就是一种获得辩护的要求的合理的理由。权利并不为需求、请求、祈求这类的东西辩护。因为权利可能导致的乃是要求，而不是某些更弱的东西，拥有了权利才拥有了人类尊严。居尔•费因伯格在谈到法律权利（用他的术语来说叫法律主张的权利）时雄辩地指出：


法律主张的权利是不可或缺且值得珍视的财富。一个没有这种权利的世界，不管人们多么富有仁慈心和责任心，都将承受一种巨大的道德贫困。人们将不再希望基于应得或者正当的主张而从他人那里得到体面对待。当然，他们将把自己视为对仁慈或对他人考虑毫无特别主张的人，以至于当他们得到一点微薄的体面对待时，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内在地应得的东西，而仅仅将之当做一种幸运而已，并且认为他们的恩主极其富有德行，值得大为感激。这对于个体的自我评价和品格发展所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

另一方面来说，一项被加以主张的权利也可能是针对他人而被促成的、或者被正当要求的。在恰当的环境下，权利的承担者能够“紧急地、断然地或者坚决地”要求主张他的权利，或者断言他们自己是具有权威地、确信地、理所当然地拥有这些权利的。权利不是馈赠或者恩赏，不是由爱意或者怜悯而激发的，因而单纯的感激不是恰当的回应方式。权利能够被毫无尴尬感或羞耻感地加以要求或坚持。当一件一个人自己有权利要求的事情没有出现时，他的恰当反应理所当然应当是气愤的；而当这件事出现时，产生感激心是毫无理由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一个拥有主张的权利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所有人，即事实上的或者潜在的主张者，在他们自己的眼里和在别人看来，都是尊重的高贵对象。没有任何爱意和怜悯、或者对更高的权威的服从、或者来自高贵者的恩赏，能够代替这样的价值。
[4]





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那些基本的道德权利，包括那些应然而实则未然的道德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一项权利为一种获得辩护的要求提供了合理的基础，这一点是许多权利最容易受到忽视的要素。一项权利并不会产生出一种要求，而是人们有资格去享有某种东西，或者说人们应该被允诺说他们将会享有某种东西。一个有关一项权利的宣告并不是一项权利的施行，就像一个飞行时刻表并不是一次飞行一样。一个宣告大概并不就是朝向其所标示的权利的执行的第一步。人们经常把允诺和执行弄混淆了。

权利的基本内容，是有权去做什么事情。一项权利并不是一项去享有一项权利的权利，而是去享有某种别的事情、比方说食物或者自由的权利。有时候我们确实会简单地说一个人“享有了一项权利”，但是，我在这里是在一种颇有周折的（原文此处直译为“椭圆的”。——译者注）方式上采用这种说法，这意味着一个人享有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东西，这才是一项权利的实质内容，或者可以说将其作为一项权利来享有的实质内容。比方说，享有一种自由的权利通常意味着享有自由，也意味着享有良心上的自由。成为一项权利，意味着多种值得享有的主题。仅仅享有权利本身、享有那种地位，而不是享有权利的主题，将必然意味着只要有这样一种地位，只要有某种东西拥有那个地位，就能令人满意了。但是，通常当我说某个人正在享有一项权利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这个人正在享有那种权利的实质内容。

具备社会性的保障，大概是一项正常权利独一无二且最为重要的那个方面，因为它使得相应责任（correlative duty）获得必要性。
[5]

 一项权利通常是一种获得辩护的要求，这样的要求是说，其他人做出一些安排，以至于甚至在一个人自己并没有力量去使得他自己能够去享有权利的实质内容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享有权利的实质内容。如人们有权利享有身体上的安全。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去将自己隐匿在自己的私人领地中，就像看起来他们不具有要求社会保障的权利一样。但是，如果他们想要求某人在某地建立某种有效的安排来建立和维持安全，他们的这个要求将得到辩护，当然每一个主张这种权利的人都将得到辩护。至于说，这种安排应当是政府性的还是非政府性的（比方说，地方性的、国家性的或者国际的）、与人分享的或者不与人分享的，对于这些困难问题我目前不打算在这里给出明确的或者结论性的回答。不过，要点乃在于，一项权利就是对他人提出一种要求，无论这种要求实施起来有多困难。

并且，仅仅当安排是为那些有权利享有它的人而做出的时候，一项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在权利出现的那一刻，没有人违背那种权利，仅仅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6]

 就像对一项权利的宣称并不是对一项权利的施行一样，为了享有各种权利的享有而建立社会保障的措施本身绝不意味着保障本身，也不会导致真实的保障措施。只有当那些安排事实上被建立，使得人们得以享有他们所拥有的权利的时候，一项权利才得到了施行。或许，那些安排将采取法律的形式，以使得权利合法化，也使得具有道德内容。不过，在其他情况下，禁忌可能会比法律起到更好的作用——肯定会比那些非强制性的法律起到更好的作用。

“安排”这个模糊的术语在这里主要在一般性的导言性的说明里提一下，而在具有争议的诠释问题上我将保持中立。如果为了履行保护安全的责任，“安排”要使得每一个公民装备一把手枪，并且当地的居民要选出人来夜间巡逻，那么除非手枪被分配、夜间巡逻的人被选出，否则，拥有安全的权利就没有获得社会性保障。如果这种安排通常不起作用，那么这种权利仍然没有获得保障。另一方面，如果“安排”能够带来训练有素、得到税负支持的数量适当的专业警察，那么除非警察的候选人员事实上训练有素、并且有足够的公共资金来雇用恰当数量的警力，否则权利就仍然没有得到社会性保障。

我并没有暗示一种荒唐的标准：一项权利仅仅在没有人有可能剥夺它或者仅仅在没有人能被剥夺的时候才得到施行。这个标准是指某种合乎情理的保障水平。不过，如果行夜路的人有可能受到袭击，或者如果婴儿死亡率达到了6%，我们就很难说安全或生存的享有已经获得了社会性保障。为了更为精确地体现合乎情理的社会性保障水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需要在一般性的道德权利的结构中加入最后一个要素：一种标准威胁（standard threats）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被令人满意地加以解释，只要我们在细节上考察一些情形。

一项权利涉及要针对标准威胁而采取社会性保障的这样一种合理的获得辩护的要求，这事实上意味着相关的其他人有一种责任去创造（如果它们不存在的话）那种能够保障那些应该享有那些权利的人的有效制度。
[7]

 从目前的这类理论中是不可能精确地推演出那些所需要的制度来的，我也没有理由去说那种制度对于所有情况在所有时候都是最有效的。看起来，这样一种有关社会制度的普遍性的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某些威胁确实是标准的。不过，要普遍化的东西乃是那种创造和保持有效安排的责任，稍后我将对相应责任的三个方面的分析进行说明，这些安排必须至少能够发挥避免人们的那些权利的实质内容被剥夺的功能，能够保障他们抵抗剥夺，并且当他们的权利受到剥夺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们。
[8]

 我现在所说到的那种为了权利的施行而发展和保护有效制度的责任，乃是一种概要性质的东西，在讨论与各种典型权利有关的三种责任时都将与之有关，对责任的讨论兹不赘述。

基本权利

19世纪的那个据说是被最严重误读和低估了的哲学家——尼采，将通常的道德（不仅仅是那种权利观念）视为是无力量者对有力量者施加的限制：即由那些弱小的群盲给强力者施加的巨大束缚。
[9]

 故而尼采深为这一点而感到恶心，因为这就好像跳蚤刺进了雄狮的皮肤、寻常的藤草压弯了高耸的橡树一样。在探讨尼采对道德的评估
 时，一些人忽略了他对道德的富有洞见的分析
 。正如尼采所认识到的那样，道德体系显然要致力于多重目的，不同的具体体系在服务于一些目的的时候要比其他的体系来得更为充分和完善。不过，总体上来讲，道德的首要目的之一，当然也是权利观念、或者说基本权利观念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针对那些自身太过弱小以至于不能保护自己的人以最小的保护措施。基本权利是那些无助者反对那些更具有毁灭性和更常见的生活威胁（包括安全的丧失和生存能力的丧失）的一个避难地。基本权利是一种对经济和政治力量的限制，如果没有这种限制，这些力量就会强大得难以抵御。它们是针对时尚的或者被威胁采取的对某些必要权利的剥夺而设置的社会性保障措施。基本权利乃是要为无力者在面对那些力量时提供一种反对权，如果不这样，那么大多数人在面对那些威胁时就将受到伤害。

基本权利是深层的道德，它预示了一条无人能够被允许逾越的底线。这就是费因伯格在论述法律主张的权利时，将基本权利紧紧地与自我尊重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10]

 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尼采会觉得道德权利是令人讨厌的。他目光所及的地方，乃是高度上的问题，他所打算谈论的，乃是某些人到底能够高贵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如何阻止其他人沉沦的问题，两者能够兼顾，看起来一点也不明显。
[11]



其实，所要使无助者避免或者减缓于什么样的东西这样一个基本的消极目标，恰好是基本权利观念的核心目的。因为每一个拥有健全成年生活的人都要避免成为无助者，无论什么时候被无助（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所打扰，都是让人感到受到伤害的事情。世界上有一些人现在正面临着无力控制自己命运的状况，他们甚至都无力使自己的幼子免于夭折。
[12]

 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尽管这个目标是消极的，但是，与权利相关的责任将最终会要求一些积极的行动。婴儿和有年岁的人不必为了健康和生活、或者享有积极权利的能力的不受剥夺而战。古典自由主义对好生活（good life）的主要描述为“不受邻人的干涉”，对于他们的要求来说，仅仅是毒药一般。对于无助者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仅仅是摆脱现状。这就是为什么避免剥夺之苦在第二章中将导致的不会只是一种与基本权利相关的责任。

基本权利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人性（humanity）的最低程度的合乎情理的要求。
[13]

 它们是获得辩护的要求的合理基础，对它们的否定将导致人们不能够合乎情理地期待受到自我尊重。为什么这些东西如此重要？原因乃是权利在此处所采用的意义上是基本的，因为，只有当它们得以被享有的时候，人们才能得以享有所有其他权利。这就是我们有关基本权利特点的描述。当一项权利真正是基本的时候，任何试图以牺牲基本权利为代价来享有别的权利的企图都将是逻辑上自我挫败的，都将会切断其所拥有的那种底限的根基。因此，如果一项权利是基本的，那么如果必要的话，其他的非基本的权利可以为了确保基本权利的安全而被加以牺牲。当然，对一项基本权利的保护不能够为了确保一项非基本权利的享有而遭到牺牲。它不能被牺牲，是因为它不可能成功地被牺牲。如果被牺牲的权利确实是基本的，那么在基本权利缺失的情况下，其他的权利是不可能真正被享有的。这种牺牲，只能是自我挫败。
[14]



实际上，基本权利的这种优先性通常意味着，基本权利需要在其他的权利得到确认之前被确定地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人们应当能够享有、或者践行他们的其他权利。这一点虽说简单，但却关键。这意味着人们不能只在法律上或者不能够对权利的实质内容加以采用的那种抽象的意义上“拥有”他们的其他权利。比方说，如果人们有权自由结社，那么他们不应该只是“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而是也应该能够开展自由结社活动本身。即相应的社会制度应当提供条件让他们自由接受。这种在名义上拥有一项权利和事实上享有一项权利之间的区别看起来是很“完美”的，稍后我们将对此做些检讨。

说一项权利是基本的，并不是说这项权利更有价值或者内在地比其他权利更值得享有。比方说，我会说身体安全的权利（像不受袭击的权利）是基本的，但我不会说受公共资金支持的教育的权利是基本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受教育权的享有比起仅仅过一种没有袭击的人生来说更伟大、更丰富和是更为符合人类的显著特征。我仅仅是说，如果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那么，免于袭击应该代替享有教育。一项权利是不是基本的，跟对它的享有是不是本身有价值的这个问题无关。内在地有价值的权利并不一定就是基本权利，但是，内在的有价值的权利只有在基本权利得以享有的时候才会被享有。显然，只有很少一些权利能够在这种意义上成为基本权利。

安全权利

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说人们对于身体安全拥有一项基本权利，一种不遭受谋杀、折磨、故意伤害、凌辱或者袭击的基本权利。之所以提起为什么存在身体安全的权利以及为什么这些权利是基本的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很多人对此有所质疑。尽管一个社会中某个民族群体的人遭受身体上的不安全，如同样是被捕了，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可能遭到警察的毒打，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是很少有人会以某人缺乏一种身体安全的基本权利来对此做出辩护。不过，阐明有关一个人最确切地持有的信念的预设可能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因为这些预设可能会导致一些一般性原则，而这些原则将在信念不那么坚定的情况下提供辩护。恰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怀疑身体安全的权利是一种基本权利，考察为什么我们能够恰当地如此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才是有所裨益的。
[15]



如果我们不得不向那些挑战这一基本信念的人去证明说，我们拥有使得身体安全的基本权利，那么，我们可能事实上就提供了一个强论证，即认为如果根本上存在着权利（无论基本还是非基本），那么就存在着身体安全的基本权利：


没有人能够充分享有任何一种假设受到社会保护的权利，如果在这个人试图去享有那种所谓的权利时，有人能可靠地以谋杀、凌辱、痛击等等方式威胁他或她的话。这类对身体安全的威胁对于任何权利的享有来说，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严重和最具有妨碍性的。如果任何权利的践行都是要排除风险的话，那么身体安全就必须得到保护。在身体安全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人们不能够利用他们的据说受到社会保护的其他权利，而同时又不用担心他们将会遭遇如果社会不保护那些权利则他们定将遭遇的那些最坏的威胁。

因此，充分拥有身体安全的权利属于基本权利，这不是因为对这项权利的享有将使那些也会享有一系列其他权利的人更为满意，而是因为，它的缺失将极可能导致他人（包括政府）去干预或者组织那些被假定受到保护的其他权利在事实上的践行。不管对身体安全的享有是不是也是出于本身的理由而获得可欲性的，至少从享有其他的每一项权利的角度来说，它是可欲的。没有哪种权利事实上能够在享有身体安全的权利不受保护的情况下得以被享有。身体安全对于享有其他权利来说，是一项必要条件。确保它，也就在是确保别的权利。



如果没有社会性安排能够保护人们在试图践行其权利之时的身体安全，一个人当然仍然可以试着去享有一些其他权利。假如存在一项和平集会的权利，但是这类和平集会经常会被搅乱，或者参与者经常会遭到痛打。任何一场特定的机会是不是在事实上会遭到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来自政府，或者是政府之外的人）是不是会反对它或者安排一次袭击。人们或许仍然能够试图开展集会，而且，他们或许有的时候确实能够安全地集会。但是，说他们的集会权利得到了保护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在享有那个权利之时遭遇了最严重和最一般的威胁，即遭到了他人所施加的身体暴力的话。如果他们在面对身体威胁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那些“受保护”的权利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保护，事实上社会并没有保障他们那项集会权利的践行。

所以，对某项权利负有资格的人，必须对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身体安全负有资格，以至于对他的身体安全的威胁不能阻挠他对其他权利的享有。这个论证有两个关键的逻辑假定。第一个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享有作为一项权利的某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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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逻辑假定是对第一个逻辑假定的推进，即每个人都有资格移除那些将阻止或者严重干涉他所拥有的权利的践行的那些最严重和最一般的因素。我将这第二个假定视为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享有作为一项权利的某个东西”这句话的含义的一部分，就像本章开始那一节中所解释的那样。因为这个论证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它确立的，乃是一项具有普遍性（universal）的权利。

生存权利

讨论安全权利这个并非充满争议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要使那个支撑了有关“安全权利是基本权利”的判断的基本假定得到明确。现在，我们已得到了一个可行的论证，我们要考虑的进一步的问题就变成了：根据同样的论证，是不是有除了身体安全之外的其他基本权利。生存的权利，或者说最小经济安全的权利（这个要比身体安全的权利更具有争议性），也能被证明是和身体安全一样的一项基本权利。

最小经济安全，或者说生存的权利主要包括未受污染的空气、未受污染的水、适当的食物、适当的污浊、适当的藏身之所以及最低程度上的预防性公共保健。对于生存来说，对什么是必须的这个问题做出精确的定义是很值得考察的问题。不过，就其基本观念来说，乃是指能够在一个正常的年限内过一种合乎情理的健康和积极生活的体面生活所必须要包括的那些东西。这个核心观念，即使在“如何界定出其外部边界”为题上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也是足够清楚有效的。生存的权利，在一个极端程度上，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需要得到治疗的婴儿在出生的时候就能得到胸腔外科手术的权利，但是，它也不意味着人们只能去过预期寿命为35岁、经常发热、携带寄生虫的那样一种无精打采的生活。

就“生存权利”而言，我认为是一种至少能够让人生存下来的权利。人们或许拥有也或许有一些超过生存权利的经济权利，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即使人们并不拥有那种严格的超越生存要求程度的经济福利权利，他们也拥有生存的权利。生存权利和拓展的经济权利是分立的问题，我在这里所要着力解决的是生存的问题。

在这里，我也不打算讨论如下问题：如果健康的成年人不能为自己提供生存条件，那么他们是否是有资格要求别人为他提供这样的条件？比方说，世界上大多数营养不良的人应该可能也是患有疾病的人，因为营养不良降低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而饥饿和疾病侵扰通常总是在恶性循环之中交替的。数以百万计的营养不良的饥饿者通常都是幼小的孩童。很大比例的成年人，除了身处疾病和饥饿之中的那些之外，也是长期失业的人，所以这与那些拒绝工作的健康成年人的政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因此，就一项“生存权利”来说，应当是指一项对于那些不能为自己提供生存条件的人提供生存条件的权利。我并不假设说，这之外的人没有资格拥有生存的权利，我只是不在这里讨论那些能够自我支持但却拒绝这么做的健康成年人的情形。如果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存在一项生存的权利，那么，所存在的就是对于那些不能自我支持的人（包括孩童）来说有资格接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的权利。对于别的人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

至于说那种一个特定的人生活于其中的合法的强制性财产制度是私人性的、国家性的、公有制的，或者是某种更为典型的混合所有制或者其变化形式，并没有什么分别。在所有形式的财产制度之下，人们都被禁止去夺取即使是生存所需要的那些东西。无论财产制度和经济制度是什么样的，就生存的权利来说，问题仍然是：如果人们被法律禁止去夺取他们生存所需要的那些东西，而且他们也不能依靠既存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来获得他们生存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就有资格从那些生活不受威胁的存留有人性的人那里获得生活的各种要素。

这支持了身体安全是一项基本权利这一论证，也支持生存是一项基本权利的结论。因为这个论证现在看来是令人熟知、相当简洁的。

如果我们仍然假设说存在一些社会应当加以保护的权利，并且我们仍然认为这乃是意味着对那些权利在事实上的享有形成最严重和最一般的妨碍的因素的祛除，那么，为什么生存应当被当做一项基本权利来加以保护的问题，答案其实十分明显：


没有哪个人能充分享有任何被假设为要受到社会保护的权利，如果他或者她缺乏过一种合乎情理的健康和积极生活的必要因素的话。生存意义上的缺乏，可能是与对身体安全的违背一样致命的、让人不适的或者让人痛苦的。它所造成的非死即伤的后果至少决定性地阻碍了权利的享有，这就像违背安全的后果一样。比方说，任何形式的营养不良、或者由于在太阳下暴晒而造成的发热（这些都会引起严重的和不可逆转的脑损伤），能够有效地阻止需要清醒的思考才能得到践行的权利的实施，并且可能会像被袭击引起的脑损伤那样，显著地扰乱一个人的个性。显然，任何致命的缺陷都将终结享有各种权利的所有可能性，就像专断地处决一个人所造成的那样。

当然，防止那些生存要素的缺乏，比起防止对身体安全的违背来说，是更为基本的。那些身体安全缺乏保护的人，如果他们是自由的话，可以反过来与袭击者争斗，或者逃走，但是那些缺乏像食物这样的生存要素的人，由于力不所及，通常无计可施，成为彻底的无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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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权利的范围不一定要超出这里所说的情况。特别是，这一步的论证不会带来如下的荒谬主张：由于死亡和严重疾病阻止了或者干涉了对权利的享有，每一个人因此都拥有一项不被允许死亡或者不被允许罹患严重疾病的权利。一些死亡和疾病的起因外在于社会控制，而一些死亡和疾病则是一般性社会政策所不能控制的环境的特定连接所造成的后果。不过，期待某种水平的社会组织来保护最低程度上的洁净空气和水、监督产品质量或出口以及监控最低程度上的食物、衣物、栖身之所和基本医疗保障的恰当分配，这在实践上是可行的。简单地说，必要时期对生活必要物资的有效管理，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所以这个论证是：当死亡和严重疾病能够被不同社会政策就生活要素所做的安排加以阻止时，对任何人权的保护都涉及要避免在基本生活物品上出现致命的或致人衰弱的匮乏。这就意味着生存的权利是基本权利。由于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且非常普遍，因此，它是社会的事情。因为疏于处理这个问题将妨碍所有其他权利的享有，因此它也是一项基本权利。

因此，那些确立了安全权利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的论证，也支持有关生存权利对每个人来说是基本权利的论证。这并不是假设说安全和生存总体上或者某一个方面来说是同等的。唯一可以用同等来形容的东西应当是，对安全的保障和对生存的保障对于其他别的权利在事实上的践行来说是同等基本的。只要安全和生存在这个方面程度同等，那么那个论证就同样地适用于两个情况，至于说在其他方面，安全和生存是不是程度同等的，与这个问题并不相干。

人们仅仅名义上是安全的或者是能够生存的，这还远远不够。他们必须拥有一项安全的权利和一项生存的权利，即那种能够持续享有的安全和生存所必需的社会性的保障。否则，一个人很容易就遭到被他人剥夺的强制和恐吓，而威胁可以使一个人麻痹，阻止他们践行其他的权利，就像事实上的痛击行为和事实上的葡萄糖、卡路里缺乏所导致的后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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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的威胁只能够根据那些有助于面对当事者自己不能处理的力量的人的社会安排在事实上的建立才能够得到减缓。

最终，受保障的安全和受保障的生存，即我们最初试图称之为践行其他权利所需要的“共时必需品”的东西必须在任何其他权利在任何要得到践行的时候被提供出来，否则人们可能就会由于剥夺或者被威胁剥夺安全或生存的原因而不能享有其他权利。不过，用共时性的概念来考虑问题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会。如果有必要的，更好的词可能是“内在必需品”。因为，比方说，我们所说的意思并不是免于痛击的安全与和平集会的自由是分立的，而是说，它们总是相互伴随的。如果一个人选择去召集一个会议的话，那么他应当获得免于痛击的安全，这是集会自由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不能够获得安全的集会，那么这个人也就没有集会自由。相反，这个人乃是在遭受痛击的威胁之下遭到了不得集会的强制。

如果参加这个会议会导致参与者被唯一能够雇用他的雇主开除，而这个雇佣关系又恰好是他购买食物所需的收入的唯一来源，那么，这个说法仍然是成立的。对安全和生存的保障并不是享有集会权利的附带品，它们是它的基本组成部分。出于这个理由，将安全或生存（或者是任何其他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仅仅解释为是所有其他权利得以享有的“手段”，是误导性的。对安全和生存的享有，是所有其他权利得以享有的基本组成部分。享有任何其他权利，在部分程度上意味着能够践行那个权利，并且，作为后果，同时不会遭受一个人的人身安全或者生存的在事实上的或者被威胁的损失。还有一部分的意思乃是，能够享有任何其他权利，意味着不会因为缺乏安全或者生存而被阻止去践行这项权利。宣称去保障人们的一项在事实上根本不能得到践行的权利是欺诈性的，就好像给人们发送肉票但却根本不提供肉一样。

“内在必需品”所描述的意思，需要与那种服务于一个目的的纯粹手段仔细加以区别。如果A是服务于目的B的一种手段，并且如果不采用手段A则不可能达到目的B，那么说A对于B来说是必需的就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比方说，当我把对身体安全的享有描述为对于集会权利的享有来说是必要物的时候，我并不打算仅仅说，享有安全是享有集会权利的一个手段。我要说的是，享有集会权利的部分意思乃是说，一个人要能够在得到身体安全的情况下集会。拥有安全是享有集会权利的基本组成部分，以至于人们一方面在集会问题上获得社会保障但另一方面在安全上得不到社会保障的情形是根本不存在集会自由的。如果他们不能在集会问题上获得安全保障，那么他们就没有获得集会权利。如果他们必须要集会的话，就得希望一切平安，因为对于安全集会来说，一项标准威胁并没有得到处理。基本的论证是，当一个人完全掌握了一项通常意义上的权利时，特别是它的责任与一项权利是相关的时，一个人能够看到，对特别东西（作为基本权利）的保障是所确立的权利在事实上能够得到践行的条件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这些条件，包括权利的享有不能受到任何“标准威胁”的阻挠。

然而，对生存权利观念的最后一个考察，是值得在这里加以交代的：生存权利绝不是一项原初性的、新的或者高阶的观念。如果生存权利看起来有点奇怪，这更多是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在严重的经济需要问题上出现了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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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它不是新的或者是高阶的东西，相反，生存权利能够在那些被现代社会视为是落后和原始的传统社会中被加以发现。

詹姆斯•C.斯科特已经证明说东南亚一些传统的经济制度在一些方面是得到了高度开发的，不过被赞助人和客户（用斯科特自己的术语来说）认为是包括了客户这部分人的生存权利，而赞助者这部分人的责任不仅是不能剥夺客户的生存权利，而且还要给哪些出于任何原因而遭到剥夺的客户提供援助。


如果对一种受保障的最低程度的东西的需要是农民生活中的一个有力的动机的话，那么一个人就将预期能够在提供这种需要的农民社群中找到制度化的模式。并且，事实上，这些东西在村庄中——以构成了日常行为模式的互惠性和社会控制模式，在那里，生存的道德伦理获得了社会表达。整合了范围广泛的行为的那个原则是：“所有村庄中的家庭都将被保障拥有一个最低程度的生存所需，而资源受到村庄控制这一点使之成为可能。”村庄平等主义，在这种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非激进的，它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应当得起所当，而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应当是平等的……在东南亚研究中所涉及的村庄中，很少有哪个是不能为村庄中的穷人提供生存所需的东西并将之作为一项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境况较好者，只有当他们的资源被以能够满足村民的十分有限的福祉需求的方式加以利用时，他们的处境才被认为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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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对亚洲社会问题有所见识的本尼迪克特•J.科克夫列特所指出的：“一种强的赞助人－客户关系模式，是一种涵盖一切的保险政策，它的覆盖范围，尽管不是完全的，可依赖性也不是无限的，但却能够系统性地提供贫困家庭的所需。”
[21]



有很多理由可能使得斯科特和科克夫列特所描述的那种赞助人－客户关系模式的消除变得值得赞赏：也就是说，没有人认为它们应当或者能够被保存下来。这里的要点只是说，生存权利的制度化绝不意味着要与乌托邦式的“高级”未来社会联系在一起。相反，真正的问题乃是在于，现代国家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方面和许多传统村庄一样来得人道一点。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在一个相当的程度上重新拾起了在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缺失已久的一些重要价值。

标准威胁

在我们开始探讨基本权利和转向讨论责任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在权利问题上确立两个内在相关的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涉及对所有权利（无论是基本的还是非基本的）的一般结构的说明的最终要素，这种要素就是作为享有一项权利的实质内容的社会性保障措施之针对目标的标准威胁概念。第二个关键点涉及基本权利以及这么一个问题，即，在论证应当将安全和生存视为是基本权利时采取的推理，是不是会触发一个实践上毫无可能且毫不可信的、人们可以据此宣称某物为基本权利的一长串清单来。这两个关键点是内在相关的，因为确立基本权利清单的那种最明确的方式，反过来又存在一些缺点以至于不能妥当解决这个问题：一项权利的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性保障不是针对所有可能威胁的保障，而仅仅是那种我称之为标准威胁的东西。最终，我将在对基本权利的说明和对大多数道德权利的一般性结构的说明之间找到一种支撑性的惯性来。我们可以通过重新回顾我们就将安全和生存视为基本权利所提出的那些理由开始。是不是同样的理由也会支持将其他的许多东西当做基本权利来加以对待呢？回答这个问题，将导致我们探讨标准威胁观念的作用及其重要性。

那么，根据迄今为止所采取的论证，为什么安全和生存是基本权利呢？它们对于一种正常的健康生活来说都是必要因素。因为对其中一者在事实上的剥夺都将是非常严重的，即使是威胁剥夺其中一者，对于那些事实上其安全和生存没有获得社会性保障的人来说，都是一件有力的武器。人们不能为自己提供安全和生存，缺乏社会保障的人，在面对任何个体或者任何制度试图以威胁他们的安全和生存的方式剥夺他们的其他值得珍视的东西时，将是非常弱小的，并且可能是无助的。承认存在一些基本权利，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要阻止或者消除导致人们可能生活于他人支配之下的那种脆弱性。对安全和生存的社会保障经由一段十分漫长的道路，就能成就此目标。

因此，安全和生存是基本权利，这是由他们在所有其他权利的享有和保护中扮演的角色决定的。在安全和生存缺失的情况下，其他的权利可能不会得到享有，即使其他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奇迹般地获得了某个制度的保护。但是，如果安全和生存的确被威胁，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其他权利都是得不到保护的。其他权利的享有需要某种程度的身体完整性，而身体完整性会由于对安全和生存的剥夺而被暂时性地削弱或者消除。那些遭受了暴于日晒之下或者一次痛击的人，是不能享有其他权利的实质内容的，尽管他或她或许已受到了足够好的照料，并重新恢复了所有基本身体功能，但这种恢复也仅仅是暂时的。

但是，就像我们早前在对无助者问题的讨论中清楚地指出的那样，安全或生存在事实上的损失或者在的确受到威胁的意义上的损失，都将使得一个人在心灵上害怕被剥夺。没有安全和生存，一个人只是一个无助者，最终，这个人也将无助地失去其他任何需要受到保护的东西，因此，安全和生存必须获得社会性保障，如果任何权利要能得到享有的话。这一点，使得那些权利成为基本权利。

在铺陈任何一个哲学论证时，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去建立所要确立的东西而又不至于说太多武断的话。这里所说的“太多”，我是指一个结论太过泛泛以至于无法被人相信，如果不是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会导致荒谬的话。对安全权利和生存权利的论证看起来有此弊病，可以称其为“太强”的弱点。特别是，这样的论证可能会蕴含着这样的暗示：除了安全和生存，人们还对数量不可估限的东西都拥有权利，很难设想，人们事实上能够可辩护地满足那么多的需要。

现在，看起来我们确实没有理由认为安全和生存是仅有的基本权利，而在第三章中，我们也将探讨自由是否也是基本权利的问题。不过，就像我们将在那一章看到的那样，要想拓展基本权利的清单看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如果把基本权利的分类弄得极长的话，我们也会面临一些危险。在使这个问题遭遇自由问题因而或许显得有些困难之前，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要在抽象地意义上把基本权利的清单设想成十分有限的，即使这么做会造成其中一些内容被忽略”这个问题，将是有所裨益的。

有关一项特定的权利是基本的这个问题的论证的结构，可以用以下的形式来加以概括，假设我们对“必需品”这个概念的含义足够谨慎的话：


（1）每一个人都对某些事情拥有权利。

（2）对于享有作为一项权利的那件事情来说（无论它是什么），某些其他的事情都是必需品。

（3）因此，每一个人都对那些对于享有那件作为一项权利的事情来说是必需品的其他的事情拥有权利。



由于这个论证抽象于第一个前提所假定的权利的实质内容之中，因此，它取决于任何能够被算成是一项权利的东西的规范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者换个说法，就是一项权利的概念（concept）的问题。所以，如果确立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的那种论证是通过概要地表述说这些实质内容对于享有其他权利而言“是必要的”来进行的，那么在“由一项权利的概念内容所必要的”这么一种严格意义上来理解“必需品”概念，就十分必要了。所谓“其他的东西”不是指那些可能比较寻常或者有用的东西，而是仅仅是指那些对于任何能够被当做一项权利来加以享有的东西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除非一个东西对与每一项权利的享有来说都是必需的，而且，正好是出于这个理由，它是拥有一项基本权利的基本内容的，否则，它对于任何权利的享有来说就都不会是必需的。

由于一项权利的概念内容完全是一个双面的东西，因此，这种概念上的必需品就可以从权利的起源角度得到解释，也可以从责任的起源角度来得到解释（这一点从第二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基本权利的内容是这样的东西，即，对于任何一个权利（无论是基本的还是非基本的）享有者来说，如果要以一项基本权利的牺牲为代价才能获得，那么这就是一种自我欺骗，而对于那些宣称要履行任何一种权利相关的责任的那个责任承担者来说，不履行那些与一项基本权利相关的责任，就是一种欺诈。不过，这两种看法可以通过采用普通的、或者日常的、严重但确可以弥补的威胁或者“标准威胁”（这个概念早前作为对一项权利之结构的解释的最后一个要素已经被加以介绍）的观念更为实质性地被捕获。
[22]

 当然，从一项权利的享有者的观点来看，说除非那项权利的实质内容得到践行，它才是被加以了履行的，这么说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误导性的，一个人也可以享有针对那些能够通常被期待会得到阻止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会得到阻止的威胁而提供的保护，加入首要的权利得到践行的话。而从相应责任的承担者的观点来看，除非社会性保障被确立起来以至于能够阻止那些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威胁不会阻止或者在事实上妨碍权利的实质内容的享有，一项权利才得到尊崇（honor），这也是错误的和误导性的。就责任这一边的问题来说，它的关注点被特别地赋予在阻止标准威胁之上，就像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个关注点将那些为了避免剥夺的责任的履行和为了保护人们不受剥夺的责任的履行这两者连接起来。

不过，那种预防寻常并且严重但是可以弥补的威胁的成功措施并不是乌托邦式的。人们既没有资格要求针对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威胁获得社会性保障，也没有资格要求针对那些像晚期严重疾病、偶然事故或者死亡这样的不可根除的威胁获得保障。因而，指明这种范围严格的论证的另一个方式如下。这个论证取决于“对于权利来说，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是一个传递性（transitivity）原则”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做Y的权利，并且，X的享有对于Y的享有来说是必需的，那么每一个人就都拥有做X的权利。不过，问题中的“必需”是分析性的。根据这个论证，人们对一项权利及其相应责任的双重观念所导致的那种使之获得必要性的额外的实质内容也拥有了权利。如果人们被提供了一项权利，他们对那项权利的实质内容的享有必须得到保护以免于那些典型的主要威胁，这是具有必要性的。如果人们在面对寻常威胁的时候，靠自己的能力完全是无助的，那么与那个权利相关的责任就没有得到履行。准确地讲，那些威胁到底是什么？人们可能会遭遇的东西是什么，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经验性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23]

 在将安全和生存鉴别为基本权利的论证中，我已经使得这一点相当明显：对任何被假设成为权利的东西的享有，都将受到那些像对安全的袭击所造成的损害一样严重的损害。

比方说，可根除的东西当然是随着时间改变的。今天，我们很少因为允许如此多的穷人死于疟疾而感到遗憾，而是更多地为允许人们死于癌症而感到遗憾。或许，以后，我们将同样地对允许人们死于癌症而感到遗憾，也或许不会如此。不管怎样，这里提到的预防措施是现实的，而不是乌托邦式的，至于现实的到底是什么，倒是可以改变的。本书第四章将转到在生存的意义上那种现实的预防措施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上来，并且将考察大概能够提出对“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寻常而严重但是可弥补的威胁”这一问题的最明显的理解的具体情形。

我们在早前一节注意到，以加缪的话来说，承认根本上存在着基本权利这个看法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站在牺牲者的立场上”，就是站在潜在的牺牲者的立场上。对基本权利的尊崇，是与那些对于他们来说过于强大的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无依无靠的人积极地站在了一起。相应的，一项基本权利，直到人们在享有他们的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方面获得了相当确定的保护（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保障”的东西）时，才得到了尊崇。现在，我要强调的是，这种保护，既不必是坚若磐石的，也不必对每一种可以想像得到的威胁都提出防御措施。

但是，反之的极端做法，是提供一些非常弱的社会性保障，以至于人们在“践行”他们的基本权利时就如同事实上没有这些保障一样。作为典型的权利的一部分的社会性保障不必针对每一种可以想像得到的威胁提供固若金汤地保护，但是，它们必须针对那些可以预测的、可以弥补的威胁提供有效的防备。试图把那种对于标准威胁的毫未缓解的脆弱情形当做是相应责任承担者在另一个方面实际上要践行的基本权利，其实就是在谈论一种模棱两可的事情，或者说是在视概念内容如无物。允许这样的实践行为的继续，不仅是对权利的加以违背，而且也是对权利的概念内容的摧毁。

一般而言，不仅是基本权利，道德权利也包含了针对标准威胁设置社会性保障的那些可获得辩护的要求，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得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理论成果。基本道德权利和非基本道德权利两者的践行，包括了有效的、但是并不绝对无误的针对像对身体安全以及经济安全或生存的威胁那样的标准威胁而设置的社会安排。表征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的一种方式（与对道德权利的一般结构的说明紧密相连的对基本权利的说明有关）是这样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即，对它的剥夺对于其他一般性的权利来说都构成了标准威胁。对一项基本权利的践行，是针对那种对一般性的权利构成了标准威胁的东西所设置的成功防备。这就是为什么基本权利被认为是基本的。即它们对于其他所有权利的践行来说是必需的。如果一项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没有得到社会性保障，那么，那种试图在事实上享有其他权利的实质内容的努力，就仍然是向像对安全或生存的剥夺这样的标准威胁敞开的。针对标准威胁设置的社会性保障是一般性道德权利的一部分，就像它们是践行基本权利的一部分一样。
[24]

 这就回答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向非基本权利提供比基本权利更多的优先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注释


[1]Henry Shue，Basic Rights：Subsistence，Affluence，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章。——译者注）

[2]显然，这并非是通常可见的对权利的北大西洋式说明，尽管我认为它包含了那个说明中正确的因素。或许，哲学讨论中最频繁地被加以引用的说法，可见于Joel Feinberg，Social Philosophy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73），pp.55-97.最近以来的一个更深入说明，见于A. I. Melden，Rights and Persons
 （Oxford：Basil Blackwell，1977）.目前英美哲学中最好的一个文集大概是Rights
 ，edited by David Lyons（Belmont，Calif.：Wadsworth Publishing Co.，Inc.，1979）.一个范围更宽泛不过形式并不严格的讨论，见Human Rights：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Adamantia Pollis and Peter Schwab（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9）.其他的提要，大部分是用英文开展的，见Rex Martin and James W. Nickel，“A Bibliography on the Nature and Foundations of Rights，1947-1977”，Political Theory
 ，6:3（August 1978），pp.395-413.更老一点的，但是范围更宽泛的参考文献索引，见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A Bibliography 1965-1969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A Bibliography 1970-1976
 ，both edited by William Miller（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Law School，Center for Civil Rights，1976）.

[3]我之所以说这三个特征构成了“一项道德权利的总体结构”，并不意味着每一项道德权利都总是完全具有这三个特征。如维特根斯坦已经有力地论证说，我们并不持有特殊的理由预期说任何概念的真正例示应当包含所有的共同特征——A和B所分享的特征并不一定要被B和C所分享。见Ludwin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hird Edi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67），Part I，paragraphs 66-67.留待我们处理的是有关标准情形、中心情形或典型情形的更为现实也更为难以把握的概念。因此，困难就在于如何来摆脱对我们的一般性主张构成了反例的那些情形。我们并没有一个机械的方法来决定标准情形是什么样的、非标准情形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因此必须公正而全面地考察每一个个别情形，就像我们将立即着手做的那样。

这个特征清单中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需要加以强调。第一，特征清单并非是对本书考察的个人权利的细节描述所依赖的前提假定，相反，它是这些描述所带来的结论。因此，我呈现这个清单的顺序，并非是它们在起源先后上的顺序。这些一般性特征，是通过对前三章所讨论的安全权利、生存权利和自由权利中提炼出来的。这些一般性结论在此只是对有待辩护的观点的轮廓的大致描述的一种手段。

第二，本书的大部分论证仅仅取决于所有的基本权利都具有这三种特征这一说法的正确性。由于这些特征来源于对基本权利的细节考察，所以，很容易想到的是，基本权利具有所有这三方面的特征，相对于其他权利来说，这是很特别的事情。然而，其他一些权利显然也有类似的结构。所以我也将会拓展到辩护上不太充分的那些更为宽泛的主张上，而不仅仅局限在那些更为安全但更为狭窄的主张上。

[4]Feinberg，pp.58-59.“主张权利”这个术语来自于Wesley Hohfel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3）.

[5]在Hohfeld为法律权利设计的分类来看，标准的道德权利是所有的“主张权利”，而不仅仅指各种各样的自由权利。当然，所有的基本权利最终都是道德上的主张权利，而不是道德上的自由权利。见chapter 2.

[6]这将在后面有关自由权利的讨论中得到清楚的说明。见chapter 3.

[7]到底谁是相关人，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见Henry Shue，Basic Rights
 ，chapter 6.

[8]见Basic Rights
 ，chapter 2.

[9]对这一分析最为清楚的说明，见Friedrich Nietzsche，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edi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尼采的说明中令人生趣的观点，部分地（而不是全部地）是借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Callicles之口说出来的。

[10]许多法律主张权利对自尊并无多大贡献，但是道德主张权利（法律主张权利依赖于这些道德主张权利）确实对其益处颇多。

[11]尼采也混合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力量/弱点。今天政治上强有力的许多人（恰是针对这些人，人们才需要获得保护）完全缺乏尼采所仰慕的那种高贵的力量，因而肯定会遭到他的强烈鄙视。

[12]任何一个不熟悉所谓的“婴儿死亡率”的真实含义的人都可以考虑一下如下事实的重要性：“在离墨西哥不远的地方每100个新生儿中就有7个以上无法存活”，见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Background Notes：Mexico，Revised February 1979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9），p.1.有关目前儿童夭折率的更坏的情况，见Basic Rights
 ，chapter 4，note 13.

[13]权利到底是面向一个人自己所处社会中的成员被加以主张，还是一般而论地面向所有其他人而被加以主张，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此处假定的支持，见Basic Rights
 ，chapter 6.

[14]由于享有一项基本权利是享有其他所有权利的必要条件，基本权利不仅对于各种非基本权利来说是基本的，而且对其他权利来说也是基本的。因此，享有每一项基本权利对于所有其他基本权利以及所有非基本权利来说都是必需的。每一项权利，包括每一项基本权利，只有在所有基本权利都得到落实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落实。对这种相互依赖性的进一步讨论，见chapter 3.

虽然有点过早，不过，在此评论如下异议仍然是有用的，这种异议经常对这个论点提出明显的反例：生存权利在刚才所解释的那种意义上是基本权利。Mark Wicclair特别将此作为一个针对我的观点的有力反驳。这个论点的论证当然还未给出，我将在本书剩下来的各章对此加以详述。

假设在某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据说享有了一项特定的安全权利——比方说，不受折磨的权利。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各种生存权利：比方说，食物并没有在全社会得到保障，以至于人们发现他们根本不能养活自己。认为生存权利是基本权利的论点，实际上意味着如果生存权利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保障，那么人们就不能享受到其他权利。由此而来的结论是，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事实上并不能够享受到不受折磨的权利，因为他们获得适当食物的权利并未受到保障。不过，反对者认为他们可以享受到不受折磨的权利，尽管他们正由于缺乏食物而濒临死亡。这个异议认为饥荒是可怕的事情。然而，它的理论要点在于：没有折磨的饥荒总要好过不仅遭受饥荒而且遭受折磨，因此，不受折磨的权利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甚至，特别是在其他生存权利缺乏的情况下，也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因此，生存权利并不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就并不是一项基本权利。

这事实上能够成为一个反例吗？在一项生存权利缺乏的情况下可能存在不受折磨的权利吗？一个比方说所需食物没有得到社会保障的人（他事实上被剥夺了获得食物的权利），在没有其他资源的情况下，可能会愿意屈服于有效程度的折磨以换取食物。换句话说，所谓不受折磨的那项权利由于食物短缺而遭到了削弱。如果这种以折磨换食物的荒谬交换得以可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尽管这个人拥有一项不受折磨的权利，但是他事实上并不能享受到这项权利，因为他必须在忍受折磨和忍受饥荒之间做出抉择。就这个人拥有一项看起来接近不受折磨的权利的东西而言，“权利”成了一个条件性的东西——条件性地取决于生存必需品是不是能够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不受折磨的权利的实质内容事实上被出卖了。

不过，有三种方式可以用来挽救那个异议。第一种方式是说，那个意义或许暗示的是，用免于折磨的权利来交换食物并不是一个疏于落实一项权利的例子，而只是一个抛弃一项权利的例子。因为一个人有一项不受折磨的权利，就意味着他可以拿这项权利来与获得食物之间作交换。

这个回应明显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获取适当食物的唯一希望要靠忍受折磨来获得实现，那个人实际上就是被强制着去屈服于折磨，而不是放弃自己不受折磨的权利。这种强制，就好比是要求你在活命还是交钱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人们并不是放弃对自己金钱的权利，而是被迫交出金钱以保性命。在监狱里，犯人已经被剥夺了依靠自己获取食物时所通常必须的身体迁徙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威胁不发放食物事实上也是一种强制。

第二种方式，人们可能会说，以折磨换食品这种交易看起来并不常见。当然，考虑到这项交易的反常性，或许确实不会有人在为人们提供食品的时候要求获得能够折磨他们的特权。只有某些有钱的施虐狂才会干出这种勾当来。这种交易事实上当然是非常不具有可能性的，这一交易一开始只不过是被当做反例来加以使用。对这个异议的回应与这个异议一样，是虚构性的，不过，持异议者并不能有别的期待。（哪个国家的人既能够获得针对折磨的保障，又被否定掉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食品的保障呢？）但是，第二个回应是不着要领的。就算人们并不是为了获得食品（或者其他的原因）而经受折磨，这也并不能够说明他们实际上就享有了一项不受折磨的权利。享有任何权利，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获得某种社会性保障。一个人没有经受反对性的事情（objectionable events），或者经受了某些可欲的事情——包括获得一些使得反对性的事情不要出现、而可欲的事情得以出现的条件，对于享有权利来说，是不够的。

因此，挽救那个反例的第三种方式，就将是为其补充一个约束：禁止拿不受折磨的权利与任何别的东西作交换，包括与用于缓解更为严重的威胁的那些东西。那个反例是说：一个人或许不能被折磨，也不得放弃、交换或者弃绝这项权利。这大概是传统上被称为“不可让渡性”（inalienability）的一个更弱一些的版本，它没有传统上所认为的一项权利本质上或内在地具有这种不可让渡性这一因素，按照传统的观点，让渡或者交换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持异议者的反例中，任何人显然都是能够用不受折磨的权利来交换别的什么东西的。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针对交换这种权利设置一个绝对的和强制性的禁令。或许，可以宣布这种交换非法。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让渡禁绝”，以便与传统的内在不可让渡性观念区分开来。

一旦引入“禁止让渡”，那么那个情形就事实上可能成为一个反例，不过，这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当一个人不仅受到针对折磨的保护，而且也被阻止去拿这一保护与针对其他威胁的保护作交换的时候，他可能正在享受一项不受折磨的权利。就像本书的论证所说明的那样，主要的两个论点将是（a）为了享受任何一种权利，一个人必须获得针对那个权利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威胁而提供的保护；（b）针对一个标准威胁所提供保护，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社会性保障来防止那个威胁出现。因此，享有一项生存权利，就是获得这样一种保障：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情况下，折磨绝不能成为获得其他经济目标比如说减轻营养不良的交换品；而且，享受一项不受折磨的权利，就是活的这样一种保障：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情况下，绝不能剥夺食品需求这样的生存权利以作为实现其他政治目标比如说减轻折磨的交换品（尽管后一种情况在现实上不经常出现）。

现在，一个人可以令人信服地通过禁止对那样权利的使用来孤立地“保护”一项权利以避免那些人们由于缺乏其他权利而不能针对其获得保障的各种各样的威胁，而不是通过保护拥有社会性保障的其他权利而去保护一项针对标准威胁的权利的享有。这就是包含了“让渡禁绝”的那项不受折磨的权利所要做的事情。但是，那个尝试性的反例现在就变得非常歪曲和怪异了。一个人如果不付出必须接受的痛苦和灾难的代价就被禁止去挽救一个人自己的生命（由于缺乏生存条件）。这是一个在缺乏其他权利（生存权利）的情况下享有一项权利（不受折磨权利）的例子吗？这种说法现在如此不同于我们对享有一项权利的那种通常理解（在那种理解中，权利部分地是能够获得针对标准威胁为提供的社会性保障的）以至于很难肯定地它的实际意味。显然，我不可能详细地说明到底什么才是对享有一项权利的正常的和恰当的理解，以便断定说这种理解不是享有一项权利的情形，因此也不都成对生存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这一论点的一个反例。不过，我认为，将这一古怪的例子视为一个明确的情形以反对我的观点，看起来是一个诉诸问题的做法。所以，我将这个问题留给读者——也留待以后来论证。

[15]很奇怪的是，在罗尔斯式理论中，“首要善”的清单并不涉及身体安全这样的东西。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62，303.对这一现象的解释看起来是这样的：安全集中于政治参与和各种各样的公民自由之中，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这么解释其实是在一个使人混淆的宽泛意义上使用“自由”这个概念。人们可以轻易地将自由理解为“免于任何坏东西”：孩童免于恐惧、小屋免于蛇患、野炊免于雨水。类似地，人们很自然地就可以说“免于侵袭的自由”、“免于强暴威胁的自由”等，但是这并不能使得所有这些邪恶的缺乏本身成为自由。比方说，免于侵袭的自由是一种安全或者安全感，而不是一种自由。当然，这或许是任何自由得以落实的一个必要条件（严格地说这也是我所要论证的东西），但是，一种自由得以落实所需要的必要条件还包括许多别的东西。对为什么我相信身体安全和自由（甚至是身体迁徙的自由）需要分别加以对待这一问题的讨论，见Basic Rights
 ，chapter 3.

[16]在鼓励这种不讨巧的并且具有相当风险的比较时，我注意到，在一般结构上，我此处的论证和H. L. A. Hart的经典论证之间颇有相似之处，见“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s?”，Philosophical Review
 ，64:2（April 1955），pp.175-191.也就是说，哈特的主张可以总结为：如果存在任何权利，那么就存在着对自由的权利。而我所说的是“如果存在任何权利，那么就存在着对安全的权利——以及对生存的权利。论证结构的细节当然是有所不同的”。我发现哈特的推理相当不显著。所以，明显地，也不如那些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富有见地的人们所期待的那般显著，他们多反对的是它的显著性而不必然是反对其有效性。我对某些类型的自由所具有的地位的论述，比哈特的解释更为狭窄一些，主要见于chapter 3.

[17]在最初构建论证以说明安全和生存是基本权利这一问题时，我并没有有意识地跟随任何哲学家的思路，而是尝试着从当下常识中去加以提炼。正如许多人已经注意道德，今日之常识乃是昨日之哲学。我最近很欣喜地注意到密尔下面的一段话，他仅仅为安全提供了相似的一个论证，而没有注意到生存问题：“卷涉其中的利益乃是安全的利益，乃是每一个人感到自己所有利益都得到了维护。人世间所有其他收益都是为一人所需而为另一人所不需的，并且，它们中的许多，如果必要的话，能够被别的东西所轻易取代；但是，安全乃人类所不可缺乏的东西，我们赖之而得以幸免于诸般险恶，我们赖之才得享诸种有益之物的价值，超越这一短暂的时刻，因为如果在下一个瞬间我们将被某个只是短暂的比我们强大的人剥夺一切，那只有这一刻的满足对我们来说才是值得的。现在所有必需品中最不可被剥夺的，只能在获得身体营养之后才能获得……”见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Co.，1957），p.67（chapter V，14th paragraph from the end）.

[18]“因此，许多人在经济上就像依赖于雇主一样地具有依附性，他们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并非由于害怕被逮捕，而是因为害怕被炒了鱿鱼。他们是正确的。”见Ira Glasser，“Director's Report：You Can Be Fired for Your Politics”,Civil Liberties
 ，No. 327（April 1979），p.8.

[19]准确来说，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倾向于忽视生存是另一个问题。但仅把它作为一个症候来考虑的话，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标准假定是说只存在适度的稀缺。这实际上就是在假定说每个人的生存都得到了关切。你必须保证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会被涵盖进这个理论。当今，这就将不少于10亿的人排除在了自由理论的范围之外。

最少有10亿人可以被算作是绝对的穷人。例如，美国政府的“世界饥荒问题工作组”认为全世界“没有办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的人”数量上超过了12亿。[见United States，White House，World Hunger and Malnutrition：Improving the U. S. Response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p.9]大概地说，这大约包含了当下近25%的人口。

我并不是仅仅批评那些将自己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也批评那些“新保守主义者”。就像Michael Walzer富有洞察力地观察到的，“新保守主义者其实就是一群神经过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神经过敏的，恰在于自由主义”。[见Michael Walzer，“Nervous Liberal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6:15（October 11，1979），p.6]

[20]James C. 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p.40-41. Scott细致清晰地分析了“农业政治学的规范基础”这个问题，展示了暗含在跨多个农业社会的道德共识中的一个融贯的和合理的概念框架。我和Scott都不打算暗示说所有的农业政治学都只适用于东北亚地区。一个理由是，所有的传统村庄制度都是通过政体的“现代化”而加以确立的。就Scott的理论，可参考Joel S. Migdal，Peasants，Politics，and Revolution：Pressures towar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Samuel L. 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对生存权利的落实在一个时段模糊的发展时期受到中止的辩护，见Lt. Gen. Ali Moertopo，“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Indonesian Quarterly
 6:2（April 1978），pp.30-47，esp.pp.32-38;O. D. Corpuz，“Liberty and Government in the New Society”（Quezon City：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Office of the President，1975），photocopy. 有关美国援助计划对传统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的营养人类学家的观点，见Norge W. Jerome，“Nutrition Dilemmas of Transforming Economies”,in Food Policy：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ife and Death Choices
 ，ed. by Peter G. Brown and Henry Shue（New York：Free Press，1977），pp.275-304.

[21]Benedict J. 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A Study of Peasant Revolt in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252. 有关菲律宾农民对生存权利的深刻信念的重要性，见pp.252-255.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利的最具综合性的立法和规范上的分析，见“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as a Human Right in Relation with Other Human Rights”,United Nations，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E/CN. 4/1334（35th Sess，Agenda item 8，2 January 1979）（Geneva：Division of Human Rights，1978）.

[22]我要感谢Douglas MacLean所强调的我在此所努力探索的概念和Thomas M. Scanlon在“Human Rights as a Neutral Concern”,中所使用的概念的相似性，见Human Righ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edited by Peter G. Brown and Douglas MacLean（Lexington，Mass：Lexington Books，1979），pp.83-92. 两个文献都是同一研究努力的产物，并且彼此互补。此处被讨论的几乎每一个问题的替代观点都可见于Brown and MacLean，我在某种程度上也亏欠那两卷文献几乎每一章的作者，包括那些我在哲学上或政治上与之存在严重分歧的人。

[23]尽管这一许可向某种“相对主义”说明打开了理论道路，但是，我认为各个社会之间在标准的可预防威胁上的事实上所具有的差别远小于人们所设想的。比较一下Barrington Moore的论点：尽管在幸福观念上的差异非常巨大且十分重要，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同意什么是“苦难”，见Barrington Moore，Jr.，Reflection on the Cause of Human Misery and Upon Certain Proposals to Eliminate Them
 （Boston：Beacon Press，1972），esp.chapter I；Injustice：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White Plains：M. E. Sharpe，1978）.此处，就像在别处一样，需要哲学的和政治学的分析。

在对像标准威胁这样的要素上所出现的分析上和经验上的不可避免的混合，显然很难在程度上提供任何具有精确性的说明。一方面，权利承担者可能会坚持要求其他人针对日常的、并非不可避免的那些对权利的威胁来采取保护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析性的，看起来是一项权利在含义上显然包含的一部分意思。但是那些无处不在的威胁、那些严重的威胁、那些能够被具有可行性地加以抵抗的威胁，必须具体地根据情势来加以处理。自然，比方说，到底什么才算是具有可行性，要具体地看到底有多少可用资源能够被投掷到这项任务当中，就像第四章将强调的那样。而这时一个高度价值负载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留待经济学家来加以解决的效率问题。所以，我们不可能在接受哲学论证与接受经济和政治考察所提出的要求之间，截然地划上一个界限。

[24]在对一项道德权利的一般结构的说明与对一项基本权利的说明彼此之间的融贯性问题上的考察，是支持这两种说明所需要的，尽管仅仅考虑融贯性毫无疑问地并不足够。我感谢Charles R. Beitz使我更为清晰地注意到这些深层关系。

由于执行任何一项基本权利都涉及要针对其他标准威胁（这些威胁也相应的是其他基本权利的关切对象）为那项权利的实质内容的落实创造保障条件的问题，然而，除非所有的基本权利都得到落实，否则不可能有哪一项基本权利会得到完全落实。见其脚注〔13〕，另一个进一步的例子，见Basic Rights
 ，chapter 3，特别是其脚注〔14〕。人们将发现，就像对各种权利的剥夺将是系统地彼此关联的那样，因此，至少基本权利的落实非得一揽子加以执行。











相应义务
[1]








亨利•舒伊

“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

许多美国人大概首先会倾向于认为，生存的权利并不会比身体安全的权利来得更为重要，即使生存在最低限度上来说必须是安全地生存，即使安全的问题在生存不能保证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会出现。美国政府的许多官方说辞总是翻来覆去地将“经济权利”（基本的生存权利以及诸多非基本权利都包含其中）视为是第二位的和可延缓解决的，尽管美国国务院在对涉及人权事务的基本政策的阐述中确实开始试图纠正这种习以为常的偏见。
[2]

 现在，在支撑对个人生存来说是基本权利的两个方面（即生存和安全）的同样的论证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探讨一下“尽管人们据说拥有基本的安全权利，甚至是拥有获得最低限度的医疗保健、食品、衣物、栖居之所、洁净的水源和洁净的空气这样一些生存所需要的必需品的权利，为什么有时候这些权利看起来并不紧迫或者并不那么基本”这一问题了。

人们经常断言说或者假定说，身体安全的权利和生存的权利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差异，他们分属于“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个范畴。
[3]

 这个看法（也就是我打算加以驳斥的看法）比它乍看之下的那个样子更为复杂。我在论证中，有时候会认为它是在说，生存权利是积极的，因此是第二位的
 。显然，认同这种看法，就将生存权利视为是积极的，从而相应将安全权利视为是消极的，并且进一步会主张说，积极/消极之分对于将优先权赋予消极权利来说理由是足够充分的。我将很快转向对这种假定性的积极/消极之分做出解释。不过，首先，我需要把“生存权利是积极的因而是第二位的”这一看法所需要的所有逻辑前提都铺陈开来，尽管为了质疑这个说法的结论，我确实只需要对它们中的某一些做出反驳。

那种说生存权利相对于安全权利缺乏优先性的看法，假定了：


Ⅰ生存权利和安全权利之间的区分（a）是显著的和（b）关键性的。
[4]



Ⅱ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之间的区分（a）是显著的和（b）关键性的。

Ⅲ生存权利是积极的。

Ⅳ安全权利是消极的。



我并没有暗示说，任何支持那个说法的人都必须要在事实上采取所有的这些论证步骤。相反，一个对这种论证的充分说明，是从对它的反驳开始的，这可以用“太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原则来做一个哲学上的类比。
[5]



在本章中，我将着力论证说，前提Ⅲ和Ⅳ都是误导性的。因此，我认为在那些义务之间的一系列区别都被前提Ⅲ和前提Ⅳ歪曲了。一旦前提Ⅲ和Ⅳ是不精确的，那么前提Ⅱ就是相当值得质疑的了。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可以将一些事实上可以被视为是对前提Ⅱ的延伸的那些显著的权利加以具体化。
[6]

 在此，我并不打算直接攻击前提Ⅰ。

现在，在总体观点背后的基本观念就是，存在这样一些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它们看起来是这样的东西：一种权利（积极权利）需要他人积极地开展行动，即去“做一些事情”，而另一种权利（消极权利）仅仅要求他人以某种方式不去采取行动，即不去做任何违背各种权利的事情。根据这么一种图景，生存的权利是积极的，因为它最终将要求向他人提供那些不能依靠他们自己而获得的东西（比方说洁净的空气）。而安全的权利则是消极的，因为它只是要求他人不要开展谋杀或者别的什么会袭击到那些权利拥有者的行动。因此，两者之间的突出区别，就在于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的区别，积极义务就是那些与以某种方式开展行动的相应义务相伴随的东西，而消极义务就是那些与不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的相应义务相伴随的东西。因此，如果有的话，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之间的区别的道德重要性，取决于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之间区别的道德重要性。
[7]



因此，这种观点通常将生存权利构想为一种次要的权利。由于生存权利是积极权利，因此，这种权利要想得到充分的践行，人们要做的事情就比安全权利之类的消极权利所提出的要求多得多，或许要做很多人们事实上已经做了的事情之外的事。因此，任何残留下来的资源（即使它们是仅剩的）应当出于生存的目的而加以分配，这是积极的（或许也是不可能的）任务。不幸的是，身体安全的权利和生存的权利都不能很好地与那种消极/积极二分法的简单做法相吻合。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安全权利是不是一种纯粹的消极权利、生存权利是不是一种纯粹的积极权利。我将试着论证说：（1）安全权利比起它据说的样子来要更为“积极”；（2）生存权利比起它据说的样子来要更为“消极”；（3）假定（1）和（2），那么，尽管那么说并非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安全权利和生存权利之间的区别，绝对不可能坚定地支持那样一些结论，特别是那种认为安全权利是基本权利、而生存权利是非基本权利的结论。

就身体安全权利的情况来看，仅仅通过限制任何可能构成违背权利的行动来避免违背
 某人的身体安全权利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不采取或者不努力去采取一系列的积极行动，那么，保护
 任何人的身体安全权利就毫无可能性而言。举例来讲，就最低程度上而言，对身体安全权利的保护也必然需要警力、刑事法庭、感化院、警察学校、律师以及法院，也必然需要那些支持对违背个人安全的行为展开预防、侦查和惩罚措施的巨大系统的税负。
[8]

 所有这些行动和制度都是在试图为个人安全提供社会性保障，以便他们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本身不足以对抗那些违背自身权利的事情时依然能够获得保护。除此之外，为了确保人们事实上合乎情理地享有安全（这与那种某人的安全受到违背之后才施加惩罚是不同的）还需要哪些事情？这取决于某种有关暴力犯罪的理论，不过，如果说这些必需的事情涉及极高的代价和“积极”的措施，那也并不是不合情理的。可能不会有人知道在像美国这样的当代社会中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对于降低无赖、凌辱、谋杀和其他违背个人安全的袭击行为，并且事实上使人们能合乎情理地享有安全来说，有多么重要。

一些人可能会说，这种观点模糊了身体安全权利与那些可以被称作是“针对那些对身体安全构成破坏的行为的保护的权利”这些类型权利之间的边界。对应于这种区分，身体安全的权利是消极的，仅仅要求他人不采取破坏行动，而“针对那些对身体安全构成破坏的行为的保护的权利”是积极的，要求他人采取积极措施来预防那些破坏行为。

或许，如果一个人要处理的是某种非常罕见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个体彼此之间的互相遭遇是不频繁的和不规则的，那么可能这一点就应当加以注意了：在这种情形下，我确实并不打算要你与一个保护我免于第三方的破坏行为的保障系统加以合作，而只是要求你自己不要攻击我。不过，在一个被组织化的社会中，就那种能够与“针对那些对身体安全构成破坏的行为的保护的权利”相区别的任何像身体安全权利这样的东西而言，没有人会对光秃秃的身体安全权利感兴趣。正如密尔在部分程度上所认识到的那样，人们所需要和要求的东西，是对他们的权利的保护。
[9]

 根据这种根基并不牢靠的区分法所主张的来看，任何一个合乎情理的人能从社会那里要求得到的，只是“针对破坏行为要求得到保护的权利”。对身体安全的要求本身是不能被正常地称为一种要求的，它必须要是一种针对伤害行为提出获得保护的要求的东西。
[10]

 即它是一种对积极行动的要求，或者用我们在对一项权利做出最初说明时的话来说，它是一种至少针对标准威胁而设置的社会保障措施的要求。

因此，如果简单地说身体安全是一种消极的东西，仅仅要求他人不采取违背权利的行为，这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说法。通常而言，身体安全要求他人不采取违背权利的行为，同时，也要求第一方和第二方采取积极步骤来阻止第三方采取违背权利的行为。在特定的情况下，“消极”地对违背权利的行为加以限制，并没有“积极”地采取预防措施更具有重要性，也就是说，它绝对不是全部意义所在的东西。所采取的积极的预防性步骤的目的和后果，当然是一种对那些违背权利的行为的强制性限制，而不是任何积极行动的开展。权利的核心含义，是指其他人不能以某种方式开展行动。不过，权利的这一真实内涵，并没有很充分地说明需要社会制度去使之安全，而且，权利的核心内涵也并不蕴含它的整个结构。“消极权利”的保护，需要积极的措施，并且，也因此意味着，对它们在事实上的享有，也需要积极的措施。在任何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中，一项权利的享有在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针对那些不能选择不去违背这项权利的人所提供的保护性措施。

生存权利就其本身而言，比简单地将“积极”的标签贴到其身上所暗示的意思来说，要复杂得多。事实上，践行这些权利至少涉及两种重大而又分属不同类型的行为。一方面，生存的权利有时候确实涉及他人的相应义务问题，要求他们在那些需求者无力为自己提供所需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必须的物品。就好像富裕者可能就有一种义务在饥荒横行的时候捐款来弥补食品供给、运输和分配的所需。不过，即使是通过这种积极行为而得到满足的生存权利，也并不必然就比那种对安全权利的有效保护所耗费的资金或政府性方案来得更多和更复杂。比方说，一个食品补贴计划比一种致力于降低因成瘾而导致的凶击或谋杀的反药品计划，既有可能更为廉价，也有可能更为昂贵。到底哪种计划成本更高或者更为复杂，将取决于相应问题的相对程度，并不会因为安全是“消极的”、生存是“积极的”而有丝毫影响。那种将优先权赋予“消极权利”的践行的论证，其实植根于这样一种假定之上：在事实上，保障“消极权利”通常要比保障“积极权利”成本更为低廉、办法措施更为简单。就这一点而言，这样的论证所依靠的是一种不可靠的一般性经验猜测。

践行生存权利所需要的另一种类型的行为，更难与践行安全权利所需要的行为加以严格区分。身体安全的权利经常可以在他人不对权利拥有者提供任何物品的情况下完全得到满足。通常所必需的东西，是要去保护那些人使其生存不至于受到如果不这样做则将故意或非故意地对他们做出伤害举动的个人或者制度的威胁。践行生存权利所提出要求，并不是要求获得物品，而仅仅是要求获得一些能够自我支撑的机会。
[11]

 问题并不在于获得支撑，而是要能够被允许基于一个人自己的艰苦努力而获得自我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那些对一个人自我支撑的基础造成了破坏的行为而采取的保护和那些针对一个人的身体安全的破坏行为而采取的保护之间，存在着相似性。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一些例子，以便仔细地描述一下对生存权利的尊崇所涉及的行动并不比对安全权利的尊崇所涉及的行动更多的问题。一些情形（这些情形中，全部的事情也就是保护人们免于那些会摧毁他们的自我支撑能力的伤害）所涉及的，是对生存的一种通常并不被认为与安全有关的复杂威胁，尽管对安全的恰当保护这个概念就其从分析上和实际举措上来说都不光是配备一个拥有警察和监狱的机制的事情。不过，生存环境的复杂性并不会使得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模糊化：基本上，就这些例子中的生存权利来看，全部的事情就是保护人们免受他人的破坏性行动。

生存权利和稀缺

用选择一种基本理论探讨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对目前看起来有些棘手的公共政策困境确实会有所启发。假设情形和事实情形各有优点和缺点、互相观照，那么对一个事实情形的描述有明显的优点，就是说，它很容易适应所要予以支持的理论化观点，特别是在当这种描述是从人们的实际行动中而不是对理论化观点的论述中取得的时候，尤其如此。它的缺点在于，如果描述本身事实上是对相关情形的不精确说明，那么对所发生的事情的错误说明就可能会削弱相应的理论化观点，而这些理论化观点事实上与所要说明的事情并不相干。因此，有关理论化观点的论证就可能会与那些有关一个个别事例的最多仅仅算得上是一种对更为一般性的观点的假设性说明的论证纠缠在一起。

假设情形与在“是否这些观点精确地描述了一个独立的事件”这样一个问题上产生的争论无关，因为，作为一种明显假设性的东西，它们被认为并不对应于任何一个真实情形。不过，恰恰是因为它们不受接近一个独立事件的要求约束，所以会受到置疑。

我能想到的唯一解决方案是，在处理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点时，对每种情形都提供一个例子。本书的论证，是要确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些人的生存权利的实质内容的缺乏（比方说，获得像食物这样的生存必需品的方式缺乏）实际上是一种由标准威胁所导致的剥夺。通过对第二方加以约束和由第一、第三方提供保护性制度的方式，是可以对这种标准威胁加以控制的，就像那些会导致人们的身体安全遭到剥夺的标准威胁是可以受到约束的控制一样。所以，我会从一个假设情形开始，以在导入事实事件的冗长的复杂性问题之前澄清理论性观点，因此，我将援引一些有关某些当前通行的但是造成了对人们生存权利的剥夺的事实性的经济政策。假设的情形是在一个独立的农业村庄层面上发生的事情，实际的情形涉及长期性的国家经济战略。任何一个对当今欠发达国家中出现的饥荒问题的因由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承认，接下来我要探讨的假设情形是很常见的。
[12]



假设说，那个村庄中最大的地块是一个家族后代的财产。用一种绝对标准来看的话，这个农民根本就谈不上富裕，但是，他的土地在那个栖居了许多人的小村庄里算是最富的。就像他的父亲和祖父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主要是种植一些黑豆，这些黑豆是那个地方的主要食物——蛋白质的主要（也许还是恰当的）来源。他通常会把收成四分之一的黑豆拿到村庄里出售。实践上说，那个村庄中每一个家庭都种植了自己所需黑豆的一部分，而这个人所雇佣的六个人实际上要付出额外的劳动，因为在这个村子里，别人只需要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地就可以了。

一天，一个来自首都的人向这个农民呈现了一纸合同，这个合同不仅保证他在十年租约期内每年都能获得土地收益，而且还保证工头、带领员工在这块地上播种新作物并领取薪金（无论气节情况如何以及因此会带来什么样收成这些问题）。但这个合同要求他养花出口，而且也允许他从这个公司购买只需要雇佣两个工人的设备。同样的合同在这个村庄所属的其他地区都已被较大的土地拥有者所接受。

很快，随着供给量的锐减，黑豆价格暴涨。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土地收成就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那些必须依靠购买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量的家庭不得不削减消费量，特别是在一个父母都得靠打工养家的拥有四个孩子的家庭和那种仅仅因为自己祖上留传下来的土地太过贫瘠或者太小而不能够养活自己的家庭。由于失去了季节性的工作机会，他们开始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

这个故事并没有暗示说那个来自首都的人或者转为工头的前农民怀有任何恶意，或者打算持有任何比单纯追求自己相应利益的想法更为恶劣的心理。但是，对于导致了、并将可能会随着合同有效期而持续十多年的营养不良而言，局外人所提出的合同确实是一种因果性的因素，而那个农民对合同的接受也确实是另一个因果性因素，而且这个合同也会阻挠保护性干预行动的采取。如果村中的家庭拥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们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受到了违背。社会（或者大概可以说是政府）应当保护他们免于一种甚至消除了他们养活自己的能力的严重的积极伤害。

不过，事实上有任何人伤害了村民们吗？或者，他们仅仅是在自己的运气方面遭受了令人遗憾的损失吗？如果有人违背了他们的权利，那么准确地讲，谁是违背者呢？特别是政府到底应当针对谁来采取保护措施呢？我们通常在违背某人的权利和由于仅仅关切自己的利益而允许某人的权利受到违背之间做出区分。我自己是不是会袭击一个人，这与我在有能力保护牺牲者并且终止那种袭击的时候由于仅仅关切自身事务而允许第三人袭击某人相当不同。现在，我或许有一个义务不允许袭击发生，只要我自己这么做不必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也有一个义务使得我自己不去袭击，不过这显然是两个分立的问题。并且我可能有其中一个义务（去避免伤害）而不是另一个义务（去保护人们免于第三方的伤害），这是完全可以构想出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行动。
[13]



这个故事中所提到的土地流转的例子因此可以被描述如下：即便一个人愿意尝试性地说村民们看起来都拥有生存的权利，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已经由于作物种植状况的改变而导致的营养不良违背了这些权利，但是，没有哪个个体或者组织能够被鉴别为是违背者，比方说，转为工头的前农民不是违背者，我们假定他并没有预见到他所做出的个体选择所造成的“系统性”后果；来自首都的公司代表也不是，因为，尽管他富有知识以至于能够知道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期待他因为收益的不可欲的副作用而去放弃自己和公司的收益，也只是毫不现实的道学家的想法而已；任何政府机构的特定成员也不是，因为没有人被指派对维持那个村庄的适度的营养状况负责。当地农民和公司代表都只是在村庄中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政府中也没有人在这个村庄中拥有自己的私利。那个农民和代表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伤害了不幸的村民，不过，允许这种伤害出现而不采取预防措施和自己直接从事这种伤害行为之间有所差别。营养不良的情况从字面上看仅仅是不幸的事情：是坏运气造成的，对此，没有人应当受到谴责。这么来看的话，营养不良只是一场自然灾害，是上帝的行为。毕竟，这个村庄正在变得人口更为稠密。
[14]



不过，由于选择种植新作物而造成的营养不良并非一种自然灾难。那种安慰剂一般的类比并不能成立。营养不良就是一场社会灾难。就上述例子来看，就自然环境而言，特别是就赖以生产食物的土地的流失而言，这种营养不良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在场而其他东西缺位的情况下特定人类决策的产物。这种营养不良，不仅仅是被相关各方的养花合同允许出现，这种伤害还是由这个合同所提出的停止种植食物的要求所引起的，是被这个合同的合法性所引起的，是被改变作物类型的要求所引起的。如果没有合同，或者如果没有要求从种植作为当地消费品的黑豆改种别的，那么大概就不会有营养不良情况的出现。
[15]

 总体来说，当人们采取一个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足以导致一种不可欲的后果的行动时，特别是当一个人提不出特别的理由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时，将这些行动当做是导致那种伤害的一个积极原因，这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可以说，那个合同的相关各方部分地导致了该地区的营养不良。

社会可以通过采取针对那种合同相关各方试图以某种方式改变经济环境的措施来保护村民，否则恰当的社会保障的缺乏就是营养不良的另一个原因。举例来说，这样的契约可以被认为是非法的。或者，它们可以被允许签订，但是要受到监管，或者要被课以税负，以便补偿那些在预料之中将受到这些合同损害的人。准确地讲，所有要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
[16]

 针对以某种标准的、可预见的方式重复导致的营养不良来采取社会保障是可能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生存权利到底是不是不能像安全的权利那样，被看做是一种积极权利呢？我们事实上真的发现了一种具有重要性的比较点了吗？不。对生存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见其后果的人类行为。
[17]

 像我们试图假定的，面对安全的剥夺，人们感到残忍，而面对生存的剥夺，人们感到冷酷，人们事实上需要获得对两者同等程度的保护。对保护人们免于那种冷酷的生存权利的制度和实践的涉及、建立和维护，和对那些针对个人的控制暴利犯罪的计划的措施，同样积极。要说这么做是更现实的或者更经济的，这一点并不明显。尽管我怀疑是不是有人真的了解，不过，对这两者一起加以追寻看起来更为有效力和有效率，这一点很容易被想到。没有哪一个是看起来简单、便利或者“消极”的。

这个种花合同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要的，因为，它在一个非常简略的层面上典型地说明了今日世界上那些贫穷、疾苦并且遭受着以“经济发展”为名实则降低了自己生活标准的威胁之苦的人们正在面对的问题。不仅如此，它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描述了生存权利最为关键的一个事实，即生存取决于像食物这样的基本供给品的不断供应，供给的改变经常以价格效应为中介方式成为对一个人的生存能力产生间接的、但是可预见的和破坏性的影响。供给的概念或许会使一个本可以自我支撑的人成为无助者，并且，如果不针对这种改变设置一些保护措施的话，那个人可能会陷入营养不良、甚或是死亡的威胁之中。其他人可以通过控制关键资源（比方说土地）的办法，对一个人自我维持的能力造成伤害。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是那些否认说个人或组织有义务向那些无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资源的人提供必需品的人，也必须承认，政府应当担负起保护人们的自我维持能力免于被他人行动破坏的社会义务来。如果这种保护措施被设置起来，那么此后就不是非常需要为那些人提供供给品以作为他们遭受剥夺之后的补偿了。

导致我们讨论的情形中那个后果的，是当地关键供给品的稀缺。在那些食品供应充足到即使供应量有些缩减但价格并不会有重大波动的地方，人们不用遭受食品方面的任何可怕后果就可以将数千英亩的土地从食物转种花束。但这并不能否认说价格上涨具有攸关生命的重要性，因为在今日世界，至少大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是非常有限的。充裕的供给有时候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掉那些本来可能会出现的重大后果，然而，吃紧的供给（特别是收入和财富都比较有限的背景底下）有时候会将可怕的后果传导给那些贫苦的人。

在一个关键供给品稀缺的背景下，一个人仅仅关切自己的事情，这是极其困难的。认为自由主义的第一戒律（所谓“无干涉”的自由主义原则。——译者注）总是应当得到遵守的想法其实是一种幻觉。严重的稀缺情形使人们必需关注彼此之间签订的契约，破坏了几乎所有的个人可以操控的领域，并且迫使人们相互掣肘以便存活下来。稀缺性所带来的悲剧，除了它本身所带来的剥夺之外，还在于它实际上意味着一些人的所得是以另一些人的所失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形下，一些人必须要针对他人采取行动才行，因为供给品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在食物充裕的情况下，决定改种花，可能一点害处没有，而且完全可能会造福整个社会。不过，在由于肥沃土地的稀缺而导致的食物稀缺的情况下，改种花的决定虽非恶意，但却会引起死亡，除非存在社会性的保障来确保适当营养的供给。在食物稀缺情形下，对生存予以社会性保障的要求和我们在私人事务中所鼓吹的免于干涉，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关于经济剥夺的两个论题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真实情形，就是目前数目可观的拉美国家所遵循的一种经济战略。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战略方面的事情，它有别于那种假设的、但很典型的种花协议的例子。而且，就经济决策和所导致的对生存的剥夺后果之间的准确关系来说，事实情形也与之有所不同。为了准确地鉴别这种关系，在考察对那个情形的描述之前，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区分。

“系统”剥夺（由于一些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导致的剥夺）这种类型的剥夺，在种花合同那个例子中大概算不得是综合性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剥夺，或许是（a）偶然的（甚至是不可预见的）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那种不包含剥夺因素的经济体制所修正；或者，也或许是（b）固有的（或许还是可以预见的）和可以被一个仔细加以采纳和实施的经济计划或政策所接受（无论它是不是积极地可欲的）。在前面说到的情况中，它们不是系统性的，但是就像我所指称的那样，它们是偶然的
 ；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它们是综合性的，或者，用我的话来说，是本质性的
 （包含在导致它们产生的战略来中的一个本质要素）。

那种说特定的剥夺是偶然的论题，看起来是为常识所容的解释，尽管我们并不经常根据这种去做明确构想。比方来说，有识之士知道，“巴西奇迹”是以数量庞大的最为穷困的巴西人生活严重恶化为代价取得的；伊朗的“白色革命”在减少营养不良和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方面成效甚小；马科斯总统兼总理的“新社会”计划也犯有同样的错误，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
[18]

 不过，如果一个人假设说，那些决定经济战略的人如果是合乎情理和出于好意的话，人们大概可以推测说，这些在处理大多数无助者的基本需要时反复出现的过失，尽管具有规律性，虽说是不幸的，却只是本质上仁慈或者明智的经济计划的不可预见的后果而已。

另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可以推论说，持续出现的剥夺情形是固存于所采用的经济战略之中的，而这就将导致第二种论题：剥夺的持续对于经济战略来说是其本质的一部分。由于这个论题看起来不太令人熟悉，我必须援引一个有些冗长的例子。因为这个特殊的公式是由分析家理查德•费根发明出来仅仅应用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的（当然，除了古巴，因为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存在许多不同），一个涉及本质性剥夺的论题就将自然地因为非洲、亚洲和世界别的地方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改变它们的公式形式。因此，下面说到的只是第二种论题的一个好的例子，仅仅是从一个地区的情况中具体加以提炼的。


拉丁美洲的经济总体增长在过去十多年中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该地区的人均收入现在超过了1 000美元……

总体而言，有关收入分配和社会平等的事实情形是令人震惊的。该地区50%的人收入低于200美元/年；三分之一的人收入低于100美元。总人口中占据最高的5％位置的人控制了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对工业化和出口主导的增长的强调几乎在每一地都导致和加剧了对农业的忽视——至少是用于国内消费的作为基本食物来源的农业……

与收入分配和社会平等问题相关的是失业问题。在一些国家，三分之一以上的适龄人口不能找到任何种类的工作……

这种发展反映在结构上就是巨大的外部欠债。目前的估计是，该地区国家现在光是在公共和公共性保障方面的欠债接近800亿美元……

拉美模式在经济发展和监管中无处不在。通常，主要的债权国、重要的国内投资者、外国资本的主要合伙人，同时也是从工资到进口量的所有规则的制定者。国家资本主义肆虐于拉美地区，甚至是宣称要让市场力量最为自由地发挥作用的政府，事实上都在一以贯之地采取干预行动来推动建立一系列的规则使得“自由市场”能够在其上运行起来。

对拉美发展模式的上述描述对于理解当代权威主义的本质来说大有裨益……两者的关联相当复杂，不过这种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将会采取的公共政策。债权人要求被给付美元或者其他国际货币。国际财政制度主要考虑的是债务国的支付平衡。出口的剧烈增长（据说这是打到更可喜的平衡和偿还债务的最好方式）在短期很难实现。资本流入的剧烈增长在短期内也是很难实现的——除了更多的外债。

这就导致了进口对于那些坚持坚挺货币政策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悲剧。不过，为了削弱进口（或者至少是那些对于统治精英、经济监管者和大部分国营或跨国企业来说最不重要的那些产品的进口），大众消费品就被严格加以限制了。由于配额和补贴被视为是不恰当的政策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要想限制消费者的需求，就必须在劳工的实际购买力上下手，即增加失业。

随着政府开支的缩减（典型地是在公共劳动和用于增进福利的补贴方面），比例巨大的经济负担因而就传给了劳动阶层。在一个通胀的经济环境下，这种负担会越来越大。毫不讳言的是，政治表达存在的可能性越小的那些地方，这种转移机制就越难以松懈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由个体工人和组织组建的工会的压制，对于那些负责监管经济和海内外盟友利益的人来说。就是“必要的”了。

持有那些论题的人或许也可能会赞成像巴西、乌拉圭、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这样的国家为了建立和维持对劳工运动的控制力、确保工资水平低于通胀速度而采用这种极端而野蛮的措施。或许一些人还会乐观地预测说，一旦采用了最极端的措施，那么那种控制力看起来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略有松动。不过，保持最起码的坦率，我们都可以说，在身体和财政两个方面的压制措施都可以被视为是目前在拉丁美洲国家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人权在这样的环境中毫无公正可言……

拉丁美洲国家所出现的情况（实际上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也有苗头），是一种当今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曾经历过的政治经济模式，毫无历史先例可循。由于缺乏一个更为简要的术语，我们只得把这种模式称为是野蛮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意味着，国家实质性地干预了经济，但是政府政策试图强化而不是柔化或者改善收入不平等、阶层分化和地区不平衡。
[19]





我认为，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剥夺有时候是偶然性的，也有时候是本质性的，并且，人们也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两个论题各自都适用于所有情形。每一个大陆、或者说每一个国家、甚至是每一个地区，都必须根据它的具体情况来加以分析。不过，相当清楚的是，目前谈到的地区包括了许多费根称之为“野蛮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中，人们被他们政府所选择的经济战略剥夺了生存（以及自由）的权利。

在此处简单的理论探讨中，我显然不能试图去论证说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对生存的剥夺是本质性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偶然性的，尽管我已经在前面提到的那些例子中对此有所提及。野蛮的国家资本主义只是本质性剥夺战略的一个显著原因，对于我们来说，此处的关键在于区分本质性剥夺和偶然性剥夺这两个概念，至于对两者的细节性解释则可不予探讨。特别是，我们将在第七章具体针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加以探讨时，将关键性地延续对两种解释类型的剥夺所做的区分。在大多数情况中，对政策加以讨论必须要对剥夺的起源加以说明。一个致力于本质性剥夺的政府，即那些遵循了对生存权利的剥夺是固有于其中的经济战略的政府，甚至连履行任何避免剥夺的义务这起码的一点都做不到。这种对生存权利的系统违背肯定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政府，实际上成为它的人民的直接威胁，人民有权利为了自我防卫而抵抗这种政府。

我们刚刚讨论了在拉丁美洲国家存在的野蛮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真实情形，探讨了它们的固有的本质性剥夺的宏观战略，也讨论了那个村庄种花合同的假设情形，探讨了一种受到本质性剥夺战略的鼓励的那种合同，以为论述说有关生存权利像所有经济权利一样是积极权利（因为对这种权利的践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向人们提供像食物这样的供给品的行动构成的）这个哲学论断提供一些不十分精确的说明。我希望这些例子能够很清楚地说明，对生存权利的尊重并不总是涉及向人们提供供给品的事情，而是涉及在防止人们在供给品方面受到剥夺或者在种植、制造或购买供给品方面受到剥夺这类情况的发生。预防这类剥夺将确实要求我们称之为积极行动的那些东西，特别是那些保护性和自我保护性的行动。不过，这种针对剥夺生存权利所设置的保护性措施在所有主要的方面，跟那种针对身体安全权利或者其他权利所设置的保护措施一样，有点偏向于常见的消极/积极二分法的消极方面。我相信，那种认为说在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间设置的二分法具有道德重要性的观念，其在智识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就像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那样，逻辑假定2是错误的。在考察安全权利和生存权利时，我们所设想的情形根本就没有表达出那种二分法的意义来，也就是说，逻辑假定3和逻辑假定4也是错误的，但后面这一点还需要加以澄清。

预防、保护和援助

确实，有时候，践行一项权利是要涉及向那些权利拥有者提供供给品的，但也有时候并不涉及提供供给品的问题。消极和积极权利二分法难道没有模糊掉一些真正的东西吗？这里真的不存在一些值得做出的区分吗？

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两者确实存在一些区分，不过，这种区分并不是对权利的区分。这种有用的区分，乃是对义务的区分，而且，在义务和权利的种类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匹配关系。每一种权利的完全践行涉及对多种义务的履行。我相信，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具有重大的实践含义，尽管我们在本书第七章才会探讨这种含义。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对三种不同类型的义务略加探讨。最简单不过地说，我所提到的观点和常见的认为一种权利只对应一种相应义务的观点大为不同，并且，我认为对于每一项基本权利来说（并且也是对于别的权利来说）都存在三种类型的义务，如果基本权利要想得到充分尊崇的话，所有类型的义务都必须得到履行。不过，也不是所有类型的义务都必须得到相同的个人或制度的履行。后一种观点开放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对于不同情形归于不同的义务，而且，或许还可以使得在探讨生存权利及其相应义务所面临的困难有所缓解。

因此，我要论述说，对于每一项基本权利，有三种类型的义务与之相关：

（1）预防剥夺的义务。

（2）保护人们免于剥夺的义务。

（3）援助受到剥夺者的义务。

或许，我们将这几点放到更为令人熟悉的基本权利、比方说身体安全权利（那种不受折磨、杀戮、凌辱和攻击的权利）之中，就很容易加以理解了。对于一个人的身体安全权利来说，存在三种相应义务：

（1）不得消除一个人的安全的义务——预防
 剥夺的义务。

（2）针对他人采取的对安全的剥夺行为设置保护措施的义务——保护
 人们免于剥夺的义务。

（3）为不能够自我保护的人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援助
 受到剥夺者的义务

类似地，对于每一项生存权利来说，存在着：

（1）不去消除一个人仅有的可以采用的生存方式的义务——预防
 剥夺的义务。

（2）针对他人对一个人仅有的可以采用的生存方式的剥夺而设置保护措施的义务——保护
 人们免于剥夺的义务。

（3）为那些不能依靠自己获得生存的人提供帮助的义务——援助
 受到剥夺者的义务。

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么那种常见的观点，即，权利可以被区分成容忍的权利（所谓的消极权利，比方说一些权利的相应义务仅仅是要去预防剥夺、避免剥夺）以及援助的权利（所谓的积极权利，比方说一些权利的相应义务仅仅是去开展援助），完全是误导性的。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广泛存在于当今北大西洋理论界中，而且，我认为，更为有害的是那种对其不加批判地广泛接受。要根据预防、援助和保护而加以区分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并且——这也是关键问题——每一项基本权利都涉及所有三种类型的义务。那种试图将权利而不是义务区分为可容忍和援助（以及保护，它通常与预防混淆在一起，因为保护部分程度上、且仅仅是部分程度上，是对预防的一种执行）的做法最终只能引起理论上的混乱。

要想完全保障任何一项基本权利——无论它看起来有多么“消极”，就必须充分履行三种类型的义务。举例来说，那种看起来最“消极”的自由权利，需要社会去采取积极行动来保护它，也需要在预防和保护都失败的情况下，社会采取积极行动来恢复它。就像我已经提到的，这绝对不意味着说，所有三种类型的义务每时每刻都会同时出现，或者如果同时出现的话具有同等程度的强度。我相信，这里谈到的对义务的三重区分完全是一般性的，但是，我下面将会集中论述一下生存权利的相应义务问题，即生存义务。

三重分析的一般性

或许，在对与我们大多数人都十分关切的权利——生存权利相关的三重义务做细节分析之前，简单探讨一下一般性问题也是大有裨益的。显然，我们可以按照递进的顺序表述三种程度的一般性：

所有的生存权利都涉及三重相应义务。

所有的基本权利都涉及三重相应义务。

大部分道德权利都涉及三重相应义务。

我认为所有这三个论题都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我相信，本书余下的部分可以为所有三个论题提供重要的支撑。不过，自然地，这种支撑对于第一个论题来说是最彻底的，对于第三个论题最不彻底。很大程度上，我不打算对这个问题做出深究，因为我现在关注的唯一问题，只是要去确立生存权利的优先性问题，也就是说，要确认说这种权利和所有其他基本权利一样具有优先性。因此，严格说来，这个论证只要在论述生存权利问题时做到彻底就可以了。不过，相对严格的观察也是应当保持的。

一方面，这里所提到的论证，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论证，而不是相反的。这并不因为我假设说一般的权利也涉及生存权利所涉及的那些义务（或者说三重义务）。就像我将要做的那样，我将探讨生存权利，并且论述说它们完全可以在承认三种相应义务的基础上得到说明。同时，我将着眼于安全权利和自由权利，就像我在第三章中所做的那样，并且再次论述说对它们的恰当解释涉及所有三种类型的相关互联的义务，我因此会指出说，至少是所有的基本权利，在分析其相应义务问题时，都要作三重理解。

另一方面，给予对这三种权利的细致解读，我确实打算论证说，那个最具一般性的论题在分析性上也是正确的，即任何权利，如果它不涉及三重义务的话，那么就都可以被视为是例外。如果我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对权利的那种说明能够得到严格界定，那么我这么说就是很恰当的。如果一项权利对一种可以获得辩护的要求（也就是说，对权利实质内容的享有需要得到社会针对标准威胁而设置的保障性措施的保护）提供了合理性基础，那么，一项权利也因此对坚持履行那种预防、保护和援助的义务提供了合理性的基础。这种图景对我来说适用于道德权利的所有标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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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一些人能够为这种一般化措施（从基本权利的义务到一般性的道德权利的义务）的最后一个步骤提出清晰的反例，不过，我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如果我们承认说在非基本权利的领域内缺乏相应义务的权利不至于会削弱一般性权利的价值的话。

生存权利

第一种类型的生存义务既不是提供帮助的义务，也不是去针对由第三方引起的伤害行为而提供保护的义务，而是那种可能最明显的“消极”或者被动性的义务，即在这种行动对于满足他们的基本权利来说不是必需的，或者那种威胁方式仅仅是一种现实的东西的时候，仅仅不去采取可能会引起对他人的剥夺的行动的义务，以满足他们的生存权利，或者使他们获得满足自己生存权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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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剥夺的义务仅仅要求一个人在从采取一种对他人来说是破坏性的行动以满足自己的一种并非必需的收益时受到限制。

预防剥夺的生存义务（第一种类型）和保护人们免于受到剥夺的生存义务（第二种类型）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直接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被认为会志愿地履行预防的义务，那么保护义务就是不必要的了。不过，由于假设每个人都将履行自己的预防义务是很天真的，并且，由于其他人的生存实际上处于危险境地之中，因此，一些人或制度必须要承担起迫使预防义务得到落实的义务来。因而，保护的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迫使预防对他人的生存方式产生破坏性的行为发生这一第一位义务得到落实的第二位义务。就这个意义而言，是可以把那种迫使父母承担起不得让其孩子忍受饥饿的义务与警察的义务相类比的。

在许多社会中，履行那些强迫履行第一位义务的自然制度，是政府在某种层次上的执行分支，它们代表社会成员开展行动，而不是代表那些违背此等义务的个人或制度开展行动。到底该由哪个层级的政府担负起这个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随着具体社会的不同还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对于伤害来源于一个跨国公司的情况而言，当地政府甚至多地政府就需要提供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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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显然，如果避免剥夺人们的最后的生存手段的各种各样义务能够获得严肃对待，那么就必须以人道之外的理由来提供一些措施来迫使这一义务得以执行（因为按照人道的理由的话，这一义务不能得到执行）。或许在某些第二位的保护义务的情况下，作为触发者的非政府性的强力制度是值得考虑的，但是，第一位的义务通常是那些受威胁者自己国家的政府所应当承担的。避免自己社会的某些成员不受其他成员、制度或者由于两者的互动所施加的不可修复的伤害，通常被视为是政府的核心职能。很难设想的是，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执行好这项职能，那为什么人们还要关注那个政府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呢，如果忽略那些要求对于人们来说是安全的话。

援助的义务（第三种类型）本身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在此只讨论其中一种。至少存在三个子类型的援助义务，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这样一个要求：将资源让渡给那些不能为自己的生存提供条件的人。第一种援助的义务与特定的角色或者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只与处于特定角色或者关系之中的人有关，只指向那些直接涉及这些角色或者关系之中的其他人。如父母对自己年幼的孩子的各种义务，以及成年的孩子对自己已经年老的父母的各种义务。这种相对比较清楚的义务也会带来一些重要的问题，比方说为无助的幼子或者无助的老人提供食物的义务，不过，我在此不打算对这些并不具有普遍性的义务说得更多。当我说它们不具有普遍性时，我的意思是，尽管所有的父母通常都对自己的孩子担负某些义务，但是，没有哪个小孩可以获得辩护地宣称说，所有人，或者甚至所有的父母，对自己担负有此类义务。所有人或许确实对小孩子有其他的一些义务，包括具有普遍性的义务，也可能包括下面将要提到的那两种子类型的援助义务。

第二种子类型的援助义务和第三种子类型的援助义务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造成援助成为一种必须的事情那种剥夺的起源。在第二种子类型的援助义务中，剥夺是疏于执行避免剥夺的义务和保护人们免受剥夺的义务的结果——某些人采取了一些会导致其他人最后的生存手段被消除的行动，而对此负有义务的政府不能保护那些牺牲者。因此，援助的需要是早前两重义务都没有得到执行所导致的后果，牺牲者既是被其他的人行动所伤害的，也是被对其他人行动的忽略所伤害的。

在第三种子类型的援助义务中，剥夺不是疏于执行某种义务所导致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剥夺是“自然的”，也就是说，那些人所遭受的剥夺不是主要由他人所引起的。自然剥夺的最明显的情形如飓风或者地震这样的自然灾难。当然，比方说，如果伤害是由于气象局或者民政组织不能及时预警而疏于职责的话，那情况确实就有所不同了。不过，在不受争议的那些主要情形下，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指责，我们熟谙此情，即使真实情况并非我们所乐于相信的那样。

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或者获得必需品所需的资源的供给稀缺的时候，类型一和类型二的义务在重要性上就有所增加了。仅仅执行类型一和类型二的义务在世界上某些较为贫困的地方已经带来了剧烈的后果，在这些地方，大部分人都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两种生存义务的重要性，他们共同致力于阻止剥夺的发生。但是，比方说，消除一个人获取食物或者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现实的手段，就是在引发那个人遭受营养不良的伤害，甚至是引发那个人由于饥饿而死亡。当引起的是身体伤害而非死亡的时候，就其结果而言，消除获取支撑品的唯一手段，和通过身体攻击而违背一个人的身体安全，是一样严重的。营养不良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可能是不可挽回的，并且比一次袭击在事实上对身体造成的影响要更为明显。而当引起的是因饥荒而导致的死亡时，消除获取支撑品的唯一方式的最终影响，恰和谋杀所带来的后果一样，那些自身生存面临着不能逾越的障碍而无能为力的人，比起那些面临着身体安全遭受威胁而无力还击的人来说，处境要糟糕得多。那些无力还击者至少能够保证自己继续活下去，如果他们获得了针对那些威胁性攻击的保护的话，此外如果保护措施得到落实，他们仍可摆脱困境。但是那些营养不良的人，如果被不管不问的话，即使他们得到了针对有所威胁到其安全的袭击的保护，他们也将会由于缺乏生存手段而死亡。用科尔里奇的话来说，他们将“慢慢死去，以至于没人能称之为是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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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对安全的剥夺和对生存的剥夺之间的差别也要得到注意，就像已经提到的那样。通常，在通过袭击或者谋杀的方式违背身体安全时，人类行动者的核心意图确实是带来或者至少是包括了带来牺牲者的身体伤害或者死亡，尽管一个人自己也可能反过来受伤或者被杀。对于消除身体生存的手段的那些情形来说，人类行动者的核心意图至少有时候是着眼于他或她的行动的其他后果，比方说像持续增加的收入的安全，这些收入来源于一个多年期养花薪金合同而非一个种植粮食作物的不稳定的年度计划。对牺牲者造成的伤害或许完全是无意的。这两种情形中意图上的差别毫无疑问地与评价在两种情形中部分地引起了伤害的两个人的道德境界（moral stature）相关。但是，对于两个牺牲者来说，故意的身体伤害和无意的身体伤害之间的差别无关痛痒，因为两种情形中的行动的伤害性是一样的，而且或许在非故意情形下造成的伤害还更大一点。

然而，将“作恶者”的声名指派给剥夺生存情形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群体，看起来都是武断的。这类剥夺事实上是“综合性的”——个人行动和社会制度的联合作用导致了那些后果，没有哪个人哪个制度本身是引发那种伤害的。但是，即便这种说法成立，也不意味着说，没有人对此负有义务（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为此负责）。我们从中所能得出的乃是要在避免剥夺的义务和保护的义务之间做出区别，这种区别在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清楚，但是在具体的现实中相当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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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限制和制度保护之间的区分可以按照几种可接受的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发挥作用，究其细节，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出本文范围，不过在两种类型的义务之间，个人不应当由于所有自己本人希望存活下去的他人的（故意的或者非故意的）行动而遭受剥夺。

然而，这意味着，保护的义务不仅仅是一种用于施行避免剥夺这一第一位义务的备位性义务（第二位义务）。这种义务仅仅是施行避免剥夺的义务的第二位义务。但是，保护的义务也围绕着社会制度的设计，这些社会制度也承担着避免剥夺的义务，这一义务的执行也必不可免地需要一些超人的品质。在最初的那个种花协定的例子中，一些人会判断说，那些受到邀请去生产粮食作物的农民，在那种假设的环境下，能够合乎情理地预期到这么做的后果，并且因此受到限制。但是，不预期他们拥有对于预料到那些后果所必需的信息和理解力，也不预期他们会选择不去降低自己的不安全性，大概更现实一点。当然，很容易构建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一个个体是不能合乎情理地被预期说能够进一步地知晓行动可能具有的坏的后果，或者能够权衡好那些坏后果和自己所处的那种不确定的情势下所获得的改善之间关系。
[25]



对于这类个人限制甚多的情形来说，保护的义务包含了那些不依赖于那种不合情理的水平的个人自控的法律和制度的设计。不过，一个行动的不道德不等于它就是不合法的。使得一个行动不合法的理由中最可能的一个是它带来了像剥夺某个人可用的最后生存手段那些基本的伤害。在完全禁止一个行动和完全宽容一个行动之间，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步骤，比方说像针对那种可能会导致对他人生存的剥夺的行动征收用以降低其激励性的税收，以及征收用以建立经济安全新源头的税收。社会制度必须被设计来使得普通的人类存在者（他们既不是圣徒也不是天才）彼此之间的严重伤害降到最低限度。

因此，总结起来，我们发现，一个基本生存权利的执行至少涉及下列义务：

（1）避免剥夺。

（2）保护人民免于剥夺：

①通过执行（1），以及

②通过设计能够避免产生违背（1）的强烈动机的制度。

（3）援助被剥夺者：

①他们是一个人特殊义务所指向的。

②他们是社会属于执行义务（1）、（2）①、（2）②而造成的牺牲者。

③他们是自然灾难的牺牲者。

义务的系统相互依赖性

一项基本权利的执行（并且，我认为，也包括大多数其他道德权利的执行）要求某些个人或者制度执行这三种一般性相关义务的每一个方面。避免剥夺的义务可能最不成其为基本的，因为保护的义务是避免剥夺的义务得以执行的条件。比方说，即使各个个体、各个组织以及各个政府由于疏于履行他们相应的避免剥夺义务因而倾向于违背安全的权利，由相关者（一般是一个全国性政府）对保护义务的有力执行可能会产生出与避免剥夺义务相一致的那种行为。不过，依赖于保护义务而非避免剥夺义务，将导致过度地依赖类似于警察这种国家机器，而不是个人、公司、基层政府的自我约束。因此带来明显的缺点，即使警力事实上能够恰当地迫使一个总体上来讲有点不情不愿的社会履行避免剥夺的义务。不幸的是，用于保护的巨大权力同样可能是用于剥夺的巨大权力，这一教训甚至在那些独裁者利用警力时也不得不汲取。

由于避免剥夺的义务和保护的义务联合起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预防剥夺，因此刚才描述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反例：如果每一个应当履行避免剥夺的义务的人都能够尽到其责，那么执行保护的义务可能就是不必要的了。法律执行机构在一个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受到约束的社会中或许可以解散。但是，尽管完全依赖于保护的义务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不可欲的，在保护义务连最低程度上的执行都缺乏的条件下，坚持一种完全依赖于避免剥夺的义务的安全，是不可能的。那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潜在牺牲者受到了保护而将志愿地避免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可以是优势的剥夺的组织和个人，就不能被预期会以和他们的潜在牺牲者不受保护时一样的方式开展行动。

因此，关于避免剥夺的义务和保护的义务的一般结论就是，第一，严格地说，任何权利的保护都必须充分地落实其中一个义务；第二，出于所有实践上的目的，必须坚持同时落实两个义务。因为完全依赖于其中一个义务可能都是既不可行的，而且，就保护的义务而言，也几乎肯定是不可欲的。

我们的区分是建立在对义务有一个自我约束和他人约束（像警力）的区分的基础上的，这种区分将显然会对那些生活在此类社会体系中的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我只打算提请注意一点：不管避免剥夺的义务还是保护的义务，只要其中一个被解释得过于狭窄，那么，另一个就因此会变得格外地没有现实性。比方说，如果一个政府在践行它的保护义务的时候，不能对设计用来保护人们免于营养不良的农业综合企业加以约束，那么对营养不良的预防就因此会取决于农业综合企业的自我约束。但是，很多证据显示，个别的农业综合企业不乐意或者不能够承认他们在土地利用、地方信贷、水和其他资源方面的决策会对营养方面产生影响。如果农业综合企业生产的是出口作物，或者如果它是在其人民的营养水平被轻易地视为是不具有相关性的国外投资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一个特定类型的公司已经试图证明说它是没有能力去放弃会导致营养不良的计划，在这个时候，依赖于那个公司的自我约束是一个很蠢的想法，政府必须担负起保护那些无能为力的人的义务，以抵抗那个公司的活动——不管是本地政府还是公司母国政府，那些政府必须担负起他们的保护的义务。另一方面，如果那些公司能够约束自己，那么政府对他们的约束就要少很多。如何来解决这两相消长的问题，虽有困难但却重要。我目前要说的仅仅是，两种义务的触发者肯定有一个要担负起避免剥夺的职责，如果存在一种不被剥夺的权利的话。那个将其自身的作用解释得过于狭窄的一方（如果它事实上有力量去采取行动的话），和自己将自己解释得过于宽松的一方一样，都有可能导致在解决违背权利方面毫无作为。

然而，就像我已经暗示的那样，保护的义务不应当被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法律强制机构、规制机构或者其他紧密相关的机构对其加以维护。保护的义务一个主要的和更具有建设性的方面，是设计出不会超出各个个体和组织（包括私人公司和国有公司）的能力的致力于限制它们自身的社会制度的义务。保护的义务，不仅针对着那种警察可以加以预防的剥夺的紧迫威胁，而且也针对着需要设计有前景的立法机构和长期计划以便加以处理的那种长期性的威胁。
[26]



不过，正是援助的义务才经常具有最高程度的紧迫性，这是因为，这些义务通常是亏欠于那些正在遭受由于避免剥夺的义务和保护的义务得不到落实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后果的人的，也就是说，这些义务是（3）②类型的义务。这些人将完全被剥夺掉自己的生存权利，如果他们不能获得援助的话。当然，这种较大的紧迫性并不意味着援助的义务在根本上就比前两种类型的义务更令人信服，不过，正是特别针对援助的义务，那种抱怨说与生存权利一致的相应义务提出了负担过重的要求的观点，听起来才具有一点可信性。要注意到，就避免剥夺的义务和保护的义务得到执行的情况而言，援助的义务并不会带来什么过重的负担，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保护的义务没有得到恰当而充分的执行，那么援助的义务就是要求过高的，并且看起来有点不具有现实性，就像今天许多人看到的那样。如荷兰殖民帝国不能保护爪哇人免于荷兰人的农业出口计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人所面临的营养问题才会在许多人看来几乎是没法获得解决的事情。
[27]

 荷兰殖民政府在履行保护义务方面的严重失败（或者甚至是在避免剥夺的义务方面的严重失败）事实上导致的是永无止境的援助义务。这些义务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就该落在那些迄今仍在从当年的殖民活动中受益的荷兰人身上。但是，不管谁才是援助义务的恰当的承担者，这些义务的重要性已经因为荷兰人以前对那两种义务的保护不力而扩大化。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再回到这个困难的问题上来：如何去配置援助的义务，特别是在（本书第六章）这些义务跨越了国界的情况下。

不过，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对相应义务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某种对权利的说明所要求针对标准威胁而采取的社会性保障的更有细节性的探讨。一个合乎情理水平的社会保障必须避免剥夺、保护和援助。提供这些东西来落实生存权利可能有时候有点要求过重，特别是这些任务是在历史上对基本权利有所忽略的地方试图重新得到落实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就像消极/积极区分的鼓吹者所宣称的那样，对于生存权利相关的义务的执行将总是、或者通常是更为困难的、更耗费成本的、更不具有实践性的，或者更难“指派”的。而且与生存权利相联系的各种负担也并不必然落在那些彼此孤立的个人头上（这些人将被预期会出于不对他人产生威胁的缘故而平和地放弃自己的各种优势），而是主要地落在各个人类社群的头上，这些社群可能会相互合作以设计出某些制度，在这些制度的保护下，那些超出其解决能力的威胁力量断然不会出现。尽管有时候我们采取“第三方帮助第一方针对第二方”这种说辞看起来也不失有用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情势改变的时候，义务的第三方触发者也可能变成权利的第一方触发者。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处在权利/义务的某一面而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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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nry Shue，Basic Rights：Subsistence，Affluence，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本文是该书第二章。——译者注）

[2]见该书导言。

[3]这一观点在当下政治语境中的一个有力重申，见Hugo Adam Bedau，“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Assistance Programs”,in Human Righ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ed. by Peter G. Brown and Douglas MacLean（Lexington，Mass：Lexington Books，1979），pp.29-44；也见Charles Frankel，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Headline Series No. 241（New York：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1978）,pp.36-49.在此处，Frankel探讨了一种“基本权利的适度清单”，这一清单明显地将经济权利当做“危险的乌托邦思想”加以排除。这一总体上的区分，目前得到了重申，见Thomas Nagel,“Equality”,in Moral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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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don：The Bodley Head，1973），chapter VIII. 一个试图说明积极/消极区分与经济权利相兼容这一观点的有趣尝试，见John Langan，“Defining Human Rights：A Revision of the Liberal Tradition”,Working Paper（Washington：Woodstock Theological Center，1979）. 一个对“消极责任”的富有挑战性和相关性的讨论，见Bernard Williams，“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in Utilitarianism：For and Agains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p.93 ff.

[4]自然地，我所采用的对安全和生存权利的基本地位的相同论证至少也是对Ⅰ（b）的一个间接挑战。然而，此处对于Ⅰ（a）（这个论题是说，生存和安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并不构成任何问题。一般性地赞成我有关生存权利是基本权利的基本论的人，有时候又试图通过简单的说明来得出结论说安全和生存之间并不存在着具有重要性的差别。举例来说，如果人们说安全和生存对于幸存于世来说都是需要的，并且因此它们两者都存在于幸存的权利或者生命权之中，那么这一说法是正确。尽管我绝不反对这一推理，但是，它确实具有三方面的困难，而这些困难，我相信可以被我所提供的更为迂回的论证所避免。第一，如果有人非得说无法在安全和生存之间划出一个清晰有用的界限，那么这肯定是不对的，事实上，我的论证完全可以将两者划分开来。第二，对一项包含了生存权利的一般性的生命权的论证看起来需要一些逻辑假定，因为生命权至少会带来某些生活方式权的问题。因此，它们面临着同样“太过强烈的弱点”——由于强调了人们很难接受的东西而损失了可信性——这一弱点恰是我们在第一张的结尾处所试图避免的东西。一项对生活方式权的论证或许可以通过采用对生命的标准威胁的概念而掠过问题本身，就像我们采用一种对雇佣权利的标准威胁概念一样，但是，这种做法并不会从根本上缓解问题。第三，一项生命权的概念现在深刻地受到对如下问题的模棱两可的关切的影响：它到底是一项纯粹的消极权利还是一项纯粹的积极权利？或者，就像我将引入安全和生存后所说的，它到底是不是具有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一种混合体？对于许多人来说，诉诸生命权看起来取决于将其视为本质上是一种消极权利，而只有在具有积极因素的情况下，它才能充分地包含各种各样的生存权利。

[5]我认为人们只能在费尽周章地罗列清楚它所需要的所有假定的情况下才能证明这一论证具有可信性。罗尔斯对自由的优先性的论证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见John Rawl，“Liberty and Self-Respect”,Ethics
 ，85:3（April 1975），pp.195-203.

[6]针对Ⅲ以及针对这样一种思想，即，公正地失败的权利或者不受折磨的权利，两者必有一个属于“根据义务的诸种权利”中的消极权利，见Brown and MacLean，pp.65-81.我也已经直接针对前提Ⅱ（b）的观点做出了论证，并且简要地介绍了对本章最后各节中将出现的对各种各样义务的说明。我的目标（我毫不怀疑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是要对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做一个明确的讨论，这项工作可见于Gerald C. MacCallum，Jr.“Negative and Positive Freedom”,Philosophical Review
 ，76:3（July 1967），pp.312-334.这是一篇极好的文章。

[7]在别的地方，我已经简略地质疑了在行动/忽略之间的那个区分的道德重要性。进一步的讨论，见Judith Lichtenberg，“On Being Obligated to Give Aid：Moral and Political Arguments”,Diss，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78.

[8]1975财年，美国用于“刑事正义体系”的成本是170亿美元或者说人均71美元，见New York Times
 ，July 21，1977，p.A3. 在很多国家，年均总收入都还达不到人均71美元。显然，这么一种孤立的统计数据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是它们毕竟具有启发性。它们说明了为这种假设为消极权利所提供的成本并不必然要比为某些被假设为积极权利所提供的成本小。同样并不明确的是，身体安全并不会优越于Frankel所称的那种“实际可支付性”测试（45）以及Cranston所称的“实践性测试”（66）。关于Cranston对后者的使用，见chapter 4.

[9]“因此，我认为，拥有一项权利，就是拥有某种东西，对于这种东西，社会应该保护我对其的占有。”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Co.，1957），p.66.

[10]在日常语言中，“让我独处一会”和“针对那些将会让我独处的人而保护我”之间显然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别，不过，此处所说的并不与这种日常语言有关。我的论点是，人们只要不是已经接受了最少政府的说辞，就自然而然地并且合乎情理地根据自己所享有的安全的程度来考虑问题，他们将做理性范围内所必需的所有的事情，并且将认识到除了限制潜在的谋杀者或者施暴者之类的人的行动（这种限制将促使他们对自己施加以约束）之外，还有许多事情是必需的。我当然并非假设说既存的政策和惩戒制度对于安全的社会性保障来说是最好的形式，我只是假定说，更为有效的制度大概至少会同样地复杂和代价高昂。

[11]因此，就像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一项生存权利的彻底实现不会涉及要求提供任何事实上的援助，而仅仅要去避免剥夺和针对剥夺而提供保护的义务得到落实。

[12]有关欠发达国家的文献事实上充斥于具有所谓的假设性情形的基本特征的真实情况之中，我已经简略地呈现了对一个常见模式的大致分析。大多数故事是以关于跨国公司直接铲平生产当地穷人所需要消费的食物的土地这样的“恐怖故事”的形式出现的。见Robert J. Ledogar，Hungry for Profits：U. S. Food and Drug Multinational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IDOC，1976），pp.92-98（Ralston Purina in Colombia）；and Richard J. Barnet and Ronald E. Muller，Global Reach：The Power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4），p.182（carnations in Colombia）. 涉及一个庞大的地区性大牧场的例子，见Shelton H. Davis，Victims of the Miracle：Development and the Indians of Brazil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在一个相当的程度上，墨西哥在过去四十年中所奉行的长期发展政策至少有三十年是在采取剥夺农村贫困人口维生的食物来换取其他作物的更大产量的模式的——极其细致和平衡的研究，见Cynthia Hewitt de Alcantara，Modernizing Mexican Agriculture：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1940-1970
 ，Report No. 76.5（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1976）;Judith Adler Hellman，Mexico in Crisis
 （New York：Holmes ＆ Meier Publisher，Inc.，1978），chapter 3.另一个对某种基本动力机制的细致分析，见Jeffery M. Paige，Agrarian Revolution：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Free Press，1975）.这本书讨论了安哥拉、秘鲁和越南的情况。

[13]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具有概念上的区别，至于说这种差异是不是在道德上有任何分别，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相关讨论见本章开始时所提到的各种区别。

[14]对越来越频繁、并且有点巧言令色地诉诸“人口过度”的理由来辩护不对可预防的饥荒加以阻止的观点的考察，见第四章。

[15]这一分析源自于以下文章：Onora O'Neill，“Lifeboat Earth”,World Hunger and Moral Obligation
 ，edited by William Aiken and Hugh La Follette（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77），pp.140-164.我将在以后再回头讨论这种情形的因果复杂性。

[16]例如，土地利用法或许会禁止将用于食物生产的基本农业用地挪作他用。替代性的方案是，土地或许会被允许以能够有助于国家贸易支付平衡的方式来加以使用，各种税法会被设计出来以便保证能够有助于提高村民的购买力（比如说食品印花税），等等。我将在第五章再来探讨如何分配阻止此类社会灾难的义务这一问题。

[17]当然存在着一些对安全和生存的非人为因素的威胁，比方说像洪涝。并且，我们认为一个最低程度的恰当社会也会设计出制度安排来组织、控制洪涝灾害和其他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并将其所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有关自然造成的饥馑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才能被视为是不恰当的社会安排所造成的后果这一问题，见Richard G. Robbins，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Michael F. Lofchie，“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African Hugger”,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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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ichard R. Fagen，“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and Latin America：Business as Usual?”，Foreign Affairs
 ，57:3（America and the World 1978），pp.663-667.这些政策非常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做信贷条件所开列出来的那些政策。见William Goodfellow，“The IMF and Basic Human Needs Strategies”,Paper prepared for Seminar on“Basic Human Needs：Mor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Policy Alternatives”,Woodstock Theological Center，Georgetown University，February 26，1979；mimeo.，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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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979），pp.7-28.

[20]有关一个恰当定义是否能够成为一种例外，见该书第一章脚注〔2〕。

[21]我认为，“满足一个人自己的基本权利并非是必要的”这一要求是相当明显的东西。然而令人称赞的自我牺牲（一般来讲，这当然不是一项亏欠于人的基本义务）就是属于此类，一个人为了生存（或者安全）而弃绝自己的权利在某种情况下，就构成了一个人真正的自我牺牲。也就是说，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牺牲。不幸的是，一项义务的内容并不说明谁是那项义务的触发者。在本书第五章中我将讨论如何以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来为落实各种各样的义务。

[22]如何对跨国公司施加某些约束使得不至于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比如说对基本权利的违背），是我们所面临的严重的政治挑战之一。见该书第七章中的讨论以及相关的注释。

[23]当然，我并不打算说，我们应当将其称为是谋杀，我所打算说的乃是，我们要承认这两者之间的某种类似的关系，并以类似的方式开展行动。

[24]我们并没有采取反智的、甚至是非理论化的说法，我们这些理论家或许都知道一个通俗易懂的抽象区分或许不仅没有正面的实践价值，而且有时候或许还会带来反面效果。在写一个与此完全不想干的问题时，Barrie A. Paskins清楚地表明一个总体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想像和描述各种情形，并且将这些情形中的折磨设想为是可以获得辩护的和不能获得辩护的。我们可以陈述出我们赖以做出判断的那些理由。但是，我们却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为我们自己、或者为那些在真实情形中必须采取行动的人，提供任何能够使得我们的那些概念性区分具有现实性的办法。或许可以被设想为一种想像的例子的，并不是某种具有重要性的类比不可能得到，而是，在现实上，我们不能使得那些必须采取行动的人认识到所处情形是多么的有所不同。在一种真实的情境下，我们绝不可能洞察所处情形于毫厘。一个生动的想像出来的例子并不能使我们真的就能洞察战争中审讯室里发生地一切。”见Barrie A. Paskins，“What's Wrong with Torture?”，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1976），p.144.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关方法论问题的很深刻的观点，并且对于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依赖想像性的例子来做出论证的屡教不改的习惯很有启发意义，那种论证被约翰•罗尔斯以及康德主义者所讨论的“严密周全”的例子和“理想化理论”大量采用。

[25]关于农民的合理性，见James C.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chapter 1 and 2.

[26]我感谢John Langan对这一点的强调，一个不同的论证，见脚注〔2〕所引用的他的文章。

[27]经典的说明，见Clifford Geertz，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1963），chapters 4 and 5.尽管Geertz的分析的许多方面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此处的主要论证还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什么的平等？
[1]








阿马蒂亚•森
[2]



就“什么的平等”这个问题来看，道德哲学领域的讨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宽泛的回答。在这个演讲中，我将集中探讨三种特殊类型的平等，即（1）功利主义的平等；（2）总效用的平等；（3）罗尔斯的平等。这三种类型的平等都存在严重的限度，而且虽说它们各自以不同方式疏于说明平等问题，但即便是把三者整合起来，也不足以构建一个能够说明平等问题的恰当理论。我的目标将是提供一个能够恰当说明平等问题的理论。秉此目的，我将提供一个看起来应该得到更多注意的关于平等的替代性说明，并且我也不会停止对这种说明的推介。

首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当我们宣称一种特定的道德原则存在缺点的时候，做出这种批评的基础可能是什么呢？除了直接
 诉诸道德直觉的那种论证方式之外，看起来至少还有两种不同的方式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批评方式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质疑的那些原则以相当苛刻的方式放置到特定的情境下，来看看在此情境下运用那些原则有什么含义
 ，然后拿这些含义与我们的道德直觉作个对比。我把这种批评方式称为事例含义批评
 。与这种从一般到特殊的考察方式有所不同，另一种批评方式是，从一般到更大程度
 的一般。相对于我们所考察的那些原则来说，有一些原则被认为是更为基础的，人们可以用所要考察的原则与其作对比来识别它们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这些优先原则通常是在一个相当抽象的水平上被描述的，并且通常与非常一般的程序相一致。例如，好比在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下，它假定在一种原始状态下人们是在对自身特征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就所要采取的社会规则做出决定（就好像人们能够终止其作为社群成员的一员那样
[3]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合乎情理地假定人们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或者，什么样的规则才能满足理查德•黑尔所谓的“普遍适用性”的需要，并同时与“给予所有社会角色占有者的同等利益以同等重要性”
[4]

 相一致。我把基于这样一种方式之上的批评称为优先原则批评
 。并将这两种批评方式运用到对每一种关于平等类型的道德主张的评价中。

一、功利主义的平等

功利主义平等是将功利主义的善好观念应用到分配问题上所形成的平等观念。或许最简单的情形就是所谓的“纯粹分配问题”——将一个特定的均匀蛋糕分给一群人的问题。
[5]

 蛋糕分得越多的人所获得的效用越大，而且每个人所获得的效用只能来自于她所分得的蛋糕；她所获得的效用的增加随着她所获分配的蛋糕量的增加而递减。功利主义的目标，是最大化总体效用而不管如何分配，但这需要每个人边际效用的平等——边际效用是每个人所获得的额外数量蛋糕增量的效用。
[6]

 根据某一种解释，边际效用的这种平等具体体现为每个人的利益被平等对待。
[7]



当蛋糕的总体规模与它的分配相关时，上述立场将会变得更为复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了转让过程对蛋糕规模和分配的影响之后，总体效用的最大化也需要得利者边际效用的增加等于受损者边际效用的减损。
[8]

 正是在这种更为宽泛的语境下，被功利主义所坚持的那种特定类型的平等观念显得过于显著。理查德•黑尔声称“给予所有相关方的同等利益以同等重要性”将“导致功利主义”——因此满足了普遍适用性优先原则的需要。
[9]

 同样的，约翰•哈桑伊声称功利主义的一个不可比拟的能力就是避免了“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同样紧迫的诸多人类需要”中做出“不公平的区别对待”，从而几乎击毙了非功利主义。
[10]



按照这种说明，需求的道德重要性仅仅取决于效用的观念。这是值得怀疑的，并且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一些怀疑的声音出现
[11]

 ，我并不打算在此特殊情景下避开对这种说明的质疑，我将在后面涉及这个问题，我要首先审视这样一个问题：在暂时对效用的一般性道德重要性的基础不加质疑的情况下，功利式平等的本质是什么。即使当效用是道德重要性的唯一基础时，仍然存在着关于在不考虑被每个人享受到的总体效用的情况下，边际效用的规模是道德重要性的恰当指标。当然，给效用的特性界定出一个公制以便每个人的效用值在同等的边际效用“测度”着同样的社会重要性这样一种意义上与别的每个人的效用值一致。如果人际的效用比较并不具有描述性内容，那么这就确实能够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进路。不管能达到什么样的相对社会重要性，归因于每一个人的边际效用都因此仅仅反映出这些价值。这显然是可以通过恰当的人际测度做到的
[12]

 ，或者可以使效用数值反映出在似乎是与基于一个额外假定（也就是说，将无知作为每一个人获得平等的可能性条件的假定）的“原初状态”相关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中做出的选择。
[13]

 这并不是探讨这种做法的技术细节的时候，不过，它本质上要适用一种测度程序，以便边际效用测度能够自动地成为鉴别社会重要性的指示标志。

用这条路线诠释功利主义可能几乎不会遇到反抗，不过这主要由于它过于语焉不详，因此才不会引起争议。一旦效用及其人际比较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描述性内容，就像功利主义者传统上所做的那样，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在描述性效用和被恰当测度、本质上是规范性的那种效用（采取这种对效用的理解，那么一个人就会“被迫”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之间，可能就会存在着冲突。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不再会就采取恰当的人际测度的那种功利主义发表意见，而是转向审视传统功利主义者的立场问题，那种立场赋予了效用以人际上可比较的描述性内容。那么，这些描述性的特征将于道德重要性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我们可以从优先原则观点以及事例含义（case-implication）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立场。约翰•罗尔斯在对功利主义做出批评时，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优先原则形式来提出他自己的替代性的正义观念的。这主要涉及“原初状态”的可接受性问题，据说在这种假定的情况下，似乎无知的人们将不会选择去最大化效用总量。不过，罗尔斯也探讨了功利主义对我们的自由和平等观念造成的强烈冲击。一些人对罗尔斯的论述的回应，重申了功利主义者采取“测度”路线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早前已经有所讨论的，我认为，它是不合适作为对罗尔斯批评的回应的。不过，我必须承认的是，我发现“原初状态”的所谓吸引力显然是可以受到抵制的，因为看起来它对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什么样的原则会被选择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是非常不清楚的。而且，要在一种似乎不具有确定性的环境下所作的谨慎选择为在非原初状态下（也就是真实生活中）的道德判断提供一种恰当的基础，这一点也不很清楚。
[14]

 不过，我相信，罗尔斯根据对自由和平等的考虑所做出的直接批评仍然是有力的。

就效用的分配
 问题来说，功利主义一般来说立即就会有一些令人不太舒适的地方。即使在效用总量
 上增加一个微小的增量，都将超过那种最引人注意的分配性不平等。这个问题依靠某种假定将能够被避免，特别是在那种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的情况下。按照这个假定，在纯粹的分配问题中，功利主义者是最为需要每一个人总体效用的绝对平等这个假定的。
[15]

 这是因为，当边际效用相等的时候，如果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则每一个人的总体效用也将是等同的。不过，这是偶然运气的平等主义：仅仅类似于头尾倒置时出现的偶然性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个假定将非常容易被违背，因为人类存在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广为所知的变化。约翰可能会乐于助人，但是杰里米可能并不如此。如果采取一种可接受的优先原则才使得对整体效用的分配平等拥有了某些价值，那么功利主义的平等观念（实际上是边际性的）必须受到指责。

对人类存在者本质上的多样性的认识事实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功利主义的社会善好观念，而且也影响到了包括罗尔斯的平等观念在内的其他观念。如果人类存在者是同一的，那么对那种以“赋予所有相关方的同等利益以同等重要性”形式出现的具有可普遍性的优先原则的运用，就将被极大程度地加以简化。所有人的同样的边际效用（它反映了一种对同等对待要求的解释）也就与同等的总体效用（它反应了一种同等满足其全部利益的解释）相一致了。在多样性的情况下，这两者可能会走向相反的方向，并且，“赋予所有相关方的同等利益以同等重要性”是不是将要求我们仅仅对两个参量中的一个予以关注而不注意另一个，也非常不清楚。

事例含义的观点也被用于发展出一种相关的批评，我将试着在别处提出这种批评。
[16]

 举例来说，如果作为一个跛腿者的A取得了快乐的无所不能的人B从任何特定水平的收益中所获得的效用的一半，那么在A和B之间的纯粹分配问题中，功利主义者将停止为快乐的无所不能的人B提供比跛腿者A更多的收益。跛腿者的处境因此将在双重意义上恶化：即因为
 他从相同的收益水平中获得了较少的效用，也因为
 他将得到更少的收益。功利主义必须致力于解决它对最大化总体效用的这种单一化的思路。快乐的无所不能的人在生产效用过程中所具有的优势效率（superior efficiency）将降低效率较低的跛腿者的收益。

由于这个例子已经被许多人讨论了
[17]

 ，我或许应当考察一些能得到什么结论和不能得出什么结论的问题。首先，人们不能说任何一个在既定收益水平上拥有较低总体效用的人（比方说，那个跛腿者）也必然拥有较低的边际效用。对于某些收益水平情况来说，这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在别的情况下，则未必真实。当然，相反的情况可能是那种收益被同等加以分配的情况。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当然，即使功利主义将为跛腿者提供比非跛腿者更多的收益，因为那样的话跛腿者就将成为更具有效率的效用生产者。我的观点是，这种情况并不能确保发生，更为特别的是，如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跛腿者不仅会在总体效用方面处境恶化，而且也能够将收益传递到效率较低的效用那里（或者，甚至是在收益被同等分配的情况下），那么功利主义的劣势就将进一步增加，因为它在用收益解释效用的过程中是赋予了那个跛腿者以与较低效率相联系的较少收益。当然，这个观点并不是一般性的关于跛腿者的观点，也不是关于所有处于总体效用劣势的人们的，而是关系到那些在相关水平上按照总体效用和边际效用来看都是处于劣势的人们的（包括那些跛腿者）。

其次，效用的描述性内容在这种语境下就相当重要了。显然，如果效用能被加以测度以反映出道德重要性，那么对于跛腿者来说，赋予收益以优先性只能被当做是将一种更高的“边际效用”归于跛腿者的收益而已；但是，就像我们已经加以探讨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对效用的非常特殊的理解，它完全缺乏描述性内容。按照描述性特征来说，在我们的例子中所假定的是，通过向他提供收益，跛腿者能够获得帮助，但是他的效用的增加是收益的一种边际递增的结果，因此，按照公认的描述性标准来看，这种效用递增就少于在两者都拥有同样的初始收益的情况下向快乐的无所不能的人所提供的那个单位的收益所带来的效用递增了。

最后，在这种事例含义论证中，功利主义的问题不是说它依赖于一种认为来自于不利者的更多收益的主张必须支配来自于高边际效用的主张的暗含的假定。
[18]

 一个能够重视这两种主张的体制仍然可能会不能满足需要对后一种主张予以特别关注的功利主义形式的社会善好。那种观点使得功利主义的平等观念受到限制从而显得有些狭窄。即使将效用当做道德重要性的唯一基础加以接受，功利主义也不能满足蕴含平等要求所体现出的全部相关优点。优先批评原则可以得到事例含义批评的补充，后者只是在完全边际水平上才关切分配问题。

二、总效用的平等

福利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事态的善好能够完全经由那个事态的效用的善好来加以评价。
[19]

 比起那种并不额外要求根据总体效用来判断善好的功利主义来，这是一个并不太苛刻的观点。在这种意义上，功利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福利主义，提供了有关福利主义的一种表述。另一个显著的情形是用那个事态下处境较差者的效用水平来作为判断事态善好程度的标准（这种标准经常被归为约翰•罗尔斯的观点）。但并不是说罗尔斯认可这个观点。他适用社会的首要善好而不是效用来作为优势的指示标志，我们将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人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某种效用函数，而不是采取总体因素或者最小化的因素。

功利主义平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福利主义平等。也有另一种类型的显著的福利主义平等，那就是总效用平等。这种平等观点被认为是一种企图将关切点从边际效用转向总体效用的一种类似于功利主义的观点。然而，比起它初看之下的样子来说，这种类比并不是很恰当的。首先，尽管经济学家经常试图将边际效用和总体效用视为处于相同对话平台的东西，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大差别。边际效用是一种本质上反事实
 的概念：边际效用是一种额外的效用，只有在一个人已经拥有了一个单位以上的收益之后才将产生。也就是说，如果某些因素出现了变化，即收益超过了一个单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对人们所观察到的东西与人们肯定将会观察到的东西加以比较。然而，总体效用并不是一个内在反事实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反事实的概念取决于被加以总体算计的东西的可变性。就效用的情况而言，如果它们是被当做所观察到的事实的，那么总体效用就不是反事实的。因此，总体效用的平等是一个牵涉到直接观察问题的事，而功利主义平等则并非如此，因为后者要求一个有关在不同的假定性环境下存在什么样的事情的假定。这种比较很容易被追溯为这样的事实，即，功利主义平等本质上是总数最大化的结果，而总数最大化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反事实的概念，总体效用平等则是某些直接可以被观察到的数量的平等。

其次，功利主义就所有效用的分配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排序方式（即反映了个人效用的总数顺序的排序方式），不过，特定地说来，总体效用的平等并不仅仅意味着绝对平等。在处理两种不平等分配的时候，必须做出更多的说明，以至于那些效用能够被加以排序，这种排序方式能够采取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

一种这样的完整排序方式是由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相联系、不过采用与首要善好相对的效用概念来加以解释的最大最小规则的词典式版本提供的。在这里，事态的善好程度是被那个事态下处境最差者的效用水平所判定的，不过，如果在两个不同事态中的处境最差者拥有同样的效用水平，那么事态就被根据处境次差者的效用水平来加以排序了。如果这两者之间差别微弱，那么就根据处境次次差者的效用水平来加以排序，以此类推。并且，如果两种效用分配在从处境最差者到处境最好者的每一个序列中始终是不变的，那么这两种分配就是同等地好的。这是社会选择理论中已经确立的习见，我称之为词典式最小
 （leximin）。

总体效用的平等以何种方式才会导致词典式最小呢？当采取一些其他的公理，或者说采取事实上目前已经被一些人从差别原则中自然而然地引申出的一些分析观点时，就可以导致那种词典式最小了。
[20]

 考虑四个数量级上递减的效用水平a，b，c，d。人们可以论证说，在一种显著的意义上，两个极点（a，d）比两个中间点（b，c）显示了更大的不平等。注意，这是一个基于排序顺序的纯粹的大小比较，a，b，c，d的准确数值对这个比较没有影响。如果人们只是单纯关切平等问题，那么就可以论证说，（b，c）是优越于（或者至少不次于）（a，d）的。这个要求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强版本的对效用分配平等的偏好，可以称之为“效用平等偏好”。将效用平等偏好与帕特里克•苏佩斯发现的一种公理相结合是可能的，这种公理采取了一种效用分配对另一种效用分配的优势的观点，认为一种分配的每一个基数至少是和其他分配的相应基数一样大的。
[21]

 在两个人的情况下，这就要求，如果事态x中的每一个人至少和他在事态y中拥有一样的效用，或者如果事态x中的每一个人至少和事态y中的其他人拥有同样的效用，那么，事态x必须被至少当做是和事态y一样好的。此外，如果，他们二人中有一个人拥有更多的效用，那么x也就被视为是更好的事态（而不仅仅是一样好的事态）。如果苏佩斯原则和“效用平等偏好”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导向了词典式最小的维度。当然，通过确保这种进路无论人际间可比较的个人效用是什么样的都能提供一种有关所有可能事态的完整的排序方式（我们称之为“范围不限”），并且任何两个事态的排序都必须取决于仅仅涉及那些事态的效用信息（我们称之为“独立性”），就完全能够从这两个原则中推演出词典式最小来。

只要接受这些要求而不仅仅是接受效用平等偏好（也就是苏佩斯原则、范围不限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它们确实被广泛采用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文献中，词典式最小就能被视为是赋予着眼于整体效用的平等观念以优先性的自然产物了。

不过，显然的是，词典式最小很容易受到来自优先原则观点的批评，也很容易受到事例含义观点的批评。就像功利主义并没有对源于一个人的不利地位的权利主张的问题有所关注那样，词典式最小忽视了来源于一个人的需要的强度的权利主张。在提出效用平等偏好原则时所牵涉的序列特征使得这种进路不能对潜在的效用增益和损耗问题加以处理。尽管我在较早前论证说功利主义把这种潜在的增益和损耗当做道德判断的唯一基础是值得批评的，但是这并不能导致说，这些增益和损耗根本就不具有道德相关性。假设像早前所说的那样将（a，d）同（b，c）相比较，并赋予（b，c）以值（3，2）。功利主义平等偏好将主张（3，2）对（10，1）的优先性，也会主张其对（4，1）的优先性。当然，两种情况在根本上没有区别。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对“大小”（how much）问题的关切，词典式最小就相当容易遭到批评，人们既
 可以论证说它不能与“赋予所有相关各方的同等利益以同等重要性”的优先原则相一致，也
 可以论证说它在特殊情况中过于严厉。

除了对“大小”问题的漠不关心以外，词典式最小也对“多少”（how many）问题鲜有兴趣，也就是说，它根本不关心那些在追求处境最差者利益的过程中自身利益被忽视的人的数量问题。处境最差者的立场成了主导性的问题，但是，这样是否会违背其他人的利益、或者违背那些数以百万计甚至十亿计的人的利益呢？有时候，据说，如果它能得到修正以便这种对于数字的无视能够被加以避免，如果一个处于最差处境中的那个
 人的利益相对处于最好处境中的那个人获得了优先性、但并非是完全针对最好处境中的众多人的利益的，词典式最小将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极端的标准。事实上，人们可以界定出词典式最小的要求较低的版本来，这种版本可以称之为词典式最小－2。这种原则是说，如果
 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两个人对那种变化情况不予关心、但不一定是立场完全相反，那么，就可以采用词典式最小原则的形式。作为一种妥协方案，词典式最小－2仍然不关切两个并非无关紧要者的效用数值的“大小”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一定不关切涉及人数的“多少”问题：也就是说，优先性是被赋予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好多少这样一个问题的。
[22]



十分有趣的是，这里涉及一个一致性的问题。可以这样来论证：在给定诸规则性条件（也就是范围不限和独立性原则）时，词典式最小－2就逻辑性地蕴含了一般性的词典式最小原则。
[23]

 也就是说，在给定这些规则性条件的时候，一面选择那种受到限制的词典式最小－2的要求，另一面又不采用词典式原则本身，就不可能对涉及人数的多少的问题保持道德敏感性。这也说明，对涉及效用的“大小”问题的不关心，是会导致对涉及人数的“多少”问题的不关心的。对一个问题的视而不见将导致对另一个问题的视而不见。

考虑到对功利主义平等和总体效用平等的这些批评的本质后，很自然地我们可以质问说，这两者的某种形式的结合
 是不是可以避免分别对两者做出的批评和反对呢？如果功利主义是因为它无视效用分配的不平等而受到攻击的，而词典式最小是因为它无视效用增益和损耗的数量、甚至是无视所涉及的数量本身而受到攻击的，那么，将两者合而为一难道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吗？对于这个问题来说，那个长期被搁置的有关效用和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尽管功利主义和词典式最小在使用效用概念时在用法上存在巨大差别，但是两者都对效用值问题有一种特别的关切。如果说非效用的考虑在两种进路中发挥了任何作用的话，那么这乃是从它们在效用的确定性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中引申出来的，或者是在缺乏恰当的效用值时作为一种替代而使用效用概念的。对功利主义和词典式最小的结合，将仍然被界定为是属于福利主义框架内的东西，因此仍然需要考察作为一种一般性进路的福利主义本身
 是不是恰当的问题。

约翰•罗尔斯仔细探讨了福利主义缺陷的一个方面：


在计算满足最大的平衡方面,除了间接相关以外,欲望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要对制度加以调整,以便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我们不会对这些欲望的根源或性质提出疑问,而只问它们的满足是否会影响幸福的总体……因此,如果人们相互歧视,或者把减少别人的自由作为提高自己的自尊的手段,并以此来获得快乐,那么,在我们的考虑中,对这些欲望的满足就必须根据它们的强烈程度来权衡,或者,无论如何要与其他欲望一起来权衡……另一方面,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人们会预先接受某种平等的自由原则,而他们这样做时,并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更多的特定目的……觉得自己看到别人自由的减少是一种享受的人懂得,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权利要求这种享受。他以别人的损失作为享乐本身是错误的:这种满足违背了他处在原初状态时可能会同意的一个原则。
[24]





很容易看到，这个论证不仅针对功利主义，而且也针对那种对事态加以道德判断所需要的效用信息的恰当性问题，因此，也就是在对一般意义上的福利主义展开批评。很显然的是，作为对福利主义的批评——也就是对功利主义的更进一步的批评，这个论证采用了一个并不必然强的原则。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以他人的痛苦”为自己的快乐本身不是错的，而仅仅是一个有所忽视
 的问题，那么对福利主义的拒绝就是站得住的。进一步地讲，即使这样的快乐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比那种来源于其他因素（比方说，享用食物、工作或者休闲）的快乐在价值上较小
 一些，那么，福利主义仍然是可以被拒绝的。就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指出的，这个问题缺乏效用来源上的对称性。
[25]

 福利主义不仅需要采取那种认为任何快乐都拥有某种价值，并且如果一个人对此有些不赞同的话就将会有一点令人扫兴的广为分享的直觉，而且也需要采取更为不确定的主张，即，认为快乐仅仅是根据它们的相关强度而被加以衡量的，不论其起源和行动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的。最终，罗尔斯的论证采取的形式，是诉诸将道德正当与原初状态下的谨慎的可接受性之间加以等同的那样一个原则。即使那些不接受优先原则的人也可以拒绝掉福利主义者的不算胡说八道的有关效用的说明，而不管所有涉及其他优先原则（比方说，自由的不可还原的价值）所有其他信息是什么样的。

非效用信息与道德判断的相关性是驳斥福利主义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右翼自由主义的设想指向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非效用信息，我已经在别处论证说这种设想或许需要对基于效用支配为基础的所谓的帕累托原则加以拒绝。
[26]

 不过，也存在其他类型的被认为是本质上具有重要性的非效用信息。梯姆•斯坎伦最近已经对“迫近需要”与效用（或者说偏好的强度）之间的比较问题做了讨论，他也论证说“我们在做出道德判断的过程中事实上采用的福利标准是客观的”，而一个人的福利水平是“独立于那个人的偏好和利益的”。
[27]

 这种道德判断因此可能会与功利主义道德之间产生冲突，不管效用是否被理解为快乐，或者（就像目前不断有人认为的那样）被理解为欲求的满足。

不过，承认客观性因素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说福利是独立于偏好的，斯坎伦的分类法看起来太过纯粹了。比方说，在源于自我考虑行为的效用和源于对他人考虑的行为的效用之间的对称性缺乏的情况下，效用就不能成为福利的指示标志，而这对于福利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当然，这里的比较并不完全忽视偏好和主观性因素。这就意味着，必须对这样一种观点加以否定，即，一个人的福利是仅仅根据他或她的效用来加以判断的。如果这样的判断不仅被用于说明一个人的快乐和欲求满足的问题，而且也用于说明某些客观的因素（比方说，他或她的饥饿、寒冷或者受压制），那么所得的结论就仍然是非福利主义的。福利主义是一种极端主义的立场，对它的否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纯粹的或者混合式的）只要能够避免完全忽略非效用信息就可以了。

迫近需要的观点并不是仅仅在个人福利
 的确定性方面发挥作用——无论个人福利这个概念被构想得有多么宽泛，这一点也是很显然的。比方说，那种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在工作中遭受剥削
 的观点，并不是根据在根据收入和努力这样的因素界定福利的时候赋予剥削以一个额外的参数这种做法而提出的，而是根据一种认为一个人对他所生产的东西是应得的这样一个道德观点而提出的。同样地，源自像“同工同酬”这样的原则的紧迫需要直接地拒斥了那种并不用采取歧视来对个人福利概念加以重新界定的那种歧视性做法。比方说，一个人可以说“她必须像男人们在那个工作中做出同样劳动所应得的报酬，这并不是主要因为她如果不这样被对待就会比他人拥有一个更低的福利水平，而仅仅是因为她像男人们那样做了同样
 的工作，因此，有什么理由让她得到的更少呢？”这种基于非福利主义平等概念的道德主张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看起来很难坚持一种假定说它们仅仅是一些“工具性”的主张——最终是根据它们对福利主义的施行或者其他的以福利为基础的客观目标的满足所产生的间接影响而获得辩护。

因此，源自效用的紧迫需要分裂可能会源自两个不同的起源。一种办法是将个人福利改变与效用概念剥离开来，另一种是使紧迫需要概念不仅作为福利的函数。不过，同时，前者并不要求将福利与效用完全脱离，而后者并不需要将紧迫需要的概念与个人福利的概念完全脱离。福利主义是一个纯粹主义的立场，必须避免来自任何一方的玷污。

三、罗尔斯的平等

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是根据他所说的“首要社会善好”的概念来表征平等要求的。
[28]

 有一些东西是“每一个富有理性的人都被认为会去追寻的”，包括“权利、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基本自由被提炼出来当做是比其他的基本善好更具有优先性的东西，因此，优先性被赋予了那种要求“每一个人都对最广泛的能与其他人的类似自由相兼容的首要自由拥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的自由原则。第二原则对此有所补充，对效率和平等提出要求，根据一种有关首要善好的指示标准来判断优势情况。不平等将受到谴责，除非它是有助于每一个人的优势的。这与差别原则合并在一起，在后者中，优先性是被赋予促进处境最差者的利益的。而这就导致了由首要善好的指示标准所界定的而不是由个人效用所界定的那种最大最小、而不是词典式最小原则。不过，在确定自由原则的优先性的情况下，基本自由和经济社会收益之间是不允许存在交易的。

赫伯特•哈特有力地反驳了罗尔斯有关自由优先性的论证
[29]

 ，不过在这个演讲中我不打算对此做出论述。对当前讨论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对首要的社会善好的关注问题。我已经试图加以探讨的福利主义的一些困难将不会在追求罗尔斯的平等时出现。福利的客观标准可以被直接地与首要善好的指示标准兼容到一起。所以，密尔对出自不同起源的快乐的对称性的否定是可能的，因为那些起源可以被按照善好的本质来加以区别。更进一步的是，尽管差别原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词典式最小，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主张，但是它避免了词典式最小原则的那个饱受批评的特征，即，认为词典式最小向一些很难满足的人或者那些沉浸在香槟酒和鱼子酱中的人们以更多的收益以使他们享有我和你从一块三明治和一瓶啤酒中所能获得的正常的效用水平。由于优势根本就不是根据效用来判断的，而是根据首要善好的指示标准来加以判断的，代价高昂的偏好就不能为获得更高的收益提供一个理由。罗尔斯根据个人的责任的说法来为他自己的观点做出辩护。

不过，对于我们早前曾讨论过的那些效用上处于劣势的跛腿者而言，又会怎么样呢？在纯粹的分配问题中，词典式最小将为他提供更多的收益。我已经批评说，功利主义将给他提供较少
 的收益。差别原则将不会出于他是一个跛腿者这样的理由而提供较多或较少的收益给他。他的效用劣势将是与差别原则无关的。这看起来很难让人接受，但我认为确实如此。罗尔斯通过论证说“那些让人难以接受的例子通过将我们引向对那些远离我们的人的命运加以同情和忧虑的方向而扰乱了我们的道德感知”。
[30]

 可能确实如此，但是，那些让人难以接受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而将那些残障者、或者健康上有特别需要的人、或者存在生理上或精神上的缺陷的人视为道德上不相关的人，或者出于害怕犯错误而对他们不加考虑，可能会导致相反
 方面的错误的发生。

而且，问题不会止于那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情况。首要善好进路看起来对人类多样性鲜有关注。在评价功利主义平等的时候，据说，如果根据效用函数来看人们基本上是类似的，那么功利主义对最大化总体效用的关切就将把我们也同时地推向效用水平平等的方向。因此，如果人们真的是具有相似性的，那么功利主义是可以经由大幅度的修正而更具有吸引力的。一个相应的评论可以在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中被发现。如果人们基本上是非常类似的，那么一个首要善好的指示标准可能是一个判断优势的非常好的方式。不过，事实上，人们看起来在健康、寿命、气候条件、生活地点、工作环境、温度甚至体型（影响食物和衣着的需要）存在着需要上的极大不同。所以，涉及的不仅仅是对有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情况的忽视，而且也是对非常广泛而真实的差异的忽视。纯粹根据首要善好来判断优势将导致一种部分地对道德的无视。

当然，可以论证说，事实上在罗尔斯的框架中存在着一种“拜物主义”的因素。罗尔斯将首要善好视为优势的具体化，而不是将优势视为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功利主义，或者词典式最小，或者福利主义，并不存在这种拜物主义，因为效用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反映。举例来说，收益和财富在功利主义看来并不是像物质单位那样被评估的，而是根据它们创造人类幸福或满足人类欲求的能力来获得评估的。即使效用不被认为是人－物关系的恰当焦点，构建一个完全物导向的框架也提供了判断优势的一个特殊方式。

也可以这样论证，尽管以幸福或欲求满足形式出现的效用对于紧迫需要来说是一种不恰当
 的导向，但是罗尔斯的框架认为效用与紧迫需要毫不相关
 ，当然是一个更强的说法。这里的区别早前在评价福利主义的时候已经有所讨论了，对福利主义的拒绝并不一定会导致我们认为效用压根就没有什么作用。一个人的利益对于他的幸福或欲求的满足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这个说法看起来很难得到辩护。即使根据原初状态中的谨慎可接受的优先原则来说，为什么在那样的原初状态中人们应该被认为是对占据特定诸位所带来的乐趣和苦难保持冷漠，或者，如果他们不对此保持冷漠，那么为什么他们对这些乐趣和苦难的关切应该被视为是道德上不相关的，对于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楚的回答。

四、基本的能力平等

这就导致了更进一步的问题：我们难道不能在将罗尔斯的平等与那两种福利主义平等相混合的意义上对它们加以交换从而构建出一种有关平等的恰当理论来吗？我现在能够简要论证为什么我相信这个问题也可能会被证明。当然，如果
 出于报酬而非幸福的考虑提出的要求被公认是正当的，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断定这一点。无剥削、或者无歧视要求采用那些既不完全被效用概念所包括也不完全被首要善好概念所包括的信息。其他的有关应得权利（entitlement）的概念也能被加以使用，而不仅仅是关切于个人福利问题。不过，在接下来的论证中，我不打算引入这些概念。我要论证的是，甚至连需要
 的概念都不能恰当地满足有关首要善好和效用的信息的要求。

我将采用一个事例来论证。我将再一次地把跛腿者视为边际效用劣势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功利主义将不会对他带来任何帮助，事实上，还将给他带来比起生理上健全时所享有的更为少的收益。差别原则也不会对他产生帮助，也就是说，差别原则对他的生理上的劣势不会有特别的关注。不过，根据词典式最小，或者根据塑造总体平等的标准，他将获得一些优惠待遇。他的较低的总体效用水平是其主张的基础。不过，现在，假设他的生理上有些障碍，但是从效用的观点看，由于某种其他效用的原因，他可能并不比其他人处境更差。这或许是因为他拥有一种快乐的天性，或者因为他拥有一个较低的期望水平，看到天上出现了彩虹都能给他带来很大的满足，或者因为他是一个教徒，并且感觉到自己将在死后受到恩典，或者认为自己所受到的其实是前世造孽的结果因而甘愿受罚。重要的是，尽管他的边际效用处于劣势，然而，他并不存在总体效用的被剥夺问题。现在，词典式最小（或者任何着眼于总体效用的其他平等概念）也将不能对他产生帮助。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他作为一个跛腿者拥有一些应该被满足的需要的话，那么那个主张的基础显然既不依赖于较高的边际效用，也不依赖于较低的总体效用，当然，也不依赖于根据首要善好的概念所界定的那种受剥夺情况。

值得论证的是，所有这些框架中所忽视的，是有关“基本能力”的某种观念：某人能够从事某种基本的事情的能力。到处自如地行走活动的能力在这里就是一个相关的能力，不过，人们也可以设想其他的一些能力，比方说满足一个人的营养需求的能力，获得衣着和居所所需要的必要资金的能力，参与社群的社会生活的权力，等等。与此相关的紧迫需要观念并不能靠效用概念或首要善好概念或者这两种概念的任何形式的结合来充分获得解释。首要善好在处理物品问题时会遭遇到拜物主义缺陷的损害，即使物品清单是按照一种广泛的和包容性的方式加以罗列，比方说，包括进权利、自由、机会、收益、财富以及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这样的东西，它还是关注物品本身，而非这些物品对人类来说所具有的意义
 。另一方面，效用涉及这些物品对于人类所具有的意义问题，但是其所采用的衡量标准不是关注于人的能力的、而是关注于人们的精神反映。在将首要善好和效用加以结合时，仍然存在着某些被忽略的东西。如果论证说尽管找不到边际效用方面的理由（因为成本太过昂贵），也找不到总体效用方面的理由（因为跛腿者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也找不到首要善好的剥夺方面的理由（因为他拥有别人都拥有的物品），资源也应该被用于消除或实质性地降低跛腿者的困难方面，那么，这种说法肯定是依赖了别的某种论证。我认为，这里所涉及的问题，须得根据基本能力的概念对需要问题加以解释说明。这种有关需要和利益的解释经常暗含在平等要求之中。这种类型的平等，我将称之为“基本能力的平等”。

对基本能力的关注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对罗尔斯首要善好概念的自然拓展，是将其关注点从物品本身转向了物品对人类的意味方面。罗尔斯本人根据那种涉及能力的首要善好来判断优势问题，尽管他的标准同样是仅仅关注于物品本身：也就是说关注的是收益、而不是收益的意味，是关注着“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而不是自我尊重本身，如此等等。如果人类彼此之间非常类似，这个问题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是有证据显示物品向能力的转换实质上是因人而异的，而物品的平等可能于能力的平等之间具有极大的不同。

当然，“基本能力平等”这个观念还存在着许多困难。故而基本能力的指示标志问题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个问题可以与罗尔斯的平等观念中的首要善好的指示标准加以比较。现在不是讨论有关这种指示标准的技术问题的场合，无论根据个人偏好的具有广泛一致性的理由能够得出什么样的局部化的排序方案，这种方案都必须得到某种业已建立的相对重要的惯例的补充。

当然，相对重要的观点是取决于社会的性质而有所变化的。基本能力的平等观念是一个非常具有一般性的观念，但是对他的应用在相当程度上必然是取决于文化的，特别对于那些要对不同能力加以权衡的情况来说更是如此。尽管罗尔斯的平等既拥有取决文化的特征、也有拜物主义的特征，但是，能力平等避免了那种拜物主义，而只是保留了取决文化这一特征。当然，基本能力平等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是对罗尔斯的进路在一种非拜物主义维度上的拓展。

五、结论

我将用三个最终的评论来结束这篇演讲。首先，我并没有说基本能力平等能够单独地导向道德善好。这是因为道德并不仅仅涉及平等问题。

其次，尽管我认为基本能力平等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平等来说拥有某种显著的优势，但是，我并没有论证说其他类型的平等不具有道德相关性。基本能力的平等部分地导向道德善好与平等观念相联系的那个部分。我试图论证的是，作为一种部分程度上的导向，基本能力平等拥有其他类型的平等所不具有的一些优点。基本能力的指示标志，像效用等等，能够以多种不同方式加以采用。基本能力平等对应着总体效用的平等，它可以在不同的维度上被加以拓展，比方说，拓展为基本能力的词典式最小。另一方面，那种指示标志可以被按照一种类似于功利主义的方式来加以采用，也就是说，根据它提高指示标志数值所带来的增益来判别一种主张的强度。主要的差异在于它关注的是量值问题，从而与效用和基本善好这样的指示标志有所不同。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在新的维度上对其加以利用，基本能力的平等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最后，这篇演讲关切的，是对那种功利主义平等、总体效用平等以及罗尔斯的平等的主张加以拒斥，以便为道德的平等方面（当然，甚至是道德中涉及需要而不是应得的那个部分）提供一个充分的理由。我将论证说，这三个主张都是不充分的，三者即使相互结合，也依然是不充分的。

这就是我的主要论点。我也已经做出了一种建设性论述，指出通过基本能力平等的观念，或者更一般而言，通过将基本能力视为引导我们超越效用和首要善好维度的具有道德相关性的新维度，从而将这个鸿沟加以缩小。我应当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演讲：我的主要论点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对这种建设性主张是否被接受和认可。


注释


[1]这是阿马蒂亚•森于1979年5月22日在斯坦福大学“坦纳人类价值讲席”所发表演讲的内容。

[2]阿马蒂亚•森是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卓芒德讲席教授，并兼职担任全灵学院研究员和康奈尔大学拉基分校安德鲁•D.怀特讲席教授。他教授出生于印度，并在加尔各答和剑桥进行过学习研究。曾先后执教于加尔各答、剑桥、德里和伦敦，也曾执教于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斯坦福大学。他的著作包括：《技术的选择》、《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论经济不平等》以及《雇佣、技术和发展》。他的《贫困与饥荒》即将出版，而另一著作《福利与诸权利》也接近完成（按原文译出。——译者注）。他曾在经济学、哲学、政治科学、决策理论和历史学等多领域撰写过许多论著。（我要诚挚地感谢Derek Parfit，Jim Griffin以及John Perry提供的富有教益的批评。——作者注）

[3]J.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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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 Harsanyi,“Can the Maximin Principle Serve as a Basis for Morality? A Critique of John Rawls' Theor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1975）.

[8]如前脚注所说的，在适当类型的连续性缺失的情况下，平等的条件需要做出修正。转让必须以这种方式来施行：得利者从更进一步的转让中所获得的边际效用增加不能超过受损者的边际效用减损。

[9]Hare（1976），pp.116-117.

[10]John Harsanyi,“Non-linear Social Welfare Functions：A Rejoinder to Professor Sen”，in R. E. Butts and J. Hintikka，eds.，Foundational Problems in the Spe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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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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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种做法的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例子，见Peter Hammond,“Dual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1977）：51-57;Menahem Yaari,“Rawls，Edgeworth，Shapley and Nash：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Re-examined”，Research Memor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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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On Economic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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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John Harsanyi,“Non-linear Social Welfare Functions”，Theory and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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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普遍主义和全球经济正义






涛慕思•博格

导言

社会经济权利，诸如“对一个人自己或者她的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来说都是恰当的那么一种生活标准，包括食品、衣着、住房以及医疗保障等等”
[1]

 拥有的那种具有普遍性的资格，已成为最经常被违背的人权内容。对其广泛的违背也成为导致民主和法治所需要的那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出现全球性缺位的决定性因素：极端贫困者（由于在婴幼儿时期的营养不良、由于缺乏教育而导致的文盲以及为家庭生计而不停奔波的原因，他们经常在身体上和心智上都存在障碍）几乎不会对那些统治他们的政客和官员带来什么影响。因此，那些统治者，比起对那些更能够为自己带来好处的行动者（包括外国政府、公司以及旅游者）来说，几乎对穷人的利益无动于衷。

或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那些生活在受保护的富裕状态中的人努力使他们自己在道德上与这种严重的贫困和压迫划清界限。而且，他们对解释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及如何才能肯定地做到这一点兴趣浓厚。在这个方面，欧洲的先民就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优点。首先，先进的工业社会那个时候不论是按照绝对的标准看还是按照相对的标准看都并不是十分富足。大约在50年前，根除全世界范围的严重贫困，大概只需要对全球收入分配做出较大的调整，将实质性机会成本注入先进的工业化社会，就可以实现。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今天，这种调整的要求就不会很大，发达国家的机会成本也会微不足道。
[2]

 其次，欧洲的先民并没有对道德普遍主义做出承诺。他们对这种观念的拒绝，有力地获得了表达，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的力量就有力地阻挡了日本关于要求在国家联盟协定中采纳“根本平等”的表述的提议。
[3]

 相反，今天，所有人类存在者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被广泛地接受。

我们对海外存在的大规模和严重的贫困是相当容忍的，尽管降低那种贫困并不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负担。那么，这种宽容真的符合我们对道德普遍主义的承诺吗？

道德普遍主义

一个道德观念，比如像一种有关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只要满足如下条件：A它使得所有人都服从于同样的基本道德原则体系；B这些原则面向所有人设定同样的基本道德收益（例如说权利主张、自由权、权力以及豁免权）和负担（例如说责任和义务）；C这些基本道德收益和负担是按照一般性标准设定的，不会专断地赋予特定的人或者群体优势或者劣势。我不能在此充分详尽地论述这三个条件，不过对此做一些简略的评论也是必要的。

条件A使得一个普遍的道德观念可以与被某些人接受、但不被另一些人接受的道德规则相兼容。但是，这种差别必须是根据被所有人坚持的基本原则而产生的。有许多方式会导致特定的
 道德收益和负担：从契约或者允诺中、通过选举或者委派担任公职、从特定国家的立法机构、从某种文化或者地区的流行风俗中、从犯下或者遭受一种犯罪行为、从处于特别富裕或者贫困的处境中、从生养后代中、从践行某种任务中、从拥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双亲中、从遭遇一个正在溺水的小孩中，等等。只有基本道德原则，包括那些根据它们才产生出特定的道德收益和负担的原则，才是必须对所有人都相同的。这个条件在如下意义上导致了“谁才能算做是一个人”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具有严重的精神残疾的人、婴幼儿、高等动物以及人工智能或者外星人，算不算？

条件B会引起各种有关“一个普遍性道德概念如何才能回应那种由于赋予孩童和精神残障者以较小一些的基本道德收益和负担、或许还会赋予那些特别具有天分者更大的基本道德负担而带来的批评压力”的各种问题。一个可信的普遍道德概念的发展，可能需要这个条件尽可能地宽松，以便允许某种对平等要求的偏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平等仍然是一个默认的价值（证明这个观点的负担是落在那些支持这种偏离的人的身上）。这也足以说明传统的基于性别、肤色或者门第的原因而赋予不同的人以不平等的基本道德收益或负担的那种做法仍然是不能得到证明的。

道德普遍主义很明显是不能与蕴含着对个人或群体做严格区分的那些基本原则相兼容的。不过，基本原则或许能够正当地包含其他的一些区别对待的做法，只要（比方说）这些做法能够使得我们尊重我们的父母或者能够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这种对可接受的区别对待与不可接受的区别对待所做的区分不能基于正式的、成文化的标准来划定，因为这有可能被偷梁换柱地弄成是专断地支持特定个人或者群体的一般性歧视。因此，那些实际上等同于将荷兰人予以区别对待的原则并不需要这么直接说，而是只要提到说那些人出生在海拔特别低的地方之类的特征就可以了。如果道德普遍主义没有被剥夺掉它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条件C理解为包括了“一项道德观念必须为镌刻于其基本原则之中的那些区别对待的东西提供辩护”这个要求。比方说，一项要求对贫困者给予特别关切的告诫就能够获得合理的理由，只要指出这么一个事实，即贫困者比其他人更需要得到帮助或者说这种援助对它的受益方会带来很大的边际收益。相反，一项要求对律师阶层的福利予以特别关切的告诫，就缺乏这么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律师阶层要享受特别对待呢？为什么公诉人、经纪人或者牙医就不需要特殊对待呢？

从这种反思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道德普遍主义不能获得形式上的定义。（这就是为什么说必须要通过在具体案例中的应用才能加以理解的原因——在本文的情况下，我们谈论的是经济正义问题）所有三个条件都会引起实质性的问题。谁才能算做是一个人？个人能够彼此不同、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可以将不同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他们身上吗？以及什么情况下才能根据一个基本原则做出那种区分？对这些困难的问题的可能回答远不止一种。而且，即使我们能够在如何回答它们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也仍然不能达成这么一个道德共识：比方说，从帮助贫困者的规则这么一个事实出发，并不能消除专断性，也不能说明这个规则是不是在道德上具有有效性，而且，即使具有有效性，它的道德分量究竟何在，也是未可知的。普遍主义因此并不是一个内容界定清晰的道德立场，而仅仅是一个进路，即它是一个能够在多种实质性道德立场的形成中发挥作用的一般图式。普遍主义最多只是为一项道德概念的可接受性提供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些条件用于满足道德上的一种系统性融贯的要求：对个人及其行为、社会规则和事态的道德评价，必须基于那些被所有人同等坚持的基本原则来开展，这些基本原则中或许包含的任何有区别对待含义的内容都必须被证明具有可信的合理理由。

我们对国家性和全球性经济秩序的道德评价

来设想两个有关经济正义的重要问题：

（1）人们在全球经济秩序问题上的基本道德主张是什么，对于那些施加这个秩序的人来说他们承担的基本责任是什么？

（2）人们在本国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基本道德主张是什么，对于那些施加这个秩序的人来说他们承担的基本责任是什么？

流行的观点是，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是非常不同的，第一种情况下的道德主张和负担与第二种情况下的具有实质性的差异。不过这种在道德评价上的差异，就像是那种对律师福利的偏倚性关切一样，看起来是任意的：为什么我们的道德责任（它们决定了我们可能会向他人施加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在两种情况下如此不同？让我们设想，是否这种差异是需要得到辩护的，就像道德普遍主义所肯定的那样，以及是否这样一种辩护是可行的。

在讨论国内经济正义时，通常会被人提到的是，本国的人，就像家庭一样，或许会把他们自己理解为像团结性社会或者兄弟会那样有特殊关系或者亲密感情扭结在一起。这种关系带来了特殊的道德主张和负担，而且，我们对本国公民和家庭成员的责任可能就因此大大超越（并且弱化）了我们对局外人的责任。
[4]

 不过，就算承认这些也并不能使得普遍主义的挑战失效，而仅仅是对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提出了一种不同形式的、更为具体的版本：

（1）对全球经济秩序有什么样的道德约束，这些约束是人们可以施加给他人的（即使在他们并不与之具有类似同国公民这样的亲密关系时也是如此）？

（2）对本国经济秩序有什么样的道德约束，这些约束是人们可以施加给他人的（即使在他们并不与之具有类似于一家人这样的亲密关系时也是如此）？

后一个问题与那种特定社会用于约束自己本国经济秩序的更为具有雄心的标准无关，而是与那种我们能够用来约束任何
 一种本国经济秩序的比较弱的正义标准有关，而不管那个社会本身应当如何理解。这种比较弱的标准仍然是强于我们应用于全球经济正义的那种标准的。因此，在我们应用于全球水平和本国水平上的经济正义的最小
 标准之间是存在一种差异的。道德普遍主义要求必须对这种差异提出一个具有可信度的合理理由。

不过，让我们首先来审视一下，这样一种差异是不是真的如我所宣称的那样被广泛地视为理所当然。我的印象是，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的全球性经济秩序基本上是正当的，尽管这种秩序并不满足我们在处理任何一个国内经济秩序时都设定的那两个重要的最小要求。

第一个最小要求是说，至少在正义所允许的限度内，社会规则应当倾向于能够被那些受其影响的人中的大多数加以和平改变。全球经济秩序，尽管它使合作者在相当程度上的免于暴力的合作得以稳定化，不过，却以两种方式潜在地依赖暴力。一方面，它的稳定性（就像任何别的现实上可构想的经济秩序那样）取决于预防和规制暴力的实质性警察力量的存在。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秩序的设计（可以与一个民主统治的国家的经济秩序的设计相比较）是被一小部分参与者所决定的，它们的对那些规则的寡头式控制最终也依赖于军事力量的巨大优势。这里存在的关键性不对称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秩序是被一小部分有权势的人强制性地予以控制时，我们就认为它是不正当的，并且要求它的参与者中的任何一个大多数都应当能够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对此做出改变。不过富裕国家很少会把这个同样的道德要求施加于全球经济秩序之上，大部分这样的国家都会认为这么做是荒谬的或荒唐的。

第二个最小要求是说，必须避免那些可避免的威胁生命的贫困。如果这个要求是合乎情理的，那么一种经济秩序就必须被塑造得能够产生出一种使得其参与者得以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标准需要的经济分配政策来。对于全球经济秩序来说，富裕国家的大多数公民都将拒绝这个要求。我们知道，在国外，数十亿的人正被迫面对着威胁生命的贫困。我们认为，我们或许应当通过零星捐助的形式来帮助这些人，就像我们应当偶尔支持一下我们自己国家中的那些处境恶化的人一样。但是，我们中很少有人会相信，这种大规模的和严重的贫困，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就表明我们的全球经济秩序是不公正的。
[5]



有关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些真实背景

对一个经济秩序的道德评价必须回应三个方面的因素：绝对贫困的严重程度和广度，不平等的程度（这是对贫困的可避免性的一个粗略的量度）以及避免这种贫困的机会成本。让我按照这三个方面将我们的世界的情况概述一下。

第一，考察一下贫困的程度问题，世界银行评估认为，世界上60亿人口中有12亿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这条贫困线目前被定义为1993年每月32.74美元的PPP或者每天1.08美元的PPP
[6]

 ，“PPP”表示的是“购买力平价”。因此，一个人每年收入的购买力低于1993年美国的393美元的购买力或者低于2000年美国的466美元的购买力时，他就被算作是在贫困线以下了。
[7]

 那些生活在这条贫困线以下的人，平均地讲，有30％低于这个购买力平价。
[8]

 他们生活在2000年的326美元每人每天的PPP水平上。现在，世界银行归于那些生活在贫困国家的人的美元PPP收入平均比它们在市场汇率下的真实收入高四倍。
[9]

 因此，事实上，全球所有的贫困者都生活在这些贫困国家当中，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在2000年326美元的PPP年人均收入对应的市场汇率大概是82美元。平均地讲，全球贫困者可以在一个典型的富裕国家每人每年购买326美元、而在一个典型的贫困国家则只能购买82美元。
[10]



这种极端贫困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并且也得到了集中的表述：世界人口的14％（826 000 000人）是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16％的人（968 000 000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40％的人（2 400 000 000人）缺乏基本的环境卫生，854 000 000成年人是文盲。
[11]

 大约有15％（超过880 000 000）缺乏健康服务
[12]

 ，17％（接近10亿）没有适当的安身之所，33％（20亿）的人用不上电。
[13]

 三分之一的死亡人口死于与贫困相关的原因，像饥荒、疟疾、肺炎以及麻疹，而这是可以通过提供食物、安全的饮用水、接种疫苗、净水设备或者医疗措施加以预防或治愈的。
[14]

 此外，4～5岁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在做童工以养家糊口，经常在像矿井、纺织厂和地毯厂、卖淫场所、工厂和农场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工作。
[15]



第二，我们开始讨论不平等的程度问题。严重的贫困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让人觉得有些新奇的是全球性不平等的程度问题，财富不再受限于一小撮精英。数以亿计的人享有了很高标准的生活，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旅游、接受教育、开车，可以享有家用设备、移动电话、电脑、家庭影院系统等等。尽管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的年人均收入大约只有82美元，但是“高收入经济体”（由33个国家加上香港组成）的人则达到26 000美元，而全人类的平均则达到5 000美元。
[16]

 尽管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的全部收入每年才不过 1 000 亿美元，不过是全球年产值的1％的三分之一，但是那些高收入经济体虽然人口只有全世界总人口的14.9％，但是却占了全球产值的78.4％。
[17]

 这种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避免严重贫困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的总收入的1%等同于他们的总收入的235％。

在财产和财富资源（wealth）方面的全球性不平等可能更严重。富裕的人一般拥有的财富资源会超过年收入，而穷人的则关键性地低于年收入。发达社会的超富者的巨大财产在最近的《人权发展报告》中得到了特别强调：“世界上最富的200个人的财产在未来四年（到1998年）会增长一倍，超过1万亿美元。最富有的三位亿万富翁的财产超过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它们的为数600 000 000人的GNP的总和。”
[18]



第三，我们来考察一下前两个因素的趋势问题。过去五十年里，由于一系列人权宣言和协议、新倡议、峰会以及一系列有关贫困的性质、起因和影响的细致研究的发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这些事情当然不全都具有重要性。但是，它们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贫困者本身的实际进步并不令人鼓舞。是的，在许多国家，预期寿命得到了显著提高，婴幼儿死亡率由于更好的疾病控制而实质性地下降。不过，从1987年开始
[19]

 ，贫困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得到缩减，尽管那个时代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令人意外而且国防花费也大为缩减。
[20]

 从1966年起，186个政府做出了一项最为谨慎的承诺，要在19年内将营养不良者的数量减少到一半，但是这个数字并没有减少，尽管基本食物的实际价格下降了22％。
[21]

 “冷战”结束之后的13年里，超过200 000 000人（其中大部分还是孩童）死于与贫困相关的原因。

尽管贫困和营养不良是静态的，但是全球性的不平等和贫困的那种可避免性则正在剧烈地上升：生活在最富裕国家的人口中的五分之一和生活在最贫困国家的人口中的五分之一之间的收入差距，1997年的时候达到74∶1，1990年的时候是60∶1，而1960年的时候是30∶1。（早前）最富国和最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则从1820年的3∶1、1870年的7∶1，增加到1913年的11∶1。
[22]

 在国际收入不平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扩大趋势，由于殖民地时代在四十年前已经终结，这个趋势关键性地有所加剧。
[23]

 世界经济的数据就是这样的，而看起来只有那些发达国家的人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正当的。

国家性与全球性经济正义观念的比较

让我们将这个情况与一个国家性社会的情况做个比较，在那样一个社会中，我们考察的那些多种经济参数与全世界的参数类似。没有哪个国家性社会显示出像目前全球性收入不平等程度那样的情况来，不过，由于巴西是所得五等分位组不平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4.4）
[24]

 ，并且由于它的人均GNP接近世界水平
[25]

 ，我们可以将我们所虚拟的国家称为“小巴西”。这个比较将发起如下挑战：如果我们将小巴西的经济秩序视为是不正当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明全球性经济秩序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

或许有人会在此反驳说，小巴西的经济秩序并不是真的不正当的，它仅仅是看起来不正当，因为我们设想说它的大部分公民，像欧洲国家的大多数公民那样，将自己的社会构想为（至少是在某种弱的意义上）一个团结的社群。然而，小巴西甚至都不能满足弱的意义上的那种团结性的标准，因此更谈不上不具有正义性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小巴西人并不打算使自己的国家的经济秩序满足这么一种标准。如果他们对此有所异议的话，那么小巴西人当中的一个多数就能够通过投票的方式来改革自己的经济秩序。

可以用如下的论证来反驳这种观点：我们不能因为那个对一小部分人造成了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威胁生命的贫困的经济秩序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就把它视为是一种正当的国家性经济秩序。不过，即使我们承认那个异议（尽管还带着一些疑虑），那个挑战也并没有受到化解。那个异议假定说，小巴西的经济至少满足了第一种最小要求。它假定说，如果小巴西人中的某个大多数要求变革自己的国家性经济秩序，以便减少威胁生命的贫困，他们就将发动这样的变革。我因而就可以通过弱化我的主张的方式来绕过那个异议了。我不再主张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性经济秩序没有同时满足两个最小要求那么它就应当被视为是不正当的，而是可以主张说，如果它不能满足至少一个最小要求，它就可以被视为是不正当的。

让我们因此来设想一下一个虚构的国家“小巴西”：那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对一定数量的少数人产生了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那种威胁生命的贫困，并且也没有多数人选择自下而上地开始和平的变革。
[26]

 这样一种经济秩序将被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视为是不正当的。如果这都不算是不正当的国家性经济秩序，那还有什么算？并且，我们也因此就获得了一种修正形式的挑战：如果我们将小巴西的国家性经济秩序谴责为是不正当的，那么我们如何宽恕以我们的名义开展行动的政府所支持的那种既存的全球性经济秩序呢？毕竟，那个秩序，在导致贫困和不平等方面是类似于小巴西的经济秩序的，并且也存在着它所影响到的人口中的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例如，人类三分之二最穷的人）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对其做出变革的问题。那种存在于国家性经济正义和全球性经济正义之间的最小标准上的明显差异，如何才能获得辩护呢？

此时，道德普遍主义就要求这么一个辩护。在面对这种要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三个选择。第一，我们可以采取接下来的这两个做法或者其中一个来减弱这种差异以逃避那种要求，以提高我们用于全球性经济秩序的最小标准，或者弱化我们应用于任何一个国家性经济秩序的最小标准（或许甚至是颠覆我们过去认为的小巴西的经济秩序是不正当的那种观点）。第二，我们可以试着通过为一种有关最小标准的差异提供辩护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辩护说“我们的全球性经济秩序或许并非是不正当的、即使它不能满足我们应用于国家性经济秩序的那种有关正义的最小标准”，来满足那种要求。第三，我们可以坚持说存在最小标准的差异，同时拒绝普遍主义者提出的对这种差异给出辩护的要求。

前两种回应接受普遍主义者发出的挑战，并且愿意介入到有关国家性和全球性经济正义的最小标准问题上的争论当中，第三种回应则不打算介入那种争论，并且提出了一个三位合一的主张：国家性经济体制是服从于某种有关正义的最小标准的，全球性经济秩序是不服从这种标准的，不必对这种差异给出辩护。下一节，我们就将着重讨论这第三个。

道德普遍主义和戴维•米勒的语境主义

第三种回应可以指向既存的一些道德直觉或道德信念：我们的那种有关国家性和全球性经济正义的具有差异的标准实际上也是任何有关我们的道德的哲学解释所必须加以确证的东西。仅仅出于这个理由，那些不能确证我们最深的信念的解释就必须被拒绝。我们都深深地确信，我们没有对那些海外饥荒分担责任。这种确信，要比我们对任何复杂的哲学论证的优点所能确证的更为明白无疑，拒绝了任何一种得出其他结论的道德观念。当然，我们有关经济正义的具有差异的标准或许看去来有些不融贯。不过，道德资料（我们的直觉或者最深的信念）是那种是其所是的东西，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在旁观者看来都是融贯的。

按照这种简化版本，第三种回应是很难自洽的。道德反思本身缔造了我们所偏爱的那些信念，使我们（足够确定地）相信正确的东西是正确的，削弱那种引领到的生活的野心的重要性。但是，或许，第三种回应可用被表示为包括了一种对普遍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求予以拒斥的理由的东西，因而更为轻松地获得辩护。戴维•米勒在他为当前讨论所做的贡献中，就发展了这么一种更为精致的立场，他论证了一种反普遍主义主张，认为我们应当允许在不同语境下坚持多种道德原则，而不用为这种多样性提出任何一种辩护。
[27]

 我将试着证明说，这种现象是具有误导性的，米勒的语境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存在重叠，并且，在这种重叠当中，道德观念看起来要比它单纯在普遍主义或者语境主义之下时的那种更为极端的变化形式来得更具有前景。让我补充一下，我此刻是站在米勒的那些令人感兴趣且重要的有关国家性和国际性正义的著作的立场一边的
[28]

 ，仅仅是打算对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语境主义给出一种更具有一般性的说明。

当他将他所支持的语境主义（“跟罗尔斯意义上的直觉主义一类”
[29]

 ）与那种直白的、根本就是在终结对话的类似于“平等仅仅是在环境C当中所使用的恰当原则”
[30]

 这样的语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米勒可能会拥抱反普遍主义回应的一般性主张。他也针对那种对辩护提出的要求做出论证：也就是说，他反对那种试图使得所有不能实现“一种存在于理论和我们的那种未经理论化的经过思虑的判断合乎情理地紧密契合”的所有道德得以获得统一解释的做法。
[31]

 他相信，这种尝试将导致那种虽然柔顺、却并不可信的道德理论的激增，而它们之间的分歧所引起的问题是我们不能确信地予以解决的，因此，会激发出一种事关我们试图在实质性和紧迫的实践问题上取得的道德进步的那种怀疑论态度。

我尊重并且分享这些关切。不过，我并不清楚反普遍主义究竟在什么地方更有优势。那些动辄就用“C1和C2是不同的语境，对其有不同的原则P1和P2分别适用”这样的说法来解释具体的道德讨论的人，是不能说服、并且通常甚至会冒犯那些持有相反信念的人，即便那些人在一般的意义上可以同意说道德是一个混杂的东西，以至于不能满足普遍主义者所要求的那些辩护要求。（试想一下那些人会认为说，适用于一个社会阶层的道德原则将不适用于另一个社会阶层）由于拒绝为限定语境提供任何具体的理由，并且对这些语境指派了多种多样的道德原则，这些人就将产生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来对待道德理论化，将其仅仅视为是对各种信念的一个确证，而这些确证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确证者的利益、社会地位和偏见的影响。

米勒意识到这种不利，为了使得自己的语境主义远离这种约定的观点，他写道：“语境主义……承认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采取不同的正义原则，但是，这种变化性本身有一个奠基性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既能够掌握也能够使用一种批判工具来评价任何特定场景下的流行的正义观念。”
[32]

 我相信这一评论表明，米勒通过承认说道德是服从于一种奠基性的跨语境的逻辑而拒绝了第三种回应，这种逻辑一方面为将不同的道德原则适用到不同的语境（比方说，在不同的自然性、历史性、文化性、技术性、经济性或者人口性条件之下）之中提供了理由，另一当面，也可以充作批判流行的道德概念的一个基础。通过诉诸这种奠基性逻辑，一旦我们能够形成辩护性的理由来支持或者反对将不同道德标准应用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身上、支持或者反对对国家性或者全球性经济体采取不同的评价，我们就已经超越了那种教条式的语境主义以及对其简单的采纳或者拒斥，并将其当做对道德差异的恰当回应的做法。

只要语境主义采取了一种辩护性的语言来谈论语境限制和原则在语境中的变化问题，那它就与道德普遍主义有所重叠了。就像此处所说的，普遍主义并不要求说，如果道德原则P1、P2、P3相应适用于语境C1、C2、C3，那么就必须存在一种更高的“超越性”原则或者是一系列原则来囊括P1、P2、P3（就像“不要使车速超过30码”是对“不要超过安全和合法的驾驶速度”的一个语境性应用）。当然，道德普遍主义允许这种高度统一的反语境主义的道德概念，就像功利主义所例示的那样。但是，它也允许像米勒在上面引述的那句话中所暗示的那种批判性的语境主义替代方案：一个道德概念可以认为说基本原则P1、P2、P3相应适用于语境C1、C2、C3之中，并且为限制多种多样的语境提供一个辩护，也将多种多样的道德原则指派给这些语境。

我发现，这种语境论的道德普遍主义比它的反语境主义（一元论的）替代方案要更具有可信性一点。考虑到我们对道德理论化的一般观点，米勒和我可能会同意一种中间的观点（批判式语境主义），这种观点是经由对一元论的普遍主义和教条式语境主义的拒斥而获得定义的。我们都同意说不同的基础性道德原则适用于不同的语境，我们也都寻求为限定语境和形成适用于那些语境的基本原则提供辩护。我们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到底什么样的限定、语境原则和辩护是可接受的。

由于这种道德理论化观点并不常见，我将进一步地通过对罗尔斯作品的讨论来将其做一点发展。罗尔斯的观点与我所支持的语境论的道德普遍主义有所差别。

语境论道德普遍主义和罗尔斯的道德概念

罗尔斯试图将他的正义理论限制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之中：限制于一个既存于正义环境之下的设施健全的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中。他的理论使得他对公民的政治行为施加了某些道德要求——那些公民必须支持和促进一个正当的基本结构。但是，罗尔斯试图在什么样的原则才适用于他们的个人行为这个问题上留下余地。他也因这种超然的态度而受到一元论普遍主义者（比方说杰米•柯亨和利亚姆•墨菲）的攻击。
[33]

 根据那些一元论普遍主义者的观点，任何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的基本道德原则都必须也适用于个人行为。因此，如果差别原则要求一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应当消除那些不能使社会中处于最差的经济社会地位上的人们处境有所改善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那么各个个体也必须要求他们自己的个人行动能够消除不能使这些人的处境有所改善的经济社会不平等。
[34]



罗尔斯的语境主义可以针对这种批评而获得辩护。罗尔斯拥有一些重要的理由来将他的正义诸原则的范围限制在基本结构上。这些理由（涉及承认多元主义的事实、避免要求过度和维持公民服从上的稳定性）说明，基本社会制度应当被当做一个独立的语境，对于这个语境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道德诸原则。
[35]

 这些理由说明了对道德诸原则的范围所施加的限制如何在不乞灵于更深的、跨语境的原则（语境具体的原则因此而起源于这些原则）的情况下获得辩护的问题。这就说明，将道德原则当做是范围受限的或者语境具体的，而同时维护它们的基础性地位，是可以获得辩护的。只要罗尔斯的范围受限的辩护满足道德普遍主义的三个条件，他对基本社会制度的正义的说明就不仅仅是批判式语境主义的一个例示，而且更特别地，也是语境论道德普遍主义的一个例示。

但是这种对语境的分离例示了语境论的道德普遍主义，而另一种对语境的分离（集中于罗尔斯后期的作品）则例示了对这种道德普遍主义的违反。罗尔斯在那里坚持将不同的基本原则应用到国家性或者国际性制度实体当中，但是却不能为这种语境分离的方式给出辩护。

罗尔斯强烈地拒绝将差别原则当做全球正义的一项要求，他的理由是，一个人担负由另一个人的决策而造成的某种成本，这是不可接受的。
[36]

 但是，他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理由不能类似地使得差别原则在国内社会同样地不适用。为什么对于一个省、一个小镇或者一个家庭来说，担负由别人的决策所导致的这类成本就是可接受的呢？
[37]

 并且，不管这种成本是如何分摊的，如果差别原则是我们所能支持的国内经济秩序中最合理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它就不是我们所能支持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最合理的东西呢。罗尔斯对此并未提供答案。

罗尔斯也不能根据他在《正义论》中的论证来解释他为什么拒绝将差别原则应用到全球层面，那种论证是他始终坚持的东西。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讨论了一种中等规模的人口数量以及明确地被视为是“设施完备”的和“封闭的体系”
[38]

 是如何在制度上自我组织的。他的探讨导致了作为经济正义的一项要求的差别原则的出现。他认为美国接受了这项原则（当然，这是理想上的），尽管美国社会不符合一个设备完备的封闭社会的要求。那么，为什么差别原则就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呢，后者岂不是更符合罗尔斯的描述吗？对此，罗尔斯也没有给出答案。

可能有人会反对说，这种不能获得辩护的差别是不重要的。或许罗尔斯应当妥协说，一种设计来满足差别原则的全球性经济秩序一般来说不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这样一种秩序的目标对我们的世界来说是道德上不恰当的，因为许多人反对差别原则，并且认为其不合乎情理。

针对这种异议，人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反对不仅存在于国内也存在于国外。随着对这一事实的敏感逐渐增加，罗尔斯继续讨论差别原则，并且将其与博爱的理想联系起来
[39]

 ，将其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社会的国内经济秩序（首当其冲的包括美国）中最具有合乎情理性的东西。但是，他允许其他社会可以合乎情理地使自己的国内经济制度服从于其他标准。而且，他甚至妥协说，他的差别原则甚至对于美国来说都不是唯一合乎情理的东西，“他的同侪们将不会是合乎情理的，如果他们将自己的政治支持给予某些其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正义标准的话”。
[40]

 至少，根据罗尔斯的后期作品，一个经过慎思而不打算满足差别原则的社会因此并不一定是不正当的。相反，一个国家性社会仅仅需要采纳和（近似地）满足某些并非不具有合乎情理性的自由主义经济正义标准，就可以被算作是正当的。

现在，如果这个观点（而不是差别原则）才是罗尔斯有关国家性经济正义的最小的标准，那么它就确定了道德普遍主义可以发起的第二个层面的挑战：罗尔斯要么就应当坚持说一种全球性秩序也能够被当做是正当的，只要它满足这种有关经济正义的最小标准，要么就得辩护它为什么不能如此。

两个任务罗尔斯一样也没有完成，不过，他暗示说，针对将自由主义标准应用到全球层面去的一个理由，就是一种要求容纳某些（“体面的”）非自由主义社会的需要。罗尔斯相信，在体面的社会中，自由主义社会应当承认其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体系中作为充分和平等的成员的资格。这是一个奇怪的暗示，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非自由主义社会和它们的人民一般都是较为贫困的，并且十分乐意在塑造全球经济秩序的改革中提供合作，以满足经济正义的自由主义标准。更为富裕的自由主义社会往往是阻挠这种改革的力量。但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的阻挠如何才能通过容纳体面社会的关切而获得辩护。假设这些改革措施不是体面性所要求的东西，体面的社会因此可能会反对它们，而自由主义社会可能因此就有理由容纳下这些反对。但是，如果事实上没有哪个体面社会反对这些改革措施，那么对容纳体面社会的关切就不能算做是自由主义社会阻挡它们违背自由主义经济正义的最小标准以及违背每一项更为具体的标准的一个理由。

假设前面提到的论证失败了，或者假设存在着某些反对经济改革的体面社会。那么道德普遍主义的挑战至少就出现在了更低的一个层面上：罗尔斯要么就应当将全球经济秩序中所采取的体面标准定得比国内经济秩序中所采取的体面标准低一点，要么就得辩护拒绝这么做的理由。

不过，罗尔斯看起来打算坚持一种不能获得辩护的双重标准。他写道，一个体面社会的“法律体系必须遵循一种有关正义的共同善观念，这种观念能够说明被视作是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基本利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41]

 。罗尔斯对他将其当做是一个体面社会的国家性经济秩序的约束条件的东西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不过他确实不要全球经济秩序去满足甚至更弱一些的体面性条件。他认为没有人应当“生活在糟糕的条件之下，这些条件阻止了他们拥有一个正当的或体面的政治和社会体制”
[42]

 。而且，甚至这一要求也并不会约束全球经济制度，而仅仅是约束其他人的行为而已。我们可以施行一种会带来很强的背离趋势并且持续加重国家不平等的全球性经济秩序，假设我们“帮助”那些受这种秩序影响而变得贫困的社会能够保持高于某个基本门槛的生活水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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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尔斯对经济制度的考虑相当模糊，不过他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采取了双重的标准，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国家性经济体制来说，差别原则是罗尔斯对正义的最高抱负之一；然而，就全球经济秩序来说，罗尔斯并不承认这一抱负，甚至是要把差别原则当做一个不可接受的东西。罗尔斯在国内水平上暗示了一个更弱一点的有关自由主义经济正义的最小标准，但是，他坚持说全球秩序可以在不满足这一标准的情况下能够按照正义的自由主义概念得到充分实现。并且，罗尔斯甚至在国内层面上暗示了一个更弱一些的经济体面性标准，但是他坚持说，全球性秩序不仅可以是体面的，而且甚至在不满足这个标准的情况下可以是正当的。罗尔斯并没有为这三个层面的双重的标准提供具有可信性的理由，因此，他的观点就与道德普遍主义发生了冲撞。他不能满足一个证明的负担的要求，但这个负担要求他说明这么一个问题：他将有差别的道德原则应用到国家性和全球性制度当中去的做法并不等同于维护富裕社会、反对全球贫困社会的一种专断的歧视性做法。

经由一个双重标准将有分歧的道德评价合理化

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心甘情愿地接受着大规模且可以避免的贫困，他们不认为这种贫困危害了全球经济秩序，但是他们可能会认为国内社会存在的类似贫困会危害国内的经济秩序。将这一不对称合理化的一个常见且明显的办法，是采用一个双重的标准，使得全球经济秩序比国家性经济秩序服从一个更弱的道德要求。这样一些双重标准广泛地被日常和学术的讨论所采纳。但是如果直接将其作为预设的话未免有些独断，不管是一般性地诉诸“我们的道德信念”还是诉诸独断论语境主义的一个一般性论证。这是对道德普遍主义的“第三个回应”，上节中的“道德普遍主义”和戴维•米勒的语境主义对其有所讨论。

罗尔斯看起来很乐意为国家性经济正义和全球性经济正义辩护一个双重标准，并且因此确立对普遍主义挑战的第二个回应。但是，事实上他所提供的辩护是不完备的，因为他并未直面那个任务的比较性本质。仅仅针对一个对差别原则的全球应用而提供论证是不够的，他必须证明这些论证能够带来可欲的不对称性，并且，这个论证要比那些证明国内经济正义和全球经济正义之间存在类比性的论证要具有更大的分量，但罗尔斯并没有完成这些任务。

他的失败是学术界和日常大众试图对经济正义双重标准合理化时都会遇到的问题。人们有理由去期待、也有理由去反对一个更强的经济正义标准。对国家性经济秩序的讨论倾向于强调期待的理由，而对全球性秩序的讨论则强调反对的理由。不过，为了辩护可欲的不对称性，人们必须去讨论两种语境下的两种相关理由。特别是，人们必须去证明说，支持一个强烈标准的某些理由在权衡国家性经济正义问题时，具有比在权衡全球经济正义时更大的分量，或者相反，证明说支持一个更弱的标准的某些理由，权衡前者时有更小的分量，或者证明这两个观点都成立。

对一个弱的经济正义标准的论证典型地要诉诸文化多样性或者自主性或者更小群体的特殊联系。这样的论证经常被用来辩护对会导致贫困和不平等大量出现的全球性经济秩序的默许。但是，所有这三种因素也都存在于各个国家之内。因此，它们可以被用来辩护一个双重标准，仅当人们能够证明说这些因素在应用到全球环境中去的时候，比应用到国内环境中来说，在相关性方面要弱得多。我们已经看到，要证明这一点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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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适中的结果：可以根据我们的不同主题来塑造不同的双重标准，并且为塑造不同的双重标准提供多种多样的理由。没有人能预测和拒斥所有被构想的理由，但是，要想得出结论说标准之间的差异过大就不能获得辩护，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提供了另一个理由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我已经将其当做道德普遍主义的基本要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可以承受这个负担，因为他们只需要找出一个版本的可欲的双重标准，然后给出一个可信的理由就可以了。然而，道德理由仍然是主要的：就为什么我们将自己视为是有资格施加一个违背我们自己置放在国内经济秩序中的最小道德约束的全球性经济秩序于全球穷人身上这个问题而言，我们亏欠他们一个解释。

如果证明的负担确实压在了那些支持双重标准的人身上，那么，我的讨论的结果就完全不是这么中等、适度的：我们（这些富裕的国家及其公民）不断地施加一种全球性经济秩序，在这种秩序底下，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与贫困相关的死亡会发生。如果这种经济秩序被施加在一个国家性社会，那么我们肯定将此视为一种极端的不正义。我们必须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所施加的这种秩序视为一种严重的不正义，除非我们有一个可信的理由来说明采取一个适当的双重标准是可能的，但很显然，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可信的理由。

在不采取一个双重的标准的情况下将有分歧的道德评价合理化

富国既要允许大规模且可避免的贫困存在于国际经济秩序之中，却又不赞同此类贫困存在于国内的经济秩序之中，看起来也有另一种方式使之合理化：采用制度性责任的观念。这种合理化在论证上是这样的：我们试图从一个被描述与造成了许多本来有此遭遇的人贫困的制度性秩序中后撤。但是，请不用被修辞所迷惑。一个在其之下存在着大量可避免的毛病的经济秩序，并不就是道德上有缺陷的。这就说明，一个在其之中存在着可避免的饥荒的制度性秩序的道德性质，取决于这个秩序是否以及如何在因果上与那场饥荒相关联。也就是说，它取决于饥荒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才能通过制度修正的办法被加以避免。而且，它也依赖于这个制度秩序是不是比其他的替代方案更有可能带来饥荒：比方说，它是不是要求农奴为贵族阶级无偿劳动，或者它是不是只是疏于向更多的生产者课税以保障一个恰当的福利体系。

这一洞见与我们的主题有关：我们已经讨论了对两种经济秩序（国家性的和全球性的）作道德评价的问题，这两种经济秩序在真实的世界中就其肇因而言大为不同。全球经济秩序对于全世界范围内的那些大规模且十分严重的贫困现象的存在来说发挥了一个边际性的作用。这些贫困实质上并非源于全球性的、系统性的因素，而是出现在各个国家之内，是由于那些有缺陷的国家性经济体制和那些国家的腐败而无能的精英所造成的，这两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国家性经济的增长，也阻碍了国民总收入更为公平的分配。这些国内缺陷是回答“为什么这些国家在相对的意义上、甚至在绝对的意义上越来越穷”以及“为什么这种贫困的负担最深重地落在了那些最穷的公民身上”这两个问题的主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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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而言，各个国家之内的极端贫困和不平等，在很大的程度上源于系统性的因素，并且因此（因果上和道德上）是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影响力的那些精英所要承担的责任，正是他们，支撑着相关的那些国家性经济体制。

判断全球经济秩序（在这个秩序之下存在着大量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确实没有我们判断一个存在着类似的贫困和不平等的国家性经济秩序那么严苛。但是，这些有差别的评价并不是一种有关极端贫困和不平等在全球性和国家性体制中如何获得道德评价问题的双重标准的反映。它们反映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一标准适用于两种体制，它不仅敏感于可避免的那些贫困，而且也敏感于每一个体制在那些可避免的贫困的出现问题上所扮演的因果性角色。

这种经验式合理化的调和力量取决于难以捉摸的经济因果性，取决于对全世界范围内持续存在的严重贫困和不断加深的全球不平等的正确解释。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相信，全球经济秩序不是这些现象的一个具有重要性的因果性促因。各个富裕国家的许多公民都确信这一点，并且甚至认为全球性经济秩序不能够通过修正来缓解极端贫困和不平等。这些人相信，各个穷国自己必须面对问题并加以解决，必须自己建立能够更好地回应本国人民需要的政府和政治制度。对于这个任务来说，局外人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提供帮助。这是因为，向那些国家强制施加一个我们认为合乎情理的领导人或政治制度，将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而且，也因为，任何对穷国内部事务的绝对干涉都很容易导致反面的后果，比方说那些腐败的统治者就会借此宣称说我们是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强化我们自己的统治。情况如此，实在无能为力。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发展援助的办法来缓解全球贫困，或者建立《图宾税收协定》中所倡议的那种全球秩序。但是，这些措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我们不能阻止那些腐败的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我们的援助，大部分不过是落到他们的囊中。或许我们的收入的1%就确实能够使得最低收入者的总收入增加235%，但是，就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幸在于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集中的方式把这些捐助传递给世界上最穷的那些人。

但我并不否认前面几段所概括的分析。消除穷国的贫困确实强烈取决于它们的政府和社会制度如何建构自己的经济体，也取决于是不是真的存在民主竞争来选拔政治官员，因为这使得政治家有动力来回应大多数穷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分析最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把那些穷国的腐败的社会制度和腐败的精英集团看做是一个外生性的因素：看成是一个用来解释问题的事实，而不是看成是其本身也需要获得解释的东西。“一些穷国想方设法地为自己提供合乎情理的政治制度，但是大多数穷国无能为力，甚至干脆连尝试的愿望都不曾有。这就是情况本身。”一个对持续存在的全球贫困的恰当的解释，不仅要例证有缺陷的制度性体质和腐败、压迫并且无能的精英集团在穷国的存在，而且也要为它们的存在原因给出一个解释。

社会科学中并不缺乏此类更深的解释。多半就是所谓的“国家主义”解释，这种解释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缺陷以及统治精英的腐败和无能，主要是该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因素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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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国家内的贫困的发生率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这种国家主义解释却在解释国家的发展径路和国家间差异方面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全球经济秩序没有扮演一个实质性的因果角色，因为全球经济秩序形塑了一个每一个穷国文化演进的环境，也影响了一个穷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影响了它的国内制度秩序、统治精英、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在这些意义上，全球制度因素或许实质性地导致了在某些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严重贫困的存在。下一节，我将说明，情况确实如此，从而反驳那种经验式合理化办法的核心主张。

全球性制度在严重贫困的持续存在中所扮演的因果角色

我的观点可以用例子来说明，我将着眼于既存全球性秩序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任何控制了一个国家内的强制手段的优势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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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国际上被当做是那个国家的领土和人民的合法政府——不管那些集团是如何获得权力的，不管它是如何运用权力的，也不管它在什么意义上受到所统治的人民的支持或者反对。
[48]

 这样一个有效地运用权力的集团受到国际承认，这不仅意味着我们愿意与之开展谈判。它也意味着，我们接受了那个集团对所统治的人民采取行动的权利，特别是承认它有特权去自由地以国家的名义借贷（国际信贷特权）和自由地处置国家的自然资源的特权（国际资源特权）。

我们赋予一个集团享有资源特权，意味着我们默许它有效地控制该国的自然资源。这一特权包含了合法让渡此类资源的所有权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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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一个从沙特阿拉伯人或者苏哈托、或者从蒙博托或阿巴查那里购买了资源的公司，就因此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被当做是这些资源的合法拥有者。这是我们现在的全球制度性秩序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集团只要控制了一个货栈，它就可以把那个货栈的商品卖给别人，并且在交换中接受金钱。那些筑起篱笆保护货栈的人，不过只是这些商品的持有人，而非所有者。一个民选政府管理和控制的国家也可以将该国的自然资源卖给别人，并且在交换中接受金钱。但是，购买者所获得的，不仅是对商品的占有，而且也包括全部的所有权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被认为是受到了所有国家的法庭和警察力量的保护。因此，这种国际资源特权是一项法律权力，这项权力使得资源所有权在全球都有效。

国际资源特权并不关心如何获得政府性权力的问题，而是对资源富裕国家的军事政变和内战有着强烈的兴趣。比方说，设想一下尼日利亚的情况，在那里，年均出口的石油达到6到10亿美元，这几乎占了该国GDP的四分之一。无论谁以什么方式获得权力，都可以依赖于这些收益以自肥，从而维系自己的统治。这对于军事将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在过去32年的28年中，尼日利亚确实是被那些军事强人们统治的，那些人通过强力来获得权力并开展统治。只要能从国外买到压制的手段，并且获得国内其他官员的支持，这种统治就不需要一般大众的支撑，因此它也不会为了降低贫困或者促进经济增长而做出任何生产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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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尼•阿巴查暴死之后，尼日利亚现在被一个平民将军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所统治，他是透明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杰出成员，并且对改革抱有很大的期待。这些改革最终是令人失望的：尼日利亚继续留在国际腐败国家排名的最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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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失败有些令人惊讶。但是，通过理解国际资源特权的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尼日利亚的军事官员完全知道，他们可以通过推翻奥巴桑乔来获得石油收入。为了保存权力，奥巴桑乔因此就必须使得那些军官都能对现状保持满意，以便军事政变的潜在收益看起来成为一种不值一提的东西。尼日利亚的腐败不仅是一种根源于它的部落农业和传统的地方性现象，而且也受国际资源特权制度鼓励和维持。

尼日利亚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在刚果/扎伊尔、肯尼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巴西、委内瑞拉、菲律宾、缅甸、中东等一些小的资源富饶但却极端贫困的国家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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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这里在国家资源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消极关联，就像所谓的荷兰病所表现得那样。这种关联有一个“国家主义”的解释：国家资源富饶带来的是坏政府和有缺陷的制度，这些因素鼓励争辩和内战，并且促使权力独裁与腐败。
[53]

 但是，这种国家主义解释关键性地取决于一个全球性背景因素，那就是国际资源特权，没有这个因素，一个穷国的丰富资源就不可能成为阻挠它朝着民主政府、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方向进步的障碍——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54〕


通过讨论国际借贷特权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根据国际借贷特权，任何在一个国家领土之内拥有政府性权力的集团（不管它是如何获得和运行这种权力的）都有资格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去借贷，因此一般就对那个国家施加上国际性的正当的法律义务。任何因为前任政府的腐败、野蛮、不民主、违宪、残暴和违背大众意志而拒绝承担债务的继任政府都将受到其他国家的银行和政府的严重惩罚；或者至少将会由于被排除出国际金融市场而失去自己的借贷特权。因此，这种拒绝承担债务的事情是十分罕见的，即使是新当选的政府强烈地摒弃掉它与以往政府的关系，也必须为糟糕透顶的前任政府偿还这些债务。

国际借贷特权对穷国的腐败和贫困会产生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第一，它使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信誉都可以被那些最令人憎恶的统治者窃取。这些人通过政变获取权力，通过暴力和镇压维持权力。这些统治者因此可以借得更多的钱，并且能够更容易干下那些勾当，而整个国家却要承担偿还债务的义务。在这种意义上，国际借贷特权帮助这些统治者维持自己的权力以反对大众的反抗。第二，国际借贷特权不关心政府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因此就有力地增强了一些发动军事政变和内战的动力：无论谁赢得了执行强制手段的特权，谁就赢得了借贷特权，而这简直就是个额外的奖励。第三，在独裁政府终于被摆脱之际，国际借贷特权却甩给了这个国家一个大包袱，要求它继续偿付以前压迫者欠下的巨额债务。因此就使得一个正在蹒跚学步的民主政府大伤元气，没有能力去执行结构改革和其他政治计划，从而导致民主政府难以为继，并有损稳定性。有一点小小的安慰是，叛乱分子有时候会因为考虑到自己所即将要担负的债务而不敢轻举妄动。

许多穷国因为他们的那些不经选举的统治者出于非生产性目的（包括购买武器以满足国内镇压的需要）而欠下的债务偿付义务而不堪重负。比方说，在尼日利亚，军事统治者

（接上注）

发现，自然资源规模每减少1%就使民主政体产生的可能性增加了0.5%……为了推动经济运行，资源不那么充裕的国家必须限制精英集团的权力。这可以通过限制精英集团在分配资源时的随意性的办法来获得。”（ibid.，pp.35-36）也见Leonard Wantchekon,“Why do Resource Dependent Countries Have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working paper，Yale University，12 December 1999（www.yale.edu/leitner/pdf/1999-11.pdf）.

〔54〕 我补充这一点，是因为政变、内战以及压迫或许会得到对占有资源前景的预期的鼓励，甚至都不用权力国际性地赋予那些有效的所有权权利，对此的一个卓越的观察，见Thucydides,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rmondsworth：Penguin，1986），Book 1,Chapter 2.Josiah Ober提醒了我这一点。

不仅仅偷窃和浪费掉几十年的石油收益，而且还留下了高达300亿美元的国家债务，占GNP的78.8%。债务/GNP比率在一些国家的情况如下：刚果/扎伊尔，232%；肯尼亚，61.5%；安哥拉，297.1%；莫桑比克，223%；巴西，30.6%；委内瑞拉，39.6%；印度尼西亚，176.5%；菲律宾，70.1%。
[54]

 当债务负担变得过于难以忍受时，高收入国家偶尔也会减免一些债务，因此来保护自己的银行损失过大，这也鼓励了腐败的独裁统治者。

这一结果并不受下列事实的改变：对两种特权的改革措施难以设计，并且会因为自然资源的价格的提高而使富裕社会和其他依赖资源进口的国家耗费高昂成本。我正论证说，富裕社会的公民和政府，由于采纳了现行的全球经济秩序，从而导致了严重贫困的存在，并且为此而分担着制度性的道德责任。在本文中，我并没有讨论根据我们所担负的道德责任我们究竟应当为长期存在的全球贫困做点什么这一问题。
[55]



我们很容易就能使自己与国外那些正在遭受着大规模严重贫困的完全无辜的人切断联系，只要有其他人能够明显地为此被加以责任。我在本节的论证，因此就特别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最可能指向的那些国家性因果因素（暴政、腐败、军事政变以及内战）是如何被当前的全球性经济秩序的主要方面所鼓励和维持的。其实，那些因素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我们确实承担着因果上的和道德上的责任。这一洞见不会减轻我们指派给那些穷国的独裁者、战争狂人、腐败官员和野蛮的投资客的道德责任，也不会减轻我们应当指派给我们自己的道德责任。

我的论证并不排除通过其他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证明当前的全球经济秩序要为贫困的存在担负责任。比方说，人们可以考察一下各个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时所具有的高度不平等的谈判权力是如何在WTO的支持下所形成的复杂合同中体现出来的。
[56]

 并且，人们也可以研究持续增强的国际相互依赖是如何加重弱势国家的经济的脆弱性、使之越来越依赖于美国或者欧盟这样的实体的外部决策和政策的（它们并不关切比较穷的国家的利益，如美国和欧盟中央银行通过设置对自己有好处的利率就可以影响那些较穷的国家）。

结论

前面的论证已经证明，对于比较穷的、影响力较低的国家的人而言，构成这个世界的经济现状的那些规则对全球经济分配产生了一个显著的影响，就像一个国家性社会的经济秩序会对国内的经济分配产生一个显著影响一样。经验式合理化的办法是不能在经验上成立的。

广泛意识到它的不可成立，对于重新形塑有关全球贫困问题的解释和道德争论来说具有很大的实践重要性。照此看来，解释性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国家主义解释：集中于这么一个问题，即穷国的国家性经济制度和政策对消除国内贫困来说到底阻挠了什么或者促进了什么。一个人为采取了最小税率和最低程度的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场（亚洲四小虎的模式）辩护，而另一些人则为政府持续地在教育、医疗条件和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印度喀拉拉邦模式）辩护。这种争论肯定具有重要性，但是，检讨全球经济制度对消除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来说阻挠了什么或者促进了什么这个问题，也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一种令人熟悉的做法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为那些被认为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通过的《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国际影响产生了代替性的结构和任务争论不休。但是对于更大的问题来说，比方说国际资源特权和国际借贷特权以及世界经济规则的创设和修正机制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成了一个既存的背景，简直就好像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个基本自然特征一样。

照此来看，道德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富裕国家和富人有义务去帮助处境比他们自己要糟得多的人。一些人否定存在着这样的义务，其他人则主张说，这些义务要求过度了。这两种观点都很容易采取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是作为潜在的帮助者在道德上与那些发生于国外的饥荒发生着道德关联的。
[57]

 这当然是真实的。但是，这个争论忽略了这么一点，即，我们也在更具有重要性的意义上与那些人具有关联，因为我们支持一种实质性地导致了它们的贫困处境的全球制度性秩序，并从中受益。

如果经验式合理化的做法是失败的，如果国家性和全球性经济体制在作用机制和影响上是可比较的，那么，当我们仅仅认为对于国家性经济体制来说才存在可以避免的极端贫困和不平等，那么我们就实际上采取了一个双重标准。因此我们也就会面临道德普遍主义者对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轻松地接受了在国外发生着的大规模的严重贫困。如果没有一个可信的理由的话，我们的那种不对称的评价将成为一种专断的区别对待，并且这种区别对待乃支持着富裕社会而反对着全球穷人。


注释


[1]《人权普遍宣言》第25条，1948年10月由联合国大会217A（Ⅲ）号决议通过。

[2]按照世界银行官方公布的国际贫困线数据，全球性贫困的资金空缺大约是每年420亿美元，而按照稍高的贫困线标准的话，需要2 900亿美元。这大概占到全球年产值的0.14%—0.99%，占高收入经济体年GNP的0.18%—1.26%。见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75.（www.worldbank.org/poverty/wdrpoverty/report/index.htm）

[3]1919年4月11日，这个提议获得了相关委员会的多数（12个成员中的11个），但是武德诺•威尔逊作为主席规定说这项特殊的修正案需要得到一致同意才能获得通过。见Naoko Shimazu，Japan，Race and Equality：The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of
 1919（London：Routledge，1998）,p.30.

[4]有关特殊关系和“同胞优先权”的集中讨论，见Thomas W. Pogge,“The Bounds of Nationalism”,Rethinking Nationalism,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ary Volume 22
 ，edited by Jocelyne Couture et al.（Calgary：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1998）：463-504；也见“Loopholes in Moralities”，Journal of Philosophy
 89（1992）：79-98.这种诉求通常在那些很容易建立正义的社会中得到确立，并且在一种更为平等的全球经济秩序中会使得国家社群得以繁荣。然而差异在于，仍然有85％的人可能会因此而享有同样的舒适生活。

[5]关于这一点，我们援引一下《人权普遍宣言》。在第25节承认了诸基本经济权利后，《人权普遍宣言》说：“每一个人都对一种本宣言所言说的权利和自由需要在其中才得充分实现的社会性的和国际性的
 秩序享有资格。”（见第28节）

[6]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pp.17，23.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严重贫困影响了世界上的五分之一人口。测度贫困程度的方式或许被指责说歪曲了某些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的人拥有的生活预期是较低的。如果说，生活寿命只有非穷人一半长的人就是穷人（这大概是真实的），那么，大概有三分之一而不是五分之一的人是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的。这种歪曲也影响了我将提到的另一些数据。不过，这并不会影响三分之一的人死于贫困相关的原因这么一点，也就是说，这个统计确实不管其长短都对每个人的生活赋予了同样的分量。

[7]见www.stats.bls.gov/cpi/#data.

[8]Shaohua Chen and Martin Ravallion，“How Did the World's Poorest Fare in the 1990s?”,Working Paper，August 2000，http://econ.worldbank.org/docs/1164.pdf，见表2和表4。

[9]因此，世界银行将中国的780美元的人均GNP等价于PPP 329美元，印度的450美元等价于PPP 2 149美元，印度尼西亚的580美元等价于PPP 2 439美元，尼日利亚的310美元等价于PPP 744美元，埃塞俄比亚的100美元等价于PPP 599美元，菲律宾的1 020美元等价于PPP 3 815美元，越南的370美元等价于PPP 1 755美元，等等。见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pp.274-275.

[10]这些是穷人中的最穷者。世界银行也为一个更为宽松的贫困线提供统计数据，这条线大概高出两倍左右：1993年是786美元每人每年的PPP。大约有28亿人据说是生活在这条贫困线以下的，达到44.4％（Chen and Ravallion，“How Did the World's Poorest Fare in the 1990s?”，表3、表4）。因此，一个典型的富裕国家的穷人每人每年可以买518美元，而一个典型的穷国的人是每人每年买130美元。

[11]关于这四个方面，见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9，22.

[12]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2.

[13]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49.

[14]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The World Health Report
 1999（Geneva:WHO Publications，1999），特别是附表2（www.who.int/whr/1999）。1998年，有53 929 000人死亡，其中有大约18 000 000人死于贫困相关的原因。可以比较UNICEF，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1998（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UN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1999
 （www.fao.org/news/1999/img/sofi99-e.pdf），以及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 Action Plan on Food Security（www.fas.usda.gov:80/icd/summit/usactplan.pdf，March 1999），p.iii.

[15]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62.（www.worldbank.org/wdr/2000/fullreport.html）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ipec/simpoc/stats/4stt.htm），“大约250 000 000名年龄在5—14岁的儿童正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做童工，120 000 000是全时段工作，130 000 000是部分时段工作”。

[16]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p.275.最后这个数据对应的全球年产值大约在30万亿美元、全球人口大约是60亿。

[17]Ibid.，p.275.

[18]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p.3.“创设和维持面向所有人的基本教育、基本健康、适当的食物和安全的水以及公共卫生设备，面向所有父母的生殖保健……所有这些所需要的额外成本比全世界最富有的225个人的财产总合的4％还要少。”（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p.30）

[19]双倍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已经增加到9.9％，或者如果排除掉中国的特殊情况的话，达到20.7％。（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p.23）全球认购在同一时期（1987—1998）的增幅大约在18％（http://www.census.gov/ipc/www/worldpop.html）。

[20]由于“冷战”的结束，高收入经济体得以将它们的军事开支从1985年GDP的4.1％降低到1998年的2.2％［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p.197；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17］。它们的年度“和平开支”目前接近4 500亿美元，或者说占它们目前总量为23.5万亿的GDP的1.9％（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p.181）。在同一时期，同样是这些国家选择了去降低自己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量从GNP的0.33％降到了0.24（ibid.，p.190）。而且，这项为数560亿的年度援助额度还受到政治考量的控制（对照一下Alberto Alesina and David Dollar,“Who Gives Foreign Aid to Whom and Why?”，NBER Working Paper 6612，June 1998，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612）。仅有19％是用于43个最不发达国家（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p.190）。此外，仅有8.3％是用于满足基本需求少于高收入国家在经合组织（OECD）会议上承诺的“20：20协定”（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p.79）。所有的高收入国家每年花费在满足国外基本需求上的开支加在一起是47亿美元——占GNP总量的0.02％或者说意味着每天向世界上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每人提供0.01美元。

[21]见世界食品安全组织罗马宣言（http://www.fao.org/wfs），在这份文件中，据说“超过8亿人”营养不良。最近的数据是8.26亿（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p.22）。世界银行食品指数从1985年的124降低到1996年的108，2000年则降低到84.5，数据来源于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s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22]这些比率是基于市场汇率、而不是购买力平价得出的。只有当我们不关注收入不平等、而是关注贫困的可避免性问题时，这才是适当的。最底层五分之一人的收入不平等的比率远大于74，如果是对照个人（或者家庭平均）而不是对照国家平均值的话。因此，人们可以在最高的五分之一，用富裕国家的最穷的人取代最穷国家的富裕者，并且相类似地，在最底层的五分之一，用穷国的最富裕者取代不太穷国家的比较穷的人。如果这样算的话，全球五分之一收入不平等比率就从1988年的78上升到1993年的113了。［Branko Milanovic，Tru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1988 and 1993：First Calculation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s Alone
 （World Bank，October 1999），由私人关系有所补充］这说明差距之间存在一个为数7.65％的年度平均增长。今天，最顶端的五分之一人控制了全球收入的90％，而最底层的五分之一则只拥有1％中的三分之一而已，这样就使得全球五分之一收入不平等比率达到270。

[23]这个数据说明，在殖民地时代（1820—1960）平均年增长差距为1.66％，1960—1990年是2.34％，1990—1997年是3.04％。因此，国际收入不平等不仅有所增加，而且是以加速度增加的。

[24]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p.183. 除了拉丁美洲之外，大多数国家的所得五等份位组的不平等比率在4—10。例如：奥地利是3.2，日本3.4，德国4.7，孟加拉国是4.9，西班牙是5.4，法国5.6，印度5.7，瑞士5.8，英国6.5，澳大利亚7.0，中国8.0，美国9.0，马来西亚12.4，尼日利亚2.8，南非22.6。（ibid.，pp.182-184）

[25]也就是说，4 420美元对4 890美元。见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pp.274-275.

[26]朝鲜正打算这么做，其他如苏联在1930年前后已经这么做了。不过，这些例子都不能说明小巴西的那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27]总体上来说，反普遍主义是完全与（联合地或者分立地）应用于当下全球经济秩序问题上的两个最小要求论题相一致的。因此，我提到这种反普遍主义，并不是因为它威胁到了这个论题，而是因为它威胁到了我在此处对这个论题予以支持的那种方式。

[28]可以参考David Miller,“Justice and Global Inequality”,in Inequality,Globalis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Andrew Hurrell and Ngaire Woo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David Miller,“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Global Justice”，i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edited by David Miller（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以及他即将发表在如下著作中的论文：The Ethics of Assistance：Morality，Affluence and the Distant Needy
 ，非常感谢他允许我阅读。

[29]David Miller,“Two Ways to Think about Justice”，Politics，Philosophy ＆ Economics
 1（2001）：5-28，p.20.

[30]Ibid.，p.16.

[31]Ibid.，p.6.

[32]Ibid.，pp.12-13.

[33]“一元论”这个概念是利亚姆•墨菲采用的，见“Institutions and the Demands of Justice”,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7（1999）：251-291.根据他的用法，一元论否认各自不同的语境的多元性的存在，也否认价值领域的多元性的存在，否认这些语境有着各自的基本道德原则。一元论道德概念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范围上就不受语境限制。虽然如此，这样一种概念可以表征一种基本道德原则的多元性，并且因此我们不必对“一元论”的概念作更通常意义上的理解。

[34]G.A. Cohen,“Where the Action Is：On the Sit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6（1997）：3-30，pp.22-23.

[35]有关这些理由的一个详细说明，见Thomas W. Pogge,“On the Sit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Reflections on Cohen and Murph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9（2000）：137-169. 根据他的处理方法，罗尔斯将可能会偏向于一个更弱的主张：去证明说，适用于基本结构的道德原则可能不适用于其他语境或者（一般而言）不同的道德原则可能适用的是不同的“价值领域”。有关他在讨论一个“重叠共识的典型情况”时所采用的谨慎表述，见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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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p.252-253；Thomas W. Pogge,“An Egalitarian Law of People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3（1994）：195-224，pp.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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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59-77.与国际资源和借贷特权有关的，见Thomas W. Pogge,“Achieving Democracy”,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5（2001）：3-23.

[56]对此的一个证据，见The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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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和国际关系
[1]





查尔斯•贝茨


目前的形势使得我们对这样的现实予以格外关注……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互相交织的关系……以发展为目的的国际合作是所有国家所共同分享的目标和责任。
[2]





根据正义的要求相对富裕国家的公民有义务将他们自己的财富拿出来同别的贫困地方的人分享吗？人道主义诸原则认为，有能力帮助他人的人应当帮助那些若不被施以援手就将遭受毁灭的人。显然，根据这种原则那些相对富裕的国家的公民就有某种再分配的义务。但是那些有关正义的义务或许被认为是较这种要求而言更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
[3]

 ：那种义务要求处境相对较好的那部分人做出更大的牺牲，或许还是类型完全不同的牺牲。有关正义的各种义务不像那种人道主义援助，它要求人们致力于大规模的制度改革。联合国大会在“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中的措辞暗示着，这种义务要求富裕国家实质性地增加它们对欠发达国家的帮助并加快重构世界经济体系。那么，这种义务可能存在吗？

这个问题对于功利主义来说并不会招致特别的理论困难，因为对于功利主义来说，人道主义援助的义务和社会正义的义务之间的区分是一种二阶区分。由于效用最大化算计并不需要考虑国家边界，因此，当不同种类的义务相互冲突的时候，也就存在一种可行的决策方法了。另一方面，契约论的政治理论被认为在将其应用于全球性分配正义问题上时可能会遭遇困难。契约论原则通常依赖于人们在一种由对某种正义观念的共同接受而相互联合形成的国家性社群（national communities）中所保持的各种关系。基于这种辩护的契约论原则是否能够支持任何类型的生活于不同国家社会（national societies）之中的人们之间形成的再分配义务，这一点则并不明确。

契约论原则的这种特征已经激发了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几种批评。
[4]

 大致来讲，这些批评认为，将民族国家视为契约论原则的基础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些原则应当被全球性地加以应用。
[5]

 我打算在此探讨这个论题，是因为它引发了有关罗尔斯理论的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也因为它阐明了政治哲学家往往对其很少关注的全球正义问题的几个重要特征。由于全球性分配不平等、饥荒以及环境恶化问题的日益突出，这个问题成为可预见的未来的一个主要政治挑战，这一点恐怕很难被否认。

我的讨论分为四个部分。我将首先回顾罗尔斯对国际正义问题的基本观点，并且说明这些观点只有在一种经验假定即民族国家是自给自足的这一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在第二部分，我将接着论证说，即使这个假定是正确的，罗尔斯有关国际正义的讨论仍然关键性地存在不完善之处，因为它忽略了有关自然资源的一些问题。在第三部分，我将质疑那个自给自足假定的经验基础，并且描绘出抛弃那个假定的罗尔斯的理想理论的后果。最后，我将探讨一种有关国际正义的理想理论与非理想世界中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学问题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项规模很大的工作，我不打算对最众所周知的国际伦理学问题作更深的探讨（那些讨论将涉及战争的道德性问题），而是仅仅比较简略地加以涉及。尽管它们并不是什么不重要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过分关注经常会使我们把注意力从更紧迫的分配问题上转移开来。不可避免地，我必须对一些问题有所忽视，而仅仅指出另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全球分配正义的问题既是复杂的也是很新颖的，因而，我不能把我的结论打造成一种完善的全球正义理论。我的主要关切所要探讨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可能会涉及哪些问题。

一

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它的“首要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主要社会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责任以及从社会合作角度决定优势分割的方式”（7）。对于一种正义理论来说，核心的问题，乃是要鉴别出那些使得社会基本结构得以评价的原则来。

罗尔斯的二原则刻画了“正义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它们并没有刻画出“万国法（the law of nations）的正义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正义问题”（7—8），因为罗尔斯二原则依赖于正在开展的一种社会合作企划的具有道德重要性的特征。就像罗尔斯所假定的（457），如果国家边界被认为是触发了社会合作企划的分散性的原因的话，那么，栖息于不同民族国家之中的那些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受到社会正义诸原则的规范。在罗尔斯所发展出的他自己的理论中，只有在社会正义诸原则和对于个体的诸原则（“自然责任”）被加以选择之后，国际关系诸原则才得到考虑的，而且是被以最粗略马虎的方式打发掉的。

罗尔斯假定说，二原则所适用的合作性企划的“边界”“是由一种自我满足的国家社群（national community）观念所提供的”（457）。这个假定“直到与万国法有关的正义诸原则被推导出来才稍有松懈”（457）。换句话说，在国际正义问题得到考虑时，将国家社群认为是自我满足的这种假定才被放松下来。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社会都被构想为是开放的、完全相互依赖的体系，那么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就将契合于那样一种社会合作企划的描述，并且对二原则的论证将更加适用于全球水平。适用于国际政治的正义诸原则将是适用于国内社会的二原则的复写，并且，假设差异原则的平等取向不变的话，对它们的应用将带来一个非常极端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各个社会都被认为是完全自我满足的，即如果它们与边界之外的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社会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的话，那么，为什么要从根本上考虑国际正义这个问题呢？正义诸原则应该是用于规范行为的，但是，如果根本就不存在出现国际行为的可能性，那么就很难说为什么满足万国法
 需要的正义诸原则存在任何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了。鉴于罗尔斯对国家间正义问题的讨论说明，我认为这些方案都没有表达出他在前引文献中所表现出的意图。这里需要某种中间的假定。显然，民族国家现在被构想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而不是完全自我满足的。他大概将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仅仅按照一种边际方式互相交往的；或许它们之间维持着外交关系、参加一种邮政联盟、维持有限的文化流，等等。自给自足假定显然要求这些社会之间不存在重要的贸易或经济关系。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为什么国际正义诸原则是令人感兴趣的呢？罗尔斯说，收缩到理想理论上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每一个社会的外部行为都将受它自己的正义和个体权利诸原则所控制，这就阻止了非正当战争和在海外干涉人权的事情（379）。因此，也就没必要去禁止非正当战争了，而这又会促使他对万国法的担忧。对满足万国法要求的正义诸原则的考虑的最似是而非的动机涉及一种有关裁军所面临困难的附带问题（336），对于这个问题，罗尔斯认为尽管每一个国家都对它自己的正义诸原则有所承诺，但是国家间关系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在规则性原则上达成的一致因此将成为一种安全的起源，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对另一个国家的外部行为有所关切，并且这种一致也将表征和平共存的一种最小化条件。

为了便于为涉及诸多国家的原则做出辩护，罗尔斯重新援引原初状态，将其作为一种国际协商会议加以考虑。

人们可以将原初状态的含义作些拓展，将原初状态中的相关各方视为不同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的代表必须在一起选择出一些基本原则来裁定国家间互相冲突的那些要求。根据原初状态的概念，我假设说，这些代表被隐去了多种信息。尽管他们知道他们代表了不同国家，每一个国家中的人都生活于正常的人类生活环境之下，但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社会的特殊环境问题是一无所知的。缔约各方即各个国家的代表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仅仅被允许拥有足够的知识以便做出一种理性的选择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但是那些知识不能够多到使得他们利用特殊地位谋利的地步。这种原初状态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是公平，它使得那种历史宿命论般的偶然性和偏见完全失效（378）。

尽管罗尔斯事实上并不打算为各个国家就任何特定原则做出论证，但是，他声称：“毋庸怀疑的是，我认为，被加以选择的诸原则将是常见的那些。”（378）那些被列举出来的例子确实是常见的，它们包括自决原则、无干预原则、有约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
 ）原则、一种可辩护的自我防卫原则、界定诉诸战争的权利（jus ad bellum
 ）和战争法规（jus in bello
 ）的原则。
[6]

 这些原则被假设为是一种有关各个国家间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后果，对于这种基本原则，为了保护和捍卫他们各自的社会，并确保那些原则能够为个人保护其人类生活，处于重新被解释的原初状态中的相关各方都将予以同意（378，115）。

对这种推理的一个反驳观点可能是说，它不能确保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内在地是正当的，或者，即使所有国家都是正当的，也只是在二原则所特指的意义上才是正当的。如果一些社会根据二原则来看是不正当的，一些常见而严重的问题就将出现。举例来说，在一个包括了南非和智利的世界中，人们很容易设想出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无干涉原则将阻止其他国家采取干预措施来支持受压制的少数人群起而建立一种更为正当的政体的努力，这看起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一个为国家追求一种不道德目的的能力加以辩护的原则要被当做是一种会施加一种正义要求给另一些国家的道德原则呢？

这种反对观点尽管在现实世界中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在罗尔斯理论的语境下是不恰当的。因为在罗尔斯那里，万国法
 适用的是一个由正当国家构成的世界。在罗尔斯的理论中，并不存在对这个假定的任何特别的需要，但是，它是与收缩到理想理论中去的那种要求一致的，并且类似于在国内社会中的二原则所做论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那种“严格服从”假定。不过，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为这些传统的国际法规则所做的辩护，依赖于一种并不出现在有关这个主题的大多数讨论中的理想假定。它不会用一种逻辑上自明的方式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这些规则应当局限在非理想世界；就最低要求来说，还需要一个额外的条件得以满足，以将传统规则的范围限制到某些情况中，在这些情况中，对那些规则的遵守将促使那些当下不正当的社会中发展正当制度，注意到对人权予以基本保护是自然责任，并保持正当社会在其中能够得以存在的那样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

一些人可能会说，其他一些原则也将得到认可，比方说，人口控制和环境管制方面的原则。或者，或许像巴里所认为的那样，相关各方将同意建立某种具有咨询、外交、甚至是集体安全功能的永久性的国际组织。
[7]

 不过，对于为什么这种协定将会从一种国际性原初状态中达成，并没有明显的答案，至少在作为委托者的社会被假定是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如此。大概，如果面临着这些可能性的话，相关各方将推理说有关正义的基本问题并不是由它们所引起的，而且，这种真实世界中的政策性问题有时将能够被一些已经获得承认、并且也是各种协定都将予以遵守的规则基础上构建出的传统谈判机制加以处理。当今国际谈判事务中的其他一些问题——那些涉及诸如海洋和外太空这样的共同区域的国际管制问题——与此并不相同。这些问题要求一种规则，这种规则需要人们之间在利用目前不归属于任何社会边界之内的领地中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必须发展出一种合作性企划来，这种企划将能够创造出任何国家社会都不能合法宣称自己可以创造的新财富。由于相关各方被假设不会参与设计这一企划，这些问题将被排除出考虑的范围。作为分立的社会企划的代表，他们的注意力是内转（turn inward）而不是外向（turn outward）的。当聚集于国际性原初状态之下时，那些代表乃是受对“被组织为国家的独立的人们”之间的平等的考虑所驱动的（378）。他们的主要关切，是要提供在其中正当的国内社会制度能够得以繁荣的那样一些条件。

二

迄今，有关国际正义的理想理论与康德在那些有关永久和平
 问题方面的权威性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具有显著的类似性。
[8]

 如果我们暂时地接受那种有关国家自给自足的假定，罗尔斯在各种原则中做出的选择看起来就是无懈可击的。不过，这些原则是不是就是那些能够被相关各方加以同意的原则呢？大概不是这样的。至少，有一种涉及自然资源因素的考虑将引发国家间的道德冲突，并且因此对国际性原初状态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将两个会对各个社会的物质进步产生贡献的要素加以区分，来强调相互冲突的资源的道德重要性。一个要素是人类合作活动本身，这个要素可以被视为是物质进步的人类组分。另一个要素是西季威克所称的“来源于地球表面任何一个地方的效用”，也就是物质进步的自然组分。
[9]

 尽管第一个要素是国内正义诸原则的主题，但是，第二个原则即使是在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国际性社会合作企划的情况下也仍然是具有道德相关性的。参加到国际性原初状态中的相关各方将知道自然资源乃是不平衡地分布在地球表面的。一些地方资源丰富，在这些地区建立的社会能够被预期开采自己的自然财富，并且因此获得繁荣。其他社会则并不如此，尽管它们的成员尽了最大努力，由于资源匮乏，他们仍然仅仅获得了微薄的福利。

相关各方将像罗尔斯所说，他们将像在国内版本的原初状态之中考虑自然天赋分配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案一样来看待国际资源分布问题。在那种语境下，他说自然馈赠既不是正当的也不是不正当的，也就是说，人们生于社会之中因而获得任何特定的位置并不是不正当的。这仅仅是一些自然事实。正当或不正当的问题，只是在涉及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问题时才会出现（102）。举例来说，一个执行严格等级制度的社会是不正当的，因为它是根据一种依赖于道德上任意的因素的规则来分配社会合作的收益的。罗尔斯的反对观点是，那些出于他所不能控制的原因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不能被要求忍受不平等的痛苦，只要他们的牺牲不能被证明是比起一种原初的平等状态来说提升了他们的状态的话。

同理可知，参与到国际性原初状态中的相关各方将资源的自然分布视为是道德上任意的，将会认为应当根据一种资源再分配原则来对它们加以再分配。罗尔斯的自然天赋的处理是比较麻烦的，与此类似，这个观点经常遭受直接的反对。看起来，这个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是脆弱的。首先，说天赋的分布是“从一种道德的观点来看是任意的”（72）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点并不清楚。尽管自然天赋的分布在这种意义上是任意的，即一个人不能在应得（deserve）的意义上生而具有某些能力，比方说，像鲁宾斯坦那样的演奏能力，但是这并不会导致这样一种天赋的拥有是需要任何辩护的。正相反，仅仅拥有一种天赋本身看起来就已经为以对于拥有者来说可能的和可欲的方式使用这种天赋提供了理由。一个人并不需要去为他对天赋的拥有提供辩护，尽管他确实不能宣称说自己是应得地拥有它的，因为它们已经是他的
 了。那种使用和控制各种天赋的首要权利是由自然事实所加以确定的。

这个观点的另一个脆弱之处在于，自然能力是自我的一部分，一个人在其天赋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自尊感。一个人决定去发展一种天赋，而不发展另一种天赋，以及他对如何形成和使用这种天赋的方式的选择，都可能是他努力塑造一种特征认同（identity）的重要组成部分。天赋的发展甚至复杂到可以说是构成了自我的地步。换句话说，对天赋的使用是自我表达的一种主要形式。由于天赋的发展与个人特征认同的塑造之间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因此，可以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天赋主张权利是受到个人自由权的保护的。对天赋的发展和使用加以干涉，也就是对一个人的自我加以干涉。或者，至少，可以这么来加以论证。

尽管我相信罗尔斯对天赋问题的讨论在面对这些反对观点的时候可以得到辩护，但是这并不是我在这里所要关注的。我只是打算论证说，这种反对观点并不同样适用于类似的说法，即自然资源分布也是同样任意的。像天赋、自然馈赠这样的东西在其不是应得的这种意义上是任意的。但是，和天赋不同的是，资源并不是自然地附着于个人的。资源是被发现“在那里”的东西，并被首先获得者所利用。资源在其能够被利用之前必定是作为占有物存在的。反之，对于天赋来说，“占有物”是自然的既成事实，个人无法对此加以直接控制。因此，尽管我们感觉到对天赋的占有也带来了控制和从对其使用中获益的权利，但是我们也许对资源有不同的感受。占有并不总是需要一个辩护；也就是说，如果获取的资源只有有限的价值，或者就像洛克所设想的，如果对它们的占有对于别的每一个人来说是“留有余地且足够好”（enough and as good）的，那么辩护就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了。不过，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中，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有价值的资源被一些人占有，将使得另一些人相对或许还是致命地处于劣势之中。那些在没有任何辩护的情况下就被剥夺了获取稀缺资源的机会的人，也需要维持和增进他们的生活，他们也要求同等份额的资源。

此外，资源和个人同一性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天赋与个人同一性之间的关系那样。对自家后院中发现了一个钻石矿带来的自豪感和一个人对自己拥有演奏《阿帕西尔娜塔》的能力而获得的自豪感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因为，自然资源比起天赋而言，对一个人个性（personality）的发展造成的影响是更为偶然的。就像我已经说明的，天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我本身，换句话说，它们帮助构成了个性。一个人脚下的资源，由于它们与自我之间缺乏这种自然的联系，因此看起来比起那种个性发展所需要的必要因素来说更为偶然。和天赋一样，资源是按照这样一个程序被加以利用的：人们发掘它们、塑造它们然后从中获益。不过，它们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自我的组成部分。它们必须首先被占有，并且优先于它们的占有者而存在，因而没有人对其拥有任何特殊的自然权利诉求。对个人自由权的考虑并不能够保护那种占有和使用资源的权利，而对于发展和使用天赋的权利而言，依靠对个人自由权的考虑将能够对其加以保护。针对资源的利用加以干预的行为并不存在一个类似的、初始性的假定，因为没有人是初始性地被置于一种与资源之间的自然的优先关系之中。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资源的自然分布，所具有的“从一种道德的观点来看的任意性”，比起天赋的分布来说，是更为纯粹的。一个人不仅不能够说他对于脚下的资源是应得的，而且，一个人可能对天赋所持有的那种初始性主张的理由，对于资源分布情况来说，也是缺乏的。

国家社会被假定是自给自足的，这一事实并不会使自然资源分布问题的任意性程度降低。一个发现自己位于金矿上面的国家的公民并不能获得一种对由这个金矿所带来的财富的权利，这仅仅
 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是自给自足的。不过，一些人可能会论证说，自给自足这一点也消除了其他国家的公民可能会形成的要求获得同等份额财富的任何可能的理由。一个可能的观点是说，在全球性自然状态中，不需要对资源占有问题做出辩护。可以说，就像某些版本的契约理论所说的那样，如果社会合作是所有社会义务的根基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就是正确的。所有的权利都将是“特殊权利”的说法，仅当某种合作条件得以满足的时候才能够适用。
[10]



我相信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大多数有关分配正义问题的讨论中这种观点看起来都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它的主题乃是有关社会合作收益的分配问题。恰当的分配原则会对那些参与到合作企划当中相对处于劣势的人予以补偿。如果没有社会合作，也就没有合作收益，因此对于相对处于劣势的人予以补偿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极大的自给自足的国家社会并不服从像全球性差别原则那样的原则的原因）。不过，在这个推理中，并没有暗示说我们仅仅和那些在一个合作企划中与其分享了成员资格的人之间具有道德联系。用其他方面的考虑来为诸多道德原则作辩护也是可能的。罗尔斯本人在有关自然责任问题的讨论中认识到这一点，这种责任据说“不管我们的志愿行为是什么都将适用于我们”（114），并且，看起来，也不管我们在制度意义上的成员身份如何。

就自然资源而言，参与到国际性原初状态中的相关各方都将知道，资源不是按照人口分布均衡分配的，获取适当资源是（国内的）合作性企划成功运作的前提条件，而且，资源供给是稀缺的。他们将在这种意义上把资源的自然分布视为专断的：没有人对出现在他们脚下的资源拥有一种自然优先的权利主张。一些人对稀缺资源的占有是需要向另一些有竞争性要求的人和未来世代有需要的人做出辩护的。由于对自己社会的资源馈赠情况并不了解，相关各方将同意一种资源分配原则，这种原则将为每一个国家社会提供一个公正的机会来发展正当的政治制度和一种满足其成员基本需要的经济能力。

对于这些问题来说，直觉上并不是明显存在一种平等的标准，也就是说，或许这个标准是人口规模，或者是更复杂的某种标准，这个标准既鼓励国家在开采资源时努力尽职，又体现了不同的经济体对资源的不同需求。根本性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同等的优先权利，都要求在全部可用资源中获得一个份额，但是如果结果的不平等能够带来那些最小优势者的最大收益的话，那么对这种首要标准的违背也是可以获得辩护的（可以与差别原则的运作加以类比）（cf.151）。无论如何，资源再分配原则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就像差异原则在国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一样。由于有一些受到指向个人的原则所保障的人权的落实需要一些经济条件的满足，这种资源再分配原则就为资源贫乏的国家提供了一种保证，使得那些国家的那种不利的命运也不能阻挠那些人权的落实。如果缺乏这种保证，这些国家就可能会诉诸战争来获得那种对于建立国内正义而言所必需的资源，至于说出于这种目的的战争是不是不正当的，这一点并不很明显。
[11]



在转向其他问题之前，我必须指出两个具有复杂性的问题，我并不能为此提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说明。国际原初状态的相关各方是处于无知之幕之下的，并不知晓他们这一世代的情况，换句话说，他们将要关切于使一种风险能够被最小化，也就是说，当无知之幕被移除之后，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是生活于这样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被耗尽了。因此，资源再分配原则的一部分应当为在这种可能性下的保存（conservation）问题设置一些标准。形成这样一个标准的困难至少是和罗尔斯在对可以获得辩护的资本积聚问题所做的讨论中界定出的“正当的积聚率”所蕴含的困难一样大。我在此不打算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只打算指出这一点：为未来世代保存一些资源的必要性是关系到正义问题的（cf.284-293）。

另一个复杂问题涉及“自然资源”的界定。在什么意义上，食物才被认为是一种资源呢？食物生产会夹杂一些社会因素，而这种情况在原始资源的汲取中并不存在，因此，或许并不存在看似有理的资源原则是要求对食物进行再分配的。一个国家可能会宣称说，丰富的食物供应对于它而言是应得的，因为它在农业或者确保农民具有高生产率上做了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可耕种土地是食物生产的前提条件，而一个国家的良地供给看起来和它的石油供给一样在道德上是任意的。
[12]

 更复杂的一个问题是，可耕种土地不像铁矿石或石油，是不能被物理性地分配给那些土地不充足的国家的，尽管土地上长出的食物很容易被运输。这些困境能够被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加以处理：一个国家的食物产量取决于它的可耕种土地于全部产量之间的比率；不过，这里涉及的算计将是复杂的，并且可能存在争议。在一个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合作企划的更为宽泛的协定缺乏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可接受的食物再分配规则或许将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由于不能认识到资源问题，罗尔斯也就跟那些试图将社会契约观念拓展到国际关系当中的作家别无二致了。
[13]

 或许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将一种更大的对称性赋予了国内契约和国际契约，尽管事实上这么做可能不大恰当。资源问题并没有在国内情况中成为一个显著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国内情况下，对资源的分配和保存内在地被差异原则和正当保存原则所涵盖。当社会合作的范围与一个国家的边境范围重合时，将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区别的做法并不必要。但是，当将正义问题加以国际性考虑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由多种社会企划的成员就自然资源分配问题所表达出的道德主张。我的有关一种资源再分配原则的建议是要承认这些主张的基础性地位，从相关各方对确保他们各自的企划得以发展的公正条件的兴趣方面看，我们就会得出这个观点。

三

迄今，我所论述的每一件事都是与那种将国家视为自给自足的合作性企划的假定相一致的。然而，对于那种认为这种假定不再有效的观点来说，也存在很强的经验性理由。就像康德在《正义的形而上学原理》的结论部分所指出的，国际经济合作为国际性道德带来了一个新的基础。
[14]



当代与正义诸问题相关的国际互相依赖的主要特点，是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限制的移除，这是循序渐进的移除。剩余资本不再是只能投向它们所产出的那些社会中了，而是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具备没有不可接受的风险并且有最大的产出的条件就能够被再投资。如美国的大公司系统性地将关键性的资本转移到欧洲、拉丁美洲和东亚，那里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市场更大，因此收益更高。由于产品被生产加工于拥有廉价、无工会组织的劳工的地方，而行销于更为富裕的地方，因此也就导致了劳动力国际分工的相应发展。由于跨国经营、而不是生产国自己，在设定价格和工资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导致了这样一个国际贸易体系的形成，在这个体系中，价值被创造于一个社会（通常这个社会较为穷困），而又使其他社会的成员受益（通常这些社会较为富裕）。
[15]

 世界经济已经演化出了自己的财政和货币制度，这些制度设定了汇率，管制了货币供给，影响了资本流动，也强制执行了国际经济行为所要遵循的规则，注意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相互依赖的制度施加了一些负担给穷国和那些经济上比较弱的国家，这是在实践上无法避免的事情。产业经济所依赖的原材料现在只能从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充足的数量。在目前的世界价格结构下，穷国经常因为受贸易逆差的驱使而将资源卖给富国，而这些资源本来是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穷国自己国内经济发展。
[16]

 私人性外国投资也迫使穷国采取一种从它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可能并不是最优选择的那种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参与到全球性经济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政治自主性的损失。
[17]

 全球性货币体系使得某些国家的经济中出现的混乱（比方说，通货膨胀）蔓延到其他国家中，而这些国家可能很难处理这些经济问题潜在的灾难性影响。
[18]



因此，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涉及一种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自处境较差的参与者的意愿，并且将对一些参与者带来好处，而又会施加一些负担给另一些参与者。这些事实如今已经是有关国际关系的流行看法。在这个世界中，国家边界不再能够被视为社会合作的外部限度。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结论并不要求说国家社会应当已经完全是多余的了或者全球性经济应当完全一体化。
[19]

 对于解决合作企划的限度问题来说，认识到一些社会能够通过全球贸易和投资来增加它们的福利水平，而另一些与它们具有经济上的联系的社会将持续地在很低的发展水平上存续，已经足够了。
[20]



考虑到这些经验性描述，罗尔斯对万国法
 问题的关切看起来完全忽略了国际正义的问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将社会正义诸原则局限到国家社会中，会导致向穷国征税以使其他人能够因为生活在“正当”政体中而受益这个问题。这么说来的话，二原则可能就会为一个富国拒绝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即使说这种援助能够被在国内加以采用以促进一个更接近正当的要求的政体的形成）的行为提供辩护。如果自给自足假定在经验上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就可能是貌似合理的，虽然说根据其他的理由来说可能会存在争议。
[21]

 但是，如果参与到与那些非常贫困的社会之间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之中会对那些“接近正当”的政体的财富带来好处，那么，它的国内“正义”看起来也就失去了道德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正义”的诸原则将成为真正的正义原则，只要它们是与整个全球性社会合作企划有关的正义诸原则是一致的。

我们应当如何来构建全球性原则呢？就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罗尔斯自己的二原则，经过恰当的再诠释之后，本身就能够被全球化地加以应用。
[22]

 相关推理如下：如果全球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的证据证明了一种全球性社会合作企划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不能将国家边界视为拥有基本的道德重要性的东西。由于边界并不与社会合作的范围具有一致性，因此它们并不标志着社会义务的限度。因此，参与到原初状态中的相关各方不能被假定说知晓他们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社会的成员，并首先要为那样一个社会选择出正义的诸原则。无知之幕必须拓展到所有的国家性公民身份问题上。就像巴里所指出，一种对原初状态的全球性解释对于诸原则的选择来说关系不大。
[23]

 假设说，在罗尔斯著作中提出的二原则所做的这种论证是成功的，那也就没有理由认为说这些原则的内容将作为对原初状态的范围加以扩大以至于那些原则最终适用于全世界这样的一种后果而改变了。
[24]



罗尔斯的二原则是有关社会正义问题的“一般性观点”的一种特殊情况。
[25]

 二原则所适用的场景，是社会合作已经达到了每个人的基本需要都能得以满足的这样一个物质福利水平时的情况。世界被构想为一个单一的合作企划，大概并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罗尔斯的推理，我们应当采取一般性的观念，这些观念并不会将基本自由与其他那些首要善好区别开来，作为评价全球性经济制度的相关标准。在欠发展或较低平均福利水平的情况下，他论证说，理性的人将选择一种允许以某些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快速增长的原则，假如增长所带来的受益和对自由的牺牲是被公平分配的，并且与这种背景条件相关的自我尊重的基础并没有遭到削弱的话（见152，298—303）。这个论证是说，在所有事情都被考虑的情况下，比起追随社会正义的一般性观念而言，着眼于自由的词典式优先顺序可能会给最小优势者的前景带来更少的增进。
[26]



二原则的全球化（或者，更恰当地说的话，一般性观念的全球化）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即国家社会的正义诸原则不再能够被视为是最终性的了。国家社会的基本结构继续受到二原则（或者说，一般性观念）的支配，但是，它们的应用是派生性的，因此它们的要求也就不是绝对的了。一个可能的观点是说，全球性原则和适用于国家社会的原则将能够满足于词典顺序。但是，这个观点会产生出一个看起来可能有些难以置信的后果，就是说，如果从别的地方的更小优势群体的观点来看其他政策是更为可取的，那么那些最大化一个社会中最小受益者群体福利的国家政策就不能获得辩护。而且，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为涉及由于将一般性观念移向特殊性观念（比方说，生产率的降低）而带来额外成本提供辩护，除非每一个社会至少都取得了足以维持一般性观念的福利水平。

对罗尔斯的诸原则的全球性解释的这些特点，说明它的含义是非常激进的，比适用于国家社会来说更为激进。尽管我现在不打算正面论证说有关全球正义的最佳理论仅仅是由罗尔斯那些被全球性地加以解释的诸原则所构成的，但是，对我来说，对这样一个理论的最显著反驳是无效的。在本节的剩余部分，我将考察反驳的最主要类型可能是什么，并且说明赋予这种反驳观点以理论上具有吸引力的形式所存在的困难。

我所构想的那种类型的反驳观点是说，在国家水平上对社会合作的考虑为能够克服一种全球性差异原则的遥远的分配主张提供辩护。典型地，一个富裕国家的成员可能会主张说，比一种全球性差异原则所提供份额更大的份额对于他们来说是应得的，因为他们拥有更先进的技术、经济组织和效率。

这种一般性反驳观点可以采取几种形式。首先，可以论证说，即使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家社会仍然是一个人的政治身份的主要标志。如果一个人不被允许在任何水平上为社会福祉的积聚做出贡献，那么这个水平最可能的就是国家水平。因此，对全球性福祉的国家贡献的差别，应当与其所得回报成比例。这是一个貌似合理的反驳形式，对于这种形式来说，问题在于它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反驳观点。差异原则本身已经识别了回报率的差别可以由于做出贡献的动机所导致这样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它仅仅要求在这样一个体制中所出现的分配不平等要能够符合世界上最小优势群体的最大利益。这种版本的反驳观点所需要的那种动机，事实上在不以其他方式伤害那些最小优势者的同时，提升了他们的经济预期，在这种意义上，这些动机与差异原则并无二致。

仅当它们坚持说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能够要求得到比它在差异原则之下所获得的份额更多的份额时，这样的反驳观点才被认为会对一种全球性差异原则造成不利。也就是说，这种反驳观点必须坚持说，某些分配不平等是可以获得辩护的，即使它们不符合世界上最小优势群体的最大利益。这样的主张如何获得辩护呢？一种辩护方式是根据个人业绩（merit）的理由，诉诸这样直觉，即一个人凭借独自劳动而创造的价值就是他自己的，假设最初的分配是正当的话。
[27]

 这种论证导致了一个极端的反对形式。它认为，一个国家对于它的相对富裕来说是具有资格的，因为它的每一个公民在获取原材料和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的过程中都服从了相关的正义规则。这些规则相应会要求执行一个公平的资源分配原则，并且要求在导致了一个国家目前的经济地位的获取和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人的权利受到违背（比方说，被皇帝抢劫了）。注意，我对一种资源原则的论证并不触及这种反对观点，并且即使个人业绩观点是正确地排除了更为宽泛的全球性原则，我也将追加一些全球性分配义务。

这种反对观点和罗尔斯称之为“自然的自由权体系”的分配正义概念非常类似。罗尔斯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天赋对一些可用的资源加以竞争，而没有试图补偿那些由于自然机会和社会偶然性的原因而遭受剥夺的人。如我已经指出的，这些事情被认为是道德上任意的，因此不能被接受为分配标准（cf. 6672）。我不打算在这里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论证。不过，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提及。首先，从全球性观点来看这个论证看起来更似是而非，因为世界社会的可能起点的不一致性比设想的要大得多。导致我目前的福利水平的“任意性”因素和“个人性”因素之间的天平，看起来是决定性地倒向“任意性”那一边的，因为，不论我的天赋、教育、生活目标等等是什么样的，如果我出生在一个欠发达的社会中，那么我事实上就不能获得我目前的福利水平。其次，如果罗尔斯的驳论会对国内情况中的自然的自由权问题造成不利，那么它也会击败那种对全球性差异原则的反对观点。一个国家不能将它对一个比其差异原则所确保的分配份额来说规模更大的份额的要求建基于道德上任意的基础之上。

一种似是而非的反对观点认为，一个富裕国家或许会根据一种全球性差异原则来保留额外份额的东西，假设它已经为其在全球性社会合作中所得的受益向那些较少受益的国家提供了某些补偿，并且生产国所保留下来的份额乃是（比方说）为了通过增加这个国家自己的最小受益群体的福利的方式来促进国内正义。这里有一个基础性的直觉，就是说，公民对他们自己的社会中的那些较为不幸的成员拥有某种特殊义务，这种特殊义务是能够超越他们促进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较小优势群体的福利这一总体义务的。这种直觉有别于个人应得（personal desert）情况中的那种直觉，因为它并不涉及个人对其依赖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所用的任何假定性权利问题。相反，我们在这里只是考虑一些由于社会合作企划的相互重叠而带来的成员资格之间的假设性的相互冲突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两者是互为补充的。

沿着这条路线所提出的论证需要就对分立社团
 （sectional association）的义务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做出说明。在国家社会中（相对国际社会而言），可以说社会合作的程度（或范围）越大，那么由此形成的国内正义诸原则也就越强。为了在最强的形式上理解这种反对观点，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世界拥有两个自给自足并且内部都是正当的社会A和B。假设这个世界满足了恰当的资源再分配原则的要求。我们也设想说，社会A中的最小优势群体的代表比起社会B中的相应部分的人来说处境更好。尽管A的成员可能拥有为B的成员提供互助的责任，但是，很明显，他们并不拥有类似的正义责任，因为这两个社会都是个别地自给自足的，并不在一个合作性企划中分享成员资格。现在，假设自给自足的设定有一些非常轻微的打破：A用它那里的苹果换取B那里的梨。B的所有财富的取得都可以被归结为是因为与A之间发生经济交往的结果，但是，这意味着差异原则突然间就适应于A和B所构成的那个世界，A应当和B分享它所有的财富了吗？看起来不能这么说，可以说一种国际性的差异原则只能仅仅要求对来源于国际性社会合作或经济交往的收益加以再分配，国际性差异原则不触及国内合作的收益问题。

或许，这种反驳将导致一种全球性差异原则的更改。不过对此表示质疑也是有一些理由的。大概来说，看起来存在着一种高于其上类似全球性差异原则这样的分配要求才获得有效性，低于其下则将关键性地削弱那些原则的相互依赖基线。我不能在此为这个观点提供一个系统说明，不过或许一些直觉性的考虑将对此做出有力说明。

考虑一下另一个假设性的情况。假设说，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些联系密切的局部区域，这些区域的内部合作水平比整个社会中的合作水平要高。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中肯定存在着许多这样一些区域。上面提到的论证应用于国家社会中的联系密切的区域以后，看起来将会为那些区域的成员就其那一部分的财产提供一些特殊的主张。这看起来是难以置信的，尤其是因为这种联系密切的小圈子有可能是那个社会中在人口中占有不恰当比例的最有优势的阶层的成员所组成的。为什么这个结论看起来比苹果和梨的情况中所看到的更合理呢？对我来说，对此问题的回答与这样的事实有关：苹果和梨子的例子看起来是一种志愿性情况，自由市场交易仅仅对每一个社会的成员的福利产生了一种边际效用，而我们在国内情况中所假设的是，不存在一种非志愿的全社会范围的经济制度体系，它假定了起始地位和安排了经济权利和责任。这种制度，罗尔斯称之为“基本结构”（7—11），需要获得辩护，因为，根据合作这个概念的定义来说，它们会对那些不论其是否同意都将适用的人们的福利产生深刻而普遍的影响。

当然，苹果和梨的例子很难被视为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可信的模型。我们不妨在这个例子中增加一些内容，使其更接近真实世界的情况。作为对我的一些观点的呼应，我将为正义诸原则的适用增加一些有关当代世界经济特点的东西，在国内的基本结构中可以找到它们的相似物。随着交易网络成长得更具有复杂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结构将会对参与者的福祉产生更大的影响，不管特定的某个人利用这些制度的情况如何。这些特点使得真实世界的情况看起来更像那种亚国家类型的、联系密切的区域的情况。

这些考虑说明，对一个合作企划中社会和经济交往的说明并没有就与其相适应的分配原则的强度提供一个直接的标准。一个强有力的、非志愿性的制度结构的存在，以及它对合作者福祉的具有普遍性的影响，看起来为这种恰当的分配性要求（的强度）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标准。这种考虑并不必然支持苹果和梨的例子中的那种全球性差异原则，但是它将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社会合作达到了一个基本程度之后，差异原则就将发挥作用，不论其涉及多少不同的区域。
[28]



对一种全球性差异原则所采取的这种反对观点的人或许还有最后一招，他们可能会诉诸国家社会的非经济特征来为公民对其所在社会的较为不幸成员承担有特殊义务这一观点提供辩护。根据这个理由，他们或许会说，差异原则适用于存在着区域多样性的国家社会，但是不适用于国际社会。这种看似可信的论证的可行性大概取决于社会成员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心理链接的程度。
[29]

 不过，这里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需要说明，像国家忠诚这样的心理链接对于平等那种为一种全球性差异原则提供了基础的国际经济联系来说具有充分的道德重要性。其次，即使这一点可以被有说服力地加以论证，任何对制度性义务的产生所做的说明（这种说明可能会比较可信地解释全球忠诚和地方性忠诚之间存在的一种一般性冲突）大概将因为过于心理化而不能适用于大多数现代国家（cf.477）。

或许这种反对观点的论证路线能够获得比现在所提到的这种方式来说更好一些的论证。如果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就不会接着说不存在全球性分配义务，而是仅仅认为一个国家总产品的一部分将不受全球性标准的要求，假设它们是以恰当的方式被应用于国内的话。问题将不再是是否存在有基于正义的全球性分配义务，而是在什么程度上，与国家社会中的合作的特殊特点相关的考虑将能够修正那种全球性标准的平等主义倾向。

四

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两个主要的结论：首先，假设说国家是自给自足的，罗尔斯出于万国法的需要所推导出的正义诸原则就是正确但不完善的。因为他关键性地忽视了资源再分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显然是参与到国际性原初状态中的相关各方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其次，自给自足假定（罗尔斯对万国法的整个考虑完全依赖于这个假定）并不能被当代国际关系的事实加以辩护。当今世界中，由于全球性经济依赖的原因，以国家为中心的图景已经丧失了它在规范上的相关性。因此，分配正义诸原则必须首先要适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然后再延伸到民族国家当中。恰当的全球性原则大概有点类似罗尔斯所说的有关正义的一般性观点，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修正，即只有在相对富裕国家自己内部的再分配达到了一定的基线水平的时候才需要去满足国际性再分配义务的要求。当全球性分配不平等有所降低并且达到一种更高的平均福利水平的时候，罗尔斯的二原则才获得了更大的相关性。最后，我将考虑一下在非理想世界中这种有关国际政治学和全球变迁问题的理想理论的含义。这种有关社会契约学说的解释在哪些方面明确的涉及了世界秩序变迁的诸多问题呢？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开始我们的论证：社会理想与真实世界的政治学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些社会理想的最显著的作用，是描绘一个目标，使得政治变迁获得一种导向。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责任是正义的自然责任，这“需要我们支持和服从既存的正当制度，并且……使得我们进一步追求迄今尚未建立的正当安排，至少如果我们不用付出过多成本就可以做到的话是这样的”（115）。通过提供一种有关一个正当的世界秩序的本质和目标的描述，理想理论“为系统地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提供了唯一的基础”（9）。因此，理想理论为非理想世界中的政治行动的策略的形成和批判提供了一系列标准，至少在政治行动的后果能够按照它们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来加以预测的时候是这样的。显然，考虑到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对政治事务加以预测的不确定性，这项任务将很不容易。也有另一些复杂的情况，即社会变迁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现实制度朝向那种有助于人们福利将稳定提高的理想状态逼近的进步活动。一种恰当的社会理论必须避免落入虚假的渐进主义陷阱当中，也必须避免出现经济学家称之为次优问题的情况的出现。
[30]

 不过，一种融贯的社会理想是任何企图克服这些困难的尝试所必须具有的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为了辩护那种指向捍卫当下并不存在的正当制度的自然责任，就需要在非理想的政治学中引入理想的正义观念。由对理想理论和非理想理论加以区别而导致的道德问题是，在非理想世界中，正义的自然责任可能会与其他自然责任之间发生冲突，而这种理论并没有提供解决这种冲突的机制。如一个可能会导致制度更为正当的政治决策同样有可能会涉及对其他自然责任的违背问题，比如说会违背相互援助的自然责任或者不得伤害无辜者的自然责任。或许对某个非正当制度的改革将要求我们破坏由旧秩序所形成的正当预期。非理想世界中的自然责任原则相对来说不具有系统性，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谁将在这种冲突情况中获胜。罗尔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中不可化解的冲突（303），但是，就像菲因博格（Feinberg）所指出的，罗尔斯低估了在非理想环境中对互相冲突的责任加以直觉上的权衡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31]

 罗尔斯说，根本非正当情况中政治变迁的问题必须依赖于一种有关成本和收益的功利主义算计（352—353）。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在很不正义的条件下政治变迁就标志了契约学说的一种限度，因为在这些情况中正义诸原则将滑向功利主义。然而，对我来说，这个结论过于宽泛了。至少在全球正义的某些情况中，非理想理论在目的论上并不是功利主义的。我将试着借用食物和发展援助问题、不干预原则以及代表一个民族国家参与到战争中的义务问题对此加以简要说明。

辩护并不存在的正当制度的责任赋予了非理想世界中做出的某些政治主张以一种道德严肃性，这并不仅仅来源于那种无论合作性联系是否存在人们都将担负的各种义务。把契约学说在全球范围被加以解释，今日非理想世界中较小优势群体的主张依赖于全球正义诸原则，也依赖于较弱一些的相互原则的责任。那些要对这些主张加以回应的人，尽管缺乏有效的全球性政治机制，仍然必须采取由正义诸原则提供的更强的理由来增强他们所做出的回应的分量。而且，由于没有对这些主张予以更为完全的回应，通过对正义诸原则在全球范围的解释，我们撇开了一个主要的辩护性理由。这些理由来源于统计学者对一种将在国家社会中获得的剩余资本在国内加以再投资的假设性权利的关切，这种权利从全球性观点来看已经获得了支持。自然责任仍然要求我们帮助我们自己社会那些需要帮助的成员，一个赋予国家利用它的一些资源来支持国内的福利计划的行为根据这种理由是可以获得辩护的。我们不能说一个富裕国家留存它在国内生产出的产品的一般性权利要优先于它促进别的地方的较小优势群体的福祉的义务。

一种理想的全球正义理论也有一些传统的国际法学说方面的含义。无干预的规则经常出现在当下诸多权威的国际法文献中的规则，但它与国家社群持续增长的对人权保护的承诺（这也显著地出现在同样的文献中）之间具有不一致性。
[32]

 这种冲突可以用南非的例子来加以描述：无干预的学说并不要求其他国家为南非人获取基本人权提供援助，这显然与人权保护的承诺相冲突。通常这种冲突被认为仅仅是有关功利主义权衡的事情，但是，对社会契约理论的全球性解释而言，我们可以对此说得更多。全球性解释为对国际法的辩护引入了一种不对称性。这些规则施加了不同的义务，这些义务取决于这到底是有助于他们在特定情况中所观察到的事情的还是将会导致朝向一个更为正当的制度的运动背离它的初衷。

无干涉规则将按照这种方式被加以解释。当它确实将有助于增进或保护正当安排的时候，它将为不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一个很强的理由。在采取干预措施的具有吸引力的理由缺乏的情况下，它也就是施加了一个必需要得到尊重的责任。当干涉将涉及一个人的自决权，也就是那种保障政治自由权的公正实施的权利，情况尤为典型。因此，美国对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加以干预的时候，肯定就违背了全球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但是，有时候，像南非那样的情况，通常所说的无干预规则不能按这种方式获得辩护。与其说这取决于对正义的考虑，这是为服从行为提供很强理由的考虑，不如说取决于对自然责任的考虑——例如说对那些如果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行动就会遭受伤害的无辜者的保护——以及对国际稳定性的保护。这些对于采取无干预的做法来说显然不是可以忽略的理由，不过，从全球正义的观点来看，它们是比全球正义本身所提供的理由来说稍弱一些的理由。显然对像南非这样的情况的和平解决确实是更值得提倡的。但是，当这样一个目标不能实现时，或者当为人权而战的起义力量需要外国援助时，干预行动就不能被视为是对正义的违背（就像在罗尔斯自己的简略讨论中所持有的对这种国际规则的传统解释中所看到的那样），因为干预的后果将是按照全球正义的原则对权利的保护，包括对自决权的保护。故而在具有吸引力的反对理由缺乏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设想出很多这样的理由来），可能会存在一个要求支持起义力量而采取干预行动的国际责任。我认为，可能存在一种国际责任，因为很显然，单边干预几乎总是会导致国际稳定性的基础受到破坏。但是，一个由国际社群做出的强制性执行正义原则的决定将不会受到这样的指责。在此，我要提到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情（或许，除了美洲的各国），即对别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可以采取许多种非暴力的形式，包括经济封锁、对起义力量的非军事援助、外交压力，等等。尽管这些干预形式并不必然能够获得成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公正地说，它们的潜在效力是被大为低估了。
[33]



最后，对于那些参与到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中去的人来说，全球正义有什么样的含义呢？从我所做的论述来看，应该很显然的是，全球性解释为采取行动或者不采取行动提供了一些理由，这些理由是能够超越于传统的国际法规则所提供的理由的，这些理由也能超越于那种要求服从内在地正当的国内政体的规则。一个重要的后果是，有意拒绝参与到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中，是可以获得比罗尔斯所说的更为广泛的辩护（cf.377—382），假设在考虑到现代武器和战争策略的大规模杀伤性的情况下，参与国家军事力量这件事本身是能够获得辩护的话。举例来说，在一些环境中，一个由富国发动的针对穷国的自我防卫性战争要按照全球性原则（比方说，为了不断增加的食品援助）获得合法性辩护或许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拒绝参加到那个富国军事力量中的主张就能获得辩护了。

这三个例子说明，尽管我们注意到了契约学说的限度，但是依然清楚地说明世界秩序从国家主义图景向全球性图景转换所存在的显著的规范性问题。经济和文化关系在国家边界之外的拓展通常被认为会削弱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契约学说的拓展给为什么如此以及在非理想世界中正义诸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套系统说明，因为它强调社会合作作为正当社会安排的基础地位。因此，当国家边界不再引发一种不连续性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能够将自给自足的社会视为是这个星球上社会性地缘的在道德上具有决定性的特征了。出于道德选择的目的，我们必须转而根据一种被拓展的无知之幕来设想一种排除了国家性公民身份的原初状态的前景。

我并不相信罗尔斯对这些问题不能提供论证意味着他的理论存在一种致命的缺陷，相反，他的理论提供了一种确定正在发生改变的经验环境中（例如国家自给自足假定）运用正义观念的诸多后果的方式。全球性解释是对在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结构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的经验变迁加以认识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理论使得我们把对相近情况下所得出的判断推广到新情况新要求当中去，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得以形成更为聪颖的道德观点，当行动可能并恰当的时候，我们根据这些观点开展行动。这并不是一种道德理论的微小成就，不过，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的道德直觉太弱了，或者是不能可靠地支持这样一种理论拓展的。我对此观点表示质疑，我认为，免除令人不快的道德要求看起来是一个很便利的方式。不过，如果我们不能期待道德理论为在新情况下开展行动提供一种确定的引导，那么人们就可能会质疑道德理论究竟有没有实践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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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全球平等主义
[1]








戴维•米勒

一

在本文中，我打算针对“当我们思考全球正义问题的时候，平等为什么不应当扮演一个基本性的角色”这个问题来展开讨论。我相信，就人们毫不犹豫地认为所有的有效地分配正义原则都必须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这一点而言，当今许多政治哲学家都迷恋上了平等的观念。尽管这是一个错误，但是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好的理由使得平等在我们考虑社会正义（适用于自治的政治社群的基本结构方面的正义，在当今世界上，主要是指各个民族国家）问题时占据一个核心的位置。
[2]

 人们有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就认为，适用于这类社群的正义诸原则也一定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世界，尽管在实践上落实这些原则的时候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制度。全球正义问题仅仅是超越了国界的社会正义问题，稍微对平等原则做一下适当修改就可以满足新的要求，同样的原则可以被用于在全球层面上界定正义。

在反驳这种立场时，我不打算说我们不应当关切全球不平等问题。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全球不平等的程度，无论是以人均收入这一指标来加以衡量，还是以阿玛蒂亚•森这样的学者所提倡的更为精致的人类优势和劣势的指标来加以衡量，都是十分突出且令人震惊的，这当然关系到我们对全球正义问题的思考。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包括了一项最低程度的物质需求得以满足的权利，这项权利直到当下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那么，全球不平等的程度就将决定如何来回答生活在富国的人到底应当牺牲掉多少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不平等的程度越严重，富国所做出的那些让渡就越微不足道。或者，国与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几乎将不可避免地决定国际谈判、贸易协定等等类似事情的结果，导致富国能够为自己的未来优势而影响谈判过程。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正当的世界，应当是一个比起我们现有的世界来说更少些不平等的世界。不过，我们对平等的关切是派生性的而不是基本性的。全球不平等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所造成的后果，或者说，是因为它反映了达到正义所需的成本，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内在地不正当的。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全球平等主义，那么我们就能够将注意力更为直接地聚焦到全球不正义以及如何来解决它这一问题上来。比方说，我们将聚焦于“对于不断蔓延的违背基本人权的事情来说，我们要做些什么”，或者“如何使各个国家同意去采取措施来阻止自然环境的彻底毁灭”这样的问题。在抛弃全球平等时，我们并非在放弃一项基本的政治议题。尽管我们将抛弃有关一个世界的一种乌托邦式观点，对于这种观点，就像一个评论者所所说的那样：“一个成长于莫桑比克农村的孩子将能够在统计上和一个父母在瑞士银行担任高管的孩子毫无分别”（这是全球平等主义的机会平等版本，我将对其作简略讨论）。
[3]

 我对这一观点的主要反驳是这样的：它之所以是基于一项错误的原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政治上的乌托邦，而且也因为我认为将平等作为全球层面的一个目标将使得正义变得遥不可及，以至于大部分人将不得不放弃成就正义的努力。我想，这可能揭示了为什么像查尔斯•贝茨以及托马斯•博格（他们两位一开始都为一种广义上说属于罗尔斯的版本的全球平等主义作辩护）这样令人尊敬的哲学家相继降低了他们的理论期待而同时没有违背自己在实践上的激进主义——贝茨现在更偏好于强调派生性，而不是去论证更大的全球平等的内在性，博格则把他对全球经济转型与不得违背人权的原则捆绑在了一起。
[4]

 就我的观察来说，两位哲学家并没有明确地抛弃全球平等主义。他们所强调的，是从较少受到争议的前提出发在政治上到底能都多远的问题。不过，还有不少人继续鼓吹全球平等原则，尽管他们对全球正义的论证有许多在实践上将依赖于其他的前提假定，比如说人的生存权利。
[5]

 所以，其基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此值得严肃对待。

由于我在此主要致力于批评，所以我将不会对我所支持的作为替代方案的、非平等主义的全球正义观念给出详细论证。不过，简单说来，我认为其具有三个主要方面的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尊重基本人权的义务；不剥削脆弱社群和个人的义务；为所有社群提供达成自决和社会正义的机会的义务。
[6]

 这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因为它需要能够说明那个相应责任如何分配的原则的补充，假设经常存在着几个行动者（比如说，各个富裕国家）能够担负这些责任的话。
[7]

 不过，我提到这些要求，是为了说明，一个并不要求个人在一些方面获得平等的全球正义概念看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了与全球平等主义相比较，我需要在更为细节的水平上具体说明后者，我现在就来开始说明。

二

为了评价全球平等主义，我们必须避免做出这样一种宽松的定义：任何政策或制度，只要它所产生的效果能够使全世界的穷人受益或者能够缩窄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裂隙，就能被看做是平等主义的。这类政策和制度或许从许多不同的方面都能获得支持，所以我们愿意采取这些政策和制度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在特别地对全球平等主义给予支持。确实，我打算将全球平等主义限制到这样一些原则上来，这些原则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个体之间在某方面的平等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这些平等原则的一个重要子集，就是平等主义正义诸原则：这些原则坚称，个体之间在某方面（比方说，资源或者机会）的全球平等是正义所要求的事情。我的主要考察对象，就是这样一类原则。不过，由于从正义之外的理由来捍卫平等也并非不可能，因此，我打算来考察一下，对于采取这种形式的全球平等主义来说，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性。

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得出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保障人权的政策，或者赋予那些物质生活标准非常低的人以优先权的政策。但就其本身而言并非是平等主义的政策，尽管它们当然可以通过一种平等主义的策略得到落实。它们之所以不是平等主义的，是因为它们并不是以在任何方面成就平等作为自己的目标。当然，在一个人权受到普遍保护的世界，人们将在这个方面得享平等，但是，如果说沿着这种权利方面的论证，某些人能够获得比另一些人更多的东西，那也是不平等的。因此，如果人们有一项获得生存所需的权利，保护那项权利与允许在此水平上在收入方面存在关键性地不平等之间，是可以具有一致性的。这是一个常见的观点，但是，在那么多的人就全球正义问题游走在平等主义原则和与之完全迥异的逻辑所奠定的原则之间并进退维谷的时候，对其加以重申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我将加以审视的那个版本的全球平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就是机会的全球平等。有好些作家对其做出了辩护，并且，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这个领域中更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同样天赋和具有同样动力的人所拥有的生活机会（特别是获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以及从中获得回报的机会）应当是同样的，由于它允许能力上的差异对人们的生活机会造成影响，于是，它可以被视为是罗尔斯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的一个全球版本。
[8]

 尽管我们在国内语境下还没有完全实现机会的公正平等，但是，它远不是什么乌托邦梦想，且已经对公共政策产生了某种影响。所以，在选择评价全球机会平等时，我希望明确地说，我针对的是一个全球版本的平等主义，而并非是稻草人。

更具体地说，全球机会平等到底要求什么呢？首先，它要求拥有同样天赋和动力的人应当具有同等
 （identical）机会，不管他们生在什么样的社会中。这看起来就是较早前引用的莫艾伦道夫的那句话的意思：“一个成长于莫桑比克农村的孩子将能够在统计上和一个父母在瑞士银行担任高管的孩子毫无分别”。但是，这将要求无限的移民权和不受限制地获得公民资格的权利，假设某些职位（比如说瑞士信贷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或者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事先就要求了属于某个特定社会成员这样的条件。而且，就算把正式申请获得某些职位的困难放到一边，那些来自莫桑比克农村的孩子也比来自瑞士的孩子在使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熟练程度上差很多，光是这个原因就很难使之有能力通过竞争成为一个瑞士银行家。
[9]

 因此，除非那些鼓吹全球机会平等的人设想的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说着世界语的无边界的国家，否则，将这一原则解释为在相当
 （equivalent）机会方面提出了要求，看起来更令人信服的。只有假设来自于莫桑比克农村的孩子拥有同样的机会去获得某个地方银行的执行官职位（或许就是在莫桑比克之内的某个地方）、拥有同等地薪金和其他收益，就像一个瑞士银行家的孩子（同等天赋和驱动力的情况下）致力于获得的职位一样，对这个原则的解释才能得到满足。

通过这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理解，两个机会相当（equivalent）而不是同等（identical）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让我们更为充分地来考察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应用机会相当这个观念。为了判断两个机会是不是相当的，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公制来加以度量，而我们所采用的公制要么是紧致的（finer-grained）要么是宽松的（broader-grained）的。就刚才讨论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成为一个全国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的机会”这一宽松的公制比“成为一个瑞士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的机会”这一紧致的公制来说，更为可取。就那个莫桑比克的小孩比那个瑞士小孩来说拥有更大的机会去成为莫桑比克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来说，我们并不认为其较少有机会成为一个瑞士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对于前者来说是一个劣势。因此，现在让我们来更为一般的去考察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有关平等的公制应当紧致到什么程度，或者宽松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使之过于紧致，那么我们就将获得许多意义不大的结论，就像刚才提到的——平等不平等的问题无足轻重，因为它们太过具体以至于不能引起我们在道德上的注意。不过，如果我们使之尽可能地宽松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我们所采取的公制（如果在根本上存在这种公制的话）的不同组分如何经由彼此获得评价。
[10]



让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使之更为清晰。假设现在有两个相关的与世隔绝的村庄，在规模和一般性构成上非常相似。假设村庄A有一个足球场而没有网球场，村庄B有网球场但没有足球场。这两个社群之中的成员在机会上是不是平等的呢？在道德上相关的意义上，我认为他们的机会是平等的：足球场和网球场自然都属于宽泛意义上的“体育设施”，根据这一公制来衡量，两个社群大概是同等地。如果B的成员将“获得足球场”作为相关公制来抱怨说自己正在经受不正义，这看起来是荒唐的。不过，现在假设村庄A有一个学校，但是没有教堂，村庄B有一个教堂，但是没有学校。现在我们还能不能说这两个村庄的人享有了平等机会呢？我想，几乎所有人都要对此说不。我们都认为，一个学校和一个教堂所提供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有人打算根据类似于“获得启示”的公制来判断说这两个村庄享有平等机会，那简直就是一种诡辩。尽管我们中大多数人认为A中的村民由于有一个学校，处境更好一点，那些认为拥有一个教堂更为重要的人将会抵制这种观点。对于判断两个村庄来说，存在着某种根基性的公制，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们可能会认为，A中的人所遭受的宗教剥夺在某种意义上被他们在教育上的优势所补偿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判断在足球场/网球场的情况中，A与B之间的不平等并不具有关键性，而在学校/教堂的情况中，两者存在着关键性的不平等。答案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具有一些文化理解，这些文化理解告诉我们，足球场和网球场就其作为一种体育设施来说，是自然而然可以互相替代的，而学校和教堂则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以至于你不可能因为获得其中之一就能补偿你没有获得另一个东西这一事实。文化理解向我们说明的宽松的“获得体育设施”比起紧致的“获得足球场”来说是更好的公制，而紧致的“获得学校”比宽松的“获得启迪”来说是则更好的公制。对于后者，我已经说了，如果谁打算根据宽松的公制来论证说两个村庄在第二种情形中式平等的，那简直就是一大发明了。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观点应用到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情况，即考察一下平等机会的一般性观念如何被兑现为更具有实质性的平等形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将发现，有许多具体类型的资源和机会被认为是具有重要性的、并且被视为是不可替代的，包括个人安全、教育、健康医保、迁徙等等。在这些东西当中，紧致的区分并不具有相关性。比如说，尽管每一个孩子都应当获得学习外国语言的机会被视为是教育计划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一个学校提供的是学习俄语而另一个学校提供的则是意大利语学习，那么这并不能被视为是一种不平等。迁徙机会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乘坐地铁，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的是乘坐乡村巴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同时，任何打算采用一种宽松公制的尝试——如比方说，就机会的度量而言，暗示说较差的医疗设备能够被更好的教育设备所替代——也将受到强烈抵制。就每一个公民都应当获得平等机会这一点而言，公共文化可能会使得教育和医疗作为优先于任何其他善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试图将这种对平等的理解推广到全球，那么会怎么样呢？我们将不再能够依赖于一种共同的文化理解来解决哪一种或者哪一些公制能够被恰当地用于解决跨国的机会衡量问题，这一事实将使得我们面对许多严重困难。我们将既面对相同类型的机会做度量所带来的困难，也将面临不同类型的机会之间做度量所带来的困难。比方说，如果教育在不同的地方采取了不同的形式，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说A国的孩子在教育机会方面到底是胜过还是不及B国的孩子呢？并且，即使我们可以做出那种判断，我们又怎么来判断说，将一些具体的公制整合进更具有一般性的公制当中到底是不是恰当的呢？比方说，假设我们能找到一种教育举措，使得冰岛的人能够拥有比葡萄牙人更好的教育机会，但是，葡萄牙人比冰岛人在休闲方面（日光浴、游泳池，诸如此类的）所拥有的机会则更多一些。那么，说在其中一个地方的人（在一种全球性的意义上）比另一个地方的人处境更好一点是不是正当地呢？或者，我们能够仅仅根据公制E就说冰岛人处境更好，而根据公制L就说葡萄牙人处境更好吗？

面对这个挑战，全球平等主义者大概将会回应说，大部分紧迫的情况都是严重的不平等的情况，面对这些情况，没有哪个人能合乎情理地怀疑说这不是由于适用于A的成员的资源和机会比适用于B的成员的要高得多而造成的。我们所关切的，并不主要是冰岛和葡萄牙之间的比较，而是，任何一个现有的欧盟成员国与任何一个下沙哈拉非洲国家之间的比较。并且，我们只需要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就可以做出这类比较了，这一指数是根据诸如生活预期以及识字率这类被看做是对于所有文化来说都是基本性的能力而加以界定的。对于这种回应来说，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首先，通过把各个国家放到发展指数表当中去加以比较，并且使用HDI作为公制，我们确实有可能得出结论说，对于一个典型的尼日尔人来说，其所拥有的机会确实要比一个典型的法国人所拥有的机会要少很多——因为不论从哪个基本的角度上看，前者都不比后者有更大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去做出一种社会间比较，不管是在富裕社会集团中还是在贫穷社会集团中。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把最坏形式的不平等鉴别出来，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清楚（机会的）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次，我们可以同意说，在HDI中得分非常低的社会的存在，是一种全球不正义，但是，我们仍然在为什么这是一种不正义的问题上持有异议——是否只是因为富裕社会与贫穷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而成为不正义？或者仅仅是因为最穷社会的大多数人出于绝对的被剥夺水平而成为不正义？我们对世界现状的道德回应有些过于武断了，因此，我们可以在实践上对“为了促进全球正义什么事情是最紧迫的”这一问题表示同意，但我们仍然不同意这一判断所明显依赖的那些原则。

我打算通过强调这一点来结束本节：我刚才加以鉴别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有关度量的技术性问题，即并不是因为缺乏数据我们才不能根据工作、闲暇、迁徙等等机会来对各个社会做出比较。这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机会平等在这么一个文化多元、不同的社会按照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和排列各种善好的世界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公制的问题之所以产生，并不仅仅是因为决定社会A中的一个普通小孩所享有的教育机会到底有多大是一件并非容易的事情，而是因为，教育的意味、教育与其他善相关（或者相比较）的方式，在各个地方是大为不同的。我们只能在极端的情况中做出可靠的判断，在那些情况中，我们只要一眼看到那些不平等的现象，就能立即想到绝对的贫困或者剥夺、想到其所意味着的对全球正义的完全不同的一般性理解。

三

为了回应我在第二节中所做的论证，全球平等主义者或许会转而诉诸一种不同的平等主义正义概念——比方说，诉诸全球自愿平等。我相信，这种建议也会因为找出一种恰当的公制以度量平等或不平等这一问题而失效。
[11]

 不过，我将探讨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应当在一开始就采取这样一种平等主义的立场来考虑全球正义问题，而不是逐一地考察全球平等主义正义原则的各个可能方案。到底是什么东西要求我们假定全球正义要求人们能够平等的分享某种东西X？无论X指的是机会、资源、福祉还是别的什么。

有时候，据说全球平等主义观点是被一种所谓的“世界主义”的道德观所带来的。因此，我们就需要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么一个问题：当其被作为一种道德学说来加以表达而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政治含义的时候，“世界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辩护者煞费苦心地坚持说，道德世界主义不会导致那将被视为是一种世界政府理论的政治世界主义。
[12]

 最直接的说明是由布莱恩•巴里提供的，他坚持认为世界主义混合了三种元素：人类个体才（最终地）具有价值；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道德价值；并且认为这两条款项适用于全体人类。
[13]

 只要对其反面稍加考察就能发现其重要性：第一，将最终价值赋予国家或者民族国家之类的实体；第二，根据诸如种族、性别或者国籍这样的特征将人的价值视为是有差等的；第三，根据不将某些道德价值赋予某些人——完全将他们排除出道德世界。所以，举例而言，世界主义将能够摒弃那些宣称说白人的福祉比黑人的福祉更重要的种族主义教义，或者是某些宣称说发生在那些并不属于自己国家的人身上的事情是一件道德上不值得关切的事情的民族主义教义。

但是，更为正面地说，世界主义到底带来了什么？对此，它的辩护者很快就会指出，它能带来许多不同的具有实质性的道德教义。比方说，它能够与一种形式的普遍功利主义相容，这种功利主义要求我们在功利主义算计中赋予每一个人的幸福以同等的分量，并且相应设计政策和制度。不过，它也与一种有关人权的教义相容，这种教义仅仅告诉我们，存在着一些方式，每一个人必须这样被对待，或者必须不能这样被对待。它也与全球机会平等或者全球资源平等相一致，每一种平等都是承认人类的平等价值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并不要求这些，也并不要求任何形式的全球平等主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我在此所呈现的以及它的辩护者所呈现的那样，世界主义是一种关于价值的论题，或者说是关于有时候被称为“道德关切”的那种东西的论题。它宣称说，无论何地的人类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都应当同我们一样。换句话说，全球平等原则是指向我们的制度设计的原则，它要求我们去建立能够为每一个地方的人提供同等数量的善好（资源、机会，等等）的制度。这样一类原则是行动引导的（action-guiding）——它们具体说明了我们应当如何作为个体、作为投票者作为诸如此类的人来行动。关于价值与关于人类行动者如何来行动的主张，是有所区别的，从一个当中也许推导不出来另一个。

一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14]

 假设有个小孩失踪了，现在有一些危险威胁到她的安全。不管这个小孩是谁，这都同样的是一件坏事请。有一些行动者，比如说警察，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耗费同等程度的资源去找到这个小孩。但是，其他一些行动者的行动理由将取决于他们与这个小孩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是我的小孩，那么我就有一个强烈的理由（当然也是一项压倒性的理由）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寻找她身上。如果这个小孩来自于我所在的村庄，那么比起这个小孩属于其他社群时来说，我有一个更强一点的理由去搜寻她。当然，如果我具有能够找到那个失踪小孩的信息的话，那么，我应当立即把这些信息提供给警察。这并非是说我对这个失踪的小孩缺乏任何责任，不过，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说，我对我自己的小孩拥有一个大得多的责任，或者对我以任何别的方式与之有关系的小孩拥有一个大得多的责任。关键点在于，这完全与这样一个观点一致：任何一个小孩失踪，都是同样坏的事情，都是要给予同样程度的道德关切的事情。

或许有人会回应说，如果有关人类同等价值的主张对于我们如何开展行动这个问题来说没有任何含义，那么它们就是多余的东西。所有的道德主张必须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引导我们的行动。但是，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刚才那个例子的承认。失踪孩童的价值已经由我向警察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所体现了。同样地，世界主义的逻辑前提意味着我们不能完全冷漠地对待我们与之并无特殊关系的人的命运。我们对他们亏欠了某些东西，然而，世界主义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亏欠的到底是什么，当然也没有告诉我们亏欠他们的乃是某种形式的平等对待。所以，那些打算继续去论证说他们的世界主义信念通过诸如人权学说或者全球机会平等学说而最好地得到表达的世界主义者，就需要去就我们到底亏欠其他人什么东西这个问题补充一个具有实质性的逻辑假定——这样一个假定并不包含在世界主义之中。就为什么世界主义关切应当经由被某些作者所赞同的那种特定的全球正义概念来加以实现而言，这个问题需要得到一些独立的理由。
[15]



因此，让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个辩护全球平等主义的不同的尝试，这个尝试开始于这样一个前提：正义诸原则就是平等对待诸原则，它们就是一些要求我们不要根据道德上不相关的理由（比方说一个人的种族或者性别）来做出区别对待的原则。比方说，机会平等在国家范围内是一个有效正义原则，但是，它论证说，当我们开始考虑他们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机会这一问题时，一个人的国籍是一个不相关的特征，所以，这个原则应当被赋予一个全球性的版本。就像这种论证经常说到的，国籍是一个“道德上任意”的特征，就像一个人的头发或者一个人的父母的社会地位是一个道德上任意的特征一样。所以，人们被亏欠了平等对待，这是一件与正义有关的事情，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社会。

我们再一次需要小心翼翼地考察一下这个论证是如何从前提推导到结论的。当我们这么做时，就会发现，它的推论取决于一个在一个人的某些特征是道德上任意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上设置了一个关键的等式。在一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国籍可以被描述为是道德上任意的，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人将不能为她的国民资格担负道德上的责任——人们仅仅是生在那个国家，并且毫无选择随着自己的成长而获得那个国民资格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为此，凯利写道：“人们不应当因为难以预料的偶然事件而受到责罚，他们的命运不应当被国籍和公民身份这样的因素左右。”
[16]

 在此，“国籍和公民身份”被等同于人们能够对其在道德上负责的特征（凯利提到的“阶层或社会地位或民族特征”）其暗含的假定就是，如果人们对于拥有特定特征并不负有道德上的责任，那么基于那个特征而给予的不平等对待就是不可辩护的。

不过，“道德上任意”也可以被用来表征一个与论证前提相反的结论。在此，人们的道德上任意的特征，就是一个不能被允许影响到对待他们的方式的特征——这是一个道德上不相关的特征，是我们在决定对人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时必须予以忽略的东西。显然，如果国籍是后一种意义上道德上任意的特征，那么基于国籍所属的不平等对待就是不可辩护的。这并未偏离定义。我们所需要去说明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当在第二种意义上将国籍视为是道德上任意的。

为了将这两种意义上的道德任意性（论证的前提和结论）连接在一起，我们就需要一个实质性原则。这是一个可能的候选项：如果两个人仅仅由于他们并不需要对其在道德上负责的特征而被加以区别（1意义上的任意性），那么他们被加以区别地对待就是错误的（2意义上的任意性）。这一原则肯定能够发挥作用，但是不幸的是，它并非可信。我们想一想那些有不同需求的人，这些需求并不是他们的触发者需要在道德上负责地行动的后果（比方说，设想一下生来就有缺陷的人）。需求上的差别在1的意义上是道德上任意的，但是，在2的意义上，则并非如此。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认为有更大需求的人应当获得额外的资源，无论他们这么做所牵扯到的道德义务的准确内涵是什么。

因此，我们就必须提供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如果人们因其国民身份而处境更好或者更坏是一种错误。为什么我们认为国籍就像头发颜色这样的特征一样是一种道德上不相关的特征，而不是像有所差别的需求那样成其为一个道德上相关的特征呢？在某种意义上，我属于这个国家而不是属于那个国家这一事实的“偶然性”本身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像某个人一出生就伴有一种身体障碍一样地“偶然”。因此，对于国籍的不相关性而言，必须存在着一种实质性的
 论证，而不仅仅是一种只触及“任意性”这种模棱两可的术语的形式上的论证。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论证在这里才算得上是具有实质性的论证呢？那种认为国籍应当能够在决定向人们敞开什么样的机会这个问题时成为一个相关因素的论证，必须依赖于对国籍归属问题的某种特定理解。它依赖于这样一种主张，即那些形成了国家性社群的人彼此之间拥有一些特殊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不存在于他们与其他地方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实践上导致了全球不平等。因此，通过说明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像各个国家内部的那种关系，某些人或许就可以回答刚才那个问题：人们正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发生着经济交往、环境问题正成为一个跨国问题、各种跨国政治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此等等。换句话说，国籍应当被视为是道德上不相关的，因为它不再描述人们之间的一种重要的关系形式。

就我们正在谈论的全球正义及其意味的问题来说，这些观察是非常中肯的，特别是如果我们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就像我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正义所要求我们为他人做的，关键性地取决于我们与他们之间所具有的关系。
[17]

 全球经济和政治在特征上的改变，当然，也是在其物理特征上的改变（这些改变影响了人类福祉），确实改变了我们在实践上所采取的全球正义概念。但是，这并不因此意味着我们的结论就应当是全球平等主义。跨越这么一步将等于是预设说，我们已经处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国籍不再意味着任何道德上相关的特殊关系。这么一种预设看起来是不可靠的。尽管上述全球化趋势有目共睹，大多数人的身份认同还是和国家性社群之间联系紧密，大多数重要的政治决策还是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形成的，国家或多或少地仍然是一种互惠企划，那些在其中遭受某种类型的损失的人（比方说残疾人、体弱者、失业者，等等）得到那些拥有更好运气的人的补偿。要想说明所有这些在评估属于不同国家性社群的人所获得机会时是道德上不相关的，就需要大量的论证。仅仅指出在这些确立已久的国家性关系之上出现了新的国际性关系，这是不够的。

总之，我已经试着去挫败全球平等在某种形式上可能被当做正义的一项要求而获得辩护的三条理由。第一条理由是说，全球平等是一项关于人的平等价值的一般性世界主义主张所引发的。第二条理由是说，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其他边界那样，国家性边界是道德上任意的，因此与正义不相关。我已经指出，这一主张取决于一个有关道德任意性的关键性等式。第三条理由是说，本国同侪之间的关系在道德上相关的意义上已经不再特殊。与前两条理由不同，第三条理由为支持全球平等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论证。不过，我认为它是不可靠的：尽管全球化无处不在，但是，国民身份仍然被认为是道德上相当重要的。所以，如果缺乏进一步的论证，对于将机会平等、或者某种其他形式的原则当做是全球正义的一项要求这个问题来说，看起来就没有正面地理由使之成立。

四

可能有人会说，即使被用于为全球平等主义辩护的正面论证都是有缺陷的，我们也仍然不能认为平等原则是不对的，当我们缺乏任何好的理由来对人们加以区分的时候，比方说，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分配到底要在哪些人中进行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用这个原则来分配资源和机会。
[18]

 或许，对于为什么莫桑比克农村的孩童应当拥有和一个瑞士银行家的子孙一样的机会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很强的理由。但是，换句话说，她为什么就不应当得到这些呢？假设我们能够决定、或者至少是影响相关的机会配置的话。这就把举证的负担甩给了那些允许全球不平等、特别是在国家性社群之间存在不平等的人。那些人认为平等不是一种不可靠的、应当在缺乏对人们加以区分的理由时所采纳的原则的人，就转而向这些人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就为什么全球不平等是道德上可辩护的这一问题给出正面的理由。

在较早的文章中，我曾诉诸国家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价值，以此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
[19]

 我论证说，民主统治下的各个国家可能做出一些会影响他们自己成员的未来世代对资源和机会的利用的政策决定，以至于即使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平等的起点，这种平等也很快就会由于国家间在理解那些政策表达时存在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而遭受破坏。
[20]

 为了捍卫平等，我们将不得不持续地将资源从那些处境相对较好的国家那里让渡到那些处境变得较差、破坏了政治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丧失了自决能力的国家，只要我们允许可以在可供取舍的未来之间做出选择和接受这种选择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但是，由于这一论证使得当下的个体必须承担他们的前辈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决策（包括错误的），因而受到了挑战。尽管我们广泛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个人可以不失公正地因为自己的选择结果而处境恶化，但是，这种观点怎么可能拓展到那些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被集体性地加以选择的政策决定上去呢？
[21]



这种挑战带来的集体责任及其限度方面的问题，我已经在别处对此做了讨论
[22]

 ，所以，在此我只打算继续讨论一个特殊的问题，即集体继承和个体继承方面的问题。机会的平等，就像其他平等主义理论那样，明显与当前个体继承的实践相抵触。

如果我们打算一致地接受机会平等主张，那么我们就要对所有的继承财产征收100%的税，并且为每一个将要成年的孩子提供同样价值的资本拨付（或者等价物）。如果把实际上的困难放到一边不讨论，这类企划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识别出平等主义原则所适用的具体的继承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允许各个个体自由地去追求他们的平等继承所提供的机会，从而在占有上变得不平等起来，只要他们不打算把物质利益传递给他们孩子因而削弱这个计划的话。但是，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打算在全球的层面上捍卫机会平等因而对集体继承也这么做，那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我们经常谈论说，人们分属不同时代，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每一时代的人都给未来的人留下了某些好处。但是，这是一个幻觉，真实的图景乃是一种持续进行着的人口替代。所以，如果我们想像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国家开始于一条平等的起跑线，我们不允许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做出具有自主性的决定（比方说，30年），并且因此采用一种国际性的税收让渡体制，以便下一代人坚守平等。同时，所有那些在以财富创造为政策目标的国家即将成年的人，将在实质上相对于那些以其他目标为导向的国家中即将成年的人，要有相对更大的优势。要确保机会平等能够始终不被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所有对个人机会配置造成了影响的地方（现实地说，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完全废除政治自决。换句话说，一个机会平等的世界将必须成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对各个个体的生活机会产生了一种重大影响的政策决定都必须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加以制定。对全球机会平等的系统性追求将不仅仅会对国家自决造成约束，而且也将从根本上削弱这种自决。

对于我刚刚描绘的场景来说，当然是存在着一种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也就是说，可以允许各个国家继续去决定自己的未来，包括决定如何设置适用于它们的成员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是，因此也要求它们允许任何一个打算加入其中的人获得准许（确保罗尔斯意义上的“机会的公正平等”，这将需要一些能废除跨境迁徙成本的政策）。不过，很容易看到的是，就我们在现实上所能知道的任何一个世界来说，这也将削弱自决权。因为有关批准公民身份的决定是与一个社会的其他决定密不可分的。一些经济增长迅猛的国家或许会欢迎所有打算迁徙过来的人，或者至少是欢迎每一个拥有市场技能的人。其他的一些对环境目标有所要求的国家，则或许会追求那些致力于将既存人口的增长降到极限的政策——如果关键数量的移民被允许进入的话，那么这些政策将显然会被削弱。而且，也可能会有一些国家打算保存住自己公共文化中语言和宗教方面的一些特色，这就不免要对那些打算移民进来的人加以选择。一种无限的自由迁徙权将清空这种政策选择，并且，将会以另一种方式挖空国家自决的观念。

当然，有人也可能对此回应说“如此一来国家自决就变得很糟糕了”。但是，回想一下，在本文的这一节中，我打算说明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全球平等可以被当做一个缺席选项来加以辩护，而不是当做一个拥有强的独立辩护的原则而成立。如果一个人能有强的理由来支持全球机会平等，那么，比方说，他就可能必须以全球正义的名义打发掉国家自决。不过，在前两节中，我试图去说明：（一）全球机会平等是不可能获得定义的；（二）至今存在的那些为其辩护的论证都是有缺陷的。因此，我们所能够采纳的唯一观念，只不过是：在缺乏将人们加以区别对待的理由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给予他们同等对待。不过，假设你将某种价值附着在这一观念身上，也就是说，在一个文化上多样的世界里，政治社群应当能够决定它们自己的未来，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好的理由，去远离全球平等。
[23]

 这足以挫败全球平等主义，如果后者仅仅被当做一个缺席选项的话。

五

我已经批判性地审视了作为一项全球正义原则的全球平等观点。不过，就像我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平等可以出于一些理由而被赋予价值，这些理由并不直接就是正义的理由。更准确地说，因为不平等被看做是不正义的一个源头（而不是不正当本身），所以，平等可以被赋予价值。它可以在正义的理由之外找到被赋予价值的理由。这种观点的一般形式在提姆•布坎南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得到阐发，近来富有洞见地将其应用到全球语境中的，则是由查尔斯•贝茨完成的。
[24]



因此，让我来考察一些既反驳了全球不平等、又不用接受那种不可靠的平等主义正义观念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并且大概也是最有力的理由，是说只要对物质上的不平等稍加推广就很自然地会成为权力上的不平等，因此也就成为全球不正义的一个源头。
[25]

 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当各个富国或者富裕公司在经济上与那些非常贫困的社群或者个人打交道时，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设定交换以及（或者）雇佣的标准，仅仅因为它们与那些受它们剥削的人相比，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上，可以随时退出那种经济交换。这种现象在文献中大量被记载，我在此所需要加以强调的只不过是说，被这种交往活动所违背的正义原则并非一种强烈的平等主义原则。当抗议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被有权势的公司雇佣去在血汗工厂一样的条件下工作时，我们并不非得去认为这些工人应当和那些身在发达国家的工人一样，享有同等工期和条件，或者享有同等的机会。在这里，更基本的问题乃是不正义的问题。

接着的理由是，国与国之间总体上的不平等使那些处于最不平等状况之下的国家享有一种恰当程度的自决变得十分困难，除非人们能够设想自决对于富国来说只是自己的内部事务，而无关乎外部世界。现实上，我们知道，在财富和军力上的不平等对于弱国的政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约束。所以，如果我们所设想的有关一个公正世界的观念，包含着这样的内容：每一个国家应当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追求它的成员所最为希望得到的特定目标（国内版本的宽容理想的国际等价物），那么，我们就必须严肃对待目前那种程度的不平等。最后的理由是，财富和权力上的大规模不平等也使得达致我们所说的国际性“公平合作”变得十分困难。假设存在着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民族国家之间需要为了相互利益而彼此合作（环境政策或许是最明显的领域），这些合作协定中对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那些相对更有谈判权力的方面决定。如果各个富国根本就拒绝合作，那么那些穷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逼着富国回到谈判桌上。美国拒绝签订京都协定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由于我们不能把谈判各方置于无知之幕底下，程序公正在实践上就要求不管合作成败与否，谈判各方的得失应当总体上相同，而大规模不平等又使得这一条件不可能得到满足。

在一种国内语境中，有两种方式可以处理作为不正义的源头——不平等：降低不平等，或者阻止它产生不公正的后果。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止财富的不平等可能导致的不正义，从雇佣合同的格式、对财产遗赠的限制一直到对金钱的政治使用的约束。这些措施要是想在全球范围内被类似地加以推广，并非易事。因而，就此而言，比起国内不平等来说，我们没有更多理由来担心全球性不平等。当然，出于同样一些理由，大规模全球不平等对于正义来说，构成了一个威胁，不过，它们也同样难以消除。企图让富国同意缩小它们与穷国在财富和权力上的裂隙，十分困难。或许，一个最有希望的世界前景是这样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各个富国，或者是富国集团，以总体上平等的方式彼此竞争，因此，也能够面向第三方制约彼此的权力。不过，我打算转而探寻另外两种理由来作为与不平等斗争时我们或许可以采取的理由，而不是继续沿着这些路线探索下去。当然，这还是要先从与国内的不平等作类比开始。

其中一个理由是我们所谓的资格上的平等
 （equality of status）［或者换个词来说，社会平等
 （social equality）］的价值。这种观念指的是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在这些社会关系中，人们基本上将彼此平等加以考虑和对待，尽管在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具体的差别。这种观点的价值全在于它说明了那些关系的性质：在那些关系中，没有人能够有理由感到自己高人一等或者尊贵非凡，换句话说，没有人应当目中无人或者卑微不堪。
[26]

 现在，无论人们怎么考虑这个观念，看起来，它都只适用于一个明确的社会，而不适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换句话说，由于交通和通讯冲破了横亘在诸社会之间的藩篱，我们确实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人们能够将自己的处境与那些更为富裕的国家的人的处境加以比较的世界之中。人们或许会发现，这种比较所带来的，确实有点令人羞辱或者让人感到不快。因此，看起来，或许存在着一个全球版本的资格平等，这将赋予我们以理由，沿着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资格上的差别的思路来考虑大规模不平等的问题，特别是财富和收入上的大规模不平等。

尽管这种论证看起来颇有合理之处，但是我仍然倾向于对其保持怀疑。资格的平等对于日常与他人之间彼此交往着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分享着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确实是重要的。就人们属于那些形成了他们主要身份特征的更小的社群和社团来说，这些亚群体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并没有人们在某个具体的亚群体之中获得什么样的对待这么一个问题来得更为重要和关键，因为正是后者才使得人们获得了自尊感，而这种自尊感，是来自于同等对待的（或者说，不能被视情况而定地加以对待）。罗尔斯在《正义论》的某个地方对此做出了这种论证，在那一节中，他试图回应这样一种异议，这种异议认为，一个受差异原则管制的社会仍然可能导致他所谓的“情有可原的妒忌”:


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境况与那些在境况上与我们同样或类似的人，或者我们认为其处境与我们的抱负相关的人，加以比较。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团使得社会分为许许多多个不可比较的群体，它们之间差别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这种注意，使得那些处境不佳者的生活不得安宁。
[27]





如果这个论证适用于国内情况，那么看起来它应当也适用于国际情况，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国家边界就是可比较和不可比较之间的无声界限。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缺乏罗尔斯所说的那种抵消性的物质不平等，也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也并不存在共同的公共领域使得全球性公民能够彼此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各个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使得人们很难按照比方说物质财富这样的单一维度在彼此之间加以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寄希望于迈克尔•沃尔泽的“复合平等”出现一个国际版本，根据这个版本，不同社会中的人部分地通过朝向自己的社会成功标准的努力中获得自尊感，无论这一标准是物质主义的还是反物质主义的。我认为这并非是为了辩护既存的全球秩序，因为极端贫困阻止了所有国家性企划的实施，而是将其作为思考“在一个文化上多元的世界中，社会平等意味着什么”这么一个问题的一种方式。

最后，平等有时候是因为它与博爱
 观念之间的关联而获得辩护的：如果我们希望人们能够以亲密、相互关联的关系在一起生活，那么，我们就应当确保他们生活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之中。全球范围内的博爱看起来不具有可能性：不过，一个更弱一点的主张却具有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人们乐于合作，并且和平地解决彼此存在的差异，因此，这也是一个物质不平等并不严重的世界。为了支持这种观点，人们或许会受最近一些年来的某些论证的影响，这些论证说，国际恐怖主义的最终源头，是横亘在西方富裕国家和中东或者别处的穷国之间的物质鸿沟，这条鸿沟导致了朝向整个西方世界的愤怒和抱怨。

但我对这种论证的回应是持怀疑态度的。国际合作所要求的当然不是博爱，而是各个政治社群之间的相互尊重，这些政治社群承认彼此之间的差异，但是也意识到它们需要在许多政策领域保持合作。这种合作的前提并非平等，而是不存在严重的不正义。换句话说，我们首先必须去确立国际语境下正义所提出来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去创造条件使国际合作得以可行。假定正义的相关原则是某种形式的实质性平等原则，实际上就是在回避本文早前几节所质疑的所有问题。就我对全球正义提出的那种替代性理解来说，国际合作的主要基础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人权的尊重，是阻止对各个政治社群和更小群体的国际剥削，是为所有人的政治自决提供恰当的机会。人们或许会为此补充进历史上存在过的不正义的补偿问题：妒忌和怨恨或许本质上并不是不平等的结果，而是这样一种知觉观念的结果：当下存在的那些贫穷社会之所以贫穷，都是因为过去遭受的支配和剥削。这样的知觉观念并不总是准确的，但是，只要它们在一个地方形成起来，它们就有可能成为参与各方相互尊重和未来合作的严重障碍。
[28]

 总结来说，一旦我们把全球不平等的问题同全球正义的问题拆分开来，特别是同生活在贫穷社会中的人们所遭受的剥夺区分开来，我们仍然可以对大规模不平等的影响保持关切。但是，这种关切将是派生性的，它主要集中在富国和穷国之间权力的差异及其在未来对全球正义所造成的可能影响这些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阻止物质优势转变为政治支配，那么全球不平等就没有任何内在可指责之处，而且，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文化上多样的世界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未来。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忧虑全球不平等的程度问题，但是，这并非是出于全球平等主义者所提出的那些已经被我加以讨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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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平等主义的平等主义挑战：一个批评
[1]








克里斯蒂安•巴里，劳拉•瓦伦蒂尼

导言

最近几十年中，好几位政治理论家都在为将分配正义的平等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从国内领域向国际领域拓展而作着论证。这一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平等主义”（GE）］，受到一些道德考虑的有力驱动。

我们大部分人都分享这样一个信念：人们的生活前景不应当受到那些道德上任意的因素（比方说，种族、性别以及出生地）的影响，或者说，至少是不应当过分地受其影响。
[2]

 尽管如此，然而，在当今世界，人们的生活前景仍然强烈地受到他们的出生地（比方说，是出生在非洲还是出生在欧洲）的影响。

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些全球性不平等是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的产物，而非仅仅是坏运气的事，那么，这一问题在道德上所引发的问题就更加具有迫切性了。全球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事实，而不是反映了一个自然事实：它取决于人们的决定和行动在一个延展的时段上的混合后果。我们目前的国际秩序的结构、组成这一秩序的各种各样的制度以及在那些制度的人民之间进行的机会分配，都是某些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些历史过程不可否认地充斥着大量的压榨和剥削。
[3]



甚至更麻烦的是，今日世界最有优势的那些人所享有的财富，看起来与那些最没有优势的人所遭受的艰难困苦之间具有关键性的关联。全球范围来看，那些有优势的人享受的廉价（对于他们来说）的物品和服务，经常就是由贫寒乃至赤贫的人生产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机会使用这些物品和服务。
[4]



尽管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全球平等主义学说长期以来保受批评。本刊［指《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译者注］的各位读者大概对那些针对全球平等的传统现实主义、右翼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论证较为熟悉了：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际领域是一个“道德归零”的地带
[5]

 ，右翼自由主义则谴责平等主义的分配政策过分挤压了人们的各种自由
[6]

 ，而社群主义观点则质疑跨文化的道德标准是不是存在。
[7]

 当然，也有一些人根本就否认经济和社会平等的价值。
[8]



最近，第四种理论已经为拒斥全球平等主义提供了一些新的理由。这种观点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论证这种观点的许多学者，既不是要试图怀疑那些平等主义要求，也不是要否认一种国际性道德的观念。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论证国内领域的平等主义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甚至已经尝试着去论证一种国际关系的道德理论。
[9]

 在本文中，我们将聚焦于他们反对全球平等主义的那些论证。也就是说，我们将讨论哪些可能会涉及“全球平等主义的平等主义批评”的论证。

我们的讨论结构如下。在对全球平等主义及其平等主义批评提供了一个更为细节的描述之后（第一节），我们将考察七种类型的批评，每一种批评都指出了在国内和国际领域之间的不可类比性，这种不可类比性据说辩护了平等主义正义诸原则对前者的限制。相应的，这种不可类比性也要求社会合作（第二节）、国家强制（第三节）、恰当的能动性（第四节）、国家责任（第五节）、受分享的社会意义（第六节）、国际多元主义（第七节）以及可行性（第八节）。

我们将论证说，这些批评（不论是单独地还是放在一起）都不足以使我们拒斥全球平等主义。我们在本文中的论证因此完全是消极性的：我们并不打算提供一个整体的论证来支持全球平等主义，而仅仅是讨论一下各种反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并且得出结论说，这些反对观点并不能提供任何决定性的理由来拒绝全球平等主义。即使我们的论证是消极性的，我们在本文中的目标却也算得上是建设性的：通过详细考察这些批评，我们希望能够指出发展、增强以及优化平等主义所需要采取的方式，如果它们真的能够为国际伦理学和全球正义问题提供可信的回应的话。它们是不是真的能担此大任，仍然是一个未决问题。

一、全球平等主义及其平等主义的批评

全球平等主义暗含了一系列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正义对可允许的全球不平等有所限制。
[10]

 当然，人们可以去支持那些能够缓和全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而同时不用成为一个全球平等主义者。比方说，他们可以采纳那些能够降低不平等的改革措施，致力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的人道主义目标，从而提高全球弱势者的绝对地位。
[11]

 全球平等主义者也可以秉持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来支持能够降低不平等的政策，但是，他们会进一步主张，至少某些国际不平等需要获得特别的辩护。

一个宽泛的正义概念或许可以和我们已经定义的那种类型的全球平等主义相兼容。在此，我不打算尝试讨论任何特殊类型的全球平等主义，而只是描述一下造成它们彼此之间有所差别的各种参数。全球平等主义概念可以根据主体（subjects）、善好物（goods）、分配标准（distributive standards）等等这些在评价分配份额时道德上具有相关性的因素来加以区分。

一种全球平等主义正义概念的主体
 ，说明的是平等应当在谁
 中间来实现。比方说，全球平等主义概念可能会把民族国家当做主体，因而认为在这些国家之间存在者的财富上、政治影响力上或者其他自然和社会资源上的不平等应当有所限度。
[12]

 当然，它也可以着眼于有价值的资源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上的不平等。
[13]



就像森所说的，一种全球平等主义正义概念的善好物
 构成了那个概念的“估价空间”。
[14]

 举例来说，这些善好物包括：能力、机会、收入和财富、经济权力，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
[15]



最后，各种全球平等主义概念也可能在分配标准
 上有所不同。一个GE概念可能会把平等作为自己所偏好的分配标准，但是并不一定就会按照这个标准采取行动。全球平等主义者并不承诺会总是把相关领域的所有不平等视为是邪恶的和值得遗憾的事情。不平等需要如何来矫正以及矫正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取决于支持全球平等主义标准论证所采取的特定辩护。比方说，有些此类辩护可能会诉诸对责任的各种各样考虑，认为只有环境造成的不平等才应当得到矫正，主体对其负有责任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行动所导致的不平等不应当得到矫正。
[16]

 或者，全球平等主义者或许会采取罗尔斯从原初状态出发而做出的论证，认为任何可能会导致对平等的背离的制度安排都需要面向那些处境最差的人给出辩护。
[17]

 总之，区分各种各样的全球平等主义学说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即，正义对相关主体之间的相关维度上的那些全球性不平等的可允许性设置了限度。

全球平等主义批评反对这种观点。持批评观点的人认为，对于国内而言，不平等是一个关切的理由，但是对于全球层面而言，则并非如此。由于这些人肯定国内领域中的平等主义原则，这类批评就带来了一个论证上的负担，也就是说，这些人要去说明基于平等主义正义的理由不能够在全球层面上成立。为了满足这个要求，这些人就需要在两个层面上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一个是道德上的，一个是经验上的。
[18]

 一方面，他们必须对各种各样的“规范因素”
[19]

 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这些因素与辩护平等主义关切相关。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证明说，这些规范因素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至少是在全球层面上为全球平等主义辩护所需的那种程度和形式的意义上不存在。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些反全球平等主义的论证。

二、社会合作

对全球平等主义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说，在那些同侪（fellow citizens）之间存在的社会合作关系与那些并不共同分享一个国家的人之间所存在的社会合作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类比性。那些根据这个理由拒斥全球平等主义的人必须辩护这样一个道德主张：社会合作对于平等主义义务的适用而言确实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且，他们必须采取一个可信的经验说明这种合作在全球层面上并不存在。

那么，社会合作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据说只有在它存在的情况下，平等主义正义诸原则才能适用？社会合作的观念可以经由许多种方式来加以理解，而这种反全球平等主义论证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究竟采取哪一种理解。下文中我们将采取如下三种理解：社会合作作为（1）公平互惠；（2）稳定的共同规则之下的交往活动；（3）社会物品的生产方面的互惠。我们将说明，从社会合作角度出发的反全球平等主义论证要么是道德上不可信服的，如果它是道德上可信服的话，它的平等主义暗示也不能被仅仅限制在国内领域。

1 公平互惠

一些理论家已经按照一种被强烈道德化的方式来理解社会合作的相关观念，将这一观念与罗尔斯有关一个社会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合作仅当一群人按照互惠
 和公平
 的合作方式开展行动时才存在。
[20]

 根据罗尔斯的看法，一个社会是一个“由一些人组成的多少有点自我充分（self-sufficient）的联合体（association），那些人在彼此交往之中将某些行动规则视为是必须加以遵循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按照这些规则来开展行动……”
[21]

 它是“一个用来增进每一个参与者的善好的合作体系”。
[22]



人们也许可以就此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同情平等主义的人会坚持说，被如此加以理解的社会合作的存在对于平等主义关切的适用性来说是一个充分条件。但是，这么一个观念看起来仍然是相当不可信的：这也是平等主义正义诸原则适用的必要条件。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种社会缺乏合作因而平等主义要求无处安身的语境。

根据这种形式的合作基础的平等主义，平等主义要求将不能在那些其规则不被所有参与者视为必须服从的社会体系中、或者那些并非致力于相互优势的社会体系中获得适用性。一个由少数精英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设计各种规则并且让其他人加以遵守的社会体系，就是这样的社会体系，而恰好是这些类型的社会体系会产生出道德上最可反对的那些不平等。将社会合作（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视为平等主义要求获得适用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将带来一些过分保守的暗示，并且将难以令人信服地对平等主义关切的范围加以限制。
[23]

 如果他们的论证是可靠的，那么全球平等主义的批评者就不能诉诸被如此加以理解的社会合作中。

2 相对稳定的共同规则之下的交往行动

出于上述种种理由，许多同情罗尔斯对正义的总体说明的人已经对社会合作的观念采取了更为宽泛的理解。比方说，涛慕思•博格就论证说，相关的社会合作存在于任何“全面性和合理完备的社会交往体系”之中。
[24]

 尽管对社会合作的这种理解宽于罗尔斯所采取的道德化的概念，但是它仍然比社会交往（social interaction）的概念要窄许多。

并非所有形式的社会交往都会达到社会合作的程度。社会交往可以在那些并不共存于一个全面性和合理完备的体系
 中的行动者之间存在。比方说，两个行动者可能偶尔彼此有些贸易往来，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共同的和合理的稳定规则背景下开展交往行动的，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这种所谓的社会合作中去。当支配交往活动的规则和实践众所周知并且足以能够使各个行动者对彼此的行为产生合理预期的时候，社会合作才会存在。

几乎任何现代社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一个社会合作企划，这一点是足够清楚的。这种社会合作的术语存在于法律和其他社会规则之中，这些法律和规则支配着诸如“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拥有的（以及被谁拥有）”、“这些东西如何获得、交换、转让和罚没”、“市场和生产体系如何组成”、“政策决定以什么方式做出”、“人们能够对他人做些什么、又不能做什么”，等等。不过，需要注意只要规制行动者的行为的那些规范能够得到广泛承认，并且在足够的程度上获得尊崇，那么那个社会秩序也能够被如此加以理解，即便这个社会制度缺乏一种能够被看做是一项社会合作企划的“特征”（state）。
[25]



看起来很清楚，这种社会合作在全球层面上并不存在。构成社会合作“术语”的制度安排包括全球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规制全球贸易和金融制度的各种规则，当然，也包括现代国家的一些构成性特征，比方说在设定税负、经由协定联合公民、明确成员资格、控制境内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在国际谈判和规则协定中表达自己的利益等等方面的主权权利。
[26]

 那些在这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构想社会合作并且将这种合作的存在视为是平等主义要求得以适用的一个必要条件的人，是不能轻易否定说这一条件能够在全球层面得到满足。

3 生产社会（公共）物品过程中的互惠性

上一节的讨论并不涉及由全球平等主义的合作基础的第三种类型批评所提出的各种论证。这些批评并不否认在全球层面上存在社会合作。确实，这些批评有时候甚至会承认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此类合作。不过，它们论证说，平等主义要求只适用于那些具有特定特征的社会合作企划之中，这些特征尽管目前在各个国家内存在，但是在全球层面上却是缺乏的。比方说，布莱恩•巴里以及更晚近的安德鲁•桑吉范尼已经论证说，平等主义正义目前仅仅适用于各个国家范围之内，因为那些国家的公民由于都加入了首要的社会善的生产之中，因而彼此之间具有特定的互惠关系。
[27]

 用桑吉范尼的话来说：“我们对同侪和本国的住民（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发展和执行生活计划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亏欠平等主义互惠性的义务，而不对其他那些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的人负有这种义务。”
[28]



显然，很多问题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为其他行动者提供此类基本条件和保障，准确地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正如互惠性基础的平等主义者所承认的，本国同侪和住民（也就是永久性居民。——译者注）处于一种直接
 为彼此提供这类条件和保障的状态下，这并非是一种寻常的情形。相反，更寻常的是，公民和住民通过维护能够规制其作为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的制度安排来间接地为彼此提供支持。
[29]

 因此，问题就成了：各个个人为了满足平等主义施加给彼此的要求，究竟必须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举例来说，人们或许会坚持说，平等主义的义务亏欠于那些为这类行动和制度安排提供了财政和其他积极
 （active）形式的支持的人。然而，尽管互惠性基础的平等主义肯定会认为互惠性的观念包含了这种类型的支持，但是它们并不会坚持说，对于某人是否被算作是应得平等主义关切的这个问题来说，这种类型的支持是严格必要的。理由是足够明显的，因为它将导致的结论是，那些在各个国内社会中没有缴税或者没有提供这类支持的人将被排除出平等主义正义的范围之外。

取而代之的是将“提供支持”的观念作更为宽泛的理解，包括“仅仅”去做一些“我们日常受法律规制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30]

 因此，那种“每一个人必须纳入平等主义关切的范围之内”的想法，显然是最小化的，事实上，恰好由于它的这种最小主义而可能遭到反驳。甚至那些对平等主义有所同情的批评者也可能反驳说，沿着这种标准走下去，我们可能就必须将资源从那些能力强、工作努力的人那些重新分配给那些“维持”国家制度的人，而这些人仅仅是对那些制度加以服从且不去做削弱它们的事情而已。
[31]

 这种批评将不会否认这一点：“你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了什么，就亏欠了其他人相同的东西。”但是，这种批评仍然否认说这种公平回报可以成为各种平等主义的义务。
[32]



即使互惠性基础上的平等主义者能够令人信服地对这一异议加以回应
[33]

 ，他们仍然需要去证明说，与公民和住民不一样，外国人不必服从于一种法律和社会规则体系。这种体系对于维持我们作为生产者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者的生活来说是必要的。
[34]

 要证明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是格外困难的。外国人须要服从各种各样的国际性规范，这些规范转而会对我们获取对我们所要过的生活来说具有核心价值的资源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这些规范，包括国家以任何价格汲取资源的权利（不管其成本高低如何）以及控制边界的权利。
[35]

 富有的国家通常会将那些希望在自己境内找寻到机会的外国人排除出去，以此来保护和增强境内人员所获机会的价值。
[36]

 这种排他性也会降低那些在国外生产而被世界上那些有权势的人加以消费的物品的价格。如果境外人员能够自由地跨境迁徙，那么各个穷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关键性地上升，因为如此一来，将很少有人能够在获取如当下存在于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那样的雇佣机会方面比他们更有竞争力。
[37]



进一步考虑一下那些赋予了国家间开展贸易的权利的各种规则。目前，任何国家，不管它多富，也不管它的贸易政策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都可以合法地选择去自给自足——选择将自己与世界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而且，在它选择不服从于WTO或者其他协定的情况下，它可以以任何它所希望的理由对自己的贸易伙伴作区别对待，这将转而严重地影响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机会。据此，对于这样一个主张来说，看起来毫无理由使之可信：境外人员并不在相关意义上“参与”到对于我们的生活计划的设计和实现来说具有关键性的社会物品的生产当中。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就这对社会合作论证的第三种解释来说，他们应当被纳入平等主义所关切的范围之内加以考虑。

三、国家强制

一些理论家已经论证说，平等主义正义只是适用于各个国内政治社群，因为在这种政治社群中存在着特殊形式的强制。
[38]

 我们现在将这一观点称为“强制观点”，这种观点由一种道德主张和一种经验主张构成。道德主张是说，平等主义正义只适用于一种特定形式的强制存在的情况下。经验主张是说，使得平等主义要求在国内层面上得以成立的因素（一种特定形式的强制）在国际层面上是缺乏的。我们分别来对这些主张加以考察。

1 强制和平等主义正义

首先，我们需要来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强制需要特别的辩护。对强制观点的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辩护路线，是诉诸尊重人们为自己设定目的并对其加以追求的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尊重他们的自主性。
[39]

 根据这种观点，强制需要特别的辩护，是因为它会削弱自主性。当我被强制的时候，我并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在开展行动，而是服从于他人的意志。
[40]



不过，强制并不总是值得在道德上加以反驳的。确实，强制看起来经常得到辩护，恰好是因为它保护了、而不是削弱了人们的自主性：比方说，当强制被用来保障合同约定、迫使雇主尊重基本的劳动标准、提供教育机会、确保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以及遏制犯罪行为的时候，就是如此。
[41]

 这些保护措施可以说恰好是发展和践行自主性能力的必要的前提条件。这些规则约束之下的人的自主性或许受到了削弱，但是，这只能在自主性的理由上才能获得辩护，因为，它们的强制性是用来保护自己和其他许多人的自主性的。

由于任何强制性的法律体系都将约束一些人的自主性同时促进另一些人的自主性，因此问题就出现了：这样的法律如何来加以设计，才能表现出对所有人的自主性有一个恰当的尊重呢？强制观点的拥护者已经对此做了回答，他们暗示说，强制性的社会规则应当被设计用于确保分配平等。当强制性规则带来了一种平等主义分配的时候，所有的公民（大概地）都拥有了同等的机会来追求自己的目的，没有哪个人的自主性受到了过分的削弱。由于没有人能够在程度上比他人限制自己的行动更大地限制他人的行动，每一个人就都有理由去同意这种强制了。在这种环境之下，国家强制因此面向所有人获得了辩护。

这是强制观点的核心辩护理由。人们当然可以质疑这样一个理由，也可以质疑它所确立的强制、自主性和平等主义正义之间的那个关联。比方说，自由意志主义者已经论证说，对自主性的承诺最多只是支持一个最小国家而已。
[42]

 确实，人们将这个论证推得更远一点，并且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辩护无政府主义：没有任何形式的强制能够和自主性相容。
[43]

 由于这种反驳将会把我们拉向与当下的主题相去甚远的方向，出于论证的需要，我们将假设强制观点的核心辩护理由有一定道理，并且转向经验主张：这种必须的强制在全球层面上是缺乏的。如果这个主张被证明不堪一击，那么，强制观点就不会获得反全球平等主义的含义。

2 全球层面的强制

强制观点的支持者对此并不否认全球层面上存在着强制。
[44]

 不过，他们坚持说，这种强制并不是能够带来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那种强制。为什么呢？他们有三个典型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认为，尽管国内强制是系统性的和持续性的
 ，国际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单边的交往行动，比方说，军事干预、经济制裁或者国际谈判中的无耻胁迫。国内强制是以强制性执行的规则的形式具体体现的，这些规则会在分配问题上对特定人群造成很深的影响。这样的分配影响面向且仅面向那些人才需要加以辩护。据说这种规则并不存在于国际层面，因此经由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辩护完全无处落脚。

这种经验主张是不可信的。某些最明显形式的国际强制存在于单边交往行动中，这或许是事实。但是，存在着一些国际规则能够实质性地影响全世界范围内个人的分配份额，这也是事实。我们对国际领域的理解深刻地与某些这类规则联系在一起。再一次地，让我们考察一下主权国家体系本身，在这种体系下，所有的权力和特权被赋予各个国家，一些权力和特权，比方说边境控制权，显然涉及某些形式的强制，这些强制措施是会对人类之间的分配问题造成关键性的影响的。
[45]

 更进一步地说，与这类规则相伴随的，乃是非志愿性。让我们再考察一下像全球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这样的制度，以及现代国家的一些构成性特征。这些制度也是强制性地执行的（部分地经由动用制裁的威胁），并且毋庸置疑地会在分配问题上产生关键性地影响。当然，从一个纯粹形式的观点来看，和国际体系不一样，这种制度是志愿性地构成的，不过，在考虑到潜在的难以忍受的退出成本时，参与这种制度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强制性的事情。
[46]



进一步地，仅仅国家可以志愿性地选择受这类规则管制这一事实并不能够说明这些规则没有被强制性地施加给各个国家的人民。许多政府并不具有对它们所统治的人民的最高程度的代表性，更多的政府仅仅具有最低程度上的代表性，只保护着大多数有优势的公民的利益和那些被预期给它们带来好处的非公民的利益。

强制观点的支持者或许会承认上述那种强制的存在，但是仍然坚持说，由于下列两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它们都不能被当成是触发了平等主义正义的强制。

首先，他们可能会论证说，托马斯•内格尔看起来最近已经建议说，由于存在着恰当的强制，那些施行这种强制的人必须认为自己拥有一种义务去面向被强制者做出辩护。因为国家代表和官员认为自己对本国公民具有这类义务，而不是对外国人具有这项义务，平等主义正义就仍然是与国内社群联系在一起的。
[47]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要求强制仅仅面向那些我们已经认为我们对其亏欠一个辩护的人而获得辩护，实际上是一个过分保守的观点，并且将一些道德上最值得质疑的强制形式排除出了我们的审查范围。
[48]



其次，强制观点的支持者可能会同意说，尽管人们对国际规则的服从是非志愿性的
 ，但是这类规则也并非在一种必要的意义上是强制的
 ，因为它们并不会被像一个国家政府这样的集中化的行动者强迫执行。这就是国家强制特别之处所在。缺乏一个强制者
 通过威胁动用制裁来加以强迫执行的规范，平等主义正义就并不能获得适用性。
[49]



看起来对这个论证的一个回应，自然就是去问，如果强制是因为它对自主性造成的影响才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这种高度具体的集中化强制形式在道德上会有所不同呢？如果强制是由于它对自主性的影响而成为平等主义正义的一项条件，那么，看起来就不存在可信的理由去主张说，由各种各样的行动者所强制施行的对自主性具有影响的国际规则不需要像那些由国家强制施行的规则一样获得特定地辩护。
[50]

 不过，现在假设各种各样的国际规则并不是被强制施行的，而仅仅是非志愿地加以执行的。
[51]

 假设这样的规则不可否认地会对自主性造成影响，那么，如果预设是成立的。为什么强制的缺乏就能够成为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道德差别的理由呢？这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四、能动性

有些人在对能动性的各种各样的考虑的基础上拒斥全球平等主义正义。这些作家论证说，全球平等主义原则是不可信的，因为并不存在着那种能够被合理地按照那些原则的预期富有效率地开展行动的行动者。进一步地，这个论证认为，如果没有行动者的行动是能够令人信服地受原则引导的，那么这个原则压根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原则。
[52]

 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平等主义原则不仅是不令人信服的，而且，它们根本就不成为一系列的原则，因为并不存在能够应用
 于它们的行动者。
[53]



我们可以将这种论证称为对全球平等主义的能动性基础的批评。为了对其做出评价，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它设置在正义诸原则之上的各种要求是不是可信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全球平等主义原则是不是一定不能予以满足。我们将论证说，只要某些此类要求是可信的，那些可信的要求在全球层面上就可以得到满足。

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下，可以被区分为两种类型的能动性要求，到底采取哪一种理解，取决于下面两个问题如何得到回答：

（1）行动者必须在因果上
 能够根据必要的规范性原则开展行动，还是必须额外地具有道德
 能力来根据那些原则开展行动？

（2）在应用这类原则时，行动者的行动必须是根据某些具体的完备义务来开展的，还是可以以能够满足那些原则的要求的多种方式来开展？

接下来，我们将对不同版本的能动性基础的批评做出评价，这些批评中的每一个都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回答。

1 因果性vs.道德能力

考虑第一个问题，这个主张看起来是可信的：为了使得一项规范性原则能够在某个领域适用，必须存在着这样一些行动者，这些行动者（要么单独、要么和其他行动者联合起来
[54]

 ）能够直接满足那项原则的要求。全球平等主义原则满足这种要求吗？我们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能够满足全球平等主义目标的既存行动者的各种能力的评估，但是，如果暗示说这是涉及既存的行动者能够在这方面有能力满足那些要求这个问题，那看起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否则，要使这种暗示得以成立，那就必须去证明说，全球层面的制度改革，比方说管制物品和人口流动的那些规则的更替以及自然资源的汲取和出售，都不能被预期会促进这些目标。

批评者可以事实上也已经提出了一些有关此类改革的例子，对这些改革稍加反思就会发现它们明显不能促进全球平等主义正义的价值。
[55]

 比方说，塞缪尔•弗里曼表达了对一些国家独立地开展行动以应用诸如罗尔斯的差别原则那样的平等主义正义原则的能力。根据弗里曼的观点：“这将要求每一个国家对它所有的决策对全世界处境最差的那些人所造成的影响有一个计算。这是毫无可行性的，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后果。”
[56]



这或许是真的，但是那些支持一种全球差别原则的人并不需要要求各个国家按照这个方式来采取行动，就像一种国内的差别原则的支持者并不要求个体行动者（包括具体的政府性的行动者）按这种方式采取行动一样。这些国家能够通过提高最不具有优势的代表性群体的地位来寻求彼此之间的合作，以改革管制它们的生产活动和交往的规则。这类努力将要求复杂的经验探寻，以找出那些能够更好地促进平等主义目标的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尽管这类探寻多少有点不确定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在推理上假设说，这种探寻所提出的信息上的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或者会提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合作形式。

为了说明全球平等主义原则不能满足能动性要求（因果上加以理解的），人们就需要证明一个具有普遍性
 的主张：所有的行动者根本就缺乏促进全球平等主义目标所必要的因果能力。即使假定批评者的担心是正确的，他们也仅仅能够支持一个存在
 主张：“存在着某些方式，一些
 行动者经由这些方式不能被预期会去促进全球平等主义的目标。”能够说明这一点，并不足以去证明说，这类目标不能被促进，就像对朝向促进国内平等的政策的影响的讨论不能说明平等主义原则根本就不能在各个社会得以实现一样。

或许有人会论证说，尽管确实存在着一些措施，行动者可以采取这些措施来实现全球平等主义的目标，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完全地满足这些目标，或者甚至不能在具有重要性的意义上去促进那些目标。这也是一个经验主张，并且，其是否为真并不清楚。不过，即使它是为真的，那么，坚持说存在着因果上既能够完全满足平等主义原则的要求又此时此刻
 就能够在具有重要性的意义上实现它的要求的那样一些行动者，是道德上正当的行动原则的一项要求，看起来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57]

 确实，经常的情况是，甚至许多行动者即使持续努力也都不能充分满足（国内）正义诸原则的要求，至少在短期或者中期来看是这样。
[58]



为了充分实现或者具有重要性地促进一项原则的要求，不仅既存的行动者必须去直接采取各种行动，而且他们也必须让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其他行动者（管理机构、司法组织等等）也一并参与。在一些比较贫弱或者失败的国家中，通常的情况是，作为战争、腐化、混乱等等的后果，缺乏必需的因果能力来实现具有关键性的平等主义目标的行动者。
[59]

 当然，人们或许认为，平等主义原则的不可行性，不仅在于当下，而且也在于人类条件本身。这个说法偏离了能动性论证的范围，将在本文的最后一节中被单独加以处理。

或许仍然会有人论证说，那些具有必需的因果能力来满足全球平等主义要求的行动者缺乏这么做的道德
 能力，就他们不可能发现这些要求对他们来说具有吸引力、并且根据这些要求来开展行动这一点来说。这或许确实是真的。然而，如下主张看来是不合理的：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些行动者，他们要么在因果上有能力完全满足道德上公正的原则的要求，要么能够重要地促进这一要求，而且必须在此时此地就能这样做。我们肯定会认为，各种激进的平等原则并不适用于19世纪早期的美国，仅仅是因为很少有人（除了非洲奴隶自己）能被预期去采取和满足那些原则的要求，至少就短期或者中期来看的话。
[60]

 在动机和正义原则的适用性之间建立一个强的连接所导致的风险，是使道德理论受到限制，就像罗伯特•古丁正确指出的那样，将道德理论限制到“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根本就不用对我们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实践有任何评论”。
[61]



现在让我们转向能动性要求的第二个维度上去。适用于行动者的那些有关正当行动要求的原则究竟应当是哪一种
 引导原则呢？

2 完备的和不完备的义务

萨拉丁•马克雷德-卡西亚，能动性基础批评的一个晚近批评者，宣称说，正义诸原则必须：

（1）在分配方面设置完备的义务；（2）体现出一个明确的行动者，这个行动者是必须落实那些义务的；（3）体现出行动者的行动领域；（4）通过引导那个行动者的正确行动来实现一个恰当的价值（或者各种价值）。
[62]



沿着康德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完备义务和不完备义务之间的区别：不像前者，后者为一个义务如何得到落实以及这个义务亏欠于谁这两个问题留有余地。
[63]

 比方说，在她的作品《饥饿的诸种面庞》中，奥若拉•欧奥内尔就把我们向有需要者提供帮助的义务当做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备义务。
[64]

 你必须为某个有需要的人做点事情，但是，对你来说，并不存在特定地有需要者是你必须对他做点什么的。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具体的事情是你需要对任何人做的。你的义务可以通过多种活动（比方说，提供援助、参与志愿工作、参加到政治斗争当中，等等）面向各种不同的人来得到落实。

对许多义务的思考都使得我们发现，对全球平等主义的关切在本质上是不完备的，因为就当下而言，它们看起来要求行动者采取行动来推动制度改革、政策调整，当然也要求培养出行动者的新的能力，以便促进他们所肯定的那些价值。不过，将公正行动的原则限制于这样一些领域中，在这些领域中具体的道德要求可以被明显地赋予具体的行动者，这是否可信呢？如果这是可信的话，我们很难理解其中缘由。

比方说，设想一下诸如将投票权仅仅赋予男性或者具体的社会团体这样的在过去广泛存在的规则。对这些规则的实践看起来是典型地不公正的，并且，公正行动的原则应当要求生活在社会之中并拥有特权的人们去改革这种社会制度。然而，这种要求并不能根据将具体责任归于具体的个人的那些完备义务来获得可信的理解，假设必然会摧毁这种实践的制度改革能够落实到全社会当中去的话。
[65]



当然，也许有人会论证说，尽管确实存在着能够获得辩护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们应当去采取行动来改变那个社会的实践，但是，这样的要求并不能够等同于公正行动的原则。然而，这么说的话看起来就是在对公正行动诸原则设置了矫揉造作和过分夸大的限制。如果制度安排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如果它们是过分不正当的，那么，要求对它们加以改革的道德要求就不能典型地被当做完备义务来归于具体的行动者，然而，不管那些行动者将其作为采取那种改革行动的道德要求的基础的原则是什么样的，那些原则看起来都典型地是公正行动的原则。
[66]



五、国家责任

一些批评者抱怨说，由于要求从一国向另一国做出让渡（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全球平等主义原则都以各种各样让人质疑的方式忽略了国家责任的道德相关性。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这些批评者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结构上相似的例子。
[67]

 他们要求我们去想像两个被合理管制、并且财富均等的社会（称其为A和B），并且要我们去关切它们在较长时段上的“过程”。其中A采取的是能够导致财富关键性地增加的政策决定。由于社会风气的不同（比方说道德原则较为农业化、而非工业化）B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并且，它的经济因此就获得了一个不同于A的进程。结果，在许多年之后，A比B要繁荣得多，尽管两者的经济都满足了“充裕”的相关标准。

基于这些环境，批评者就论证说，全球平等主义要求在两个国家之间采取进一步的再分配，这种要求在三个地方值得质疑：（1）它将给最具生产力的政治社群加载上不公平的负担；（2）它将削弱国家自决；（3）它将挫伤各个政治社群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承担责任的积极性。
[68]

 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三个批评。

在详细考察之前，让我们指出刚才说到的那个例子存在着的两点重要的（也是相关的）不准确性。首先，认为所有的全球平等主义学说都要求例子中所设想的那种让渡，这是错误的。一种全球平等主义并不需要去坚持说，由于某个（大致上合法的）政体的生产性选择而导致的不平等应当成为在各个社会之间进行让渡的条件。
[69]

 也就是说，全球平等主义可以坚持说，在所有事情都同样的情况下，正义对国家间可允许的不平等设置了限度，但是，如果一些国家因为他们自己需要对其合理地承担责任的决策或者行动而导致财富份额少于另一些国家，那么，所有事情就并非相同了，这恰好是我们的例子所描述的情形。
[70]



其次，尽管得到某些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支持，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排他性地受内生性因素（比方说它的制度选择）的决定，是值得质疑的。
[71]

 学者们已经将国家的自然资源开采权或者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当做对它们的繁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72]

 确实，在大部分情况下，所有的因素——资源开采权、国内和国际制度、历史、强有力的国际行动者的影响——在决定一个国家的财富时都发挥了某些作用。尽管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去搞清楚，这些不同因素是否会对一个国家的财富造成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很可靠地否定这种观点：一个国家的财富仅仅取决于它的国内制度的性质。
[73]

 这意味着，在我们的例子中的核心假定之一（那个例子增强了它的直觉上的可靠性），是不堪一击的。政治社群不能被当做是它们自己的前途命运的唯一决定者，因为它们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机会关键性地取决于它们所栖居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正是针对着这些考虑的背景，那三个对于全球平等主义的责任基础的挑战才需要得到评价。

1 不公平负担

让我们假设，在所有事情都得到考虑的情况下，一个全球平等主义学说（比方说罗尔斯差别原则的一个全球化版本）将要求例子中所设想的让渡。并不清楚的是，这样一些让渡所带来的负担为什么要比罗尔斯这样的平等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给国内制度带来的负担更值得反驳。毕竟，国内平等政策或许也会带来将资源从更为富裕者向较为贫困者让渡的问题（通过一种强制性的税收体制和其他措施）。

拒绝那些家庭或者国家之间甚至只是中等程度的促进平等的让渡企划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看起来对那些没有参与到决策和行动中去的人们带来了过分的惩罚。即使人们所认为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源自他们自己须要对其负有责任的选择的观点在道德上是可质疑的，从一种平等主义观点出发，要想论证说来源于某些人的选择的不平等应当转递给另一些人，比方说他们的孩子或者未来的社会成员，看起来是很困难的。

我们并非是质疑国家责任观念的道德重要性，也并非质疑一代人从前辈那里“继承”责任这一观念的道德重要性。
[74]

 然而，这种观念并不要求或者说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各个成员应当为那些他们自己或者早先的成员所做出决策付完全的经济成本，或者，家族责任意味着孩童之间源自各自父母的决定的不平等根本不应当得到缓解。

作为支持国内平等主义者中的一员，罗尔斯并没有将这种致力于限制家庭间不平等的让渡看做是带来过分负担的东西。确实，就像博格所讨论的那样，如果允许孩子承担自己父母的决定所带来的经济成本这件事能够导致那些在社会经济上处境最差的代表性个人的处境得到改善，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得到支持。为什么这条推理路线在全球层面上就不能获得有效性呢？
[75]



为了辩护不可类比性，批评者或许会诉诸社会中不同公民之间存在的特定的合作或者强制关系，或者诉诸恰当的能动性的缺乏。然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合作基础的、强制基础的以及能动性基础的论证都不能获得成功。

2 自决（self-determination）

一个平等主义者何以能够通过诉诸自决的价值来反驳上例中所设想的那种让渡，这个问题并不清楚。毕竟，几乎每一个国内税收体系都设计到将资源从那些因为（至少部分地）更大的勤奋而获得更多财富的家庭手中让渡给那些因为（至少部分地）缺乏勤奋而处境非常差的家庭。当然，并非所有的平等主义者都将在国内情形中采纳这种让渡。他们或许会认为说，只要A和B的份额差别是由于选择和努力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环境造成的，那么就不可能有哪种致力于促进平等的再分配是能够得到辩护的。但是，就像上面提到的，全球平等主义者也采纳了这么一种观点。他们或许会坚持说，让渡只能被用以解决由环境造成的不平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才不为那种不平等担负任何责任。

进一步地，全球平等主义者可以根据使可比较的让渡在国内语境中所获支持相同的理由来支持那些让渡：作为保持一个公平框架的必要方式，在这么一个框架中，个人和社群可以说确实是自决的。比方说，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一项社会正义企划中的一部分，这项企划最终致力于消除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的影响，以便他们能够被富有意义地看做是具有自主性的，看做是自己生活的作者。
[76]

 为此，个人发展自己的生活计划、为其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就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的
 背景之中的。

维持这样一种公平背景就要求存在相当程度的制度规则。就像罗尔斯指出的，这是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平并不随附于个人交易行动的公平：个人公平交易的累积效果可能仍然会带来宏观水平上的不公平。他解释说：“分立且独立的交易行动的总体后果是偏离、而非朝向背景正义。”
[77]

 缺乏一个确保背景正义的规则体系，在人与人之间开展的资源分配就可能带来这样广泛的不平等和权力上的悬殊，以至于会关键性地削弱许多人做出真正选择因而获得富有意义的自决权的能力。
[78]



批评者或许会接受这一结论，但是仍然坚持说，如果各个社会在公平的基础上相互交往，那么，就没有哪个社会会过分地限制其他社会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事实上，真实世界中的各个国家经常利用他们优越的谈判权力，并且忽略公平的要求。
[79]

 但是，如果它们是在互惠性的基础上相互交往的，那么这个回应就能奏效，这些问题就不会产生，而每一个社会，就能够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承担责任。

这个命题或许是真的，但却是成问题的。如果各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是公平的，那么各个社会就能够富有意义地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承担责任。而且，如果罗尔斯在个人公平交往潜在的反累积后果问题上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么，个体上的公平国际交往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公平稳定的国际背景。

3 挫伤积极性

戴维•米勒对全球平等主义原则产生挫伤积极性的问题的担心是一个正当的问题。
[80]

 一个从有优势的国家或者个人那里将资源让渡给不太有优势的国家或者个人的体系，可能会在总体上导致不太勤勉的行为，这当然是可能的，并且最终确实会使所有人（或者大多数人）的处境变得更糟。这个关切在国内语境中也存在，人们经常担心的是，再分配政策将挫伤人们的责任感以及他们的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不过，一种全球平等主义可以处理对这种类型的“道德风险”的关切。

比方说，设想一下罗尔斯是如何在国内语境中处理这个问题的。他的正义第二原则支持那些能够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那些人的处境的制度安排。根据这一原则，致力于消除孩子之间源自父母选择的那些不平等的让渡将必须被拒绝，只要它们将会产生出挫伤父母们储蓄和辛勤工作的积极性到这种程度：最小优势的人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遭到了损害。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第二原则将会允许孩子们承担父母决定的负担，只要这为储蓄和生产性工作选择提供恰当的积极性来说是必要的。罗尔斯在国内层面上的解决方案因此既是平等主义的，又敏感于某些致力于促进平等的政策所具有的潜在的挫伤积极性的影响。

同样地，一种全球平等主义可以尝试达致一种平衡：号召建立能够确保国家有恰当的积极性来储蓄、投资和做出深谋远虑的政策选择的国际制度安排，同时也在可能的程度上消除不平等。要说全球平等主义者经常忽略执行的问题，并且一般来说总是不能提供对一种能够兼容积极性（incentive-compatible）的全球平等主义秩序的蓝图提供一个说明，那当然是事实。但是就其本身而言，这种裂缝并不能证明说这样一种秩序就是不具有可行性的。尽管它们并不会使得全球平等主义失去吸引力，但是，这些一些批评也确实指出了全球平等主义学说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六、被分享的社会意义

任何全球平等主义学说都将在一个或者更多的规范上相关的维度上评估全球不平等的程度，比方说，能力、生活前景、收入和财富、对人权的尊重，或者一个这些“善好”和其他“善好”的有分量的混合。

一些平等主义者拒绝全球平等主义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后者缺乏被分享的社会意义，没有可信的善好能够出于评价相对份额的目的而获得定义。
[81]

 只要我们想依靠对善和机会的意义所作的那种分享式理解来评价国内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就不能在国际上这样做。

着眼于全球机会平等的特定情形，戴维•米勒简洁地说出了这个挑战：“比方说，如果教育在不同地方采取了不同形式，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在A国家的一个孩子在机会上比B国家的孩子要多还是少呢？”
[82]

 为了对此做出评价，我们将需要去采取一个与不同机会的价值有关的特定立场，这样一个立场将不会是在不同社会之间中立的。同样的考虑也将适用于各种善好物。比方说，它们也将适用于罗尔斯的“社会基本善好”，据他说，这仅仅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才富有意义。
[83]

 沿着米勒的说法，我们将此称为“公制问题”。
[84]



定义一个评价相对份额的公制，确实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有许多好的理由来采取一种尊重不同文化的自主性和多样性的善观念。不过，这些考虑并不能为拒斥全球平等主义提供任何具有决定性的理由（或者，至少不能拒斥那种敏感于这些考虑的全球平等主义版本）。

就像西蒙•凯利所指出的，这一问题不仅由各个社会所产生，而且也内在于各个社会之中。
[85]

 社会经常由许多不同文化群体所构成，这些文化群体在不同善和机会的价值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但是，大部分平等主义者仍然坚持说，一个社会在做出政策选择和涉及社会制度时必须有对不同善和机会的价值的说明。

尽管或许在哪种善是最具有价值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很难否认的是，恰当的营养、衣着、栖身之所、某些基本自由以及社会交往、教育和参与一种体面的人类生活，是具有重要性的。
[86]

 尽管并非中立的，这些善好也不与一种高度具体的个人优势观念相勾连，因此或许可以被一个相对广泛的文化群体加以接受。

全球平等主义者因此论证说，无论人们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如何，由于那些善（上面提及的）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解决人们在那些善好方面的不平等，把相对平等机会赋予人们，以实现其不同的生活方式。
[87]

 当然，有时候，不同社会中的人们或者团体之间的机会是否平等，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平等的问题确实并非显而易见的。但是，就像凯利所指出的，这并非能反驳得了上述全球平等主义理想。它仅仅指出了我们在解决机会平等（或者某些其他善的平等）在全球层面上需要什么条件这个问题时所面对的一些困难而已。
[88]

 当然，这些困难可能使得全球平等主义者的政策动议更接近于那些批评者的动议，但是，它们并不会影响到支撑这些动议的平等主义基础。

七、国际多元主义

来自国际多元主义的挑战所表达的核心忧虑是说，一个平等主义的全球秩序将导致对那些政治文化与自由主义不同，但却足以体面地尊崇基本人权的制度的不尊重。由于在国内语境中，自由主义者承诺会宽容各种各样“合乎情理”（reasonable）的善观念，他们应当同样准备宽容国际层面上出现的不完全是自由主义的那样一些政治文化。

这种类比（众所周知，罗尔斯采纳了这种类比
[89]

 ）已经饱受批评了，因为据说它包含了一种“值得质疑的合乎情理性标准”。
[90]

 在国内领域中，合乎情理性典型地根据“与正义诸原则的相容性”获得定义。为什么我们在国际领域中采取的合乎情理性标准要不同于我们在国内领域中所采取的标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罗尔斯说“一旦宽容的范围被加以拓展，合乎情理性标准都将宽松起来”
[91]

 ，但是，他的理由迄今却并不清楚。
[92]

 这里至少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要么合乎情理性标准的宽松化是原则性的，要么它只是工具性的。我们将论证说，这两种可能性都会给全球平等主义的批评者们带来不曾预期的后果。

让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工具性宽松”
[93]

 。这一观念所说的是，我们不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全球平等主义，因为这将导致反面的后果。即便一个平等主义秩序将成为道德上最优化的秩序，我们也不得不致力于一个次优的秩序，以便容纳下那些非自由主义（但是却是体面的）政治社群。否则，就会增加国家间紧张，并且使得一种全球平等主义秩序的前景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94]



这条论证路线存在某些可信性，不过，目前我们并不需要在细节上考察它。这是因为，全球平等主义者坚持要将对平等的关切应用到国际领域之中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的正义原则来加以对待。这样一种承诺是被“工具性宽松”所预设的，而非否定的。在基本原则的水平上，全球平等主义仍然是不受挑战的。

让我们现在来考察“原则性宽松”。就像现在应该已经清楚的，和工具性宽松不同，原则性宽松认为，我们应当拒绝作为一种基本原则的全球平等主义，因为全球平等主义标准是不能获得辩护的。根据这种解读，非自由主义（但是体面的）社会中的人们采取一种非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自由主义没有办法证明说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95]

 自由主义者不能证明说压迫（政体却是体面的）或者其他因素会掩盖那些人的非自由主义信念的真正本质。
[96]



据此，自由主义者必须降低他们的辩护雄心，并且将所有那些在政治层面上支持那种据说允许各个个人有足够的自由来发展自己深思熟虑的信念的政体类型的学说看做是合乎情理的。换句话说，只要这种政体尊重人权和其他最小的正义标准，它们就不能在不具有合乎情理性的理由上受到反对。

至此，这个论证看起来就给所有平等主义者带来了不受欢迎的后果，它不仅将对平等主义的可辩护性的质疑投掷到了全球层面上，而且也投掷到了国内层面上。确实，为什么生活在自由主义世界之中的那些非自由主义（但是体面的）少数群体要受自由主义原则的管制呢，对于那些生活在自由主义世界之外的体面的人来说，忽略这些原则在什么时候才是正当的呢？允许这么一种不可类比性，就是在依赖于道德上专断的因素（比方说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国家）来解决道德原则的适用性问题。一旦人们承认说，在国际层面上，某些非自由主义（但是体面）的文化是“人类判断的负担”的产物，那么，在国内层面上，就很难否认同样的理论妥协（以及它的规范性含义）。这意味着来自多元主义的挑战可能会与一个全球平等主义的平等主义批评不一致。

八、（不）可行性

全球平等主义的建议通常被指责为不具有可行性。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在说，任何具有可信性的规范理想都必须考虑到人类可能性的限度。这样一种可行性不仅是一个直接的现实性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我们对人类本质和社会制度的最佳理解的限度的兼容性问题。
[97]

 就像约翰•罗尔斯指出的，哲学家们必须尽可能表明“他们所探寻的社会世界具有可行性，能够在事实上存在，如果不是现在就存在，那至少在比较幸运的环境下在未来某个时间存在”
[98]

 。

在政治道德的具体领域，可行性限制需要经过制度可行性来进一步说明。
[99]

 根据这种观点，像“你应该设计一个天使的社会”这样的律令会立即受到拒斥，因为它被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没有哪种制度能够将人变成天使，因此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义务去创造这样一个社会。

简单地说，可行性批评主张说，一个全球平等主义的秩序类似于一个天使的社会：它超过了人类制度的可能性，因此就不能算得上是一个有效的规范性理想。这一批评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说，全球平等主义理想的不可行性是直接明了的：不可能存在能够促进全球平等的稳定制度。第二种解释是说，即便这样一些制度是可行的，一个全球平等主义的世界从现实上看也仍然是“道德上不可达致的”，因为朝向这个世界努力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将是高昂的。
[100]

 这一批评的第一个版本着眼于全球平等主义理想的终极现实性问题，第二个版本则着眼于改造世界的道德成本问题，着眼于在这样一个理想下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问题。我们简单地来一次考察一下这两个版本。
[101]



不可行性论证经常与反对全球平等主义那些建议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最清楚的形式是约翰•罗尔斯提供的，他广泛地讨论了规范理想的现实化所面临的心理和社会学上的限制。特别是，他注意到，只有一个经过一个激烈的社会化过程和人们能够形成一种参与到一个“共同事业”当中去的意识（比方像那些在同侪之间所形成的），人们才能够形成一种具有永久性的经济再分配企划的持续支持。
[102]



如果罗尔斯是正确的，那么实现全球平等主义正义的前景就取决于全球层面出现一种类似的“共同事业”的可能性了。这么一种事态有可能出现吗？罗尔斯对此就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观察到，在全球层面上社会化过程很难和在国内发生的一样激烈。根据他的观点，一种全球平等主义分配企划不能获得全世界人民的稳定的志愿性的支持，而只能通过严格的强制措施来得以落实。也就是说，一种全球分配企划将要求建立一个世界国家，而这在罗尔斯自己看来，将“要么是一种全球专制，要么将通过频繁的内乱最终形成一个脆弱帝国的统治”
[103]

 。简单来说，一种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秩序是不可能的：它不能与人类制度和心理限度相兼容。

有关可行性批评的第二种有力观点目前是由托马斯•内格尔提供的，他认为，要执行平等主义正义就需要一个世界政府，而这样一个政府将导致建立一种“全球利维坦”。要注意的是，就历史而言，大部分民主制度都起源于一个开始于对强制性权力的不具正当性的集中，内格尔用警告性地语言说，“通往某种全球正义的最可能的道路，就是通往公然不正当和不具有合法性的全球权力结构的道路，这种权力结构，只会给目前最强有力的国家带来好处”
[104]

 。这个观点是说，只有建立这种权力结构很久之后，才会产生正当性的要求来对这种具有压倒性的权威加以限制，才能确立起富有希望的全球正义。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全球平等主义者所捍卫的那些道德标准来衡量，从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现实出发开始的朝向一种正当的全球平等主义秩序的改造在道德成本方面就将实在太高了。

无论哪种版本的可行性批评，能够成功地证说全球平等主义是不可信的吗？接下来，我们就将提供两个论证，来说明这个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105]



首先，两种版本的可行性批评都典型地采取了这么一个不可靠的假定：全球平等主义目标最多（或者只能）通过建立一个世界国家的办法来促进。然而，情况不必如此：主权不必非得是绝对的，权力也不必完全集中在一个行动者的手里。
[106]

 当代民主政府特别是联邦国家中出现的那种权力和职能的分割，指出了一种不具有绝对性的主权在实践上的可能性。而且，如果这些批评者正确地指出了创造一个全球国家的风险，那么，这最多也只能说明，一个全球化的差别原则或者某种其他的平等主义原则将不能选择全球国家来作为自己设想的制度措施。这一原则转而将寻找任何别的能够最好地实现它的分配标准的企划。

即使一个世界国家是不可能被建立或者维持下去的，或者会带来它的批评者所料想的那些严重的反作用，但是，这并不能被看做是对全球平等主义的攻击，就好像是即使证明（无论多么不可能）说在一个自由放任的企划中最不具有优势的人的处境要比在福利国家中同样的人处境更好一些，也不足以反驳掉罗尔斯的国内差别原则。在后一种情形下，自由放任的企划将满足差别原则，而且前一种情况下，全球平等主义分配标准将选择那种能够满足它的要求的制度安排。

此外，也没有理由排除掉每个个体发展出一种必要的激励性资源来支持全球平等主义制度的可能性。
[107]

 人类动机深刻地受到特定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塑造，人们生活于这种制度之下，并且，在一个全球化趋势不断增长的世界中，至少有可能的是，不同国家的公民将会越来越把自己视为同一个“世界村”（cosmopolis）的公民。
[108]



设想一下欧洲和美国的情况，在这些地方，地区忠诚与国家忠诚合在一起，如果不是“大陆性”忠诚的话。或许，在这些联邦制政治单位形成的数个世纪之前，这种复杂的情况简直是不可设想的，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排除在我们对人类本质的理解之外。事实上，设想一下那些支持全球平等主义的最有力的直觉，一个融贯的国内自由主义平等主义者并不很难找到支持一种能够实现全球平等主义要求的全球政体的动机。

后面的那个观察也允许我们去挑战有关一个平等主义世界秩序的道德上不可达致性的说法。回想一下，这种说法所暗含的主张是说，经由现状达到全球平等主义的唯一道路将是不民主的。再一次地，情况也并非如此：一种全球平等主义的秩序可以和平地从一种全球公民社会中产生出来，这很容易被想像。两条通过全球平等的道路看起来都真正具有可能性，并且，很难（事实上大概根本不可能）决定说到底哪一种情况更可能出现。

最后一点，是可行性论证具有保守的本质。除非人们着眼的是一种建立一个天使社会的极端情形，否则，支持和反对某种社会安排的可行性的论证注定是高度可怀疑的。沿着这条路线，我们已经证明说，如果人们能够可信地怀疑说，一个全球平等主义秩序是不可行的，那么别的人也可以同样地对此加以怀疑。

简单说来，除了极端的和不那么令人感兴趣的情形外，围绕可行性展开的争论最终是不会有结论的。理论家们可以无休止地开展争论，但是他们很难令人信服地去拒绝其他人的主张。面对着这样一些对各个原则的可行性问题的合乎情理的差异，看起来简单地去拒绝他们，将是不合乎情理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政治理论的立场与政治家或者制度设计者的立场是大相径庭的，后一些人确实有理由不去执行改革，除非他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些改革措施将产生出可欲的（或者至少是没有伤害的）后果。

其次，除非一个人采取绝对主义观点，认为正义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事情，也就是说，要么一个社会理想是十分现实的，要么它就是一无是处的，否则，一个理想的所谓不可行性（除非极端的，像天使社会例子中说的那样）是不能够反驳掉那种正义观念的。
[109]

 确实，谈论各种原则的“不现实性”经常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原则是比较性的，比方说，就像在罗尔斯的国内正义理论中那样，那么就将总是有至少一种制度安排是能够满足这些原则的。比方说，罗尔斯的理论要求我们在各种可行的制度安排中选择能够最好地实现他的正义二原则的那一个。
[110]



甚至在各种原则不是比较性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对一个社会理想是不是完全现实化的这一问题保持不可知论的态度，事实上，假设我们刚才所论述的都成立的话，那么不可知论看起来将是我们所应当采取的最明智的做法，并且仍然按照“那个理想的精神”来开展行动。
[111]

 这要求我们谨慎地按照判断来开展行动，包括对关于直接致力于理想的现实化是否会产生道德上值得反对的后果这一问题的判断。
[112]

 比方说，在一个缺乏民主文化的社会中直接植入民主的制度大概将带来更多的坏处、而不是好处。不过，从这个观点出发，并不能够说明民主最终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
[113]

 换句话说，说一个理想的实现（部分地或者完全地）需要谨慎的判断是一回事，而说我们应当根本摆脱理想，就像不可行性批评所要求我们相信的那样，则是另一回事。
[114]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不可行性批评不能为拒斥全球平等主义提供一个结论上明确的说法。除非批评者令人信服地论证，全球平等主义理想完全就是一个天使社会理想，也就是说它在原则上就是不现实的，否则，这类理想的规范吸引力就仍然没有受到这些批评的削弱。
[115]



结论

在本文中，我已经讨论了对全球平等主义的七种批评，并且证明，他们并没有为将平等主义正义原则从国内拓展到国际领域这种做法的不恰当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我们并没有为全球平等主义学说提供一个正面的辩护，而仅仅是论证，当前一些引人注目的批评没有给我们足够理由使我们能够拒斥这种学说。

这并不是说批评者的观点使得全球平等主义岿然不动、完全不受影响。然而，虽然没有能够证明全球平等主义是不可信的，这些反对观点仍然揭示了它的不完善。全球平等主义进路需要进一步得到发展，如果它们打算把自己建设成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规范学说的话。比方说，能够性基础和可行性基础的论证就指出了全球平等主义需要更为明确地在他们观点的实践含义方面给出说法。而且，全球平等主义者也需要去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来解释他们的理论如何处理国家责任和国际多元主义的关切。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只是粗略地考察了全球平等主义者如何开始处理这些关切，我们并没有说他们接着应当怎么做。我们在本文中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些挑战没有挫败全球平等主义者，不过他们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自己所辩护的那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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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与全球正义




对于同胞，特殊之处何在?
[1]





罗伯特•古丁

我们对其他人担负了一些“一般责任”（general duty），仅仅因为他们是人。除此之外，我们对一些特定的人也担负了一些“特殊责任”，因为他们与我们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这其中通常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学生、我们的病人所担负的特殊责任，也通常包括我们对于本国同胞所担负的特殊责任。

这些特殊责任的起源以及它们如何与其他的道德规范相符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将很少讨论这些基本性的问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会如此。在我看来，要探讨基础，最好的办法就是仔细检查建基于其上的大厦。

我要特别对其加以探讨的大厦一隅乃是：当反思我们如何“特殊对待”那些与我们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这个问题时，通常我们会认为说，我们要特别地给予他们以善待。然而，仔细观察那种本国同胞的例子可以发现，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是真实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比起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来说，在对待那些非本国人时，我们应该更加小心谨慎，而不是相反。
[2]



这个观察本身是一个政治上很重要的结果。它说明我们对那些我们的疆界之外的人所担负的特殊责任中至少有一些比起我们对本国公民所担负的特殊责任中的一部分来，在道德上是更令人鼓舞的。

这个发现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对于本国同胞的特殊责任的基础问题，并最终产生一些政治后果。道德上讲，终极的问题并不是国家性（nationality）本身。而是一些更深远的特征，那些特征仅仅偶然地且并不完全地与那种被分享的国家性有关联。这种更深远的特征，有时候也可以从外国人那里被发现。在这时，我们将必须对那些在形式上、基础上甚至力量上相似的外国人担负起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对自己本国国民所担负的那种责任。

一、特殊论者的挑战

1

现代道德哲学一致坚持普遍主义，但这并不是说现代哲学无视具有差异的环境而采取一种同样的观点。普遍法则当然不会完全避免那种在不同的地点对其以不同方式加以理解的做法，并且对不同的行动者也会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是，尽管它们有许多种特殊的适用性，但是那种根本的道德原则（它们的形式和内容）一致被认为本质上是不会因人而异的。同样的基本规则也适用于在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

这种普遍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偏不倚性（impartiality）。
[3]

 通常假定说道德原则（因而也是道德行动者）在根本上应该同等地对待他人。当然，我们要再一次地说，完全符合不偏不倚要求的基本原则可能（而且，通常确实是会的）以下面这种方式来被加以特殊地使用：允许（或许甚至还是需要）我们以不同方式对待不同人的做法。但是，道德的根本原则本身一定是没有偏倚性的（partiality）。

至少，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现代道德哲学的两种互为竞争的理论类型）会同意这种不偏不倚性说法。每一个人都要算成一个，没有人可以被多算一个，这就是边沁的计算原则。尽管根据这种计算方式一些人会有所得而另一些人会有所失，但是，这个计算原则本身完全是不偏不倚的。对于康德的绝对律令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将人们作为目的本身来加以对待，尊重他人运用自己的理性，或许要求我们对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不过，这并非是对在不同人或者它们的各种计划之间采取任何偏倚做法的说明。相反，这种说明所说明的，恰是要不偏不倚地尊重每一个人以及他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计划。

此外，这种普遍性和不偏不倚性不仅仅是当下流行的道德学说的说辞，这些特性也界定了道德性的特点本身。也就是说，可以得到证明的是，它们一定会在任何道德准则中得到体现，因而才使得那些准则得以成为一个道德准则。

2

尽管对普遍性和不偏不倚性准则采取了如此强的看法，但是我们通常也都承认各种特殊责任的存在。就内容和形式而言，这种特殊责任都有别于道德性最显著地赋予我们的那种具有普遍性和不偏不倚性的一般责任。一般责任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如何对待任何一个人，而特殊责任则是因人而异的。和一般道德法则的普遍性有所不同的是，一些人具有其他人所不具有的特殊责任。和一般道德法则的不偏不倚性有所不同的是，我们都对一些人担负有对他人所不具有的特殊责任。
[4]



简单地说，特殊责任就是特定的人对特定的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对特殊责任的这种特殊论如何与一般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不偏不倚性相适应的问题的回答，一直是争论不断的。一些人认为，这种有关特殊责任的特殊论观点完全指向了另一种道德法则，而不是任何标准理论能够解释的。另一些人（比如说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源于一种更具有一般性的道德准则。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种特殊论显示了那种一般道德法则所对我们提出的苛刻标准在我们心理能力方面的局限性。
[5]



和所有这些基本的问题一样，我们很难找到一些直觉上令人鼓舞的例子来说明被我们大家认可的特殊责任。哲学家们提出了一些看起来有些荒谬的例子，比方说，下面这个例子。假设你的房子着火了。假设有两个人陷入火海之中，而在屋顶倒塌之前你显然只有时间去拯救一个人，另一个人因而会丧命。被困者之一，是正在访问你的一位公共大慈善家。另一个人是你的母亲。你应该救哪一个？

这个例子最早被一位不偏不倚论者威廉•戈德温提出。作为一个特别坚定的功利主义者，他毫不艰难地支持了一种不偏不倚的观点：“问题的令人困扰之处在于，‘我的’这个代名词就可以为我们推翻基于不偏不倚的真理性的决定的做法辩护了吗？”
[6]

 不过，现在，这个例子经常更多地被用来反对不偏不倚论者。无论是什么时候，很少有人能发现他们自己可以像戈德温那样从容镇定地接受这种不偏不倚论的结论。一些人将这个例子视为是对不偏不倚论立场的反证。甚至那些打算坚持不偏不倚立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说不偏不倚论在这里很难做出一个回答。
[7]



不过争论并不局限于像那个令人困惑的例子的情况。在真实生活中，正如在道德想像中一样，我们肯定会发现我们自己与他人之间具有各种特殊关系。正如我们直觉地感到在戈德温的例子中我们应该挽救我们的母亲而不是大慈善家一样，我们也直觉地感到我们应该对那些与我们具有特殊关系的人显示出某种偏爱。至少有这样一些人与我们具有这种关系，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从西季威克一直到帕菲特都很少有改变。那些人既包括我们的家庭、朋友、捐助者、顾客和同事，也包括（在时下的语境中这一点尤为重要）本国同胞。
[8]



直觉上，为了说明我们之间的那些特殊责任，我们假设说我们赋予所有那些人以某种特殊的对待：特殊的“善意”、“服务”或者“牺牲”，“我们相信，我们应当努力为他们提供某种好处”
[9]

 。根据帕菲特的说法，“日常道德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义务所构成的”，并且，就日常道德而言，那些义务特别强，能够超过（至少是在边际上）我们就帮助陌生人所担负的一般责任。
[10]



3

在这里，我并不打算着眼于那些责任的精确强度问题（至少最初是这样）。我打算将注意力聚焦到对其一般趋势的考察上来。请注意，在所有对特殊责任问题的标准讨论中都存在一个预设，就是说，施加给与我们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的那种特殊对待，是一种善待。在避害趋利方面，我们据说有责任为那些人而不是那些不相关的其他人多尽一些力。对于那些与我们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我们据说要担负一些特殊的“善意”、“服务”、或者“牺牲”。

这个假定对我来说看起来是不能得到辩护的。我同意，特殊关系有时候确实允许（甚至有时候需要）我们对那些与我们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好一点。不过，另一些时候，特殊关系允许（或许甚至有时候是需要）我们对那些与我们具有这种特殊关系的人更坏一点。
[11]

 对就这种说法如何可能以及为什么可能的问题加以探讨，将有助于弄清特殊关系的本质和强度问题，也有助于限制那种可能会误导问题的对排他性特殊对待的主张。

二、本国同胞情况

特别是当我们讨论对于本国同胞我们承当什么样的特殊责任这个问题时，通常会有假定说我们应该比对外国人来说对他们担负更大的责任。一种标准的预设说：“同胞优先”于外国人，“至少在承担援助责任的时候是如此的”；“国家在决定应当如何使用自己的钱物时，能够正当地对本国公民而不是外国人的福祉问题加以考虑。”
[12]

 因此，我们的分析就从这里开始，我要说，至少就某种责任而言，我们必须更为小心谨慎地（而不是更少这样）对待外国人。

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被理解成“我们的社群，经由它的主权的代表”（our community，through its sovereign representatives）。在讨论“我们”可以或者不可以对人们做些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将需要对我们的道德原则事实上是什么这个问题作某种粗浅的说明。出于这些目的，我将诉诸有关我们的法律规范的已经得到说明的那些原则：尽管两者之间的类似之处明显并不理想，但是后者大概至少与前者具有一种粗略的相似性。国际公法将被视为是对我们可以对外国人做些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的指令性说明，而国内公法则是对我们可以对本国同胞做些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的指令性说明。在两种情况下，我都将强调更为高级的习惯法，而不是仅仅强调约定规则（条约、法令等等）。
[13]



那么，考虑一下我们必须相比较对待自己的同胞来说更应该善待外国人的所有情况吧：
[14]



（例1）我们可以经由我们的公共官员十分恰当地将我们同胞的财产用于公共目的，假设他们的损失能够适时地获得补偿的话。如果这些财产是在我们国界之内的，那么这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即使这些财产位于国外，这也将是真实的。不过，我们并不能因为同样一个目的而同样地从一个外国人那里募集哪怕是一丁点的财产。如果这些财产处于我们国界之外，这肯定是真实的
[15]

 ，但是，即使这些财产事实上位于我国之内或者处于运输状态之中，这也是真实的。
[16]



（例2）我们能够征募本国公民服役，即使他们居住在国外。
[17]

 我们不能募集外国人来为本国军队服务，即使他们居住在我国境内。
[18]



（例3）我们能够向本国公民征税，即使他们居住于国外。
[19]

 我们不能向居住于国外且在国外挣得收入的外国人征税。
[20]



（例4）对于那些全流域都在我国境内且对下游的我国公民造成不利的河流，我们可以建坝拦截它或者改变它的流向。对于那些全流域乃是跨国的从而对下游的外国人造成不利的河流，我们则不能建坝或者改变其流向。
[21]



（例5）我们能够允许工厂散发的有毒气体损害本国人或财产。如果那些有毒气体能够飘越国境，从而对外国的人或财产引起了同样的损害，那么我们就不能这么做。
[22]



（例6）我们可以武断地就制造商的合法标准问题设置一些很低的限制，从而使其生产过程或产品对本国国民造成损害。如果这些伤害会跨越国境从而影响到外国人，那么我们就不能这么做。
[23]



（例7）根据国际法，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力”来对待本国公民。然而，对于那些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来说，“根据某些国际法规则和原则”，也就是说，“根据文明的通常标准”，我们必须保护其人格和财产。
[24]

 此外，评论者还就国际法补充道，在那些方面“一个国家不为自己的国民提供任何保护是没有理由的”。
[25]



这些例子都说明，我们必须对外国人比对本国公民更好些。当然，在其他的方面，那种认为我们应该对本国同胞比对外国人更好些的习惯性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比如说，我们有责任保护本国同胞的人身和财产免遭袭击，即使他们身处国外。
[26]

 但是如果没有条约义务的话，我们对那些身居国外的非本国公民就没有保护责任。我们在道德上、或许甚至是法律上有责任为本国同胞提供一种最小水平的基本必要品。但是如果没有条约义务的话，无论如何我们在法律上都没有责任帮助满足外国人的基本需要。

即使在我们的国界之内，我们也能够在所有的方面对公民比非公民更好些，只要能够为这种歧视提供一些“合乎推理的”理由，只要我们为那些外国人的人身和财产所提供的保护达到了国际上可接受的最低标准。
[27]

 外国人一般不仅被否认拥有像投票和担任公职的政治权利，而且一般也被从“公共服务”中加以排除。过去，这种情况已经被广泛加以解释了：在美国，一个外国人能够被禁止成为一个“验光师、牙医、医生、护士、建筑师、教室、律师、政治家、工程师、合伙人、地产经纪人、公共会计师、殡葬业者、物理诊疗师、药剂师、小贩、泳池或赌场经理人”；
[28]

 在英国，外国人禁止担任的工作范围包括了海港领航员、机动船操作员、渔船船长等。
[29]

 除此之外，外国人不能担任所有的准公共职务，也有其他的在纯粹物质方面的劣势。或许，最重要的，是在一些地方的那种有关外国人没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土地的规定。
[30]

 所有这些都能够很好地被允许，不论是基于国际法还是基于高级国内法。

因此，情况有些混杂。有时候，我们确实被允许（有时候甚至是被要求）对待我们自己本国同胞比对待那些不与我们分享那种身份的人更好点。然而，另一些时候，我们则被要求对待非公民比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更好一些。

我没有就那种模式应该占到优势问题做出判断。我打算在这里说明的只是，就特殊责任来说，情况比起哲学家们通常所考虑的要更为复杂。这本身是很重要的，现在我就要对此加以论述。

三、作为放大器和增效器的特殊责任

在尝试说明特殊关系对我们的道德责任所产生的影响问题时，日常道德倾向于采取两种基本模式中的一种（或者是两种：它们并非是决不可兼容的）。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这两种模式只能为我们在第二部分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其中一些提供一些比较有力的解释。为了更为深入地探讨对这些模式如何才能对现象的另一半提供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朝向一种甚至更深和经常有缺陷的模式。

1

说明特殊关系对我们的道德责任所产生的影响的一种标准方式是说，特殊关系仅仅是“放大了”前在的（preexisting）的道德责任。这就是说，它们仅仅是以比较弱的形式就我们所面对的责任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或者，通过特殊关系，“不完全的责任”就成了“完全的”责任。因此，让任何一个人饿死或许是错误的，但是，让家属或同胞饿死是格外错误的。如此等等。

不过，那种说明仅仅能满足事实的一半，就像我们在第二部分所质疑的那样。如果特殊关系仅仅是前在责任的放大器，那么这种放大器应当是在正反两个方面对称的。积极责任（也就是对他人提供积极援助的责任）应当更为积极。消极责任（也就是不要伤害他人的责任）应当更为消极。然而，当将其应用于我们对同胞的责任这个问题时，前者可以宽泛地说是可以实现的，而后者则不能。

我们能够或者必须为同胞提供一系列的善好，同时对于那些非国民（特别是非居民的非国民）来说可以合法地否认这些责任，这完全是没问题的。比方说，投票的权利、保有财产的权利以及保护其在国外的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等等。因而，就积极的方面而言，“放大器”模式具有广泛的恰当性。
[31]



在消极的方面，情况则并非如此。第二部分中从1到6的所有例子都说明，我们可以合法地将负担施加于同胞，而不能恰当地施加给那些非国民（特别是那些非居民的非国民）。我们可以毒化我们同胞的空气、阻止水流、通过征召其入伍而剥夺其自由、不承认它们对遭到损害的人身和财产所采取的合法补救，但是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不能施加给非居民的非公民。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可以说，在此，我们对非国民的消极责任、而不是对同胞的消极责任，被放大了。

2

说明特殊关系对我们的道德责任所产生的影响的第二种标准方式是说，特殊责任不仅放大了而且也“增加了”前在的责任。也就是说，特殊责任不仅在我们与那些与我们具有特殊关系的人方面对我们通常的一般责任提出了一种特别苛刻的要求，而且也在我们大部分人一般要对任何一个人以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承担的更为一般的责任之外，提出了一些新的特殊责任。举例来说，各种契约创造了各种新的责任。无论强的还是弱的，我没有一般的责任（无论强弱）让迪克•米尔曼在我的房子里占据一个房间，但是，如果我签了一个租约，仅仅在这个时候、仅仅出于这个理由，那种责任就出现了。特殊关系（在这里是契约式的）就这样凭空创造了一种新的责任。

“增效器”模式支持已经广泛恰当地说明为什么我们对那些与我们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特别地具有一些强的积极责任的问题的那种“放大器”模式。有时候，那些特殊关系增强了我们大多数人对每一个人都担负的责任（尽管不太强）。另一些时候，特殊关系又为我们对与我们具有特殊关系的人特别地创造了新的积极责任。基于两种方式，比起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我们就对那些与我们具有特殊关系的人拥有了更多且更强的积极责任。这广泛地适用于我们对于同胞所具有的那种特殊责任，就像我们在第二部分所揭示的那样。

不过，这种模式看起来很难用于对我们在那里所观察到的弱化的消极责任的说明。如果特殊关系增加了责任，那么我们通常就将说，那种增加将会在每一个方面都产生更多的新责任。考虑一下那个契约情况。有时候，契约创造了一些使得我们帮助他人的新的特殊责任，否则，我们可能就不必那么做。另一方面，契约创造了一种使得我们不去伤害他人的新的特殊责任（比如说，通过收回贸易品、劳力或原材料的方式来做到），否则，我们将可能随意这么做。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至少很难说明特殊责任的吸引力何在这个问题（无论是对于那些渴望承担它们的行动者还是对那些渴望施加它们的哲学家来说），如果它们会使得人们处境恶化、带来一些否则不会出现的新伤害的话。

然而，从我们在第二部分所列举的从1到7的例子来看，那恰恰是发生在同胞之间的特殊关系之中的事情。那些特殊关系非但不能在同胞之间创造新的消极责任，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取消掉（或者至少是弱化或减轻）人们对他人一般应当承担的消极责任。这看起来就很难带来一种增效的效果了。一般而言，我们都预期说增效器总是会产生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责任才对。

3

随着我们思考的不断加深，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一种方式来揭示为什么特殊关系会有一种导致积极责任加强而消极责任减弱的奇怪趋势了。这种模式很快就会倒向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模式，并且最终难逃被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说明的那种标准的异议所挫败的命运。非常令人费解，当遭遇某种有关同胞的基本事实的时候，所有关于特殊责任的标准理论都将很快地倒向那种我们通常会将其当做是有关那种理论的各种可能方式中的唯一一个常见的并且有缺陷的模式。

将有关特殊责任的标准理论与我们在第二部分所列举的那些有关同胞的基本事实加以协调的关键之处乃是：无论特殊责任是增加了新的责任还是仅仅放大了缘由的责任，关键点仍然是，一种关系内在地具有两面性。就好比我对你具有的特殊关系实际上也是你对我具有的。我们彼此所承担的特殊责任通常遵循的就是那样的事实。
[32]



我们每一个人一般都会从那些我们并不对（或者不是那么特别地有义务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担负的额外的（或者额外的强的）责任中获益。因此，特殊关系会带来积极责任的“增强”。

我们每一个人也一并都要忍受那些额外的（或者额外的强的）责任所施加给我们的负担。因而，特殊关系也就带来了消极责任的“减弱”。我们能够合法地向那些与我们具有特殊关系的人施加我们不能对那些与我们之间不存在特殊关系的人所施加的负担，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对那些人拥有一些特殊权利，而他们一样对我们担负有特殊责任。那些施加于他们的额外负担比起我们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援助的那种特殊责任来，不多也不少。

在第二部分的探讨中所发现的东西使得我们能够十分自然地得出这样的解释。当我们说我们能够向同胞征集收入税、交易税或者做其他通过征募而损害其自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在说人们需要尽一己所能以满足他们为同胞所担负的特殊责任，而那些同胞对于他也担负了这样的特殊责任，从而他能够从这种特殊责任中受益。
[33]

 当我们说非国民（特别是非居民的非国民）不能被这样对待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说，我们不对他们担负有这样的特殊权利，他们也不对我们担负这样的特殊责任。

第二部分的其他一些例子（特别是例4到例7）对于这种分析来说有些不太明显。不过，我们或许能被说服去相信污染空气、筑坝拦河、限制赔偿责任、否认人们有权得到正当的法律判决这些做法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忍受这些做法有时带来的不幸只是同胞们由于是一国国民的缘故而产生的应该被要求付出的合理的代价。

请注意，基于这种说明，第三部分（2）节中出现的那种动机上的进退两难就消失了。人们欢迎那些特殊关系——连同它所附带的特殊权利和特殊责任（也就是说，连同对积极责任的增强和对消极责任的减弱），因为，这两者不可分割，人们将因为它的后果而只是得到处境上的改善。这也就是说，他们从对他人所担负的积极责任的增强中获得的收益，将超过他们从对他人所担负的消极责任的减弱中所付出的代价，并且他们甚至可以在不付出那种代价的情况下实现那些收益。

不过，请注意，这种有关特殊关系会对我们的道德责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的标准理论（放大器模式和增效器模式）将很快地被还原为一种有关“互惠社会”的非常特殊的理论。起初，放大器理论和增效器理论看起来比那种比较特别的理论更为宽泛，向多种解释开放了可能性，并且不用对为什么责任的“放大”或“增加”会出现以及如何出现的问题提供任何的特殊说明。不过，如果那些模式将在根本上符合我们在第二部分所提到的那些有关对同胞的责任的基本事实的话，那么它们就必须撤退到某种互惠性逻辑上去，这个逻辑对为什么责任的“放大”或“增加”会出现以及如何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说明。我在第四部分将指出，那并不是一种完全乐观的结果。

四、互惠社会模式

根据有关国际关系的那些习惯看法，一旦我们看到外国人，我们就有一种特别强的义务不去妨碍他们。“不干涉”原则一直是构成主要的国际法规的准则。
[34]

 当然，这并不是说，帮助外国人事实上是错误的。而是说，不去伤害他们要比帮助他们重要得多。就同胞而言，这一点几乎要反着说才对。根据那种习惯看法的某些不太重要方面的说法，对本国同胞保持完全冷漠是非常错误的，然而，将苦难施加于自己或彼此施加以促进他们共同的社群的福祉的做法对于同胞来说是完全可以允许的。

或许，理解这些观点的最好办法是说，在有关国际关系的习惯看法中，民族国家被概念化为一种正在进行互惠活动的社会。按照互惠社会的逻辑，要某些人现在做出牺牲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只要他们以后能得到收益，甚至，要一些人现在做出牺牲而另一些人将得到收益（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这也是可以允许的。

那种契约论或功利主义的理论恰好会在一个方面加强这种逻辑。对于目前的论证来说，事情关系到的是一般轮廓的问题，而不是细节的问题。这个逻辑的底线总是认为，在一个互惠社会中，施加一些伤害总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这不是因为这么做能产生某种积极的善好，而是，因为那些遭受了伤害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那个社会的。

现在，假设说国家疆界被认为是这种互惠社会的限度。
[35]

 那么，第二部分中所描述的那种对同胞和外国人的宽泛模式的责任也就相应完全可以理解了。在一般性地对待他人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些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人），主要的指令是说“避免伤害”：那些对于我们的互惠社会来说是局外人的人不应该承受任何我们的负担，当然，他们因而也不能声称对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牺牲为我们自己创造出的任何收益拥有权利。在对待那些内部人的时候（也就是本国同胞），积极责任增大了，尽管消极责任减弱了：只要这么做有助于产生一些积极的善好，那么施加一些苦难就是完全可以允许的，不过，就最终的分析来看，一个互惠社会必须总是要能够为那些属于它的人产生出积极的收益。

和互惠社会一样，在理想的政治社群中，也会涉及这些问题。
[36]

 我在这里希望特别加以强调的一点是有关区别谁是局内人谁是局外人的问题。相应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分析使我们不得不回到文章开始所提到的那些基本问题上去。这些问题将在第五部分重新被加以讨论，我将说明一种替代性的特殊责任。

从支配了对这类责任的讨论的法制主义观点来看，正式地位问题是关键所在。谁是公民？谁不是？这个问题几乎排他性地决定了我们能够或者必须为那些作为局内人的人做些什么这个问题。

然而，正式地位与谁才是事实上产生和收获了互惠社会所带来的好处的人这个问题，仅仅具有一种不完全的和偶然的联系。在考虑定居的外国人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尤为明显：那些人通常完全归属于那个社会，但是，也通常会被否认有资格获得那些好处。
[37]

 在考虑那些仍然拥有那种地位、但是将不可避免地（比如说，因为受到严重障碍的原因）耗尽这个互惠社会的本国出生的公民所拥有的资源时，这个问题也会出现，尽管不是太过显著。
[38]



就其最严格的形式来说，互惠社会逻辑将要求人们从社会中所获好处能严格地与他们对那些好处的产生所作的贡献成比例。或者，最低限度上，它将要求没有人能从中得到比起所付出的多得多的好处，这样，任何人们的互为关联的努力所创造出的剩余分配物都将是悬而未决的。根据那个逻辑，我们对那些我们与其开展的合作能有益于我们的人担负有特殊责任，并且仅仅对他们才担负特殊责任。他们之间分享了同样颜色的护照（或者，同样的出身）的事实，最多仅仅是偶然地与那种至关重要的考虑有关。

就这种严格形式来说，互惠逻辑或许根本不能发挥作用。不断改变的环境意味着从长期观点来看，从社会保险到风险投机生意的每一件事都将使我们能够受益，即使任何特定时刻，它们中的一些将只会消耗我们的社会。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拒绝以这种形式主义观点来鉴别互惠社会的成员，因为它们是不太完美的次优的观点，而且对其做改善也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可能也要付出难以承受的高昂代价。

然而，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如果互惠逻辑为成员资格提供了基础的话，那么，就存在一些清楚的、直接的协调，这种协调要适应对成员资格的这种“片面”界定。也就是说，需要做出这种协调这件事情清楚地表明：并不是互惠的逻辑为成员资格奠定了基础。

再一次地，考虑一下那些在一个长时段中为社会做出了有益贡献的定居外国人情况。一些社会过分地剥削“外国务工者”（guest workers），否认他们拥有一些属于公民所具有的权利和特权，尽管他们事实上为社会做出了主要而持久的贡献。就政治和经济观点来看，他们之所以被以这种方式剥夺了全部劳动果实，是毫不奇怪的。
[39]

 不过，如果对社会的道德辩护被追溯为那种互惠逻辑的话，那些观点就显然是错误的了。逻辑上讲，要进入一个互惠社会的门槛，也就是要将利益网（net benefits）赋予那个社会。
[40]

 因此，否认那些其利益与那个社会胶着在一起的人具有成员资格，说明那个社会与它的道德前提之间不具有一致性。要么，这种做法必须诉诸其他的道德前提，要么，它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前提（或者找不到那种在到道德上被看做是同等的具有一致性的前提）。

或者，再一次地，考虑一下先天残疾的情况。尽管自己的父母出生于祖国之内，因此根据形式主义的标准来看显然应当赋予其公民身份，但是，这样的人将并不能够为那个互惠社会做出任何贡献。如果仅仅认为互惠逻辑决定了成员资格的归属的话，那么这些人显然就被排除出了社会利益之外。
[41]

 （如果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感到担心，那么那些父母就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自己
 完全应得的益处）但是，这种情况从没有发生过，不论我们何等确定地知道那些先天残疾的人为了自己生活的持续将要从社会中汲取许多资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直觉上能够想像说，道德上讲，这种情况的不曾发生是一个好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再一次地被看做是根据一些不同于互惠逻辑的理由运作的，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乐于如此。

五、指定责任模式

放大器模式、增效器模式和互惠社会模式都非常严肃地涉及了特殊责任的特殊之处。它们将这类责任视为好像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一种独立的东西或者拥有一种独立的道德力量。我打算对这两种看法做出反驳。

对于特殊责任问题，我所偏好的进路是将它们仅仅视为“指定性一般责任”。也就是说，在我看来，特殊责任仅仅是一些我们用来把道德社群的一般责任指定给特别行动者的设置。基于这个原因，我将我自己所采用的进路称为一种“指定责任”（assigned responsibility）模式。
[42]



这种进路将特殊责任更多地视为是来源于一般责任，而不像迄今所考虑的其他进路那样。显然，根据这种说法，特殊责任的全部道德力量来源于那些一般责任的道德力量，这一说法是事实。这与说它们全部来源于一般责任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我们不能总是仅仅从对人们特别应当对其有所担当的一般责任的考虑开始，一下子就推断出应当承担这些责任，在这个推理中，一般原则使得那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而需要进一步地诉诸某种（独立的，经常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责任原则”才能将其解决。根据这种说法，特殊责任即便不是全部、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来源于对一般责任的考虑。

这个发现所具有的实践后果是具有实质性的。如果特殊责任能够被证明是从它们与一般责任的关系中获得全部道德力量的，那么，它们也就能够被那些更为一般性的考虑所消除（至少就边际情况而言，或者在异常条件下，是如此）。我们对一些特殊责任感到担心的理由，同样使我们也对世界上其他的特殊责任感到担心。

这些说法在别处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43]

 在这里，我将主要聚焦于当它们被特定地运用到我们相对于本国同胞所具有的特殊责任问题上时的情况。我在这里所采用的策略是要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根本不存在明显的特殊责任，而只是有一些一般责任。接着，我要证明说，怎样践行那些一般责任才会导致我们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所注意到的那些特殊责任。最后，我将说明，比起那些来源于任何其他模式的特殊责任来，发源于一般责任的那些特殊责任何以更为紧密地被它们的延伸含义所包裹。
[44]



1

那么，让我们从这样一个假定开始：我们相对于彼此来说都拥有某种一般责任，既包括消极的，也包括积极的。那些一般性的指令以多种方式被施加于特定的人。一些指令是准自然主义的，另一些在特征上完全是社会性的。

对于前者，有一个例子：假设我们根据“救落水者”这样的一般性指令行事，如果你能够这么做的话。那么，那种一般性指令就成了一种特别指向你的具有吸引力的律令（commandment）。

对于后一种特征的指令来说，也很容易采取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现在，假设在海滩上有好几百人正看着溺水的游泳者在水里扑腾。没有人是这个人的亲近者，也没有人是技术上更擅长游泳的人，也就是说，没有人与这个游泳者有关系。简单地说，没有人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被认为应当为那个人提供帮助。如果这些人都试图同时、然而却是以各自的方式对那个溺水者提供帮助，那么比起单独一个人为这个溺水者提供帮助来说，这样一种混乱的情景可能的后果将是导致更多的人落水。最后，让我们假设说，存在一个并非被“自然主义地”、而是被“社会性地”加以选择而成为影响援救行动的人：被指定了责任的救生员。
[45]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那个人所担负的援救他人的一般责任就转化成了一种特殊责任。

注意，我们选择赋予某个人来担负我们所承担的一般性道德责任作为他的特殊责任，这和冷漠是两码事。显然，出于纯粹的自然主义理由，一些人比起别人来说更适合担任救生员工作。出于这些自然主义理由，我们就指定他们而不是别人，来担负这样的一种工作。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担负的特殊责任完全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被
 指定担负这项工作的，而不是说，他们所担负的特殊责任在根本上是来自于有关他们为什么被指定担负这样工作的任何事实。

如果那些被指定的个人被证明是不能够胜任的，那么对我们来说，当然完全可以撤回对他们委托，而指定其他人担任这些工作。如果责任仅仅是根据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基础来加以分配的，那么对那些责任的再分配就肯定总是一个随时都会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个问题属于另一个层次，需要在别的地方加以讨论。
[46]

 缺乏这样一种彻底的对责任分配问题的再思考，那么，让那些被指定担负责任的人继续如此就总是更好的事情。除了被指定担负这项工作的人完全不能胜任这样一种最为例外的情况外，在大多数时候，很显然，不对责任的再分配问题加以考虑，并且让被指定担负这种责任的救生员能够不受干扰地将溺水游泳者救出水中总是更好的事情。

对于许多我们所谓的特殊责任来说，这个说法提供了一种好的模式。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许多一般责任如果被加以细分，并且指定特定的人来担负特殊责任以适应这部分任务的需要，可能会使得一般责任的达成更加具有效率。有时候，这种做法的理由与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有关。另一些时候，也与做好一件工作所需信息的重要性以及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立即获得这种所需信息的能力的限度有关。在另外一些时候，这又是因为工作中存在某种程序（法律中的辩护制度，或者儿童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心理过程，等等），人们被假定说每一个人将拥有一些特殊的才能。
[47]

 不过，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对于他人所承担的一般责任有时候被拆分成对那些特定行动者所担负的受指定的特殊责任会更富有效率一些。这一点一旦被认可，那么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就是很清楚的事情了。
[48]



因此，医院里的病人如果被指定给特定医生治疗，而不是由所有的医生按照病人数量n将自己的时间等分成n份来对病人开展治疗，前者显然更好。被控犯罪的人从法律上讲，受一个特定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要比拥有不同辩护律师代表他在每一次开庭时分别做出辩护要更好一些。
[49]

 当然，某些医生确实比另一些技术更为高明，而某些律师总是比另一些辩护起来更得心应手，所以让一个人来处理你的问题并不是一种冷漠。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做事总比一窝蜂地扎堆而上要好。

2

我认为，民族边界发挥了同样的功能。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官员）相对于他们的公民所承担责任在任何深程度的意义上都不是特殊的。根本上，它们仅仅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的每一个人对他人所担负的一般责任。民族边界仅仅意味着，那些特定的国家行动者相对于作为其公民的个人，担负了那些一般性义务。
[50]



在这种论证中，我们从不会说哪个民族有些冷漠。有各种理由使得我们能够寄希望于国家边界将“与你自己是一类人”的那些他人团结在一起，这些理由的范围，从那些方便管理这样的世俗性考虑，一直到那些心理依附感以及或许会因此而得以促进的自我感。
[51]

 我唯一要说的是，那些理由都是划定或重新划定边界所需要得到注意的考虑，然而，它们本身并不是对那些共享某些品格的人多担负的特殊责任的起源。
[52]



第二节中所提到的那些国际责任的基本事实，或许都被当做是这种指定责任模式所蕴含的意思的“一级近似”。国家被指定担负特殊责任以保护和促进其公民的利益。其他国家如果对它们的公民造成了伤害，那将被视为是首要的错误，也就是说，代表被伤害的公民的利益行动以要求赔偿，是国家首要的责任。不过，通常没有国家会主张其他国家为促进它自己的公民的利益而承担积极援助：这乃是它自己的责任。然而，在公民内部来说，在执行那个责任的过程中，假如国家强迫它的公民遵守各种需要他们偶尔牺牲一下自己以便大家都能实施更为繁荣兴旺的计划，这也是完全恰当的。
[53]



3

迄今为止，我们所谈论的事情在其实践含义上与第四节中所谈到的互惠社会时的观点之间被严格加以类比。在这里，就像在那里一样，我们有特殊责任去促进同胞的福祉。在这里，就像在那里一样，我们对于那些旅居外国人承担有基本的义务。这两者之间的合理性是不同的：在这里，我们对同胞拥有的是被指定的责任，而我们不被指定对外国人承担任何责任。不过，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至少迄今为止仍是如此。

然而，仍然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在两者之间加以区别。第一个问题涉及对无用者和无助者的恰当对待。就一个互惠社会而言，无用的成员将被当做是剩余的成员，他们不仅能够被加以驱逐，而且简直是应该被加以驱逐的。如果社会存在的理由就是那种互惠原则的话，如果那些无用者不能够使任何人受惠的话，那么，按照互惠逻辑来看，将他们包含进社会本身在事实上就是个错误。（由于他们被包括进社会将会导致社会中的其他人付出高昂代价，至少在这个意义上，那么说是正确的，因此，按照那种说法，严重身体残疾的人如果从一个互惠社会中取得任何好处都将显然是错误的）对于无助者、难民和无国籍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同样成立。只有他们能使社会从中获益，一个互惠社会才应该接纳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从社会中索取各种好处而不能给社会带来任何收益（例如，大部分“偷渡船民”大概便是如此的，等等），那么，根据其原则，一个互惠社会就不仅能够而且必须
 拒绝他们的进入。根据互惠逻辑，他们在国际体系中没有任何理由保护这些人。

我的模式，也就是那种认为国家的特殊责任起源于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所承担的一般责任的观点，消除了这些含义。国家坚持担负着那些被指定给他们的责任，无论那些人是不是纯粹从社会中的其他人那里获得好处。驱逐那些无用的社会成员将被完全当成是国家在推卸它们的指定责任。

“无助者”构成了反例。他们被认为（或者，不管怎么说，当下是这样的）不受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保护。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因此能够忽略或者虐待他们。正相反。根据我的看法，能够为国家向自己的公民施加特定要求的行为辩护的，恰是这样一个假定：每一个人都被安排了一个提倡者/保护者。
[54]

 因而需要一套能够导致每一个人对世界别处的任何一个人所担负的一般责任被最大化实现的普遍的特殊辩护。

不过，假设某个人没有一个保护者而在一个地方逗留。或许他从来没有被安排一个保护者，也或许安排给他的保护者不乐意或者不能够提供那种本是他职责所在的保护。那么，他不仅受到每一个人的支配，而且，这个人成了所有人的“剩余责任”
[55]

 。这种情况与医院病人那个情况有些类似，那个情况是说，由于某种记录上的错误，有个病人尽管有某种急性病，但是却没有被安排给任何特定的医生：因此，他也就成了那个医院所有当班医生的剩余责任。

当然，那种责任对于任何特定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有待完成”的责任。为难民提供居所，作为一个整体，这是一系列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但是，它并不是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责任。
[56]

 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国家对它自己的公民施加一种强烈要求、或者是那些不支持其制度的人出于一种劣势地位，这都将是错误的；
[57]

 并且，任何一个国家同意为难民提供居所将不会是错误的（在互惠社会模式中，这或许是有悖常理的）。所有这些情况都符合这样的事实：国家对其公民所担负的特殊责任的来源在根本上是与它对那些难民承担一般责任所持有考虑一样的。

我的模式和互惠社会逻辑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涉及对国际边界的批评和对各国之间分享资源的义务的主张。根据互惠社会逻辑，在那些为彼此生产收益的人们之外应当划定一个边界。仅当这样做能够为我们新安更多的互惠性合作者进入我们的社会时，拓展那些边界才是可允许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么做我们就能将一些除了亏欠我们的合作性单位之外毫无贡献的人驱逐出去的话，那么收缩那些边界就是恰当的。而且，根据互惠社会逻辑，仅当其能够带来互惠性的交换时，跨国交易才是可允许的。显然，所有这一切的实践后果只能是，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
[58]



根据我所提到的模式，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按照我的观点，特殊责任仅仅是被当做一种使我们的一般责任履行起来更具有效率的一种管理性设置而加以指定的。如果这是目的的话，那么它们就应该被指定得能够使行动者能够有效地履行；因此，也就意味着足够的资源应当被提供给每一个这样的国家行动者以便使它们能够富有效率地履行那些责任。如果存在某种错误分配，以至于一些国家被指定照料超过其资源承受能力的人的话，那么就必须对资源加以再分配。
[59]

 这并非因为什么特殊的正义理论，而仅仅是因为特殊责任的基础乃是在于一般责任之中这一事实。
[60]



如果一些国家被证明不能够有效地履行其责任的话，那么它们就应该被重新加以组建或者得到援助。
[61]

 根据互惠社会逻辑，各个国家如果承担了不能给本国公民带来好处的负担，这事实上就是错误的。而根据我的看法，这些国家如果这么做的话，毫无错误可言，相反，在某种不严格的意义上，还是正确的，因为它们只是在担负被所有国家都分享的一般性的义务、这些义务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成了它们对自己的公民所承担的特殊责任。
[62]



六、结论

边界方面的问题我已经做出的结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道德上真正值得关切的，是包围着人民的边界，而不是包围着领土的边界。领土边界仅仅对于将一个人与它的保护者“匹配”（match）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一个有用的设置。公民身份仅仅是一个在某些行动者面向每一个特定地人承担一般责任时用来确定特殊责任的设置。不过，根本上来说，只是这个人以及我们所有人对他所要担负的一般责任，才是道德上重要的东西。

如果对责任指派的观点就是这样的，那么，尊重特殊责任，并且尊重产生这种特殊责任的同侪优先权，就将是担负那些一般责任的最好的方式。不过责任指派从来就不会是完善的，有太多的事情使得我们必须去假设说，今日世界之中，对责任的指派乃是非常不完善的。在这些情况下，担负派生性的特殊责任就不能等同于担负那些产生了这些特殊责任的更为一般的责任。在当今世界中，赋予同侪的主张以优先权，有时候（或许通常）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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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或者，就像Miller所指出的，让穷人负责穷人、富人负责富人，是错误的（“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ity”,this issue）。不过，这不是对我的模式的一种批评，而是我的模式中可能采取的既存的国际分界的一种批评。

[60]比较一下Barry，“Self-government Revisited”，pp.234-239.

[61]作为对我的论证的反证，一些人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观察：如果我建议的那样一种“重构”国家边界的方式可能会使得一个特定的穷国主动地成为另一个富国的殖民地。不过，只有（1）在那个可能的殖民地的公民对自己所拥有的国家自主性毫无兴趣的情况下；（2）殖民权力真的担负起保护和促进殖民地利益、而不是剥削它的责任的情况下，我的论证才真的具有这方面的含义。假如说那些命题中有错误的话，那么我承认，这个例子对我的论证构成了一种反证。但是，那样的话，它也就不再是我的论证的含义了。

[62]跨越勘定不佳的边界提供援助的责任或许可以被当做一种“第二位的、备位性的责任”，在那些被指派承担首要责任的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承担的时候，这种责任就发挥了作用。在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chap.5，我论证说，无论本应当担负首要责任的行动者因为什么样的理由而不能继续予以担负，这样的责任都是不可磨灭的。我也论证说，我们更为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去组织政治活动以要求我们的整个社群担负起这些责任，而不必是试着以一己之力为之。这就使得我的模式避免导致这样一种反直觉的后果：处境良好的瑞典人，由于他们知道福利国家将抚养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不承担这个责任的话，所以就应该将所有的食物捐给出于饥荒之中的非洲人，如果没有这些捐助，那些非洲人就会把自己的口粮让给自己的孩子而自己忍受饥饿。











特殊关系和自然责任
[1]








杰里米•瓦尔德龙

一

有关我们对国家有什么样的担当这样一个问题的哲学说明，可以被划分为两类：有关获得性义务（acquired obligation）的理论和有关自然责任（natural duty）的理论。在政治哲学中，获得性义务理论更为常见：我们对国家的义务据说是基于同意
[2]

 （consent），或者，采用公平竞赛（fair play）的原则的话，是基于我们希望从他人的合作中获益的意愿
[3]

 。那种认为我们有一个自然的责任支持一个正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的理论——也就是认为服从的需要不是偶然性地存在于我们所言所行的任何事物之中的那种理论，并不太为人所知，也很少有文献对此加以大范围的讨论。

初看起来，这是有些令人惊讶的。因为自然责任的观点承诺了一个有关我们与法律的道德联系的更好的说明。法律不需要诉诸任何类似于同意或者获益这样的理由就能获得支持。尽管很少有公民会在任何时候都服从所有的法律，但是，那些人乃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律大致地表征了社会生活的正当要求，才会认为存在一种服从的道德需要
[4]

 。甚至，那些根据获得性义务来表达其哲学观点的人，也倾向于将他们的观点推向自然责任的方向。他们要么将从一个个体能不能从某个制度中获益（出于公平竞赛原则这样的原因）当做一个人能不能被某些制度恰当地对待的衡量标准
[5]

 ，要么，如果他们采取的是同意进路的说法，就会将默认同意转化成一种假设性同意，从而将一个正当的制度界定为一个获得了不受反对的假设性同意的制度。
[6]

 哲学家们在思考“人们对国家有什么样的担当”这样一个问题时，几乎总是会触碰到像自然责任这样的理论。

因而，对自然责任观念的直接讨论如此之少就有些令人奇怪了。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正义论》
[7]

 提出了一种版本的自然责任观点，不过，在那本书的其他部分，他没有对此加以讨论。我猜测，这是因为那个理论被认为将会屈服于某种相当敏锐的和富有破坏性的异议。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说明那些异议是什么样的，并且论证怎样才能处理它们。关键点在于，我不是简单地反驳它们。我打算发展出一种能恰当地回应有关“我们对国家有什么样的担当”这个问题的鉴别方式的哲学关切的说明来。

二

要理解那些异议，我们就需要对那个理论作一番描述。约翰•罗尔斯是这样说的：

从作为公平的正义的观点来看，一个基本性的自然责任就是正义的责任。这种责任需要我们支持和服从那些已经存在并且适用的正当的制度。它也使我们推动建立尚未建立的正义安排，至少在无需我们付出很大代价的情况下，应该这么做。这样，如果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当的，或者，相对于它的环境来说可以被合理地视为是正当的，每个人就都有一种在这一现存的结构中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自然责任。每个人对这种制度都负有一种责任，不管他是不是自愿的。
[8]



注意，罗尔斯适用了“正当，或者相对于它的环境来说可以被合理地视为正当”这个表达。世界上没有国家是完全正当的，一些甚至还是非常不正当的。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仅仅讨论我们对于正当的
 政治制度的责任。尽管这么做会使得讨论有一些不足，但是从论证的角度看，这是十分重要的。
[9]

 罗尔斯的文章甚至否认自然责任理论将能够促使人们对那些曾经完全正义的制度负有责任。如果我们能批驳这种批评，并且发展出一种对理想情形的可信说明，那么（或许是在以后的文章中），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有关我们对那些达不到正义所需要求的国家所负有的责任的理论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
[10]



让我们将上面引用的罗尔斯的说法当做有关这种理论的一种概括，并从此开始吧。如果接受这种说法，那么会有那些困难出现呢？在我看来，会出现两种相关的异议。

“特殊忠诚”（special allegiance）异议

第一种意义是，将服从的需要仅仅建立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上，是不能够说明一个人对他所生活在其中的特定社会保持忠诚这一特殊之处的。
[11]

 我可以承认，我将服从我所在的国家的政府，只要它是正当的。但是，是什么使得它成为我的
 国家呢？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这个问题是政治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我们不能认为我们自己要去服从任何
 正当的政府。从这个角度讲，这种异议就是说，自然责任理论不能说明“我的
 国家”的道德力量。

假设两个国家，比方说新西兰和法国，都拥有正当的法律制度。
[12]

 罗尔斯的理论肯定会要求新西兰公民支持新西兰的制度、法国公民支持法国制度。这样的话，没什么不妥之处。不过，确实有一个同样的理由要求法国人支持新西兰制度、新西兰人支持法国制度。因为，罗尔斯所主张的是要同样地
 支持正当制度的责任，他所采取的进路并没有在新西兰人和新西兰国家之间建立任何的特殊联系。看起来，寻求政治关系的特殊性或亲密性是不可能的。

相比较而言，诸种同意理论则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好的说法。它们对于解释新西兰人对新西兰负有责任、法国人对法国负有责任这个特点来说，没有什么困难。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个问题中源于承诺的义务都可以被赋予政府或这个国家的其他公民。新西兰人同意（或者明确地或者默许地）与他的同胞一道，服从他们的法律，他并没有同法国有这样的协定。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道德处境与新西兰的法律之间特别有关的原因。基于公平竞争原则来说，这个论证也成立。生活在新西兰的某个人由于他人遵守新西兰法律而在生活上受益，因此，他对他所从中获益的那种特定的合作就承担了一种义务。然而，法国人遵守法律的行为不能使他得到什么好处，所以，他也就同样不对支持法国的法律承担义务了。

根据早前援引的罗尔斯的论述的一个重要观点：责任是“支持和服从那些已经存在并且适用的正当的制度”，这种异议看起来是错误的。或许法国法律并不适用于新西兰人，这样的话，困难可能就不存在了。根据这种说明，我和我自己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我自己的国家的法律是唯一能够适用于我的东西。不过，插入一条短语并不是对一种哲学异议的回答，不管怎么说，所有的问题都使得罗尔斯的理论面临着第二个挑战。

“适用”（application）异议

第二种异议是说，自然责任理论不能说明特定的一个制度是如何成为个人应当服从和支持的制度的这个问题。自然责任理论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中仅仅有一种制度性结构是“适用于我们”的，如果这个结构是正当的，那么我们就负有一个支持它的责任。不过，一种制度“适用”于一个人这一观念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适用”仅仅意味着制度要适应于个人的处境或主张的需要吗？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或许所有种类的制度都能“适用”于个人。一个起义组织或许会任命“官员”，并且使得“法律”能“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而那个社会中的政府是他们打算颠覆的）。难道我们可以说决定人们是否应该为这样一种组织承担责任的唯一因素是它的要求的正义性吗？对他们是否同意服从某种限制，或者，比如说，是否愿意以某种方式压制自己从所受的好处那里得到的庇护这样的事情，我们难道真的毫不在乎吗？
[13]



罗尔斯的理论没有为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存在提供说明，即使有，也显然是不恰当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打算对“适用”问题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那么我们就不能抛弃自然责任理论中某种显著的东西。这就是说，仅当我主动地将我自己置于其庇护之下，或者将某种类似的条件（比如说利益的获得）施加于从制度的正义性向服从的责任的推论之上时，才能认为一种制度是“适用”于我的。
[14]

 不过，我们也因此就回到了那种获得性
 政治义务上了。自然责任理论不能为传统的洛克式进路提供一种真正的替代。这就是第二种异议。

三

尽管两种异议是相关的，但是我还是要对此逐一做出回应，因为我认为，这对于强调那种被忽视的论证和自然责任进路的有些声名狼藉的弱点来说，是最佳的方式。我将从特殊忠诚异议开始展开讨论。

一个国家的公民应当对另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法律负有某种
 责任或义务（至少在那种制度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应如此），这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第一个例子已经很明显了。一个正在造访法国的新西兰人在道德上有责任要服从法国法律的正当规定，即使那些规定与新西兰法律之间有所不同。他驾车应该靠马路右边行驶；不应当逃避因占用旅馆房间而需要付出的税费；应当回答宪兵队员向他提出的问题，即使在新西兰他对巡警的问题没有义务必须予以回答。

两种不同的
 制度可能都是正当的这样一种观点大概不必加以解释。对于某些情况来说，比方说交通规则，正义并不对那种规则的特定内容有所要求。靠右驾驶和靠左驾驶是同等正当的，差别只是在于内容上各自不同。另一些情况（比方说，那些涉及税务和商业法的情况）则可能会牵涉到不同制度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的每一个都能满足同样的正义原则。因此，举例来说，征收一种消费税完全能够和征收一种个人所得税一样，拥有同样的分配性效果。在一个运作谨慎的福利制度中通过征收一种消极的所得税或许也能有同样的效果。其他的情况可能涉及类似的背景原则对多种地方性条件的应用问题，或者是对地方性风俗、传统以及按照更为宽泛的正义结构来行事的方式的整合的应用问题。

对于自然责任理论据说能够为正在访问法国的新西兰人应当遵守法国法律（反之亦然）这一说法提供论证这一点，并不存在异议。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自然责任理论也没有什么优势。因为各种获得性义务理论也可以很好地对此加以解释（如果他们能够解释任何事的话）。通过做出进入法国的决定（当那个新西兰人可以去别的地方或者逗留在国内的时候），新西兰人就做出了一个明显的（尽管有些含蓄）的决定：要遵守法国法律，虽然这个决定只是短期的。新西兰人一定知道，这是他的签证能够通过的一个条件，是法国官员能够认可他的条件，也是法国人批准旅行和移民安排的条件。或者，如果同意理论被拒绝的话，公平竞争原则也能说明这个旅行者的义务。由于逗留在法国，这个新西兰人享受到了法国社会、法律和经济制度的好处，所以，在此期间，他应当与那些好处的产生机制保持合作。因此，这并不意味着自然责任理论和获得性义务理论之间在解释力方面有任何不同。

第二种情况对于自然责任理论来说，更容易加以解释一些。一个法国人在法国
 所做的一些事情，将会破坏新西兰的法律和制度。我们并不需要假设什么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例子。1985年，法国官员策划安排了他们的人对一艘船（彩虹勇士号，属于绿色和平组织）采取了一次恐怖主义袭击。绿色和平的船被用于阻挠法国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的核武器试验。尽管这艘船停靠在奥克兰港，法国军方的人还是秘密地在新西兰筹划并最终将其炸毁。由于特工的疏漏，法国人所做的事情立即被新西兰警方获知，并最终判处其犯了杀人罪（因为一位绿色和平活动家在那次袭击中丧生）。不过，我在分析这个例子时并不是着眼于袭击本身，这是后面要谈的事情。在对袭击开展的调查中，法国官员没有为新西兰警察提供帮助，并且，据传他们敦促执行者在新西兰法庭上作伪证。当那些特工被证明有罪后，法国政府立即游说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对新西兰施以经济压力，以便其特工能被释放。因而，生活和工作于法国的法国政府官员以多种方式策划了削弱新西兰刑事正义体制的行动。
[15]



现在，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像支持正义制度的一种责任这样的观点就可以说明，爆炸活动或者策划袭击的阴谋是错误的。不管对于支持特定法律到底有什么样的责任或义务，这一点都能够被很好地理解。无论新西兰有没有法律制度，这种行为都是错误的。
[16]



不过，一些人可能会说，法国官员接着对调查彩虹勇士号事件的干扰、要求它的特工作伪证、干涉对他们做出的惩罚，也是错误的。这种说法看起来确实能够被这样的主张最好地予以说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刑事正义体制是公正的，那么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有一种责任不去破坏它，无论他们是否对那个体制和基于其法律之下的生活负有任何特定的忠诚。如果采取这种说法，那妨害新西兰的正义就既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诱惑了。如果听任正义的要求，那法国会失去很多东西。

获得性政治义务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法国人那么做是错误的这个问题。甚至那种最为稀薄的默认同意理论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巴黎的官员对不去削弱居于世界另一边的一个小国的刑事正义体制有一个隐含性的承诺。从公平竞争观点展开的论证，也不能对此加以说明，因为要论证说法国人能从新西兰法律的运作中受益是不可能的。
[17]

 能够对其加以解释的唯一原理，是坚持认为每个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种不去削弱正义制度的责任，即使在那些制度并不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情况下亦当如此。

让我们试着讨论一个假设性的例子。假设一个富裕的花花公子纯粹为了好玩，打算对某个外国策划一起混乱以破坏其司法体制。他贿赂法官，要他们对一系列跟他毫无关系的案件采取错误的判决，以便日后他能将其暴露出来以证明这个法律体制的败坏。显然，这个行为是错误的。不过，对其错误行为的唯一解释只能是，这个富有的无政府主义者破坏了一种责任：他不能削弱正义的制度，无论在哪里。然而同意理论和公平竞争原则都不能解释它的无由头的干涉行为错在何处。

迄今，我们的这个论证强调了两点。第一，我假定说，同意和公平竞争理论的支持者在这些情况中和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直觉。因为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对那些情况加以解释，他们就将不得不承认，存在一种罗尔斯所提到的责任：适用于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地方的正当制度所担负的责任。这不是一个关键性的认可。他们的观点不必是要认为说，同意理论或者公平竞争理论在这个领域是唯一有效的原则。第一种异议不是说，不存在像与支持正当制度的自然责任这样的东西，而是说，这样一种责任本身不能为政治义务的特殊性提供说明。

第二，如果存在
 一种能够解释为什么法国官员妨害新西兰正义的做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纯粹为了好玩而削弱一种司法体制是错误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自然责任观点，那么大概个人和他自己所属的
 国家的法律与制度之间就也存在一种责任的观点。这并不是与同一理论或公平竞争理论不可兼容的。或许，对于我们对国家有什么样的担当这样一个道德问题来说，存在一些层级。
[18]



四

自然责任理论的支持者对一个法国人对于新西兰正当制度的关系与一个新西兰人对那些制度的关系之间区别有什么说法呢？

我将分几步说明我对这种区别的说明：（A）我将根据一个人可能要遵守一种特定正义原则P1
 来鉴别两种关系。（B）与那种区别一致，我将根据一个人可能要遵守的一种执行P1
 的制度来界定两种关系。（A）步骤和（B）步骤都是抽象的，我们将考察一个个人相对于一个原则的观点，接着将考察一个个人相对于执行那个原则的一种制度的关系的观点。一个执行P1
 的制度的观点包含了某些个人需要根据更多的原则（P2
 ，P3
 ，等等）来按照某种与P1
 的执行有关的方式行动的观点。举例来说，如果P1
 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做每一件事”，另一些原则可能包含的要求是：“执行P1
 ”（对于一个官员的要求）以及“不要在你的需要之外有所要求”（对于正在讨论的制度中一个主体的要求）。

在第三阶段（C），我将从对原则和制度的抽象论述，转向对他们具体实现问题的讨论。
[19]

 描绘出一个制度执行P1
 将需要的各种规则当然不错，不过，我们也必须处理哪种组织在事实上有资格扮演制度性角色的问题，也就是说，哪种组织在事实上有资格对我们的参与、服从以及支持对像P1
 这样的原则的执行提出要求。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来看，在我们从（B）阶段转向（C）阶段的时候，我们也是从对尝试第一个问题转向了处理第二个问题。

（A）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例子开始。霍布斯有五个孩子和一块蛋糕。他认为，分配蛋糕的公正方式，就是给每一个孩子同样的一份，“给每个人同样数量的蛋糕”是他的原则。邻居家一个名叫卡尔文的孩子透过围墙正注视这个过程。卡尔文聪明地向霍布斯指出，“给每个人同样数量的蛋糕”这个原则使得他（卡尔文）也有资格分到一块。霍布斯对此回应说，卡尔文误解了那个原则。这个公式的陈述有些省略，它所省略掉的原则，不是说“给世界上的（或者，甚至是给邻里的）每一个人同等数量的蛋糕”，而是“给霍布斯的孩子
 每个人同等数量的蛋糕”。在应用时，这个原则被有意加以了限制。

现在，卡尔文或许会抱怨说，这是一个坏原则，因为它建立在对霍布斯的孩子和其他邻居的孩子的武断的区分之上。这样的一种抱怨或许能够在某些环境中得到辩护，不过，它并不能总是得到辩护。霍布斯或许知道他的邻居已经给围墙那边的孩子一块蛋糕了，所以卡尔文并不需要霍布斯现在要分给自己亲生孩子的那些蛋糕。甚至，邻居那里或许还存在一种规则，“每个父母要将自己的蛋糕分给自己的孩子”。

一种分配正义的原则因此或许有一些有限的适用性：我应该将那些原则称为“范围限制”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讨论说，卡尔文最终不在霍布斯的原则的范围之内。就霍布斯分配蛋糕这件事来说，他是一个局外人
 。形式上，如果一个人能被当做这样的一些人的人（或任何一种人）中的一个：就一个特定的原则P1
 的最完备的表述而言，他们的行为、主张和（或）利益被认为是适用于P1
 的，这样的一个人，就可以说是处于P1
 的范围之内的（即对于那个原则来说也就是一个局内人
 ）。实质上，如果那个原则的关键在于要将一个人的行为、主张和利益处理得跟其他人一样，并因此而获得辩护的话，那么，就可以说那个人是处于那个原则的范围之内的。
[20]



我希望我们将要论证的问题是明确的：我将论证说，一个新西兰人相对于新西兰的法律制度的特殊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相对于那种制度所执行的一系列范围有限的原则而言，他是一个局内人。不过，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所执行的原则能够既保持正当又被限制于其范围之内，这种说明才能够有效（因为罗尔斯的自然责任理论支持的是正当的
 制度）。

目前对社会正义问题的许多讨论，都预设说这种限制是理所当然的事
[21]

 ，举例来说，约翰•罗尔斯的理论就认为：“在构想一种合理的正义观念时，我们将社会的基本结构构想为是隔绝于其他社会的一种封闭系统。”
[22]

 基于那种进路，我们能够解决“对于新西兰和新西兰人来说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而不用触及任何有关其他国家的资源或居民的问题。

不过，那种认为正义能够被局限在单独一个社会的范围内获得定义的假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同国家的居民之间的财富差异悬殊。新西兰最穷的人相对于孟加拉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处境都要好得多，因而，人们很难以正义的名义热情地促进前者的福利，而完全无视孟加拉国人可能的要求。显然，如果我们运用“范围限制”原则，那么我们就必须提供一种论证来为我们运用他们的做法加以辩护，而且，这种论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应该对孟加拉国人视而不见。

这种传统上的最佳方案，可以在伊曼纽尔•康德的政治理论中找到。跟其他的契约论者一样，康德将国家构想为人们为了解决冲突、建立一种安全的财产制度而进入的安排。不过，康德相信，从道德上讲，我们是否应该进入这样一种安排并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如果你处于一种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并肩的处境，你应当放弃自然状态，和所有人一道进入一种法律事态当中，也就是说，进入一种分配性司法正义的状态当中。”
[23]

 其理由无外乎是要避免人们由于对同样的资源的占有而产生的争执所导致的“战争”和“狂暴”。“即使我们把人们想像成在一种公共的受法律支配的社会状态建立之前能保持善良本性和正直精神，也绝不可能断言说个人、民族和国家不会对彼此展开暴力活动，因为每一个人在哪种情况下将有正当的理由去做那些对于他来说看起来是正义的或者好的事情
 ，完全不用理会他人的想法。”
[24]

 在康德的说明中，就物质资源而言，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必须去做对彼此来说都有利的事情，以便每一种客观对象都能被用作人们的财产。
[25]

 如果建议一个稳定的资源利用制度是可能的，那么一个声称有权对一种资源加以使用或占有的人“一定也能被允许去迫使每个人也这么认为，他将和那些人一道，超越在‘是否这个对象物是他所拥有的那样的东西’这一问题上的争论，而进入一种基于公民宪政的社会当中”
[26]

 。

现在，尽管康德承认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分享我们这个地球
[27]

 ，不过很明显，那些与我在最初的情况下就存在冲突的人确是我的近邻。没有人能忍受一直要等到所有的可能冲突都发生然后才决定性地立即加以解决，所以，康德式进路实际上暗示说，我应当尽快与那些当下和我接近的人、与那些与我的资源的使用可能会有频繁而危险的冲突的人，一起进入一种社会形式当中。为了避免专断和暴力，这些冲突无论如何都必须很快地被正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加以解决。在本文的后面部分，我将使用“领土”的观念来表征那些如果要在居民间建立任何
 一种资源利用的稳定制度，那么其间的冲突就必须加以解决的地方。

当然，那种解决方案是临时性的。随着人类交往领域的扩展，会产生更多的冲突，那么根据这种康德式原则，法律框架的范围就必须被加以拓展，如果必要的话，还要重新加以构想。但是，同时，寻找出一种解决那些当下不能加以避免的冲突的正当根据（一种对于冲突各方来说都是正当的根据），是十分重要的。

五

所以，正义原则能够被限制在它们的范围之内，至少基于一种临时性的根据看起来是可以的。对于我下面的论证来说，将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开来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我就要进入我的论证的第二个阶段了，来探讨制度对原则的执行问题。

（B）原则本身是不能处理分配问题的，它们必须被运作中的制度加以执行。那么，要执行一种范围限制的分配正义原则P1
 ，制度L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对于那些相对于P1
 来说是局内人的人，以及那些相对是局外人的人而言，对L分别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当然，L要满足的第一个要求，也是包含在P1
 当中的正义的要求。假设p1
 相对于A和B的利益而言被限制在自己的范围之中：这说明，特定的资源在两者中被同等地加以分配。因而，P1
 就要求A不能取得同等份额之外的东西。要A接受p1
 也就是要A接受那个要求，而要L执行P1
 也就是要L能监督和强迫其得以适用。

第二，L将不得不要求A和B接受
 它在这方面对它们的监督。假设A和B不同意对P1
 的解释，或者不认为按照P1
 的分配算得上是一种同等份额的分配。那么就应该出现第三人C来提供一个看法。A或B或者他们两个或许会对C说，这不是她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这么说或许是一种恰当的回应。不过，假设C是L的官员，正在履行她的公务。如果A和B接受L的监督，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接受L的监督，也就是说（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承认L的官员能够在P1
 的适用问题上做出一个公允的决断。如果第三方做出了任何决定，那么她们的决定就应该被接受。毫无疑问，A和B对L的监督的接受，也存在其他的情况。一般而言，如果P1
 被L执行了，那么，那些相对于P1
 来说是局内人的人在道德上就需要服从下面这个原则P2
 ——“接受L对P1
 的执行的监督”。

和P1
 一样，P2
 也是范围限制的原则。因为L执行了P1
 （或许还有别的原则），A和B通过接受P2
 ，也就将他们自己视为在与L具有局内人关系的人了。一般而言，当且仅当那些制度将某个人的主张处理得与它所处理的其他所有主张一样的时候，一个人相对于一种制度来说才是局内人。举例来说，一个新西兰居民相对于新西兰的财政和福利制度来说是局内人，因为那些制度确实能够正义地将他对收入和援助的主张处理得跟其他人一样。制度的目标是决定这样一个问题：就这个人和新西兰的其他人来说，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施加什么样的负担于他才是公正的，给予什么样的利益于他才是公正的。
[28]



如果P1
 能够有效地被L执行，那么就存在第三个必须被满足的要求：局内人和局外人都不能攻击或破坏L对P1
 的执行。即使那些最为正当的制度，对于人类干涉行为也是脆弱的，无论这种干涉是受到了贪婪心的驱动还是某种别的反社会动机的驱使。处于运作的需要，一个执行P1
 的制度必须公布或者接受第三个原则P3
 ——“不要削弱L对P1
 的执行”。

和P1
 、P2
 不同，P3
 将是一种不受范围限制的原则。它对于那些其行动可能会对P1
 的执行产生影响的任何人都适用。那些受到第三个原则限制的其行为与L有关的人，可以被称为是相对于制度L来说的局外人。
[29]



从观念上讲，P3
 完全是一种后果主义的观点。这个说法要表达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到，按照正义的要求来行事是有价值的，即使他们并非那些与其执行具有特定关系的人。基于那样的理由，他们应该避免对那个制度的干涉行为。
[30]

 如前一样，假设L就某种资源在A和B之间做出了一种正当的分配。一个怀有恶意的局外人C，打算做一些将会削弱或者颠覆那种分配的事情。她为什么应该受到限制？因为她的介入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将会产生一个坏的行为，也就是说，A将得到比起有资格获得的所要更多或更少的资源。尽管B的所得是A在分配中唯一需要权衡的东西，但是，A和B都能从以一个非个人的观点看是公正的分配中实现正义，因此，那种分配一旦被破坏，其害处甚至连那些与此并不直接相关的人都能加以认识。
[31]

 如果A获取超过其公正的份额的东西（这直接就是不正义的），那么，道德要求所不能实现的恰恰就是正义的首要原则P1
 （就A而言）。当C破坏了A和B之间进行的分配时，即使在实际上是A采取了那种贪婪的占有行为，C的行为本身没有违背P1
 ，结果
 仍然是不正义的。C的行为是错的，乃是因为它的后果。

我相信，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区分说明了一个人相对于他自己国家的制度的关系的特殊性问题，至少就道德需要而言是如此的。这有助于合理而清楚地理解那种据说一个人只对那种“适用于他们”的正当制度才负有责任的罗尔斯的表述。新西兰的法律确实不是用于解决与法国人的日常主张和权利有关的冲突的。所以，不论新西兰的法律如何正当，大部分法国人相对于它们的关系都最多只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他们可以做一些削弱新西兰法律制度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内在地要求他们的决定合乎正义。
[32]

 比较而言，一个新西兰人相对于他自己国家的法律来说确实拥有特殊的内在关系。那些法律之所以被建立恰恰是因为要解决某个人自身立场相对于他的同胞的权利和责任的问题。也就说，那些法律是适用于这个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第一种异议的这种回应，并没有使那种特殊性仅仅称为一种偶然的事情。在他最初的有关“特殊忠诚”异议的表述中，罗纳德•德沃金考虑到了这样的回应：“我们可以为特殊责任构造一种实践上具有偶然性的论证。比起那些也被大致地认为是正当的制度来，英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帮助英国的制度。”
[33]

 不过，他继续写道：“这种实践性论证不能解释特殊责任的亲密性问题。”德沃金说得没错，然而，我所发展出来的区分是一种原则上的区分。尽管这并不是从公民身份这样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不过，它依赖于这样一个区分，即，在相关的某一方（一个正当的制度因为关切到它的利益而成其为正当）与一个人（他紧紧能够以某种方式干预一个正当的制度）之间做出的区分。这是自然责任在内容和结构上的区分，而不是那种取决于偶然的事情和机会的区分。

我承认，这种说法可能无法说明其他的一些爱国情感和忠诚因素。
[34]

 尽管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许多年，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对新西兰（不仅对它的制度而且也对它的运动队）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尽管我不会因为忠诚而在那种被执行的正义原则中得到什么好处。我猜想，这种联系只能被涉及民族、出生以及文化适应感的观念、而不是政体或任何司法关系来加以解释。令人感到难堪的是，现代政治哲学家很少就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出生以及文化忠诚发表观点。
[35]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对这些因素，获得性义务理论（那种基于同意或公平原则的理论）并没有比自然责任理论提供更多的说明。

六

仅当P1
 原则所适用的那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接受P2
 ，且他人大部分也接受P3
 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一种制度将能够执行那种范围限制的正义原则P1
 。不过，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特定的组织来担负起这样的任务呢？如果一个组织只是宣称说它愿意担负起那种作为P1
 的制度性执行者的角色，并且显示出它自己具有能力这么做，那么，对于要建立那种事实上局内人和局外人（相对于P1
 ）依据像P2
 和P3
 这样的原则分别与之有关的组织来说，这就足够了吗？这个问题使得我们开始（C）阶段的讨论。

（C）对于自然责任理论来说，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它将一种对政治组织（或许是国家）所担负的要求施加于我们，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么做，也不管这个组织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好处（不算那种来自于一个正当的组织的好处）。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碰到了一些要在我们的领土内致力于行正义之事的人。他们要实现他们的目标，就必须从我们这里分走一定数量的对组织的服从和支持。自然责任理论说，他们有资格分走那些服从和支持，这只是由于那种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组织的性质。

这种说法是可以接受的吗？除了要求这个组织是正当的（就其运作本身以及它所采用的原则而言），我们还要不要规定其他的一些条件呢？

另外一个明显的条件是，这个组织要能够
 在其领土之内行正义之事，而不仅仅是宣称它致力于这么做。显然，没有人在道德上必须支持一种注定会失败的事情，就算出于承诺或愚忠的个人理由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也不必仅仅因为如果其并非无效那么就会保持正当这样一个理由来支持一个无效的组织。这一点既适用于那些遭到破坏的旧政府，也适用于那些流亡政府、毫无希望的叛乱政府等等。

一个组织是否有效，将部分地取决于人们是不是打算认可它。用我们的话来说，意味着他们是否认可和遵从像P2
 和P3
 这样对于那个组织的运行来说所必需的原则。不过，这里并不存在恶性循环：我并没有说只有遵循这些原则的时候L才是有效的、只有组织L是有效的一个人才应当遵循这些原则。而是，在他能合理地认为L是有效的之前，即在他能合理地认为他必须服从那些原则之前，一个人必须能够得到保证说足够多的他人将会遵守那些原则。在某些情况下，这将产生一种对于霍布斯的门徒来说十分常见的集体行动问题。
[36]

 不过，通常并不会如此。当我们意识到对这些问题的考虑的时候，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将能发现自己所面对的组织周围的人们都已经对其赋予了支持。因此，有效性条件通常已经被现代情境下的大部分社会满足了。

不过，情况也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在一个特定领土内，会有一个以上的组织致力于行正义之事。比如说，像在北爱尔兰的某些信仰天主教的地区，爱尔兰共和军致力于执行有关社会行为的各种规则，这些做法与大不列颠的更加组织化的机构形成了对立。或者，可以考虑一下现代黎巴嫩的情况，在那里的一些地方，同时存在几个互相对立又明显相同的国家或雏形国家机构。在这些情况下，如果那些对立的组织事实上都是正当的
[37]

 ，那么，它们中的某一个可以宣称我们对其具有自然责任吗？

对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做出好的回应，因为如果那些机构都是正当的，那么它们的要求将是一致的。我们已经看到，情况未必如此。那些组织可能会提出不同的且不兼容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都恰当或接近恰当地表达了社会中的那些主要的正义问题。当然，每一个组织都将募集金钱来覆盖它的那些如果事实上做了正义所要求的那些事情就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果我们对于支持正当制度具有一个责任，那么，可以认为说，对于像这种情况中的多种制度，我们负有一个支持它们的责任吗？这是一个由局内人所担负的正义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个责任是由那些居于这些对立制度所统辖的领土之内的人所担负的责任。如果一个领土之内存在两个对立的国家或雏形国家，那么局外人要担负一个责任以避免对它们两者施加干涉吗？或者只是避免干涉其中一个，而可以干涉另一个？

很明显，我们需要另一个条件以便能够处理这个问题。我打算说，只有在那些相关组织不仅能通过正义和有效性检验、而且也能通过合法性检验的地方，才谈得上自然责任的赋予问题。必须有一个好的理由来承认这个组织（以反对任何对立的组织），将其视为在特定领土内或就那些争议的主张而言行正义之事的唯一组织。如果这样的理由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组织就是“合法的”。合法性是一个排他性的特征：就一系列特定的主张或在一个特定领土中所产生的正义争议而言，只有一个组织能够成为具有合法性的组织。

合法性要求的含义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存在行正义之事的制度是重要的。（2）我们必须说明，为什么在一个领土之内只存在一个这样的制度是重要的。（3）我们必须说明支持一个特定的组织的主张的恰当理由。

（1）作为第一步，我们要回答在第四部分我们已经提到的康德式理论。康德论证说，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一种避免或减轻即使人们打算按照正义的指令来行事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那些差异和冲突的方式。由于诱惑太大，这些冲突总是会导致使用暴力。这种暴力将招来死亡和苦难，就像托马斯•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会带来那种焦虑心和不可预测性，这些东西只要存在，那么任何人都很难追求一种体面的生活。
[38]

 政治制度能够在这方面成就一些更好的事情：它们能使那些争议变得温和些，并且对其加以裁决，能够发展出一种没有偏倚性的实践，能够凝聚起足够的力量来支持它们的决定。因而，建立政治制度是有一种显著的道德利益的。

（2）拥有政治制度的理由，也是确保在每一个领土之内都只存在一个正当政治制度的理由（如果可能的话）。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这本著作中，罗伯特•诺齐克想像了一个领土之内的某些居民可能会参加一个“仲裁－执行”组织，而一些人或许会参加另一个组织。他说，导致人们参加这些组织的理由，也将是导致它们彼此之间争斗的理由。
[39]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种暴力将比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更坏，因为这些战争将会得到更好的组织。消除这种争斗的道德利益为我们所有人加入并支持同一个组织提供了一个理由，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加入并支持别人正在加入和支持的任何组织提供了一个理由。这再一次可能会涉及集体行动的问题，不过，即使涉及的话，那个问题也并不必然是不可化解的。
[40]



也存在另一些理由。正义的事情部分地也是合作的事情。尽管在大多数人类处境中（甚至那种缺乏制度的处境），个人能够区别行动过程的正当和不正当，他们经常能够认识到从正义的观点看事情或许会变得更好，如果他们能确保其他人能追寻他们所追寻的同样目标，那么他们自己的行动就没有什么差别。举例来说，一个单个的向慈善团体捐款的人或许会将自己的捐款视为是杯水车薪——尽管这么做本身毫无疑问是值得的，但是，比起问题之巨大而言，他的捐款归根到底还是微不足道的。他或许会认为，只有当所有或者至少是大部分处境不错的人都组织化地做出一些努力，像世界贫困这样的问题才能被恰当地加以解决。换句话说，一旦我能得到保证说其他人将同我合作，那么对于我来说，行正义之事就将会有所不同了。
[41]

 一种能够在大多数人之上获得权威的制度将有助于提供这种保证。不过，通常，那个保证可能只有在解决那些与我有关的问题的制度的数量有限（或许是对我来说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才能被提供。如果制度纷繁复杂数量众多，那么就可能会削弱那种获得保证的合作计划的优势，并且带来各种行动自说自话式的混乱（那些行动的每一种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

就一些情况而言，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挑选出一个组织来行正义之事的重要性，也根源于那些可能的正当计划的多重性。在简单合作问题当做，这一点是最为清楚的。一个要求驾驶者在左侧驾驶的计划是正当的。一个要求驾驶者在右侧驾驶的计划也是正当的。但是，这种多重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允许对立的计划在同一领土内运行。除非一个并且只有一个计划被选择，否则这里的合作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尽管两者都是正当的，尽管两者都比根本就没有解决方案来都要好得多，但是，常识上，我们需要对其中一个加以拒绝。

现在，我们不能将合作问题用作所有有关正义和政治义务问题的一般模式。
[42]

 不过，对正当制度的选择问题中的一些确实具有这种特点。现在，假设我们采取了像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这样的东西来当做一种有关经济正义的基本标准。
[43]

 为了吻合这个标准，我们仍然要就最佳制度结构问题做出一些选择：举例来说，采取一种负所得税，或者更为常见的福利支持计划。这些选择中的一些乃是基于使得结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给定的情况下更为正当这样一个理由做出的。不过，这些选择中的一些或许只是武断的：福利计划W与财政计划X混合在一起可能和将福利计划Y与财政计划Z混合在一起完全一样地正当的。我们需要决定采用一种混合，但是采取哪一个计划却并不是问题所在。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需要有一个正义计划的存在的另一个关键之处。正如罗尔斯所强调的，出于一种正义理论的要求，一个作为单一结构运作的社会制度必须被当做整体来加以评价。
[44]

 如果我们不考虑一个社会的征税计划是不是适宜于那个社会的财产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等，就不可能宣称这个计划是正当的。在这种意义上，正义是一种系统性的东西，而系统性则可能取决于只能有唯一一组互为关联的制度这一事实，因而，任何对那种制度具有正义性的宣称，都预设了将那组组织化的制度视为是唯一存在的一种系统。

（3）那些能够说明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中只能有一个正义计划的理由，也能够有助于我们最好地理解政治合法性的标准问题。就那些与像协同博弈这样的情况中的策略选择有关的潜在理由来说，使得一种系统较其他系统更为显著的东西，也恰好就是人们偏好它的理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存在一个国家，并且，出于所有的实践上的理由，在一个领土之内，它是支配性的并且不可挑战，这一事实是足够的了。如果必要的话，这个组织就是我们应当支持其行正义之事的组织。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貌似合理的竞争者之间存在竞争，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应当选择去支持哪一个呢？由于我们已经探讨了有效性条件，因而，或许我们有理由选择某个更为有力的竞争者。作为替用方案（如果这种方案不能被算作和有效性条件是同一回事的话），我们或许有理由去选择那个得到了更多人支持的组织。

这种理由看起来又牵扯到了基于同意的政府理论——恰好是自然责任理论要加以替代的理论。这种观点看起来是说，如果一个领土之内的大多数人同意某个组织L为在那个领土之内维持秩序和实现正义的一个制度，那么他们的同意也就赋予了L以合法性，并且为我将L视为应当支持和忠诚的制度提供了根据。

不过，这并不能被视为是回到了有关义务的同意理论中去了（尽管这种说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同意是如此经常地被应用于这类语境当中这个问题）。一方面，这里所说的它能够被认为是合法性的一种可能的根据，但是，它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根据。一种具有支配性和不受挑战性的制度的存在本身就能满足那个特点，无论它有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在这种意义上塑造了合法性的同意不仅影响了那些将其同意赋予制度的人的责任，而且也影响了那些局外人的责任。一旦一个法国人认同了被新西兰人民所支持的制度，那么他就肯定会将那些制度视为他一定不能破坏或削弱的制度（这是一种自然责任问题），即使他个人本身从来没有说过要支持那些制度。

一般而言，将同意与合法性相联系的这种做法，与将其作为义务的直接根据的做法，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
[45]

 在后一种情况下，同意被视为是一种承诺（promise），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更像是一种许可或者委托。我们很少有人会认为说，那种假设性的承诺能够形成真实的义务，但是，我们经常相信，假设性同意能够赋予那些错误地侵犯行为一种真实的不可允许性。一个打算对一位失去意识的交通事故遇害者开展手术的外科医生不用非得等着获得真实的同意，她可以按照如下判断来开展行动：要是那位遇害者意识清醒，他肯定就会同意。

在这种语境下，同意也并不是与多数主义不能兼容的，就像在古典社会契约理论中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一个人不能被推选进入社会契约，因为这里的同意图景是被用于解释个人化的义务问题的，它的逻辑一部分程度上是说，一个人自己所担负的义务仅仅产生于一个人自己的同意这么一个观点。不过，对于那种被用于确立制度的特点、或者被用于为一个人参与到合作性行动中去提供保证的对一个社群的同意来说，一个国家的居民中的大多数人的同意是非常必要的。自然责任理论进路的优势在于，那种对尊重一个制度的正义要求的强制性
 （obligatoriness）不论有没有同意都得到了保证，成为一种道德背景问题。同意在这里仅仅用于说明哪种制度能恰当地将那些要求加以具体化这个问题。
[46]



出于后面的这个目的，关于假设性同意的说法（甚至是假设性多数同意）或许是充分的（尽管他们对于成为义务的直接根据来说是不充分的）。
[47]

 如果在一个领土T之内存在两个竞争性的制度系统L1
 和L2
 ，如果被问到的话，那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将明显地会同意接受L1
 的统治，而不是L2
 的统治，并且，如果T之内的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那么看起来L1
 就被当做是被显著地选择成为因其正义性而获得忠诚的那个
 制度了，如果这样的忠诚可以被赋予任何制度系统的话。T之内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事实上
 同意L1
 。他们负有一种自然责任去支持在他们的领土之内被视为是恰当的那个制度，对此，有关他们的同意（或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同意）的这些假设性说法是足够的。

最后，大众的同意与作为正义的一个方面的制度选择是相关的。在迄今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考虑了执行实质上的社会正义原则的制度了，我们考虑了像“给每一个人其所需要的”或“同等地给每一个人”这样的P1
 ，并且认为这适用于物质资源的分配问题。但是，各种制度也不得不去解决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就这个方面而言，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仅当一个制度是民主的时候，它才是正当的，也就是说，仅当那个制度根据在所有隶属于它的权限的人当中开展某种形式的投票活动以解决人们在正义的问题上的分歧的时候，那个制度才被视为是正当的。因此，要人们支持正当制度的自然责任的观点也就牵扯进了一种要人们去支持民主制度的观点，也就是支持那种将具体的规则诉诸大众的同意的制度。即便这样的话，支持那样一个政权的要求，也仍然是基于它的政治制度的正义性的，而不是直接基于同意。

七

我们已经论证的立场是，一个正当、有效并且合法的组织（在其被选择出来作为那个领土范围之内的一个显著的组织这个意义上），就理所当然地有权要求我们赋予其以忠诚。尽管大众的同意或许暗含于那个制度的正义性、有效性或合法性之中，但是，我们支持和服从那个组织的道德需要本身并不是基于我们所做出的任何承诺之上的。

尽管我们已经厘清了一些条件，但是一些人可能仍然会不接受这个立场背后的一般性观念。那么，在道德上，一个组织能够仅仅以这种方式对我们施加影响吗？

看起来，自然责任理论支持者们必须放弃将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意义的做法，而只能认为回答是肯定的。毕竟，他的肯定回答是，这正是自然责任理论与获得性政治义务理论的区别所在。

为了为这种回答辩护，他将要强调两点考虑：第一，正义的道德重要性；第二，不在政治制度中追求正义所带来的困难的道德重要性。我们已经讨论了第二点考虑。对正义的追寻经常需要那些打算行正义之事的人在多个领域内开展合作。制度对于那种合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那些制度，将出现更多的不正义。因此，在避免不正义是一种道德律令这一意义上，合作性制度的建立也就成为一种道德律令。
[48]

 此外，我们早前也讨论了那种对于冲突的考虑。在一种制度真空的环境中追寻正义将导致那些对正义的意味有不同理解的人之间的冲突，因而也就导致了暴力、苦难和焦虑问题。这些事情本身就是值得避免的：他们是伴随着人们那种避免不正义的首要恶的冲突而产生的额外的恶（也就是说超过了不正义本身并远在其上的邪恶）。

归根到底，自然责任进路所假定的是说，追寻正义是一种道德律令。这个说法需要仔细加以理解。在《正义论》的开始部分，罗尔斯写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向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是真实的，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地，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具有效率和条理性，只要它们是不正义的，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49]

 不过，这里所采用的类比有些误导人。说如果我提出一种理论，那么这种理论的真实性是重要的，不等于说我提出一种真实的理论是重要的。从真理的观点来看，沉默或者理论上的沉默或许并不存在问题。类似地，罗尔斯在这一段中看起来是说，如果我们拥有社会和政治制度，那么它们具有正义的特点是重要的。事实上，正义的重要性远超于此。但是，优先
 追寻正义的要求是一种道德律令。如果制度对于追寻正义来说是必须的，那么建立这样的制度就是道德律令。我们对于正义的责任并不能被任何一种有关恰好具有正当性的制度的承诺所满足的，而只是被我们为建立一种正当制度而尽的我们那一部分的力所满足的。这一点又一次符合康德式的说法。因为我们并不将停留在自然状态中视为一种可允许的选项，我们不能说对法律制度有所担当与我们偶尔承诺开展合作是一回事。我们在确立和维护那种促进了正义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所开展的合作是一种道德需要。这就是自然责任立场的要害所在。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知道如何处理A.约翰•西蒙斯在我们一开始所说的第二种异议问题上（“适用”异议）所采取的那种据说是反例的观点了。西蒙斯要我们想像，一个恰好在场并宣称他将行正义之事的组织。


想像一下……在蒙大拿州有一群好心的人组织了一个“帮助哲学家中心”，通过散发论文、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提供特别的失业津贴等方式来帮助哲学家。而且，这些收益被严格地根据正义的要求来加以分配，而它们也是由于哲学家们向这个中心的捐赠而获得的……一天，这个中心……决定向东拓展他们的事业，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要求我尽一份力的邮件。那么，这个制度“适用于”我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在一种非常弱的意义上，它是适用于我的：它是一个为哲学家构建的制度，而我是一个哲学家（某一种）。我甚至或许能从他的未来运作中获益。但是，依照那个中心的“规则”来说，我有一种“必须的责任”去尽一份力吗？
[50]





西蒙斯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不论这个制度如何正义：“人们不能将制度强加于我，不管它多么正当，也不能强迫要求我承担一种道德担负。”
[51]



就那个中心的正义性而言，这个例子有些不够明确。一种制度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被认为是正当的：（a）它是以正当的方式运行的；（b）就其行正义之事而言，它是正当的。西蒙斯认为那个中心在（a）的意义上是正当的：它募集了需要加以分配的收益，并且公正的处理所收益的款项。但是，要说明它在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意义上是一种正当的制度，就必须提供更多的理由。论证者必须说明，在开始之时它所募集的资金就是正当的。这涉及对它所提供的好处的考虑，也涉及对使得哲学家们可能会打算捐出钱物的其他目的的考虑。作为一种正义性问题，它牵涉到要说明人们尽一己所能地支持哲学家是一种律令这个问题（这远胜于他们已经为之奉献的一般性的社会支持计划了）。我怀疑，我们很难同意西蒙斯对那种源于不可能得到说明的信念的假设的观点。我们认为，一个哲学家或许会拒绝那个中心的要求，他们会说：“我承认，你们的组织就其内部运行而言是正当的。我甚至还承认帮助哲学家们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不认为从正义的观点来看，为哲学家们提供这些援助是重要的，因此，我不认为我拒绝为你们提供我的支持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至少就自然责任理论而言是这样的。”

假设蒙大拿州的那些好心人是要建立一个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援助的中心。而且，假设这个中心的建立者们恰当地认为他们的组织不仅是在（a）的意义上（也就是就其内部运作而言）是正当的，而且，在（b）的意义上也是正当的。他们相信，就正义而不是慈善心而言，无家可归者有资格获得比他们在目前的国家福利安排之下所获得的要更多一些的好处。如果他们对此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他们的看法确实是正义的要求，那么假设他们的中心是有效的，并且没有同其他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竞争，那么根据自然责任理论就能够得出结论说，我们在道德上有责任去支持那个中心。一旦我们将这个组织、它所解决的问题的真实本性以及它的立场视为在那个国家中被认为是正当地处理无家可归问题的唯一组织的时候，我们或许就将非得开出一张支票写上我们应该捐献出去的数目了。这个结论看起来可能有些反直觉，并且肯定令人不大舒服。但是，我想，这种不大舒服，乃是因为我们对正义的错误信念，而不是由于我们很难理解到底应不应该为制度承担责任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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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义和主权
[1]








涛慕思•博格

人类的未来突然间十分开放了。这是一个可以激发灵感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更为自由地思考。代替围堵或者局势的紧张的是，政治科学家们正在讨论一系列的重大图景：历史的终结，或者资本主义民主的不可避免的扩散和由此带来的相互和平主义。政治家们开始谈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我所考虑的则更具有一点实质性。在发展出一个比较粗浅的、世界主义的方案来满足我们促进道德进步这一任务的需要时，我打算为全球制度的逐步改革提供一个观点。分散化地嵌套在边界单位之中的政治权威会降低对国家内和国家间权力与财富的渴求强度，因此，也就降低了战争、贫困以及压迫出现的概率。在这样一个多层企划中，边界可能会更容易按照人民和社群的愿望来重新勘定。

基于人权的制度性世界主义

所有的世界主义者都分享三个基本的立场。首先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大家所关切的一切东西最终的落脚点是人类存在者（human being），或者说人（person）
[2]

 ，而不是家族、部落、种族、文化体或者宗教社群、民族体或者国家。后者或许仅仅是由于对其个体成员或公民的关切而间接带来的关切单位。第二，是普遍性（universility）：大家所关切的最终单位在地位上是同等地附着于每一个活着的人类存在者的
[3]

 ，而不是附着于某种亚群体，比如说男人、印第安人、白人或者穆斯林。第三，是普适性（generality）：也就是说这种特殊的资格拥有全球性的强制力。人是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同胞、教友或者其他这样的人关切的最终单位。
[4]



通过引入两种区分，我们可以将世界主义进路区分为三种模式。第一个是法律世界主义和道德世界主义的区分。法律
 世界主义对一个实质性的全球秩序的政治理想拥有一个承诺，基于这种理想，所有人都拥有同等的法律权利和责任，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是一个世界共和国的公民。
[5]

 道德世界主义认为，所有人彼此之间都拥有某种道德关系：我们被要求最终获得彼此作为道德关切的最终单位的地位，这种要求约束着我们的行为，特别是约束着我们构建制度性企划的努力。这种观点更为抽象，在这种意义上来讲，又较弱于法律世界主义，尽管可以与后者相兼容，它也与人类交往的其他模式相兼容，比方说，可以与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国家的制度相兼容，甚至与一个自我独立的社群的多元性相兼容。在此，我将提出一种道德世界主义的变化形式，当然，我也会探讨这种提法是否会要求我们朝向一种更为世界主义式的世界秩序（法律世界主义意义上的）而加以努力的问题。

道德世界主义的核心观念是，每一个人类存在者都拥有一个作为道德关切的最终单位的全球性的特征。这样的道德关切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来加以实现。一种方式是着眼于主观性的善好（good）或恶坏（bad）（人类幸福、欲求实现、偏好满足或者避免痛苦）或者着眼于更为客观的东西（像人类需要的实现、能力、机会或者资源）。人们也可以将这些尺度相对化，比方说，将那种超过了所有人的忍受极限的处境界定为是严重的恶坏，或者将处境差于某种标准界定为严重的恶坏——这等同于用某种版本的最大最小原则或平等主义来替代直接的积聚计算（总体排序或者求均值）。为了快速开始我的论证，我不打算探讨这些问题，而仅仅选择一种变化形式的道德世界主义，这种道德世界主义是根据诸种人权（加上直接的人际积聚）所阐释的。
[6]

 在做出这样的论证时，我将探讨大部分其他类似的变化形式有什么意味。我的进一步的反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很容易地被普遍化为其他形式的道德世界主义。

我的第二个区分是对道德的领域所作的区别。这涉及所施加的道德约束的本质问题。一种制度性
 观念假定了某些基本的正义诸原则。这些原则适用于制度性企划，并且因此是一些二阶的原则，也就是说，是评价规制人类交往行为的基础性规则和实践的标准。相比较而言，一种交往性
 观念假定的是某些基本的伦理学原则。这些原则，像制度性基础规则那样，在它们所直接适用于个人和群体的行为的意义上是一阶的。
[7]



交往性世界主义对其他的（个体的和集体的）行动者的人权的践行承诺了直接的责任，而制度性世界主义则对制度性企划承诺有这样的责任。根据后一种观点，个人的责任因此是间接的——对一个人所支持的任何行为的正义性所担负的一种共同责任：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在没有做出合乎情理的努力去援助那些牺牲者和促进制度性改革的情况下参与到一项不正当的制度性企划（一种违背了人权的企划）中去。

制度性观念和交往性观念是相互兼容的，因此可以被加以结合。
[8]

 不过，在此，我只关注一种变化形式的制度性世界主义，而对一种变化形式的交往性世界主义对其带来的补充的问题不作探讨。我希望说明的是，制度性观点将主要导致一种更强的和更为可信的全面的道德观点。让我们首先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两种进路如何对人权和违背人权的问题提供不同的说明。

根据交往性观点，人权对行为施加了约束，而根据制度性观点，人权是对那些共同的活动施加了约束。后一种进路存在两个直接的局限。首先，它的适用性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进路中，人权仅仅是通过社会制度的存在而被激活的东西。在缺乏这种制度的情况下，人权仅仅是潜在的，而对人权的违背本身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如果我们接受一种纯粹的制度性人权概念，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些额外的道德观念，如果我们希望否认说在一个极度无组织的自然状态中所有事情都是可允许的话。

其次，在这个进路中，人权的全球性道德强制力仅仅是通过一种全球性社会制度企划（这引发了要求促进任何对这项企划的能够增进人权的实现的具有可行性的改革的义务）被激发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制度性世界主义是偶然的。只要存在一个具有多元性的独立的文化体，那么这种违背人权的行为所担负的责任就不能拓展到那些文化体的边界之外。
[9]

 这仅仅是因为所有的人类存在者现在都是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制度性企划的参与者，这些制度，既包含了具有边界的国家和国际法与外交体系，也包含了资本、物品和服务的世界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对人权的违背行为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将受到每一个人的关切。
[10]



这两种局限都没有违背普遍性。每个人都对每个其他人负有一项不要把一种不正当的制度性秩序施加于后者的责任，甚至是在这种责任仅仅针对同样的制度性企划的参与者而触发了一些基于人权的义务时也是如此。这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类比：信守诺言的义务在什么意义上才是一般性的，即使它涉及的仅仅是在事实上受到了别人向其做出承诺的那些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性进路是如何使得两个交往性的极端情况的具有吸引力的中间立场获得可行性的：它超越了那种单纯的右翼自由主义，根据右翼自由主义的说法，我们可以忽略掉那些并不是我们直接导致的伤害，同时也避免落入按舒伊的那种方式来理解的有关权利的功利主义论断，这种论断要求我们对所有相关的伤害做出说明，不管我们与这种伤害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11]



设想一下那种不受奴役的人权。根据一种交互性观点，这种权利将对人们产生约束，使得人们不能奴役彼此。根据一种制度性观点，这项权利将对法律和经济制度产生约束：奴役将必然是不受许可或不可拥有强制力的。这就导致了那些既不是奴隶也不是蓄奴者的人在道德角色方面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区分。根据交互性观点，第三方对于既存的奴役行为是不担负责任的，包括不施加奴役的消极责任，也包括保护他人免于奴役或者拯救处于被奴役状态中的他人这样的积极责任。这种积极责任是非常有争议的。相比较而言，按照制度性观点，某些第三方则直接对那些违背人权的事情要负有一些责任。如果他们不能付出一些合乎情理的努力来促进制度改革，那么那种参与到一项允许奴役或者甚至强迫奴役他人的制度性企划中去的更为拥有特权地位的人——甚至那些本身并不拥有奴隶的人——在这个观点看来都是参与到了奴役活动之中，因而也就都违背了一种消极责任。因此，制度性观点拓宽了对某些剥夺和虐待行为分担责任的人的范围，使得一种纯粹的右翼自由主义将不能为某些情况提供辩护，同时又不必去肯定积极责任的存在。

当然，致力于制度改革也就是做某些（积极的）事情，不过，在实践情境中，这并不会导致说所牵涉的道德责任因此就是一种积极责任：不得虐待他人的消极责任在实践中也会触发积极义务的产生，比方说我们必须保守诺言或者曾经已经达成的契约。一旦一个人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参与者，那么一个人或许就不再只是需要担负一些消极义务了。

因此，从一种交往性进路向一种制度性进路的转向，就切断了富国或者说当今世界中的发达国家将它们自己视为是与第三世界甚为不幸的居民的命运之间毫无道德关联的念想。因此也就超越了这样的主张，即，一个国家只要不直接去从事违背人权的事情就行了，它不能被合乎情理地要求成为一个为反对违背人权的行为而斗争的全球士兵和全世界人权牺牲者的慰藉者。这个主张并没有受到驳斥，但是看起来有些毫不相干。我们被要求关切那些违背人权的行为，不是因为这样的行为的存在本身，而是因为导致它们产生的那些社会制度是我们也关键性地参与到其中的社会制度。我们的那种不要参与到不正当的实践活动中去的消极责任，与我们持续参与到不正当的制度性企划之中去的行为，一起触发了要去促进这种企划的具有可行性的改革的义务，而这种改革将有助于人权的实现。

人们可能会说，对我们参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正义性所担负的共同责任不能合理地被拓展到在其中我们乃是作为公民而开展活动因而也是大多数时候可以直接对其发挥影响的国家性制度企划之外。不过这样一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将既存的全球性制度框架视为是自然产生的或者上帝赋予的，而这些制度框架，事实上是人类存在者所创造出来的，因而，人类也可以通过集体性的努力来改变它。因此，我们[坚强有力且较为民主的国家的选民（privileged citizens）]至少对既存全球秩序的正义性担负了一种集体性的责任，因此也就对任何导致对人权的偶然违背的事情担负了一种集体性的责任。
[12]



这个结论在实践上的重要性显然是跟我们的全球性制度企划对当下剥夺情况所负有的因果性责任的程度联系在一起的。设想一下有这样一种挑战：“违背人权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分布存在着地方性理解的差异。在一些国家，拷打是十分普遍的，而它事实上不存在于其他国家之中。某些宗教被频繁卷入战争之中，而别的宗教则并非如此。在某些国家，民主制度蓬勃发展，而其他国家则延续着独裁统治。一些穷国发展迅速，而其他穷国则愈发穷困。因此，我们的全球性制度企划与人权事业在全球的施行的凄惨状态之间没有太大关系。”

这个挑战诉诸的是一些真的逻辑前提，不过可能不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逻辑推论。我们的全球性制度企划可能显然不能用于解释那种有关局部的违背人权行为，它仅仅能用来对它们所产生的全球性影响作宏观解释。就好比说，日本文化可能被用于解释日本的自杀率问题，或者美国在持枪问题上立法有些松弛可以被用于解释北美谋杀率的问题，但是这些并不能用于解释特定的自杀/谋杀问题，更不要去解释城际间自杀率/谋杀率的差异问题。在这种情况中，做出一种宏观解释的要求显然是出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存在着一些其自杀率/谋杀率关键性地较低的社会。就全球性制度来说，对有关违背人权的情况做出一个宏观解释的需要看起来并不这么显著，因为（不考虑那些非决定性的历史对比的因素）那种可与之进行比较的可见的替代性全球制度企划是不存在的。不过仍然存在一些可行的（也就是说，可以践行和可以达至的）倾向于产生较低的剥夺率的替代性全球政体。比方说，就经济制度而言，我们很容易从多国或多地区企划的经验中来理解某些自由市场企划的离心趋势问题。这就支持了一种全球性计划的普遍化，也支持了这样一种设想的普遍化，即，当下的世界市场构造必须能够显著地用于解释这样的事实：我们的世界在收益和财富上存在着巨大的和不断加重的国际性不平等。这样一种宏观解释并不能取代对为什么一个穷国发展迅速而另一个穷国则并非如此这样的问题所作的微观解释。这样的宏观解释将用于解释为什么这么少的穷国发展得迅速而那么多的穷国并非如此这样的问题。

让我们考察一下有关我们对我们的全球性制度企划的正义性所担负的共同责任在实践上的道德重要性的进一步的挑战：“一个制度性企划只能对由它所导致或者（至少是暗示性地）倡导的剥夺负责。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当前的全球性政体是在一个很高的概率上倾向于引发战争、折磨和饥荒的，因为既存（明确的和不明确的）制度性的规则从没有倡导过那种剥夺，事实上，它们既禁止折磨，也禁止侵略性战争。那种剥夺的广泛存在因此并不能够说明我们的全球性秩序存在缺陷，也就不能说明我们要担负一些全球性责任了，尽管我们当然担负着一些地方性责任以保证我们的政府不去折磨他人、引发饥荒或者发动一场不正当战争。”

这个立场只是貌似合理而已。首先，不考虑一些可预见的影响就对社会制度做出评价，是不合理的。因为，一项制度性改革（比方说，经济规则的改变）可能会使每一个人受益（比方说，增进人们对那些社会制度的忠诚感，或者对他们产生了一些激励效果）。其次，社会制度是人工制造的（由人来形成和废除、使其永存或者得以修正），不考虑可预见的效果就对人工制造的东西开展评价是没有先例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通过考察它们对于特定目标的适当性、而且也通过考察它们的可预见的偶发性的影响，比方说，所导致的污染这样的可预见的影响，来在两个被人为设定的制度设计之间做出选择）再次，我们始终将偶发性的影响用于解释有关国内制度设计方面的争论（刑事的或税率的影响，等等）。
[13]



这些论证重新确证了我对社会制度问题的宽泛意义上的后果主义评价，这种评价使得我们将构建一种能够给人权事业创造出最好的实现模式的具有可行性的全球制度性企划视为目标，而不考虑这种模式是在哪种程度上被建立的。一旦既存全球制度性企划所倾向构建的人权实现模式不如那种最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方案，那么我们就认为既存的那个企划是不正当的。这种制度性世界主义在宽泛意义上的后果主义变化形式实际上涉及如何理解《普遍人权宣言》第二十八节中所界定的对人权的关切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对一个本宣言所提出的权利和自由在其中能够被完全实现的社会和国际
 秩序提出要求。”
[14]



这说明交往性进路和制度性进路之间存在一种进一步的差别，这种差别涉及什么样的行为才算违背某些人权的问题。举例来说，我们不可能要求一种制度性企划将身体攻击的概率降低到零。这种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越是要逼近这样一种理想，可能就越需要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因此，如果一个人在身体上的完整性是合乎情理地具有安全性的，那么制度性进路就会视这种情况为一个人在身体完整性方面的人权得到了充分满足。
[15]

 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在存在有一种共同的制度性企划时）某些从交往性观点来看能够算做对人权的违背的行为（比方说，某些攻击行为）按照制度性观点来看却不能算作对人权的违背（因为那些其身体完整性被违背的人实际上受到了合乎情理地保护）。相反，某些从制度性观点来看被算作是对人权的违背的行为（比方说，对攻击行为的不恰当的保护措施）按照交往性观点来看也不能算做是对人权的违背（当那些未被充分保护的人事实上没有受到攻击时便是如此）。

让我们从这种抽象的论述转向探讨一下我的制度性观点是如何与社会和经济人权以及分配正义的观念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迈克尔•沃尔泽对穷国的道德要求（moral claim）颇有同情，他写道：“分配正义的观念预设了一个有界的世界的存在，在这样一种社群中进行分配，人们乐于首先在他们自己之中开展分配、交换、消费的行为。”
[16]

 这恰好是罗伯特•诺奇克强烈予以攻击的分配正义图景。他认为：“不存在中央分配，没有哪个人或哪个群体是有资格控制所有资源的分配发放的。”
[17]

 至于别的事情，他允许人们去从事他们所乐意从事的所有的交换和分配活动，但是强烈地拒绝任何由某种再分配机构所执行的具有强制力的分配行为。

制度进路所涉及的分配正义观念完全不同于沃尔泽所支持、诺奇克所反对的那种观念。在这里，分配正义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分配特定数量的资源或者如何改善特定分配的问题，而是如何选择或者设计经济规则的问题，这些规则规制着财产、合作和交换行为，因而也就决定着生产和分配。（比方说，就我所为之辩护的特定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制定一系列能够使得每一个参与者的基本社会和经济需求都能获得满足的经济规则）这些经济规则（也就是制度性进路中分配正义的目标）是优先于生产和分配的，因此既不涉及一种已经存在有待分配的资源量的问题，也不涉及已经有持有人的资源的再分配的问题。

分配正义的制度性观念也不会预设一个首先要在内部彼此之间加以分配的社群的存在。而是，它只提出一个小得多的要求：我们所面临做出选择的经济规则是部分地开放的，既不由因果必然性决定，也不会被某些因上帝赋予的、或自然而然的、或中立的、我们不得不忽略其会产生的影响而做出选择的企划所决定。这种选择会对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人们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都不可能与这种影响相隔绝。我们目前的全球性经济制度导致了穷国当中广泛出现的营养不良和饥荒（每年有两千万人死于饥饿和并不严重的疾病），因此，完全可能存在将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剥夺的具有可行性的替代制度。在这样一种可避免的剥夺情况下，我们不仅有愧于那些贫穷和饥饿的人，也有愧于一种制度性企划（这种企划导致了穷困和饥荒）的牺牲者们。这种经济企划中存在着不正义性，对于这个企划的更为富有的参与者来说，保持其永续不变是错误的事情。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与我们同那些处于饥荒中的人之间是不是被一种社群性的边界联系在一起、或者是不是都承诺了要分享资源的问题毫无关系，就像谋杀一个人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一样。这就是我的制度性世界主义看待社会和经济人权所具有的意味。

同样地，这种制度世界主义并不会导致实践上脆弱的结论。一个原因是，我并没有（撇开对罗尔斯观点和《普遍宣言》内容的暗示）提供一个完整的用相对重要和优先的规则来界定的人权清单。另一个原因是，这种制度世界主义仅仅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经由经验性规则和联系的中介而提出了今日世界的一些焦点性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宽泛意义上的后果主义特征，也就是说，它承诺将一种制度性企划的被触发形成的后果视为是和被主动创建的后果同样严肃、同样具有道德意义的。一种制度性企划是不是能够导致可以避免的剥夺或者不平等（比如说奴役或者男性投票权），能够从表征这种企划的那些规则中反映出来（明确地或不明确地）。不过，对于那些被触发形成的剥夺和不平等来说，我们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经验性问题，即，既存制度性企划，比起那些具有可行性的修正方案来，是如何倾向于影响那些违背人权的行为（像婴儿死亡率、虐待儿童、犯罪、战争、营养不良、贫困、人身依附、不能受到教育或医疗待遇）的出现概率的。

这些经验性问题的存在，以及人权观念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那些严重的问题中得出一些结论来，而仅仅意味着，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比起人们所希望的来说，要更少一些精密性、更少一些确定性。

国家主权的观念

在讨论我们如何根据我的制度性世界主义来考察主权问题之前，让我以一种不太寻常的方式来界定一下主权这个术语本身，我将这个术语界定为一种两目关系（two-place relation）：A对B拥有主权，当且仅当：

（1） A是一个政体或者官员（“机构”）；

（2）B是个人；

（3） A对于B拥有无人监督和不可撤销的权威：

a施加一些限制他们行为的规则；

b判断他们的行为是否与规则相一致；

c通过流放、阻止或者惩罚来强迫执行那些规则；

d面对着其他行动者（那个行动者也许对他们拥有权威，也许不）或者个人（A或许对这个人拥有主权，也或许没有）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

A对B拥有绝对主权
 。当且仅当：

（1）A对B拥有主权；

（2）没有行动者在A之上拥有权威，或者在B之上拥有A不能监管和废除的权威。

任意一个A对某个B拥有（绝对）主权，因此能说A就是一个（绝对）主权者。
[18]



当代政治思想和现实的核心观点，是将具有自主性的拥有领土的国家视为政治组织的显著模式。在垂直维度上，主权高度集中于一个单一层面上，也就是说，国家且只有国家在我们的政治世界版图中才拥有各自分立的地位。对于几乎每一个人类存在者来说，对于几乎每一片领土来说，只存在一个对其拥有显著权威并需要对其负有首要责任的政府。并且，每一个人都被认为对那个对其拥有显著权威的政府负有首要的政治效忠和忠诚。全国性政府支配和控制更小一些的政治单位的决策以及那些需要通过国内政府的批准的国家间决策。
[19]



从一种世界主义道德的立场来看（这种观点着眼的是个体人类存在者与所有人类存在者的基本需要和利益问题），在一个层面上对主权加以集中就不再能够获得辩护了。我正构想的那种替代性想法，并不是一种世界国家的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国家优先”（preeminent-state）观念的变种而已。我的想法是，将政府的权威或者说主权视为在垂直维度上被广泛地加以分散。我们所需要的，既是集中化，也是分散化，也就是对先存的具有支配性的国家水平的权威加以二阶的分散化的东西。因此，人们应当是为数众多的、规模不一的政治单位的公民，并且通过他们来自我治理，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单位拥有支配性地位并且获得传统国家的那种角色。并且，他们的政治效忠和忠诚
[20]

 应该被广泛地分散到这些单位上：包括邻里、城镇、县、省、国家、地区以至于世界。人们应当在所有这些层面上都是政治性的，而不用去考虑将它们收敛在一起以作为自己政治身份的指针。
[21]



在辩护和发展与我的制度世界主义相关的这些提法之前，让我来说一下有关主权垂直分化的两种类型的反对意见。

第一种类型的反对观点认为主权根本就是不能分割的。这种反对观点的传统形式依赖的是这样一种信念：一个法律状态（以与那种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相区别）被预设拥有绝对主权。这种有关绝对主权的教条大概是持这样一些看法（可以在霍布斯或者康德等人的著作中发现）：按照定义来说，一个法律状态包含了一个能够唯一解决任何争议的被识别的决策机制。这种机制要求一些实际的机制，因为一种仅仅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条文（宪法，或者圣经训诫）并不能解决它们自身解释过程中出现的争议。不过，只要这种机制是有限度的或者是可以分割的——无论是在水平维度（例如说，根据边界范围或者政府职能）上还是在垂直维度上（就像我的设想中所包括的那种意思）——一个法律状态就不能得以实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一种能够富有权威地解决在限度和区分方式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的诸种冲突的可以识别的方式。因此，一个真正的和平状态就要求一种最终上诉机制，根本性的、最高性的和不受限制的那种。这样一种机制可能仍然会受到（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义务（obligations）的限制。但是，这种义务仅仅是一种内转的权力
 ，因为，对主体施加权威、或者某些二阶的机制判定一阶机制的影响是不是超过了它的存在范围，将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而对于这些问题来说，并不存在合法的解决办法。
[22]



这种会对一种集中的世界主权提出要求的论证，最近两百多年来一直被各种历史事实所证明，这就说明，理论上不能成立的东西在实践上有可能运作得很好。没有一个最高的和不受限制的机制，法律管制基础上的共存也是可能的。当然，确实存在根本冲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那些即使是法律上正确的解决方案上也依然存在争论的问题上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要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要设想这么一个问题，一个宪政民主的政府的三个分支是如何合并为一个主权权力的？虽然每一个分支单独都有自己的宪法界限，但是运作起来并不总是充满冲突的。从一种理论性的观点来看，这种可能性说明，我们并不能确保宪法不出现危机，并且因此就生活在宪法可能出现危机的永恒危险之下。不过，这并不会削弱我们在一种对权力的真正的分割方面的信心：我们已经知道，这类危机并不是频繁出现或者不可化解的。从一种实践性的观点来看，我们知道，宪政民主能够持续，并且能够确保一种总体上的法律状态。

同样的要点也适用于垂直维度上的情况：就像假设说（在一个法律状态中）主权必须伴生于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政府之中这一说法乃是纯属胡扯一样，认为在一种多层企划中，主权必须被排他性地收缩到一个层面上的想法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就像联邦主义政制的历史所清楚地说明的那样，对主权的垂直分割在实践上一样可以运行得很好，即使它在宪法性权力分配的问题上遗留下来了一些冲突，并且并没有提出一个合法方式的富有权威的解决办法。

更具体地说，第二种类型的反对观点反对主权在垂直维度上的分散：也就是说，它认为在垂直维度上存在某种构成了主权核心的不可分割的政府功能。任何打算践行这些核心功能的政治单位都必须是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也就是说，能够自由地去决定在何种程度上更小一些的政治单位在自己的局部性的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即使是在它自己的政治过程不受更具有包含性的单位的规则和评价的制约时亦当如此。对主权的垂直分配，如果确实存在这么一件事的话，因此必须有倾斜的（就像当下的联邦制政体中所出现的那样）。

为了便于评论，这种主张需要作两点澄清，而这恰好是很少被人们注意到的。第一，当人们更为谨慎地考虑这个主张时，就会令人惊奇地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很难提出有关不可分割的政府功能的例子来。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司法审判，原材料控制、安全保障、教育、健康、收入保障、资源汲取和污染的管制和税务，劳动和消费的管制和税务，所有这些显著的领域都可以在多种层面上加以处理，并且在现存的联邦制政体和邦联中确实是这么做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政府功能被认为是不能在垂直层面上分割的呢？第二，那些功能据说拥有的不可分割性到底是来源于一种观念看法、经验需要还是来自于道德要求呢？

由于我在此不能对第二种类型的反对观点的所有可能看法都加以讨论，因此，让我集中对一个范例来加以探讨，即，沃尔泽的那个主张。也就是说，确定成员资格、承认和排斥的权威至少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核心主权的一部分：“在政治组织的某种层面上，像主权国家这样东西必须被严格界定，并且宣称拥有权威来制定自己的许可政策，来控制并且有时候是限制外国移民。”
[23]

 沃尔泽这里所说的“必须”并不是反映一种观念的或者经验的必然性，因为在那种意义上，问题中所提到的权威性显然是可以被分割的。如允许所有层面上的政治单位都否决移民权。沃尔泽是在一种道德的基础上拒绝赋予省、城镇和邻里拥有这种权威性的：因为那样会“导致成千上万的要塞和堡垒”
[24]

 。但是，如果更小一些的单位被从控制新成员的流入问题上预先排除了出去，那么移民问题就必须在国家层面上得到控制：“仅当国家在可能的成员中做出一种选择并且保障那些它所选择的个体的忠诚、安全和福祉的时候，本地社群才可以被清晰地界定为是‘不具有重要性的’组织，仅仅受个人偏好和市场能力的决定。”
[25]

 这种据说存在的联系仍然是一种道德性的：事实上即使在移民问题上根本不存在控制的情况下，本地社群作为不具有重要性的组织也肯定是有可能的，就像沃尔泽自己说的：“当然，那些堡垒也可以被撕开。”
[26]

 因此，沃尔泽的看法是，对开放性的坚持（也就是避免出现成千上万的堡垒）对于邻里来说要求有些过多了，除非国家能够对移民问题有一个控制：“文化和群体的区别性依赖于封闭……如果这种区别性是有价值的……那么，在某些地方封闭就必须受到允许。”
[27]



不过，按照这种理由，常见的那种模式真的是道德上必需的吗？确实，沃尔泽正确地指出了全国性移民控制对保护聚合性邻里文化所发挥的价值要大于根本不存在这种控制时的情况。
[28]

 不过，如果国家只是去认可那些计划搬入愿意接受自己的邻里的移民，那这种价值可能会被保护得更好一些。而且，由于邻里文化事实上既可以被外来移民也可以被本国人口的流动所破坏，因此，如果赋予邻里一些权威以便他们能够从接受新居民或者限制其数量之间做出选择，可能会更好地保护那种价值。最后，邻里可能会经常能够要求从国外引进新成员（那些人有特殊的民族性、宗教性或者文化联系性），并且他们将由于在全国性移民控制过程中所扮演的那种使得他们可以推动对这些人的认可的角色而受益良多。因此，至少有三个理由使我们相信，沃尔泽的理由（聚合性邻里文化应当被保护但同时不应堡垒化）事实上会由于对认可和排斥权的分割而变得比它在那些权威集中于国家层面上时所起到的作用要好得多。

有关对主权作垂直型分散的一些主要理由

在处理完一些初步障碍后，现在让我来简略地陈述一下支持把主权在垂直维度上广泛分散的世界的四个主要理由。

第一，和平/安全。在目前的政体下，国家间竞争乃是最终通过军事竞争包括军事力量的威胁和使用来实现的。而且，在本国疆界之内，政府是可以事实上自由地做任何它们想做的事情的。这样的政府因而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动机和非常广阔的机会来发展自己的军事。这就注定会导致核、生化和大规模常规杀伤性武器的进一步扩散。而在一个为数众多互相竞争的全国性政府控制着这些武器的世界里，灾难性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通过一个依靠每一个全国性政府的自觉合作来减少和消除它们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是不具有可行性的事情。因此，目前需要做的事情，是集中采取减少和消除这类武器的强制性行动，这么做也就会规避掉那种流行的国家主权观念。这样一种计划，如果立即得到执行，并不会比维持现状带来更大的危险。它将得到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政府的支持，如果它能够增加所有人的安全的话。

第二，减少压制。在目前的全球政体下，全国性政府能够自由地采用一切方式来控制“它们的”人民。一些政府通过折磨和谋杀它们的国内反对者而密集地审查信息、镇压和破坏民主进程、禁止迁徙，如此之事不一而足。这种问题可以通过一种把主权在多种层面的政治单位中垂直分散的方式得到缓解，这种方式可以使得那些政治单位互相监督和制衡，并且将彼此的滥权予以公开化。

第三，全球经济正义。目前经济剥夺的严重程度（每年因与贫困相关的原因死亡的人超过两千万）要求对当下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经济合作企划做出修正。一项可能的改革将涉及一种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实施全球性征收以便支持那些最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29]

 这种征收将使人均收益平等化，而且也鼓励节约。出于经济正义的改革将再一次涉及集中化的问题——尽管并不需要任何类似于一种全球性福利官僚管理机制的东西。

全球性经济正义其本身构成自己的目的，它需要、并且因而支持一种对政治权威的全球性再分配。不过，为了支持前两个目标，作为一种手段，它也是具有重要性的。战争和压制起源于政治单位内部和它们之间的权力纷争的事情，这种纷争越剧烈，风险就越大。为了支配为数众多的国家、或者为了重新勘定自己的边界，出现了太多的纷争，那种控制人民和资源的方式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我们可以通过将政治权威分散到几个层面上的方式降低这种风险，并且制度性地确保在全球层面上的经济正义。

这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说明了为什么我最初的三个考虑（尽管每一项考虑都支持某种集中化）并不支持一个世界国家的想法。尽管一个世界国家能够在和平和经济正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但是，它也会在压制方面带来重大的风险。在此处我所提及的这种多层企划中，由于它能够包容大量的监督和制衡的因素，并且能够确保即使在某些政治单位导向暴政和压制的情况下，也仍然有那些已经被充分加以组织了的能够为受压迫者提供援助和保护的政治单位会担负起将那种行径予以公开化的使命，甚至，如果必要的话，还会同那些压迫者作斗争。

针对一个世界国家的想法，也存在两个更进一步的反对理由。文化和社会多样性可能在所有层面的文化社群的利益得到相应的政治单位的代表（对外）和支持（对内）的情况下更容易得到保护。而我所提及的企划从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中逐渐地加以实现（通过我所说的二阶分散化的做法），而一个世界国家的想法（这种做法会涉及现存国家的消除问题）看起来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而这有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大灾难。

第四，生态。生产和消费的现代过程倾向于产生出影响重大、在很大程度上会超过国家边界的消极外部性来。在一个由诸多互竞的具有自主性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中，这种外部性的内化由于常见的隔离、担保和合作问题，总是难以取得成效。由数位众多的地缘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共同缔结的条约需要艰难地协商，这经常导致进程十分缓慢。并且，即使是在协议达成之后，由于对其他各方履约存有疑虑，也会影响到各方为履约而做出的努力。

现在，人们可能会说，这第四个理由超越了我的制度世界主义的范畴，因为并不存在任何获得承认的对洁净环境提出要求的人权。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生活在一个逐渐恶化的自然环境中呢，如果他们如此选择的话？或许他们应当如此，但是他们现在并没有做出这样一种选择啊！这就是我的回应。我们的自然环境所遭受的恶化难免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在目前的国家中心模式下，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被有效地排除在了本国政府的单边政策制定和政府间议定之外。

我的回应说明，把生态
 这个理由当做更深层的和更一般的第四个理由是合适的，这个理由还可以被贴上民主
 的标签：人们有权利去参与到一个其政治决策会对他们产生重大而具有合法性
[30]

 的影响的制度建构中去，并且一般来说也应当同等地拥有影响决策过程的机会——直接地或者通过选出的代理人或者代表。
[31]

 这样一种政治参与方面的人权比起当下大多数国家中、或者在那种可能出现的世界国家中存在的对地方自主权的关切要大得多。事实上它也支持那种我所提到的多层制度性企划。

在作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来考察一个反对意见。有人可能针对那种政治参与方面的人权论证说，政治决策只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而不存在是不是民主的问题。不过，首先，这个异议只能适用于那些道德上比较封闭因而容易做出正确或者不正确的判断的那些政治选择。我相信，我们应当拒绝那种几乎将所有的政治选择都视为是道德上较为封闭的观点。其次，即使在政治选择是道德上封闭的情况下，那种使得其正确的首要的和最终的责任乃是应当在于那些相关的人身上。当然，某些其他的决策程序对于某种决策来说可能是更为可靠的，而这类程序（司法判决、议会、内阁，等等）因此就应该有一个恰当的方式上来开展，不过，这样的决策应当是由那些受到委托成为代表的人来做出。那些决策最终应当归属于那些人民，而不是那些自我指定的专家。应当让人民来认可那些可供取舍的决策程序的可靠性，并使之制度化。

在我们所说的政治参与的人权存在的情况下，对主权的恰当的垂直分配就受到三个方面考虑的制约。第一个考虑支持分散化，第二个考虑支持集中化，而第三个考虑能够保证前两个方向的考虑维持一种综合的平衡。

第一个考虑，决策应当被尽可能地加以分散化。当然这也必须要照顾到那种使得决策对个人造成的负担最小化的考虑。不过，也有一些更为重要的理由。就那些道德上封闭的决策来说，局外者对于做出负责任的判断这一点来说更有可能缺乏知识和敏感性，而唯一可用的且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限制这样的人的方式是划定地缘标准。就那些道德上开放的决策而言，目标必须是能够最大化每一个人影响那些塑造了她的生活的社会决策的机会。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增强人们的影响那些仅仅对别的地方来说具有重要性的决策的机会。人们至少应当拥有一种自由来决定自己在什么程度上参与到此类交流中去。这第一个考虑因此并不排除某种集中决策机制的主动生成（尽管它们的结构将反映出参与者的谈判权力）。举例来说，在地方合理性和全球合理性发生冲突以及由于涉及合作问题或者经济稀缺性问题或者仅仅因为那么做成本过大（例如说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的构建和维护，研究和技术，空间计划等等）问题因需要一些奉献者的情况下（公地悲剧的情形：捕鱼、放牧、污染），这种集中化可能是合乎理性的。

第二种考虑，在必须避免排斥人们参与到会对他们产生重大（并且具有合法性）的影响的那些决策的制定中去的时候，支持集中化，这类决策分为两种（也可能是三种）。我们栖居在同样的自然环境之中，且受到他人行为的关键性影响，因此，我们就拥有一种参与到那种被加以采用的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去的权利。并且，由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关键性地受到了那些支配性制度（比方说像婚姻、生殖控制、财产权、货币、市场和各种形式的政治组织等等）的塑造，我们就拥有参与到对它们做出选择和设计的过程中去的权利。这两种决策直接来源于康德有关人类存在者不可避免地通过直接的契约或者通过他们对彼此共存于其中的自然世界的影响而对彼此造成影响的观点中产生。第三种对决策的参与权利更具有争议性。人们或许会说，存在某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下，我们是作为一个物种而开展行动的，因此也就应当联合起来决定如何行动。相应的例子有：我们人类朝向其他生物种类的（使其濒危的、基因工程的、野蛮的）行动、到外太空的冒险以及有关我们人类遗产的保存（古代建筑和艺术品、艺术和建筑的伟大成就、罕见自然遗产的保存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要求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采取不可弥补的单边措施，看起来是错误的。

第二种考虑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一些经验事实，尽管它是以一种相当直接和可以得到的方式取得的。人们只要稍作反思就会发觉，过去几个世界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支持集中化的那种考虑的重要性。这部分是因为人口密度的攀升，不过，更重要的，乃是因为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全球性相互依赖的程度急剧增加。就技术而言，人们居住于本国边界之内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后果（比如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囤积、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用于造氧的植物被砍伐以及那些能够破坏臭氧层并引起全球性变暖的污染物的扩散）现在越来越多地对局外人造成了重大伤害和风险，因而也就在道德上削弱了那种有关绝对的国家自主性的陈词滥调。全球性互相依赖最好是按照全球性资本和产品市场的情况来加以描述（类似于1987年十月全球性股灾的那种戏剧性情形）：日本的收益率的概念，或者芝加哥期货交易的剧烈波动，都能够使得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面临生死困境，如在非洲，那些依赖外债和出口农作物度日的国家就可能面临着这种困境。这种相互依赖并不是非常坏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使之缩减规模），不过它确实要求决策的民主集中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某些制度的关键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就有权要求在那些决策形成的过程中扮演政治角色。在这类制度的设计上存在自由交易的可能性并不满足机会平等原则，就像据说在产品市场上非洲人缺乏讨价还价的权利否则他们就能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那样。这种论证是反对那种认为出于国家自主性的理由我们必须拒绝超国家的民主过程的社群主义主张的。那种拒绝增强了占有优势地位的第一世界人们的国家自主性。但是他们的所得是以那些贫穷国家（尽管他们拥有一种虚构的或者只是法理上的国家主权）的人民事实上不能控制构成自己生活的基本产品为代价的。这个问题特别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强化：相当无能的政府经常怀有强烈的动机去迎合外国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前两种考虑本身会产生出这样的理论后果：做出某些特定决策的权威性应当来自于一个单位（unit）的民主政治过程，这个单位（1）要尽可能小；（2）要同等地包含了这种决策将会对其关键而正当地产生影响的所有的人。在实践上，确实需要在这两种考虑之间作一些权衡，因为一个已经确立起来的政治过程不可能总是恰好同等地且唯一将那些被关键性地影响了的人包括进去。举例来说，一个对两个省的人产生了影响的事情，可能会被提交到全国性的议会中去讨论，或者可能只会在两个省的政府之间通过讨价还价来决定。前一种情形是以（1）为代价换取了（2），因为它触及很多并不被正当地影响的人。而后一种情形则是以（2）为代价换取了（1），因为被正当地影响了的人并不具有同样的机会来影响这件事情，决策是由两个省的政府的人做出的。

前两种考虑将满足这样一个理想理论的假定：任何决策都要满足涉及此程序（平等机会的要求）和结果（这项或者那项人权）两个方面的所有道德约束。然而，这一假定在实践上很难为真。所以，第三种考虑必须得到重视：单独从前两种考虑出发而对主权加以恰当的垂直分配所导致的后果应当受到修正（在两个维度上都要受到修正），如果这种修正能够关键性地提高决策的民主性或它的可靠性的话（根据人权的得到满足来加以衡量）。让我们简单来讨论一下，第三种考虑会带来什么不一样后果。

一方面，人们必须质问，将决策权威放到较大的单位上——或者（或许更有可能性的是）使得较小单位的政治过程服从于更大的单位的政治过程所产生的规制和（或）评议——总的来说能不能给实现人权带来收益。这种权威将在人权的基础上允许更大的单位对更小的单位的政治过程的结构提出更改的要求，并且（或者）废止后者的政治决策，或许还是强迫性地对其要求更改和加以废止。

即使在此类干预真的保障了人权的时候，这种规制和评议也要以较小单位成员的政治性人权为代价。当然，较大单位的规制和评议过程本身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就有可能因其破坏了其实没什么问题的结构或者决策而导致对人权的违背，或者由于其迫使较小单位去采取某些结构和决策而更为直接地导致对人权的违背。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个相反的问题：第三种考虑是不是会导致一个分权的趋势。因此，人们必须要问，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一个更大单位的政治过程才是不民主的或者不可靠的，以及把决策权威下放到更小的单位上（或者给予这些次一级单位一些评议性的权威），是不是会在总体上给实施人权带来好处。举例来说，出于人权的理由，这样一种权威可能会允许省级政府阻挠全国性法律在本省的实施。这种权威是可以获得辩护的。

到底要掂量多少事情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并不能在此精确地对其加以讨论。不过，让我说两点。第一，那些自身人权正在被践踏的人的观点应当得到重视。对于这些人，需要赋予他们一个规制和（或）评议的权威。如果某个国家的州政府不受联邦政府限制，其大部分黑人就会遭受歧视，那么，那些假设出现了反对权威的事情，比起白人的观点来，黑人的观点就应该获得更大的权重。这并不是否认说，不正义的牺牲者或许会被洗脑或者或许将被灌输某种错误意识。而是说，规制或者评议权威仍然是可能的。不过，在那样的情况下，这当然是更难做到的事情。

第二，语言、宗教、民族或者历史这些因素都是完全不相关的。这些因素既不会使得人们能够主张去成为彼此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对其的缺乏也不会使得各种各样的限制不能成立。不过，这些因素的有无或许仍然在经验上具有重要性。因此，就算一些较小的单位的成员分享宗教或民族特征（在较大的单位中他们可能是少数，就像一个印度教国家中的一个穆斯林省那样）。我们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很好地支持着这样的观点：由较大单位来掌握的规制和评议性权威可能会被频繁地滥用，而由较小单位来掌握的评议性权威则将有助于增进人权的落实。这类信息说明，所需要赋予的权重并不单独地取决于价值判断。它们也取决于对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实质性语境中替代性安排事实上将如何起作用的预期。

第三种考虑在一个特定情形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有一个问题：有关恰当的决策配置的决策应当在什么地方做出？比如说，如果省议会和全国性立法机构之间产生了争论，那么，到底是诉诸省最高法院还是诉诸全国最高法院来对此加以裁决呢？这里，人们再一次地必须提供论证来说明，他们选择的决策地点比起别的地方来说更具可靠性。

就理想的层级数或者立法、执行与司法职能的具体配置而言，确实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界定。这个问题可能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取决于我的第二和第三个考虑（外在性、独立性和不可靠性）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经验事实，也取决于人们受历史、文化、语言或者宗教关系的影响而塑造出的各种偏好。人的政治参与的权利也留下广泛的变化空间，呈现出地区多样性，有的是直接的决策程序，有的是代议制的决策程序，有的有政党参与，有的没有政党参与，等等。民主可以采取许多种形式。

政治单位的形成和再造

我已经说过，上面提到的多层企划的一个很大优势就在于我们可以慢慢达到。这就要求温和的集中和分散措施，将政治单位在国家水平的上下分别予以增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单位将不得不被创造出来，因此，我们就需要知道如何决定新的政治单位的地形外貌。或者，留心一下既存政治单位的地形外貌所招致的那么多不满，我们应该更为宽泛地探问：到底什么样的原则才应该被用来解决在某个水平上政治单位的地形分割问题？

受世界主义式民主理想的驱使，我认为以下两个程序原则或许是最接近我们所探寻的原则的：

（1）那些居住在任何外形合理的相邻边界内的住民可以决定（通过多数原则或者绝对多数原则）加入一个既存的政治单位，这个政治单位的边界与他们自己的边界相连，这个既存政治单位的人民愿意（通过某个多数或者绝对多数原则）接受他们为自己的成员。
[32]

 这种自由有条件地属于这样一些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位不愿意加入这种活动，它们要么继续依靠自身来发展（有一个外形合理且人口充裕的相邻领土），要么就打算根据本原则的第一款，加入其他政治单位。

（2）任何外形合理的相邻边界内的住民，如果数量充分的话，可以经由某种多数原则或者绝对多数原则决定去形成一个层次与他们的数量相称的政治单位。这一自由受制于三条约束：可能会有一些亚群体成员，根据（1），有拒绝加入其他政治单位、从而改变自己的成员资格的自由可能会有一些亚群体成员，根据（2），有拒绝获得为构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同等级政治单位而组建的某单位成员资格的自由。不加入这些被提请考虑的活动的政治单位，必须要么继续自我发展（有一个外形合理且人口充裕的相邻领土），要么就根据原则（1）的第一款，加入其他政治单位。

或许有人会说，接受这些原则，可能会在应用上触发一系列的问题。很多既存的群体对自己目前的成员资格不满意，这当然是事实，但是如果接受这两个原则，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就说，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短期问题。不过，一旦这个问题逐渐被解决，随着人们开始满意于自己的政治成员资格，就不再会出现要求重新确定成员资格的活动，因此，大部分边界就将得到稳定。

而且，随着我所说的主权的垂直配置得到落实，在边界问题上的冲突在强度上会大为缓解。在我们的世界，许多此类冲突都是被道德上不恰当的考虑所驱动的，特别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两个考虑。之所以在有价值的或者战略上重要的领地和群体上存在着竞争，是因为对它们的占有关键性地影响到在不太确定的未来，国际谈判权（经济上或者军事上潜在的）的分配问题。一些更为富裕的国家尝试着在与穷国之间的边界区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以便使国内民众对本国有责任推广分配正义理念，产生更为广泛的认同。
[33]

 在我所提倡的多层企划之下（根据这个企划，目前由全国性政府所拥有的政治权威既受到限制，也被在多个层次上加以分置，并且，根据这个企划，经济正义在全球层面上被制度化，因而成为不可逃避的要求）在任何层面的领土争端，都不过像现在出现在省级或者县级层面的类似争端那样，强度上非常轻微。如果说，我的两个原则对于在当下这样一个由各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来说，并没有恰当地明确一项可以与之脱离的权利，那也并无不当。
[34]

 不过，这些原则的可信性将随着我所提出的二阶分散化过程而大为增加。
[35]



最后，经由两个合理的修正，应用的影响范围将被降低。第一个修正是，在应用两个原则中的任何一个时，证据的负担应当落在支持发生改变的一方那里，它必须详细标出恰当的领土范围、组织好自己的人民，如此等等。这种负担会阻止那些不切实际的主张。第二个修正是，要求某种绝对多数程序可能是最好的措施（比方说，支持者必须在为期两年的三读审议中都要在数量上超出反对者和弃权者数量的总和）。这些措施将特别有助于防止一些地区出现反复（因为，或许会有一些外部的支持者进入其中参加投票以扭转局势）。

让我简要来说明一下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各个政治单位互相之间结成网络，那么两个原则该如何落实。假设克什米尔人同意合并为一个省，但是在到底这个省属于印度还是属于巴基斯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西克什米尔的大多数人支持属于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人则支持属于印度。那么就会有四种可能的后果：一个统一的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省（P），一个统一的印度克什米尔省（I），一个独立的克什米尔国（S），一个部分属于巴基斯坦部分属于印度的分裂的克什米尔（D）。根据原则（2），由于东巴基斯坦可能会单方面地坚持D而不是P，他们就针对于西克什米尔的多数获得了某种保护，他们可以用这种保护来作为谈判的筹码，这就可能会导致后果S（如果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备选方案的话），或者甚至是后果I（如果这是西克什米尔人的备选方案，而东克什米尔人就是偏好D或者S而不是P的话）。
[36]



针对我在解决政治单位的边界问题时所采取的世界主义观点，传统替代方案为历史传统以及属于这些历史传统的成员（同胞姊妹）或者各个国家以及属于这些国家的成员（本国公民）保留了特殊的空间。后一种方案本质上是保守的，而前者则是一种修正主义的（比方说，由于包括进了阿拉伯、库尔德以及亚美尼亚国家，同时排除了像苏联或者苏丹这样的多国联盟）。那种立场关键的两点主张是：（a）只有同胞姊妹或者本国公民所组成的群体才有权利自治，（b）这样的政府甚至可以控制那些对这种地缘划分感到不满的属于亚群体的由同胞姊妹或者本国公民所组成的群体（这些人最多只拥有个人移民的权利）。
[37]

 那些奉行这种传统立场的人试图拒绝接受我的据说极端个人主义、契约式的或者意愿主义的世界主义观点。这种情绪的各种例子很容易就能发现：“更为重要的人类群体需要建立在被分享的历史之上，被建立在非意愿主义（至少不能完全是契约式的）成员资格标准之上，以具有其本来就有的价值。”
[38]

 就其为一种经验主张而言——或许是关于真正的团结性和互信的前提条件——我并不打算加以同意。
[39]

 如果一个政治单位在它的成员分享共同的学员和教育背景（语言、文化、宗教）时确实对于它的成员来说更具有价值，那么，人们就将认识到这一事实，并且将寻求去在此基础上建立政治单位。我并不是要质疑这一点：基于两个原则而寻求改变自己的政治资格的群体绝大多数是被那种不可选择的共同性（commonality）所特征化的群体。

不过，是不是就不能也赋予其他群体改变政治资格的权利呢，即使这意味着为了用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交换了并不那么有价值的成员资格？玛格丽特和拉兹通过“图特海姆足球俱乐部的支持者”、“小说读者俱乐部”以及“所有姓氏以字母‘g’和‘e’开头的人所组成的群体”的例子对这种想法大为嘲讽。
[40]

 然而，这些例子（暂且不说它们是何等牵强）被相邻性要求排除在外了，我想，对于这个要求，根据政府的职能，一个“意愿主义”者既是能够也是应当加以接受的：因为，政府要支持那些不同避免通过直接的交往行动以及通过对共同环境的作用而相互影响的人们之间分享的那些规则。因此，一个更为可信的例子也许是一个文化上和语言上都是意大利式的边境小村庄的居民，他们更为偏好（据推测）在法国获得一个更少具有价值的成员资格，而不是在意大利获得一个更具有价值的成员资格。这里我不免要问道，假设法国愿意的话，那些人有权利犯错吗？或者，他们应当被强迫（或者经过仔细考虑后）留在一个与他们的意愿不相符合的政治单位之中吗？

这个例子在哲学上触发了根本性的价值冲突。我的世界主义承诺个人自由，因此构想的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全球制度企划。这样一个企划是与其成员在某些部分不可选择的标准方面（国际、民族、母语、历史、宗教，等等）具有同质性的政治单位相兼容的，它所产生的，也将肯定是这样的单位。但是，它能如此，仅仅是因为人们选择了去与那些在这些方面与自己类似的人分享彼此的政治生活，而不是因为在他们分享某种不可选择的特征时就有资格成为彼此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支持传统替代方案的一种方式，是拒斥掉这样一种个体主义假定：只有个人是道德关切的最终单位
[41]

 ；人们因此可以说，一旦国家的道德主张只是在说明人的事情，那么，人们就将很容易发觉，在所有事情都考虑到的情况下，用人权的术语来说，正义要求低于具有可行性的替代选择的那种制度安排，比方说，就那个村庄而言，是一种将意大利的利益看得高于村民所表达的利益的制度安排。

这一辩护策略面临两个主要的问题。国家如何才能拥有不可还原为它们的成员的利益和道德主张（这些利益和道德主张可以被容纳进人权概念之中）的利益或道德主张，这个问题并不清楚。这种观点有点形而上学的腐朽气息
[42]

 ，也容易导致政治上的或者意识形态上的操控（就像查尔斯•德•高卢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他被发现援引国家的利益来对抗他的法国同胞的利益）。而且，为什么这个观念用在这里，而不是用在其他类型的政治单位的情况中，或者是宗教、文化以及其他类似实体中，也并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也不需要去说明天主教、艺术或者棒球的道德主张呢？

这些问题就暗示了另一种辩护策略，这个策略接受个体主义假定，但是因此关切于那些个人是属于哪个国家这样一个问题，并以此来考虑人的政治权利问题。这个策略最显著的辩护者就是迈克尔•沃尔泽，尽管他的那篇文章着眼于国际伦理学（交互行动）而不是国际正义（制度）。沃尔泽支持性地引用韦斯特莱克的话说：“国家的义务和权利，不过就是那些组成它们的人的义务和权利。”并且补充道：“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的权利……属于国家，但是，它们最终来源于各项个人权利，并且正是在个人权利中才获得了力量……国际既不是完整的有机体，也不是神秘的盟会。”
[43]



当然，关键的问题是，这样一种推演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有两种可能性。直接的方式，是要么假定存在一项兄弟姊妹或者同胞公民
[44]

 开展统治的人权，要么假定存在着一种参与到主权活动中的人权。前一种权利难以置信地要求其他权利（巴伐利亚人可能会坚持要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即使所有其他的德国人都不同意如此），并且将仍然不能确立起来，除非它也是不可遗弃的，或者准确地说，是一项义务。后一种权利则难以置信地要求那些人仅仅因为他们曾经（无论是何等受制于暴力）成为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或者曾经与人分享了团结和牺牲，就有义务去继续服从共同意志。

间接的、工具性的方式，涉及这样一个经验主张：如果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能够决定性地塑造他的生活并且被他的同胞姊妹或者本国公民所支配的政治单位，那么人权（就通常定义而言）就最有可能得到满足，或者在一个更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但是这仍然受到我的世界主义概念（经由第三种考虑）的非议，因为相关的经验主张看起来并不能在历史记录中发现可靠的根据。

假设这种论证不能在经验上获得根基，那么我的制度世界主义就能够论证一个主权被广泛地在垂直方向上加以配置的全球秩序，尽管政治单位的地理外形是被处于具体情境之中的个人根据原则（1）和（2）按照具有自主性的偏好来加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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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
 （New York：Basic，1977），p.53；cf. Walzer，“The Moral Standing of States”,in Beitz et al.，eds.，p.219.

[44]沃尔泽暗示了这一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拥有一项权利去仅仅忍受彼此之间的折磨，如果他们必将被蹂躏和强制的话。”（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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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与全球正义理论




平等主义的万民法



涛慕思•博格

罗尔斯在20多年前对国际正义理论做了简要概述，近来，他更为详尽地把自己的正义理论扩展到了国际领域。
[1]

 与他最初的概述相似，罗尔斯目前提出的“国际法”也没有平等主义分配的成分。在对罗尔斯思想框架的扩展中，我曾论证说，全球正义的标准必须敏感于国际范围内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2]

 鉴于罗尔斯对这一问题作了新的和更为详尽的审慎思考，我将再一次考察这个问题。

在罗尔斯看来（LP
 ，51），他的国内正义观含有三个部分使之配用“平等主义的”这个词：

（1）他的第一正义原则要求，制度要维系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这样，具有类似动机和类似天赋的人才能拥有大致平等的机会去赢取政治职务并去影响对其生活起塑造作用的政治决定，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参见TJ，
 225）

（2）他的第二正义原则要求，制度要维系机会的公平平等；这样，具有同等才能和动机的人才能拥有大致平等的机会去获得优质教育和职业地位，无论他们最初处于怎样的社会阶层。（参见TJ，
 73，301）

（3）他的第二正义原则还要求，只要社会制度产生社会或经济的不平等，它们就必须最有利于处于不平等的最底层的人。（参见TJ，
 76f）

上述每一种平等主义的成分，都提供着独立的依据，用以批评产生了过分不平等的、当代美国的基本结构。

类似地，我们可就当前的世界秩序给出如下论点：

（1）它不能够为不同人民的成员提供大致平等的机会以影响对其生活进行塑造的跨国政治决定。

（2）它不能够为具有同等天赋和动机的人提供大致平等的获取优良教育和职业地位的机会，无论他们出生于怎样的社会。

（3）它还产生着不能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全球范围内的最不利者的、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这些评判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否揭示了当前全球秩序的错误？

罗尔斯的万民法不包含任何形式的平等主义分配原则，因此他似乎持守这样一种观点，即上述三种类似的评判皆不能成立；当然，他明确抨击的只是与他的第三个平等主义关切类似的、主张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差别原则的立场。而我的观点依然是：由于全球政治和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很可能会持续到遥远的未来，全球层面上类似的三种平等主义关切就都是有效的。但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将只针对罗尔斯为一种弱得多的主张提供辩护，这一主张就是：一种合理的全球正义观必须敏感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

我虽然把焦点聚集到我们之间的分歧，但却不应掩盖我对罗尔斯在大赦国际演讲（Amnesty Lecture）中许多观点的认同，既包含实质性的认同又包含方法论上的认同。从实质内容上讲，我赞同罗尔斯的下述观点：一个正义的世界秩序可能包含着这样的社会，这些社会遵从的正义观可能是非政治的、非自由主义的，或既非政治的又非自由主义的，从而有别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LP，
 42f，46）；对这些社会制度在国内运作的一个主要要求就是，它们要保障人权（LP，
 61-63，68-71）。从方法论上讲，我也赞同罗尔斯的这样一个观点：要确定他的原初地位的观念应该如何最好地适用于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复杂状况，还为时过早（LP，
 50，65f）。原初地位最初是为论述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而被设计出来的，它是一种想像中的探讨情境，其中的“各方”被设想成是公民的代言人（TJ，
 4，8，457）。每个代言人会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委托人着想，而他们的差异性特征都被“无知之幕”屏蔽了。各方致力于达成对于公共正义标准的共识，但却不知道委托人的特定信念、价值、爱好、愿望、天赋，甚至不知道委托人所在社会的自然和历史背景。这一观念或许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其中一种主要的扩展策略是罗尔斯的：将两个正义原则应用于各个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然后让各方召开第二次会议去处理这些社会之间的关系。另一种主要的扩展策略是：一开始就设定面向全世界的全球的原初地位，甚至如罗尔斯那样去追问：“是否应当有各国或各国人民，用什么形式才应当有各国或各国人民？”（LP，
 50）第二种扩展策略受到了大卫•里查德（David Richards）、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和我的青睐。在这里，我不去考虑第二种扩展策略，因为对国与国的平等主义关切很容易被第一种扩展策略所容纳；然而，罗尔斯却完全反对这种做法。

我对于这种分歧的关注不能掩盖我们之间的其他分歧。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两种相关的分歧。首先，我不认为“人民”的观念在人类世界中是足够清晰和足够有分量的，以至于它能够担当罗尔斯赋予它的概念角色和道德重要性。在全球许多地方，官方勘定的国界线并不与一般用来界定人民或民族的那些主要特征相关——这些特征包括：共同的种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传统。此外，某一群体是否构成“人民”，似乎在某些重要方面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我曾建议说，这类复杂事态也许能被容纳进多层次的制度架构，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中，主权的权力可以进行垂直分散，而不是沉重地集中在国家这个单一的层面上
[3]

 。在此，我把这个话题存而不论。让我们假设：人民与人民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确实有清晰的划分，每个人都只归属于一国人民，每一国的领土上都只有某个民族的成员。在这种高度理想化的情景中，平等主义的关切似乎最不紧迫。因此，如果我能够证明，平等主义的关切在这种情况下都是合理的，就意味着这种关切对于更加现实的情景也应当是合理的。

其次，我不认为罗尔斯充分回答了国界的历史任意性问题，事实上，绝大多数国界都是通过暴力和强制产生的。罗尔斯写道：“从国界具有历史任意性这个事实，并不能推出它们在万民法中的作用不能得到辩护。要知道，美国某些州之间的边界划分也具有历史任意性，但从这个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取消联邦制的结论。把关注点放在国界划分的任意性上就是弄错了关注的对象。真正应当关注的是体现在联邦制中的、与中央集权制形成对比的政治价值。联邦制内各州的功能和角色才是所关注问题的答案所在，也就是说，答案取决于各州作为次级单元的政治价值以及它们的边界线是否能够、或者是否需要重新划分等等。”（LP ，
 223 n.16）让我们假设，历史任意性这一单纯事实并不构成反对现状的论据，我们只需提供面向未来的证明。这种证明应当证明三方面的事情：第一，边界应当存在；第二，边界应当保持现状；第三，边界应当具有它们目前具有的制度意义。我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前两个问题，就让它们保持现状吧。我要讨论的是第三方面的问题：罗尔斯如何能够证明国界目前具有的巨大的分配意义是合理的，并且，在罗尔斯的理想世界里，还要让这种分配形式持续下去从而决定出生于不同国家的人的生活前景？罗尔斯如何能够证明，国界划分与对资源的占有和对资源的完全控制具有合理的内在关联，如何能够证明现有的国界划分应当永远使国家受益于对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的垄断？颇有意思的是，在探讨国与国的边界时，罗尔斯把话题切换成了探讨美国内部的州与州的边界，而后者实际上并不具有分配意义。你生于堪萨斯州还是艾奥瓦州其实无关紧要，因此，就没有太大必要去证明州界划分是否合理。然而，你出生于墨西哥还是出生于美国却事关重大。于是，我们就有必要面向墨西哥人去说明，为什么仅仅因为出生于国界的这一边我们就应该享有大大优越于他们的生活前景。而出生于国界哪一边所导致的差别，与性别差别、皮肤差别和父母的财富差别一样，都具有道德上的任意性。当国与国的边界具有历史任意性时，也就是说，当国家版图分布染上了往昔不义的征服、种族灭绝、殖民主义和奴化行为等无法抹去的斑斑劣迹时，证明其正当合理就愈发困难。但请允许我将这一困难也存而不论，而只关注道德的而非历史的任意性。让我们假设：各国人民是以我们能够想像的道德上最良性的方式与自己的国土联为一体的。

于是，当我要针对罗尔斯并为某种平等主义的万民法提供辩护时，就不得不艰难地面对自己设置的三重障碍：首先，我接受罗尔斯的规定，全球正义问题是原初地位下第二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并且，其中的代言人被刻画成把民族国家体系视为当然的各国人民的代言人；其次，我接受罗尔斯的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即世界人口整齐划一地分为各族人民并且各族人民都清晰地被各国的边界所隔开；再次，我放弃以如下方式去支持我的平等主义观点，即不去追溯现有的国界划分如何起源于历史上的严重罪行。我只是为了第一至第五节的论证才做出这些让步，否则，我会继续持有自己以前的立场。

一、全球资源红利

罗尔斯反对把平等主义因素纳入万民法，他的某些理由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也就是说，他不得不考虑世界政府的不足的行政能力和相应的危险。为了方便读者去评估这些担忧，我将提出一种足够清晰而具体的制度方案并用具体的制度形式去表现我们的核心分歧。由于受制于篇幅，我无法在这里发展出一套全球正义的完整标准并为之提供辩护，也无法说明这套标准将支持哪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于是，我将采取如下捷径。我将给出的制度方案，实际上将被所有合理的平等主义的全球正义观判断为至少是在向正确的方向上跨出了一步。与之对比的是，罗尔斯的万民法不要求采纳这种步骤。他的万民法虽然允许各国人民就此步骤达成共识，但却不会视之为是正义的内容或要求。

在概述财产所有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如何可能满足差别原则时，罗尔斯构想了一种附有固定免税条款的收入或消费的比例税收制度。税率和免税额要这样设定，以便能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当下和未来社会中处于最不利经济地位中的人。如罗尔斯所说，专注于这种机制，可“使我们免于不得不在每一政策问题上考虑差别原则的做法”
[4]

 。

我已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机制——全球资源红利（global resources dividend，GRD）
[5]

 ——去对国际不平等进行调节。这一机制的基本理念是这样的：虽然一国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对全部资源具有所有权和完全的控制权
[6]

 ，但该国人民也必须对它选择开采的任何资源支付红利。譬如，沙特阿拉伯国的人民不会被强行要求开采原油或允许他国去开采。但如果他们选择开采原油，那么，无论这些原油是留作己用还是销往国外，他们都必须为任何已经开采的原油支付一定比例的红利。这一理念可沿相同思路扩展到可循环使用的资源上，例如，农业和农场用地，特别是排放污染物所需的空气和水资源。

全球资源红利（GRD）的负担不由资源所有者单独承受，红利将导致原油、矿产等价格的提高。于是，尽管石油储备国人民选择开采石油并事实上为之支付红利，一部分与原油相关的全球资源红利也将由不产原油但却需要大量进口原油的国家（如日本）来承担。该论点大大缓解了这样一种疑虑，即全球资源红利的方案只是为了有利于资源贫乏的人民而对资源富裕的人民采取的任意措施。而这种疑虑也因为全球资源红利方案内含的治理污染的要素而被进一步缓解了。

因此，全球资源红利就是对消费的收费。但它对不同的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汽油的费用所包含的全球资源红利就远远高于一张美术馆门票的费用所包含的全球资源红利。全球资源红利大致与产品和服务的资源内容成正比，也就是说，要依每种商品或服务从我们星球获取的资源的价值而定。因此，不仅可以按照后果论或契约论的术语把全球资源红利用于未来，而且可以回溯过去：作为对单方面占有的限制性条件，全球资源红利要求对被排斥对象进行弥补。国家（或个人）可以占有或使用资源，但作为整体的人类仍然拥有一种类似于原始股的小额股份，其作用不在于对资源的控制而在于对资源收益的分享。在这幅图景中，我的方案可被视为现代版的洛克式限制性条件。但我的限制性条件异于洛克的限制性条件，因为前者放弃了“把足够多和足够好的东西留给他人”的模糊不清的条件
[7]

 ：某国（人）或可不受限制地使用资源，但该国（人）必须与他国（人）一起分享经济利益。然而，我的限制性条件却类似于最初由洛克提出的限制性条件，以至于像洛克和诺齐克这样著名的反平等主义的思想家也可能认可它的合理性。
[8]



由于一国政府有责任支付国际资源红利，而该国可以以适用于它的任何方式筹集这笔款项，就不需要开发新的行政能力。又由于开采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行动相对易于量化，如何确保款项的筹集就不再是问题，并且，筹集这笔款项的成本也不会太高。

源自全球资源红利的收益将用来解放现在和未来的全球穷人。还可用这笔收益来保证所有人都能在相当程度上接受教育、享有保健、拥有生产资料和（或）工作，以至于所有人都能够有尊严地满足其基本需求并且能够有效地抵御本国人或外国人对自身利益的侵犯。在一个足够正义和良序的理想世界里，可以基于人均收入（要通过购买力平价来换算）和人口规模而把全球资源红利的款项直接提供给最穷国家的政府。这些数据易于获得也易于检测（目前，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诸多机构都采集了许多可靠的综合数据）。
[9]



要是没有全球资源红利的款项，较穷人民的政府就不可能维持较低的税率、较高的免税额和（或）较高的教育、保健、小额贷款以及更多的基础设施。只要这些国家实际这样做了，整个全球资源红利方案就不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创建类似于世界政府的官僚体制，因为各国政府只需通过如世界银行或联合国这样的中间机构在彼此间转移全球资源红利的款项。这种方案与传统的援助计划的区别在于：获取全球资源红利的款项是权利而不是慈善的结果，于是，在此就不再有“捐助者”与“受捐助者”这样的区分；因此，此前的“捐助者”就不再能够附加一些条件要求后者采纳前者的政治或经济制度。
[10]

 对全球资源红利的款项的接受当然是自愿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完全可能降低自己的富裕程度，只要它通过民主程序做出了这种选择。

在像我们这样的非理想世界里，贫穷国家的政府腐败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难题。这样的政府或许也会用全球资源红利的款项去支付必不可少的服务，但却会把因此而节约下来的国内税收用于统治者的个人目的。如此行事的政府可能被切断全球资源红利的资金
[11]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现存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者通过适当的非政府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去实施有意义的发展计划。假如全球资源红利的资金不能有效地改善某国穷人的地位，就没有理由向该国投放该资金。这些资金就应该以别的方式被使用，从而更好地消除贫困和减轻不利处境。

任何总体上贫穷的、有资格获取全球资源红利资金的国家都面临着三种可能性：该国较穷的公民能够通过政府而受益；这些公民也可能受益于由别的机构实施的发展计划；或者他们一点也不受益。当然，有各种可能的组合。如某国可能获得了它有资格获得的60%的全球资源红利资金，其中的三分之一是通过政府获得的，三分之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这些事情应该如何被决定呢？被谁决定呢？这些决定要由中间机构来做出，而中间机构的决定要遵循简单明晰的一般规则。这些规则要由经济学家和国际律师组成的国际团体来设计和予以可能的修正。该团体的任务就是来设计规则以使整个全球资源红利方案最终能够最大限度地对世界范围内的最贫穷的人（譬如说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最终”这个限定语表明，应将激励效果纳入考虑。由于各国政府及各国富裕阶层的人民能够从对全球资源红利的资金的各种支出中受益，他们就有动力去确保不会被切断该资金。因此，在设计规则时就应该考虑如何利用这种动力。这些规则必须使有资格获得全球资源红利资金的各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想使自己的社会获得这种资金，他们就必须相互合作，从而使这笔资金能够有效地提升国内穷人的生活标准和各种机会。
[12]



在明确应该如何筹集全球资源红利的资金时，我们会遇到一些棘手问题，下面列举其中四个。第一，把全球资源红利的比例定得过高可能会极大地抑制经济活动，在极端情况下，定得过高会导致总收入全面减少。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通过全球资源红利方案筹集的资金并没有消失：由于它们被用于促进全球穷人的利益，因此，也会产生能够促进经济的有效的市场需求。第二，把全球资源红利方案施加给用于耕作基本农产品（谷物、豆类、棉花等）的土地资源可能会提升这些产品的价格，反而对全球范围内最不利的人产生有害的影响。或许有理由把全球资源红利方案仅限于使用土地的其他方式（饲养家畜、种植烟草、咖啡、可可豆和花卉等）。第三，对全球资源红利比例的设定，应该把未来全球范围内的最不利者的利益纳入考虑。相比极为丰富的资源，全球资源红利方案应该优先关注对数十年之内即将耗竭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相比短期污染物的排放，全球资源红利方案也应该优先关注可能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污染物的排放。第四，虽然对全球资源红利方案的设计必然是困难的和复杂的，但该方案本身要易于理解和实施。比如，为了确保各国人民支付的是公平份额，也为了让各国人民相信确实是这样，该方案就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被开采的资源和被排放的污染物是易于检测和估算的。

支撑这些概述的基本论点是，应该这样来确定全球资源红利的责任以使它们的间接影响最优。考虑到全球资源红利方案将极大地有利于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从总体上看这些影响是积极的。由于众所周知的集体行动难题（“公地悲剧”），以协同性较差的方式就更难以确保这些利益。

全球资源红利的总量又如何呢？由于在现阶段，存在着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有人也许会认为，要支持全球的背景正义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全球资源红利方案。而我并不这样认为。现阶段的不平等是过去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积累结果——在过去，较发达国家利用他们在资本和知识方面的优势把这种优势进一步扩大。这种不平等反映的是长期的积累效应，而不是世界市场体系格外强大的离心倾向。甚至相当小规模的全球资源红利都可能足以不断平衡市场体系的这些普通离心倾向，从而足以防止不平等的过度增长，并足以维系用于保护全球背景正义的全球分配结构的平衡。

在这里，我不可能把在确定全球资源红利方案的适当规模时所涉及的复杂问题一一展现。然而，为了得到具体结论，让我们暂且把全球资源红利的总额的上限确定为全球产值的1%。如果从长远来看，低于1%的能够更好地促进全球最不利者的利益，全球资源红利的总额就可以低于全球产值的1%。几乎任何平等主义的全球正义观都有可能把这一方案看做对现状的改良。现在，只占全球生产总值1%的全球资源红利就可以每年筹集到 3 000 亿美元，相对于世界上最贫困的那10亿人的总收入而言，这一数额是相当巨大的。如果我们有针对性地并且高效地使用这笔资金，这10亿人的生活面貌将在短期内发生巨大改观。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数额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是相当小的：仅相当于美国一年的国防开支。因此，只需以相当小一部分资源使用为对象，就可以筹集到全球资源红利计划的年目标所需的资金；而抑制对这些资源的使用，特别有益于人类的子孙后代。例如，按每桶2美分向原油开采提取全球资源红利，就可以筹集到该计划年目标的大约六分之一的资金，但只会使每一加仑石油产品增加大约5美分的价格。向原油开采提取全球资源红利还会产生有益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连带作用。而假如这种做法对整个经济活动具有抑制影响，这种影响也相当轻微。

我已经试图证明，按全球生产总值的1%来计算全球资源红利总额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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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这也是对现存的全球秩序做出的具有道德吸引力的制度改革。现在，让我聚焦于把该方案作为理想理论的一部分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为此，我把全球资源红利方案附加于罗尔斯的万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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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将产生对罗尔斯的替代方案，但这种替代方案并不是我在全球正义问题上的深思熟虑的立场。这样做的意义仅在于，能让全球不平等的话题向我们凸现出来。如果能够表明，被改进的万民法比罗尔斯的原初设想在道德上更合理，平等主义的关切就得到了确证，如果可以基于罗尔斯的理由表明这一点，那就更是如此。

二、罗尔斯在国际分配正义上的立场

在罗尔斯对国际正义的首次概述中，他的三种观点之间存在着矛盾：

（1）罗尔斯谈到，原初地位中的第二次会议的参与者是来自各个社会的个人
 ，他们要理性地选择相关原则，以便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对自己社会的特定环境一无所知，既不知道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也不知道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中的处境
 ”（TJ ，
 378）。我称这种解读为解读一（RR，
 242ff）。

（2）在同一页中，罗尔斯还谈到，第二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国家
 的代言人，他们要为如何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做出理性的选择”（TJ，
 378）。在这里，“正义国家的国家利益是由已经被承认的正义原则所界定的。因此，这样的国家的至高目标就是维系和保护它的正义制度以及使之得以可能的那些条件”（TJ，
 379）。我称这种解读为解读二（RR，
 243ff）。

（3）罗尔斯还想要支持由詹姆斯•博瑞力（James Brierly）予以概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传统的国际法原则。

我曾试图证明（RR，
 §21）上述观点中的任何两种都不兼容。

现在，由于罗尔斯对解读二予以了清晰和一致的支持，他已经完全解决了这种紧张。然而，罗尔斯却没有提供任何理由在解读一和解读二之间做出有利于后者的选择。他只是规定说，各方“是各国人民的代言人”（LP，
 48），并且，“由于无知之幕，他们不知道国土面积的大小、人口的多寡以及根本利益被他们所代表的一国人民的相对力量，等等。虽然他们知道使民主得以可能的合理的有利条件已经存在，他们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仍然一无所知”（LP，
 54）。

那么，一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指的是什么呢？如他对解读二的最初解释，罗尔斯认为每国人民都只有一种根本利益，即国内制度要吻合自己的正义观（LP，
 54，64）。虽然原初地位下第一次会议的各方不知道他们所代表的个人具有怎样的价值观（conceptions of the good），但罗尔斯却假定，第二次会议的各方知道自己的人民赞成什么样的国内正义观（可是，他却没有为这种不对称提供辩护）。似乎情况是这样的：不同的代表会赞同各不相同的万民法，而被各方代表赞同的万民法与该代表所在国家的国内正义观特别匹配。然而，罗尔斯却断言，就一定范围内的国内正义观而言，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涉及万民法时会重合一致：无论各国的国内正义观是自由主义的或是等级制的，各国人民的代表都会赞同同一种万民法（LP，
 60）。这种万民法也是我们（具有自由主义正义观的社会的成员）应该支持的：这种万民法既匹配于自由主义政体也匹配于较能令人接受的非自由主义的政体。这种万民法不能容纳的是各种“法外政体”（outlaw regimes），或信奉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的政体（LP，
 72）。不能够向这些政体论证说，（在无知之幕之后）罗尔斯的万民法也吻合它们的利益。但是，这个事实并不是从我们的视野反对这种万民法的理由，毕竟，我们致力于系统表述的正是这样的视野。

由于他的解释具有这样的结构，罗尔斯就决定把第二次会议分成两个阶段：首先表明，持有自由主义国内正义观的各国人民的代表会采纳他的万民法；然后表明，在自己的国家持有等级正义观的人民的代表也会采纳同样的万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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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尔斯实际上并没有从细节上刻画任何一个阶段，但我非常不清楚第二阶段是怎样进行的。

在下面两节，我只考察第二次会议的自由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各方通过诉求与自由主义的国内正义原则相吻合或被其预设的根本利益，就奠基万民法的各种原则进行慎思”（LP，
 54）。罗尔斯对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提出如下界定（LP，
 51）：

要求确保所有公民都能享有确定的权利、自由和机会；

为这个要求赋予相对于其他价值和利益的优先性；

要求所有公民都有充足的手段去利用自己的权利、自由和机会。

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彼此是有差别的，一些自由主义正义观之异于罗尔斯的就在于，它们是综合的而非政治的，另一些自由主义正义观则缺少罗尔斯观念中的三个平等主义中的一些要素。

罗尔斯让每个代表假定，他所代表的人民只关心自己的社会如何按照自由主义的正义被架构，并且他断定，只关心此事的代表会采纳他的不具有任何平等主义要素的万民法。我将通过论证首先反对罗尔斯的这样一个假定——代表只关心此事（第三节）；然后，我将反对他的这样一个断定——只关心此事的代表会采纳他的万民法（第四节）。只要我的两个论证中的任何一个获得成功，就表明罗尔斯的解释有问题。

三、反驳罗尔斯的假定

对罗尔斯的假定的一个明显替代方案是这样的：每个代表都假定被代表的人民的终极利益不仅在于国内制度的正义性，而且在于成员的福祉（要超过使正义的国内制度得以可能的福祉低限）。换言之，每个代表都假定在其他事情不变的前提下，被他所代表的人民希望有更高的平均生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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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如此描述的代表会青睐全球资源红利的修正方案。如果代表们像国内会议的各方那样也按照小中取大规则去推理，显然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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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代表们关心的只是平均预期，也会是这样：全球资源红利的修正方案通过降低污染和减轻环境恶化而有利于各国人民。尚不清楚，该方案对世界人均收入是具有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但该方案会使各国的人均收入更加接近，而且对于福祉而言，由于收入的边际意义递减，也会提升原初地位下可以预期的平均生活标准。依照一国人民按其集体价值和偏好去架构自己的社会世界和国家领土的能力以及该国成员的生活质量，底层的国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比顶层的国民人均收入的同等减少要重要得多。

我们无需假定一国人民对于福祉的兴趣要强于其对于国内正义的兴趣。如果每位代表都假定所代表人民对于福祉的兴趣很弱并且这个兴趣服从对于国内正义的兴趣，如果是这样，代表们就不会太在意全球资源红利的修正方案对于国民财富的提升。当然，如果该方案会导致国民财富的下降，代表们也不会太在意。由于代表们对两种可能性都不会太在意，他们就仍然有理由采纳全球资源红利的修正方案（如果如我已经论证的那样，采纳该方案的所获大于所失）。

我的结论是：如果代表假定被代表的人民有对于福祉的兴趣并且哪怕是这种兴趣相当弱，他也将青睐我的修正方案，无论他所致力于的是使被代表人民的平均预期最大化还是使最不利者的预期最大化。这样看来，罗尔斯就必须做出相反的假定：每位代表都认定被代表的人民对于自己的生活标准没有一点兴趣（只要生活标准达到了正义的国内制度所需的底线）。当然，这正是他的假定蕴涵的结论。但是，既然我们已发现这个假定所排斥的内容，为什么还应当认为它是合理的呢？

有几种理由认定它是不合理的。首先，有各种不同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它们希望有经济上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某国人民如果信奉这些自由主义中的一种，就应当认为他们想要避免经济停滞和衰退。当然，还有各种世界主义版本的自由主义，它们把罗尔斯局限于国内事务的平等主义关切拓展到了全人类。某国人民如果信奉这些自由主义中的一种，就应当认为他们既想要避免自己的、也想避免他国人民的相对穷困。

这种假定还有不合理的副作用。在说明第二次会议的自由主义阶段的成果时，罗尔斯写道，“如果可行的话，应该有各国人民在饥荒和干旱来临时的互助规定，并且，还应有这样的规定，即保证具有相当发达程度的自由主义社会中所有人民的基本需求被满足——而这些规定本应是可行的”（LP，
 56）。这个句子的意思真正是罗尔斯想表达的意思吗？只在具有相当发达程度的社会里才去呼唤满足基本需求的规定吗？罗尔斯的解释可能并没有为他留有别的选择余地。按照他的解释，在第二次会议中，每个代表都只关心被代表人民的国内正义。然而，如果自己的社会还不是很发达，帮助别国人民去满足基本需求就可能无助于实现自己的国内正义。因此，按照罗尔斯的假定，为别国成员提供援助就不是全球正义的要求。他的万民法当然也要求提供基本的食品援助，但只是针对因为贫困而无法维系正义的国内制度的人民而言。

当然，暗示罗尔斯持这样一种想法（不发达社会的成员是否挨饿不是道德关心的事情）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但是，由于他的这个假定，罗尔斯就不得不说，这种援助是我们个人的、或通过政府行为的集体的伦理义务。换言之，国际正义要求制度设计满足能够贡献于国内正义的社会的基本需求，而不是这种满足不能做出这种贡献的社会的基本需求。然而，这看起来是反直觉的：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要以万民法支持的所有社会的国内正义为目的，而不是以生活于其中的个人为目的？如果我们对各个社会的国内正义的关切最终源于对其中的个人的关切，为什么我们的关切应当如此狭窄，只关注万民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各国人民对于生活于正义的国内制度中的愿望？为什么我们的关切不可以更加宽阔，不可以关注万民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各国人民的这样一些作为基础的和无可争议的愿望，如对食品、食物、住宅、教育、保健等方面的安全保障的愿望？为什么我们的关切不可能拓展到欠发达的非自由主义的社会？

这里的危险不仅在于道德上的不合理，而且在于罗尔斯自己的国内正义观和全球正义观之间的哲学上的不一致。按照他的全球正义观，正义的国内制度本身就是目的。然而，按照他的国内正义观，正义的国内制度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我们应该为个人（他/她才是道德关切的终极单元）而实现的东西。我们创造和支撑正义的国内制度的自然义务都是对于个人的义务（TJ
 ，115）。由于个人的福祉才是社会制度的归宿，才有可能通过原初地位的第一次会议达成对于罗尔斯的国内正义观的共识。

我认为可以用如下方式去展现罗尔斯的两种正义观之间的不一致。假设各方在国内会议也就是第一次会议时知道他们所代表的是由各种相互依赖的社群构成的同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再假设各方知道某个代表将在以后的国际会议上代表这个社会去确定万民法。他们如何向这位代表描述自己社会的根本利益呢？当然，他们希望这位代表能够促进这样一种万民法，这种万民法能够支持由他们为国内情况而采纳的两个正义原则所允许的国内制度。但是，他们对这种国内制度的关切却源于他们在原初地位中对所代表的个人的高阶利益的关切。因此，他们就会希望该代表去促进这样一种万民法——从总体上讲，它能最好的容纳个人的那些高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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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希望他不仅考虑对于万民法的各种提案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委托人在正义的国内制度内的生活前景，他们还希望他考虑这些提案将在多大程度上以别的方式影响委托人的生活前景（例如，社会的富足程度也将发生这种影响）。这个论点也就强烈地预示着，那些信奉罗尔斯的国内正义观（或任何自由主义国内正义观）的人应该会希望，派往全球的原初地位的代表要被视为个人而非一国人民的代言人。

我猜测，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原初地位的第二次会议要以各国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并认为各国人民的利益无法还原成个人的利益是因为，他认为后者所注入的个人主义因素是无法被等级社会接受的。罗尔斯所洞悉的问题足够真实，他的解决方案能够容纳等级制度的捍卫者，但却是以不能容纳自由主义者为代价的。我将在第五节再回到这个论点。

四、反驳罗尔斯的推理

尽管前述反对罗尔斯的假定的论证能够成立，让我们仍然允许罗尔斯的上述假定。让我们假定：各国人民确实只关心自己是否拥有正义的国内制度，并且，原初地位的第二次会议的代表要受到相应的指示。这样的代表是否会因此而青睐于罗尔斯的万民法而不是我的更具有平等主义意味的可替代方案？答案显然是否，他们最多只是对两种方案都不在乎。我不明白为什么罗尔斯会有不同的想法。他也许受到了一个未被承认的假设的误导，这个假设即是，自由放任的全球经济秩序是代表们会予以支持的自然的或中性的基准，除非他们有放弃这个基准的明确理由。

这个假设可以解释罗尔斯对全球差别原则的讨论，他的讨论在两方面显得很特别。首先，罗尔斯认为这样的原则只涉及非理想理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处理的只是不利条件（LP，
 75）。一般而言，罗尔斯的方案是在与国内差别原则作类比（但后者却主要被用来建构理想的基本结构）。
[19]

 其次，他的论述要旨一直是这样：全球差别原则对于国际情况而言是过强的原则，它对等级社会的要求太高了（LP，
 75）。按照这种论述，差别原则就被当成了把某些人的所有物拿走并给予他人的再
 分配原则：差别原则从事的再分配越多，它的要求就越多。但是，对差别原则的这种看法却丧失了理解罗尔斯自己的国内差别原则的一个关键洞见：并不存在先于差别原则的分配，也不存在所谓自然的或中性的经济配置方式，从而把差别原则视为是再
 分配的调整。相反，要设计经济制度有无数的方式，没有任何一种享有优性的特权，虽然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差别原则挑选了应该被选择的方案。被挑选的关于经济秩序的基础规则，无论其内容是什么，都不是在做再
 分配，这样的基础规则首先要确定的正是经济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方式。

针对诺齐克的批判，这个论点是罗尔斯的回应的关键。诺齐克想说，自由放任的制度是自然的并且界定了分配的基准，而罗尔斯想要做的就是予以再分配的转移和修正。诺齐克视第一种选择为自然的，视第二种选择为对勤奋者和天赋高者的过高要求。诺齐克也允许，如果人们一致同意，就可以转变成第二种方案；但如果有些人反对，我们就必须坚持第一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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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罗尔斯可以这样予以回应：自由至上主义的基本结构和他自己的更具平等主义内涵的自由民主的方案都是具有同样基础的候选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种方案确实对天赋高者较不利，因为他们在第一种方案下的处境本来可以更有利；但在同样的对称的意义上，第一种方案也对天赋低者较不利，因为他们在第二种方案下的处境本来可以更有利。

但在讨论全球差别原则时，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呈现却类似于诺齐克在涉及国内情况时采用的方式。按照这种呈现，以下述方式安排世界经济就是自然的和中性的：每个国家都有对于疆域之内的所有自然资源的无限所有权和绝对控制权。而任何偏离这个基准的方案（如我的全球资源红利的方案）都是在作额外的要求，并且这个要求对某些社会是太高了。我想对此予以类似于论及国内正义时的罗尔斯的回应：是的，平等主义的制度对偶然受益于历史和自然的社会是有要求，因为这些社会在无限所有权的制度框架中的处境更有利。但是，对称地讲，无限所有权的制度框架对偶然受害于历史和自然的社会至少有同样的苛求，因为这些社会及其人民在更具平等主义内涵的全球基本结构中的处境更有利。

我曾论证说，对于代表们（即使每一位代表只关心他的人民能否生活在正义的国内制度里）为何应该更喜欢他的非平等主义的万民法而不是更具平等主义内涵的可替代方案，罗尔斯并没有给出理由。那么，代表们有理由做出相反的选择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存在着严重国际不平等的世界里，穷国的制度易受到国外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的腐蚀。这种事情普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富裕国家的政客和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和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司法流程。

有理由相信罗尔斯对此现象有所意识，但他没有认识到这种现象的根源正在于国与国之间的严重的不平等。对于较贫穷的国家，罗尔斯写道，“问题通常在于比制度更为根本的、公共政治文化的性质和宗教与哲学传统的性质。较贫穷国家最大的社会罪恶很可能就是政府压制和精英腐败”（LP，
 77）。许多贫穷国家的制度和统治精英确实很腐败，没有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也没有致力于消除人民的贫困，就此而论，罗尔斯显然是正确的。但事情的反面也显然是真的：相对贫穷正是滋长腐败的温床。有权有势的外国政府支持他们喜欢的地方精英集团，并经常采用各种方式使后者维系或夺取权力。这些方式包括为赢取选举的财政和组织协助（如果可能的话），也包括支持安全部队、政变或“革命”等诸多手段（如果有必要的话）。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客还要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司的压力或贿赂，从而接受有害废弃物并以政府名义去购买工业设备和无用产品。农业部门让耕地从种植粮食转变为种植出口农作物（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外汇才可购买国外奢侈品），于是，富裕的外国人得到了咖啡和四季常开的鲜花，而本国人却不能支付价格不断升高的基本食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我认为，不能否认的是，罗尔斯正确地予以惋惜的存在于穷国的腐败与压迫，绝非仅仅是土生土长的邪恶。因此，这种说法（穷国的政府和制度是腐败的）是真的，但却不是全部真相；事情的另一面是：遥远的较富国家的私营或官方机构也在持续不断地、严重地腐蚀着较穷国家的政府。希望在不消除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巨大悬殊的前提下去消除有外国因素渗入其中的腐败，就太不切实际了。

只要罗尔斯的第二次会议的代表认识到巨大的国际不平等可能
 对较穷国家的国内正义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就有决定性的理由去支持比罗尔斯的万民法更具有平等主义内涵的万民法。
[21]



五、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代表

只要我的前述两个论证中的一个站得住脚，自由主义社会的代表就会倾向于更具有平等主义内涵的方案而不是罗尔斯的非平等主义的方案。如果这个更具平等主义内涵的方案摧毁了自由主义社会的代表所采纳（这种采纳发生在罗尔斯的第二次会议的第一阶段）的万民法和等级社会的代表所采纳（这种采纳发生在罗尔斯的第二次会议的第二阶段）的万民法之间的吻合。我猜想罗尔斯会对这个事实感到相当遗憾。但使这种吻合不复可能的正是人权。

罗尔斯声称，两类代表都会采纳完全一样的万民法（LP，
 60），而这种万民法包含着一系列人权（LP，
 62f，68，70）。这些人权包括：最低限度的生命权（生存和安全的手段）、自由（免于奴役和被迫从事某些职业的自由）、私人财产权、“一定程度的”（LP ，
 63）良知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一定程度的”（LP，
 68）结社自由（不冲突于现有的宗教）、迁徙自由、法治以及由自然正义规则所表达的形式平等（例如，类似事情类似对待）。无论是历史的或是哲学的罗尔斯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而我也看不到这样的理由）去支持这样一个信念：等级社会愿意把这些人权整合进他们意愿的万民法。也许，如罗尔斯所想的那样（LP，
 70），确实有不少等级社会在维系自己的等级秩序时会尊重这些权利。但是，这并不能够表明，他们愿意受这些权利的约束。人权对自由主义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但人权对等级社会却并非如此。

不仅“等级社会的代表愿意受这些人权的约束”的论断是高度可疑的，而且“自由主义社会的代表不愿意把多于罗尔斯清单的人权整合进万民法中”这个论断也没有理由成立。因为罗尔斯的清单特别把言论自由（LP，
 62）、民主的政治权利（LP，
 62，69f）以及良知的平等自由和思想自由（LP，
 63，65）排除了。

于是，罗尔斯对“政治上中立的”（LP，69
 ）万民法的追求（这种万民法是自由主义者和等级主义者基于各自的价值和旨趣而分别支持的）就希望渺茫。因为，对于那些真正信奉自由主义正义观的人而言，他们心中的万民法会有这样的要求：世界各地的个人都应享有完全的人权清单的保护，并且，他们也应拥有并非严重不平等的充分机会和物质手段。等级社会的朋友愿意有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对个人的基本利益的保护要弱得多。自由主义者希望个人利益能够在原初地位的第二次会议中被代表，而等级社会的朋友则只关心各国人民的利益。

偶尔，罗尔斯也设想到了抛弃政治中立要求的另一种图景。按照这种图景，他所提议的万民法也不是自由主义者的理想，而只是因为受到了等级社会的存在的影响。于是，所谓的第二次会议的两个阶段的吻合就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慎思的结果。之所以会有这种吻合，是因为为了容纳等级社会，善良的自由主义者调整了他们的全球正义理想，以便“表达自由主义自己的、对于组织社会的其他合理方式的宽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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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
 43）。正如罗尔斯本人以非个人主义术语构想的原初地位的第二次会议可能是对此愿望的表达，他也可以设想自由主义代表有类似的愿望去采纳能够被等级社会接受的万民法。这才可以解释他们为何要反对特定人权（特别是最冒犯等级主义者的那些人权）和平等主义原则而做出那样的决定，否则他们的决定就无法理解。

这幅图景描述的完全不是谈判妥协的情况，只有在谈判妥协的情况下，自由主义代表才会同意放弃他们的平等主义关切和某些特定人权来换取等级社会的代表对其余内容的接受。这样一种谈判妥协的图景非常异于罗尔斯主义的图景，也不吻合他的这样一种解释，即两组代表是在彼此隔绝的前提下思考。宽容模式要比谈判妥协的模式高贵得多：由于自由主义的代表知道，自己的社会与许多等级社会共享一个世界，他们就致力于寻找一种能够被等级社会按照自己的价值和旨趣合理地加以接受的万民法。然而，宽容模式尽管有其高贵之处，却也有谈判模式可以避免的缺点：宽容模式反而是单向的。由于等级主义者不受宽容原则的约束，得到了他们满意的万民法，而自由主义者由于要表达自己的宽容原则，反而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平等主义关切和某些重要的人权。
[23]

 这正好符合对自由主义者的诙谐定义：自由主义者就是在当分歧出现时不采取任何立场的人。

这里的错误在于，虽然罗尔斯支持宽容模式，但他没有明确区分下述两种观点，以至于在接受第一种观点的时候把第二种观点也附带接受了：

（1）自由主义对宽容和多样性的承诺不限于各种自由主义的观念：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因此要为某些非自由主义的国家政体留下空间；

（2）自由主义对宽容和多样性的承诺不限于各种自由主义的观念：把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强加给不共享我们的自由主义价值的各国人民就是非自由主义的。

承认（1），我们并没有以自由主义信念为妥协的对象。相反的情况才是真的：如果不以这种方式构想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我们就是在把自由主义的信念作为妥协对象。简言之，没有为某些非自由主义的国家政体留下空间的世界秩序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与之对比，那些承认（2）的人，却是为了容纳不共享自由主义价值的人而把自由主义的信念作为了妥协的对象。因此，自由主义者应该接受（1）而拒绝（2）。

这种推理类似于如下所示的、罗尔斯本人也会做出的关于国内情况的言说方式。

（1′）自由主义社会必须为某些非自由主义社群和生活方式留下空间；

（2′）把自由主义的制度强加给许多不共享我们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是非自由主义的。

罗尔斯肯定会明确地接受（1′）并拒斥（2′）。他可能会为此作如下说明：虽然我们的社会能够包含各种不同的社群、团体和价值观，而其中一些是自由主义的而另一些则不是，但社会只可能以一种方式被组织或架构。如果我的邻居想成为天主教徒而我是无神论者，我们能够和谐共处并分别拥有令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我的邻居希望美国像天主教会那样被组织起来而我却希望美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我们的愿望就不可能
 同时得到满足。在这里，不存在相互包容的空间。如果我真的信奉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原则，我就应该从政治上支持这些原则及相应的制度而反对这些原则和制度的反对者。这些制度不会随着提倡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的不同群体力量的变迁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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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说明与此类似：虽然全世界能够包含以各种方式架构的社会，而其中一些是自由主义的而另一些则不是，但世界本身不可能以多种方式被架构。如果阿尔及利亚人希望自己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不冲突于正义的全球秩序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我们希望自己的社会是自由民主的架构方式，我们就都能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阿尔及利亚人希望全球秩序要按照《可兰经》被架构，而我们则希望按照自由主义原则被架构，就不可能
 同时得到满足。在这里，也不存在相互包容的空间。如果我们真的信奉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原则（认为每个个人都有自由和尊严的平等权利），我们就应该从政治上支持这些原则及相应的制度而反对这些原则和制度的反对者。这些制度不会随着具有不同国内正义观的国家的政治力量的变迁而变化。

我的结论是：罗尔斯没有能够表明自由主义者青睐的万民法和等级主义者青睐的万民法是仅仅因为偶然而相吻合的呢？还是因为具有道德合理性的设计而相吻合的？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实现这样一种全球秩序：虽然它像自由主义的国家宽容非自由主义宗派和运动那样宽容非自由主义的政体，但它本身肯定是自由主义的，也就是说，把个人而且仅仅把个人作为平等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这种追求将使我们与许多等级社会对立起来，因为后者对于充分正义的全球秩序的理想不同于我们的理想。

似乎我提议的更明确的自由主义将导致更大的国际冲突，特别是关涉人权时更有这种可能性。但就我们目前所涉及的国际不平等的问题，也许不是这样。罗尔斯拒绝所有平等主义的国际正义的分配原则，理由之一是由于这些原则与自由主义价值不可分离，就无法被等级社会所接受（L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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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真实世界中，全球资源红利及其类似方案的主要反对者却是富裕的自由主义社会。而正是富裕的我们要为全球资源的绝大部分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承担责任。要是我们把全球资源红利方案提供给世界上的其他人民，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乐意接受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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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度进步在政治上是可能的，以下述言说方式进行反对就是荒谬的：“我们对平等抱有深切的关怀，而我们也非常希望你们的处境不要比我们差这么多。但不幸的是，我们不相信你们也像我们那样对平等有如此的关切。因此，我们必须拒绝能够引向更大的国际平等的全球制度改革。”这种说法之所以荒谬的一个原因是，吹捧等级主义价值的人与在全球不平等中受伤害最大的人几乎不重叠。能够从全球资源红利方案中受益的人（例如，第三世界的贫穷妇女和农民）几乎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反思而支持那些统治者和压迫者的等级主义价值。
[27]



六、稳定性问题

也许，自由主义社会的代表确实更青睐平等主义的万民法，但仍然会选择罗尔斯的非平等主义的方案。
[28]

 因为，他们相信像全球资源红利这样的方案完全不具有可行性：各国人民和政府被正义的世界秩序所激发的道德动机（“正义感”）不足以强得可以保证对该秩序的服从。由于总有一些富裕国家会拒绝支付他们应该承担的公平份额，故而会反过来瓦解其他国家参与该方案的意愿。简言之，仅当有制裁措施来进行保障时，全球资源红利方案才具有可行性。
[29]

 有制裁措施就预设着世界政府，而代表们却有很多理由去拒绝世界政府。

我同意这样一个论断：必须有制裁措施去保障全球资源红利方案的实施，但制裁措施并不要求有一个世界政府。制裁可以按如下方式运行：一旦促进全球资源红利支付的中间机构报告某一国家没有承担该方案规定的责任，其他所有国家就被要求向该国的进口商品加税（或许也对出口至该国的商品增加类似的税收），以便筹集与该国的全球资源红利责任及实施这些强制性措施的成本相当的资金。要阻止小规模的违背，这种非集中化的制裁措施是相当可行的。我们的世界已经是经济上具有高度相互依赖性的世界，这种相互依赖性很有可能会维持下去。绝大多数国家的进出口额已经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至50%。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因通过终止外贸而推卸只占国内生产总值1%的全球资源红利的支付责任而受益。相反，每个国家都有理由去主动承担这份责任。这些理由包括：要想维持对此类资金筹集的完全的控制权、要想避免支付因被采纳强制措施而产生的额外费用、要想避免与不服从联系在一起的负面的公共形象。

于是，余下的问题就是大规模的违背以及与之相关的这样一个难题，即如何让绝大多数更富裕的社会首先同意像全球资源红利这样的方案。要是没有绝大多数更富裕国家的主动合作，这类方案在我们的世界里就不具有可行性。面对世界的现实，你或许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这种自愿合作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于是，你可能反而愿意罗尔斯的万民法要被任何一种全球原初地位中的代表们所选择。你或许会对全球穷人说出这样一番话：“我们对平等抱有深切的关怀，而我们也非常希望你们的处境不要比我们差这么多。但不幸的是，期望我们会遵守更具平等主义内涵的全球制度是不现实的。由于没有人会从维系不切实际的制度的徒劳中受益，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接受全球不平等的现状。”

这番话并不像初听之下那样糟糕，因为第一句中的“我们”的所指要比第二句中的“我们”的所指的范围小得多，后者指的是第一世界的所有人。但是，如果（广义上的）我们在反思自由主义价值之后仍然青睐于更具平等主义内涵的全球经济制度，那么，（狭义上的）我们就至少应该这样做：在宣布这种制度不具有可行性之前，至少应该促使我们的同胞进行这样的反思。我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努力，以让发达西方国家的公民普遍认识到，这种制度是正义的要求。我已经提出过一种理由以支持这样一种信念，即诉求西方道德思想中各种主流价值（它们之间未必兼容）都可以为像全球资源红利这样的方案提供辩护：

（1）它能得到自由至上主义的理由的支持，也就是说，能够通过关于资源的单方面占用的、现代版的洛克式附加条款（如本文前面所述）；
[30]



（2）它能得到“要缓解严重的历史错误的影响”这样一种想法的支持（如本文前面所述），而这种想法却不可能以任何更具体的方式被实施；
[31]



（3）它也能得到往前看的思想的支持。譬如，假想契约（罗尔斯）和功利主义就属于这样的传统。

上述这些基本道理都不是不可争议的，因为它们都依系于世界相互依赖的经验事实：

（1）各国人民必须共享资源有限的同一个星球；

（2）产生各国人民和国土疆域之分（并且这种区分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持续）的人类共同的历史，充满着大规模的错误和不正义；

（3）各国人民在当前单一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框架下互动，而这样的制度框架会不断产生和强化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和贫困。

为了消解上述那些道理及它们所支持的道德结论，第一世界的人们经常轻视全球的相互依赖而把真实社会想成是“自足的”（TJ，
 4）、“封闭的”、“孤立的”（TJ，
 8）和“自我维系的”（TJ，
 457）
[32]

 。就像“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是它们自己造成的”这样一个与这种轻视紧密相关的观念，这种虚构是对真相的严重歪曲。最清楚不过的是，现在最不幸的那些国家仍然在奴隶制、殖民压迫和剥削的影响下蹒跚，它们也最易成为全球市场力量和外国导致的不稳定因素的受害者。

上述三种道理也最容易遭遇“偏爱国民”的观念。由于同胞之情，即使外国人的处境要差很多，我们和我们的政府也当然可以全身心地致力于提高自己国民的利益。我无需否认这个论断而只需予以如下限定：仅当在公平竞争的背景下，偏爱才是合法的。这个观念为人熟知并且在涉及国内情况时被广为接受：只要“公平的竞赛场”的实质公平能够得到持续保护，专注于提升人们自己和亲友的利益就无可指责。但是，当我们作为公民进行政治决策而危及“共同的竞赛场”时，偏爱自己的亲友就绝不可接受。如果因为自己的孩子是白人男孩就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去反对女孩或黑人孩子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机会，就肯定是道德上的错误。毫无疑问，发达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公民理解和接受这个论点。因此，要让他们基于非常类似的理由而理解下述观点就不会太难：仅当国际竞争环境是公平的，偏爱自己的国民才可在道德上被接受；并且，富裕西方国家如果利用他们在谈判控制力上的巨大优势而把可使穷国的不利地位被固化甚至恶化的全球经济秩序强加给它们，就犯了同样的道德错误。
[33]



如果上述三种道理在面对这些或其他挑战时能够得到辩护或发展，对全球资源红利这样的方案的道德承诺就将逐渐加强并最终被发达西方国家的人民广泛接受。但即使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还面临进一步的问题，即我们的政府是否有动力去推行和遵守相应的制度。我认为，历史证据可以支持对该问题进行肯定的回答。或许，最生动的证据就是19世纪对奴隶贩运的打击。在这次事件中，英国走在了前列，它采取积极措施禁止一切通过海洋实施的奴隶贩运，无论贩运船只的国籍或目的地是什么。英国为此项措施承担了全部费用，而当时也不可能希望从禁止贩奴的措施中有任何收益（事实上，英国还承担了不能与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贸易的额外的机会成本）。证明国家有时确实会出于道德理由而行动。
[34]



还需要再次声明，确立全球资源红利的制度改革无需损害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我已经提到，全球资源红利方案会降低污染和资源消耗，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所有人。而我现在还想补充强调，国与国之间互不依赖的虚构和与之相伴的国家主权崇拜，在现代世界上具有极大的危险。技术进步使大规模的毁灭具有四处传播的现实可能性，而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化武器及相应的事故仅仅是其中最显眼的事例。如果避免此种可能性的责任被分散至两百个以上的主权政府，前景就极为堪忧。在环境逐渐恶化或突然恶化面前，没有任何国家或任何国家联盟可免受其害。而当前集中的地缘政治为把越来越危险的技术置于国际控制之下提供着独一无二的机会。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想要单方面控制这些技术，它们就将面临坚决的抵抗并因此而不得不诉求武力。因此，以多方合作方式去追求同样的目标似乎更有希望，与之同时，就要以更均衡的方式去松弛主权观念。这就要求居于第一世界的我们放弃如下观念：我们的富裕应由我们独享以确保能够固化和扩大我们的优势。这也要求他们（其他国家）放弃这样一种观念：每个国家都有主权去发展和控制我们已经拥有的技术能力。

这种情景表明了另一种理由去支持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第一世界中的公民有可能广泛支持全球资源红利这样的方案。因为，就像全球穷人一样，由于关注的是全人类的福祉，我们也有逐渐弱化绝对主权信条的强烈愿望
[35]

 ，而且我们的愿望会更加持久。与这些动机相关的承诺似乎有太强的明哲保身色彩。但对环境保护的关切不仅仅出于慎重，这种关切也是一种道德关切：我们确实关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博帕尔化工厂的牺牲者，也关心人类的子孙后代。一旦新制度得到了认可和实施并因此而把各个社会的成员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承诺的道德意义就将进一步凸现。

我的结论是：在当今的世界，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富裕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对像全球资源红利这样的方案的广泛道德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罗尔斯所设想的自由主义国家的代表不仅更青睐而且会选择我的更具平等主义内涵的万民法而不是他的非平等主义的替代方案。为此，代表们会构想一个更加民主的世界秩序和权力更集中的机制，而与我们目前的世界格局相比，当然就更有世界政府的意味，而这种世界政府的模式绝不同于现今的国家政府的模式。

罗尔斯写道：“政客展望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展望下一代人，而哲学展望无穷的未来。”
[36]

 因此，作为哲学家的我们就有义务去构想新型的且更好的政治结构以及不同的但更美好的道德情感。当然，我们必须有一颗现实的头脑，但却不至于现实到如下程度：把现今的世界格局的核心要素作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呈交给原初地位下的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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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我应该为自己的自由主义的“偏见”——我关注的是个人的而非（政府所说或“精英”阶层所说的）全体人民的支持——而道歉吗？

[28]我在最后一节试图处理的问题并非由罗尔斯引出的问题，因为他认为，代表们会偏爱他的万民法。因此，为解决此问题而作的努力并非是对罗尔斯的批评。

[29]还可以向代表们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国家就是在支付少得多的联合国成员费的时候都会不断拖延。

[30]对比这样一种激进得多的洛克式解释——“每个人都有获取基本的非人生产资料的平等份额的权利”（所谓“非人生产资料”即是指不由劳动产生的、类似于我的全球资源红利方案所涉及的资源）。这种解释见于Hillel Steiner，“the natural Right to the Means of Production”,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7，1977：41-49，p.49；并进一步发展于：G. A. Cohen，“Self-Ownership，World Ownership，and Equality：Part II”,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3
 ，1986：77-96，pp.87-95.

[31]诺齐克接受差别原则的后溯原理：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历史上的不正义、不能够抵消相应的后果，那么，实施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也许就是至少大致满足诺齐克的纠正原则的最好方式。参见Anarchy，State，and Utopia
 ，p.231.

[32]罗尔斯以这种方式来描述社会仅仅是为了“初始构想”。参见Political Liberalism
 ，p.272.

[33]要想了解另一论点——没有限制的偏爱会导致漏洞，参见我的“Loopholes in Moralities”,Journal of Philosophy
 89，1992：79-98，pp.84-98.

[34]提醒我使用这个例子的是W. Ben Hunt。显然，19世纪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全球情况有很多相似性，也有很多差异性。我在这里提及这个例子，是为了把它作为初步的（但我认为是有力的）经验证据以反对这样一种论断，即政府从不会做有违自己利益的事情。我相信，针对这个论断，还有很多不那么生动、但相距更近的反例。

[35]要注意近来有一些方案的成功：第三世界国家被免除一些外债，但条件是，它们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从事环境保护的革新。

[36]“The Idea of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7，1987：1-25，p.24.











罗尔斯《万民法》中的自由主义宽容
[1]








谭焅乔

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应该如何来回应非自由主义国家呢？它应该避免挑战非自由主义国家与自由主义原则不一致的那些方面吗？或者，它应该对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实践开展批评、甚至加以挑战吗？在《万民法》
[2]

 中，约翰•罗尔斯论证说，那些好战的或滥用公民基本权利的暴虐政体（也就是暴政国家），当然并不属于自由主义宽容的适用范围，但是，一个和平的和秩序良好的非自由主义国家，也就是他称之为“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却满足适用自由主义宽容所需要的条件。对于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说，对那些暴虐政体不予以宽容是毫无异议的事情，罗尔斯的论述中更为具有争议性的乃是，他认为，应当对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予以宽容。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能对这个论述加以检视。
[3]



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宽容

《万民法》是罗尔斯适用于国内情况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版本，因此，我将简略回顾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并特别从宽容的观念开始我的论证。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告诉我们，一个自由民主社会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在面对大部分当代国家所遭遇的深刻且不可协调的道德、宗教和哲学多样性时，如何维持其合法的稳定性的问题。
[4]

 当然，对差异采取独裁主义式压制的做法在这里是不能成为一个合法选项的。不过，将自由主义价值采取一种国家强制的方式灌输到社会所有领域中也不是一个合法的选项，因为，罗尔斯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将自由主义价值（比方说，个人自主性的观念）当做可以运用到他们自己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中去的东西。对于一些宗教性社群的成员来说，一个人能够重新评价和修正他们的拥有宗教基础的好生活（the good life）观念，是非常奇怪和不可理喻的事情。假设合乎情理（reasonable）的人能够在宗教、道德或者哲学的全面性学说上形成“合乎情理的异议”，那么，国家要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采取自主性的自由主义观念就将是不合乎情理的（unreasonable）了。
[5]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是在根据一种存在争议的全面性观点、也就是一种并不能合乎情理地要求每一个人都加以接受的观点来采取行动，在某些人看来，就将是不合法的。

由于存在多样的全面性学说和合乎情理的异议这些事实，罗尔斯认为，合法的稳定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获得：将自由主义本身从它自己的全面性道德学说及其运用中撤退，最终限制在政治领域之中。按照这种观点，自由主义的自主性观念仅仅适用于那些拥有公民身份的个人，仅仅与他们的公共权利和责任有关系；它并不被当做一种必须应用于像家庭、教堂或者文化界这样的非政治体当中的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说：“政治德性必须与那种标识了隶属于全面性宗教和哲学学说的生活方式的德性加以区别，也要与那些受到多种具有互相关联性特征的观念（例如教会和大学、职位和才能、协会和团队这样的观念）影响的德性以及那些适用于家庭生活和个体间关系的德性加以区别。”
[6]

 这种看法不同于将自由主义视为是一种支配生活所有方面的哲学的观点，而只是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支配政治生活的哲学，这就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企划。当自由主义因此被限定为适用于一个多元的自由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时，它也就不再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学说了，而是能够被当做一种超越于各种（包括非自由主义）不同的全面性观念之上并形成交叠共识的东西。取得了这种交叠共识以后，自由主义也就获得了罗尔斯称之为“独立的”（freestanding）地位，也就是说，它不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全面性哲学基础（例如康德式或密尔式的哲学基础）的支撑，而是成为一种建基于“中立的基础”之上的政治哲学，并且能够同等地获得社会中所存有的互为不同的全面性学说的支撑。
[7]



上述假定并没有说在一个多元的自由民主社会中，所有的全面性学说都将采纳政治自由主义。一些人对不同的全面性学说将会是不宽容的，另一些人或许会违背那些作为自由主义公民就有资格享有的那些公共性的政治权利（例如，在公共选举中投票的权利、退出或者创设或者加入新社团的权利、雇佣的权利以及享有一种基本的公共教育的权利）。这些全面性学说也就是罗尔斯称之为“不合乎情理”的东西，并且受到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批评甚至挑战。
[8]

 如果政治自由主义为了获得既存的全面性观点的支持而采取妥协或迎合的做法，那么，这将是“在错误的方式上理解政治自由主义……这仅仅是在已知的和既存的利益之间做出了一种看起来有作用的妥协”
[9]

 。在这种情况下，将交叠共识理解为是一种暂时的妥协、而不是一种围绕自由主义观念所达成的真正的共识，看起来更恰当一些。所以，罗尔斯将自由主义原则限制在政治领域的做法，不一定能被解读为是对自由主义观念的一种妥协，而是可以被看做是自由主义宽容本身的一种需要，并且是一种不能满足自由主义宽容的需要的观点。

因此，更准确地讲，交叠共识是一些合乎情理的
 全面性观点之间的共识（也就是说，那些观点是对其他人的观点保持宽容的、并不违背其拥有者所固有的公共性政治权利的）。不过，对于罗尔斯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一种全面性观念不必为了满足于“合乎情理性”（reasonableness）而跟自由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internally）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们预期其将对其他学说以及它自己成员的公共权利保持宽容之前，内在于一种特殊的全面性观念的实践和传统并不一定要符合自由主义原则。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坚持那种非自由主义但却合乎情理的全面性观念的社团：用罗尔斯自己在前面引用的段落中所采取的例子来说，根据罗尔斯的看法，教会和（传统的由男性支配的）家庭就是这样一种内在地非自由主义却合乎情理的社团。
[10]

 这些社团的内部安排本身并不能成为其拥有合乎情理性的标准，因为，在存在合乎情理的异议的情况下，质疑他们所拥有的全面性观念的真实性（truth）是没有合法的基础的。同样地，“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攻击或者批评任何合乎情理的观点”
[11]

 ，即使这些观点是内在地非自由主义的，亦当如此。一旦一种全面性观点接受了自由主义原则，并将其当做适用于公共政治领域中的原则的话（当做在处理他人观点和考虑它的成员的公共政治权利时所表达的东西），那么，也就触碰到了自由主义宽容的限度了。
[12]



全球化的政治自由主义

《万民法》将这种对自由主义宽容的理解拓展为引导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万民法》开篇的这段简短的话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拓展企划：“正如一个生活于自由主义社会的公民必须尊重其他人的全面性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假如他们是根据一种合乎情理的政治性的正义观念对此加以追求的话，所以，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必须尊重其他的根据全面性学说所组织形成的社会，假如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满足了某些能够导致这个社会坚持一种合乎情理的万民法的条件的话。”（p.43）就像在国内情况中那样，罗尔斯打算使他的全球宽容成为一种自由主义观念，而不是一种出于满足全球多元性的事实的需要而对自由主义原则采取的折中。因此，从程序上看，首先是要构想出一套合乎情理的万民法来，紧接其后的，就是要问，非自由主义政体是否也能够自由地采取这种法。

所以，在他拓展企划的第一步中，罗尔斯设想了一些为了形成全球性正义原则而参与到一种全球性“原初状态”式慎思中去的自由主义国家的代表。
[13]

 就像国内情况中的原初状态一样，参与到全球性原初状态中的各方由于被设想为是在“无知之幕”后面开展慎思的，因而被剥夺了某些偶然的或道德上无关的事实。他们并不知道“边界的大小，或者人口，或者他们代表了其基本利益的那些人的相对力量……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自然资源的范围，或者经济发展的水平，或者任何这类相关的信息”（p.54）。基于这种有关公正和平等国家的假定，罗尔斯相信，自由主义的代表将同意以下的全球性原则：

（1）人们是自由和平等的，他们的自由将受到其他人的尊重。

（2）人们是平等地参与到他们自己的安排中去的。

（3）人们拥有自我防卫的权利，但是没有发动战争的权利。

（4）人们将注意到无干预（nonintervention）的责任。

（5）人们将注意到各种条约。

（6）人们将注意到战争中的正义。

（7）人民将尊崇（honor）基本人权。

这种全球化企划的下一个关键步骤，乃是考察是否非自由主义国家的代表也将自由地同意这些原则。显然，暴政国家的代表，也就是那些好战的或滥用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将不会采用这些全球性原则，而是将改变那些全球性原则，以使之能够容纳下这些“法外政体”（outlaw regimes），就像罗尔斯所称呼的那样，这将是一种权宜之计的典型例子。或者，他们会将自由主义的政治性和稳定性导向一条错误的道路，罗尔斯指出，这些政体将在国际论坛中受到公开批评、遏制，甚至是在极短的情况下会被强制性地加以挑战（pp.73-74）。在这种有关法外整体的“非理想”的情况中，罗尔斯的例子相对地不具有可争议性（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并不会对我们造成过多困惑。罗尔斯所做出的更具有争议性的论述，乃是有关那些非自由主义国家、“秩序良好的官僚制社会”的——自由主义国家必须对这些非自由主义国家保持宽容。

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要满足以下三个必要条件：他们是和平的，他们是按照一种有关正义的共同善好观念所组织起来，因而在他们自己人的眼里是合法的，他们尊崇基本人权（pp.60-62）。
[14]

 第二个条件说明，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并非自由主义国家（因为，没有哪个自由主义国家能够被按照一种有关正义的共同善好观念加以组织）。
[15]

 而且，尽管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被预期会尊重他们的公民的基本人权（第三个条件），这些基本权利并不包括像言论自由权（p.62）、民主权利（pp.69-71）以及良心的平等自由权利这些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精髓的权利。不过，罗尔斯论证说，这两个条件与“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是和平的”这样一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足以保证那些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代表也将能够采纳被那些自由主义国家代表所同意的全球性原则。比如说，他们将尊重有关不干预和不侵略、尊崇基本人权的原则，并且确保他们的公民能够将分享那些责任和权利视为是那种与自己的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正义观念的指令加以遵守。
[16]



由于他们与这些全球性原则之间具有一致性，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有资格被视为是处于“好状态”中的国家，因此，“各个自由主义国家也就不存在政治性的理由去对这些非自由主义社会采取军事袭击行动，也没有政治性的理由去对它们施以经济的或其他形式的惩罚以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制度”（p.81）。尽管“在自由主义社会中
 （针对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批评性评论将是与公民自由以及那些社会的完整性之间具有完全的一致性”（p.81），但是由自由主义的代表在像联合国、欧盟以及其他类似的国际政治实体这样的国家政治论坛中所做出的公开批评是将被消除掉的。
[17]

 罗尔斯将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视为是对那种在国内范围内的合乎情理但采取非自由主义的全面性学说的人群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类比，并且认为自由主义国家应当对那些合乎情理的非自由主义的全面性学说保持宽容，因而也就认为自由主义的全球性社会应该对那些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保持宽容了。在存有合乎情理的分歧的情况下，对于自由主义宽容来说，预期所有的秩序良好的社会在国内都是自由主义的和采纳所有基本的自由主义个人权利之间是对立的。在罗尔斯看来，一种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必须为某些非自由主义社会留下观念性空间，换句话说，它必须能够容纳下那些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这不是一种妥协的事情，而是（自由主义）原则的事。

全面性观念和非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

为什么自由主义代表将会/应该会同意罗尔斯所主张的那些全球性原则呢？他们就不能提出更多的要求（例如，要求尊重所有基本的自由主义权利），从而不把那些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算做是合乎情理的政权或处于良好状态的政权吗？自由主义者最终关切的毕竟是个人福祉，那么，他们为什么应当宽容那些在制度上维护了一种国内不平等、并且反对其公民可能具有的任何的对自由主义的渴望的政体呢？确实，我们可以质疑说，如果我们假设一个一阶段的“包括了世界上的所有个人的代表的普遍的（全球性）原初状态”（p.65），并以此取代罗尔斯所赞成的两阶段的程序——也就是全球性问题当中，诸社会的代表才会出现，那么这些全球性原则是不是会被那些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中的公民所接受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尔斯坚持认为，对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宽容是可以和对在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合乎情理的非自由主义全面性观点保持宽容之间加以类比的。但是，这个类比具有严重的缺陷，在全面性观点和国家政体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对此，罗尔斯有些忽视。首先，就全面性观点来说，那些被允许加以宽容的，乃是道德上的、宗教上的或者哲学差异上的观点，而不是政治上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尽管对于一个自由主义国家而言，强迫推行一种根据道德上的、哲学上的或者宗教上的全面性学说所构建的善观念，将是不合乎情理的事情，但是，它们仍然可以毫不犹豫地对那些支持非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全面性观点开展批评（甚至，如果必要的话，是攻击）。这些观点将被宣布为是“不合乎情理的”。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为什么不能宽恕非自由主义观点的理由是显然的：一种政治哲学不可能在不削弱自己的情况下容纳下另一种竞争性的政治哲学。就像罗纳德•德沃金告诉我们的，任何政治理论必须“强调它本身的真理性，因而必须强调任何与之冲突的理论的错误性。它本身必须占据……它的内容所需要的所有逻辑空间”
[18]

 。一种政治哲学，处于一致性的理由，不许对那些与之竞争的政治哲学采取针对性的立场。
[19]

 罗尔斯自己是接受这个观点的，他承认当出现危急情况时，当政治自由主义本身受到挑战时，我们除了调用某些自由主义的全面性观点（也就是在做那些“我们有希望避免”做的事情）来辩护压制这些挑战的做法之外，别无选择。
[20]



然而，在国际层面上，罗尔斯则主张对那些并不采取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政体予以宽容。他说，“无论何时，一旦宽容的范围被拓展……则合乎情理性的标准就会有所松弛”（p.78）。因而，非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也就是在国内语境下那些不合乎情理的东西，在国际语境下就变得合乎情理起来。相应的，某种在国内自由主义社会中不被允许的观点在被应用于国外社会时，就注定获得了可允许性。尽管罗尔斯说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在国内应当批评那种禁止其成员践行他们的公共权利（例如像在公共选举中投票的权利）的全面性观点，但是同样是这个国家，却不应当对否认其某些公民践行同样权利的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加以批评。这种说法对于我来说完全不具有一致性。为什么罗尔斯坚持这种立场呢？

罗尔斯对此并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他指出，尽管国内的自由主义源自一种将人们看做是自由和平等的人的政治性观念，并且植根于一种自由主义公共文化之中，但是，在国际情况中从同样的假定出发来解释自由主义的做法将使得正义的基础“过于狭窄”（pp.65－66）。这是罗尔斯为采用一种两阶段的原初状态程序而提出的理由之一。
[21]

 不过，为什么要为一种万民法而避免这种“过于狭窄”的基础呢？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宽容性需要我们这么做吗？或者，是因为罗尔斯担心如果不这么做的会，那些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就会拒绝采纳万民法吗？前一种理由是不可能的。如我所提到的，国内语境中的自由主义宽容不需要对一种非自由主义政治学说采取宽容，当然，它需要别的一些东西。然而，罗尔斯并没有就为什么在全球语境下除了政治文化多样性之外应当有任何不同这一问题向我们提供原则性的理由。看起来，罗尔斯为了容纳那些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代表、也为了确保他的万民法能够被一些非自由主义国家所采纳故轻而易举地放松了宽容的限度。

费尔南多•泰森指出，为了满足国际化条件而对政治自由主义所做出的郑重修正，是对万民法犯下的一种严重错误。他说：“一种政治理论，如果随时修正其假定以迎合那些看起来不满足其原初形式的东西的话，就不能够存活下去。这仅仅是使理论在受到（道德上的）歪曲时而采取的一种抵抗性做法而已。”
[22]

 一旦我们想起罗尔斯将政治自由主义拓展到国际关系问题上时采取的动机，泰森式批评的严肃性就值得赞赏了：“在不用拓展到
 万民法的情况下，一种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观念将是历史的
 ，仅仅适应于
 那些政治制度和文化都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在论证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以及在论证更多类似的一般性自由主义观念时，去说明并非如此是必要的
 。”（p.44）。也就是说，对于罗尔斯来说，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能够被一些非自由主义社会自由地加以采用，这一点对于政治自由主义能否被应用到全球范围当中去十分重要。不过，如果这种认可仅仅是通过以一种看起来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没有好的理由的情况下就放松宽容的限度）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加以修正所达到的，那么，罗尔斯就并不能成功地将他的理论应用到全球范围中去。

因此，他的主张是靠不住的，罗尔斯的国际计划根本就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计划，是一种在自由主义政体和非自由主义政体之间寻求妥协的计划，而不是一种在自由主义正义方面取得了稳定性的计划。
[23]

 为了容纳下那些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罗尔斯要求他的自由主义国家代表同意一种比起真正的自由主义全球理论所需要的来说过度普遍化且并不需要的全球性正义理论。

现在，或许有人会论证说，在国内的非自由主义实践和国际的非自由主义实践之间做出有所不同的回应并不存在反直觉的或明显的不一致。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从实践上说，或者从策略上说，不可能总是以某种方式对同样类型的有违自由的国内和国际行为做出反应，由于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环境有所差异。这种差异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在全球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已经建立的能够强制性地做出一个使得自由主义国家针对非自由主义国家开展行动的裁决强制体（enforcement body）。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并不能够通过能够强制执行的法律来惩治不法行为（比如说，在另一个国家发生的毁损女性生殖器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一旦在自己的边界内出现，就会得到惩治。
[24]

 因此，它不得不宽容某种在国外发生的虐待行为，而这些行为在本国内是不会受到宽恕的。

不过，这种反对观点忽略了做出一项判断和根据那个判断开展行动之间的区别。
[25]

 我们或许是被迫在类似的情况下采取不同行动这一实施并不必然能够导致说我们对这些情况做出或者应该做出不同的研判。由于实践上的限制，我们或许是被迫要忍受海外某些非自由主义的实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判断说他们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即使我们可能不能够根据这些判断像在国内情况中所采取的那些方式开展行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判断说它们是不可接受的，就像我们对类似的发生在国内的虐待行为所做的那样。不过，做出判断和根据判断开展行动之间的这种区别的规范性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承认说，由于实践上的限制，我们不能够根据一项判断而采取行动，那么我们也就是打算在这种限制被排除之后再根据这个判断而采取行动。确实，可以说就最低限度而言我们在道德上，是对移除这些作为一种直接对象的限制因素负有义务的。因而，当我们被迫忍受一些外国的非自由主义实践时，我们也就是在宽容它们。

罗尔斯所忽视的合乎情理的非自由主义整全性学说与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之见的第二个重要差异是，对于前者而言，个体成员在政治领域可以求助于民主。除了作为特定（非民主的）社群的成员之外，他们还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因此，即使他们所属的社群的内部实践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这些社群的成员仍然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践行其作为公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
[26]

 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是非常能够影响公共政策的，那些公共政策可能会对他们的社群的实践产生一些积极影响（稍后我将说明公共政策是如何影响到社群实践的）。

另一方面，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普通公民并不能够这么做。不像那些同时也是一个更大的民主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民的非自由主义私人性社团的成员，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公民并不是任何民主秩序中的公民。例如，他们并不能够享受民主的全球性公民身份，而这种公民身份或许会有助于修补他们在自己国家内所缺乏的那些民主权利。因此，不像那些非自由主义社团的成员，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公民并不拥有民主地影响外部（例如，全球性的）政策的机会，而那些政策或许有助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的改造和民主化。

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是不民主的这一事实，严重地削弱了罗尔斯所提出的两阶段的原初状态。让我们回想一下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全球性正义诸原则得以具体化的那种全球性原初状态，作为假设性代表的相关各方，是社会的代表而不是个人的代表。不过，如果秩序良好的社会的代表不是被它们的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那么它们很难满足罗尔斯自己的假定“它们所代表的是合理地被代表的”（p.54）。相应的，两阶段程序并不仅仅是一种可能不具有结果性差异的方法论偏好，就像罗尔斯在一处所暗示的那样。
[27]

 相反，无论我们是选择两阶段程序还是选择一阶段全球性程序（这种程序将为全世界所有个人提供一种针对社会的“代表设置”），都明显具有我们将得出的那种全球性原则的含义。例如说，个人被合乎情理地在无知之幕后面获得代表，这一点将拒绝掉那些对那种秩序良好的社会所具有的制度安排予以宽容的全球性原则。毕竟，个人（不像那些国家代表）知道，一旦无知之幕被移除，他们就将发现自己是一个等级社会的比较低层的成员，因此，为什么他们会接受那些将导致他们在自己国家可能处于的低下地位的全球性原则呢？

确实，如果我们记得，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不能被期待会正视建立一种能够决定其国内正义原则的国内的原初状态，那么，两阶段程序就将是特别会遭受反对的。结果，不仅这些国内原则的公正性不能受到保卫，而且由于仅仅允许这些社会的代表在第二阶段的慎思中获得表达，这些代表就能够决定同意那种将他们的国内安排视为不可指责的东西（beyond rebuke）的全球性原则。

现在，罗尔斯断言说，一群在其国家内被等级化加以组织的人们采纳那种对所有的秩序良好社会加以同等关切和宽容的全球性原则并非不可能的事情：“一群真诚地肯定一种非自由主义正义观念的人们可能仍然会认为他们的社会应当基于一种正当的万民法而获得同等对待，即使其成员接受了那种彼此之间的基本的不平等。尽管一个社会缺乏基本的平等，但是，这个社会坚持要求其他社会平等地对待自己，这一点并不是不能合乎情理的。”（p.65）不过，这完全取决于是谁
 在代表人民说话。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不能预期说一个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所有公民都分享了一种有关公共善好的共同观念。即使我们赋予假定说，每一个国家都代表了一个民族体或文化体（也就是，一群人），我们仍然能够预期说，在那些既存政治安排、甚至那些有关文化和传统实践的解释问题上，存在内在的差异。当然，坚信那些在严格的等级社会或阶层中处于较低层次的成员将会反对那些支配性价值和传统以及那些已经在他们的社会中得以建立的制度性实践实际上是他们被强力驱使按其规定来行动的并非是不现实的。如果罗尔斯允许非民主地指派的代表去为那些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公民说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些代表所采纳的那些全球性原则产生很大的怀疑，特别是，如果这些原则需要以损害各国内部公民的平等为代价而对各个国家采取同等宽容时，尤当如此。

有关这一点，一些涉及罗尔斯对一个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所设立的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它“在其人民看来满足了合法性的基本要素”（p.79），并且，井然有序。现在，罗尔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异议，事实上，他明确地允许那里“存在异议的可能性”。然而，他说，表达任何这种异议的机会“确实，并不像是像民主制度所允许的那样的，而是，恰好涉及那个社会的宗教和哲学性价值”（p.62）。

因此，这里的关键是，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中，就那种通过其异见才得以表达的（限制性）程序而言，是否可能存在异议。罗尔斯对此说法并不明确。不过，在我看来，出于以下一些理由，他必须允许在一种基本水平上的异见存在。首先，假定他自己的“受压制的事实”存在（比方说，“只有对国家权力的压制性使用才能够维持一种有关全面性宗教、哲学或道德学说的具有持续性的共同主张”这样的事实）
[28]

 ，罗尔斯必须承认说，除非一种围绕一个有关正义的共同善好观念而组织形成的政体是成功地开展了残暴统治的（因而不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而是一个法外政体），否则就不能说服某种有关其基本制度安排或结构、包括如何表达异议这样的问题的基本的异见。
[29]

 其次，一个施行了严格等级制度的社会的成员，虽然反对他们的地位以及相伴的限制，但是却会接受那种据其而使反对异见意见得以表达的具有等级因素的程序，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两者之一，对一者的反对必然导致对另一者的反对。同样地，在接受一个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中存在异议的可能性时，罗尔斯必须也要接受这个观点：在这些异议如何得以表达的问题上也存在异见。

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里，公民之间一定存在一些基本的异议，那么，合法性条件，也就是说一个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在其人民看来满足了合法性的基本要素”，就不能在字面上被理解为是意味着一个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中的所有公民事实上已经将它的基本结构理解为是正当的。此处的“人民”并不涉及一个社会的那些作为个体的人，而是涉及一种集体性生活方式的具体化或者涉及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对于罗尔斯来说，一个政治性社会满足合法性的基本要素，只要它的基本结构是根据它自己的历史、风俗和传统加以组织的。这种对合法性条件的“社群主义”解读形式上满足了罗尔斯对这个条件的阐述：一个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是一个围绕着一种全面性观念所组织形成的社会，它拥有一种有关正义的共同善好观念，并且，它的基本结构是“恰当地估计了（它的）宗教和哲学性价值”（pp.61－62，64－65，69－70）而构建的。
[30]

 不过，如前文提到的，一个社会根据它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加以构建，并不导致基于其基本制度安排的异议得以消除。
[31]



总结一下这部分中所提出的观点，罗尔斯全球性论题中存在的主要缺陷是，他坚信不同政治性社会之间的全球性交叠共识在道德上是等同于不同全面性观念之间的国内的交叠共识的。
[32]

 这是一种严重存在缺陷的信念，因为全面性观念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政治性社会：前者并不坚持政治多样性，而且，它是在一个更大的自由民主框架内运行的。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所提出的全球性交叠共识，与其说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价值基础上的共识，倒不如说是解决自由主义国家和非自由主义国家代表之间差异的一种政治妥协。

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宽容问题

对非自由主义政体予以宽容的观点是可以反驳的。这是一个应用问题吗（也就是说，一个源于将基本上可靠的观念错误应用到国际情况中所出现问题，在那种情况中，其所作为并不会拒斥政治自由主义的学说，而是需要将它们重新加以正确应用）？或者，这事实上强调了政治自由主义本身的一种基本缺陷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需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将导致丢弃这项理论并转而寻求替代理论）？

我将论证《万民法》中的宽容问题并不是一个应用性的问题，而是对一个内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的强调。当然，宽容的观念被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所分享。国家不应当对存在于个体之间的有关好生活的私人性观念加以歧视，这是一个核心的自由主义信念。不过，个人并不是自由主义宽容的唯一主题。今天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也相信，国家应该对不同的基于群体的生活方式（例如，宗教的或文化的社群）予以宽容，这不是出于这些生活方式本身的理由，而是因为他们相对于这些群体的成员的道德重要性。
[33]



不过，这种群体基础的宽容的限度是多少呢？对于一些自由主义者来说，其实践和传统相对于其自身的成员对自由主义渴望是反理论的那些群体不应该受到宽容。因此，一个不允许其成员拥有重新评价和修正这个群体的内部实践和传统的权利和自由群体，也就不在自由主义宽容的范围之内了。
[34]

 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治自由主义要求将群体宽容拓展到那种内部非自由主义的群体。罗尔斯宣称，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自由主义者不应该预期说所有的个人都将拥有对自由主义的渴望，因此我们不应该去挑战那些在特征上并不是自由主义的但却合乎情理的生活方式。不过，一旦我们认识到，在任何社团中都总是存在少数持异见者，那么，这种将宽容拓展到非自由主义观点的想法就是存在问题的。不去预期
 说个人将成为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是一回事，不去支持
 他们或许拥有的针对那些压制性群体传统的对自由主义的任何渴望则是另一回事。显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一些）非自由主义但仍合乎情理的群体的成员重新评价和修正他们的善好观念以及他们的相应的群体实践和制度的渴望被他们自己的群体所横加阻挠，那么罗尔斯就不能继续保持冷漠了。不过，由于他对批评这些合乎情理的群体的内部实践这件事的不情不愿，他看起来将违背他对这些个体持异议者的自由主义承诺。因此，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它对非自由主义但仍合乎情理的群体的宽容与它对这些群体的（持异议）的成员的个人自由的承诺之间，就存在一种严重的紧张了。

现在，有人可能会论证说，在国内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下，这种紧张是由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两项重要特征所偶然地消解的，我将说明这种特征在国际语境下是阙如的。那种论证可能会说，国家强迫性的退出权和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对非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自由化影响”，使得政治自由主义能够做到两者兼顾，也就是宽容非自由主义群体，同时坚守对个人自由权的承诺。让我快速地解释一下这两种在国内社会中消解性特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第一个特征是直接的：私人社团必须允许他们的成员拥有随心所欲地离开或加入其他社团的权利。在罗尔斯所说的意义上，否定成员拥有这项基本权利是不合乎情理的，否认成员拥有离开和加入不同社团的权利有违公民自由平等的政治性观点。就像罗尔斯所说的，“就教会的力量这种情况而言，由于背教和异端并不是法律上的犯罪行为，那些不再承认教会权威的人能够终止其成员身份，同时不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
[35]

 。因此，尽管国家不需要坚持说合乎情理的私人性学说在自我组织的时候要内在地符合自由主义观点，它必须确保成员拥有随心所欲地离开他们所属的社团的权利。这是政治自由主义希望逃避它在群体宽容和个人自由之间存在双重承诺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

第二个特征稍显复杂，并且涉及自由主义中立性的观念。政治自由主义，或者就此而言的说，自由主义，并不假装在它的影响上像罗尔斯所说的那样中立。自由主义是中立的，这么说的含义是，政策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能获得辩护；它们不会根据这样的理由获得辩护：一些（合乎情理的）生活方式内在地优越于其他人的，因此应当被加以追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说，依据中立性获得辩护的政策不能在合乎情理的群体的私人性安排中遭到反弹。结果或者影响的中立性不可能获得罗尔斯本人的注意。
[36]

 用一个寻常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自由主义者强调公民教育，这（对于政治自由主义来说）只有根据中立性的政治性理由（也就是说，公民特性的品格的培养必须是朝着将其培养成具有自由平等的公民身份的人这一方向的）才能获得辩护，这么做或许会在政治领域之外也产生一些“自由化”的后果。就像罗尔斯所写的：“或许有人会反对说，要求孩子们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政治观念事实上（尽管不是故意的）是在教育他们接受一种全面性的自由主义观念……必须承认，这种情况或许确实会在一些情况下出现……（不过）那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出现的合乎情理要求的不可避免后果，或许是不得不被接受的，与之相伴的，只能是遗憾。”
[37]

 这种对非自由主义私人性实践的间接“自由化”并不会招致一种对与其附着的全面性观点的拒斥。对于政治自由主义来说，这种自由化的影响是一种在中立性基础上获得辩护的公共政策的非故意的副作用。这仅仅是一种“有些遗憾的”事实：公共政策对合乎情理的群体的内部安排所持有的无偏可能会对这些安排造成一个非中立的（自由化的）影响。然而，在中立性基础上获得辩护的政策并不能在结果上保持中立这一事实要求政治自由主义国家间接地对那些合乎情理的非自由主义群体的内部安排加以改革，进而保护和促进个人自由（自由主义的渴望），同时不明确地对这些群体的安排加以拒斥、指责它们是不可承认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渴望）。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层面上，罗尔斯有多希望维持他对非自由主义群体的宽容、同时又不打算丢弃他对那些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持异见者的自由主义承诺的。自由主义公共政策的这种涓滴效应最终将为它们赢得时日，不过，同时，这些持异见者也将发现他们的内部压制是不可忍受的，他们拥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以离开他们的社团。

现在，一些评论者已经开始质疑，是否退出权利和自由主义公共政策的自由化趋势能够完全解决内在于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的这种紧张。他们指出，一种正式的退出权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杯水车薪的慰藉，自由主义公共政策的自由化影响在运行中受到了限制。
[38]

 我同意这种批评，不过现在我只能说，就国际层面而言这两个特征是显著缺乏的。

首先，在国际语境中，存在一种富有意义并具有实质性的退出权利吗？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权利所要求的社会单元将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权利吗？罗尔斯确实坚持说，秩序良好的社会一定是将移民出境权利视为基本人权的（p.68）。不过，如果没有特别强调要求说国家也有责任接受移民入境这一点，这种要求又有什么意义呢？
[39]

 大部分自由主义者（也包括罗尔斯本人）即便能够支持移民出境的权利，但对于移民入境
 的权利都总是显得不情不愿的。
[40]

 确实，在《万民法》中，并没有涉及有关人们接受移民入境者的责任问题。拥有从一个国家移民出境的权利如果并不意味着同时拥有一个相应的移民入境到另一个国家的权利，那这项权利未免显得有些太过空泛了。在国内，当一个人离开一个私人性社团的时候，他是可以加入另一个社团的，即使这是一个不履行责任的社群（default community），就好像一个人离开教会而加入一个世俗的社群一样。而在国际社会中，一个人并不能离开一个国家，除非他能被另一个国家所接纳。

而且，除了没有移民入境权利相伴的移民出境权利是否富有意义这个问题之外，也存在一个个人能力的问题：假设那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可忍受地具有压制性的，那么那个人就可以离开他所出生的国家，这种想法是合乎情理的吗？或者，换言之，赋予一个人离开一个国家的权利是一项真实的选择吗？在这一点上，很奇怪，罗尔斯自己注意到“正常地离开一个国家是一个严重的步骤：它包含了离开我们所赖以成长的社会和文化，那种被我们在语言表达和思考过程中加以使用的具有表达和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的价值的功能的社会和文化”。
[41]

 离开一个国家是不是比像罗尔斯所暗示的那样脱离一种宗教更难一些，并不是我们要在这里加以讨论的问题。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是，即使罗尔斯认识到离开一个国家比起断绝与一种全面性学说的关系而言，是一种更为令人扭曲的经历，他仍然必须承认说，在国际语境中，退出权利是一种特别弱且空洞的东西，那种如果人们发现自己在其中所具有的持续的成员资格太过难以忍受而采取离开自己国家的个人权利其实就是精神安慰剂而已（即便这种权利得到了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权利的补充）。按照罗尔斯自己的话来说，退出权利并不能减轻在全球语境下宽容非自由主义群体与保护个人自由权之间的紧张这一问题。
[42]



对于非自由主义政体来说，存在任何全球性的自由化影响吗？罗尔斯的《万民法》包括了这种提议吗？如果要作肯定回答的话，那它并不是明显的，至少在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上是如此。哪一种全球性政策将能够对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国内制度产生自由化的影响呢？显然，罗尔斯在他的国内理论中所提到的一项政策，也就是一种有关自由主义公共教育的政策，并不能够在国际场景中获得应用——并不存在全球性教育政策，也不存在全球性公共学校以使全世界所有的孩子都被预期能够在其中受到教育。同样地，一些自由主义者论证说，那些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可能会对家庭和私人性社团产生积极影响（例如说，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在公共领域内的同等就业机会可能会导致在私人领域的更大的平等），然而，很显然，这种事情并不存在全球性等价物。
[43]

 而且，由于罗尔斯坚持认为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内部安排不允许政治批评和经济制裁（pp.80－81），自由主义国家不能坚持在自由化和贸易或发展目标之间设定任何联系，而这些恰是自由主义国家针对非自由主义国家所能够采用的一项重要的自由化工具。

在全球性情况中我能设想到的一种可能的自由化趋势是那种文化交流所造成的影响。电影、书籍、知识交流以及艺术，在教育和培养公共意识和向个体传递有关不同的可能性和选择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罗尔斯对于允许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政府拥有对那些与其有关正义的“共同”善好观念之间具有冲突的观点进行审查的权利这一点毫无疑虑。正如我们可能记得的，表达或言论自由对于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把这项权利视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根据罗尔斯的说法，把将会使得万民法太过“具有宗派主义色彩”
[44]

 。不过，更为要害的是，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说个人自己是否能够激赏和获得自由主义价值，而是说，我们是否应该对那些已经具有自由主义热望的人予以支持。比起在国内情况下的公共政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全球性实践和政策不可能在一个合乎情理的时间范围内最终改变那些压制性传统以支持这些持异见者，特别是如果这些压制措施是国家来施行的话。因此，尽管明显缺乏任何具有重要性的全球性自由化影响，罗尔斯并不情愿采取一个针对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姿态，并且，一个事实上的退出权利掩饰了他对个人自由权的自由主义承诺。

结论

政治自由主义面临着存在于对那些合乎情理的非自由主义全面性观点的宽容和支持那些个人的对自由主义的渴望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已经被很清晰地加以探讨了，并且，由于国际领域的特殊条件，在这种理论的全球性版本中就完全留下了重新加以修正的空间。在将他的构想于国内情形的理论向国际关系问题上拓展的时候，罗尔斯，不太留心地并且非常讽刺性地，更为明显地重复了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这个基本问题。《万民法》中的宽容问题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看做是对一种内在于理论化问题之中的强调（一种应用性的问题）。政治自由主义对宽容的强调与它的其他自由主义承诺之间具有冲突，那种冲突在国内语境下是可以被幸运地（仅仅是在我再一次地强调的程度上）加以减弱的。但是，一种确定的政治理论不能等着幸运或偶然的社会环境来拯救自己的内部紧张——这些环境总是能够获得这一点是毫无保障的，就像在全球层面上它们并不存在那样。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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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152，153，250-251）基于这种极端的形式，政治自由主义的“独立”立场就被搁置起来了。

[21]罗尔斯写道：“一种普遍的或者全球性的原初状态的困难在于，它对自由主理想的采用显得更加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所有人，不论他们的社会或者文化，视为是一些自由而平等的个人，视为是合乎情理和合乎情理的个人，因此也就符合了自由主义概念。这使得《万民法》的基础变得格外狭窄。”（p.66）他对自己采取两阶段程序的另一个理由是说，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偏好，可能不存在结果上的差异。（p.50）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审视他的这个理由。

[22]Teson，p.85.这种歪曲源于这样的事实：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像自由主义社会那样珍视自由、人权和民主。

[23]霍夫曼观察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万民法》的动机是：“含蓄但却足够清楚的：这种‘重叠共识’仅仅只是一种面对内部差异巨大的社会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已。”（Hoffmann，p.54）

[24]当然，即便在任何类型的国际法执行机构都缺乏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也不能制定出各种具有强制力的全球性法律来。目前，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国际法是“虚无缥缈的”（toothless）。

[25]金里卡最近指出了这个区分，见K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pp.164-166.金里卡对此做出区分，是要证明说，判断某种少数群体的活动是不是非自由主义的，并不要求自由主义国家的参与，因此也就不存在“导致干涉”。同样的，约瑟夫•拉兹指出，尽管压制性文化活动应当受到批评，但是，我们应当“在考虑采用什么方式对这些活动展开批评的时候保持克制和考虑周全”。Raz，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70.

[26]罗尔斯将此作为理由之一，来回答为什么非自由式整全观点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是可以被允许的这么一个问题：私人结社被允许“为它的成员提供话语……取决于它们对整个社会的潜在贡献的价值”。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社团的发展前景或者持续加入的成员已经确保了自由平等公民的资格，以及整个社会确保其他选项向其敞开这么一个背景化的正义制度”。（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p.42）

[27]正如他所写到的：“我认为，对于‘到底存在一个两阶段的还是存在一个一阶段的原初状态’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明确的回答。我们应当尝试各种可能方案，并且对其做加减法。由于在处理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时，我是从探讨国内社会开始的，因此，我将继续从这一点出发，就好像迄今所论证的都是确定无疑的那样。”（p. 50）

[28]Rawls，“Overlapping Consensus”，p.246.

[29]在此，我得益于刊物的编辑者。

[30]泰森以相同的方式诠释了这种合法性条件。“在罗尔斯看来，我们着眼的是传统和历史；是它们，而不是政府或者多数派，确立起自由的限度。”（Teson，p.88）这种对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社群式”理解，反映了迈克尔•沃尔泽对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性社群”的说明，在这样的社群中，公民“通过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政治形式表达他们所传承下来的文化”。Walzer，“The Moral Standing of State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airs
 9（1980）：209-229，p.211.

[31]上述三段的谈论从Frank Cunningham和刊物的评论人那里获益良多。

[32]Hoffmann，p.54.

[33]这种群体基础的宽容在这样的理由基础上获得了辩护：一个个体的福祉与他所在的社群的“繁荣”密切相关。就像金里卡所说的，一个人在文化上的成员资格，提供了“选择的语境”，这种语境使得一个人的善好观念获得了意义。因此，自由主义者拥有很好的个人主义式理由来尊重（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是支持）这种群体基础上的多样的生活方式。（Kymlicka，Liberalism，Community and Culture
 ，chap.8） 也见Raz，chap.5，esp.pp.113-117.

[34]见K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chap.8；and Raz，chap.7，esp.pp.169-174.

[35]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p.221.

[36]Ibid.，pp.192-194.

[37]Ibid.，pp.199-200.

[38]关于在国内情形中的退出权的论述，见Leslie Green，“Internal Minorities and Their Rights”,in Croup Rights
 ，ed. Judith Baker（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4），pp.101-117. 他论证说：“退出权的存在本身并不是做出一个合理选择的充分条件。将一个人自己与他的宗教和文化撕裂开来，这是危险的、匆忙的和误入歧途的。”（Green，p.111）关于自由主义在私人安排（特别是家庭方面的私人安排）公共政策的自由化效应的限度，见John Exdell，“Feminism，Fundamentalism，and Liberal Legitimacy”,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4（1994）：441-464,461；Susan Moller Okin，“Political Liberalism，Justice，and Gender”,Ethics
 105（1994）：23-43，32.确实，看起来罗尔斯必须承认获得辩护的中立的公共政策并不能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都产生自由化的效果。因为，如果并非如此，为什么他要预期说政治自由主义能够比整全式自由主义更能成为保障合法稳定性的基础呢？也就是说，在非自由主义式合乎情理的群体的内部实践中，这两种自由主义的后果最终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对于坚持多样化观点的个人来说，这两种自由理论彼此之间又在哪一点上稍胜一筹以至于更能被人接受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主义和整全式自由主义之间唯一的差异，就在于它们辩护自由主义公共政策的方式有所不同：比方说，整全式自由主义将会说，自由主义式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作为支配一个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生活的一种理想的自主性和个性的价值”，而政治自由主义则是仅仅在政治的基础上辩护这项政策。（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p.199）但是非自由主义式整全观点的拥护者将会担心自由主义式政策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所造成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担心这些政策是如何面向他们开展辩护的。因此，对于政治自由主义来说，为了能够一开始就成为整全式自由主义的替代品，罗尔斯就必须妥协说，获得辩护的中立的政策的自由化趋势是有限的。（见Exdell，pp.453-455）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政治自由主义就不能完全避免在宽容与个人自由之间出现的紧张，这种紧张即使在国内语境中也会出现。

[39]如果能够论证说，自由主义国家有义务去接受政治难民，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罗尔斯不能将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鉴别为可能的政治难民：这样做将暗示着那个等级社会的政治制度遭到了批判性判断。见Teson，p.90.

[40]K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pp.124-126.

[41]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p.222.

[42]谈到个人能力，除了上述心理成本以外，也存在着经济上的成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可能有最强的理由去离开他的国家的人，经常也是遭受了最严重的剥夺的人，因此几乎不能凑齐必要的财政资源来作为旅行、撰写文书以及其他移民所需的开支。这一点得益于David Dyzenhaus.

[43]当然，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反对这条论证路线，见Exdell，Okin.这里的关键在于，这是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至少能够在国内制度中加以尝试的论证。

[44]见刚刚提到的他的那篇文献的p.62.回想起来，罗尔斯说，能够被普遍地加以要求的，是安全和存续的权利，是自由与财产权利，是退出权以及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权利。

[45]我认为这些环境是（1）有条件的，因为，如我所指出的，一种形式上的退出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取决于其他条件的发生，取决于那个人是不是能够有别的地方去；（2）偶然的，因为（对于政治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政策的自由化对非自由主义式的合乎情理的社团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预料的和偶然的，可能会有副作用。











分配正义、国家强制与自主性
[1]








迈克尔•布莱克

在国家边界这一事实面前，自由主义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方面，自由主义对道德平等有所承诺，因此仅仅人性（humanity）这一事实就足以激发出对同等关切和同等尊重的要求。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原则传统上只是应用于存在疆界的国家这一语境中，这么说来，自由主义的适用就被专门限制在一个特定范围内才能得到捍卫了。在谈到分配正义问题的时候，这种困难就特别地暴露无遗了，毕竟，国家边界经常不仅将一种权限与另一种权限区分开来，而且也将富裕和贫困区分开来。允许这些边界来决定分配份额的做法，看起来在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部位几乎是复活了属于一种长子继承权的封建领主式特权观念。
[2]



这种困难导致一些哲学家开始对自由主义理论做出某种修正。这些提法经常要求自由主义要关注早前它有所忽略的特殊主义承诺，也要求它抛弃那种地方性关切，并且在分配正义问题上采取一种世界主义的视角。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打算做的事情，是要鉴别出一种使得自由主义能够处理由国家边界的事实所造成的担忧的不同方式来。我的论证是说，一种全球性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理论是不能与那种仅仅适用于国家语境中的有关分配正义的“有别原则”（distinct principles）相兼容的。不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不是因为比起那些外人来，我们更为关心我们自己的同胞，而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层面上所分享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造成了一种对有别的辩护（justification）形式的需要。我将论证说，只要那些原则是被应用于那些分担了对国家治理的强制性网络应当承担责任的个人，那么，对相对经济配额的关切就是一种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可信解释。当个人不能分享这种彼此互相关联的公民身份时，这样一种关切就不被自由主义原则所需要。原则所要求的变化取决于其所适用的语境，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对自己国家的需要担负有一些有所区别的事情，这一点并不暗示着说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国家采取一些偏倚的做法，而是应当对不偏不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解。

在论证这种观点时，我将诉诸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并且还将诉诸一种自主性原则，我认为这种原则是以像罗尔斯这样的学者所采用的契约论为基础的。我并不认为自己在这里所论述的内容的有用与否完全取决于对这两种理论能够全面接受，我将罗尔斯的理论视作一种平等主义的主张，并可以被修正用于我所要辩护的那种路径，在我的策略中，任何对罗尔斯的理论的更进一步的反对观点都不会影响到我对其该理论的运用。我所采用的策略，是要采取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为国外的充足原则和国内的分配性平等原则做辩护，因为这些原则可以被理解为与在有所区别的制度语境下承诺的不偏不倚性原则有所区别。也就是说，上面提到的困难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建基于对那种能够获得辩护的偏倚性理论的探寻之上，而是建基于对不偏不倚性本身的解释之中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作为一种对我的论证的引导，我将介绍三对有所区别的概念。

一、三对有所区别的预备性概念

相对剥夺和绝对剥夺

现在，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某个持有资源者的道德状况（moral status）的方式。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可以仅仅注意一下那个人所持有的资源量本身，而不去管被他人持有的资源量的情况。在同样的一些情形中，这种分析看起来足以显示出有一些道德上值得质疑的事情的出现。如果一个人面对这种严重的贫困和剥夺情形，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境况是由人类行动所导致或可以挽回的，那么，很明显我们对那个人担负有道德责任，同时，我们也不用关心她所拥有的资源量与其他人的资源量之间有什么不同。她的境况在道德上的不充裕，仅仅取决于她所拥有的东西是如何少，而不取决于她所拥有的东西比他人少多少。

对贫困的分析经常采取这种形式。我们可以将资源量的这种分析理解为是一种绝对剥夺分析。对于我来说，很多国际贫困问题确实能够被归结为这种绝对剥夺。我认为，对于体面的人类机能来说，存在着一种限度，低于这个限度，那种自主的人类行动就丧失了可能性。无论何时，阻止别人降到这个限度之下和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是具有道德分量（moral gravity）的事情。然而，这里的道德问题，并不需要在任何形式上诉诸他人的资源持有量。我认为，其他人拥有得更多的问题并不是道德主张的一个基本部分，最多，它只是一个暗示所讨论的问题中的剥夺能够得到缓解而已。

然而，绝对剥夺的观念并不能够对那些我们打算将其归结为是因为某些人不恰当地持有的资源量而造成贫困的事例做出解释。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恰恰会将我们的道德关切置于个人所占有的资源量之间的差异之上。在许多种自由主义理论中，自由主义原则不仅成为对贫困做出谴责的原则，而且也成为要求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平等的原则。这种分析着眼于富裕与贫困之间的鸿沟，而不仅仅是着眼于贫困这一事实本身。这种情况不仅涉及对绝对剥夺问题的关切，而且也涉及对相对剥夺
 问题的关切。一旦相对剥夺被视为在道德上不具有合法性，那么，这种情况的道德分量就可能被认为会随着富裕与贫困之间的差距的拉大而有所加重。占有更多的资源持有量将不仅是贫困能够得以避免的信号，还将成为我们对分配问题加以道德谴责的一个完整的部分。

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就是要论证自由主义在对海外的绝对剥夺予以关切的同时，也保留对本地区的相对剥夺的关切。自由主义原则能够对某些形式的贫困加以谴责，无论那些制度性关系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某些形式的贫困否定了那些自主行动的可能性，因此，能够根据一种对人类的自主行动有所承诺的不偏不倚性的自由主义而被加以谴责。不过，仅当那些个人能够分享到通常的人性（common humanity）之后，对相对剥夺的关切才能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项内涵。一种不偏不倚性的自由主义将会对某些持有物品的不平等予以谴责，将其视为是对那些在一种强制性政治和法律制度下分享责任的人来说不具有可辩护性的事情。也就是说，导致了对相对剥夺的关切的对公民身份的分享，是在国际领域中所缺乏的。因此，看起来像偏倚性的那些说法，实际上是在一种不同的环境下不偏不倚性原则的含义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偏倚性和不偏不倚性辩护策略

随着对另一个区分的介绍，上面说到的观点可能就更可信了：那种区分是在偏倚性辩护策略和不偏不倚性辩护策略之间做出的。如果说我们所打算做的事情就是为一种明显与不偏不倚对待的要求相背离的说法辩护的话，那么有两种有所区别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第一种方法是就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偏倚性是恰当的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理由。第二种是去论证那种“明显背离论”是一种幻觉。事实上，看起来像不平等对待的东西其实正是平等所要求的东西。

我认为，第一种策略在有关国际贫困问题的文献中更为常见。那些试图为分配的局限性进行辩护的人，经常会把问题收缩到地方性范围之内，然后找出一些理由去论证为什么对地方社群的偏爱和赋予其有限性是恰当的。
[3]

 偏倚论者和世界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因此就转向了对自我偏爱（prefer one's own）的正当性问题上了——我认为，这种争论其实不过就是对修饰语的选择问题而已：世界主义者将国家解释为是一群种族上类似的人们在道德上的随机事实，而偏倚论者则将国家解释为是类似于家庭关系的东西。

然而，第二种策略将舍弃这种为偏倚性找出合法性根源的尝试。与之相反的是，这种策略将试图把那种明显的不平等视为是能用一种不偏不倚性原则的有效含义来加以解释的。在此，我们能够注意到，由一个原则所做出的特定防卫和保护可以取决于它所适用的条件的变化情况。不妨对一个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例子稍加修改：一个教练可能会给摔跤选手麦洛每天六磅的食物，而他纤弱的助手则只有一磅。
[4]

 这个教练可能会说，这么做是出于麦洛的利益和需要，从而将他对麦洛的偏爱辩护为是具有正当性的行为。这或许是因为麦洛与教练分享了某些东西，使得那个教练要舍弃将麦洛和他的助手同等加以对待的那种做法。与之相反的是，这个教练可以说，他在这么做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舍弃不偏不倚性的要求。事实上，在对待二人上的明显的不平等，完全是对教练（在此情况下）被要求为两人分别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数量的食物这一原则的不偏不倚的应用而已。看起来像是存在偏爱的情况，事实上却是不偏不倚性在比人们所预期的方式更为复杂的含义上的应用而已。
[5]



因此，本文的策略，是从一种全球不偏不倚性原则出发（这种原则并不会说相对于外国来说对本地更为偏好），来探讨那个原则的要求是否能够在环境变得更为复杂的情况下继续适应。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我将论证说，这将意味着相对剥夺的道德相关性只会出现在国内语境中，而不会出现在国际语境中。

不过，如我们目前所知的，所有这些都假定说，国家拥有一个有限的边界和有限规模的人口，并对其施以强制性权力，而且这一事实将继续存在下去。辩护这个假定是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理论

一位理论家可能会对当今世界中存在的诸多政治制度采取一系列各为不同的态度。其中一种态度将要对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制度加以抽象，进而质问说，如果我们从头开始，那么会采取哪种制度。这种进路（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制度性理论）将不会认为我们正拥有的那些制度是优越于我们可能已经经历过的那些制度的。边界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并且，出于那个原因，我们不管拥有像边界这样的东西的那种国家体是不是应该存续下去这个问题——对于理论家们来说，这可能是众说纷纭的事。

另一种态度则不是叫人去问我们应该拥有哪种制度这样的问题，而是去问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制度应当如何获得辩护。这种理论（我将称之为制度性理论）为了便于分析而把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视为是一种先于理论的既存之物。我认为，这种态度既承认国家权力的事实，也承认当下世界中权限边界化分立的事实。这种态度不会质问我们是否应该发展出这样一种世界来的问题，而是会质问说，我们所拥有的各种国家现在必须为它们的权力做出什么样的辩护。

这两种形式的理论最好被当做是两种理想类型——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发展出那种能够混合制度性形式和非制度性形式的分析的理论来。不过，在本文中，我将关注的是一种非常具有制度性特点的理论形式。我应该强调一下，这么做并非意味着非制度性理论是毫无用处的。非制度性理论对于回答某些问题来说是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的，就像制度性理论在回答另一些问题时亦是如此一样。然而，困扰当今国际舞台的诸多问题看起来要求一种制度性的理论进路。如果我们打算质问说，诸多国家对它们自己的公民和他人到底亏欠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首先关注当今国家是如何构建的这个问题——既关心它们所拥有的权力，也关心它们的权威性得以施展的领土界限。

这种进路首先具有一些优势。世界被分割成有所区别的政治单位的事实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会持续下去，接受这一事实可能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有关现在的引导。在现实世界中，政治单元的变更和政治分界线的重定并不是不需要成本的，这一事实对于那种承认政治制度的理论而言，是更为关注的对象。当然，这种进路也存在一些劣势：在应用于世界上既存的一些国家时，这种进路存在一些难以化解的问题。这种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回答合法脱离问题和边界改变问题，因为，出于分析的目的，制度性理论将边界问题视为是一种先于理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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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只能说明并不存在能够回答我们所遭遇的所有问题的单一理论进路而已。然而，对于我在此所要讨论的问题来说，我认为，诉诸一种制度性进路是最适宜的。

我认为，制度性理论能够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到这一事实上，即，人们能够置身于一种以上的制度性语境下，因此，我们的自由主义原则的内容或许有所不同地取决于它们所适用的语境。也就是说，既承认不偏不倚性原则，也承认那个原则在有所不同的制度性语境下的被加以改变的含义，可能是一种更为恰当的立场。对此，我认为，我们或许既可以保留我们将自由主义适用于全球性领域的这一点的想法，也可以保留那种对朝向国家所分担的责任可能会影响到自由主义内容的要求这一点的信念。正如阿比哈所说：


国家，换句话说，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上的事。这么说，不是因为人们在意它们，而是因为它们以一种强制形式规约我们的生活，而这恰好总是需要道德上的辩护的。这么说，既是因为它们是许多现代人类目的所必需的东西，也因为它们有很大的被滥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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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哈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制度性理论的象征，并且反映了那种对将我们的理论从需要哲学分析和辩护的问题（包括国家巨大的强制性权力问题）中加以抽象的渴望。
[8]



不过，随之而来的一个直接问题是有关这种进路具有保守性的偏见。我们将问题中对国家权力和国家边界的考虑加以强调的要求是不是有些过分保守呢？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这种理论的特点是十分清楚的。对制度性理论的承诺并不是对接受当今世界那些国家的政策和行动的承诺。承认那些国家的存在，暂时性地将它们的边界视为我们目下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并不会导致我们承诺去将政府对自己权力所做的说明视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与之相反，我们试图找出那些因其国家权力的施行才能够面向所有服从于这种权力的人而得到辩护的原则来。如果那个企划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发展出一种说明，根据这种说明，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为其政治权威的施行而提出辩护。这看起来并不会具有任何过分的保守性。

现在，我要重新整理一下我鉴定出自己所采用的进路的那种方式，来作为这一节的一个总结。我已经做出了三种区分，我希望，这些区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使得我所选择采取的那种进路能够被鉴别出来。我的进路是制度性的，也就是说，它将当今世界各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理解为它们现在所是的那个样子，并且并不讨论什么样的制度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而是讨论我们的制度如何才能面向所有人获得辩护这个问题。这种进路认为，对陌生人的责任和对本国同胞的责任是显然不同的，但是，这种进路对两者加以区分是建立在不偏不倚性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偏倚性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这种进路不会去说我们对自己本国同胞更为在意一些，而是认为一种不偏不倚性原则将导致对那些分担了对国家强制权力的责任的个人之间所存在的两种明显不同的辩护负载。并且，在分配正义领域，这种进路将接受这样的结论，即，自由主义原则将谴责在国内领域出现的某种形式的相对剥夺，而同样的自由主义原则将要求对出现在国际领域的绝对剥夺保持一种尊重。我将论证说，这仅仅是因为它们被要求向所有面对着强制权力的人提供辩护，一种对相对剥夺的道德关切是暗含在自由主义对自主性的承诺之中的，因此特定的经济平等主义的关切仅仅在一套国内法律体系语境下才被提出道德上的要求。

如果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那么我认为，我们或许就找到了解决我们开始时所提到的那个问题的一种方法了。我将予以鉴别的自主性原则要求，这种强制性实践和制度既要是能够得到辩护的，也要是能够被消除的；因为国家的制度并不能够立即消失，也因为某种形式的国家强制看起来是自主性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转而寻求国家强制因此能够得到辩护的那些原则。我将论证，只有在对国家强制的辩护原则的寻求过程中，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才会成为一个具有相关性的问题。

比较而言，在国际领域中，并不存在可以与现存国家相类比的制度。不论贸易、外交或者国际协定的连接如何具有实质性，国际层面所呈现的制度并不牵扯到那种针对个体道德行动者的强制性实践问题。这并不是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制，而是说不存在那种国家强制。当然，国际行为或许确实是强制的——基于这种说法，我们就可以理解某种类型的剥削性的贸易关系了，因此一种涉及自主性问题的理论必定会谴责这种关系或者试图去为其提供辩护。然而，我确实要说，只有常见的公民身份这种关系才是一种通过对分配平等的关切而能够获得辩护的关系。我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按这种方式来加以解释是最适宜的——也就是说，将其解释成是一种对在基本自由和分配份额都确定的情况下，对于那些有资格拥有具有自主性的环境的个人，强制性制度如何才能获得辩护这个问题的说明。对此，我认为，我们将在公民和陌生人之间取得一种基本的区分，并且形成将自由主义对国内分配份额的关切与它对所有人类行动者的自主性的全球性关切联系在一起的那样一种方法。因此，本文开始时所指出的自由主义的那种紧张问题就可以得到化解。

在这一节中，我已经提到了自主性原则，但并没有给予适当的介绍；如果不对在国际领域中将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个问题做出解释的话，我很难对这个术语的含义做出解释。在下一节中，我将试着为前面的过失提供一个好的解释，并且将保留对后面所涉及的主题作适当讨论。我的论证的结构将是这样的：我将首先审视自主性原则的一些含义，接着，我将探讨那种如果不加以采用就会导致对自主性的不可允许的背离的那种形式的辩护。我将说明适当形式的辩护将要求一种仅仅限制在国内语境下的对分配份额问题的关切，并且，我将简要描述国际领域中自由主义自主性原则的可用性之后得出结论。因此，出于当下这篇文章的需要，我还要假定自主性确实是我们所有人类行动者都应当加以珍视的东西，并且将沿着上面给定的路线来开展论证。相应的，下一节的主题也就是：当我们谈论自主性的时候，准确地讲，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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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主义和自主性

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自主性问题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显著地，可以在康德式理论为逻辑前提的政治理论中被发现，不过，对自主性问题的关切对于政治辩护来说具有一系列互为不同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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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性的全球性保护问题有一个承诺的想法，我认为，对于自由主义的自我辩护和获得内在融贯性来说，是一个非常可取的候选方案。这样一个原则并不会在公民和陌生人之间做出一个专断的区分，而是会同等尊重所有个体的自主性，尽管如我所指出的，对行动的限制将取决于制度性语境而有所变化。我们因此可以用自由主义来对个人自主性的保护提出要求，并且探讨这种假定在国际和国内分配正义语境下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以此来开始我们的论证。

在目前的语境下，我并不打算提出一个对自主性的道德相关性问题提出一个辩护，此刻，我仅仅希望，对自主性原则的适用能够有助于显示出在国内和国际正义领域内或许会产生出的可信的和具有吸引力的结果。我所采用的原则就将是这样的：所有的人类存在者都对作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存在这一点拥有道德权利（moral entitlement），因此，也对那些基于其上自主性方得以可能的环境和条件拥有道德权利。这个原则反映了将自主性视为一种基本价值的自由主义承诺，并且反映了对将一个外国人的具有自主性的行动和一个公民的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视为在道德重要性上具有同等地位这一点的信念。

不过，将自主性视为一种价值，并不能够决定自主性的何种变体形式将得到辩护这一问题。在目前这一节中，我强调的是我所要加以辩护的自由主义原则。我将引入约瑟夫•拉兹的自主性观点以开始我的论述。在他看来，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被理解为在部分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作者，也就是说，具有自主性的人是能够发展和追求那些自我选择的目标和关系的。自然地，在一个人类行动者能够被当做是具有自主性之前存在着某些前提的条件。拉兹鉴别出三个这样的条件。首先，必须存在适当的智识能力：在这个问题中，个人必须拥有形成一个使其具有自主性的善于计划的行动者的那些复杂意向，并且必须拥有能够足以适应那些意向的要求的理性。我认为这些能力能够被区分成两种形式：作为一个行动者开展行动所需的智识技能以及对于将一个人自己视为是一个行动者所必需的那种朝向一个人自己的生活的恰当态度。后一种能力，由于它们至少服从于来自政治制度的某种控制，看起来也就是一种与正义有关的问题了。不过，前一种能力看起来很大程度上不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因此，我将不会对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含义做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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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所说的那些选项必须是适当的，也就是说，做出选择的智识必须施展于那些具有可能性的选择之上。当然，这个条件面临一些显著的困难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在当下的语境下论证说，这里并不需要有关精确性的总体性理论，或许，将某种环境或条件视为是不恰当的，比起在什么样的适当选项能够被分享这个问题上发展出一种总体性进路来，要更为容易一些。最后，自主性与强制的存在不可兼容。就像拉兹所指出的那样，强制和操纵将一个人的意志还原为了另一个人的意志，也就是说，这些行为被视为是对自主性的违背，不仅由于那些事实本身，而且也是因为那些事实所表征的具有象征性的姿态。当一个本来应当是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的人将自己的意志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时，强制就表现了一种不尊重的态度、一种将他人视作幼童的态度，这是与那种将人类行动者视为具有自主性的、自我创造的物种的要求之间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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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不论是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就其对被强制的个人所表现出的那种轻蔑而言，都是被那种要求对自主性条件予以尊重的自由主义原则所禁止的。

我认为，有必要审视对自主性予以的关切的一些含义。第一个方面，尽管它反映了一种对个体行动者的康德式关切，但是，我在此为之辩护的自主性的形式并不是康德所表达的那种，我认为，它反映了一种一元论的人类自主性图景，在这种图景下，道德法则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理性行动者，它也反映了一种有关人类行动者的多元论图景，在这种图景下，存在一系列多种多样的值得珍视的生活选项和生活方式。自主性，就是一个要将人类存在者视为能够发展出特定的计划、归属感和兴趣的行动者的要求，这样，它也就对那种具有自主性的追求可能指向的特定生活方式赋予了一个多元主义的承诺。

我要强调的第二个有关自主性的方面是，对自主性的尊重并不满足于对实践理性的纯粹应用。我们所要求的，不仅是一种选择能力的存在，甚至也不仅是这种能力得以施展的那些选项的简单存在。因为，毕竟甚至那种最与世隔绝的囚徒也能做出一些决定，即使那些决定只是限于到底是在床边读书还是睡觉这些很小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自主性的观点，也就是反映出了它对那种一个人成为自己生活的局部（partial）作者的条件的尊重的自主性观点，比这种意思具有更为确定的道德内容。自主性的观点将个体人类行动者视为通过他们在世界中的创造性参与而创造价值的存在者，也就是说，他们的效忠、选择以及各种关系，构成了价值的源泉。这种价值创造能够被世界上的一些制度所破坏和尊重，也就是说，自主性的原则依赖于一种规范性观点，这种规范性观点不仅将人类行动者视为一种有资格参与到那些有关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样的问题中进行实践推理的行动者，也将其视为有资格对什么样的价值和理想值得采纳和追求这样的问题进行反思性慎思的行动者。因此，这个原则不仅仅要求实践推理的简单存在，它还要求一系列选项要能够为构建一项生活计划提供适当的素材，这样，那些选项才能成为真正的选择活动的对象，而不是在将我们拉向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在当下语境下，我所要探讨的自主性的第三个方面是说，自主性并不要求向我们开放的选项在数量上最大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多的选项可能事实上会将我们的能力拉向根据我们的计划来理解和组织我们的生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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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自主性并不纯粹取决于那些可用选项的数量，至少在一种特定的具有恰当性的基线之上是如此的。我认为，这个事实将在研究分配正义问题的时候产生重要的作用。如果对物品的拥有与向我们开放的选项是相关的——或许，也与我们更为容易地达到并已经拥有的选项有关，那么，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像拥有物增加到某个水平那样获得任何额外的自主性。然而，这种额外的拥有物可能会增加我们的享乐主义式腔调，一种在逻辑上预设了对自主性予以尊重的理论将不会把这种拥有物视为是会导致自由主义理论所预设的有关人的那些主要道德观点有所增加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对物品的拥有或者那些在现实上向我们开放的选项数量的关切来理解自主性问题。从自由主义正义的立场上看，拥有在某种基线之上的物品是不会成为道德重要性本身的。我认为，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为有关国际领域的分配正义和相对剥夺问题的论证指出了一条道路。

我希望强调的有关自主性图景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即使上述说明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在恰当性的基线之上，即使向个人开放的选项数量并不附着任何的道德重要性，认为某种行动方式是能够改变朝我们开放的选项使其看起来具有道德相关性这一点，也仍然是真实的。举例来说，我在此所要加以辩护的说明是，在因为这看起来是朝向我的最现实的选项而成为一个医生和因为别人通过使其他选择变得困难重重或毫无追逐的可能性而迫使我把成为医生当做是一个最好的选项之间，具有极大的不同。前者仅仅反映了在一系列可接受的选项之间的一种理性选择，如果我所偏好的是将我自己变成惩治犯罪的超级英雄，但是我的社会环境并不将其当做一个现实选项，那么，看起来，我的自主性就因为过一个超级英雄这样的生活选项在可获得性上的缺乏而被虚置了。但毕竟，所有的选项都包含了限制，正是这些限制因素，使得我们可以现实地做些事情或者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上，选项具有有限性这一纯粹事实从我所引入的原则的观点来看很难获得解释。不过，后一种替代方案看起来，是十分不同于它所具有的道德分量的。在排除那些别的可接受的选项的过程中，强制者就否定了我基于内部因素的驱使而过自己的生活、并且为我自己在世界中创造价值的能力。如上所述，这里所说的关键，不仅仅是关系到我在现实性上要做什么或者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关系到为什么那些事情看起来如其所是那样，以及它是否反映出了一个有意识的人试图对此加以操纵以使我的意志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自主性图景，在政治哲学中并不常见。我认为，对自主性问题的一个类似关切，可以在罗尔斯自己的理性自主性概念中找到，这个概念涉及个人“形成、修正以及追逐一种善好观念，并且与之一致地开展深思活动”
[14]

 的能力。理性自主性观念反映出了对罗尔斯的两种道德能力观点的关切，也就是根据一种正义观念开展行动的能力和形成以及追逐一种善好观念的能力。那些被构想为在他们的道德能力方面是自由和平等的个人，在此被理解为是价值的自我鉴别的源泉，是能够通过对其道德能力的自由践行而为各种计划和效忠行为赋予价值的。我认为，罗尔斯的理性自主性观念能够根据上述讨论获得解释和辩护。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中，我打算做的，是要说明什么样的原则是国际领域所需要的，并且论证说，罗尔斯自己的正义理论能够被有益地视为这样的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那种针对那些乍看之下拥有免于所有强制的道德权利的自由而平等的人的国家强制性力量，就能够获得辩护。从现在开始，我要说，对自主性发挥作用的条件的全球性辩护，看起来至少对于一种全球性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而言是一个可信的切入口。

因此，我所要辩护的原则是满足以下说法的：所有的个人，不论其制度性语境如何，都应当能够得到那些善好和环境，基于这些善好和环境，他们才能够作为理性的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而生活，才能够根据个体的善好观念来选择和追逐生活计划。我认为，人们所拥有的自主性环境可以被几种方式加以否定。饥荒、极度贫困、类似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具有残酷性的社会规范，所有这些结构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一种致力于为自主性环境加以防卫的自由主义原则的违背，尽管我在此并不能够为这些主张作细节上的辩护。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已经足够有理由注意到，一种具有一致性的自由主义理论必须如同关切国内贫困那样地关注境外发生的贫困问题，因为边界并不能阻隔一种能将为所有具有自主性的人类行动者的价值提供基础的道德要求。

我还可以对上述问题说得更多，不过现在，我打算转向强制的问题。由于被奴役、被投入严重的贫困之中，人类的自主性可能会受到否定，或者，他们会屈从于具有压制性和边缘化的规范，不过，他们也可能会面临一种来源于直接性强制的对自主性的否定。我将避免在当下语境中提出一种有关强制的完整理论
[15]

 ，就像我始终坚持的那样，我将仅仅关注的问题是，一个个体在面对这来源于强制的对自主性的否定时，是否就不能够被仅仅从向她开放的选项的数量出发来获得理解。强制不仅仅关系到什么样的选项是可利用的，它也与那些选项之所以受到限制的理由有关。强制是一个意向性行动，是在用他人所做出的选择取代自己已经做出的选择。我们因此可以说，强制，表达的是一种支配关系，通过用他人所选择的计划和追求取代自己所做出的选择，从而违背了个体的自主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强制性提议违背了那些受到它们影响的人的自主性，他们是在用其他人的行动来代替自己的行动。

或许，我们能够发现的强制的最显著形式就是国家惩罚。约瑟夫•拉兹写道，由刑事惩戒所带来的强制，是一种对自主性的全球性侵犯，毕竟钳闭“几乎将所有的具有自主性的追求”
[16]

 从囚犯那里排除掉了。这并不是说这种惩罚在某些时候不能获得辩护——只有极少数人才会认为说，所有的刑事惩罚在本质上是被道德所禁止的，而是说，它肯定是对自主性的一种违背，并且因此就需要给予辩护。强制性行动和实践乍看之下是被有关自主性的自由主义原则所禁止的。

不过，这就导致了一个新的问题：辩护问题。毕竟，有时候，上述分析中提到的那些行动将使我们受到我们的那些看起来能够获得道德辩护的原则所谴责。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些强制行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看做是对个人自主性的能够获得辩护的侵犯。由此，也就带来了如何做出恰当形式的辩护的问题，根据这个问题所界定出的原则，一个本来是对自主性的不受允许的侵犯的事情，就可能会变得正当性。相应的，下一节，我将在更多的细节方面对强制问题加以探讨，分析怎样区分正当形式的强制和不正当形式的强制，并且，我将特别注意国家惩罚的强迫接受问题。

三、辩护和强制之一：刑法问题

某些形式的强制（包括某些形式的国家强制）看起来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打算采取一种据说国家强制绝不具有道德上的恰当性的自由主义原则。因此，这里带来的问题就是：哪种想法能够为那种本来被视为是对自主性的不受允许的违背的行为提供辩护呢？首先，要注意将那种人类有能力控制（道德上说）的事态与那些不能被人类加以控制的事态相区别。在调动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原则对一个事态加以谴责之前，要必须注意这个事态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人类行动者所控制的。回到饥荒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如果世界上并不拥有足以保持任何人都能存活的资源的话，那么那些人所遭到的自主性的缺失对于任何人或者任何群体来说就不能被看做是一种道德失败，也就是说，没有哪个个人或者群体能够被指责违背了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的经济境况也就被认为导致了饥荒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且人类将不能够希望去降低或阻止这类的不幸。但是，现代世界中的饥荒问题并非如此，这个世界事实上有能力维持栖息者的生活。这一点说明饥荒问题的出现，带来的是一种道德上值得质疑的情况，而不仅仅是一场悲剧而已。

让我们讨论一下由一些人类行动者向另一些人类行动者明显施加的那种强制情况。为这种强制行为采取的辩护有时候会随着一种同意的结果而获得。在法律上，如果我同意将一项潜在的伤害施加于我自己，那么也就不存在那种法律上可辨识的伤害行为发生了——在法律人的古老拉丁谚语中，有句话说，“对自愿者不构成侵权”（volenti non fit injuria）。类似地，在道德上，如果我同意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将自己所具有的自主性排除掉，比方说，通过志愿性地允许自己被强制（想像这样一种情况，在此情形下，如果你抓到我在喝酒的话，那么我就允许你狠揍我一下），那么，看起来，强制的道德伤害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一个行动者同意撤销此前所持有的选择，规则上来讲，这就不违背自主性原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契约都能与自主性原则相容，由于这完全放弃了延续生活所需要的具有自主性的计划，就可以被加以排除，不过，作为一种规则，同意是一种能够辩护那些本来应当被禁止的事情的可能方式。

就这些观点来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能够为国家惩罚提供潜在辩护的方法的端倪，并且，可以由此推开，回到相对剥夺和正当的分配份额问题上去。不过，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关注一下对惩罚的什么样的辩护将是必须被采取的这个问题。当然，那种明确的同意可能不是合适的答案。举例来说，在尝试为那种指向杀人犯的惩罚措施进行辩护的时候，我们不能问被告席上的犯人哪一种惩罚是他同意向自己施加的，我们乃是根据假设性同意来作为辩护的要求。也就是说，不是说当下事实上同意了什么，而是按照某种模仿达成理性同意的恰当方法在事先同意的东西。这种论证刑事惩罚的进路反映了一种惩罚主义传统，根据那个传统，我们可以说，刑事惩罚的正当性，不是因为这种惩罚对于他人来说是有益的，而是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受到惩罚的那个人被视为是在恰当的假设性环境下同意愿意被那么对待的。
[17]



因此，我们可以试着在托马斯•斯坎伦的那种合乎情理的拒绝的观点的变化形式上寻找出辩护方式来。如果被告席上的囚徒不能够合乎情理地拒绝对他的罪行采取一种受到许可的强制性措施，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作为一个合乎情理的行动者，他是同意对自己采取最初所要施行的强制性措施的。
[18]

 我认为，这种做法将允许我们搞清楚哪种强制才是能够得到辩护的，并且，最终，将有助于我们搞清楚哪种强制性国家制度对于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的相关性来说具有制度性先决条件地位。

因此，让我们转向对国家惩罚的分析上来，并且探讨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性同意的观点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让我们重申一下，根据这种进路，强制性惩罚不是被视作一种对自主性的违背而加以预设性地禁止的。通过寻找出那种使得这些惩罚被当做是我们对其不能合乎情理地撤回我们的同意的东西的那些方式，我们也就针对这个假定而辩护了这些惩罚。我认为，这种进路将很好地符合我们将惩罚始终理解为是一种邪恶的感觉——对司法性伤害的谨慎使用，有时候，它还是一种需要得到辩护的虽说有些过分但却十分必要的邪恶。因此，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将认为，一些惩罚是正当的，而一些惩罚并非如此，“残酷的和不同寻常的惩罚”的宪法观念可能表达的就是我们的后一种感觉，也就是说，一些惩罚将被视为是对自主性原则的不可辩护的侵犯。最高法院在这个领域的法学家们或许会对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做出一些反思。在美国，残酷的和不同寻常的惩罚的本质，并不是被发现于惩罚的一些基本特征本身的，而是在将惩罚的程度和罪行的严重性加以对比的过程中来加以判定的。因此，对于谋杀罪所采用的极刑，并不必然是一种残酷的和不同寻常的惩罚
[19]

 ，相比较而言，对强奸罪采取极刑，对于那个面临着这种惩罚的人而言，就其罪行与其将遭受的惩罚来说，太过严酷了一点，以至于很难获得辩护。
[20]

 这种情况能够被上面提到的自主性进路加以解释，尽管极刑总是在以一种特别严重和直接的方式破坏自主性，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公认的违背行为，因为所有潜在面临这种惩罚的人都采取了一种假设性同意，从而能够获得辩护。就一些谋杀案例而言，我们被迫接受这是对一种深思熟虑基础上剥夺生命行为的正当的道德回应。不过，在强奸罪的情况下，我们并不必须形成这样的认识。无论一个人能够将法院的推理的内容构想成什么样子，那种论证的模式看起来都是符合于上述原则的分析的
[21]

 ，特别是根据法院的说法，即对残酷的和不同寻常的惩罚措施予以禁止的核心思想，是对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的保护。
[22]

 最终，这种进路也将对我们的一个信念做出解释，即，一些惩罚措施与其作为一种对任何真实罪行的可以想像的惩罚的回应之间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对自主性的违背容许有程度之别，如果乍看之下惩罚总是与自主性之间存在紧张，那么它就也具有强度之别，也就是说，作为对任何犯罪行为的回应，一些惩罚措施对于个人自主性来说，并无大碍。
[23]



在这一节，我已经将我的注意力聚焦到了国家在执行刑法过程中的功能问题上了。然而，法律执行的形式有多种，并不只见于刑法执行之中。尽管法哲学家的关注点更多是集中在刑法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法之上（包括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财产法、民法、合同法以及税法，这些形式的法律判决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来说，值得给予单独的关注）。在下一节中，我将考察这些形式的法，我将试图论证，它们都涉及了具有强制性的国家行动，因此，它们也都需要像刑事惩罚的强制施行那样，在一种严格相似的意义上获得辩护。最后，我将试着论证，只有提出这样的辩护要求，对相对剥夺的关切才能获得道德相关性，且只有如此，那些分享了一个国家的强制机制的人们对特定的经济平等主义正义的关切，才能获得恰当性。

四、辩护和强制之二：民法

就法律中所表现的强制而言，刑事惩罚制度肯定是一种最严格的形式。不过，看起来，即便是民法（例如合同法、财产法和民事侵权法）也存在一种普遍的强制。合同法经常被看做是对一种（强制性）司法力量的有限同意，根据这种司法力量，个人被赋予了一种权力，根据由此做出的法律规范，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它们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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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产法也拥有一种基于强制的基础，就像杰里米•瓦尔德龙所指出的，财产法是一种针对那些试图对某些物品加以控制的人将采用集体性力量的承诺。税法，尽管技术上来讲并不是私法的一部分，但是看起来也多少有些涉及那种威胁采用强制性国家行动的含义。在所有这些法律领域中，争论的关键乃是在于司法权力的强制性让渡问题。举例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做出的一项民事判决，都意味着从败诉方向胜诉方让渡了一种最终意义上受强制性措施所保证的司法权力。如果我们对这里所说的让渡行为加以拒绝，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冒一种被不受尊重地投入监狱的风险。所有这些惩戒措施都建构了司法的结构。看起来，所有这些做法，在每一点上都可以被看做是和刑法中的惩罚措施一样具有强制性的，因此，也就一样需要获得辩护。一项民事判决为我们在交出物品或者自由之间提供了选择机会，就像面对一个持枪者的威胁时那样，尽管前者至少是可以获得辩护的，而后者一般是不可宽恕的，前者获得辩护所需要的条件，是一种对假设性辩护的需要，这恰好和惩罚所需要的是一样的。尽管民法和刑法之间在强制性惩戒的目的上是不同的，但是，强制的事实是必然可以被发现于所有司法规则的方面的：


每一项（法官的）裁决都将他们的意志注入其他人类行动者之中。当一个法官裁决将一个被告投入监狱时，这个法官的决定也就剥夺了被告的自由。当一个法官发现了契约责任时，他就会裁决一方必须对另一方做出补偿。因此，每一个词都标志了一项行为。而行为，在最终意义上，是一种权力和强制。
[25]





这种看法在最高法院法学家们的观点中看起来可以得到共鸣。在“希尔利对克莱默尔”案中，最高法院指出，一种限制性契约的执行和作为钳闭方式的国家行动是一回事，因此，也适用同样的宪法原则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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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执行一项契约最终涉及强制力的使用的合法化，因此，我们也就同意说，从那种预设了自主性要求的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来看，这是需要获得辩护的。

政治哲学很少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来探讨私法的道德正当性条件这样的问题。不过，民法确实和惩罚行动一样需要理论上的辩护。举例来说，安东尼•克隆曼已经注意到，支配合同法的那些规则，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观点看，是需要获得辩护的。这种法律允许某种形式的既有优势（advantage-taking）（像更为优越的智识或智能）对契约结果造成影响，并且禁止像身体胁迫这类形式的优势的使用。以这种方式理解合同法，看起来不是很自然，也不是很明显，当然，基于合同法的协定将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因此像国家惩罚一样也就需要在道德上为之提出辩护了。
[27]

 我们所采用的所有形式的司法规则最终都可以追溯出一些强制性措施来，这些措施暗含于自由主义自主性原则之中。举例来说，税法显然是强制性的。联邦收入所得税显然就是要将那些个人此前所挣得的资源拿走。如上所述，这种形式的法律，看起来很合适被理解为是一种对自由主义自主性原则的公认违背，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捍卫我们的物品还是捍卫我们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这并不是说，这种税收是不能获得辩护的——如果在根本上存在着法律体系，那么就需要为维护它们而提供一些强制性措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税收本来是错误的，只是在提供一些理由（根据这些理由，那些要缴税的人无法合乎情理地对其加以拒绝）后才变得可辩护起来。至少，我在此要得出的结论是，法律实际上是一种强制网，民法和刑法乍看之下都是对自主性原则的违背，因此都需要理论上的辩护。就像罗伯特•卡佛所指出的，每一项司法行动都是一种暗含了暴力的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将一个罪犯投入监狱，还是做出一项宣示或者处理一项财产争议
[28]

 ，也就是说，只有政治哲学才能决断这样一种暗含了国家暴力的东西是否具有正当性这个问题。
[29]



司法强制的这种图景之所以值得关注，还有最后一个方面的原因。法律并不是一系列互不关联的法律规则的简单聚合，如果要在根本上使法律拥有强制力，那么就必须将其整合为一个司法体系
 。这看起来好像是法学家的事情，其含义是说，各种规则在其能够被理解为是司法规则之前必须能够满足某种正式的需要。如它们必须能够被加以遵从，必须不会互相冲突，对于公众知识来说必须是能够理解的，如此等等。这些限制意味着，在一个宪政体制中，自发规则形成的是一整套法律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要求一种国内版本的政治哲学去满足为那个作为整体的司法体系的强制性实施提供辩护的要求。举例来说，罗尔斯显然就执行了这样一种政治哲学任务。他将一套司法体系的属性描述为类似于他希望对其加以分析的基本结构的东西，在《正义论》中，他将司法体系鉴别为一种基本结构，这一点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更为清楚和明确。这种看法有时候被认为是有些独断的。
[30]

 事实上，我认为，对于这种看法，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它反映了对那种需要为施加于生活其中的所有人之上的具有强制性的司法体系给予辩护的具有一致性的关切。一个司法体系需要获得辩护的事实，意味着在国内层面上相对剥夺问题具有道德相关性。

那么，在国际层面上，真的不存在与此类似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网吗？毕竟，强制既可能出现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也可能会出现在国家之间。不过，我认为，只有那种由国家所采取的强制行动才有可能通过诉诸分配份额问题而获得辩护。只有国家才既对个人采取强制行动，也要求个人去过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生活。没有某种国家强制的话，具有自主性地追逐我们的企划和计划的能力看起来就是毫无可能性的。看起来，理解强制性宣示的规则问题，对于理解那种不会导致自主性被否定的预期来说，是必要的。与此相反，国际司法制度并不会关注那种针对个体人类行动者的强制性行动。相比较而言，在国际领域中，其他形式的强制一般是不能获得辩护的，或者，既是它们是能够得到辩护的，对于设想它们的分配后果来说，也很难找出一些辩护理由。现在，我只是打算指出国内司法制度和国际司法制度之间的差异，并且指出，只有前者才直接地关注那种针对个人的强制行为，相关的讨论我们已经在上面谈到刑法和民法问题时有所涉及。在国际领域中，并不存在那种我们在国家领域中可以想见的强制行为。
[31]

 我认为，只有这种强制，对于一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来说，才使得相对剥夺问题获得了道德相关性。我现在打算做的，是为支持这个主张而提供一些理由。假设国家司法体系在民法和刑法两个方面都涉及了强制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证明说那种强制是能够与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原则兼容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探索出一种方式，使得正当的强制能够与那种不正当的强制相区别。比方说，一些模式的强制性法律看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些则并非如此。让我们审视一下我们所要发展出的使两者相区别的原则。我们已经加以探讨的假设性同意观点要求我们为那些我们可能不能合乎情理地予以拒斥的强制行为提供理由。现在，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合乎情理的观点，看看哪些标准是与提供或撤销同意具有相关性的。什么样的标准对于为民法中的那种形式的强制辩护来说是道德上恰当的呢？我们已经探讨了这个观点与刑法中的司法惩戒之间的关联。罪行的严重性是主要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决定是提供还是撤销同意。不过，民法在这个问题上与刑法之间差异很大。民法朝向私人权利（private entitlement）的保护，而不是朝向保护公众免于伤害；然而，刑法被概念化来用于那种针对政治体（the body politic）的罪行，而合同法、民事侵权法和财产法，则致力于对私人获得物或权利的界定和保护。集中地讲，这些法律界定在我们的社会中那种权利将存续下去这个问题，它们决定什么东西才算作是财产，那种私人协定将获得公共执行，以及（就税法而言）哪种私人资源必须被处于公共目的而加以征收。因此，这种模式的法律，界定了我们如何持有、让渡以及享用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权利这样的问题。
[32]

 由此而言，我认为这些法律创造了一种资格模式，国家，经由它的司法体系的非刑事方面，界定了财产如何被理解和拥有以及哪种活动将导致哪种经济拥有物的问题。我认为，同意可能部分地取决于带来分配和保护权利的多种方式的这些结果。我们所找寻的原则，将指令或限制分配权利的某些方式，这些原则可能带来的结果，对于财产的持有来说，才是一种使得同意被赋予或被撤销的相关标准。

简要总结一些我迄今所做出的论证：那些分享了一套司法体系的个人也分担了对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司法体系的责任。这套法律体系是具有强制性的，因此乍看之下就与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原则相冲突了。由于我们不能消除国家，假设政府对于自主性的保护来说是（有些矛盾的）具有重要性的，我们就寻求一种替代性方案，根据这种方案，那个司法体系的内容可以通过那种面向所有那些其生活的维度是由那个体系所界定的人的假设性同意而获得辩护。司法体系具有强制性地界定了哪些资源流向哪种活动，这一事实为一个人决定同意的赋予和撤销提供了相关标准。
[33]



当然，这里并没有对物品的相对持有问题加以讨论。我认为，一旦我们对这个事实加以审视，即我们所讨论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不仅仅适用于个体、而且也适用于整个社会，那么这一点就将改变。在此，经由假设性同意获得的辩护适用于每一个面对同意的个人，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原则同等地关切所有人类行动者的全部自主性，因此，一个针对许多个人的具有强制性的计划，必须能够面向每一个人就其计划的内容逐一加以辩护。这里所说的经由假设性同意所提供的辩护涵盖所有面向这种同意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原则同样涉及所有人类存在者的全部自主性，因此，一种涉及许多人的强制性企划不许面向每一个人就其每一项强制性内容做出辩护。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所采取的那种同意观点，一定反映出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那种观点必然形塑了面向司法强制的所有环境，能够确保说每一个体都能确保会提供这样的同意。因此，我们就建立了一种设置，这种设置避免那种特别的运用，也就是说，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对诸原则的辩护使得某些人受益，但是却又能够合乎情理地被社会中的其他人加以拒绝。因此，这种设置就必须能够使得我们发展出这样的一些原则来，这些原则要能够不被任何面临着社会强制的个人予以合乎情理地加以拒绝。这样一种设置必须从对那些个人的道德独断论观点中抽象出来，因为依赖于那种道德独断论的人的观点将使得这些原则明显能够被那些持异见者予以合乎情理地拒斥。

这种说法，看起来既有些简略，也让人感到熟悉。这么说，实际上是在引入罗尔斯自己的原初状态观点，并且暗示说，原初状态设置是可以可信地被理解为一种形塑某些条件的方式，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就能够发展一些正义原则来，而面对这些原则，我们并不能合乎情理地撤回我们的同意。进一步说，我在这里所做的分析等于是在说，原初状态仅仅在为某种形式的强制提供辩护的语境下才是一种有用的设置。而且，原初状态的各种条件导致了一种限制相对剥夺的原则；这种观点以一种基于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分析的形式表达于《正义论》之中。不过，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原初状态分析能够使得我们认为，差异原则的真实目的乃是要面向所有受到强制的人、包括最小受益者群体，为强制行为做出辩护。我们不得不通过提出理由说他们不能对此采取合乎情理地拒绝这一做法，来为那些处于强制网之下的所有人，包括处于最深重的困境之中的那些人，提供一些理由，以使他们同意造成了他们的处境的那些原则——这个过程将导致物质平等主义，这种物质平等主义的形式在差异原则中有所表达，因为向那些最少受益者为我们的强制性企划做出辩护将要求我们向他们指出这一点：没有任何能够使他们的处境得到丁点改善的替代原则。一个能够导致物质不平等的原则，相比起差异原则来说，根据对罗尔斯的这种读解，是更容易导致社会中的一些成员对其加以合乎情理的拒绝的，也就是说，这种原则与差异原则之下的情况而言，将必不可免地导致最小受益者生活机会的减少，因此那些最小受益者就可以对其予以合乎情理的拒绝。我在这里不打算完整地复制罗尔斯为这个结论所采取的论证，我相信这些论证大家相对比较熟悉了，证明它们的正义性将需要更多的篇幅，我在这里无法予以满足。在此，我所坚持的是，一种起始于对自主性的关切的自由主义理论，能够恰当地发展出一种对相对剥夺问题的关切，并且将其作为为国家强制提供辩护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将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条件视为形塑假设性同意的恰当条件的一种方式，根据那种假设性同意，那种对强制具有道德有害性的指责就会落空。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原则要求，强制能够经由假设性同意而获得辩护，这种同意的条件在民法领域中可能要求（就像罗尔斯的论证所指出的）对相对剥夺问题和物质平等问题做出考虑。因此，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在全球性领域中对一种物质分配的平等做出了承诺。物质平等仅仅在某种在国内领域之外无从发现的形式的强制这一背景下，才获得了相关性。

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我并不认为我的论证取决于对罗尔斯自己论证的接受。出于论证的目的，我已经假设说，他的论证，从原初状态到正义诸原则，都是正确的。如果有人不相信根据罗尔斯自己的论证这种辩护就必须采取差异原则的形式这一点，那么我认为我仍然能够坚持说，这样一种辩护需要社会中所有成员的假设性同意，这就将必不可免地带来一个对可接受的相对剥夺形式的限制的原则。毕竟，根据任何可信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来说，那些对具有强制性的政府分担了责任的人都必须拥有相对同等的能力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因此，也就是说，相对剥夺是一种出于某些原因不能适用于国际领域、但是适用于国内领域的自由主义的重要的含义。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原则，将引起那些分享了一种强制性的民法网络的人们就物品的相对持有在对强制加以辩护的语境下具有相关性这一点加以某些考虑，假如我们能够形塑假设性同意这一点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面向所有受强制者对民法的强制性事件予以辩护的必要性，要求我们从所有那些受到强制的人的立场出发来考察强制的实质性后果问题，并且要求我们获得所有那些被加以强制的人的同意。我认为，这个过程将必然对那种在国家边界之内可视为允许的物质不平等形式造成约束，假如面向社会成员中的最小受益者为强制做出辩护这一需要得到满足的话。即使从有关假设性同意的恰当条件中找出其他的一些有关物质剥夺的原则，这一点看起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当然，对于我们所说的罗尔斯的论证来说，我认为我的进路能够在为罗尔斯对强制问题的关切予以辩护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有价值的作用。下一节我将聚焦到罗尔斯身上，并且将为他的工作提供一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我认为，对强制问题的关注是罗尔斯整个理论中具有一致性并且可以获得辩护的方面。我打算这样结束这一节的讨论：我要说，截至目前，我打算在本文中加以证明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性的自由主义能够具有一致性地将那种对本国公民有所担待的东西与那种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动者有所担待的东西区别开来。自由主义不需要在那种对自己同胞的偏倚对待和一种对政治制度的全球性忽略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恰当地予以理解的话，自由主义不偏不倚性并不会被谴责为是不要对本国同胞承担一种有所区别的责任，而是暗示说，这种责任是存在的。我和大家所共同承担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的不偏不倚性自由主义原则所需要的东西。

五、罗尔斯和强制

在这一节中，我所要做的，是在非常细节的水平上提出一种对罗尔斯的解读，这种解读认为罗尔斯的观点是与我们在此所采取的那种进路相兼容的。显然，在他的理论适用于国际领域中的情况时所包含的那种含义问题上，我是不同意罗尔斯的观点的
[34]

 ，但是，我认为，我在这里所描述的进路可以视为是一种对罗尔斯的方法的合乎推理的重构，这种方法避免了一些内在于其理论的国际拓展版本中的问题。因此，我在这里打算说的是，或许罗尔斯本人未必同意，不过，对我来说显然可以论证说罗尔斯个别地对这些观点都有所论证。

罗尔斯对强制的关切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出现得更加明显，尽管这些关切也同样出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
[35]

 罗尔斯将那种司法制度的强制性本质视为一种有待辩护的基本事实，我将从这一点开始我的论述：罗尔斯说：“政治权力总是一种强制性权力，这种权力的背后，是政府对各种制裁措施的使用，因为只有政府才有权威去使用强迫力来捍卫它的法律。”
[36]

 罗尔斯因此论证说，这种权力（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需要获得辩护。在这一点上罗尔斯和我都将国家的存在视为一种前理论的假定。
[37]

 他接受那种对国家的说明，那种说明认为，国家使用强制力的能力决定了那种行动在国家边界之内是获得允许的。罗尔斯所要加以辩护的是那种权威的使用，他诉诸那种尊重自主性的公共理性的规范来为此加以辩护：


我们问道：当基本问题处于危急状况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公民通过投票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针对彼此的那种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或者，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够面向那些自由而平等的人获得辩护，那么，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和理想我们才必须使用那种权力？对于这个问题，政治自由主义这样予以回应：我们认为政治权力的使用是恰当的并且因此可以获得辩护，仅当对它的使用是与一种宪法相一致的，这种宪法在本质上认为，所有的公民都合乎情理地被期待会采取那些合乎情理和合乎推理的人都会予以接受的那些原则和理想。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
[38]





因此，罗尔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说明起始于他对国家强制事实和他企图找出一种能够使得这种强制获得辩护的方式的尝试。罗尔斯论证说，具有强制性的权力，仅当它是一种能够被合法地当做是对一种国内政体的公民才能强制他们自己
 的权力来加以使用的时候，才能获得辩护。因此，对于罗尔斯来说，政治权力必须根据一种尊重个体公民作为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的地位的宪法来运行，从字面上讲，将个体公民视为是受自我立法所驱使的行动者来加以对待。
[39]

 因此，一个社会的法律——或者，更精确地讲，那些将逐一引导政治慎议（political deliberation）的有关基本正义的宪法性精义和问题，一定是可以通过面向所有服从这些法律的个人的公共理性的使用而获得辩护的。在其不能合乎情理地予以接受的意义上对人们施以强制（举例来说，使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对一种有关善好生活的特殊观点加以强迫）也就不是将人们当做自我规制（self-rule）的计划中自由而平等的参与者加以对待：


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运用政治性的和具有强制力的权力的过程中拥有同等的地位，并且都同样地被要求为此做出辩护。因此，任何公民或者公民团体都应当有权利使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来决定被自己或者自己的团体采纳的全面性学说所导向的有关正义的宪法精义或基本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对于这一点可以这样来加以理解：在原初状态中被同等地获得代表时，没有哪个公民的代表能够赋予其他公民或者公民团体采取那种做法的政治权威。这种权威性在公共理性中是没有基础的。
[40]





这种对罗尔斯方法论的说明厘清了一点，即，罗尔斯打算将他的正义诸原则应用于一系列共享着强制性政治制度的个人之上，因为那些制度是需要通过对公共理性的运用而获得辩护的。对此，我认为，国家强制已经被罗尔斯视为是一种关系到相对分配份额的合法性的前提条件。

根据对罗尔斯的这种解读，国家必须面向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辩护，这不是因为国家对某一些人或者另一些人更在乎，而是因为它需要面向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辩护。对于自己人，国家要说：是的，我们对你实施了强制，但是我们这么做，乃是与一些你不能合乎情理地予以拒绝的原则相一致的。对于外人，国家会说：我们不会对你实施强制，因此不会将自由主义正义诸原则应用于你（尽管你确实拥有一种要求能够为自主性发挥作用提供一些前提条件的权利），并且我们将确保如果你现在确实没有的话我们将为你提供这些条件。不过，这两种说法都反映了对自由主义自主性原则的共同关切，这种原则在这里被视为是一种自由主义原则在全球范围的应用。

这种进路有助于搞清楚罗尔斯对自己理论的描述，但是颇受对罗尔斯的那种世界主义解读方式的攻击。正如罗尔斯指出的，他并不打算寻求让自己的理论在存在优势方与劣势方分野的情况下适用于任何场合。举例来说，教会和大学会向自己的成员分配物品，但是，罗尔斯正义诸原则并不适用于这些机构。因此，罗尔斯指出，右翼自由主义论者，由于不承认一种同等适用于所有人的具有强制性的公法的存在，因此对于形成一个基本结构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41]

 同样地，罗尔斯明确认为，没有任何基本结构在分析上是适用于国际领域的。
[42]

 罗尔斯将他的注意力限制在国家之上，因为国家能够从事教会和大学所不能做的一些事情——直接地和强制性地决定针对各种立场经由最终依靠强制力支撑的（正如罗尔斯说注意到的）具有强制性的私法措施来采取对策。我认为，我的这种说法能够解释罗尔斯为什么会坚持这种看法这个问题。不像对一种善好的单纯区分，强制牵涉个人行动者根据他们自己的计划来过自己的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说，它需要得到辩护，特别是需要根据那种辩护我们能够正当地将我们自己理解为是我们自己的强制的制造者。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现在就能够与一种更为一般性的责任，也就是对自主性的尊重连接在一起了，这种责任，既存在于国家边界之内，也存在于国家边界之外。罗尔斯所着眼的，是国内情况，但是我认为，只要加入我自己的理论，那么本来是他无法加以说明的那种横亘在国内领域和国际领域之间的模糊的东西就能获得解释。

最后，我认为，这种进路能够有助于解决罗尔斯的批评者最近一些年来所谈论的一个问题。一些理论家论证说，罗尔斯对社会作为一种出于互惠目的的合作事业的讨论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因为这暗示着应当将严重残障者（这些人不能够以任何在经济上足以养活自己的程度上参与合作）排除出社会的含义，换句话说，由于这些人看起来比我们中的大多数更需要获得正义的护卫，因此这就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43]

 根据我们在这里采取的进路，这种反对观点混淆了成员资格
 的标准和辩护
 的标准。对于那些在一个群体中有权利要求经由自由主义正义原则做出辩护的人而言的那种成员资格标准，根据我的观点来看，是在国家边界之内作为公民的那种成员资格。第一个环节决定的是需要面向哪些人提出辩护的问题，换句话说，强制的事实也就是要求提供这种辩护的原因所在。只有在第二个环节，才涉及所提供的辩护问题。也正是在这个环节，作为一种合作企划的规范性观点，社会才进入论题之中。在此对这种观点的采用是正当的，因为，在辩护中，我们试图获得一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体系能够面向每一个被认为是志愿性地赋予了同意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被视为这样的人，即，如果他们是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那么就会自由地聚合起来发展出这些合作原则）而获得合法性。社会并不是一个出于互惠性而形成的合作事业，作为对这种互惠性观点的反驳，严重残障者在社会中的存在足以证明这一点。不过，一个成员资格是经由司法体系获得界定的这样一个社会，也是能够采取这种观点来面向自己的公民为具有强制性的司法体系加以辩护的。

在很大程度上，对罗尔斯观点的最后这种反驳，类似于世界主义者对罗尔斯观点所做出的误读。他们的那种认为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应当形成一种合作性单位的论证，现在被认为是属于理论上的误导，也会导致一些反直觉的后果。强制，而不是合作，才是分配正义的必要条件，并且使得相对剥夺的原则获得了相关性。作为对这个讨论的最后一点看法，我将简单地通过一个故事来使这些结论看起来更有效一点。

六、一个有关两个国家的故事：波尔多维亚和希尔达维亚

我将用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来证明我在此所要加以辩护的那种版本的自由主义能够面对一种世界主义的批评为自己做出辩护，我将据此来得出本文的结论。出于这个任务的需要，我们可以设想有两个社会，并且来探讨一下自由主义自主性原则将如何为国家边界之内的（而不是去边界的）物质平等的重要性做出辩护。我们首先将设有两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存在。
[44]

 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曾经听说过山那边的人的故事，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没有建立过任何形式的联系。在其中一个国家（我们称之为波尔多维亚）所拥有的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相对更肥沃的土壤条件使得他们国家的生活非常富裕，因此，这个国家发现它自己有足够的实践来发展先进的文化、好的大学以及优质的娱乐休闲方式。在另一个国家（我们称之为希尔达维亚）自然条件和农业技术的匮乏导致收成连年下滑。一旦粮食完全需要从别的国家进口，希尔达维亚也就相应的遭受了灾难。不过，希尔达维亚人没有哪一个人在任何程度上遭受了痛苦，所有人都拥有足够的食物来过一种正常的具有生产性的生活，并且，也没有人是处于那种落入即将到来的饥荒或者贫困的危险之中的。不过，他们的物品和资源持有量是显著地少于波尔多维亚人的。有一天，一部分希尔达维亚人决定拓荒，并且跨过了那些绵延的山脉，进入了意料之外的富足的波尔多维亚领地。在对那里的人有所了解之后，希尔达维亚人开始抱怨说，为什么会这样？你们拥有比我们多的东西难道是公平的吗？当然，我们出生于山的那一边确实是一个事实，这只是命运的偶然，一种不平等的事实并不能够因此而获得辩护。因此，希尔达维亚人要求波尔多维亚人和希尔达维亚人创设一种国际机制，在这种国际机制中，每一个国家都派出代表，但是收益少的国家代表期望得到最大化。这个国际机制的第一项建议，就是要求波尔多维亚向希尔达维亚做出支付。

如果根据自由主义的逻辑来考虑的话，波尔多维亚人能够接受希尔达维亚人的要求吗？我认为是不能的，波尔多维亚人会非常一致性地回应，他们对自主性的保护有所关切，这导致他们对那些受到由波尔多维亚政府制定的波尔多维亚私法强制的人的相对的物质不平等也有所关切。他们解释说，如果不这样的话，波尔多维亚人将面对一种持续的强制威胁，这种威胁不能面向他们依照他们所不能合乎情理地予以拒绝的理由加以辩护。然而，由于希尔达维亚人并不服从波尔多维亚人所服从的私法体系（如果他们不向波尔多维亚政府缴税的话，并不会受到被投入监狱的危险，也不会发现自己受到波尔多维亚法庭的具有强制性的裁决的威胁），这种情况与对希尔达维亚人的相对剥夺的情况是有一些不同的。因为，希尔达维亚人仅仅是生活上不像波尔多维亚人那么好而已，而不是低于那种自主性正常运作所需的底线，所以，波尔多维亚人能够坚持说他们有理由反对希尔达维亚人的要求。波尔多维亚人或许可以足够利他主义地或者体面地向希尔达维亚人提供一些财富，但是，这只是一种情分的事情，而不是一种义务。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在一种共同的具有强制性的司法体系阙如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义务对相对剥夺问题予以关注。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例子，很少有人会认为共同分享同一个世界这一事实足以导致像罗尔斯在国内情况中所采取的那种平等主义责任。
[45]

 当然，更具有相关性的情况是那种出现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广泛的贸易和外交联系上。查尔斯•贝茨和涛慕思•博格都论证说，足够程度的这类联系包含了一种对于罗尔斯的方法的分析来说恰当的那种出于互惠性的合作企划。
[46]

 因此，让我们设想波尔多维亚人和希尔达维亚人已经开始在彼此之间开展贸易了，在双边关系超过某一程度之后，希尔达维亚的一个类似代表团带着一份要求清单进入了波尔多维亚的首都。他们指出，贸易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不过对于波尔多维亚人来说，优势要更大一些。或许，经过十年贸易，希尔达维亚农民的情况仅仅是相对于自给自足来说稍有改善而已，但是波尔多维亚农民的境况则要比自给自足的程度好上许多。当然，希尔达维亚人论证说，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做法。毕竟从原初状态中，我们并不能知晓我们到底是波尔多维亚人还是希尔达维亚人，并且，如果他们允许这种程度的物质不平等的话，我们会因此谴责目前社会的贸易和外交制度。

我认为，波尔多维亚人抵制他们那种主张是十分正确的。他们可以有耐心地解释说，原初状态并不是一种任何时候都使用的设置，因为它是被用来说明在提出那种假设性同意能够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到底能够为某种形式的强制提供什么样的辩护来。在当下的情况中，看起来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强制。波尔多维亚人并没有与希尔达维亚人开展贸易的义务。当然，如果自给自足情况对于他们而言是道德上可接受的，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义务同他们或为他们做任何事。波尔多维亚人可能会指出，贸易在这里是一种有关议价的事情，而不是有关威胁的事情。波尔多维亚人在正常贸易活动中并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也就是说，他们的活动并没有从希尔达维亚那里剥夺掉任何权利（entitlement）。在贸易活动之前，希尔达维亚人的情况（据推测）是一种道德上可接受的情况，如果它不涉及任何形式的可被视为是对自主性的违背的贫困问题的话，在波尔多维亚人的贸易活动中并不存在任何前提性的错误。我认为，如果不开展贸易活动的话希尔达维亚人的处境依然是道德上可接受的，因此波尔多维亚人并没有义务说一定要继续同希尔达维亚人进行贸易。（当然，这里有一个假定，也就是说，希尔达维亚人并没有将他们的内部经济调整到那种如果不开展国外贸易就无法正常运行的程度。这可能会是一个错误的假定，因为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我认为，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这种需要采用原初状态说明来做出辩护的国际贸易关系中并不存在强制问题。布莱恩•巴里同样注意到，没有哪种经济交互行为能够导致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之间的关系网在道德上获得等价意义。
[47]

 巴里不是很明确国家中存在哪些类型关系，或者也不是很明确这些关系在道德上如何不同于纯粹的贸易。不过，上面的说明能够为巴里的直觉提供一种解释。国家之内（但不是在国家之外）存在的是持续进行的强制这一事实。我认为，巴里的直觉是十分正确的，波尔多维亚人没有理由服从希尔达维亚人的主张。

假设希尔达维亚人最后采取了一种说法。他们论证说具有道德意义的是个人福利问题（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我们能够实际地做或者成为的那些事），并且，波尔多维亚人的法律，由于它们最终影响到了哪种物品进入国际市场以及以什么价格进入这个问题，因此也就影响到了哪些选项是向我们开放的这个问题。因此，为什么我们不能要求根据我们不能合乎情理的予以拒绝的波尔多维亚法律来获得一个辩护呢？为什么当我们不这么做的时候，波尔多维亚人要抗议呢？

作为回应，我认为波尔多维亚政府不仅需要调用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原则，强调说相对福利和相对的可用选项在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中不一定有所包含。我们没有义务来使整个世界的福利（或者任何人的福利）最大化，但是我们确实有一种义务来避免否认那种面向所有人类行动者的自主性条件。波尔多维亚人可能会说，我们以我们不能对你采取的方式对自己的公民施以强制，这是需要辩护的事情，通过确保波尔多维亚人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获得公正平等机会的权利，并且通过确保在波尔多维亚人中间采取一个相对严格的平等原则，我们就提供了这种辩护。是强制的事实，而不是福利的事实，才需要辩护。一个类比可能会对理解这个观点有所裨益。当波尔多维亚法律将一个偷窃者投入监狱的时候，它也毋庸置疑地影响了那个人和他的朋友的福利。不过，这个人需要我们从我们这里获得一种不同的辩护，因为我们是在执行一种会威胁将他以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方式追求自己的计划和企划的能力移除掉的事情。这个人和他的朋友所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并且，这种差异不是程度的问题，而是种类的问题。这个人受到了强制，如果他不能被提供一个他不能合乎情理地予以拒绝理由，那么对他所做的事就是错误的。这个人的朋友则不会遭受对自主性的违背这样的事情，因此，没有权利要求同样形式的辩护。法律具有强制性的本质，而不是它们对福利所造成的影响，使得它们需要获得辩护。

就这个故事中的例子来看，我的理论看起来对全球性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一种放任主义的态度。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给人误导的。我认为，如果在目前世界经济贫困现状勉强的情况下，对个人自主性进行辩护的含义，将令人惊讶地要求某种程度的国际组织再造和改革
[48]

 ，尽管一个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体系的存在是对相对剥夺问题加以关注的前提条件，但是，对绝对剥夺问题的关切则不必被赋予任何这样的制度性前提条件。如果饥荒和剥夺是可以弥补的，那么那些能够对此加以弥补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对此负有责任（假如饥荒和剥夺导致了那些人运用自己的自主性的能力的丧失）。我认为，自主性辩护对一系列广泛形式的人权也做出了具有一致性的自由主义承诺，包括那些免于某种更为严酷的严格等级制社会的权利，或许还包括那种要求民主政府的权利。人权的精确内容是这种自主性概念的必然延伸，然而，当下却不能对其加以探讨。不过，我相信，无论延伸出什么样的内容来，今日世界都不可能满足其要求。

七、结论

我希望自己已经充分论证的是，本文开始时所指出的那种不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自由主义能够具有一致性地将它对相对剥夺问题的关切限制到国内领域上，并且仅仅将对绝对剥夺问题的关切放在国际领域加以考虑。一种对所有人的道德平等有所承诺，并且对所有人类行动者的自由主义加以同等保护有所承诺的自由主义，仍然是可能会基于制度性关系中的相关差异而将公民和陌生人有所区别地加以对待的。平等主义正义的精确测度（也就是我们对自主性予以同等尊重这一做法被加以证明的方式）随着制度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我认为，对国内经济平等和国际经济充足性的关切反映了一种对自由主义自主性原则的具有一致性并且充分的关切。

我将用一个类比来结束本文的论证，我希望这是有用的。在一场美国选举中，对美国公民的投票权的否认，将是我已经鉴别说其原则是值得谴责的事情，也就是说，无论是从这件事所象征的那种消极意义和它所涉及的过程来说，还是从在面对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时一个人不能得到救助这样的内在的自主性缺乏的角度来说，这都是值得反对的事情。
[49]

 在美国选举中，对居住在法国的法国公民的投票权的否定，相比较而言，不会有这两方面在道德上值得质疑的影响。
[50]

 我认为，比差异原则所允许的程度更为严重的物质不平等原则的单纯事实现在被认为是与对投票权否定具有道德上的等价性的：对于那些共同拥有同一个国家的人来说，这种做法在道德上是受到禁止的。但是，对于那些不具有这种关系的人来说，这种自由主义平等的含义并无效力，即使这个人的公民身份是那种就其本身而言具有道德任意性的（morally arbitrary）事实的后果，这一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因此，物质不平等更像是一种对投票权的否认，而不是像大部分自由主义理论家以前所认为的那样。这两者在那种共同分享的公民身份的意义上都是道德上错误的，不过当它们被应用到那些不具有这种关系的人身上时，其本身的道德关切就并非如此了。当然，它们之间是具有一致性的：两者都属于辩护策略，根据这种辩护策略，具有强制性的司法体系能够面向个人而获得辩护。我认为，这种进路能够回答世界主义者的上述挑战，也就是说，它能对国家的边界问题在道德上的不相关性
 问题做出解释，尽管或许这种解释有些武断。比起将一种封建领主式特权嵌入自由主义理论之中来，我们将对相对剥夺问题的关切限制在国内领域之中的做法更好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人面对着国家强制的事实，而另一些人则不必如此。我认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方法来理解我们对本国同胞和对世界上的其他人分别担当了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不过，我将把这个工作留在以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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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将对下列人士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本文较早前各个手稿的有益评论：Chris Bobonich，Ronald Dworkin，Lori Gruen，Frances Karnrn，Jon Kaplan，Christine Korsgaard，Steve Macedo，Don Moon，Thomas Nagel，Susan Okin，Alan Patten，Jim Pryor，Tim Scanlon，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的编辑，以及这个刊物的一位匿名评审。特别要谢谢Debra Satz，她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引导和指导。

[2]这种说法源自Joseph Carens，“Aliens and Citizens：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in Will Kymlicka，ed.,The Rights of Minority Cultur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332.

[3]罗纳德•德沃金的“联合义务”观点以及理查德•米勒的合法爱国主义关切观点，都采取了这种形式，见Dworkin,Law's Empire
 （Cambridge：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95-205;Miller，“Cosmopolitan Respect and Patriotic Concern”,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7，no. 3（1998）:202-224.

[4]见Aristotle,Nichomachean Ethics
 ，book 11，chap.6（1106a36-b7）. See also 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
 （NewYork：Russell Sage，1992）.

[5]我将指出，作为一种进一步的复杂化，有许多人——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试图辩护说，一种对不偏不倚性原则的背离能够结束那种基于一些其他不偏不倚性原则而为偏倚性辩护的做法。例如，见Robert Goodin，“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Our Fellow Countrymen?”，Ethics
 98（July 1988）:663-686.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基于其全球性的有益后果来为一种地方性偏好辩护。

[6]不过，我应当指出，尽管这些边界是被用于论证策略的需要，但是我仍然能够提出两个有关将世界分割成国家的进一步的问题：首先，对于这种将世界分割成各个国家的做法要面向所有人获得辩护来说，哪些条件是必须获得的？其次，哪些非理想化理论的原则应当被发展出来，以便使得脱离国籍的做法能够成为某种形式的非正义的补救措施？一个有关脱离问题的说明因此可以从本文所引入的一些考虑中发展出来。处理移民入境权利的那些原则可以按类似方式发展出来。一种有关这种移民入境说明的简单描述，可见于我的关于“移民入境”的词条，收于Christopher Wellman and R. G. Frey，eds.,Blackwell Companion to Applied Ethics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forthcoming）.

[7]Anthony Appiah,“Constitutional Patriots”,in Joshua Cohen，ed.,For Love of Country
 （Boston:Beacon Press，1996），pp.21-29.

[8]进一步我也将坚持说，非制度性理想理论和制度性理想理论都是存在的，接受各种政治制度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会导致一种理论非理想化。所有形式的理论化做法都要求我们将世界的某些方面视为分析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要接受一种满足中等匮乏条件的比较弱的假定，或者视为是有关分散性主权的具有实质性的假定。不过，到底是哪些原则限制了那种被假定是完全获得顺从并且不存在资源的灾难性短缺的国家的行动，这一问题，是十分不同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当人的意志或者自然条件严重缺乏的时候，如何来开展国家行动？我将保留“非理想理论”的概念，以便解决后一个问题。并且，我坚持认为，形成一种制度性理想理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我认为这样一种理想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为我们的真实世界提供指导意义的，这种理论并不是因为接受了一些非理想的条件而能够担此任务的，而是通过使我们明白我们的制度何以能够基于理想环境而获得辩护，这种理论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9]我也将通过提及一个假定来结束这一节，出于当下文章的需要，我假定说，处于有边界的国家的法律的支配之下的人和那个国家的公民，这两个概念之间是等价的。当然，实际上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我打算在别的地方来探讨采取这种假定的后果。不过，目前，我将出于解释的需要而采取这个假定。

[10]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根据功利主义的逻辑表达了对自主性的关切，而像玛莎•纳斯鲍姆这样的思想家则从亚里士多德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这种关切。见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1859）（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1978）,Martha Nussbaum，“Non-Relative Virtues：An Aristotelian Approach”,in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eds.,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224-269.

[11]我并不是说它们完全在政治生活领域之外，比方说，这里所采取的进路能够为某种将残障人士提升到具有自主性能力程度所需要的教育计划提供论证。我感谢Debra Satz，她指出了在当下语境中这种残障的各种含义问题。

[12]见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pp.376-378;也见Thomas Scanlon，“The Significance of Choice”,in Stephen Darwall，ed.,Equal Freedom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pp.39-104.

[13]Gerald Dworkin，“Is More Choice Better than Less?”，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7
 （1982）：47-61;Scanlon，“The Significance of Choice”.

[14]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Columbia），p.72.罗尔斯将合乎情理的自主性和完全的自主性相区别。根据这种区别，一个政治社会的公民能够根据正义诸原则开展行动，这些正义原则能够被合乎情理的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加以同意。由于目前我打算集中于在政治社会阙如的情况下自主性的条件有哪些这个问题的讨论，因此，我不打算在此讨论完全自主性的问题。我也将指出，尽管罗尔斯发展出了一种与任何整全式学说没有关联的政治自由主义，而拉兹则基于他自己对自主性的尊重发展出了一种整全式完美主义，但是，他们都同意将自主性视为一种基本价值。我把拉兹的完美主义视为是与他对自主性问题的辩护相互独立的东西，并且认为罗尔斯的诸原则最终依赖于一种有关人类自主性的极其类似的观念，即使后者是来源于（在罗尔斯的后期作品中）大众文化中的观念蕴含的。在本文中，我很遗憾自己没有时间在更为细致的水平上探讨这些问题。

[15]我的有关强制的进路在很大程度上受阿兰•维瑟莫尔的影响。Coerc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
 ,p.148.

[16]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
 ,p.419.

[17]见Herbert Morris，“Persons and Punishment”,The Monist
 52（October 1986）:475-501；Jeffrie Murphy，“Marxism and Retribution”,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
 ，no. 3（1973）:217-243.

[18]见Thomas Scanlon，“Contrac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in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03-128. See also Scanlon,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9]Gregg v. Georgia，428 U.S.153（1976）.

[20]Coker v. Georgia，433 U.S. 584（1977）.

[21]可以这么说，惩罚理论的一些理论家相信，单纯威慑目的的惩罚是绝对不能获得辩护的，尽管我在此不打算探讨这种观点。一个有关这个论述的逻辑路线的很好的说明，见Murphy，“Marxism and Retribution”.

[22]Trop V. Dulles，356 U.S. 86，100（1958）.

[23]我要顺便指出，我并没有说一种更为“严酷”的惩罚形式——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更令人痛苦或令人感到羞辱的惩罚形式——比起一种更不“严酷”的惩罚形式来说必定是对自主性更为严重的违背。我现在所说的，对最高法院所定义的严酷和不同寻常的惩罚的一种理解是将其与自主性观念联系在一起。在后一种意义上，那些不能面向被认为是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的公民而获得辩护的形式的惩罚将被视为是严酷和不同寻常的。因此，一种过分令人痛苦的刑罚执行形式可能是对自主性的一种违背，但是不是因为它在日常意义上的那种“严酷”，而是因为这种惩罚形式将不能面向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获得辩护。我感谢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的一位编辑，他帮助我更为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24]见H.L.A. Hart,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1）,pp.28-29.

[25]Michael D. Danekan，“Moral Reasoning and the Quest for Legitimacy”,43,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93）:49.

[26]Shelley v. Kraemer，334 U.S. 1（1948）.

[27]Anthony Kronman，“Contract Law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89 Yale Law Journal
 （1980）:472.我在一个核心的观点上不同意克隆曼的看法：他论证说那种面向一个自由主义者开放的辩护形式仅限于像公正和经济平等主义这样的观念。与此相反，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我们的那种更小限度的自主性观点出发，这种做法在某种语境中将以一种经济平等主义收尾，但是这样一个结果将只是我们的道德追问的结果，而不是（像克隆曼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开始。

[28]Robert M. Cover，“Violence and the Word”,95 Yale Law Journal
 （1986）:1601.卡沃尔指出，法律总是在一种暴力和死亡的领域中起作用，这在刑法中最为明显，“所有的法律都关系到财产，关系到它们的使用和保护，都拥有一种相似的暴力基础”（n.16）。

[29]这种看待民法的方式可能会使一些读者想起约翰•奥斯汀的许多说法，他的那种以强制为基础的法哲学肯定会受到H.L.A.哈特的质疑。我在此将仅仅关注奥斯汀的问题和我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即，我们对强制的使用不会受到他那样的批评。见H.L.A. Hart,The Concept of Law
 ,and John Austin,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5th ed.（1885）,ed. Wilfred E. Rumb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30]见G. A. Cohen，“Where the Action Is：On the Sit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Philosophy G Public Affairs
 26，no. 1（1997）:3-30.

[31]J.唐纳德•摩恩和其他一些人的反对观点使我印象深刻，即，国际体系整个都是建基于强制的——举例来说，那种对边界一带非法移民者的强制性排斥的做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记得，每一种显著的强制形式都需要一种显著的辩护形式。对一个打算进入自己国家的人的拒绝或许是能得到辩护的，也或许是不能得到辩护的，不过，这种辩护形式将是非常不同于一个目前生活在那个司法强制体系中的人所需要的辩护形式的。对那些人予以强制性排斥的事实本身并不能消弭掉长远以后才能获得成员资格的人与目前已经有成员资格的人之间的差别。我将论证说，只有后者才与那种对相对剥夺的合法性的关切问题有关。

[32]对于这种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不动产必须——理论上来讲，如果不是从司法实践上讲的话——能够被追溯为一种源于它能得以被合法地视为是财产的那种最高权威的原初授权。

[33]现在，我们注意到，我已经开始直接谈论财产和权利（entitlement）问题了，这些问题看起来是一种比我较早时在自主性语境中所允诺的东西更加具有拓展性的关切。对此，我认为存在一个很好的理由。我们较早前的看法是对一种被视为是对自主性的尊重或违背的特定情境的鉴别。在这里，对于我们所持有的物品的规模或现实地向我们开放的选项的数目，则不一定非要有所关切，只要它是处于某种底线之上的。然而，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是对一种已经被鉴定为具有强制性因此被视为是对自由主义自主性原则的违背的情境提供辩护的问题。对于这种问题，我认为，需要采取更宽泛的标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基于那些就其本身来说并不必然地蕴含于对自主性的每一次讨论之中的看法而提出或撤销我们的同意。在决定是否接受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政体问题时，涉及许多种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其对我们的资源和经济持有量的影响来对那种提议加以审视。民法是具有强制性的，并且它对物品的分配会产生影响；前一个事实使得民法需要获得辩护，而后一个事实则提供了决定我们的同意到底是被赋予还是被撤销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的辩护的方法。

[34]罗尔斯自己有关运用于海外问题的契约论的含义的观点，见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5]见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343.“一般大家都同意说，那种敲诈之下做出的允诺是自始无效的（void ab initio）。但是，同样地，不正义的社会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敲诈勒索，甚至还是一种暴力，对它们赋予的同意也是不算数的。这么说的理由是，原初状态中的相关各方将坚持这种看法。”当然，罗尔斯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到国内法具有强制性这一事实——然而早在《政治自由主义》时期之前的早期作品中，他是提供了这种说法的。

[36]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p.136.

[37]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in On Human Rights
 ，ed. Stephen Shute et al.（New York：Basic Books，1993），pp.41-82；Rawls,The Law of Peoples
 .

[38]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p.217.

[39]Ibid.，p.77.

[40]Ibid.，pp.61-62.

[41]Ibid.,p.264.

[42]Rawls，“The Law of Peoples”,pp.220-221，n.2.

[43]见Robert Goodin，“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our Fellow Countrymen”.

[44]这里所提到的故事部分来源于James Buchanan，“A Two-country Parable”,in Warren E Schwartz，ed.,Justice in Immigr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63-66.

[45]不同的观点，见Charles Beitz，“Cosmopolitan Ideals and National Sentiment”,Journal of Philosophy
 80（October 1983）：591-600.

[46]见Charles Beitz,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Thomas Pogge,Realizing Rawl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47]Brian Barry，“Humanity and Justice in Global Perspective”,Nomos 24：Ethics，Economics and the Law
 ，ed. J. R. Pennock and J. W. Chap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82），p.233.“贸易，我认为，如果是自由开展的话……并不是那种会带来公平竞争责任的关系……陶瓷贸易、装饰品贸易以及武器贸易都能够被追溯到史前时期，但是我们很难去说宽口陶器人（大约6000年前居住在欧洲温带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民族。——译者注）与他们的贸易伙伴之间形成了一种单一的合作性关系。直到东西方之间的香料贸易形成之后，我们才能这么说。”

[48]见Barbara Crossette，“Half the World Lacks Sanitation，Says UNICEF”,New York Times
 ，July 23,1997，A9.

[49]我认为，对投票权采取这种方式加以否定，能够被很好地视为是一种边缘化行为——所谓边缘化是一种象征性说法，意味着被否定的个体不具有自主性地开展慎思活动的价值，并且必须以某种未经批判的方式接受其他人的价值和原则。这种对投票权的象征性的重要性的观点在朱迪•史克拉的作品中得到了更为细致的讨论，见Judith Shklar，American Citizenship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50]类似的观点，见Jeremy Waldron，“Special Ties and Natural Dutie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2，no. 1（1993）:3-30. 瓦尔德龙引入一种范围有限的责任观点来作为自然责任的替代——比方说，就像公民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拥有一些有所区别的责任，这种责任来源于一种支持正义制度的一般的和自然的责任。这种观点很好地与我自己关于一种不偏不倚性原则能够在有所区别的语境中获得有所区别的含义的观点相吻合。瓦尔德龙和我不同的主要是理论关注点的不同。他的关注点是公民朝向国家的义务问题，而我的关注点则是国家必须朝向公民——以及非公民——来为它的具有强制性的权力的使用做出什么样的辩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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